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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桑特洛克（后排中）与获得2015年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桑特洛克本科生奖学金的学生合影。该奖学金由约翰·桑特洛克设立，为本科生提供参加研究会议的机会。图中出现的一些学生参加了儿童发展研究学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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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踏上了或五彩缤纷或荆棘坎坷的漫漫人生路。人们不免对这一人生历程感到好奇并加以探究。以相关领域内教师、学生或普通公众的身份教过、学过或读过发展心理学著作、教材的人，可能都有一种体会——人生发展的过程好神奇、好有趣，但是相关内容体量之大无所不包、要点之多林林总总，又让人感到顾此失彼，细节难记。

桑特洛克博士作为多年从事发展心理学教学的教师，深知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所有相关内容的教学绝非易事，甚至是困难重重。因此，他试图通过这本《毕生发展》，以较短的篇幅涵盖核心内容来描绘人类毕生发展的各个时期，以满足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或公众阅读的需求。这本书延续了作者一贯的简明精要的风格，介绍了引人入胜而又与众不同的人类毕生发展过程。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追求翻译的“信、达、雅”。在处理一些俚语和口语化表达时，我们尽可能选用贴切的中文表达，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此外，我们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努力找到适当的翻译方式，以应对一些文化背景的差异，使译文更加贴近中文读者的表达习惯和理解方式。整个翻译过程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由我与我带过的多名学生共同完成，分工如下：马晓辉（河北大学，第一、十七章）、王宏霞（北京林业大学，第二、十三章）、耿靖宇（青岛大学，第三、四章）、吴静（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第五、六章）、王艳（北京科技大学，第七、八章）、魏新益（莆田学院，第九章）、王静（扬州大学，第十章）、周浩（浙江财经大学，第十一、十二章）、尹立鹏（香港大学，第十四章）、胡花花（浙江省血液中心，第十五章）、戴书婷（香港城市大学，第十六章）。译本中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感谢原书作者以简明精要的方式呈现了人类毕生发展的历程，感谢出版社编辑为译本出版付出的努力。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够伴随好奇心，掌握对人类发展历程进行探究的要领，并开心顺利！

雷雳

2024年冬日







第1章 引论




本章纲要



毕生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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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毕生发展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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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生发展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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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生发展领域的当代议题






发展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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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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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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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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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主题






发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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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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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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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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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性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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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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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中的理论取向






毕生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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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数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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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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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的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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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应遵守伦理道德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如何成为泰德·卡钦斯基，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如何成为艾丽斯·沃克？

在整个中学阶段，泰德·卡钦斯基一路高歌猛进，头两年他没遇到什么困难，只是很少努力与他人接触。16岁时，卡钦斯基进入哈佛大学，他在大学期间也是独来独往。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室友表示，为了避免与人接触，他会从人们身边一闪而过，然后关上身后的门。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卡钦斯基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他在那里的同事回忆他时，也提到他会避免社会接触——没有朋友，没有支持者，也没有社交网络。

在伯克利分校工作了几年后，卡钦斯基辞职并搬到了蒙大拿州的农村地区，在一个简陋的木屋里隐居了25年。小镇上的居民形容他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怪人。卡钦斯基认为自己的问题始于自小到大都被当作天才，而且自童年起就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1996年，他被逮捕，并被指控为臭名昭著的“炸弹客”（Unabomber），成为美国的头号通缉犯。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卡钦斯基先后寄出了16枚邮包炸弹，造成3人死亡和23人受伤或残疾。1998年，他承认了这些罪行，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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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德·卡钦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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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斯·沃克

在卡钦斯基寄出第一枚炸弹的10年前，艾丽斯·沃克正在密西西比州与种族主义做斗争。彼时，她刚刚赢得了第一笔写作奖金，但她没有用这笔钱去实现搬到非洲塞内加尔的梦想，反而全身心投入民权运动。沃克从小就对贫穷和种族主义的残酷影响深有体会。她出生于1944年，是佐治亚州一个佃农家庭的第8个孩子，全家一年总收入仅有300美元。

在沃克8岁时，她的兄弟不小心用BB枪（BB gun）射中了她的左眼。由于家里没有车，父母花了一个星期才把她送到医院。当她终于得到治疗时，那只伤眼已经失明了，而且还长出了一层有损形象的瘢痕组织。尽管有各种不利的情况，但沃克还是克服了痛苦和愤怒，写出了《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一书，并获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她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散文家、诗人、社会活动家。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充满希望的人表现出残忍冷酷的暴力行为，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另一个人将贫穷和创伤转化为丰富的文学成果？如果你曾想过人们为什么会这样，那么你已经问出了本书即将探讨的核心问题。

本书是了解人类毕生发展心理的一扇窗——包括你自己和其他人的发展。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是与众不同的，都会留下崭新的人生故事。探究毕生发展的形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学习毕生发展观意味着什么，考察发展的特性是什么，并概述科学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发展的。

1.1 毕生发展观

我们每个人的发展都有一部分跟所有人如出一辙，有一部分跟某些人毫无二致，还有一部分则跟其他人截然不同。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人的某些特质会让他区别于其他人。但作为人类，我们总会拥有一些共同之处。我们每个人——不管是达·芬奇、贞德、乔治·华盛顿、小马丁·路德·金，还是你——都会在一岁左右学会走路，在童年早期玩想象游戏，在步入青年时开始独立。如果寿命足够长，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听力障碍，以及家庭成员和朋友的离世。这是我们发展的一般过程，即从受孕开始的持续终生的发展变化过程。

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有关毕生发展的研究为何重要。我们将概述毕生发展观的主要特点，并将讨论毕生发展观的维度。此外，我们还将探究一些与毕生发展相关的当代议题。

1.1.1 学习毕生发展观的重要性

学习毕生发展观对你有何益处？现在或者将来，你可能会成为一名家长或者教师。如果是这样的话，承担对儿童的责任将会是你日常生活中的必要部分。你对他们了解得越多，你就能更好地抚养或教育他们。或许你希望对自己的成长史——作为一个婴儿、一个儿童、一个青少年，或者一个年轻的成年人——有所了解；或许你想更多地了解你成年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例如，作为一个中年人，或者作为一个老年人；又或许你只是偶然发现了这门课程，认为这听起来很吸引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你都会发现，对毕生发展的研究解决了一些挑战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以及未来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对发展的研究中，我们将探索从受孕到生命结束（至少是我们所了解的生命）的整个过程。你将会了解自己作为婴儿、儿童、青少年的特点，了解之前的那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今天的你。你也会了解自己作为年轻的成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特点，这可能会促使你开始思考你的经验将如何影响你接下来的发展。

1.1.2 毕生发展观的特点

在人类生命的头20年中，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显而易见，但发展并不仅仅表现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Leipold，2020）。传统的发展研究方法更强调个体从出生到青少年期（特别是在婴儿期）各方面的变化，认为个体在整个成年期几乎没有变化，直到老年期才开始衰退。但在青少年期之后的几十年里，个体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毕生发展观强调个体在整个成年期跟童年期一样，也表现出一系列的发展变化（Antonucci & Webster，2019；Parra-Rizo & Sanchis-Soler，2020）。

1.预期寿命

近年来，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让毕生发展研究吸引了更多人。人类寿命的最高纪录（有文件记载的最大年龄）是122岁。从那之后，人类的最长寿命纪录再没有变过。但人类的预期寿命（在特定年份出生的人预期可活的平均年数）出现了变化。仅在20世纪，由于卫生和营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技术的改善，人类的预期寿命就增长了30岁。对2017年出生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预期寿命是78.6岁（Arias & Xu，2019）。如今，对于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仅占其生命历程的1/4。

在2019年，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60岁以上人口多于18岁以下人口的情况。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预期寿命增长的年数超过了之前的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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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从史前时期到当代，人类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2019年，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60岁以上人口多于18岁以下人口的情况。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预期寿命增长的年数超过了之前的几千年。

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2015，2016，2019）描述了预期寿命大幅增长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她看来，寿命很长的人口数量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科学、技术和行为转变尚未跟上步伐。她提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一个以年轻人为主建构的世界转变为一个能兼容和支持越来越多百岁或百岁以上人口的世界。

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卡斯滕森（2015，p.70）指出，实现这种转变将是不容小觑的壮举。

……之前的公园、交通系统、楼梯，甚至医院，都假定其使用者同时拥有体力和耐力；各地的郊区都是为父母和他们年幼的子女建造的，而不是为单身人士、多代同堂的人或不能开车的老人建造的。我们的教育系统是为年幼的儿童和年轻的成年人的需求服务的，而对有经验的老人而言这只不过是一种娱乐。

事实上，全职工作要求个体在60岁出头时就退休，这一要求本身就不适合长寿时代。可以说，我们目前对老龄化的看法中最令人不安的方面是，我们只是在为老年人缺乏年轻人的素质而发愁，而不是去利用眼前不断增长的新资源：这些老年人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情感平衡能力和做出改变的动机（Carstensen，2019）。

当然，我们在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在关于成年后期的讨论中，你会读到研究人员正在探索改变与年老化有关的基因活性和改善老年人脑功能的方法，寻找减缓甚至逆转各种慢性疾病影响的医学方法，为我们年老时能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做准备，这包括维持认知能力、保持身体健康，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正如卡斯滕森等人强调的那样，尚有很多事情有待完成（Lin & others，2020；Rowe & others，2019）。

2.毕生发展观的维度

毕生发展观的核心观点是发展贯穿于整个生命过程，但除此之外，毕生发展观还有其他特征。根据毕生发展专家保罗·巴尔特斯（Paul Baltes）的观点，毕生发展观认为发展是跨越终生的、多维度的、多方向的、有可塑性的、多学科的和有背景的，并且包括成长、维持和丧失调节过程（Baltes，1987，2003；Baltes，Lindenberger & Staudinger，2006）。在这种观点中，重要的是理解发展是通过生物、社会文化和个体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发生的（Baltes，Reuter-Lorenz & Rösler，2006）。现在让我们来分别看看这些特征。

（1）发展是跨越终生的

从毕生发展观来看，成年早期并不是发展的终点；更确切地说，任何年龄段的发展都不占主导地位。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成年人在生命不同时间点的经验和心理倾向。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描述发展的各年龄阶段及其特点。

（2）发展是多维度的

发展包含了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等多个维度，而且不同维度的发展也包含许多成分（Bermudez，2020）。例如，认知维度包括注意、记忆、抽象思维、信息加工速度和社会智力等。在不同年龄段，每个维度都会发生变化。一个维度的发展也会影响其他维度的发展。

为了了解这种相互影响是如何发生的，请思考本章开头所讨论的“炸弹客”泰德·卡钦斯基的发展。在6个月大的时候，他曾因严重的过敏反应而住院，他的父母很少被允许去看他。据他的母亲说，这个以前很快乐的婴儿在这次住院后就与之前判若两人了。他变得孤僻冷漠，反应迟钝。随着年龄增长，卡钦斯基定期“关闭自己”，并伴有暴怒。在他母亲看来，在他的婴儿期发生的事件影响了他的心理和情绪的发展。

（3）发展是多方向的

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某些发展维度或维度的成分会扩大，而另一些会缩小（Gazes & others，2020）。例如，如果在发展早期就学会了第一种语言（如英语），在之后的发展中，特别是童年早期之后，再学习第二种和第三种语言（如西班牙语和汉语）的能力就会降低（Levelt，1989）。在青少年期，个体建立起浪漫关系后，他与朋友的联系可能会减少。到了成年后期，老年人在那些能够利用经验指导的智力决策中显得得心应手（Kunzmann，2019），但在需要较快的信息加工速度的任务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Salthouse，2020）。

（4）发展是有可塑性的

即便长到了10岁，卡钦斯基也极其害羞。难道他注定永远不喜欢与人打交道？发展心理学家指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个体的可塑性不尽相同（Cuestas Torres & Cardenas，2020；Thomas &Ansari，2020）。可塑性意味着可以做出改变的能力。比如说，到了70多岁或80多岁的时候，你还能提高你的智力技能吗？还是说，智力技能在你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固定在某个水平，之后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提高？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可以通过训练和制定更好的策略加以提高（Dorrenbacher & others，2020；Lee，Charles & Almeida，2020）。但当我们变老时，我们做出改变的能力就会每况愈下（Salthouse，2020）。对可塑性及其限制的探索是当代毕生发展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Walker，2019）。

（5）发展研究是多学科的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都对揭示毕生发展的奥秘兴趣盎然。遗传和健康水平如何限制智力的发展？在世界不同地区，智力和社会关系随年龄变化的趋势是否一模一样？家庭和学校如何影响智力发展？这些都是跨学科研究问题的例子。

（6）发展是有背景的

所有的发展都有其背景（context）或环境。背景包括家庭、学校、同伴群体、城市、邻里、大学实验室、国家等。每个环境因素都受到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Parke & Elder，2020）。

跟人一样，背景也会发生变化（Levy & Wright，2020；Marks，Woolverton & Garcia Coll，2020）。可以说，人是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不断变化的。由于这些变化，背景对个体的影响有三种形式（Baltes，2003）：（a）常规年龄影响；（b）常规历史影响；（c）非常规生活事件影响。每种形式都可能对发展产生生物或环境方面的影响。

常规年龄影响（normative age-graded influences）对某一年龄组中的个体是大同小异的。这些影响包括生物过程，如青春期和更年期，还包括社会文化和环境过程，比如何时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大多数文化中通常在6岁左右）和退休（大多数文化中发生在50多岁或60多岁）。

常规历史影响（normative history-graded influences）对某一代人来说是无差别的，这种影响通常是由于历史环境而产生的（Elder & Cox，2020）。例如，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在年轻时期共同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约翰·肯尼迪遇刺以及披头士的流行。其他常规历史影响的例子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权和女权运动、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和手机融入日常生活，以及21世纪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大量时间（Pittinsky，2020）。群体遗传和文化的长期改变（由移民或生育率变化导致）也是常规历史影响的一部分。

非常规生活事件（nonnormative life events）是指对个人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不寻常事件。这些事件不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它们一旦发生，就会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对人产生影响（Masten，Motti-Stefanidi & Rahl-Brigman，2020）。例如，在孩子年幼时父母去世、青少年早期怀孕、房屋被火灾摧毁、彩票中奖，或得到一个意外的就业机会。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在与新客户合作时，你会如何询问并解释非常规生活事件及其重要性？

（7）发展包括成长、维持和对丧失的调节

巴尔特斯和同事（2006）主张，对生活的掌控包括了成长、维持和丧失调节三个发展性目标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当个体进入成年中后期时，占据中心位置的成长目标就会变成维持能力和对丧失的调节。因此，一个75岁老人的目标可能并不是改善记忆力或提高高尔夫挥杆能力，而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继续打高尔夫。在其他章节中，我们将更深入地讨论这些关于维持能力和对丧失的调节的观点。

（8）发展是由生物、文化和个体共同建构的

发展受到生物、文化和个体因素的相互影响（De la Fuente，2019）。例如，大脑决定了文化，但它也被文化和个体拥有或追求的经验塑造。就个体因素而言，我们可以尽量不受遗传基因和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环境中积极选择能优化生活的事物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Rathunde & Csikszentmihalyi，2006）。

1.1.3 毕生发展领域的当代议题

打开报纸或杂志，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标题：“屏幕时间与儿童肥胖有关”“政治倾向可能写在基因里”“宗教团体抗议跨性别浴室”“FDA警告ADHD药物存在副作用”“罹患COVID-19的非裔美国人死亡率更高”“可以预测阿尔茨海默病的测试”……正是持毕生发展观的研究者在探索这些和其他很多当代关注的问题。健康和幸福、养育与教育、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多样性和技术在毕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社会政策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是本书特别关注的内容。

1.健康和幸福

现在的健康专家认识到，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会影响健康和幸福（Graham，Holt/Hale &Parker，2020；Teague，Mackenzie & Rosenthal，2020）。临床心理学家是帮助人们提高幸福感的健康专家之一。请在“毕生发展中的职业”（Careers in Life-Span Development）板块中阅读一位帮助青少年和成年人积极发展的临床心理学家的相关内容。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古斯塔沃·梅德拉诺，临床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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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沃·梅德拉诺，一位经常为西班牙语客户服务的临床心理学家。

古斯塔沃·梅德拉诺（Gustavo Medrano）擅长帮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在他们遭遇抑郁、焦虑、情绪调节、慢性疾病和生活变故等问题时帮助改善其生活。他既可以为客户提供单独服务，也可以为夫妇和家庭提供治疗。由于母语为西班牙语，他还了解双重文化，并能为客户提供双语治疗。

梅德拉诺博士是西北大学家庭研究所的一名教师。他在西北大学获得了心理学本科学位，然后作为“为美国而教”的教师在特别贫困的地区支教了至少两年。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获得了临床心理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作为西北大学的一名教师，除了对客户进行临床治疗外，他还从事相关研究，关注家庭经历特别是养育方式如何影响儿童和青少年对痛苦的应对方式。

2.养育与教育

两位男性能否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在离婚家庭中成长的儿童是否会受到伤害？美国的学校是否没有教会孩子们阅读和写作，以及培养足够的计算能力？我们会听到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当代家庭的压力和美国学校的问题（Ellis，Riggs & Peel，2020；Gonzalez-Mena，2020）。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分析儿童照料、离婚的影响、养育方式、代际关系、童年早期教育、儿童贫困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残疾儿童、双语教育、促进终身学习的新型教育活动，以及其他与养育和教育有关的问题（Crosnoe，2020；Diaz-Rico，2020）。

3.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多样性

健康、养育和教育，就像发展本身一样，都是由其社会文化背景决定的（Marks，Woolverton &Garcia-Coll，2020；Walsh & Mortensen，2020）。搞清楚四个概念对分析社会文化背景大有裨益：文化、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

文化（culture）包括一个特定群体的行为模式、观念和所有其他产物，文化是由一代代人传下来的（Li，2020）。文化是人们多年来相互作用的结果（Schoon & Bynner，2020）。一个文化群体可以大到一个美国，也可以小到一个孤立的阿巴拉契亚小镇。无论其规模大小，群体文化都会影响其成员的行为。

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是比较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研究。这种比较可以揭示发展到底是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或普遍性，还是有其文化特殊性（Quashie & others，2020）。例如，近期一项对20多个国家的研究发现，智利人的生活满意度最高，而保加利亚人和西班牙人的生活满意度最低（Jang & others，2017）。

种族（ethnicit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民族”（nation），根植于文化遗产、国籍、人种、宗教和语言。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欧裔美国人和阿拉伯裔美国人是美国普遍存在的种族群体。每个种族群体都有其多样性（Levy & Wright，2020）。2017年，美国17岁及以下的儿童中有50.5%为非拉丁裔白人；预计到2050年，该比例将下降至38.8%。2017年，美国有25.2%的儿童是拉丁裔，但到2050年，该比例预计将增加至31.9%。亚裔美国儿童预计将成为百分比增长最快的种族群体：2017年亚裔美国儿童占比5.1%，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增长至7.4%。从2017年到2050年，非裔美国儿童的比例预计会降低（从13.6%到13.1%）。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少数种族儿童所经历的歧视和偏见（Zeiders & others，2020）。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它建立在职业、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基础之上。社会经济地位意味着某些不平等现象（Cambron & others，2020；Mortimer，2020）。对资源的掌控和获得社会报酬的能力差异造成了机会的不平等（Roos，Wall Wieler & Lee，2020）。

性别（gender）是指人们作为女性和男性的特征，是社会文化背景的另一重要因素。在我们的发展中，很少有其他因素比性别对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更重要（Helgeson，2020）。我们在每一章中都会讨论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多样性。

最近，很多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一类被称为跨性别（transgender）的性别分类上。这是一个涵盖很广的术语，指的是那些选择改变自己出生时的生物学性别的个体（Ellis，Riggs & Peel，2020）。生为男性但认同自己为女性的跨性别情况比相反的情况更司空见惯（Zucker，Lawrence &Kreukels，2016）。关于性别和跨性别，我们在后文中会有更多的论述。

世界上许多妇女的生存条件令人严重关切（UNICEF，2020）。教育机会不足、遭受暴力侵犯和缺乏政治机会只是许多妇女所面临的部分问题。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卫生保健专家，在培养未来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时，会用什么例子来说明了解文化、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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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莉·阿克特（Doly Akter），17岁，生活在孟加拉国达卡的一个贫民窟里，她居住的环境污水四溢，垃圾成堆，儿童们普遍营养不良。在孟加拉国，近2/3的女性不到18岁就要结婚。多莉组织成立了一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俱乐部，俱乐部的女孩们挨家挨户督导附近地区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善了附近家庭的卫生条件和健康水平。此外，她的俱乐部小组与支持女儿童婚的父母见面，劝说他们这不符合他们女儿的最佳利益，从而成功阻止了几起童婚。她们跟女孩的父母强调留在学校学习的重要性，以及这将如何改善他们女儿的未来。多莉说，她所在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小组中的女孩对于自身权利的认知远远超越了她们的母辈（UNICEF，2007）。

本小节中，你已经了解到影响个体发展的文化、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等重要因素。在人的毕生发展中，这些因素交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涵盖权力与特权、压迫与歧视的复杂体系。例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非拉丁裔白人男性比非裔美国女性享有多得多的特权，经历了更少的歧视。在本书的不同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

4.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是政府旨在增加公民福利的行动方针。价值观念、经济和政治制度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由于担心政策制定者在保护儿童和老年人的福祉方面做的努力不够，毕生发展研究者开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希望这些研究能带动更有效的社会政策出台（Font & others，2020；Garbarino，Governale & Kostelny，2019）。

在贫困中成长的儿童也需要特别的关注（Dreyer，2020）。在2018年，18岁以下的美国儿童中有16.2%的人生活在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中（Children’s Defense Fund，2020）。这比1993年时23%的比例峰值有所下降，也比2015年时的19.7%更低。然而，美国的儿童贫困率为16.2%，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加拿大的儿童贫困率为9%，瑞典的儿童贫困率仅为2%（Fontenot，Semega & Kollar，2018）。

与非拉丁裔白人儿童相比，少数民族儿童更有可能经历持续多年的贫困，更可能生活在孤立的贫困社区，社会支持水平极低，这些因素对其积极发展的威胁很大（Leventhal，Anastasio &Dupere，2020）。在2018年，非裔美国人（30.1%，低于2015年的36%）和拉丁裔美国人（23.7%，低于2015年的30%）的育儿家庭贫困率特别高（Children’s Defense Fund，2020）。

贫困儿童会有哪些负面经历呢？一项研究发现，贫困家庭中的儿童比中等收入家庭中的儿童更有可能遭遇家庭动荡、与父母分离、暴力、空间拥挤、噪声和恶劣的住房条件（Evans & English，2002）。

发展心理学家正在寻求增进生活贫困家庭福祉的方法，他们已经为优化社会政策提供了许多建议（Andrews & others，2020；Armstrong，Hepworth & Black，2020）。例如，20世纪90年代设计的明尼苏达州家庭投资计划（Minnesota Family Investment Program，MFIP），主要是为了改善成年人的表现——特别是帮助他们脱离救济名单，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实施该计划的一个关键点是，保证参与该计划的成年人参加工作后比不工作时获得更多的收入。收入增加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什么影响呢？一项针对MFIP成效的研究发现，在职贫困父母的收入提高与子女的受益息息相关（Gennetian & Miller，2002）。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了，行为问题也减少了。

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制定两代人教育干预措施，以提高生活贫困儿童的学业成就（Chase Lansdale & others，2019；Reichlin Cruse & others，2019）。例如，一项帮助儿童摆脱贫困的大规模项目是阿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2019）开展的阿森德（ASCEND）两代人教育干预项目。该项目重视教育（增加母亲在中学毕业后的教育，提高孩子童年早期的教育质量）、经济支持（住房、交通、财务教育、健康保险和食品援助），以及社会资本（同伴支持，包括朋友和邻居；增进学校和工作方面的联系）。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该干预项目强调了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经济稳定性和整体健康水平对子女幸福的重要影响（Ascend，2019）。

有些儿童战胜了贫困或其他逆境，展示了心理弹性的力量。请回想一下本章开头讲述的关于艾丽斯·沃克的故事。尽管遭受了种族歧视、贫穷困顿、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和毁容性的眼伤，她仍然成了一名成功的作家和平权捍卫者。

有哪些因素导致艾丽斯·沃克这样的儿童具有心理弹性呢？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像泰德·卡钦斯基这样的儿童呢？尽管他聪明伶俐，也受过教育，但还是成了一个杀手。在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后，安·马斯腾（Ann Masten）和同事（Masten，2006，2014，2019；Masten，Motti-Stefanidi &Rahl-Brigman，2020）发现，有很多个体因素会影响心理弹性，比如良好的智力功能。此外，那些高心理弹性的个体的家庭和家庭以外的背景往往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例如，高心理弹性的儿童很可能与关爱他们的父母有亲密的关系，并与家庭以外的有爱心的成年人建立了联系。

在毕生发展的另一端，保护老年人的福祉也催生了政策问题（Chen & Cao，2020；Hest，Alarcon & Blewett，2020）。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不断攀升的医疗费用和老年人能否获得足够的医疗服务（Gotanda & others，2020）。

还有两个方面提高了人们对老年人福祉的关注。首先，美国老年人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其次，这些美国老年人中，有许多可能需要社会帮助。

不仅美国的老年人口在增长，世界范围内60岁及以上的人口预计将从2017年的9.62亿增加到2050年的21亿（United Nations，2017）。预计世界上8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在这段时间内增加3倍或4倍。世界老年人口的大幅增长对社会许多部门都有重要影响。随着一个国家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政府必须制定创新性的政策和服务，以解决老年人的住房、就业、医疗保健和交通等问题。

5.技术

在我们对当代关注问题的探讨中，最后一个重点内容是，近年来，在毕生发展的各个阶段，技术都发生了急剧的、几乎是颠覆性的变化（Greenfield，2020）。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电视的引入，到今天个人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以及机器人在医学和工业中不断被使用，很明显，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发达的技术永远改变了。

我们将在本书中探讨许多技术话题。在本章的后面，在讨论信息加工理论时，你会了解到发展型机器人学这一新兴领域，以及对不同代际的分析，包括千禧一代和Z世代与科技的广泛联系。在本书的不同部分，我们会探讨以下话题：是否应该允许婴儿观看电视和视频，这些活动如何损害语言的发展；过多的屏幕时间如何占用了儿童的运动时间，并增加了他们患上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使用电子设备进行多任务处理对学业是有帮助还是有负面影响；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多大程度上适应了日渐重要的技术工具。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使用哪些学术信息来鼓励大学里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更多地了解老年人的需求？

1.2 发展的特性

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什么是发展的过程和阶段，以及年龄概念界定的变化。我们会明确一些关键的发展问题。

如果要描述清楚艾丽斯·沃克或泰德·卡钦斯基在一生中是如何发展的，以及为什么会如此，你会怎么描述？关于任何个体的生活事件的历史记录都会迅速变成一系列令人困惑和枯燥乏味的细节罗列。这里有两个概念可以为描述和理解个体发展提供框架：发展的过程和阶段。

1.2.1 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

我们将发展定义为从受孕开始并贯穿生命全程的变化模式。这种模式很复杂，因为它综合了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

1.生物过程

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es）是指个体的身体特征产生的变化。从父母那里遗传的基因、大脑的发育、身高和体重的增加、运动技能的变化、营养、运动、青春期的激素变化和心血管功能的衰退都是影响发展的生物过程的因素。

2.认知过程

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es）是指个体在思维、智力和语言方面的变化。盯着婴儿床上方摇来晃去的彩色移动装置、拼凑两个单词的句子、背诵一首诗、想象成为电影明星会是什么样子，以及玩一个填字游戏，都涉及认知过程。

3.社会情绪过程

社会情绪过程（socioemotional processes）包含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情绪调节和个性的变化。婴儿对父母抚摸回以微笑、幼儿对玩伴的攻击、学龄儿童自信心的发展、青少年在毕业舞会中获得快乐，以及老年夫妇的感情，都反映了发展中的社会情绪过程。

4.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的联系

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是密不可分的（Diamond，2013）。例如，婴儿对父母的抚摸回以微笑由生物过程、认知过程和社会情绪过程共同决定。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之间的联系明显体现在两个迅速崛起的领域：

● 发展认知神经科学（development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研究认知过程、发展和脑之间的关系（Dumonthiel & Mareschal，2020）。

● 发展社会神经科学（developmental social neuroscience），研究社会情绪过程、发展和脑之间的关系（Hackman & Kraemer，2020）。

在许多情况下，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是相互影响的。例如，生物过程可以影响认知过程；反之，认知过程也可以影响生物过程。我们将在不同章节中探讨不同过程（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的发展。因为人是一个身心相互依赖的完整个体，所以在本书的许多地方，我们都会强调这些过程之间的联系。

1.2.2 发展的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的相互作用（见图1.2）使人类毕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发展阶段是个人生命中表现出某些特征的一个时间段。被使用最多的发展阶段分类包括了8个阶段。为了便于组织和理解，本书后文就是按照这些发展阶段来编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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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发展变化中涉及的过程

随着个体的发展，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之间相互影响。

产前期（prenatal period）指的是从受孕到出生的时间段。它包含了惊人的发展过程——从单个细胞长成一个具备脑和行为能力的完整有机体，大约在9个月的时间内发生。

婴儿期（infancy）是指从出生到18或24个月的发育阶段。该阶段个体对成年人的依赖性极强。在这一时期，许多心理活动——例如，语言、符号思维、感觉运动协调和社会学习——都刚刚开始出现。

童年早期（early childhood）是指从婴儿期结束到5岁或6岁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有时被称为“学龄前阶段”。在这一时期，幼儿变得更加自立，且能够照顾自己。他们还具备了入学的准备技能，如遵循指示和识别字母的能力，他们花很多时间与同龄人一起玩。一年级通常标志着童年早期的结束。

童年中后期（middle and late childhood）是指6~11岁的发展阶段，大约相当于小学阶段。在这一时期，儿童掌握了阅读、写作和计算等基本技能。他们正式接触到家庭以外的世界和流行的文化。获得成就变成儿童世界更核心的主题，儿童自我控制能力也随之提高。

青少年期（adolescence）是指从童年到成年早期的过渡阶段，在10~12岁开始，到18~22岁结束。青少年期的开始伴随着身体的快速变化——身高和体重迅速增加、身体外形发生变化、第二性征出现（如乳房增大、阴毛和面部毛发生长、声音变得低沉）。该发展阶段的突出主题是追求独立和身份认同。个体的思维变得更有逻辑性、抽象性，个体更加理想化，开始在家庭之外度过更多的时间。

近年来，人们对青少年期和成年期之间的过渡阶段越来越感兴趣，这个过渡阶段被称为“初显成年期”（emerging adulthood）（Arnett，2016a，b）。初显成年期发生在18~25岁之间，是一个进行大量探索和试验的时期，尤其是在身份认同、职业和生活方式领域（Arocho，2020；Conley &others，2020）。

成年早期（early adulthood）是指从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开始，一直持续到三十几岁的发展阶段。对于年轻的成年人来说，他们在该阶段会实现个人独立和经济独立，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娴熟老练，多数人会选择一个伴侣，并学习以亲密的方式与伴侣一起生活，建立一个家庭并养育子女。

成年中期（middle adulthood）是指从约40岁到约60岁的发展阶段。在该时期，个体会提高自己的社会参与度和责任感，协助下一代成为有能力的、成熟的人，以及在职业中获得并保持满足感。

成年后期（late adulthood）是指从60岁或70岁开始，一直持续到死亡的发展阶段。在该时期，个体会回顾人生，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并适应体力和健康水平下降所导致的新社会角色。

成年后期可能比任何其他发展阶段持续的时间都长。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数一直在急剧增加，毕生发展学家一直在密切关注成年后期的发展差异（Leipold，2020）。根据保罗·巴尔特斯和杰奎·史密斯（Jacqui Smith，2003）的观点，当老年人到了85岁左右变成“最老的老年人”时，他们的生活会发生重大变化。“年轻的老年人”（在这篇文章中被界定为65~84岁）在身体和认知方面尚有很大潜力，他们保留了大部分的认知能力，并且可以制定策略来应对年老化的得失。相比之下，最老的老年人（85岁及以上）在认知能力上有相当大的损失，他们长期经受压力，并且更加虚弱（Baltes & Smith，2003）。然而，最老的老年人在保留能力的水平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Ribeiro & Araujo，2019）。

1.2.3 年龄的概念

在我们对发展阶段的描述中，我们为每个阶段设定了一个大致的年龄范围。但我们也注意到，同一年龄段的个体在能力上存在差异，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与年龄有关的变化是非常夸张的。当我们试图了解一个人时，年龄有多重要？

根据毕生发展心理学家的说法，一个人的实际年龄与心理发展并不完全相关（Hoyer & Roodin，2009）。实际年龄是指自出生以来所经过的年数。但时间是一个粗略的经验指标，本身并不引起发展。此外，实际年龄也不是衡量年龄的唯一方法（Galkin & others，2020）。正如有不同的发展领域一样，我们对年龄的看法也有所不同（Fernandez-Ballesteros，2019）。

1.四种年龄形式

从概念上分析，年龄不仅指实际年龄，也指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Hoyer & Roodin，2009）。

生理年龄（biological age）是指一个人在生理健康方面的年龄。决定生理年龄的是个体重要器官的功能。一个人的生命能力可能比其他同龄人好，也可能比其他同龄人差。人的生理年龄越小，无论实际年龄如何，其预期寿命都越长。一项对20~93岁韩国成年人在17年内的存活率的研究发现，生理年龄高于实际年龄的人死亡率更高（Yoo & others，2017）。

心理年龄（psychological age）用于衡量与其他同龄人相比，一个人适应能力的大小。因此，坚持学习、保持灵活、充满动力、思维清晰、具备积极的人格特征的老年人比不是这样的同龄人有更多适应性行为（Wettstein，Wahl & Siebert，2020）。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更有责任心、情绪更稳定的老年人认知退化得更少（Duchek & others，2020）。

社会年龄（social age）涉及与他人的联系和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他人社会关系更好的人比孤独的人更快乐，而且寿命更长（Freedman & Nicolle，2020）。

从毕生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年龄不仅包括实际年龄，还包括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例如，一个70岁（实际年龄）的男人可能身体健康（生理年龄），但表现出记忆困难，难以应对妻子最近住院给他带来的挑战（心理年龄），难以应对缺乏社会支持的问题（社会年龄）。

2.年老化的三种发展模式

K. 华纳·谢伊（K. Warner Schaie，2016）描述了三种发展模式，用以说明年老化过程中的个体差异。

● 正常年老化（normal aging）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发展特征，对他们来说，心理功能往往在成年早期达到顶峰，在50多岁后期至60岁出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然后直到80多岁呈现出适度的下降。然而，当个人临近死亡时，心理功能会显而易见地下降。

● 病态年老化（pathological aging）的特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期个体表现出高于平均水平的衰退。在老年早期，他们可能会有轻微的认知障碍，之后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或患上损害其日常功能的慢性疾病。

● 成功年老化（successful aging）的特征是，相比大多数人而言，个体的身体、认知和社会情绪都积极发展，且持续很长时间，直到老年后期才会衰退。

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成年后期发生的衰退，但近年来人们对成功年老化的概念越来越感兴趣（Fernandez Ballesteros & others，2019；Filip & others，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用什么例子来说明理解四种年龄形式对于评估老年人很重要呢？

3.年龄与幸福

人一生中有最好的年龄吗？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至少在美国，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人会感到幸福与日俱增（Stone & others，2010）。美国另一项对约28000名18~88岁个体进行的研究显示，幸福感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Yang，2008）。例如，88岁时有大约33%的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而在十几岁和二十几岁时这个比例只有大约24%。一项对22~93岁个体的研究也发现，老年人比年轻的成年人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English & Carstensen，2014）。

为什么老年人说他们比年轻的成年人更快乐，对生活更满意呢？尽管老年人有越来越多的身体问题和功能损失，但他们与重要他人的关系更融洽，追求成就的压力更小，进行休闲活动的时间更充裕，并且有多年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帮助他们以更智慧的方式去适应环境（Carstensen，2019）。

不过，并非所有研究都发现生活满意度随年龄增长而提高（Steptoe，Deaton & Stone，2015）。有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最低的是中年时期（middle age），特别是45~54岁这个阶段（OECD，2014）。其他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发展趋势也大相径庭。此外，一项涵盖了150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与年轻组相比，在58岁及以上的人群中，健康因素能更好地预测其生活满意度（Joshanloo & Joyanovic，2020）。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关于生活满意度与年龄的关系，思考一下你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为了帮助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完成图1.3中的项目，该图呈现的是在生活满意度研究中应用广泛的测量工具（Diener，2020）。

图1.3中有5种你可能同意或不同意的表述。请使用数字1~7标注，即在每种表述前的横线上填入相应的数字，以表示你是否同意该表述。请真实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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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我对生活有多满意

1.2.4 发展的主题

泰德·卡钦斯基天生就是杀手，还是生活中的事件把他变成了杀手？卡钦斯基本人认为，他的童年就是问题的根源。他说自己从小到大都被当作天才，自孩提时就与周围格格不入。他的早年经历是否决定了他后来的生活？你自己的人生旅程是否已经注定，还是说你可以通过经验改变未来的道路呢？你在人生旅程中的早期经验是否比后期经验更重要？你的人生旅程像是乘电梯上摩天大楼，沿途有明显的停顿，还是更像是沿着河流游览，途中虽有起伏，但整体平缓？这些问题体现了发展的三个主题：天性和教养问题、稳定性和变化性问题以及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

1.天性和教养问题

天性和教养问题（nature-nurture issue）关心的是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天性和教养的影响。天性指的是有机体的遗传因素，教养指的是环境经验。

强调天性作用的观点认为，跟向日葵有序生长一样——除非被不友好的环境压垮——人类也会有序地生长。进化和遗传基础使得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共性（Brooker & others，2020；Mason，Duncan & Losos，2021）。我们先学会走，后学会说，先学会说一个词，后学会说两个词，在婴儿期成长迅速，在童年早期则稍慢，在青春期（puberty）性激素激增，在青少年期后期和成年早期达到体力的高峰，然后下降。支持天性更重要的人虽然承认极端的环境——那些心理贫瘠或充满敌意的环境——会抑制发展，但他们认为是遗传因素设定了人类成长的基本趋势（Hoefnagels，2021；Willey，Sandman & Wood，2020）。

相比之下，其他心理学家更强调教养或环境经验在发展中的重要性（Parke & Elder，2020）。环境经验包括个人的生物环境（营养、运动、医疗条件、药物和人身事故）和社会环境（家庭、同伴、学校、社区、媒体和文化）。

最近，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 view）领域的研究迅速增多，认为发展反映了基因和环境之间持续的双向交互。这些研究涉及特定的DNA序列（Franzago & others，2020）。表观遗传机制关系到DNA链的实际分子修饰，这是环境输入改变基因功能的结果（Kresovich & others，2020）。在第二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方法。

2.稳定性和变化性问题

	壁花（wallflower）通常是指在舞会中坐在角落里无人问津的男孩或女孩。——译者注




访客到来时，一个躲在沙发后面的害羞孩子是否注定会成为大学舞会中的壁花
	 [image: 壁花（wallflower）通常是指在舞会中坐在角落里无人问津的男孩或女孩。——译者注]，或者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善于交际、侃侃而谈的人？一个喜欢玩耍、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成年后是否一定难以坚持做朝九晚五的工作？这些问题反映了稳定性和变化性问题（stability-change issue），这关系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早期的特征和特性保持不变或发生改变的程度。

作为稳定性和变化性问题的一个方面，个体的早期经验和后期经验哪个更重要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引发了大量的激烈争论（Farrell & others，2019）。有观点认为，在婴儿期和学步期受到温暖的养育照料可以预测个体以后的积极发展（Girme & others，2020）。而认为后期经验更重要的观点则认为，儿童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是可塑的，并认为后期的敏感性照料与早期的照料在重要性上不分伯仲（Adcock & others，2020）。

强调变化的发展学家更乐观，认为后期经验可以促成变化。请回忆毕生发展观的立场，该观点更强调发展的可塑性，认为变化的潜力存在于整个生命周期之中（Antonucci & Webster，2019）。保罗·巴尔特斯（2003）等专家认为，与年轻的成年人相比，老年人表现出学习新事物的能力较弱。但是，很多老年人仍然很擅长应用其早期习得的经验。

3.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

当发展变化发生时，它是循序渐进的还是突如其来的？想一想你自己的发展吧。你是逐渐成为今天的你，还是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突然的、明显的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强调教养的发展心理学家将发展描述为一个渐进而持续的过程；而强调天性的观点则常把发展描述为一系列不同的阶段。

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continuity-discontinuity issue）关注的是，发展涉及渐进、累积变化（连续性）或不同阶段（非连续性）的程度。就连续性而言，在橡树从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过程中，其发展是连续的。同样，一个孩子学会第一个词，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突然的、非连续性的事件，但实际上这是长达几周或几个月的成长和练习的结果。青春期的到来可能看起来也很突然，但它是一个发生在几年内的渐进过程。

就非连续性而言，一只毛毛虫在长成蛹再到变成蝴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阶段，其中的变化是质变而不是量变。同样，在某些时间点，孩子从不能抽象思考到能够抽象认识世界，这是发展中质的、非连续性的变化，而不是量的、连续性的变化。

4.对发展主题评价

发展学家普遍承认，发展并非全由天性决定，也不全由教养决定；发展不是一直稳定的，也不总是变化的；发展并非全部是连续性的，也并非全部是非连续性的。天性和教养问题、稳定性和变化性问题、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是影响发展的因素。

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在这三个重要问题上没有表明绝对的立场，他们对于发展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有多大，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Cowan & Smith，2021；Oakes & Rakison，2020；Parke，2020）。

1.3 发展的理论

我们如何能够回答发展中的天性和教养、稳定性和变化性，以及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作用问题？例如，我们如何确定老年人的记忆丧失是否可以预防，或者特殊照料是否可以消除儿童被忽视所造成的伤害？科学方法是我们回答此类问题的最佳工具（Stanovich，2019）。

科学方法的使用基本上有四步：（a）将要研究的过程或问题概念化；（b）收集研究信息（数据）；（c）分析数据；（d）得出结论。

在第一步中，当研究人员确定要研究的问题时，通常会借鉴理论并提出假设。理论（theory）是一组相互关联、连贯一致的观点，可以解释现象和做出预测。理论可以引发假设（hypotheses），假设就是可以被检验的具体论断和预测。例如，关于指导的理论可能会认为，来自成年人的持续支持和指导能改变贫困背景儿童的生活，因为指导者会给儿童观察和模仿其行为和策略的机会。

本节概述了关于发展的五个理论：精神分析理论、认知理论、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习性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发展，对发展的某些方面持有不同观点。但这些理论的许多观点是相互补充的，每种观点都对毕生发展的难题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这些理论在解释发展的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将它们放在一起可以让我们看到毕生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1.3.1 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 theories）主要从无意识（超越意识）过程来描述发展，这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情绪的影响。精神分析理论强调，行为只是一种表面特征，要真正理解发展，需要分析行为的象征意义和心理深处的内部工作模式。精神分析理论还强调，与父母有关的早期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后期的发展。以上这些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观点。

1.弗洛伊德的理论

弗洛伊德是心理治疗的先驱。他认为谈论自己的问题可以让病人恢复心理健康，基于此观点，弗洛伊德开发了一种叫作“精神分析”的技术。通过倾听、探究和分析病人，他越来越确信病人的问题是其早期生活经历导致的。他认为，随着儿童的成长，其快感和性冲动的焦点从口唇转移到肛门，最终转移到生殖器。因此，他认为我们经历了性心理发展的五个阶段：口唇期、肛门期、生殖器期、潜伏期和生殖期（见图1.4）。弗洛伊德（1917）认为，我们成年后的人格是由我们在各阶段对快感来源和现实要求之间冲突的解决方式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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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弗洛伊德的阶段理论

由于弗洛伊德强调性本能，所以他提出的发展阶段被称为“性心理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如果在特定阶段对快感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或被过度满足，会导致个体在该阶段的发展被固着或被锁定。

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对他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重要修正。现在有很多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弗洛伊德过分强调了性本能，而他们更强调文化经验才是个体发展的决定因素。无意识观点仍然是核心主题，但意识的作用比弗洛伊德认为的更大。接下来，我们将简单介绍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重要修正者——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观点。

2.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理论

埃里克·埃里克森承认弗洛伊德的贡献，但他认为弗洛伊德对人类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判断有误。首先，埃里克森（1950，1968）认为，我们的发展表现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而不是弗洛伊德描述的性心理发展阶段。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是性本能；而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行为的动机是社会性的，它反映了个体与其他人联系的意愿。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我们的基本人格是在生命的前五年内形成的；而根据埃里克森的说法，发展变化发生在整个生命周期。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早期经验远比后期经验重要，而埃里克森则同时强调早期经验和后期经验的重要性。

在埃里克森的理论（Erikson’s theory）中，我们一生的发展要经历八个阶段（见图1.5），在每个阶段，个体都要面对一个独特的发展任务和必须解决的危机。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这些危机不是灾难，而是转折点，意味着个体脆弱性的增加和潜力的增强。一个人越能成功解决这些危机，他的发展就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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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埃里克森的毕生发展八阶段

与弗洛伊德一样，埃里克森认为个体的发展也普遍经历了有所区别的不同阶段。就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而言，二人都站在非连续性一方。请注意，埃里克森划分的前四个发展阶段的时间与弗洛伊德划分的类似。强调人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什么意义呢？

信任对不信任（trust versus mistrust）是埃里克森划分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它出现在人出生后第一年内。婴儿期建立的信任会为其一生的希望奠定基础，即认为自己生活的世界是美好的、令人愉快的。

自主对羞愧和怀疑（autonomy versus shame and doubt）是埃里克森划分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发生在婴儿后期和学步期（1岁到3岁）。在建立起对照料者的信任后，婴儿开始发现他们的行为是由自己控制的。他们开始维护自己的独立或自主意识。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意志。如果婴儿和学步儿受到过多的约束或过于严厉的惩罚，他们很可能产生羞愧感和自我怀疑。

主动对内疚（initiative versus guilt）是埃里克森划分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发生在学前阶段。当学前儿童进入越来越大的社会环境时，他们会面临崭新的挑战，这样的环境需要他们表现出主动的、有目的的、负责任的行为。但是，如果学前儿童无法承担责任并且感到过于焦虑，则可能会出现内疚感。

勤奋对自卑（industry versus inferiority）是埃里克森划分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大约发生在学龄儿童阶段。该阶段的儿童需要将精力用于掌握知识和智力技能。消极发展的结果是孩子可能会产生自卑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徒劳无功。

自我认同对角色混乱（identity versus identity confusion）是埃里克森划分的第五个发展阶段，即在青少年期，个体面临着了解自己是谁、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今后要去哪里的问题。如果青少年以健康的方式探索自己的角色，并能在生活中找到一条积极的道路，他们就实现了积极的自我认同；如果没有，就会出现角色混乱。

亲密对孤独（intimacy versus isolation）是埃里克森划分的第六个发展阶段，出现在成年早期。该阶段的个体面对的发展任务是形成亲密关系。如果年轻的成年人建立了健康的友谊和与伴侣的亲密关系，就能实现亲密；如果没有，就会导致孤独。

繁衍对停滞（generativity versus stagnation）是埃里克森划分的第七个发展阶段，发生在成年中期。埃里克森所说的繁衍感，主要指的是帮助年轻一代发展，以及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的感受。在帮助下一代方面无所作为的感受就是停滞。

完善对失望（integrity versus despair）是埃里克森划分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发生在成年后期。在这个阶段，个体会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如果一个人回顾人生时发现自己活得很好，就会产生完善感；否则，这种回顾可能会使人产生自我怀疑或忧郁的情绪——也就是埃里克森所描述的失望。

3.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评价

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毕生发展的贡献包括强调发展框架、家庭关系和心理的无意识层面。该理论遭受的批评主要是缺乏科学论据的支持、过于强调性本能的作用，以及描绘的人类形象过于消极。

1.3.2 认知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无意识过程，而认知理论则强调有意识的思维。认知理论包含三种重要理论，包括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认知理论，以及信息加工理论。这三种理论都关注复杂思维能力的发展。

1.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的理论（Piaget’s theory）认为，儿童通过积极建构来理解世界，需要经历四个认知发展阶段，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建构有两个过程：组织和适应。为了理解世界的意义，我们会组织我们的经验。例如，我们会将重要的想法与不太重要的想法分开，并将一个想法与另一个想法联系起来。除了组织我们的观察结果和经验之外，我们还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需求（Miller，2015）。

皮亚杰（1954）描述了儿童理解世界的四个阶段（见图1.6）。每个阶段都与年龄有关，包括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一种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因此，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孩子在一个阶段的认知与在另一个阶段的认知有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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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Piaget）改变了我们对儿童思维发展的思考方式。

感觉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stage），从出生到2岁左右，是皮亚杰划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通过协调感觉经验（如视觉和听觉）和身体动作来理解世界。

前运算阶段（preoperational stage），大约从2岁持续到7岁，是皮亚杰划分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儿童不再简单地将感觉经验与身体动作联系起来，而是能够开始用语言、图像和图画来表现世界。但根据皮亚杰的说法，学前儿童仍然缺乏被他称为“运算”（operations）的能力。运算指的是内化的心理动作，使儿童能够在头脑中完成以前只能通过身体完成的事情。例如，如果你能通过想象把两根棍子放在一起，以确定它们是否一样长，而不用实际移动这些棍子，你就是在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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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皮亚杰提出的认知发展四阶段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孩子如何思考——而不是孩子知道多少——决定了孩子的认知发展阶段。

具体运算阶段（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大约从7岁持续到11岁，是皮亚杰划分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儿童可以进行包含客体的运算，可以对特定或具体的例子进行逻辑推理。然而，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个体难以想象解出代数方程所必需的步骤，因为这对处于该发展阶段的个体来说太抽象了。

形式运算阶段（formal operational stage）大约出现在11岁至15岁之间，一直持续到成年，是皮亚杰划分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体跨越了具体的经验，以抽象和更有逻辑性的方式进行思考。作为抽象思维的一部分，青少年创设了理想环境的形象。他们可能会思考理想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并将自己的父母与理想的父母进行比较。他们开始考虑未来的可能性，并对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感到好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们的思维更加系统化，他们会对问题发生的原因提出假设，然后检验这些假设。我们将在其他章节进一步探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2.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认知理论

与皮亚杰一样，苏联发展学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也认为儿童会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但与皮亚杰相比，维果茨基（1962）认为在认知发展中社会互动和文化的作用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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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维果茨基与让·皮亚杰同年出生，但他英年早逝，在37岁时就去世了。今天，人们对维果茨基关于儿童发展的社会文化认知理论兴趣盎然。

维果茨基的理论（Vygotsky’s theory）是一种社会文化认知理论，强调社会互动和文化指导认知发展。维果茨基认为儿童发展与社会、文化活动密不可分（Daniels，2017）。他强调，认知发展包括学习应用社会的发明，如语言、数学体系和记忆策略。因此，在一种文化中，儿童可能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学习计数；在另一种文化中，他们可能是通过珠子来学习的。根据维果茨基的说法，儿童与成熟的成年人和同伴的社会互动对其认知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Holzman，2017）。通过这种互动，儿童学会了如何使用工具，这将有助于他们适应自己的文化和获得成功。我们将在其他章节进一步探讨基于维果茨基理论的学习和教学观点。

3.信息加工理论

信息加工理论（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y）强调个体对信息的使用、监控和加工策略的形成。与皮亚杰的理论迥然不同，但与维果茨基的理论一脉相承，信息加工理论并不认为发展是阶段性的。相反，根据这一理论，个体的信息加工能力会随发展与日俱增，这使得他们能够获得越来越复杂的知识和技能（Gordon & others，2020）。

罗伯特·西格勒（Robert Siegler，2006，2017）是一位研究儿童信息加工的权威专家，他认为思维就是对信息的加工。换句话说，个体感知、编码、表征、存储和检索信息的过程就是思维过程。西格勒和他的同事（Siegler & Lortie-Forgues，2017）强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习良好的信息加工策略。例如，要成为一个更好的阅读者，可能需要学会把握阅读材料的关键主题。

西格勒（2006，2017）还认为，了解儿童学习的最好方法是在他们学习时观察他们。他强调使用微观发生法（microgenetic method）在获得加工机制细节方面的重要性，因为信息加工发生在每时每刻。西格勒总结说，大多数研究方法都是间接评估认知变化，更像是照片而不是电影。而微观发生法不仅要研究儿童知道什么，还要发现他们获得知识的认知过程（Miller，2015）。很多微观发生研究关心的是学业学习的特定方面，如儿童如何学习整数、分数和其他数学领域的知识（Braithwaite & others，2019）。

信息加工理论经常使用计算机做类比来帮助解释认知和人脑之间的联系（Siegler & Alibali，2020）。人脑被描述为计算机的硬件，而认知相当于计算机的软件。在这个比喻中，感觉和知觉系统提供了一个“输入通道”，使信息输入人脑。当信息进入人脑时，心理过程或运算就会处理信息，就像计算机的软件处理数据一样。处理后的信息保留在记忆中，与计算机存储其工作内容的方式如出一辙。最后，信息从记忆中被检索出来，并作为可观察的反应被“打印出来”或“显示出来”（可以这么说）。

计算机提供了一个有逻辑的、实在的，但过于简化的信息加工模型。无生命的计算机和人脑在某些方面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多数计算机接收到的信息是人类已经消除了模糊性并编码过的。相比之下，人脑的每个脑细胞或神经元都能对眼睛和耳朵等感受器传递的模糊信息做出反应。

在很多事情上，计算机比人类做得更好。例如，计算机进行复杂的数字运算比人类更迅速、更准确。计算机还可以比人类更统一地应用和遵循规则，更少犯错，而且可以更好地表现复杂的数学模式。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计算机仍然无法完全模仿人脑的非凡能力（Sternberg & Halpern，2020）。例如，尽管计算机可以提高其识别模式的能力或使用经验法则来做决定，但它没有办法形成新的学习目标。此外，人类的思维是有自我意识的，而计算机则没有。事实上，任何计算机都难以与有丰富意识的人类相似。

尽管如此，计算机在认知和发展心理学中发挥的作用仍然在不断增强。整个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科学领域的研究都专注于制造能够执行人类能完成的、需要智能的任务的机器。而被称为“发展型机器人学”（developmental robotics）的新兴领域则利用机器人技术来探索各种发展主题和问题，如运动发展、感知发展、信息加工和语言发展（Mozer，Wiseheart & Novikoff，2019；Roberts，Koditschek &Miracchi，2020）。希望未来能制造出尽可能像人类的机器人，并以此更好地了解人类的思维和发展方式（Gordon，2019；Harris & other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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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称为“智能小熊”（iCub）的仿生机器人是由意大利技术研究所制造的，用于研究儿童发展的各个方面，如感知、认知和运动发展。图中，这个相当于3岁半儿童大小的机器人正在抓球。全世界有超过20个实验室已经在使用该机器人，它有53个动力驱动，头部、胳膊和手部、腰部和腿部都可以移动。它还能看和听，以及具有本体感和运动感。

4.对认知理论的评价

认知理论的贡献包括对发展的积极看法和对积极建构认知的强调；批评意见包括对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的纯粹性持怀疑态度，认为该理论对个体差异的关注太少。

1.3.3 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

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behavioral and social cognitive theories）认为，发展可以被描述为行为，而行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习得的。行为主义认为，从根本上讲，科学研究的对象只是那些能被直接观察和测量的东西。从行为主义的传统中产生了一种信念，即相信发展就是通过环境经验习得的可观察的行为（Schunk，2020）。就本章前面讨论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而言，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强调发展的连续性，认为发展不以阶段性的方式发生。我们来探讨一下行为主义的两种代表性观点：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和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

1.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

根据B.F.斯金纳（B. F. Skinner，1904—1990）的观点，行为发生后的结果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改变了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发生后得到奖励性刺激的行为更有可能再次发生，而得到惩罚性刺激的行为则不太可能再次发生。例如，当孩子做完某件事后，大人对孩子微笑而不是给予不支持的眼神，孩子就更有可能再次做出这种行为。

在斯金纳（1938）看来，正是奖励和惩罚塑造了发展。对斯金纳来说，发展的关键是行为，而不是思维和情感。他强调，发展包含由奖励和惩罚带来的行为变化的模式。例如，斯金纳会说，害羞的人之所以害羞，是因为他在其成长经历中习得了害羞。根据这种观点，改变环境可以帮助害羞的人变得更有社交能力。

2.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

某些心理学家同意行为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发展是习得的，并受到环境刺激的强烈影响。但与斯金纳不同的是，他们在理解发展时认为认知也不容忽视。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认为，行为、环境和个人/认知因素都是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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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班杜拉是社会认知理论的主导人物。

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生于1925年）是社会认知理论的主导人物。班杜拉（1986，2004，2010a，b，2012，2016，2018）强调，认知过程与环境和行为有重要联系。他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观察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也称为模仿学习或榜样学习）上，即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进行的学习。例如，一个小男孩可能会观察到他的父亲愤怒地大喊大叫，并以有敌意的方式对待他人。后来与同伴在一起时，他也显得非常有攻击性，表现出与他父亲一模一样的行为特征。社会认知理论学家强调，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获得普遍的行为、思想和情感，这些观察构成了毕生发展的重要部分。

在班杜拉看来，观察学习中的认知体现在哪里呢？他提出，人们首先从认知上再现了他人的行为，之后自己再采取这种行为。

班杜拉（2004，2010a，b，2012，2016，2018）提出的学习和发展模型包括三个因素：行为、人/认知和环境，如图1.7所示。人的因素如个体对能够成功控制自己的信心，认知因素如为获得成功所采取的策略。班杜拉（2018）在其社会认知理论中把预见（forethought）视作关键的认知因素。在进行预见性思考时，个体通过创建行动计划、制定目标和想象行动的积极结果来指导和激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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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班杜拉的学习和发展模型

双向箭头说明行为、人/认知和环境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如何引导失业的成年客户使用预见性思维来助自己寻找工作呢？

3.对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的评价

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的贡献包括强调科学研究和环境对行为的决定性影响；被批评的方面包括对认知的强调太少，对发展变化的重视不足。

1.3.4 习性学理论

习性学（ethology）是以动物在其自然栖息地的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习性学理论强调，行为受到生物学的强烈影响，与进化有关，并以关键期或敏感期为特征（Bateson，2015）。根据习性学家的观点，关键期或敏感期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在这段时间内，某些经验的存在或缺失会对个体产生长期影响。

1.洛伦茨对灰雁的研究

欧洲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1903—1989）的研究使得习性变得引人注目。在洛伦茨最著名的研究中，他（1965）研究了灰雁的行为，发现小灰雁一经孵出就会跟随自己的母亲。洛伦茨将同一只灰雁产的蛋分成两组。一组被送回灰雁的身边，由雁母亲来孵化；另一组则放在孵化器中孵化。第一组小雁的表现与预测的一样，一孵出来就跟着它们的母亲。而第二组小雁在刚孵化出来时看到的是洛伦茨，所以它们认为洛伦茨就是母亲，便开始如影随形地跟着他。洛伦茨给小雁做了标记，然后把两组小雁都放在同一个箱子下面。当箱子被抬起时，母雁和“母亲”洛伦茨都站在旁边。每组小雁出来后都径直去找自己认定的“母亲”。洛伦茨将这一过程称为“印刻”（imprinting）——这是一种快速的、与生俱来的学习，关系到对看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的依恋。

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1969，1989）阐述了习性学理论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应用。鲍尔比强调，在生命的第一年内，个体对照料者形成的依恋对毕生发展有重要影响。在他看来，如果这种依恋是积极的、安全的，那么个体在童年期和成年期就可能有积极的发展。如果依恋是消极的、不安全的，那么发展就可能不是最佳的。在后面我们还将更详细地探讨婴儿依恋的概念。

在洛伦茨看来，印刻需要在动物生命中很早期的特定时间内发生，否则就不会发生。这个时间段被称为关键期，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敏感期。以婴儿期为例，根据鲍尔比的观点，依恋应该发生在这个时期，以促进个体社会关系的最佳发展。

在后文中，我们还会介绍另一种强调发展的生物学基础的理论——进化心理学，以及强调发展中遗传作用的观点（Buss & Schmitt，2019；Hoye & others，2020）。此外，我们在第十五章中还会探讨关于年老化的生物学理论（Cleal & Baird，2020）。

2.对习性学理论的评价

习性学理论的贡献包括对发展的生物和进化基础的关注，以及在自然环境中应用细致的观察方法；批评意见包括认为它过于强调生物学基础，以及关键期和敏感期的概念可能过于刻板。

1.3.5 生态学理论

习性学理论强调发展的生物因素，而生态学理论强调环境因素。由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Bronfenbrenner，1917—2005）创立的生态学理论对理解生命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学理论


[image: ]

尤里·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生态学理论，现在这一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理论强调在儿童生活的环境中微观和宏观层面的重要性。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学理论（Bronfenbrenner’s ecological theory）认为，发展反映了几个环境系统的影响。该理论明确了五个环境系统：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和时间系统。

微系统（microsystem）是指个人生活的直接环境。这些环境包括个体的家庭、同伴、学校、邻居等。微系统环境中，个体与社会代理（如父母、教师）发生了最直接的互动。在这些环境中，个体并非经验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一起协助构建环境的人。

中系统（mesosystem）涉及微系统之间的关系或背景之间的关系。比如家庭与学校的关系、家庭与同伴的关系。例如，被父母拒绝的儿童可能很难与教师建立积极的关系。

外系统（exosystem）由个体无法直接影响的社会环境和个体生活的直接环境之间的联系组成。例如，丈夫或孩子在家里的经验可能会受到母亲工作的影响。母亲可能会晋升到一个需要更常出差的职位，而这可能会增加与丈夫的冲突，改变与孩子的互动模式。

宏系统（macrosystem）涉及个体生活在其中的文化。请回忆本章前面的内容，文化包括一个特定群体的行为模式、观念和所有其他产物，代代相传。还请回忆跨文化研究——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或多种其他文化的比较——是如何揭示发展是否具有普遍性的。

时间系统（chronosystem）包括毕生发展中的环境事件和转变模式，以及社会历史环境。例如，离婚就是一个转变。研究发现，离婚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往往在离婚后的第一年达到顶峰（Hetherington，2006）。离婚两年后，家庭互动就会变得更稳定。思考一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妇女就业的机会是如何增加的，这就是社会历史环境的一个例子。

由于生物因素对发展产生的作用容易受到关注，布朗芬布伦纳（2004）在其理论中加入了生物影响因素，并将其理论重新命名为“生物生态学理论”。尽管如此，该理论仍以生态、环境背景为主导（Golinkoff & others，2017）。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理解学生的不良表现时，该如何使用布朗芬布伦纳的理论来解释课堂之外的影响因素呢？

2.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

生态学理论的贡献包括对环境系统的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系统研究，以及对环境系统之间联系的关注。生态学理论的另一个贡献是它强调家庭以外的一系列社会环境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都有影响（Taliaferro & others，2020）。该理论被批评的方面是对生物因素关注不足，以及对认知因素强调太少。

1.3.6 折中的理论取向

本章所述的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纷繁复杂的毕生发展过程，但每一种理论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无意识过程的重要性。埃里克森的理论更好地描绘了成年期发展中的变化。皮亚杰、维果茨基和信息加工理论的观点提供了对认知发展的完整说明。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以及生态学理论精于探讨发展的环境决定因素。习性学理论则提示人们注意生物学基础的作用和发展中关键期和敏感期的重要性。

总之，尽管理论有助于指导我们理解发展，但依靠单一的理论来解释发展则可能百弊丛生。相反，我们将采取一种“折中的理论取向”（eclectic theoretical orientation），即不遵循任何一种理论方法，而是融合各种理论中最有价值的特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体现已有的发展研究——不同的理论者提出不同的假设，强调不同的问题，并使用不同的策略来探索信息。图1.8比较了主要的理论观点如何看待毕生发展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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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毕生发展的理论和问题总结

1.4 毕生发展的研究

持有折中倾向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如何确定一种理论比另一种理论更好呢？前文中曾提到，科学方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指导。通过科学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检验和完善理论（Pittinsky，2020）。

一般来说，毕生发展的研究设计出来是为了验证假设，这些假设可能来自之前提到的理论。通过研究，我们可以修改理论来反映新数据呈现的规律，偶尔也会形成新的理论。如何收集有关毕生发展的数据？什么类型的研究设计可以用来研究毕生发展？在进行毕生发展研究时，有哪些伦理方面的考虑？

1.4.1 收集数据的方法

无论是关心婴儿的依恋、儿童的认知能力，还是对老年人的社会关系感兴趣，我们都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收集数据方式（Gravetter & Forzano，2019）。在这里，我们概述了最常用的几种方法，先从观察法开始讲起。

1.观察法

科学的观察法需要一系列重要的技能（Stanovich，2019）。有效的观察必须是系统的。我们需要对要观察的对象有一定想法，必须知道观察什么样的对象、何时何地观察、如何进行观察，以及如何记录。

应该在哪里进行观察？我们通常有两个选择：实验室和日常生活的世界。

在进行科学观察时，我们通常需要控制一些能够影响行为而非研究重点的特定因素（Ary &others，2019）。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关于毕生发展的观察研究是在实验室（laboratory）中进行的，实验室是一个可控的环境，其中不会出现“真实世界”中的许多复杂因素。例如，假设你想观察儿童在看到其他人表现出攻击性表现时的反应。如果在家或学校里观察儿童，你无法控制儿童会观察到多少攻击性表现、观察到什么样的攻击性表现、观察到哪些人有攻击性表现，以及其他人会如何对待儿童。但是如果你在实验室里观察儿童，你就可以控制这些及其他额外因素，这样对观察结果的解释就会更可信。

然而，实验室研究也有一些缺点：（a）几乎不可能在被试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研究的情况下进行；（b）实验室环境是不自然的，这可能会导致被试的行为也不自然；（c）愿意来到大学实验室参与研究的人可能无法完全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d）不熟悉大学环境和“帮助科学”（helping science）想法的人可能会被实验室环境吓得不知所措。

自然观察法为我们提供了在实验室中无法得到的结果（Neuman，2020）。自然观察法（naturalistic observation）是指在真实生活的环境中观察行为，不需要控制情境。毕生发展的研究者通常选择体育赛场、儿童保育中心、商城和其他人们居住和经常出入的场所进行自然观察。

一项关注儿童科技馆中的对话交流的研究使用了自然观察法（Crowley & others，2001）。与子女一起参观儿童科技馆中的展品时，父母与男孩进行解释性交流的可能性是女孩的三倍以上。尽管父亲对儿子和女儿进行科学解释的性别差异最大，但不管是父亲、母亲还是父母双方谁与孩子在一起，都存在这种性别差异。这一结果证明存在一种性别偏见，即跟女孩相比，父母更鼓励男孩对科学感兴趣。

2.调查法和访谈法

有时，最快、最好地获取被试信息的方法是直接向他们索取信息。一种方法是访谈法，另一种方法是调查法（有时被称为问卷法）。问卷调查包括一组标准的问题，目的在于通过自我报告法来获得人们对特定主题的态度或观点。当研究需要许多人的信息时，调查法特别有用（Ary &others，2019）。一个好的调查提出的问题应是清晰明了且不含偏见的，能做到让回答者作答起来毫不含糊。

调查法和访谈法可用于研究各种主题，从宗教信仰、性习惯、对枪支管制的态度到对改善学校的看法等都行之有效。调查和访谈可以通过面谈进行，也可以借助电话、邮件和网络等进行。

调查法和访谈法的缺点是，被试倾向于顺着社会接受或赞许的方向回答问题，而不是说出真实想法或感受。例如，在调查或访谈中，一些人可能会说他们不吸烟，但事实并非如此。

3.标准化测验

标准化测验（standardized test）有统一的管理和评分程序。许多标准化测验的评分成绩可以相互比较，提供不同被测者之间的个体差异信息（Kaplan & Saccuzzo，2018）。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就是一个例子，这将在后面详细讨论。你在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中的得分可以告诉你，你的表现与其他成千上万参加该测验的人相比结果如何。

标准化测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测验假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前后一致和稳定不变的，但人格和智力——标准化测验的两个主要目标——会随着情况发生变化。例如，一个人在办公室环境中参加标准化智力测验表现很差，但是在家里参加测验却得分很高，这是因为他在家里没那么焦虑。

4.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是对单一个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方法。出于实际的或道德的原因，个体生活的某些独特方面不能在其他人身上复制和测试，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由心理健康专家进行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法能提供关于个体经历的信息，可以集中呈现个体生活的几乎任何方面，以帮助研究者了解个体的思想、行为或其他特质。研究者可以从访谈和医疗记录中收集个案研究需要的信息。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生动鲜活的个案研究案例，例如迈克尔·雷宾（Michael Rehbein）的案例，他在7岁时为了治疗严重的癫痫而被切除了大部分左脑。

个案研究法可以生动且深入地描绘个体的生活图景，但是我们在对信息进行概括并得出结论时必须小心谨慎。个案研究的对象是独一无二的，其遗传特征和个人历史是其他人无法共享的。此外，个案研究还涉及对可信度的判断。进行个案研究的人员很少确认其他专业人士是否同意他们的观察结果或发现。

5.生理测量法

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使用生理测量法来研究人生不同阶段的发展（Bell & Cuevas，2020）。使用最多的生理测量法是神经影像学方法，特别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这是一种使用电磁波来测绘人脑组织和内部生物化学活动图像的方法（Harrington，2020）。

心率是一个衡量婴儿和儿童感知、注意力和记忆发展的指标，也被用于身体健康和肥胖的研究（Redon & others，2020）。此外，心率还被用于测量情绪的不同状态，如压力、焦虑和抑郁（Jafarova & others，2020）。

皮质醇是一种由肾上腺产生的激素，其水平与身体压力有关，现在在对气质、情绪反应、心境、同伴关系和儿童心理病理学的研究中都会测量皮质醇水平（Jahangard & others，2020）。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血液中某些激素的含量会增加。为了确定这些激素变化的性质，研究人员可以分析青少年被试的血液样本（Bae & others，2020）。

成熟的眼动追踪仪可以应用于婴儿知觉（Ogren & Johnson，2020）、注意（Wagner & others，2020）、面部信息加工（Chhaya & others，2018）、自闭症（Harrison & Slane，2020）和早产对语言发展的影响（Imafuku & others，2019）等研究领域。

生理测量法的另一个巨大变化是，在发展的生物学影响研究中，遗传信息的单位——基因的检测方法有了长足进步（Joshi & others，2020）。例如，基因检测的一个进展是发现了几个与儿童健康有关的特定基因（Costa-Urrulia & others，2020）。另外，在第十五章中，你会读到载脂蛋白E4（ApoE4）基因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作用（Kulminski & others，2020）。

1.4.2 研究设计

除了收集数据，研究毕生发展还需要进行研究设计。主要的研究设计类型有三种：描述性研究、相关研究和实验研究。

1.描述性研究

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所有数据收集方法都可以用于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其目的是观察和记录行为。例如，研究人员可能会观察人们的利他行为或对其他人的攻击行为。描述性研究本身并不能找出某些现象发生的原因，但它可以提供关于行为的重要信息，并为更多科学研究的开展提供基础（Gravetter & Forzano，2019）。

2.相关研究

与描述性研究相比，相关研究可以提供预测人们可能会如何表现的信息，因而它超出了对现象的简单描述。相关研究（correlational research）的目标是描述两个或多个事件或特征之间的关系强度。两个事件的相关性越强，我们就越能有效地靠一个事件预测另一个事件（Graziano & Raulin，2020）。

例如，为了确定放任型父母的孩子是否比其他孩子的自控能力更差，你需要仔细记录关于父母的放任程度和孩子的自控能力的观察数据。你可能会观察到，父母的放任程度越高，孩子的自控能力就越低。然后你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一个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这是一个基于统计分析得出的数字，可以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为–1.00到+1.00。相关系数为负数意味着相关关系为负相关。在上面的例子中，你可能会发现放任型养育方式和孩子的自控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比如说，相关系数为–0.30，意味着放任型父母可能会养育出自控能力低的孩子。相反，如果你发现父母教育、指导孩子的程度和孩子的自控能力之间存在+0.30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父母的有效教育和指导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自控能力。

相关系数越高（无论是正数还是负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就越强。相关系数为0意味着变量之间没有关联。相关系数为–0.40时变量之间的关联比相关系数为+0.20时更强，因为我们在确定关联强度时不考虑相关系数是正数还是负数。

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Gravetter & others，2021）。刚才提到的相关结果并不意味着放任的养育方式必然导致儿童的低自控能力。它可能包含这个意思，但也可能意味着孩子缺乏自控能力导致父母绝望地放弃了对孩子的控制，还可能意味着其他因素，如遗传或贫困造成了放任型父母与孩子自控能力低下相关，如图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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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对相关关系的可能解释

观察到的相关关系：养育方式越放任，孩子的自控能力越低。

3.实验研究

为了研究因果关系，研究人员转向了实验研究。实验（experiment）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程序，研究人员会操纵其中一个或多个可能影响行为的变量，保持所有其他变量不变。如果研究的行为在某个变量被操纵时发生了变化，就可以认为是操纵变量导致了行为的改变。换句话说，这个实验可以证明因果关系，引起变化的原因是被操纵的变量。效应是指操纵变量导致的行为改变。非实验研究方法（描述性研究和相关研究）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因为它们不涉及控制和操纵变量（Harrington，2020）。

（1）自变量和因变量

实验包括两种可变因素：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和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自变量是可以操纵的、对实验有影响的变量。这是一个潜在的原因变量。使用“自”这个标签是因为这个变量可以因被操纵而独立于其他因素，由此可以确定其产生的效应。一个实验可能包括一个自变量或几个自变量。

在实验中，因变量是由于自变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因素。当研究人员操纵自变量时，他们会测量因变量的变化来确定结果效应（Christensen，Johnson & Turner，2020）。

例如，你想研究孕妇是否可以通过在怀孕期冥想来改变新生儿的呼吸和睡眠模式，那么你可以要求一组孕妇每天进行一定时间和类型的冥想，而另一组则不进行冥想；此时冥想就是自变量。当婴儿出生后，你可以观察和评估他们的呼吸和睡眠模式。这些模式即为因变量，它是由于你的操纵而出现变化的因素。

（2）实验组和控制组

实验包括一个或多个实验组，以及一个或多个控制组。实验组指的是某个因素被操纵的群体。控制组可以理解为比较组，应尽可能地与实验组相似，除了被操纵的因素（自变量），其他方面都与实验组相同。以控制组的结果作为基准，可以衡量被操纵变量产生的影响。

决定将被试安排到实验组还是控制组的重要原则是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随机分配意味着研究人员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或对照组。这会降低实验结果因不同组别存在初始差异而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在研究孕妇是否可以通过在怀孕期冥想来影响新生儿的呼吸和睡眠模式的例子中，你可以随机分配一半孕妇在几周内进行冥想（实验组），而另一半在同样的几周内不进行冥想（控制组）。图1.10阐释了实验研究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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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实验研究的原理

想象一下，你决定进行一项实验研究——探索孕妇冥想对新生儿的呼吸和睡眠模式的影响。你把孕妇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的孕妇在指定的周期内进行冥想，控制组孕妇则在指定的周期内不进行冥想。然后，在婴儿出生后，评估他们的呼吸和睡眠模式。如果实验组新生儿的呼吸和睡眠模式比控制组新生儿的更积极，你就能得出结论：冥想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1.4.3 研究的时间跨度

毕生发展的研究人员特别关注年龄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了探索这些关系，研究人员可以对不同年龄的个体进行比较，也可以研究同一个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

1.横断研究

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 approach）是一种同时比较不同年龄个体的研究策略。一个典型的横断研究可能包括3组不同年龄的儿童：5岁、8岁和11岁。另一项研究可能会包括15岁、25岁和45岁的群体。不同群组之间可以就各种因变量进行比较，如智商、记忆、同伴关系、对父母的依恋、激素水平等。所有这些研究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在一些横断研究中，数据可以在一天之内收集完毕。即使在有数百名被试的大规模横断研究中，数据收集的过程通常也不会超过几个月。

横断研究的主要优点是，研究者不必等个体长大或变老。尽管效率高，但横断研究也有其缺点：它无法提供个体如何变化或特征是否稳定的信息，也可能无法揭示个体成长和发展的高峰和低谷。例如，对生活满意度的横断研究可能会揭示满意度一般性地升高或降低，但它不会发现个别成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因何降低的，也不会告诉我们，那些在成年早期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或消极看法的成年人在变成中年人或老年人时，是否还会保持相同的生活满意度。

2.纵向研究

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approach）是在一段时期内，通常是几年或更长时间内，对相同的个体进行研究的策略（Du & others，2020）。例如，在一个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纵向研究中，同一批成年人可能在70年的时间跨度中被定期测量，如在20岁、35岁、45岁、65岁和90岁时均被测量。

纵向研究可以为大量重要问题提供信息，如发展的稳定性和变化性，以及早期经验对后期发展的影响，但纵向研究也有其缺点（Kramer & Rodgers，2020；Lichtenstein & others，2020）。纵向研究花费多、耗费时间长。研究持续的时间越长，退出的被试就越多——他们可能会搬家、生病、失去兴趣等。留下来的被试可能与退出的被试的特点大相径庭，从而使研究结果产生偏差。例如，那些多年来一直留在纵向研究中的人可能比退出的人更有责任感、服从性更高，或者生活更稳定。

3.同辈效应

同辈（cohort）是指在相近时间点出生的一群人，他们因此具有相似的经历，例如都经历过某场战争或同一段时间内在同一个城市长大。这些共同经历可能会导致非同辈群体之间的一系列差异（Hohls & others，2019；Schaie，2016）。例如，美国大萧条时期的青少年很可能与经济繁荣的20世纪90年代的青少年的受教育机会、经济状况都迥然不同，被抚养的方式以及对性的态度也有天壤之别。在毕生发展研究中，同辈效应（cohort effects）是由一个人出生的时间、时代或世代决定的，而不取决于其实际年龄。

同辈效应至关重要，因为年龄效应研究中的因变量变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同辈效应的影响（Atkins & others，2019）。研究人员发现，在评估成年人的智力时，考虑同辈效应尤为重要（Schaie，2013，2016）。因为出生在不同时间点的个体，如生于1920年、1940年和1960年的人，他们的受教育机会是截然不同的。更早出生的个体受教育的机会较少，这一事实可能会对这一辈人的智力测试表现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横断研究发现，90%以上的人在年老化过程中的认知衰退是由加工速度降低造成的，但是纵向研究显示，只有20%或更少的人的认知衰退可以归咎于加工速度降低（MacDonald & others，2003；MacDonald & Stawski，2016）。

横断研究可以呈现不同辈群体的反应，但它会混淆年龄效应和同辈效应。纵向研究在研究年龄变化方面是行之有效的，但只在同辈群体内有效。

不同世代的群体被当时的流行文化贴上了不同的标签。图1.11描述了不同世代的群体及其出现的历史时期，以及被贴相应标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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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不同世代的群体及其出现的历史时期，以及被贴相应标签的原因

千禧一代比前几代人更擅长使用技术，种族更多样化。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会定期评估近几十年来的世代趋势，近些年来其开始将千禧一代描述为1981年至1996年之间出生的人，认为1997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属于更新的一代人（Dimock，2019）。目前，该如何称呼这更新的一代人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两个备选名称是Z世代和后千禧一代。这一代中最年长的成员在2020年满23岁，而最年长的千禧一代则在2020年满40岁。这更新的一代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比千禧一代更精通技术，种族也更多样化；成长于数字技术时代，技术随时可用或技术设备始终在线；沉浸在社交媒体中，通过网络和移动设备与他人沟通的次数远远多于面对面交流。此外，Z世代/后千禧一代比千禧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有更多成员上了大学，更多成员与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生活在一起（Fry & Parker，201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如何向一名学生及其母亲和祖母解释代际差异的观点呢？

1.4.4 研究应遵守伦理道德

人类发展和行为的研究人员面临许多道德问题（Parsons，2020）。例如，一个想研究儿童攻击性的发展心理学家要设计一项研究，就必须保证儿童不会受到身体或心理伤害，而且还需要得到所属学院或大学的许可。然后，研究人员必须向儿童的父母解释这项研究，并获得儿童的知情同意。如果你曾经作为被试参与过研究，研究是否遵守道德规范也可能会影响到你。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了解你作为被试的权利，以及研究人员如何确保这些权利得到保障。

现在，美国学院和大学的研究计划都必须通过研究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才能开始实行。此外，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制定了一套道德指导意见，用于指导心理学家保护被试免受心理和身体伤害。研究者需要把被试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Neuman，2020）。

APA给出的指导意见包括以下四个重要方面。

第一，知情同意。所有被试必须知道自己参与的研究包括什么内容，以及可能存在什么风险。即使在知情同意后，被试也拥有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退出研究的权利。

第二，保守保密。研究人员有责任将收集的所有个人数据完全保密，并尽可能完全匿名。

第三，告知目的。研究完成后，研究人员应告知被试研究的目的和所使用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应以不引导被试做出实验期望反应的方式，在研究之前告知被试研究目的。

第四，无害欺骗。在某些情况下，事先告诉被试研究的内容会严重影响被试的行为反应，导致研究收集的数据无效。尽管有时不得不对被试有所欺骗，心理学家也必须确保这种欺骗不会伤害被试，并且在研究结束后尽快向被试告知真相（完整地告诉他们研究的真相）。



内容总结






毕生发展观




● 发展指的是从受孕开始并贯穿生命全程的变化模式，包括成长和衰退。

● 毕生发展观包含的基本观点：发展是跨越终生的、多维度的、多方向的和有可塑性的，其研究是多学科的，发展是有背景的，发展涉及成长、维持和对丧失的调节，发展是由生物、文化和个体共同建构的。

● 健康和幸福、养育与教育、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多样性、社会政策以及技术，都是当代毕生发展研究者所关注的领域。



发展的特性




● 发展的三个关键过程是生物过程、认知过程和社会情绪过程。在发展中，这三个过程相互影响。

● 个体的一生通常被分为产前期、婴儿期、童年早期、童年中后期、青少年期、成年早期、成年中期和成年后期。

● 一般的年龄是主要是由时间决定的，但对年龄的全面评估还需要考虑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

● 年老化的三种发展模式包括正常年老化、病态年老化和成功年老化。

● 很多针对青少年期到成年后期群体的研究都发现，老年群体拥有最高的生活满意度，但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得出同样的结果。

● 发展的三个主题是：天性和教养问题、稳定性和变化性问题、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



发展的理论




● 包括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观点在内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发展主要取决于无意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情绪的影响。

● 认知理论强调有意识的思维。主要的三种认知理论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认知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

● 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强调环境在发展中的作用。两种关键的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是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和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

● 洛伦茨的习性学理论强调发展的生物和进化基础。

●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学理论，发展主要反映了五个环境系统——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和时间系统的影响。

● 折中的理论取向融合了不同理论和方法的优势特征。



毕生发展的研究




● 毕生发展研究收集数据的主要方法有观察法、调查（问卷）法和访谈法、标准化测验、个案研究法和生理测量法。

● 主要的三种研究设计类型是描述性研究、相关研究和实验研究。

● 为了探究时间和年龄对发展的影响，可以进行横断研究或纵向研究。毕生发展研究者特别关注同辈效应。

● 研究人员应对保障被试的福祉承担道德责任。







第2章 生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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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选择和适应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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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心理学






发展的遗传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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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和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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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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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色体和基因突变






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天性与教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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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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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环境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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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观遗传观与基因×环境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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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遗传×环境相互作用的结论






产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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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前发育的过程
	[image: ]






 产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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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和生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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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前发育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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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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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产前发育






分娩期和产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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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娩过程
	[image: ]






 从胎儿到新生儿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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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出生体重和早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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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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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期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吉姆双胞胎

吉姆·施普林格（Jim Springer）和吉姆·刘易斯（Jim Lewis）是同卵双胞胎，他们在4周大时被分开，直到39岁才再次见面。两人都曾兼职过副警长，在佛罗里达州度过假，开着雪佛兰汽车，养的狗都取名为拓伊（Toy），妻子的名字也都叫贝蒂（Betty）。兄弟两人中一个给他的儿子取名为詹姆斯·阿兰（James Allan），另一个给他的儿子也取名为詹姆斯·阿兰（James Alan）。二人还都喜欢数学，但不喜欢拼写，喜欢木工和机械绘画，喜欢咬指甲，有几乎一模一样的饮酒和吸烟习惯，有痔疮，在成长中的某一相同阶段体重都增加了10磅（约5千克），18岁时第一次头痛，并具有如出一辙的睡眠模式。

兄弟两人也确实有一些不同之处。一个喜欢用头发挡住额头，另一个则喜欢把头发往后梳，并留着鬓角；一个喜欢口头表达自己，另一个则更擅长写作。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个人资料都难被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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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施普林格（左）和吉姆·刘易斯（右）是同卵双胞胎，被分开抚养长大。如何解释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呢？

另一对同卵双胞胎，达芙妮（Daphne）和芭芭拉（Barbara）被研究人员称为“傻笑姐妹”，因为她们在团聚后总是逗彼此笑。研究人员对收养她们的家庭的历史进行深入调查后发现，这些家庭中并没有其他爱傻笑的人。“傻笑姐妹”通常会忽略压力，尽可能避免冲突和争议，对政治也敬而远之。

吉姆兄弟以及“傻笑姐妹”是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和他的同事进行的明尼苏达州分开抚养双胞胎研究的一部分。这项研究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卵双胞胎（基因相同，来自同一个受精卵）和异卵双胞胎（来自不同受精卵）带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研究他们的生活。在那里，双胞胎们完成了人格和智力测试，并提供了详细的病史信息，包括饮食、吸烟、运动习惯、胸部X光片、心脏压力测试结果和脑电图等信息。这些双胞胎被问及15000多个问题，涉及他们的家庭生活、童年经历、个人兴趣、职业方向、价值观和审美判断等（Bouchard & others，1990）。

当在婴儿时期就被分开的同卵双胞胎在品味、习惯和选择上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相似性时，我们就能说他们的基因一定是导致这种相似性的原因吗？虽然基因起了作用，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其他可能的原因。这些双胞胎不仅具有相同的基因，而且也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有些被分开的双胞胎在被收养前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还有些双胞胎在实验前就已经团聚了（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双胞胎在实验开始的很多年前就团聚了），并且收养机构经常会将双胞胎安置在具有相似背景的家庭中，即使是比较在一起只待了几小时的陌生人的生活，研究人员也可能会发现一些如同巧合的相似之处（Joseph，2006）。

明尼苏达州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的研究既指出了人类发展中遗传基础的重要性，也指出了对遗传和环境因素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吉姆兄弟和“傻笑姐妹”的例子激发我们思考人类存在的生物学基础。生物体不像台球那样，靠简单的外力便可移动到台球桌上某个可预测的位置。环境经验和生物学基础共同造就了我们。我们对生命的生物学起源和经历的阐述将强调进化的观点、遗传基础、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记录从受孕到产前的发育过程、分娩过程，以及产后过程。

2.1 进化的视角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人类可以说是地球上的新来者。随着我们最早的祖先离开森林，在大草原上谋食，然后在开阔的平原上形成狩猎社会，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人类最终成为地球上的优势物种。这种进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2.1.1 自然选择和适应性行为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59）将自然选择描述为一个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物种中最能适应环境的个体最有可能生存和繁衍。他推断，每一代的年轻人都必须为争夺食物、水和资源而进行异常激烈、持续不断的斗争，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生存下来。那些能存活下来并能继续繁衍后代的个体会将他们的特点传给下一代（Audesirk，Audesirk & Byers，2020；Cowan & Smith，2021）。

达尔文的结论是，这些幸存者比非幸存者更适应这个世界，最终适应能力最强的个体能够存活下来并留下最多的后代（Simon，2020）。在一代又一代的进化过程中，具有生存所需特征的生物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了（Willey & Sandman，2021）。

2.1.2 进化心理学

尽管达尔文在1859年就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但他的观点直到近些年才成为解释行为的流行框架（Speakman，2020）。心理学的最新思想——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强调适应、繁衍和“适者生存”在塑造行为中的重要性（McDowell，2019；Zagaria，Ando & Zennaro，2020）。在这个意义上，“适”指的是能够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来生育后代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选择有利于增加繁衍成功的行为——也就是将你的基因成功传递给下一代（Freeman & others，2020）。

戴维·巴斯（David Buss，2012，2019）认为，正如进化对我们的身体特征（如体型和身高）产生了影响一样，它也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攻击性、恐惧以及我们的繁衍模式。例如，假设我们的祖先是平原上的狩猎者和采集者，男人负责大部分的狩猎工作，女人则待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收集种子和植物作为食物。如果你必须离家一段距离去追杀一只逃跑的动物，那么你需要拥有特定的身体特征以及特定类型的空间思维能力。拥有这些特征的男性比缺乏这些特征的男性更有可能生存下来，更有可能带很多食物回家，更有可能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伴侣，从而通过繁衍将这些特征传递给他们的后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些特征可能会为男性提供繁殖优势，经过一代又一代，具有良好空间思维能力的男性可能会在人口中变得越来越多。而反对者则指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了，也可能没有发生。

1.进化发展心理学

人们对利用进化心理学的概念来理解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兴趣盎然（Ko & others，2020）。以下是进化发展心理学家提出的一些观点（Bjorklund & Pellegrini，2002）。

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童年时期的延长可能是因为人类需要时间来使大脑发育，并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人类比其他任何灵长类动物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成熟（见图2.1）。在这个漫长的童年期，人类的大脑得以发育，人类拥有了在复杂社会中成为有能力的成年人所需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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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各种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脑容量与童年期的长短有关

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脑容量更大，童年期也更长。

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我们进化过程中的许多心理机制都属于特定领域。也就是说，这些机制只适用于一个人心理构成的特定方面。根据进化心理学，思维并不是一种可以同等应用于解决所有问题的通用手段。相反，当我们的祖先处理某些反复出现的问题，如进行狩猎和寻找住所时，会进化出专门的模块来处理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的信息。例如，这些专门的模块可能包括追踪动物的空间知识模块、用于交易的数学知识模块，以及语言模块。

思维模块论有时被称为瑞士军刀理论，因为人类的思维就如同瑞士军刀一样，有许多各自独立的领域，也是独立的工具。这种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它强调了大脑的广泛分散性。事实上，正如你将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看到的一样，大脑的许多区域之间存在着广泛联系，而并不像思维模块论所提出的那样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进化的机制并不总是适应当代社会。一些对我们的史前祖先来说是合适的行为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不合适的。例如，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食物匮乏的环境中，这可能导致人类在食物充足时也倾向于狼吞虎咽，并渴望高热量的食物，从而导致肥胖的流行。

2.评价进化心理学

虽然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但它只是一种理论，也有局限性、劣势，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Hyde & DeLamater，2020）。一种批评来自阿尔伯特·班杜拉（1998），他的社会认知理论在前文中有描述。班杜拉承认进化对人类适应的重要影响。然而，他反对所谓的“单向进化论”，这种进化论认为社会行为仅是生物特征进化的产物。另一种批评观点认为环境和生物条件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这种观点认为，进化的压力使人类的生物学结构发生了变化，人类学会使用工具，从而能够影响环境，构建新的环境。反过来，新的环境带来了新的压力，导致了促进意识、思维和语言发展的特定生理系统的进化。

换句话说，进化会使我们的身体结构和生物学潜能产生变化，但它并不能决定我们的行为。人类利用自己的生物学潜能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争强好胜或爱好和平，平等或专制。正如美国科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81）所总结的那样，在人类功能的大多数领域，生物学潜能造就了文化的多样性。

自然选择导致人类特征和行为发展的“大局观”很难被反驳或验证，因为进化是发生在一个不适合进行实证研究的时间尺度上的。事实上，就像进化论一样，我们很难提供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进化心理学。因此，研究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特定基因，以及基因与特征和行为间的联系，可能是检验进化心理学观点的最佳方法（Brooker，2021）。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将如何回应“进化决定行为”的评论呢？

2.2 发展的遗传学基础

遗传对行为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许多物种中不断演变（Mason，Duncan & Losos，2021）。我们许多受遗传影响的特质和特征都有漫长的演变历史，并保留在我们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中。换句话说，我们的DNA不仅遗传自父母，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从之前的物种那里继承来的。接下来，让我们仔细看看DNA及它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一个物种生存的特征是如何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呢？达尔文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基因和遗传学原理尚未被发现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人类“遗传密码”，因为人类受精卵携带着这种密码，所以人类受精卵不会长成白鹭、老鹰或大象。

我们每个人最初都是一个单细胞，重量约为两千万分之一盎司（1盎司约等于28克）。这一小块物质包含了我们的整个遗传密码，指导我们从一个单细胞成长为由数万亿个细胞组成的人，每个细胞都包含原始密码的副本（Lewis，2021）。这种密码是由我们的基因携带的。什么是基因？它们有什么作用？为了找到答案，我们需要研究我们的细胞。

每个人类细胞的细胞核都包含染色体（chromosomes），这些染色体是由DNA组成的线状结构。DNA是一种复杂的分子，呈双螺旋形状，就像螺旋楼梯一样，DNA中包含了基因信息。基因（genes）是遗传信息的单位，是DNA的短片段（见图2.2）。它们帮助细胞自我繁殖并形成蛋白质。反过来，蛋白质是细胞的基石，也是指导身体运行的调节器（Urry & other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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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细胞、染色体、DNA和基因

每个基因在一个特定的染色体上都有特定的位置。今天，人们对发现与某些功能和发展结果密切相关的基因的具体位置充满热情（Hartwell & others，2021；Klug & others，2020）。当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和塞莱拉（Celera）公司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初步编制时，人们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Freeman & others，2020）。

人类基因组计划呈现的最大的惊喜之一是，一份报告显示，人类只有大约30000个基因。近些年来，人类基因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约为20700个（Flicek & others，2013），但随后又增加到21306个（Salzberg & others，2018）。

科学家曾认为人类有多达10万个或更多的基因。他们还认为每个基因只编码一种蛋白质。事实上，人类拥有的蛋白质似乎比拥有的基因多得多，所以基因和蛋白质之间不可能有一一对应的关系（Commoner，2002）。正如发展心理学家大卫·摩尔（David Moore，2001）在其著作《依赖的基因》（The Dependent Gene）中强调的那样，基因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人类基因组不是一组独立的基因，而是由许多基因组成的，这些基因相互协作，并与体内外的非遗传因素合作。这种协作在许多方面都发挥作用。例如，细胞“机制”混合、匹配和连接DNA的小片段来复制基因，而这种机制会受周围环境的影响（Chess，2021；Moore，2017）。

基因是否“开启”——也就是说，它是否开始形成蛋白质，也是一个合作的问题。基因的活动（基因表达）受到其所在环境的影响（Gottlieb，2007）。例如，在血液中循环的激素进入细胞，在那里它们可以“开启”和“关闭”基因。激素的流动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比如光线、日照长度等。

大量研究表明，原始细胞、人体之外的外部事件，以及细胞内部的事件，都可以促进或抑制基因表达（Moore，2017）。近期的研究表明，压力、运动、营养、呼吸、辐射、温度、孤独感和睡眠等因素会影响基因表达（Cuevas-Sierra & others，2019；Kesaniemi & others，2019；Min &others，2020；Wang，Lee & Tian，2019；Zimmerman & others，2019）。例如，一项研究表明，皮质醇等应激激素浓度的增加会使DNA损伤增加五倍（Flint & others，2007）。另一项研究发现，暴露于辐射中改变了细胞内DNA合成的速率（Lee & others，2011）。还有研究表明，睡眠剥夺会以消极的方式影响基因表达，如炎症的增加、应激相关基因的表达和蛋白质功能的损害（da Costa Souza & Ribeiro，2015）。科学家们发现，某些基因的“开启”或“关闭”是运动的结果，主要是通过一个被称为甲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微小分子将自己附着在基因的外部（Circulete &others，2020）。这个过程使基因或多或少能够接收和响应来自身体的生化信号（Lewis，2021）。通过这种方式，基因的行为而非其结构会被改变。研究人员还发现，饮食（Dasinger & others，2020）、烟草（Sugden & others，2019）和睡眠（Lehtinen & others，2019）可能会通过甲基化影响基因行为。此外，近期的研究表明，甲基化可能与抑郁（Payne & others，2020）、乳腺癌（Bao Caamano，Rodriguez-Casanova & Diaz-Lagares，2020）、肺癌（Martinez-Ramirez & others，2019）、直肠癌（Alvizo-Rodriguez & others，2020）、白血病（Bewersdorf & others，2020）、肥胖、高血压（Guo & others，2020）、注意缺陷多动障碍（J. L. Kim & others，2020）及神经发育障碍（Wickramasekara & Stessman，2019）均有关。

2.2.1 基因和染色体

基因不仅具有协作性，还具有持久性。它们是如何代代相传并最终进入人体的数万亿个细胞的呢？这个“故事”的三个核心过程是：有丝分裂、减数分裂和受精。

1.有丝分裂、减数分裂和受精

除了精子和卵子，人体内所有细胞都有46条染色体，排列成23对。这些细胞通过有丝分裂（mitosis）进行繁衍。在有丝分裂的过程中，细胞核（包括染色体）自我复制，然后细胞进行分裂。两个新细胞形成，每个新细胞都包含与原始细胞相同的DNA，排列在相同的23对染色体中。

但是，另一种细胞分裂——减数分裂（meiosis）会形成卵子和精子（也称为配子）。在减数分裂的过程中，睾丸（男性）或卵巢（女性）的细胞会复制其染色体，然后分裂两次，形成四个细胞，每个细胞的遗传物质只有母细胞的一半。到减数分裂结束时，每个卵子或精子有23条未配对的染色体。

在受精过程中，卵子和精子会融合形成一个叫作受精卵的单细胞。在受精卵中，来自卵子的23条未配对染色体和来自精子的23条未配对染色体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组23对染色体——每对染色体中的一条来自母亲的卵子，另一条来自父亲的精子。通过这种方式，双亲各自贡献一半的遗传物质给后代。

图2.3显示了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23对染色体。每对染色体的组成既相似又不同：一对染色体中的每条染色体在相同位置携带相同基因的不同变体。例如，影响头发颜色的基因位于一对染色体的两个部分上，且位于每条染色体的相同位置。然而，其中一条染色体可能携带与金色头发相关的基因，另一条可能携带与棕色头发相关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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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男女之间的基因差异

（a）表示男性的染色体结构，（b）表示女性的染色体结构。最后一对，也就是第23对染色体在每一张图的右下角。值得注意的是，男性的Y染色体比女性的X染色体要小。为了获得这种染色体图，通常要从人体口腔内部取出一个细胞，通过化学处理将染色体染色、放大，然后拍照。

你注意到图2.3中男性和女性的染色体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差异了吗？不同之处在于第23对染色体上。通常，女性的这对染色体由两条X染色体组成；男性的第23对染色体由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组成。Y染色体的存在是使一个人成为男性而不是女性的因素。

2.变异性来源

将父母双方的基因结合在后代身上增加了种群的遗传变异性，这对一个物种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特征使自然选择能够发挥作用（Simon，2020）。事实上，人类遗传过程创造了几个重要的变异性来源（Brooker & others，2021）。

首先，受精卵中的染色体并不是母亲卵巢和父亲睾丸中染色体的精确副本。在精子和卵子的形成过程中，每对染色体是分开的，但是这对染色体中的哪一条染色体进入配子是一个偶然的问题。此外，在这对染色体分开之前，每对染色体中的两条染色体的片段会被交换，在每条染色体上形成一个新的基因组合。因此，当来自母亲的卵子和父亲的精子的染色体在受精卵中结合在一起时，得到的是一个真正独特的基因组合（Hoefnagels，2021）。

变异性的另一个来源是DNA。偶然事件、细胞机制的错误或环境因素（如辐射）造成的损害都可能造成基因突变，即永久改变DNA片段（Freeman & others，2020）。

然而，即使两个人的基因是相同的，就像本章开头描述的同卵双胞胎一样，两个人也会有所不同。基因型和表型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变异的来源。一个人的所有遗传物质构成了他的基因型（genotype）。人们对易感基因和长寿基因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易感基因是指那些使个体更容易加速衰老或患上关节炎（Reynard & Barter，2020）、癌症（Liu & Tan，2019）、心血管疾病（Taylor & others，2019）等特定疾病的基因；长寿基因是指那些使个体不太容易感染某些疾病，而且更有可能活到更大年龄的基因（Romero-Ortuno，Kenny & McManus，2020）。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遗传物质在个体的可观察和可测量的特征中都是显而易见的。表型（phenotype）由可观察到的特征组成，包括身体特征（如身高、体重和发色）和心理特征（如人格和智力）。

每个基因型可以表达一系列表型，这提供了变异性的另一个来源（Klug & others，2020）。例如，基因遗传可以使个体非常健硕，但良好的营养和其他因素对于达成这一结果也是不可或缺的。

2.2.2 遗传学原理

是什么决定了基因型如何表达以产生特定的表型呢？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全面的回答（Klug &others，2020）。但是，人们已经发现了许多遗传学原理，其中包括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伴性基因和多基因遗传的原理。

1.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

在某些情况下，一对基因中的一个总是发挥主要作用。换句话说，这个基因是显性的，掩盖了另一个基因的潜在影响，后者被称为隐性基因，这就是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的原理。只有当一对基因中的两个基因都是隐性基因时，隐性基因才会发挥作用。如果你从你的父母那里分别继承了一个特征的隐性基因，你的身上就会展现出这个特征。如果你只从父母一方那里继承了一个隐性基因，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你携带了这个基因。在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的世界里，棕色头发、远视和酒窝会掩盖金色头发、近视和雀斑。都是棕色头发的父母能有一个金色头发的孩子吗？答案是有可能的。假设父母双方都有棕色头发的显性基因和金色头发的隐性基因，因为显性基因会掩盖隐性基因，所以父母的头发都是棕色的，但他们都是金色头发基因的携带者，他们将隐性基因遗传给了下一代。由于没有显性基因来掩盖它们，这些隐性基因可以使孩子的头发变成金色。

2.伴性基因

大多数发生突变的基因都是隐性的。当突变基因携带在X染色体上时，被称为X连锁遗传，这可能对男性有影响。与女性大相径庭的是（Freeman & others，2020），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因此如果X染色体缺失或改变，或携带了与疾病相关的基因，男性就没有“备份”来对抗有害基因，因此可能会患X连锁疾病。女性有第二条X染色体，这条X染色体通常保持正常状态。因此，她们不太可能患X连锁疾病，大多数患X连锁疾病的人都是男性。在X染色体上有一个异常基因副本的女性被称为携带者，她们通常不会表现出任何X连锁疾病的症状。我们在本章后面讨论的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和血友病都是X连锁遗传的例子（Batty & Lillicrap，2020；Lee & others，2020）。

3.多基因遗传

遗传传递通常比我们迄今为止研究的简单例子要纷繁复杂得多（Klug & others，2020）。很少有特征只反映一个基因或一对基因的影响，大多数特征是由许多不同基因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这个过程被称为多基因遗传（Patel & Bezzina，2020）。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特征，如身高，也反映了许多基因的相互作用以及环境的影响。大多数疾病，如癌症和糖尿病，是复杂的基因相互作用和环境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Corona & others，2020）。基因–基因相互作用这一术语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描述关注两个或多个基因影响特征、行为、疾病和发展的研究（Biczo & others，2020）。近期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免疫系统功能（Kostel Bal & others，2020）、肥胖（Wang & others，2019）、2型糖尿病（Dominguez-Cruz & others，2020）、酗酒（Chen & others，2017）、癌症（Lee & others，2019）、心血管疾病（Wang & others，2020）、关节炎（Fathollahi & others，2019）及阿尔茨海默病（J. Li & others，2020）中的基因–基因相互作用。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会如何使用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伴性基因和多基因遗传原理来解释各种异常的差异呢？

2.2.3 染色体和基因突变

在一些（相对罕见的）病例中，基因遗传会出现异常。其中一些异常来自减数分裂过程中没有正确分离的整条染色体，还有一些异常是由有缺陷的基因导致的。

1.染色体异常

有时在形成的受精卵中没有正常的23对染色体，较显著的例子包括唐氏综合征和伴性染色体的异常。图2.4描述了一些染色体异常状况，以及相应的治疗方案和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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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一些染色体异常状况

对这些异常情况的治疗并不一定会消除这些问题，但可能会改善个体的适应性行为和生活质量。

（1）唐氏综合征

唐氏综合征（Down syndrome）是导致智力缺陷最常见的遗传疾病之一，其病状还包括一些身体特征方面的异常（Grealish，Price & Stein，2020）。唐氏综合征患者通常脸呈圆形，具有扁平的头骨，眼睑上多了一层皮肤，舌头厚，四肢短，运动能力和智力发育迟缓。这种综合征是由21号染色体的额外复制引起的。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会有额外的染色体出现，但这可能与男性精子或女性卵子的健康息息相关。

年龄在16岁到34岁之间的女性生下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的可能性低于年龄更小或更大的女性。非裔美国儿童很少在出生时就患有唐氏综合征。

（2）伴性染色体异常

新生儿通常有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或者是两条X染色体。人类胚胎必须拥有至少一条X染色体才能存活。最常见的伴性染色体异常包括女性拥有一条额外的染色体（X或Y）或缺少一条X染色体（Yang & Chen，2019）。

克兰费尔特综合征（Klinefelter syndrome）是一种染色体疾病，患这种疾病的男性有一条额外的X染色体，因此他们的染色体是XXY而不是XY（Vockel & others，2020）。患有这种疾病的男性睾丸发育不全，他们通常乳房肿大，个子很高（Kruszka & others，2020）。克兰费尔特综合征大约在每1000例活产男性婴儿中就会出现1例。只有10%的克兰费尔特综合征患者在青少年期前能够被诊断出来，大多数人直到成年后才会被确诊（Aksglaede & others，2013）。

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Fragile X syndrome，FXS）是一种遗传疾病，由X染色体异常引起，X染色体收缩并经常断裂（Lee & others，2020）。这种疾病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更常见，可能是因为女性的第二条X染色体使异常X染色体的影响变得无效（Mila & others，2018）。这种疾病的症状通常表现为智力障碍、孤独症、学习障碍或注意力持续时间短（McKechanie & others，2020）。但是，环境会对这种疾病产生影响。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母亲对患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儿童的适应性行为进行高水平的反应会对孩子的沟通技巧产生积极的影响（Warren & others，2017）。

特纳综合征（Turner syndrome）是一种女性染色体疾病，要么有一条X染色体缺失，使人的染色体成为XO而不是XX，要么有一条X染色体的一部分被删除。患有特纳综合征的女性身材矮小，颈部有颈蹼（Bianchi，2020）。在某些情况下，她们是无法生育的，她们在数学学习方面有困难，但语言能力却很好。大约在每2500名活产女性婴儿中就有1名患有特纳综合征。

XYY综合征是一种染色体疾病，患有这种疾病的男性有一个额外的Y染色体。早期对这种综合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人们认为在一些男性身上发现的多余的Y染色体会导致攻击性和暴力行为。但是，研究人员随后发现，拥有XYY染色体的男性并未比拥有XY染色体的男性更容易犯罪（Witkin &others，1976）。然而，尽管近期的一项研究并未发现患XYY综合征的男孩比正常男孩有更多的认知缺陷，但患XYY综合征的男孩确实有更多的外化和内化问题（Operto & others，2019）。

2.与基因相关的异常

畸形不仅可以由染色体数目异常引起，也可以由有缺陷的基因引起。图2.5描述了一些与基因相关的异常，并概述了它们的治疗方案和发生率。苯丙酮尿症（Phenylketonuria，PKU）是一种基因疾病，患者无法正常代谢苯丙氨酸，这种氨基酸自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苯丙酮尿症由一种隐性基因引起，大约每1万到2万个活产儿中就会出现1个患者。如今，苯丙酮尿症很容易在婴儿期被检查出来，并且这种疾病可以通过防止苯丙氨酸过量积累的饮食疗法来治疗（Weiss & others，2020）。然而，如果未对苯丙酮尿症进行及时治疗，过量的苯丙氨酸就会在儿童体内积累，导致智力障碍和多动症（McBride & others，2019）。苯丙酮尿症患者约占因智力障碍而住院的患者人数的1%，这种疾病主要发生在拥有欧洲血统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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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一些与基因相关的异常

镰状细胞性贫血（Sickle-cell anemia）通常发生在非裔美国人身上，是一种损害身体红细胞功能的基因疾病。全世界每年有30多万个婴儿出生时就患有镰状细胞性贫血（Azar & Wong，2017）。红细胞将氧气输送给身体的其他细胞，通常呈圆盘状。在镰状细胞性贫血中，一种隐性基因导致红细胞变成钩状的“镰刀”，不能正常携带氧气并迅速死亡。结果，身体细胞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导致贫血和过早死亡（Mandal，Mitra & Das，2020）。大约每400个非裔美国儿童中就有1个患有镰状细胞性贫血。1/10的非裔美国人和1/20的拉丁裔美国人都是这种隐性基因的携带者。近期的研究强烈支持对9个月大的婴儿使用羟基脲治疗其镰状细胞性贫血（Power-Hayes & Ware，2020）。干细胞移植也作为治疗婴儿的镰状细胞性贫血的潜在治疗方法（Tanhehco & Bhatia，2019）而被探索。其他由基因异常引起的疾病包括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某些形式的糖尿病（diabetes）、血友病（hemophilia）、亨廷顿病（Huntington disease）、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脊柱裂（spina bifida）和泰–萨二氏病（Tay-Sachs disease）（Eno & others，2020；Sharma & others，2020）。也许有一天，科学家们能够确定这些疾病和其他基因异常发生的原因，并知道如何治愈它们（Zarini Gaklye & others，2020）。

遗传咨询师通常是精通医学遗传学的医生或生物学家，他们可以专门为那些有基因异常风险的人提供信息（J. Kim & others，2020）。他们可以评估风险程度，并提供有用的策略来消除这些疾病的一些影响（Arjmand & others，2020）。要了解遗传咨询师的职业和工作，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遗传咨询师詹妮弗·莱昂哈德

詹妮弗·莱昂哈德（Jennifer Leonhard）是明尼苏达州贝米吉市桑福德贝米吉健康诊所的遗传咨询师。她获得了西伊利诺伊大学的本科学位，以及阿肯色大学医学科学专业的遗传咨询硕士学位。

像詹妮弗这样的遗传咨询师大多是医疗保健团队的成员，为有出生缺陷或患遗传疾病的家庭提供信息和支持。他们通过分析遗传模式来确定有风险的家庭，然后与家庭一起探索各种选择。一些遗传咨询师，如莱昂哈德，专门研究产前和儿科遗传学，而另一些人则专注于癌症遗传学或精神遗传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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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妮弗·莱昂哈德（右）是明尼苏达州贝米吉市桑福德贝米吉健康诊所的一名遗传咨询师。

遗传咨询师拥有医学遗传学和咨询专业的研究生学位。他们进入研究生院时拥有不同学科的本科背景，包括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学和社会工作学。美国大约有30个研究生遗传咨询项目。如果你对这个职业感兴趣，可以从美国遗传咨询师协会获得更多的信息。

2.3 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天性与教养之争

是否有可能将遗传的影响与环境的影响分开，并发现它们在个体发展差异中产生的作用呢？当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时，遗传如何影响环境，环境又如何影响遗传？

2.3.1 行为遗传学

行为遗传学（behavior genetics）是一个旨在发现遗传和环境对人类特征和发展的个体差异的影响的领域。行为遗传学家经常研究双胞胎或在收养家庭中长大的个体（Kendler & others，2020；Riglin & others，2020）。

在双胞胎研究（twin study）中，我们将同卵（基因相同）双胞胎之间的行为相似性与异卵双胞胎之间的行为相似性进行比较。虽然异卵双胞胎共用同一个子宫，但他们在基因上与非双胞胎兄弟姐妹相差无几。在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时，行为遗传学家利用了这一基本知识，即同卵双胞胎在基因上比异卵双胞胎更相似。如果他们观察到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常表现出一种行为特征，他们就可以推断出这种特征有遗传基础（Wilson & others，2020）。

然而，一些问题使对双胞胎研究的解释变得错综复杂。例如，也许同卵双胞胎的成长环境比异卵双胞胎更相似。相对于异卵双胞胎，父母和看护人可能会更强调同卵双胞胎之间的相似之处，同卵双胞胎也可能会认为两人是一个“群体”，比异卵双胞胎更喜欢在一起玩耍。如果是这样的话，观察到的同卵双胞胎之间出现的相似性可能有重要的环境基础。

在一项收养研究（adoption study）中，研究者试图考察被收养儿童的行为和心理特征是更像为其提供了家庭环境的养父母，还是更像为其贡献了遗传基础的亲生父母（Leve & others，2020）。另一种形式的收养研究将被收养者与其他被收养的兄弟姐妹进行比较，还将被收养者与他们的亲生兄弟姐妹进行比较（Kendler & others，2016）。

2.3.2 遗传-环境相关性

研究人员在解释双胞胎和收养研究的结果时所遇到的困难反映了遗传–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其中一些相互作用涉及遗传与环境的相关性，这意味着个体的基因可能会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类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继承”了可能与遗传“倾向”相关的环境。

行为遗传学家桑德拉·斯卡尔（Sandra Scarr，1993）描述了遗传和环境的三种关联方式：

● 被动型基因–环境相关性的发生是因为与孩子有基因相关性的亲生父母为孩子提供了一个养育环境。例如，父母可能具有聪慧和喜欢阅读的遗传倾向，所以他们会给孩子提供书籍。可能的结果是，由于孩子自身具备来自父母的遗传倾向又身处充满书籍的环境，因此孩子将成为阅读爱好者。

● 反应型基因–环境相关性的发生是因为孩子的特征触发了某些类型的环境。例如，积极、喜欢微笑的孩子会比被动、安静的孩子得到更多的社会刺激。与不合作、容易分心的孩子相比，合作、专注的孩子能从他们周围的成年人那里得到更多愉快和指导性的反应。

● 主动型（利基选择）基因–环境相关性发生在孩子寻找他们认为兼容和刺激的环境时。利基选择是指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能力的环境。孩子们从他们周围的环境中选择自己反应、学习或忽略的特定方面。他们对环境的主动选择与其特定的基因型有关。例如，外向的孩子倾向于寻找与人互动的社会环境，而害羞的孩子则反其道而行之。有音乐倾向的孩子很可能会选择音乐环境，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技能。

2.3.3 表观遗传观与基因×环境相互作用

斯卡尔认为遗传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引人瞩目的作用：她的分析描述了遗传如何影响儿童所经历的环境类型。反对者认为，遗传–环境相关性的概念过于强调遗传在决定发展的因素方面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先前的环境影响在塑造相关性本身中的作用（Moore，2017）。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一些更加强调环境作用的观点。

1.表观遗传观

根据协同基因的概念，吉尔伯特·戈特利布（Gilbert Gottlieb，2007）提出了一种表观遗传观（epigenetic view），认为发展是遗传和环境之间持续相互作用的结果。图2.6比较了发展的遗传–环境相关性观点和表观遗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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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遗传-环境相关性观点与表观遗传观的比较

让我们来看一个反映表观遗传观的例子。婴儿在受孕时就继承了父母双方的基因。在产前发育过程中，毒素、营养和压力会使一些基因的运作戛然而止，而另一些基因则会变得更强或更弱。在婴儿期，额外的环境经历（如接触毒素、营养、压力、学习和鼓励）会继续改变直接影响行为的遗传活动和神经系统活动。因此，是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或协作对个体的幸福感、智力、气质、健康、打棒球的能力、阅读的能力等产生了影响（Allen & Dwivedi，2020；Pagiatakis & others，2020）。

2.基因×环境相互作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探索遗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发展，包括涉及特定DNA序列的相互作用（Cunningham，Walker & Nestler，2020）。表观遗传机制涉及DNA链的实际分子修饰，这是环境输入改变基因功能的结果（Marousez，Lesage & Eberle，2020）。

一项研究发现，拥有短版5–羟色胺（5-HTTLPR）基因（一种涉及神经递质血清素的基因）的个体，只有在生活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才有较高的患抑郁症的风险（Caspi & others，2003）。因此，特定的基因并不会直接导致抑郁症的发展；相反，该基因与压力环境的相互作用使研究人员能够预测个体是否会发展成抑郁症患者。一项元分析表明，短版5–羟色胺基因与较高的皮质醇应激反应性有关（Miller & others，2013）。研究人员还发现，5–羟色胺基因和压力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为预测青少年和老年人抑郁的风险提供了支持（Petersen & others，2012；Zannas & others，2012）。

其他涉及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集中在依恋、养育和支持性养育环境上（Hoye & others，2020）。一项研究表明，小时候失去父母的人，只有当他们拥有短版5–羟色胺基因时，成年后才更有可能有未解决的依恋问题（Caspers & others，2009）。长版5–羟色胺转运基因显然提供了一些保护，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失去父母的影响。其他研究发现，多巴胺相关基因的变异与具有或不具有支持性的养育环境相互作用，影响儿童的发展（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2011）。刚才描述的研究类型被称为基因×环境相互作用（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GXE）的研究——被测定的一种特定DNA突变与环境的某一特定方面的相互作用（Schiele & others，2020）。

尽管人们对了解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概念充满热情，但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相关研究受到了复制结果困难、夸大的主张和其他弱点的影响（Manuck & McCaffery，2014）。关于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还尚浅，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可能会有更精确的发现（Tan，2020）。

2.3.4 关于遗传×环境相互作用的结论

如果一个有魅力、受欢迎、很聪明的女孩被选为高中毕业班的班长，她的成功是因为遗传还是因为环境呢？当然，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

遗传和环境的相对贡献并不能简单相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某一比例的天性和某一比例的经验造就了我们。也不能准确无误地说，完整的基因表达只在怀孕或出生的时候发生一次。基因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都会产生蛋白质，或者它们不产生这些蛋白质，这部分取决于环境的恶劣程度或营养状况。

新出现的观点是，复杂的行为受到基因的影响，使人们倾向于呈现特定的发展轨迹（Nikstat &Riemann，2020）。然而，个体的实际发展需要更多：一个特定的环境。而环境是纷繁复杂的，就像我们的遗传基因一样（Parke & Elder，2020）。环境影响的范围包括从被我们统称为“养育”的事物（如文化、养育方式、家庭动态、学校教育和社区质量）到生物接触（如病毒、出生并发症，甚至细胞中的生物事件）。

在发展心理学家大卫·摩尔（David Moore，2017）看来，使人产生行为的生物学系统错综复杂，但这些系统往往被以过于简化的方式描述，这可能会产生误导。因此，尽管遗传因素对行为和心理过程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但它们并不能独立于它们发展的环境来决定表型。从摩尔（2017）的角度来看，谈论眼睛颜色、智力高低、性格或其他特征的“基因”是一种误导。摩尔评论说，回想一下，我们不应该期望能够实现从DNA分子到完全理解人类行为的巨大飞跃，就像我们不应该期望能够轻而易举地将音乐厅里的空气分子与对交响乐的全面欣赏联系起来一样。想象一下，有一组基因在某种程度上与青少年暴力有关（这个例子是假设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任何这样的联系）。携带这种基因混合物的青少年可能会身处一个父母慈爱、膳食营养健康、有大量的书籍和一系列称职的教师的环境；或者，青少年可能身处一个被父母忽视、周围每天都发生犯罪事件、得不到充分的教育的环境。在哪种环境下，青少年的基因可能是导致其犯罪的生物学基础呢？

如果遗传×环境相互作用决定了发展的过程，那么这就回答了是什么导致发展的问题吗？人类在一生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完全受基因和环境的影响？基因遗传和环境经验对发展具有广泛影响，但在思考是什么导致了发展时，不妨回想一下我们关于发展是生物、文化和个体共同构建的讨论。我们不仅受到遗传和环境的影响，还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创造独特的发展道路。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总结的那样：

实际上，我们既是这个世界创造的生物，也是构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我们是……我们的基因和环境的产物。然而，……塑造未来的因果关系贯穿于我们现在的选择之中……思想很重要……我们的希望、目标和期望影响着我们的未来（Myers，201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可能会用哪些学术信息来回应我们受基因控制的说法呢？

2.4 产前发育

现在我们来描述发育过程是如何从最初的时刻（受孕的时刻，即两个具有独特基因的细胞结合）开始，直至创造出一个新的个体。当男性的一个精子与女性输卵管内的一个卵子结合在一起时，就实现受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前面讨论过的遗传密码会引导受精卵发生一系列变化，但许多事件会影响受精卵的发育。

2.4.1 产前发育的过程

产前发育持续时间约为266天，从受精开始，到出生结束。妊娠可分为三个阶段：生发期、胚胎期和胎儿期。

1.生发期

生发期（germinal period）是指在受孕后前两周的产前发育时期。它包括受精卵的产生、细胞分裂和多细胞生物附着在子宫壁上。

在生发期，受精卵开始快速进行细胞分裂。在怀孕后的一周内，细胞的分化（细胞根据不同功能进行特化）已经开始了。在这个阶段，现在被称为胚泡的有机体由一个最终发育成胚胎的中空细胞球和滋养层组成，滋养层是一层细胞，之后为胚胎提供营养和其他支持。着床，即胚泡嵌入子宫壁，发生在受孕后的第二周。图2.7总结了生发期的一些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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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生发期的一些重要发展

2.胚胎期

胚胎期（embryonic period）是指怀孕后2~8周的产前发育时期。在胚胎期，细胞分化速度加快，细胞支持系统形成，器官开始发育。

细胞团现在被称为胚胎，并形成了三层结构。胚胎的内胚层是细胞的内层，它将发育成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外胚层是最外层，它将发育成神经系统、感觉感受器（例如耳朵、鼻子和眼睛）和皮肤。中胚层是中间层，它将发育成循环系统、骨骼、肌肉、排泄系统和生殖系统。身体的每个部分最终都是由这三层结构发育而来的。内胚层主要发育为身体内部部分，中胚层主要发育为包围身体内部部分的部分，外胚层主要发育为表面部分。器官形成（organogenesis）发生在产前发育的前两个月内，特别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Bi，Ye & Jin，2020）。

随着胚胎的三层结构的形成，胚胎的生命支持系统迅速发育。这些系统包括羊膜、脐带（两者都从受精卵发育而来，而不是从母体发育而来）和胎盘。羊膜就像一个袋子或一个信封，内含一种透明的液体，发育中的胚胎漂浮其中。羊水提供了一个温度、湿度可控及防震的环境。脐带通常包含两条动脉和一条静脉，将胚胎与胎盘连接起来。胎盘由一组圆盘状的组织组成，其中来自母体和子代的小血管相互缠绕但不相连。非常小的分子——氧气、水、盐和母体血液中的营养物质，以及胚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和消化废物——在母体和子代之间来回传递。大分子不能穿过胎盘壁，这包括红细胞和一些有害物质，如大多数细菌、母体废物和激素。事实上，孕妇摄入的任何药物或化学物质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穿过胎盘，除非它们在传递过程中被代谢或改变（Jansson & others，2020）。

3.胎儿期

胎儿期（fetal period）约为7个月，是指从怀孕后两个月持续到出生的产前发育时期，在此期间，胎儿继续成长和发育。怀孕三个月后，胎儿约3英寸（约8厘米）长，体重约0.8盎司（约23克）。这时胎儿变得活跃起来，会时常移动胳膊、腿、头，并不断张嘴闭嘴。面部、前额、眼睑、鼻子和下巴是可区分的，上臂和下臂、手和下肢也是可区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时已经可以根据生殖器来判断性别。到怀孕第四个月结束时，胎儿长到约5.5英寸（约14厘米），重5盎司（约142克）。在这一时期，胎儿腿部会迅速增长，这是第一次，母亲能感觉到胎儿的移动。

到怀孕第5个月末，胎儿大约有12英寸（约30厘米）长，体重接近1磅（约454克）。皮肤结构已经形成。胎儿也更活跃，表现出对子宫中特定位置的偏好。到第6个月末，胎儿大约有14英寸（约36厘米）长，体重又增加了6~12盎司（170~340克）。眼睛和眼睑已经完全成形，一层细密的毛发覆盖着头部，存在抓握反射，并会出现不规则呼吸运动。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第一次有机会在子宫外存活——也就是说，胎儿这时是可以在子宫外存活的。早产的婴儿，或者在怀孕第24周到37周之间出生的婴儿，通常需要呼吸帮助，因为他们的肺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到第7个月末，胎儿大约有16英寸（约41厘米）长，重约3磅（约1361克）。

在产前发育的最后两个月里，脂肪组织会发育起来，各种器官系统的功能——例如心脏和肾脏的功能——也会增强。在怀孕的第八个月和第九个月，胎儿的身体长度增加，体重增加——大约增加4磅（约1814克）。美国婴儿出生时平均体重为8磅（约3629克），约20英寸（约51厘米）长。

产前发育的过程除了用生发期、胚胎期和胎儿期来划分，也可以以每三个月为一个时期来划分，称为三月期。图2.8概述了每个三月期内发生的主要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三月期与我们在前文中讨论的三个产前期是不尽相同的。生发期和胚胎期发生在前三个月，胎儿期开始于第一个三月期末，并持续到第二个和第三个三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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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婴儿在产前发育的三个三月期中的生长和发育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如何总结每个产前发育阶段的最大风险，以鼓励母亲寻求产前护理呢？

4.大脑

产前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之一是婴儿大脑的发育（Thomason，2020）。婴儿在出生时大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neurons）或神经细胞，这些神经元或神经细胞在大脑的细胞水平上进行信息加工。在产前发育期间，神经元移动到特定的位置并开始连接起来。人类大脑的基本结构是在产前发育的前两个月发展起来的。在典型的发育过程中，产前发育的第三个三月期和出生后的前两年的特征是神经元的连接和功能迅速增加（Vasung & others，2019）。

胎儿期大脑发育的四个重要阶段包括：（a）神经管的形成；（b）神经形成；（c）神经迁移；（d）神经连接性。

当胚胎在母亲的子宫内发育时，神经系统开始形成一个长而中空的管道，位于胚胎的背部。这个梨形的神经管在受孕后约27天形成，由外胚层发育而来（Keunen，Counsell & Benders，2017）。神经管在受孕后24天左右闭合。

如果神经管不能闭合，胎儿就会出现无脑畸形或脊柱裂。如果胎儿出现无脑畸形（也就是说，如果神经管的头端不能关闭），大脑的最高区域不能发育，婴儿就会在子宫里、分娩时或出生后不久死亡（Oakley，2020）。脊柱裂是指脊髓发育不完全，会导致不同程度的下肢瘫痪。脊柱裂患者通常需要辅助设备，如拐杖、支架或轮椅。母亲的糖尿病和肥胖会增加胎儿发生神经管缺陷的风险（Yu，Wu & Yang，2016）。此外，研究表明，怀孕期间母亲的高水平压力与胎儿的神经管缺陷息息相关（Mowla & others，2020）。一种有助于预防神经管缺陷的策略是让女性服用足够数量的B族维生素叶酸（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 & others，2019；H. Li & others，2020）。近期在巴西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在面粉中添加叶酸可以显著减少怀孕期间食用这种面粉的母亲所生婴儿出现神经管缺陷的情况（Santos & others，2016）。

在正常孕期，神经管一旦关闭，在产前的第5周左右，新的未成熟的神经元开始大量增殖。新神经元的产生被称为神经形成，尽管它在怀孕后的第5个月结束时已基本完成，但在产前的剩余时间里仍会有新神经元产生（Borsani & others，2019）。据估计，在神经形成的高峰期，每分钟会有多达20万个新神经元产生。

在怀孕后大约第6周到24周之间，会发生神经元迁移（Nelson，2011）。细胞开始从它们的起始点向外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形成大脑的不同层次、结构和区域（Miyazaki，Song & akahashi，2016）。一旦细胞迁移到目标位置，它必须成熟并发育出更复杂的结构。

大约在产前第23周，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开始形成，这一过程在出生后会继续进行（van den Heuvel & others，2018）。关于神经元的结构、它们的连接性和婴儿大脑的发育，我们有更多要说的内容。

2.4.2 产前检查

孕妇将与她的医生一起决定她应该接受产检的程度。许多检查可以表明胎儿是否发育正常，这些检查包括超声检查、绒毛膜绒毛取样、羊膜穿刺术、母体血液筛查、胎儿磁共振成像、胎儿性别测定。决定是否进行特定的检查取决于几个标准，如母亲的年龄、病史和遗传风险因素。

1.超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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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超声图像（左）；婴儿（右）。什么是超声？它能检测什么?

超声检查通常是在怀孕七周后和怀孕后的不同时间进行的。超声检查是一种产前医疗程序，高频声波直接进入孕妇的腹部（Pinto & others，2020）。高频声波的回声会被转化为胎儿内部结构的视觉图像。这项技术可以检测出胎儿的许多异常，包括小头畸形，这种异常会导致智力障碍；它还可以确定胎儿的数量，并提供胎儿性别的线索（Kaymak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产前大脑发育的许多方面可以在妊娠早期通过超声检查检测到，大约50%的脊柱裂病例可以在这个时候被识别出来，其中大多数是严重的病例（Engels & others，2016）。实际上，超声检查对孕妇或胎儿来说没有任何风险。

2.绒毛膜绒毛取样

在怀孕第10周和第12周之间的某个时间点，绒毛膜绒毛取样可用于筛查遗传缺陷和染色体异常。绒毛膜绒毛取样是一种产前医疗程序，需要从胎盘中取出微小的组织样本并进行分析，大约在10天后得出结果。

3.羊膜穿刺术

在怀孕的第15周至第18周，可以采用羊膜穿刺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注射器取出羊水样本，并检测染色体或代谢紊乱（Xiang & others，2020）。妊娠期间越晚采用羊膜穿刺术，其诊断潜力越大。然而，越早进行这种检查，越有助于孕妇在发现胎儿患有疾病时决定是否终止妊娠。采用羊膜穿刺术后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来培养细胞，以便获得检查结果。羊膜穿刺术会给孕妇带来较小的流产风险：大约每200名到300名孕妇中就有1名在采用羊膜穿刺术后流产。

4.母体血液筛查

在怀孕第16周至第18周期间，可以进行母体血液筛查。母体血液筛查可以识别出有较高出生缺陷风险的胎儿，常见的出生缺陷有脊柱裂、唐氏综合征（Seror & others，2019）及先天性心脏病（Myoshi & others，2019）。

目前有一种血液检查叫三联筛查，即在怀孕后的第二个三月期测量母体血液中的三种物质。如果三联筛查结果异常，下一步通常是超声检查。如果超声检查不能解释异常结果，通常会采用羊膜穿刺术。分子遗传学和DNA测序的新进展提高了利用母体血液中的无细胞DNA进行基因异常无创检测的准确性（Guseh，2020）。无细胞DNA检查尤其提高了胎儿畸形（如唐氏综合征）的产前检查准确性，这种检查最早可在怀孕后第10周进行。

5.胎儿磁共振成像

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胎儿磁共振成像来诊断胎儿是否畸形（Gilligan &others，2020；van der Knoop & others，2020）。磁共振成像使用强大的磁体和无线电图像来生成人体器官和结构的详细图像。目前，高质量的超声检查仍然是对胎儿进行产前检查的首选，但胎儿磁共振成像可以提供比超声检查更清晰的图像（Griffiths & others，2018）。在许多情况下，医生会先进行超声检查以发现可能的异常，然后使用胎儿磁共振成像获得更清晰、更详细的图像（Bernardo & others，2017）。在胎儿畸形检查中，胎儿磁共振成像可能能够比超声检查更好地检测中枢神经系统、胸部、胃肠道、生殖/泌尿器官和胎盘的某些异常（Marini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由于胎儿结构小和存在运动伪影，在妊娠的前三个月使用胎儿磁共振成像通常不能获得良好的结果（Wataganara & others，2016）。

6.胎儿性别测定

绒毛膜绒毛取样常用于在妊娠的第11周至第13周的某个时间点测定胎儿的性别。此外，超声检查也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准确地识别胎儿的性别（Manzanares & others，2016）。然而，近年来一些无创技术（如无细胞DNA检查）已经能够在更早的时候就检测出胎儿的性别（Kazachkova &others，2020）。近期，血浆无创诊断技术能够在妊娠4周半时就准确地确定胎儿性别（D’ Aversa &others，2018）。然而，能够在这么早的阶段就检测出胎儿的性别以及各种疾病和缺陷的存在，引发了某些伦理担忧，即可能会增强一些夫妻终止妊娠的动机（Bowman-Smart & others，2020）。

2.4.3 不孕症和生殖技术

生物学知识的进步也为不孕症患者提供了许多选择（Simoni & Santi，2020）。在美国，大约有10%~15%的夫妇患有不孕症。不孕症是指在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常规性交12个月后无法怀孕的疾病。不孕可能是因为女性，也可能是因为男性，或者两人都有问题（Namgoong &Kim，2018）。女性可能没有排卵（释放卵子使其受精），排出了异常的卵子，输卵管（卵子通常通过它到达子宫）可能被阻塞，或者可能患有某种疾病，无法将胚胎植入子宫（Abrahami，Izhaki &Younis，2019）。男性可能产生的精子太少，精子可能缺乏活力（充分移动的能力），或者身体的通道被堵塞了（Tamrakar & Bastakoti，2019）。此外，近期发现高水平的氧化应激与男性不育有关。口服抗氧化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如减少吸烟和饮酒，以及增加运动，可能会降低男性不育发生的概率（Barati，Nikzad & Karimian，2020）。此外，本章前面提到的甲基化，已经被用来发现导致男性不育的表观遗传因素（Mohanty & others，2020）。

手术可以改变引发不孕症的一些原因。对某些人来说，服用激素类药物可能行之有效。美国每年有200万对不孕夫妇寻求帮助，其中约4万对尝试辅助生殖技术。体外受精（In vitrofertilization，IVF）技术使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1978年出生，其原理是让卵子和精子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相结合。如果任一卵子成功受精，一个或多个受精卵将被转移到女性的子宫中。

任何多胞胎情况都会增加婴儿面临生命威胁的可能性，比如出生时体重极低（March of Dimes，2020）。在一项全国性研究中，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受孕诞下的婴儿中，低出生体重和早产的比例明显更高（Sunderam & others，2017）。然而，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通过新的生殖技术（如体外受精）孕育的儿童和青少年与通过自然方式孕育的儿童和青少年一样适应良好（Golombok，2011）。

2.4.4 产前发育的危害

对大多数婴儿来说，产前发育过程都一帆风顺，母亲的子宫会在发育过程中保护他们。然而，尽管有这种保护，环境仍可以以许多被充分证明过的方式影响胚胎或胎儿。

致畸物（teratogen）是指任何可能导致出生缺陷或对认知和行为结果产生消极影响的物质。研究出生缺陷原因的领域被称为畸形学（DeSesso，2019）。致畸物包括药物、不相容的血型、环境污染物、传染病、营养缺乏、母亲压力、母亲和父亲的高龄等。

接触特定致畸物的剂量、遗传易感性和暴露于特定致畸物的时间既会对胚胎或胎儿遭受损害的严重程度产生影响，也会对出生缺陷的类型产生影响。

（1）剂量。剂量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接触特定致畸物的剂量越大，产生的影响就越大。

（2）遗传易感性。致畸物引起的出生缺陷的类型或严重程度与孕妇的基因型和胚胎或胎儿的基因型有关（Friedenson，2020）。

（3）暴露时间。致畸物在发育的某个阶段出现比在其他阶段出现造成的损害更大。在器官形成的胚胎期早期，结构缺陷出现的可能性最大（Bi，Ye & Jin，2020；Thomason，2020）。器官发育完成后，致畸物不太可能引起结构上的缺陷。相反，在胎儿期暴露在致畸物中更有可能阻碍发育或导致器官功能出现问题，尤其是对发育中的胎儿的大脑来说，在整个怀孕期间，胎儿的大脑会持续形成连接。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些关键的致畸物及其影响。

● 咖啡因

人们经常通过喝咖啡、茶、可乐，或吃巧克力摄入咖啡因。关于孕妇摄入咖啡因对胎儿的影响，研究结果莫衷一是（De Medeiros & others，2017）。此外，对含有大量咖啡因的能量饮料的摄入增加对下一代发育的影响尚未被研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建议孕妇要么不摄入咖啡因，要么少量摄入咖啡因。

● 酒精

孕妇酗酒对下一代的影响是毁灭性的（Baker & Stoler，2020）。胎儿酒精谱系障碍（fetalalcohol spectrum disorders，FASD）代表一系列异常和问题，通常出现在怀孕期间大量饮酒的母亲的下一代身上（Carter，Jacobson & Jacobson，2020）。这些异常情况包括四肢、面部和心脏都有缺陷（Blanck-Lubarsch & others，2020）。大多数患有FASD的儿童都有学业问题，许多人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有些人甚至有智力障碍（Mattison，Bernes & Doyle，2019）。一项研究表明，患有FASD的儿童在与工作记忆有关的大脑通路方面存在缺陷（Diwadkar & others，2012）。一项研究得出结论，FASD与儿童较低水平的执行功能有关，患有FASD的儿童尤其在制订计划方面无能为力（Kingdon，Cardoso & McGrath，2016）。在一项研究中，FASD与儿童时期的外化和内化行为问题关系紧密（Tsang & others，2016）。此外，在英国的一项研究中，FASD患者的预期寿命仅为34岁，约为一般人口预期寿命的42%（Thanh & Jonsson，2016）。这项研究表明，FASD患者中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自杀（15%）、意外事故（14%）和非法药物或酒精中毒（7%）。近期的一项研究证实了患有FASD的青少年会面临自杀的巨大风险（O’ Connor & others，2019）。虽然FASD患者的母亲酗酒，但许多酗酒的母亲可能不会生出患有FASD的孩子，或者可能有一个孩子患有FASD，其他孩子则安然无恙。

怀孕期间饮酒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呢？即使每周中的几天只喝一两杯啤酒、葡萄酒或一杯烈性酒也会对胎儿产生消极影响，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少量摄入酒精不会导致FASD（Sarman，2018）。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母亲在怀孕期间饮酒与下一代的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有关，即使只是低到中等水平的酒精摄入量（Easey & others，2019）。美国外科医生建议怀孕期间不要饮酒，法国酒精协会也如此建议（Rolland & others，2016）。研究表明，在怀孕期间饮酒可能是不明智的。尽管有这样的建议，美国近期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11.5%的青少年孕妇和8.7%的成年孕妇报告在前一个月饮酒（Oh & other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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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D患儿会表现出许多身体异常和学业问题。注意图中这个FASD患儿的眼距宽，颧骨平，上唇薄。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可以举哪些最近的研究例子来强调酒精的有害影响呢？

● 尼古丁

孕妇吸烟也会对产前发育、出生和产后发育产生不利影响（Toppila-Salmi & others，2020）。早产和低出生体重、胎儿和新生儿死亡、呼吸系统问题、婴儿猝死综合征（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SIDS，也称婴儿猝死）以及心血管问题在怀孕期间吸烟的母亲的下一代身上更为常见（Xaverius & others，2019）。多达25%的婴儿出生时体重过低与孕妇产前吸烟有关（Brown &Graves，2013）。

研究者还发现，母亲在怀孕期间吸烟是导致下一代出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一个风险因素（Vogt，2019）。一项对15项研究的元分析得出结论，怀孕期间吸烟会增加孩子患ADHD的风险，而母亲是重度吸烟者的孩子患ADHD的风险更大（Huang & others，2018）。一项研究还将母亲在怀孕期间吸烟与婴儿出生后第一年的以下消极认知和行为结果联系起来：消极情绪、注意力不集中、较高的兴奋性和更多的愤怒（Froggatt，Covey &Reissland，2020）。另一项研究表明，母亲在怀孕期间吸烟与子女在16岁时更有可能吸烟有关（De Genna & others，2016）。此外，一项研究表明，母亲在怀孕期间吸烟的女儿在其怀孕期间也更有可能吸烟（Ncube & Mueller，2017）。其他研究表明，母亲在怀孕期间吸烟与子女在青少年期患哮喘的风险增加有关（Hollams & others，2014）。

一项分析得出结论，在怀孕期间的任何时候戒烟都对胎儿大有裨益（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2020）。同样，这项分析表明，在怀孕15周内戒烟能获得最大的益处。

研究者已经证明，环境中的烟草烟雾会对子女产生消极影响（Gould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发现，暴露于烟草烟雾中会增加下一代出生体重过低的风险（Salama & others，2013），还会造成女性后代卵巢功能减退（Kilic & others，2012）。另一项研究显示，环境中的烟草烟雾与下一代胎儿细胞中的114种失调难脱干系，尤其是那些涉及免疫功能的失调（Votavova & others，2012）。孕妇在产前发育期间暴露于烟草烟雾中也增加了死产的风险（Varner & others，2014）。尽管孕妇在怀孕期间吸烟会产生过多的负面后果，但美国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23%的青少年孕妇和15%的成年孕妇在最近一个月内吸烟（Oh & others，2017）。关于怀孕期间接触尼古丁的最后一点涉及电子烟使用急剧增加的潜在影响（Rollins & oth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孕妇长期暴露于电子烟气溶胶中与下一代的低出生体重有关（Orzabal & others，2019）。

● 环境危害

现代工业世界的许多方面都可能危及胚胎或胎儿，如辐射、有毒废物和其他环境污染物（Jeong & others，2017）。

X射线辐射会影响发育中的胚胎或胎儿，特别是在女性受孕后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的最初几周。当女性怀孕或可能怀孕时，她们和她们的医生应该评估X光检查的风险（Rajaraman &others，2011）。但是，当女性腹部由铅围裙保护时，对腹部以外的身体部位进行X光检查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Brent，2011）。

● 母体疾病

母体疾病和感染可通过胎盘屏障给下一代造成缺陷，或在分娩时给下一代造成损害（Koren &rnoy，2018）。风疹（德国麻疹）是一种可导致产前缺陷的疾病。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怀孕期间患上风疹最有可能导致胎儿心血管系统和肺系统出现损伤，以及小头畸形（Yazigi & others，2017）。计划生育的女性应该在怀孕前做一次血液检查，以确定她们是否对这种疾病有免疫力（Ogbuanu &others，2014）。

梅毒（一种性传播感染病）在产前发育的后期——怀孕后4个月及更长时间——更具破坏性，会对下一代的眼部和皮肤造成损伤，其中眼部损伤可能导致失明（Braccio，Sharland & Ladhani，2016）。青霉素是唯一已知的治疗妊娠期梅毒的药物（Moline & Smith，2016）。

另一种受到广泛关注的感染是生殖器疱疹。当患有生殖器疱疹的母亲通过产道分娩时，新生儿会感染这种病的病毒（Rogan & Beigi，2019）。受感染的新生儿中约有1/3死亡，另有1/4遭受脑损伤。如果在接近分娩日期的孕妇身上发现这种病的病毒，可以进行剖宫产（通过母亲腹部的切口分娩）以防止病毒感染新生儿（Pinninti & Kimberlin，2013）。

艾滋病也是一种性传播感染病，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起，它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母亲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使其下一代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a）妊娠期间通过胎盘；（b）分娩期间的血液或体液接触；（c）母乳喂养。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可能有以下情况：（a）感染并有症状（出现艾滋病症状）；（b）受感染但无症状（未出现艾滋病症状）；（c）根本未受感染。受感染但无症状的婴儿在出生后15个月内仍可能出现艾滋病症状。

● 有关母亲的其他因素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可能伤害胚胎或胎儿的事物。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可能影响产前发育和儿童发育的有关母亲的其他因素，包括饮食与营养、年龄、情绪状态和压力。

（1）母亲的饮食与营养

发育中的胚胎或胎儿完全依赖母亲的血液来获取营养（Vander Wyst & others，2020）。胚胎或胎儿的营养状况取决于母亲的总热量摄入量以及她对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量。营养不良的母亲所生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出现畸形。

肥胖会提高孕妇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并发症、感染和抑郁症的发生率，从而对妊娠结果产生不利影响（Meghelli & others，2020）。一项分析得出结论，大约1/3的育龄女性是肥胖的（Moholdt & Hawley，2020）。一项研究发现，孕妇肥胖与死产（Gardosi & others，2013）、早产（Berger & others，2020）以及新生儿被送入重症监护病房的风险增加息息相关（Kutchi，Chellammal & Akila，2020）。一项荟萃分析显示，超重或肥胖女性的后代患儿童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风险更高（Hidayat，Zou & Shi，2019）。肥胖管理包括在怀孕前减肥和增加锻炼，这对母亲和婴儿来说都大有禆益（Mate & others，2020）。

对母体营养极为重要的是一种B族复合维生素——叶酸。（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 others，2019）。一项针对34000多名女性的研究发现，在怀孕前至少一年服用叶酸，无论是单独服用还是作为多种维生素的一部分服用，都可以将20~28周分娩的风险降低70%，将28~32周分娩的风险降低50%（Bukowski & others，2008）。此外，正如本章前面所指出的，叶酸缺乏与后代神经管缺陷有关（H. Li & others，2020）。美国健康与公众服务部（2020）建议孕妇每天至少摄入400微克的叶酸（大约是普通女性一天摄入量的2倍）。橙汁和菠菜都是富含叶酸的食物。

（2）母亲年龄

当考虑到对胎儿和婴儿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时，有两个年龄段的母亲特别值得关注：青少年母亲和35岁及以上的母亲（Gockley & others，2016；Kingsbury，Plotnikova & Naiman，2018）。青少年母亲所生婴儿的死亡率是20多岁母亲所生婴儿的2倍。充分的产前护理可以减少青少年母亲所生的婴儿出现身体问题的可能性。然而，在所有年龄段的母亲中，青少年母亲最不可能从诊所和保健服务机构获得产前援助。

母亲的年龄也与婴儿患唐氏综合征的风险有关（LeFevre & Sundermeyer，2020）。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婴儿很少由16~34岁的母亲所生。当母亲40岁时，她所生的婴儿患唐氏综合征的概率略高于1/100；到50岁时，这一概率几乎是1/10。当母亲年龄在35岁及以上时，低出生体重、早产和胎儿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Koo & others，2012）。一项研究发现，43岁及以上的孕妇更有可能生下死产的婴儿（Wu & others，2019）。此外，美国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40岁的女性生死胎的风险增加了2倍，55岁的女性生死胎的风险增加了8倍（Diaz & others，2020）。

关于母亲的年龄在怀孕和分娩中的作用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现在，由于女性保持活跃，经常锻炼，并注意补充营养，她们的生殖系统可能比过去认为的更健康。

（3）母亲的情绪状态和压力

当孕妇经历强烈的恐惧、焦虑或其他消极情绪时，就会发生可能影响胎儿的生理变化（Monk &others，2020；Nazzari & Frigerio，2020）。母亲的压力也可能通过增加母亲做出不健康行为的可能性来间接影响胎儿，如服用药物或接受不良的产前护理。

母亲在怀孕期间的高度焦虑和压力可能会对后代产生长期的影响（Lautarescu，Craig & Glover，2020）。一项研究表明，压力水平高的孕妇生下的孩子出现情感或认知问题、ADHD症状和语言迟缓的风险会增加（Talge & others，2007）。此外，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无论母亲产前压力或焦虑的形式如何，婴儿出生后的前两年都会表现出较低的自我调节水平（Korja & others，2017）。

一项研究表明，母亲孕期高度焦虑与孩子4岁时有更多的情绪症状、同伴关系问题和整体儿童问题有关（Acosta & others，2019）。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怀孕期间压力较大的母亲，在以后的生活中患情绪障碍等心理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Brannigan & others，2019）。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你如何向一位准妈妈解释母亲的极端心理压力可能对孩子造成终身影响呢？

母亲在怀孕期间抑郁也会对分娩结果和孩子的发育产生不利影响（M. Park & others，2018）。例如，母亲的抑郁与早产（Mparmpakas & others，2013）、低出生体重（Chang & others，2014）密不可分。孕妇服用抗抑郁药物是令人担忧的。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怀孕早期服用抗抑郁药物与流产的风险增加有关（Almeida & others，2016）。另一项研究显示，在怀孕中期或后期服用抗抑郁药物与孩子患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风险增加有关（Boukhris & others，2016）。

● 父亲的因素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母亲的因素——如疾病、饮食与营养、年龄、情绪状态和压力——如何影响产前发育和产后发育。父亲的特征或习惯也会是风险因素吗？事实上，的确存在这样一些因素（Mayo & others，2019）。男性接触铅、辐射、某些杀虫剂和石化产品可能导致精子异常，进而导致流产或儿童患癌症等疾病（Cordier，2008）。父亲在母亲怀孕期间吸烟也会给后代带来问题（Agricola & others，2016）。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吸烟与男性生育能力受损、DNA损伤增加、异倍性（细胞中染色体数量异常）和精子突变有关（Beal，Yauk & Marchetti，2017）。此外，一项研究发现，父亲大量吸烟与早期流产的风险增加有关（Venners & others，2005）。一项元分析发现，父亲在母亲怀孕前和怀孕期间吸烟与儿童患白血病的风险增加有关（Cao，Lu & Lu，2020）。研究人员发现，父亲年龄的增加会降低体外受精的成功率，并增加早产的风险（Sharma & others，2015）。此外，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当父亲年龄在40岁及以上时，自然流产、下一代患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会增加（Liu，Case & Reproductive Endocrinology and Infertility Committee，2011）。

父亲对产前发育和分娩结果的影响还体现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上（Braren & others，2020）。如果父亲协助做家务并对怀孕持积极态度，那么母亲的身心健康水平可被改善（Molgora & others，2019）。父亲的消极行为也会影响母亲：一项研究发现，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行为提高了母亲的压力水平（Fonseca-Machado Mde & others，2015）。

2.4.5 产前护理

虽然不同女性的产前护理千差万别，但这种护理通常包括有确定的就诊时间表的医疗服务，常见的产前护理包括筛查可能影响婴儿或母亲的可控条件和可治疗疾病。除了医疗保健，产前护理通常还包括全面的教育、社会和营养服务（Hartman & others，2020）。

关于怀孕、分娩和照顾新生儿的信息对第一次做妈妈的人来说尤其有价值（Gabbe & others，2018）。产前护理对贫困女性和移民女性也非常重要，因为这将她们与其他社会服务联系起来（Fryer &others，2020）。一项研究发现，产前护理不到位与极低的出生体重有关（Xaverius & others，2016）。

一个在美国迅速开展的创新项目是“聚焦怀孕”（CenteringPregnancy）（Heberlein & others，2020；Saleh，2019）。该项目以关系为中心，在小组环境中提供完整的产前护理。它以90分钟的同伴小组支持会议，以及由医生或认证的护士/助产士指导的自我检查，取代了15分钟的医生检查。从怀孕第12周到第16周开始，由多达10名孕妇（她们通常是伙伴）组成的小组会定期会面。这个项目强调赋予女性权力，帮助她们度过一个积极的孕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聚焦怀孕”项目对胎儿、孩子和母亲都有积极的作用（DarbyStewart & Strickland，2019；Tubay &others，2019）。一项大规模研究比较了在大学医疗中心和在“聚焦怀孕”项目中接受产前护理的女性（Cunningham & others，2019）。参加“聚焦怀孕”项目的孕妇所生的孩子更不容易早产或具有较低的出生体重。另一项研究显示，参加“聚焦怀孕”项目的孕妇在分娩过程中较少使用止痛药，更有可能用母乳喂养婴儿（Rijnders & others，2019）。

运动被越来越多地建议作为全面产前护理计划的一部分（Mills & others，2020；Nagpal &others，2020）。孕期的锻炼可以通过预防便秘、保持肌肉张力、防止体重过度增加、降低高血压风险、减轻压力、改善心理状态（包括降低抑郁风险）来改善孕妇的健康水平（D’ Ascenzi & others，2020；Lee & others，2020）。一项元分析发现，瑜伽可以有效地减轻孕妇的抑郁症状（Ng &others，2019）。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在妊娠中期和后期定期锻炼的孕妇的生活质量高于那些不定期锻炼的孕妇（Krzepota，Sadowska & Biernat，2018）。

怀孕期间定期锻炼对胎儿和婴儿也有好处。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在怀孕期间定期锻炼能够促进新生儿大脑的成熟发育（Laborte-Lemoyne，Currier & Ellenberg，2017）。

2.4.6 正常产前发育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章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产前发育可能出现的问题上。准父母应该采取措施避免我们所描述的产前发育问题的出现。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大多数时候，产前发育遵循的是一条正常路径。

2.5 分娩期和产后期

漫长等待出生的时期结束了，胎儿即将诞生。分娩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呢？怎样做才能使分娩体验更为积极？

大自然为如何分娩写下了基本的脚本，但父母对出生的环境能够做出重要的选择。接下来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孩子出生的一系列生理步骤。

2.5.1 分娩过程

分娩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这些阶段可能发生在不同的环境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涉及一个或多个参与者。

1.分娩阶段

分娩过程的第一阶段是最长的，子宫收缩（简称“宫缩”）最初每15~20分钟发生一次，每次持续1分钟。宫缩会导致女性的子宫颈伸展和扩张。随着第一阶段的进行，每次宫缩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变为每2~5分钟发生一次，并且强度逐渐增加。在第一阶段结束时，宫缩使子宫颈的开口扩张到大约4英寸（约10厘米），这样胎儿就可以从子宫移动到产道。对于分娩第一胎的女性来说，第一阶段平均持续6~12小时；当分娩后面几胎时，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通常会变短。

当胎儿的头穿过子宫颈和产道时，分娩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了。当胎儿完全脱离母亲的身体时，这个阶段就结束了。每次宫缩，母亲都会用力地把胎儿推出去。当胎儿的头从母亲的身体里出来的时候，宫缩几乎每分钟发生一次，每次大约持续一分钟。这个阶段通常持续45分钟到1小时。

产后阶段是第三阶段，在此期间胎盘、脐带和其他膜被分离并排出。最后一个阶段是三个分娩阶段中持续时间最短的，只持续几分钟。

2.分娩环境和助产士

2015年，美国98.5%的分娩是在医院进行的（Martin & others，2017）。在1.5%的非医院分娩中，63%的孕妇在家中分娩，近31%的孕妇在独立的分娩中心分娩。自1989年以来，美国家庭分娩的比例达到了最高水平。美国家庭分娩的增加主要发生在非拉丁裔白人女性中，尤其是那些年龄较大的已婚女性。对于这些非拉丁裔白人女性来说，2/3的家庭分娩是由助产士接生的。

在不同的文化中，帮助母亲分娩的人各不相同（Faucher，2019）。在美国的医院里，父亲或分娩师在分娩过程中陪伴母亲是最常见的。相比之下，在东非尼戈尼文化中，男性完全被排除在生育过程之外。当女性准备生产时，与女性亲近的人会搬进她的小屋，丈夫带着他的财物（衣服、工具、武器等）离开。在孩子出生之前，他是不被允许回来的。而在某些文化中，分娩是一件公开的、集体的事情。例如，在太平洋岛屿上的普卡普坎文化中，女性在向村民开放的避难所中分娩，村民可以观看分娩过程。

（1）助产士

助产士是在怀孕、分娩和产后期间为女性提供保健服务的职业（Vogels-Broeke，de Vries &Nieuwenhuijze，2020）。助产士还可以向女性提供有关生殖健康和年度妇科检查的信息。如果孕妇需要的医疗服务超出助产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可以将孕妇转介绍给全科医生或产科医生。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助产（Van Hecke & others，2019）。在荷兰，超过40%的婴儿是由助产士接生的。然而，在美国，2017年只有9.1%的分娩妇女得到助产士的帮助（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19）。与1975年的不足1%相比，2017年的9.1%代表大幅增长。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对于低风险女性，助产士主导护理的特点是在分娩过程中进行的程序减少，分娩妇女对护理的满意度增加（Sutcliffe & others，2012）。此外，该研究揭示，与医生主导的护理相比，没有发现助产士主导的护理有什么不良后果。

（2）产妇陪护

在一些国家，产妇陪护会照顾育龄妇女。“产妇陪护”是一个希腊词语，意思是“帮助别人的女人”。助产士是在分娩前、分娩中和分娩后为母亲提供持续的身体、情感和教育支持的护理人员（Lanning & others，2019）。产妇陪护在整个分娩过程中都陪伴在准父母身边，评估并满足他们的需求。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产妇陪护在孩子出生时在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Howard & Low，2020）。在美国，大多数产妇陪护都是由准父母雇佣的独立服务提供者。产妇陪护通常作为“分娩小组”的一部分，成为助产士或医院产科人员的辅助人员（O’ Rourke & others，2020）。

3.分娩方法

美国医院通常允许产妇和她的医生在分娩方式上有一系列选择。关键的选择包括药物的使用、是否使用一些非药物技术来减轻疼痛，以及何时进行剖宫产。

（1）药物

用于分娩的三种基本药物是镇痛药、麻醉药和缩宫素/催产素。

镇痛药是用来减轻疼痛的。麻醉药用于分娩过程的第一阶段后期和后续分娩过程，以阻止身体某一部位产生感觉或阻断意识（Turner，Flatley & Kumar，2020）。现在有一种趋势是在正常分娩时不进行全身麻醉，因为全身麻醉会阻断意识，药物会通过胎盘传递给胎儿（Wilson & others，2018）。硬膜外阻滞是局部麻醉，能够使女性腰部以下的身体麻木。

缩宫素是一种促进子宫收缩的激素，一种叫作催产素的合成形式被广泛用于缩短分娩过程的第一阶段的持续时间（Federal Drug Administration，2020）。人们对于在分娩过程中使用合成形式的催产素的相对益处和风险仍然争论不休（Carlson，Corwin & Lowe，2017）。

预测一种药物将如何影响孕妇和她的胎儿是极为困难的（Tesemma，Sori & Gemeda，2020）。一种特定的药物可能对某一个胎儿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对另一个胎儿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药物的剂量也是一个因素（Rankin，2017）。使用更大剂量的镇静药和麻醉药来减少母亲的疼痛，可能比使用温和剂量的药物对胎儿的消极影响更大。对于母亲来说，评估自己的疼痛程度并决定是否接受药物治疗是至关重要的。

（2）自然分娩法和有备分娩法

不久前，在分娩期间避免所有药物治疗的想法在美国备受青睐。许多女性选择通过自然分娩法（natural childbirth）和有备分娩法（prepared childbirth）来减少分娩的痛苦。今天，人们在进行传统的分娩时仍会使用一些药物，而自然分娩法和有备分娩法也广为人们接受（Hockenberry &Wilson，2019）。

自然分娩法是一种在分娩过程中不使用药物来减轻疼痛或辅助分娩的方法，女性在分娩过程中会被教授一些呼吸和放松的技巧（Chen & Tan，2019）。法国产科医生费迪南德·拉马兹（Ferdinand Lamaze）发明了一种类似自然分娩法的方法，被称为有备分娩法或拉马兹法。这种方法利用了一种特殊的呼吸技术来控制分娩过程的最后阶段的推力，还涉及一些详细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拉玛兹法在美国非常流行。孕妇的伴侣通常担任教练，伴侣和孕妇一起参加分娩课程，帮助孕妇在分娩过程中呼吸和放松。总之，目前有备分娩法的支持者认为，当获得充分的信息和支持时，女性知道如何分娩。

（3）其他减轻疼痛的非药物治疗技术

为了减轻分娩过程中的压力和控制疼痛，一些较旧的和一些较新的非药物技术的使用近期有所增加（Carlsson & Ulfsdottir，2020）。这些方法包括水分娩、按摩和针灸。

水分娩是指在一盆温水中分娩。有些女性会在水中临产但离开水后分娩，也有些女性会选择一直待在水中分娩。水分娩的基本原理是胎儿在充满液体的羊膜囊中待了好几个月，在类似的环境中分娩可能会减轻胎儿和母亲的压力。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水分娩和非水分娩对新生儿和孕妇来说在结果上没有差异，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水分娩具有积极的效应（Clews，Church & Ekberg，2020；Hodgson，Comfort & Albert，2020；Taylor & others，2016）。例如，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传统的自然阴道分娩的女性相比，在水中分娩的女性阴道撕裂的风险更低，分娩时间更短，需要更少的镇痛药和更少的医疗干预，对分娩过程的评价更积极（Ulfsdottir，Saltvedt & Georgsson，2018）。此外，美国对近27000名新生儿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水中分娩的女性会获得更有利的结果，包括缩短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分娩时间，减少大出血的可能（Snapp & others，2020）。这项研究发现，在水中出生的新生儿接受重症监护治疗的可能性更小，心率异常更少，发生呼吸系统并发症的可能性也更小。近几十年来，在瑞士和瑞典等欧洲国家进行水分娩比在美国更司空见惯，但美国女性在分娩计划中也越来越多地纳入了水分娩。

按摩越来越多地用于怀孕、分娩和接生（Withers，Kharazmi & Lim，2018）。研究人员发现，按摩可以减轻分娩时的疼痛（Gallo & others，2018）。例如，一项研究发现，腰背部按摩减少了女性的分娩疼痛，提高了她们对分娩体验的满意度（Unalmis Erdogan，anikkerem & Goker，2017）。此外，一项研究发现，一小时的泰式按摩可以缩短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分娩时间（Sananpanichkul &others，2019）。

针灸是将非常细的针插入身体的特定部位，在中国它是一种减轻分娩疼痛的方法，但是近几年来才开始在美国使用（Mollart & others，2019）。研究表明，针灸对待产和分娩都有积极的作用（Akbarzadeh & others，2015）。例如，一项研究发现，30分钟的针灸成功地减轻了分娩疼痛（Allameh，Tehrani & Ghasemi，2015）。

（4）剖宫产

正常情况下，胎儿的头会先从阴道中出来。但是如果出现胎儿臀位，其臀部就会首先从阴道里露出来。在每25个分娩的胎儿中就有1个胎儿是身体的其他部分先出来，而头还在子宫里。由于臀位分娩会引起呼吸系统问题，如果出现胎儿臀位，通常会进行剖宫产。在剖宫产中，胎儿通过母亲腹部的切口从子宫中被取出（Schmidt & others，2019）。有哪些具体原因会使医生决定进行剖宫产呢？常见的原因是分娩过程不顺利和胎儿缺氧。

人们对于剖宫产的利弊仍争论不休（Bernitz & others，2019）。一些批判者认为，无论在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剖宫产的情况都太多了（Gibbons & others，2012）。2018年，31.9%的美国新生儿是剖宫产的（Martin & others，2019）。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一个国家的剖宫产率应该保持在10%或更低水平。

2.5.2 从胎儿到新生儿的转变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出生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母亲身上。然而，出生也会给胎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如果分娩时间过长，胎儿可能会缺氧，即胎儿需要的氧气供应不足，缺氧会导致大脑损伤。

胎儿自身有相当大的能力承受出生时的压力。在分娩过程中，胎儿体内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两种激素可以在缺氧的情况下保护胎儿。

出生后，脐带立即被切断，婴儿就可以独自生活了。在出生前，胎儿通过脐带从母亲那里获得氧气，但现在婴儿可以独立呼吸。

几乎在一出生后，新生儿就会被带去称重、清理身体，并检查是否有可能需要被紧急关注的发育问题的迹象（Faranoff，2020）。阿普加量表（Apgar Scale）被广泛用于评估新生儿出生后1分钟和5分钟时的健康状况。阿普加量表可用于评估新生儿的心率、呼吸力度、肌肉张力、身体颜色和反射性易怒程度。产科医生或护士会进行评估，并对这五种健康体征打分，如0分、1分或2分。总分为7~10分，表示新生儿状况良好；总分为5分左右，表明新生儿可能存在发育困难；总分为3分及以下，表示情况紧急，并警示父母新生儿可能无法生存。阿普加量表特别擅长评估新生儿应对分娩压力和新环境的能力（Edwards & Coyne，2020）。它还能识别出需要恢复知觉的高危新生儿。近期的研究发现，低阿普加分数与对教育支持的长期需求（Tweed & others，2016）、5岁时发育脆弱性的风险（Tweed & others，2016）和患ADHD的风险有关（Hanc & others，2018）。

护士在婴儿的出生过程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了解专门照顾分娩期间女性的护士的工作，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围产期护士琳达·皮尤

围产期护士通常会与育龄女性一起努力，在育龄期间保证育龄女性的健康。琳达·皮尤（Linda Pugh）博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一名围产期护士。她被认证为住院产科护士，专门从事阵痛和分娩期间女性的护理工作。她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培训专业护士，并从事相关研究。此外，琳达·皮尤还向医院和组织解答女性的健康问题，其中包括我们在本章讨论的许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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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皮尤（右）与一位母亲和她的新生儿。

琳达·皮尤的研究兴趣包括对低收入母乳喂养女性的护理干预、预防和改善生育期间疲劳的方法，以及如何在分娩期间使用呼吸技法。

2.5.3 低出生体重和早产儿

三种相关的疾病对许多新生儿构成了威胁：低出生体重、早产和体型较小。低出生体重婴儿出生时体重不足5磅8盎司（约2494克），较低出生体重婴儿体重小于3磅4盎司（约1474克），极低出生体重婴儿体重小于2磅3盎司（约992克）。早产儿是指在怀孕达到足月前三周或更早之前出生的婴儿——换句话说，就是在受孕后35周以内出生的婴儿。小日期婴儿（也称小于胎龄儿）的出生体重低于正常体重。他们的体重还不到其他相同胎龄的婴儿的90%。小于胎龄儿可能是早产儿，也可能是足月儿。一项研究发现，小于胎龄儿的死亡风险要比其他婴儿高出400%（Regev &others，2003）。

2018年，10%的美国婴儿是早产儿——美国婴儿早产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显著增长（Martin &others，2019），非拉丁裔白人婴儿的早产率为9%（低于2011年的11.4%）。2018年，非裔美国婴儿的早产率为14%（低于2011年的16.7%），拉丁裔婴儿的早产率为10%（低于2011年的11.6%），亚裔美国婴儿的早产率最低（8.5%）。一项针对6~11岁美国儿童的全国性研究发现，早产儿患发育迟缓、智力障碍、言语/语言障碍及ADHD的可能性更高（Kelly & Li，2019）。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给刚生下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婴儿的女性提供什么信息呢？

1.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及原因

大多数（不是全部）早产儿是低出生体重婴儿。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在一些国家，由于经济贫困，母亲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很差，低出生体重婴儿的比例高达31%。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低出生体重婴儿数量有所增加，2018年美国低出生体重婴儿比例为8.3%，远高于其他许多发达国家（Martin & others，2019）。例如，在瑞典、芬兰、挪威、韩国出生的婴儿中，只有4%的婴儿是低出生体重婴儿；在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出生的婴儿中，只有5%的婴儿是低出生体重婴儿。与早产一样，低出生体重也表现出种族差异，13.9%的非裔美国婴儿出生时体重偏低，而拉丁裔婴儿和非拉丁裔白人婴儿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5%和6.9%（Martin & others，2019）。

2.低出生体重和早产的后果

当婴儿早产或出生体重较低时，健康问题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会相应增加（Cheong & others，2020）。当前，这些婴儿的存活率有所提高，但随着存活率的提高，严重脑损伤的发生率也在提高（Rogers & Hintz，2016）。严重脑损伤表现为执行功能水平下降（尤其是在工作记忆和计划方面）（Burnett & others，2018），以及智力水平低下（Jaekel & others，2019）。

低出生体重的儿童比正常出生体重的儿童更有可能患ADHD、孤独症谱系障碍或出现学习障碍、哮喘等呼吸问题（Brinskma & others，2017）。一项研究显示，早产的儿童在数学、阅读和拼写方面的成绩低于他们在小学的足月出生的同龄同学（Twilhaar & others，2019）。大约50%的低出生体重儿童参加了特殊教育项目。

3.养育低出生体重和早产的婴儿

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使用得越来越多的两种干预措施是袋鼠式护理和按摩疗法。袋鼠式护理会涉及皮肤接触，婴儿只穿着尿布，直立地靠在父母裸露的胸膛上，就像袋鼠宝宝被袋鼠妈妈抱着一样（Xie & others，2020）。袋鼠式护理通常在婴儿期早期进行，每天持续2~3小时。

为什么要对早产儿进行袋鼠式护理呢？早产儿经常难以协调他们的呼吸和心率，而袋鼠式护理让婴儿与父母的身体密切地接触，可以帮助稳定早产儿的心跳、体温和呼吸（El-Farrash &others，2020）。在后续发育中，接受了袋鼠式护理的早产儿比没有接受这种护理的早产儿体重增加得更多（Sharma，Murki & Oleti，2018）。一项研究表明，袋鼠式护理可以减少新生儿的疼痛（MooneyLeber & Brummelte，2017），并促进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婴儿的早期母乳喂养（Mekonnen，Yehualashet & Bayleyegn，2019）。

袋鼠式护理的长期积极影响已经得到证实。一项研究显示，母亲对早产儿的袋鼠式护理与孩子在6个月至10岁期间更好的呼吸和心血管功能、睡眠模式和认知能力有关（Feldman，Rosenthal &Eidelman，2014）。一项关于袋鼠式护理对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婴儿影响的纵向研究显示，积极影响（如1岁时有更高的智力）在20年后仍然存在，与没有接受过袋鼠式护理的婴儿相比，接受过袋鼠式护理的婴儿在长大后很少旷课，表现出更低的攻击性，不容易患ADHD，并表现出更积极的社交技能（Charpak & others，2017）。此外，在印度的一项大规模实验研究中，低出生体重婴儿被随机分配采用袋鼠式护理或标准护理（Mazumder & others，2019），结果发现接受袋鼠式护理的低出生体重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和出生后的180天都有更高的存活率。

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母亲们对袋鼠式护理的看法比新生儿重症监护护士要积极得多，而且母亲们更有可能说应该每天进行袋鼠式护理（Hendricks-Munoz & others，2013）。人们担心袋鼠式护理并不像婴儿还处于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时那样经常被使用（Stadd & others，2020）。袋鼠式护理被越来越多地推荐为护理所有新生儿的标准做法（Maniago，Almazan & Albougami，2020）。

许多成年人都能证明按摩的治疗效果。事实上，许多人愿意支付额外费用，定期在水疗中心按摩。但是，按摩疗法对改善早产儿的发育有帮助吗？一项研究发现，袋鼠式护理和按摩疗法在改善低出生体重婴儿的体重和减少住院时间方面同样有效（Rangey & Sheth，2014）。

许多早产儿比足月婴儿获得的抚触少，因为他们常常被隔离在温控恒温箱中。大多数关于按摩疗法的研究都是由护士进行的，但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接受过按摩疗法培训的父母在为早产儿进行两周的治疗后，可以改善早产儿的体重、身高和头围（Zhang & Wang，2019）。蒂芙尼·菲尔德（Tiffany Field）和她的同事们的研究（2001，2017a，b，2019；Field，Diego & Hernandez-Reif，2011）引起了人们对按摩在改善早产儿发育结果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的兴趣。菲尔德在这一领域的第一项研究中对早产儿进行了按摩治疗，包括用手掌用力抚摸，每天三次，每次15分钟（Field & others，1986）。按摩疗法比标准药物治疗带来的体重增加多了47%。被按摩过的早产儿也比没有被按摩过的早产儿更加活跃和警觉，他们在发育测试中的表现也更胜一筹。

在随后的研究中，菲尔德证明了按摩疗法对面临各种问题的婴儿的好处。在对早产儿使用按摩疗法的回顾性综述中，菲尔德和她的同事（2004）得出结论，最一致的发现包括两个积极的结果：（a）体重增加；（b）提前3~6天出院。一项研究表明，按摩疗法导致体重增加的机制是迷走神经（通向大脑的12条脑神经之一）受到刺激，进而释放胰岛素（一种食物吸收激素）（Field，Diego & Hernandez-Reif，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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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芙尼·菲尔德在给一个新生儿按摩。按摩疗法对哪些类型的婴儿有帮助？

此外，就像袋鼠式护理一样，人们担心按摩疗法的使用频率并没有像婴儿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中时那么频繁。一项研究表明，对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早产儿进行按摩与住院时间缩短、疼痛减轻和体重增加有关（Pados & McGlothen-Bell，2019）。这项研究还表明，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中对早产儿进行按摩的父母报告说，他们感受的压力、焦虑和抑郁更少。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可以提供什么证据来支持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使用袋鼠式护理或按摩疗法？

2.5.4 联结

亲子关系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是联结，它是指在新生儿出生后不久，父母和新生儿之间形成的一种联系，尤其是身体上的联系。在20世纪中期，美国的医院似乎下定决心要阻止建立这种联系。在分娩过程中给母亲使用麻醉药会使母亲昏昏欲睡，干扰她对新生儿产生反应和刺激的能力。母亲和新生儿通常在分娩后不久就被分开，早产儿与母亲分离的程度甚至超过足月儿与母亲分离的程度。近几十年来，这些做法有所改变，但在某种程度上，许多医院仍在遵循这些做法。

这些做法有什么不好吗？一些医生认为，在出生后不久的“关键时期”，父母和新生儿需要形成一种情感依恋，这是未来几年新生儿获得最佳发展的基础（Kennell，2006；Kennell & McGrath，1999）。尽管一些研究支持这种联结假说（Klaus & Kennell，1976），但也有一些研究对以生命最初几天为关键时期的重要性提出了疑问（Bakeman & Brown，1980；Rode & others，1981）。事实上，联结假说的极端形式——即新生儿在生命的最初几天必须与母亲密切接触才能发育得最佳——是无稽之谈。

但是，联结假说的缺点不应该被用作阻止母亲与新生儿积极互动的借口。这种接触给许多母亲带来了快乐，并可能消除母亲对婴儿健康和安全的焦虑。在某些情况下，早期亲密接触是母亲和婴儿出院后改善互动氛围的关键所在。

现在许多医院都采用同室育婴的安排，婴儿在住院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母亲的房间里。但是，如果父母不选择这种安排，这一决定也不会对婴儿的情感发展造成损害（Lamb，1994）。

2.5.5 产后期

分娩后的几周给许多新手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带来了挑战。产后期（postpartum period）在分娩后持续大约六周，或者直到母亲的身体完成调整并恢复到怀孕前的状态才结束。产后期是女性在身体和心理上适应生育过程的时期（Zhu，Fung & Woo，2020）。

1.身体调整

女性在分娩后的头几天或几周内会做出大量的身体调整（Tosun Guleroglu，Mucuk & Ozgurluk，2020）。她可能精力充沛，也可能感到异常疲惫和失望。虽然这些变化不足为奇，但疲惫会破坏新手母亲的幸福感和自信，使她无法应对新生儿和新的家庭生活。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主要照料者在产后睡眠不足（Obeysekare & others，2020）。在2007年的美国睡眠调查中，相当大比例的女性报告在怀孕期间和产后期睡眠不足（National Sleep Foundation，2007）。睡眠不足会导致压力、婚姻冲突和决策能力障碍（Meerlo，Sgoifo &Suchecki，2008）。一项研究显示，产后6周到7个月期间睡眠问题的恶化与抑郁症状的增加有关（Lewis & others，2018）。

分娩后，母亲的身体在激素分泌方面会发生突然而剧烈的变化。胎盘娩出后，母亲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急剧下降，并一直保持在低位，直到卵巢重新开始分泌激素。

复旧是指子宫在胎儿出生后5~6周恢复到孕前大小的过程。婴儿刚出生时，母亲的子宫重2~3磅（907~1360克）；在5~6周结束时，子宫重2~3.5盎司（56~99克）。哺乳婴儿有助于子宫以更快的速度收缩。

2.情绪和心理调整

母亲产后的情绪波动司空见惯（Pawluski，Lonstein & Fleming，2017）。对一些女性来说，情绪波动在分娩后的几周内就会减少，但也有一些女性会经历长期的情绪波动（Wilson，Lee & Bei，2019）。

在美国，大约70%的新手母亲患有所谓的产后忧郁症，她们在产后的2~3天里会感到抑郁、焦虑和不安，如图2.9所示。这些感觉可能会在产后几个月内反复出现，通常在产后3~5天到达巅峰。即使不进行治疗，这些感觉通常也会在1~2周后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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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美国女性的产后忧郁症和产后抑郁症

一些医疗保健专业人士把产后期称为“第四个三月期”。虽然产后期的时间跨度不一定是三个月，但“第四个三月期”强调了连续性及生产后最初几个月对母亲的重要性。

然而，一些女性会患上产后抑郁症，这涉及严重的抑郁发作，通常发生在分娩后四周左右（Brummelte & Galea，2016）。换句话说，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女性会有强烈的悲伤、焦虑或绝望的感觉，至少在两周的时间里，她们不能顺利处理日常工作。如果不进行治疗，产后抑郁症可能会恶化并持续数月（Moustafa & others，2020）。许多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女性不会寻求帮助。例如，一项研究发现，15%的女性报告有产后抑郁症症状，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寻求帮助（McGarry & others，2009）。据估计，有10%~14%的新手母亲患有产后抑郁症。

一项研究确定了以下诱发产后抑郁症的风险因素：抑郁症病史、孕期抑郁和焦虑、神经质、自卑、产后忧郁、婚姻关系不佳、社会支持水平低（O’ Hara & McCabe，2013）。另一项研究显示，有抑郁症病史的女性患产后抑郁症的可能性是没有抑郁症病史的女性的20倍（Silverman & others，2017）。

有几种抗抑郁药物对治疗产后抑郁症有效，而且对母乳喂养的女性来说也是安全的（Stewart &Vigod，2019）。心理疗法，特别是认知疗法，对治疗许多女性的产后抑郁症也很有效（Van Lieshout & others，2020）。此外，进行有规律的锻炼可能有助于缓解产后抑郁症（Gobinath &others，2018）。例如，一项元分析得出结论，在产后期进行体育锻炼是减少产后抑郁症症状的安全策略（PoyatosLeon & others，2017）。

母亲的产后抑郁症会影响她与婴儿的互动方式（Choe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抑郁母亲和婴儿的互动困难在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中都屡见不鲜，这些困难包括母亲的敏感度较低、婴儿的反应能力较弱（Field，2010b）。一些看护活动也受到影响，如喂养。此外，一项研究表明，母亲的产后抑郁，而不是广泛性焦虑，与孩子两岁时的情绪消极和行为问题息息相关（Prenoveau & others，2017）。

父亲在产后期也要经历相当大的调整，即使他们整天在外工作（O’ Brien，Chesla & Humphreys，2019）。许多父亲觉得孩子变成了最重要的人，并获得了母亲所有的关注，有些人甚至觉得他们已经被孩子取而代之了。一项元分析表明，父亲的产后抑郁症患病率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内为9%，在孩子出生后的1~3个月为8%（Rao & others，2020）。此外，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11.2%的父亲在孩子分娩后一个月就出现了产后抑郁症症状（Nishigori & others，2020）。

父亲是否支持和关怀母亲也与母亲是否会患上产后抑郁症有关（Nakamura & others，2020）。和母亲一样，父亲的产后抑郁症也会影响他们与婴儿的互动方式。例如，一项研究显示，患有产后抑郁症的父亲在与婴儿互动时反应不佳、敏感性低、情绪不那么积极（Koch & others，2019）。



内容总结






进化的视角




● 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促进了进化。在进化论中，适应性行为是指促进生物体在自然栖息地生存的行为。

● 进化心理学认为，适应、繁殖和“适者生存”在塑造行为方面至关重要。进化发展心理学强调，人类需要一段较长的“青少年期”来发育一个大容量的脑，并学习复杂的社会互动。



发展的遗传学基础




● 除了精子和卵子外，每个人类细胞的细胞核都包含46条染色体，这些染色体由DNA组成。DNA的短片段构成基因，基因是遗传信息的单位，指导细胞繁殖和制造蛋白质。基因的作用是协同的，而不是独立的。

● 遗传学原理涉及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伴性基因和多基因遗传。

● 染色体异常会导致唐氏综合征和其他问题，基因相关疾病（如PKU）涉及基因缺陷。



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天性与教养之争




● 行为遗传学家利用双胞胎研究和收养研究来确定遗传对发育的影响强度。

● 在斯卡尔的遗传-环境相关观点中，遗传决定了儿童所经历的环境类型。斯卡尔描述了三种类型的遗传和环境的关联方式：被动型、反应型和主动型（利基选择）。

● 表观遗传观强调发展是遗传和环境之间持续相互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基因×环境相互作用对发展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热点。

● 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纷繁复杂，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创造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



产前发育




● 产前发育可分为三个阶段：生发期、胚胎期和胎儿期。在产前发育过程中，大脑的生长是显著的。

● 许多产前检查，包括超声检查、绒毛膜绒毛取样、羊膜穿刺术、母体血液筛查和胎儿磁共振成像，都可以揭示胎儿是否发育正常。

● 大约10%~15%的美国夫妇有不孕症。辅助生殖技术，如体外受精，越来越多地被不孕夫妇使用。

● 一些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可能会伤害未出生的孩子。其他对胎儿可能有害的影响因素包括环境危害、母体疾病、母亲的饮食与营养、母亲年龄、母亲的情绪状态和压力以及父亲的因素。

● 产前护理通常包括有明确就诊时间表的医疗服务，还包括全面的教育、社会和营养服务。产前护理不足可能会增加婴儿死亡的风险或导致婴儿出生体重过低。

● 虽然产前发育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大多数时候产前发育的过程是以正常的方式进行的。



分娩期和产后期




● 分娩分为三个阶段。分娩策略包括选择分娩环境和护理人员。在许多国家，育龄女性由助产士照顾。在一些国家，助产士帮助接生。分娩方法包括使用药物、自然分娩法和有备分娩法，以及剖宫产。

● 出生对婴儿来说有相当大的压力。低出生体重婴儿、早产儿和小于胎龄儿出现发育问题的风险增加，尽管这些婴儿大多数是正常和健康的。袋鼠式护理和按摩疗法已被证明对早产儿有益。

● 早期的亲密关系建立并未发现对婴儿的发育至关重要，但出生后最初几天的亲密接触可能会减少母亲的焦虑，并为后来母子进行更好的互动打基础。

● 产后期在分娩后持续约六周，或直到母亲身体完成调整并恢复到怀孕前的状态才结束。产后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如果不治疗，患者可能会变得更糟。







第3章 婴儿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




本章纲要



婴儿期的身体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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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模式
	[image: ]






 身高与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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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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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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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物质






运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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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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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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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大运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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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细运动技能






感觉和知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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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感觉和知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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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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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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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合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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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性、教养和知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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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觉动作耦合






认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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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亚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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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记忆和概念化






语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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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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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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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特性和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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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作用观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加纳和尼日利亚的新生儿

拉通娅（Latonya）是加纳的一个新生儿。她刚出生没几天，便与母亲分开，并接受了“奶瓶喂养”。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向她出生的医院提供免费的奶粉。拉通娅的母亲被说服用奶粉而不是用母乳喂养她。拉通娅的母亲在喂她时，用不干净的水在没有消毒的奶瓶里过度稀释了配方奶粉，结果拉通娅病得很重，不到一岁就不治身亡了。

拉蒙娜（Ramona）出生在尼日利亚，她的母亲参与了一个“爱婴”项目（“baby-friendly”program）。在这个项目中，婴儿出生后不会与母亲分开。这个项目鼓励母亲用母乳喂养婴儿，并且告诉母亲们，用不安全的水和未消毒的奶瓶喂养婴儿会带来危险。同时，这个项目也告知了她们母乳喂养的好处，包括母乳的营养和卫生质量、母乳喂养能提高婴儿对常见疾病的免疫能力，以及母乳喂养在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风险方面的作用。拉蒙娜的母亲一直坚持母乳喂养。一岁时，拉蒙娜健健康康的。

许多年来，医院的产科倾向于奶瓶喂养，并且没有给母亲们提供关于母乳喂养的好处的足够信息。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试图扭转许多贫困国家对婴儿进行奶瓶喂养的趋势。它们在许多国家开展了“爱婴”项目，还说服国际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协会停止向政府支持“爱婴”项目的国家的医院销售他们的婴儿配方奶粉（Grant，1993）。对医院本身来说，成本实际上降低了，因为婴儿配方奶粉、奶瓶和单独的儿童保育中心不再必不可少。例如，菲律宾的何塞·法贝拉纪念医院（Jose Fabella Memorial Hospital）报告节省了8%的年度预算。尽管如此，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许多人没有参与“爱婴”项目。

在贫困国家进行母乳喂养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UNICEF，2020）。然而，母乳喂养虽有优势，但当母亲携带艾滋病毒时，必须注意母亲通过母乳将艾滋病毒传给婴儿的风险（Remmart & others，2020）。大多数携带艾滋病毒的母亲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在一些地区，超过30%的母亲携带艾滋病毒。

在生命的前两年，婴儿的身体和大脑经历了引人注目的成长和发展。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探究这些成长和发展是如何通过以下过程来实现的：身体发育、运动发展、感觉和知觉发展、认知发展和语言发展。

3.1 婴儿期的身体发育

刚出生时，婴儿几乎没有我们所谓的人类的身体能力。他的头相对于身体的其他部分来说硕大无比，会不受控制地左摇右晃。除了一些基本的反射和啼哭的能力，新生儿执行许多动作时都无能为力。然而，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婴儿会坐起、站立、弯腰、攀爬，通常还能学会走路。在第二年，当成长速度放缓时，婴儿的跑步和攀爬等活动会迅速增多。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观察婴儿期身体发育的顺序。

3.1.1 成长模式

在产前发育期和婴儿期早期，婴儿的头部在整个身体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见图3.1）。头尾原则（cephalocaudal pattern）指的是发育总是先从头部开始，身体的成长和特征的分化从上到下逐步进行（从头部到肩部、中部躯干等）。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头部，因为头部的上部（如眼睛和大脑）比下部（如下巴）发育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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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成长过程中人体比例的变化

随着个体从婴儿期到成年期的发展，一个最显著的身体变化是头部相对于身体其他部分变小了。图中标注的分数是指不同年龄个体的头部尺寸占全身长度的比例。

感觉和运动发展通常遵循头尾原则。例如，婴儿在能够控制他们的躯干之前就能看到物体，在能够爬行或行走之前就能使用自己的手。然而，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项研究发现，婴儿能用脚够玩具的时间比能用手够玩具的时间平均早4周（Galloway & Thelen，2004）。

成长也遵循近远原则（proximodistal pattern），即成长遵循从身体中心开始到四肢逐渐发展的顺序。比如，婴儿在能够控制手之前可以先控制躯干和手臂的肌肉。

关于成长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成长往往不是四平八稳和连续不断的，而是间歇性的、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出现的（Rachwani，Hoch & Adolph，2021）。在婴儿期，成长的高峰可能在一天内出现，并以较长的时间间隔交替发生，其特征是几天或几周内很少或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成长（Lampl，2021；Lampl & Johnson，2011；Lampl & Schoen，2017）。在两项分析中，婴儿在一天内长高了0.7英寸（约1.8厘米）（Lampl，1993），头围增加了0.3英寸（约0.8厘米）（Caino & others，2010）。

3.1.2 身高与体重

北美新生儿平均身高20英寸（约50.8厘米），体重7.5磅（约3.4千克）。95%的足月新生儿身高18~22英寸（45.7~55.9厘米），体重为5.5~10磅（2.5~4.5千克）。

刚出生后的几天，大多数新生儿在适应吮吸、吞咽和消化之前，体重会减少5%~7%。然后他们会迅速成长，在第一个月平均每周增加5~6盎司（141.7~170.1克）。他们在4个月大的时候体重翻了1倍，在1岁时体重几乎翻了3倍。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年里每月增长约3/4英寸（约1.9厘米），从出生到1岁，他们的身高增加了约40%。

幼儿在出生的第二年，成长速度明显放慢（Hockenberry & Wilson，2019）体重每月增加1/4~1/2磅（113.4~226.8克），到两岁时，幼儿体重为26~32磅（11.8~14.5千克）。此时，幼儿的体重已经达到了他们成年体重的1/5。两岁时，幼儿的平均身高为32~35英寸（81.3~88.9厘米），接近他们成年身高的一半。

3.1.3 大脑

由一个单细胞发育而来的婴儿，在出生时其大脑包含数百亿个神经细胞或神经元。迅速的大脑发育在出生后、婴儿期以及之后一如既往地进行（Baum & others，2020；Yamada，Kanazawa &Kuniyoshi，2021）。因为婴儿期大脑发育非常迅速，所以应该保护婴儿的头部免受伤害，并且不要摇晃婴儿。摇晃婴儿综合征（shaken baby syndrome）的症状包括脑肿胀和出血，每年都会影响美国数百个婴儿（Thompson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发现，父亲通常是摇晃婴儿综合征的肇事者，其次是婴幼儿保育人员和受害者母亲的男性朋友（National Center on Shaken Baby Syndrome，2012）。

1.大脑发育

出生时，婴儿大脑的重量约为成年人大脑重量的25%。到两周岁时，婴儿大脑的重量大约是成年人大脑重量的75%。然而，大脑各区域的发育并非如出一辙。

评估婴儿的大脑活动并不是轻而易举的（Gaetz & others，2020）。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使用脑电图来了解婴儿期大脑的发育情况，这是一种测量大脑电活动的方法（Cuevas & Bell，2020）。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婴儿期早期高质量的母婴互动预示着婴儿期后期高质量的额叶功能（通过脑电图评估）（Bernier，Calkins & Bell，2016）。

研究人员还越来越多地通过使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fu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技术来研究婴儿的大脑活动，这种技术使用非常低水平的近红外光来监测形形色色的大脑活动中血氧的变化，如面部加工、感知、注意和记忆（Porto & others，2020）。与使用磁场或电活动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不同，fNIRS可以在婴儿探索周围世界时对其进行评估（Lloyd-Fox，2020）。

2.大脑图谱

科学家会以五花八门的方式对大脑区域进行分析和分类（Heilman，2020）。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离脊髓最远的部分，称为前脑，包括大脑皮层及其下的几个结构。大脑皮层像一顶皱巴巴的帽子一样覆盖着前脑。大脑分为两半，或可以说分为两个半球。根据皮层的凹凸，科学家在每个半球划分了四个主要区域，将其称为脑叶，包括额叶（frontal lobe）、颞叶（temporal lobe）、枕叶（occipital lobe）和顶叶（parietal lobe）（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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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大脑的四个脑叶

这里显示的是大脑四个脑叶（额叶、枕叶、颞叶和顶叶）的位置。

虽然在每个半球的大脑皮层中都发现了这些区域，但两个半球在解剖学或功能方面并不是一模一样的。偏侧化（lateralization）是指一个半球或另一个半球的功能特异性分化。研究人员持之以恒地探索着每个半球在思维、感觉和行为的各个方面的参与程度（Othman & others，2020）。出生时，大脑皮层下的两个半球已经开始特异性分化：新生儿在听语音时，左半球的脑电活动比右半球更强（Hahn，1987）。

关于大脑功能偏侧化最广泛的研究集中在语言上。大多数人使用语言和语法都是基于左半球的功能，但在不同语境下恰当语言的使用以及隐喻和幽默的使用，都涉及右半球的功能（Veronelli &others，2020）。近期的研究还表明，注意力（Bartolomeo & Seidel Malkinson，2019）和情绪（Gainotti，2019）主要依靠右半球的活动。因此，语言并不完全由大脑的左半球控制。此外，大多数神经系统科学家认为，复杂的功能——如阅读、演奏音乐和创作艺术作品——需要大脑左右半球进行协作（Wang & others，2019）。

婴儿的大脑区域与成年人有何不同？为什么这些不同至关重要？在细胞和结构水平上重要的差异都得到了证实（Richards & Conte，2021）。

3.神经元的变化

在大脑中，神经元发送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相互通信。神经元是一种处理信息的神经细胞（见图3.3）。从神经元的细胞体延伸出两种类型的纤维，称为轴突（axons）和树突（dendrites）。一般来说，轴突将信号带离细胞体，树突将信号带向细胞体。髓鞘（myelin sheath）是一层脂肪细胞，包裹着许多轴突（见图3.3）。髓鞘的作用是绝缘，并帮助电信号更快地沿着轴突传递（McDougall & others，2018）。髓鞘化还涉及向神经元提供能量和促进交流（Shen &others，2020）。轴突的末端是突触扣结，它将名为神经递质的化学物质释放到突触（神经元之间的微小间隙）中。突触中的化学相互作用连接了轴突和树突，允许信息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Ballintyn，Shlaer & Mille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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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神经元

（a）细胞体的树突通过轴突接收来自其他神经元、肌肉或腺体的信息。（b）轴突将信息从细胞体传递出去。（c）髓鞘覆盖大多数轴突并加速信息传递。（d）当轴突到达终点时，它分支出突触扣结。

我们可以把突触想象成一条阻断道路的河流。一辆载着杂货的卡车抵达河岸，乘渡船过河，继续前往市场。同样，大脑中的信息由神经递质“运送”穿过突触，当它到达河的对岸时，就会倒出这些信息。

在生命的最初几年，神经元以两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发生变化。首先，髓鞘化，即脂肪细胞包裹轴突的过程，始于出生前并存在于整个童年期，甚至会持续到成年早期（Kwon & others，2020）。其次，神经元之间的连通性增加，创造了新的神经通路（van Duijvenvoorde & others，2019）。新的树突生长，树突之间的连接增加，轴突和树突之间的突触连接激增。髓鞘化加速了神经传递，而树突连接的扩展促进了婴儿发育中神经通路的扩散。

研究人员发现了突触连接的一个颇为有趣的方面：这些连接的数量几乎是实际所需数量的两倍（Huttenlocher & Dabholkar，1997）。被使用的突触连接变得更强并存活下来，而未被使用的则被其他路径取代或消失殆尽。用神经科学的语言来说，这些突触连接将被“修剪”掉（Wen & others，2020）。

神经连接有多复杂呢？一项分析估计，数十亿个神经元中的每一个都与多达1000个其他神经元相连，产生了具有数万亿个连接的神经网络（de Haan，2015）。

4.大脑区域的变化

图3.4生动地说明了视皮质、听皮质和前额叶皮质中突触密度的急剧增长和之后的“修剪”过程（Huttenlocher & Dabholkar，1997）。值得注意的是，“爆发式增长和修剪”在不同脑区存在显著差异。前额叶皮质是大脑中产生高级思维和自我调节的区域，在该区域内，突触过量增殖的高峰出现在儿童刚满3岁的时候，而突触密度直到青少年期中后期才达到成年人的水平（Crone，2017）。遗传和环境都会影响突触过量增殖和随后被“修剪”的时间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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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从婴儿期到成年期人脑中的突触密度

该图显示了三个大脑区域（视皮质、听皮质和前额叶皮质）的突触密度的急剧增长和之后的“修剪”过程。突触密度被认为是神经元之间连接程度的重要指标。

①此处数值指的是单位体积内的突触数，单位为突触数/单位体积。

与此同时，髓鞘化的速度在不同的大脑区域也千差万别（Croteau-Chonka & others，2016；Gogtay & Thompson，2010）。视觉通路的髓鞘化在出生后迅速发生，并在前6个月内完成。听觉髓鞘化直到4岁或5岁时才完成。

5.早期经验与大脑

大脑中的这些变化如何发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实际上，婴儿的大脑通过经验来决定如何建立连接。在出生之前，似乎是基因主要指导大脑如何建立基本的连接模式；出生后，环境经验影响大脑的发育。视觉、声音、气味、触摸、语言和眼神交流有助于形成神经连接（Bick & Nelson，2017）。因此，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儿童被发现大脑活动受到抑制，这可能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Wade &others，2020）。例如，与在正常环境中长大的儿童相比，在罗马尼亚孤儿院无反应、无刺激的环境中长大的儿童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大脑活动抑制。在一次对16岁个体的跟踪评估中，被安置在稳定的寄养家庭中的孤儿院儿童的大脑功能有所改善（Debnath & others，2020；Wade & others，2020）。

前面描述的大量的神经连接为大脑发育提供了灵活性和韧性（Stark &others，2020）。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想想16岁的迈克尔·雷宾（见图3.5）。当雷宾7岁时，他开始经历失控的癫痫发作——从每天60次到每天400次。医生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切除大脑的左半球，也就是癫痫发作的地方。雷宾在7岁时做了第一次大手术，在10岁时又做了一次。虽然恢复过程较慢，但他的大脑右半球开始重组，并最终接管了正常情况下应由大脑左半球发挥的功能，如说话。像雷宾这样的人就是发育中的大脑具有无与伦比的适应能力，并能从脑组织损伤中恢复的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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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大脑半球的可塑性

（a）14岁的迈克尔·雷宾；（b）完好无损的大脑（左）和迈克尔·雷宾的大脑（右）的扫描图。雷宾的大脑右半球已经重组，接管了正常情况下应由大脑左半球相应区域执行的语言功能。然而，右半球的效率不如左半球，大脑中更多的区域被调用来处理语言。

6.神经建构主义观

不久前，科学家认为基因决定了大脑是如何“连接”的，大脑中负责处理信息的细胞在很少或没有环境经验输入的情况下逐渐成熟。不管遗传塑造了什么样的大脑，你基本上都被它束缚住了。然而，这一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相反，大脑具有可塑性，其发展取决于环境（Calabro & others，2020）。

在越来越流行的神经建构主义观（neuroconstructivist view）中，生物过程（例如基因）和环境条件（例如富裕或贫困）会影响大脑发育；大脑具有可塑性，并依赖于环境；大脑的发育与儿童的认知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因素限制或促进了儿童认知能力的构建（Mento & Granziol，2020；Pinho，Marcut & Fonseca，2020；Westermann，Thomas & Karmiloff Smith，2011）。神经建构主义观强调经验和基因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大脑发育中的重要性，类似表观遗传观（Champagne，2021；Ibanez & others，2020）。

3.1.4 睡眠

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睡眠时间比现在更长（Dias & others，2018）。正常的新生儿每天睡16~17小时，但是婴儿的睡眠时间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对新生儿来说，睡眠的时间范围是每天10~21小时。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建议0~3个月的婴儿每天应获得14~17小时的优质睡眠，4~12个月的婴儿每天应获得12~16小时的优质睡眠（Willumsen & Bull，2020）。世界卫生组织还建议1~2岁的幼儿每天应该有11~14小时的高质量睡眠。

调查显示，20%~30%的婴儿晚上难以入睡，也难以一直睡到天亮（Sadeh，2008）。父母报告的最常见的婴儿睡眠问题是夜间醒来（Dias & others，2018）。一贯的就寝时间、母亲抑郁和屏幕时间与婴儿睡眠问题息息相关。例如，一项研究发现，执行一贯的就寝时间安排的母亲的学步阶段的孩子睡眠时间更长，夜间醒来次数更少（Covington & others，2019）。此外，另一项研究证实，持续的、严重的婴儿睡眠问题与母亲的产前和产后抑郁关系紧密（Cook & others，2020）。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婴儿而言，较长的屏幕时间与较短的睡眠时间密切相关（Chen & others，2019）。在这项研究中，相比7~24个月大的婴儿，对于6个月及以下的婴儿来说，更长的屏幕时间和更少的睡眠时间之间的关系更强。

1.快速眼动睡眠

婴儿期的快速眼动（rapid eye movement，REM）睡眠时间比一生中的任何其他时候都要长（Rodriguez，2019）。成年人大约1/5的睡眠时间为快速眼动睡眠时间，与之不同的是，婴儿大约一半的睡眠时间为快速眼动睡眠时间，他们通常以快速眼动睡眠而不是非快速眼动睡眠开始睡眠周期。当婴儿长到3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处于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减少到40%，并不再以快速眼动睡眠开始他们的睡眠周期。

为什么婴儿花这么多时间在快速眼动睡眠上呢？研究人员难以给出准确的解释。大量的快速眼动睡眠可以为婴儿提供额外的自我刺激，毕竟他们醒着的时间比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少。快速眼动睡眠还可能促进婴儿期的大脑发育（Del Rio-Bermudez & Blumberg，2018）。

2.婴儿猝死综合征

婴儿猝死综合征（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SIDS）是一种婴儿停止呼吸（通常在夜间）并无明显原因突然死亡的状况。婴儿猝死综合征是美国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有超过2000个婴儿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Heron，2016）。婴儿猝死综合征的产生风险在婴儿2~4个月大时达到顶峰（NICHD，2020）。1992年，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开始建议让婴儿仰卧睡觉，以降低婴儿猝死综合征的产生风险，从那以后，很少有婴儿俯卧睡觉了（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2000）。研究人员发现，当婴儿仰卧而不是俯卧或侧卧时，婴儿猝死综合征的产生风险确实会大大降低（Horne，2019）。为什么呢？因为仰卧睡觉增加了他们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减少了他们过热的可能。

婴儿猝死综合征也更容易发生在脑干功能（包括神经递质5–羟色胺）异常的婴儿身上（Kinney & Haynes，2019）。一项研究得出结论，5–羟色胺在婴儿猝死综合征中起着重要作用（Cummings & Leiter，2020）。此外，据估计，多达10%~15%的婴儿猝死综合征病例会出现心律失常。研究表明，基因突变与婴儿猝死综合征病例出现心律失常难脱干系（Liebrechts Akkermann & others，2020）。婴儿猝死综合征在母乳喂养的婴儿中不常见（Cowgill，2020）。一般来说，母亲吸烟的婴儿和暴露于二手烟中的婴儿患婴儿猝死综合征的风险更高（Horne，2018）。此外，婴儿猝死综合征更有可能发生在低出生体重婴儿、非裔美国婴儿、被动暴露于香烟烟雾中的婴儿、与父母睡在同一张床上的婴儿、睡觉时不使用奶嘴的婴儿、睡在柔软床上的婴儿以及睡在没有风扇的卧室中的婴儿身上（Erck Lambert & others，2019；Moon & others，2017）。一项对732个婴儿猝死综合征病例的研究发现，53%的死亡发生在与人同床的情况下（Drake & others，2020）。另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俯卧睡眠，最有可能引发婴儿猝死综合征的两个因素是母亲吸烟和与他人同床（Mitchell & Krous，2015）。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基于研究你会向父母们提供哪些关于预防婴儿猝死综合征的信息呢？

“仰卧睡觉运动”（back to sleep movement）能确保婴儿仰卧睡眠而不是俯卧睡眠，但它的一个问题是会延迟婴儿获得俯卧技能的时间。为了防止这种延迟，许多母亲给婴儿提供“趴着的时间”（tummy time），即当他们醒着的时候，周期性地让他们趴着。

3.睡眠与认知发展

婴儿睡眠可能与儿童的认知发展有关吗？一项研究表明，婴儿的睡眠与认知能力（包括记忆、语言和执行功能）正相关（Tham，Schneider & Broekman，2017）。此外，一项研究发现，睡眠时间较短的婴儿在2岁时的认知和语言发展水平较低（Smithson & others，2019）。另一项研究表明，婴幼儿在3个月、8个月和24个月时较短的睡眠时间与5岁时的注意力不集中与多动症有关（Huhdanpaa & others，2019）。婴幼儿睡眠与认知能力之间有联系可能是因为睡眠在大脑成熟和记忆巩固中发挥作用，会提高婴儿在白天的警觉性和学习能力（Sadeh，2007）。

3.1.5 营养物质

从出生到1岁，婴儿的体重增加了近3倍，身高增加了40%。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营养来维持这种快速增长呢？

1.母乳喂养与奶瓶喂养

在生命的前4~6个月，母乳或配方奶粉是婴儿的营养和能量来源。多年来，对于母乳喂养是否比奶瓶喂养对婴儿更好，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母乳喂养对婴儿的健康更有帮助（Schiff，202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母亲进行母乳喂养已经变得非常普遍。2016年，超过81%的美国母亲对新生儿进行母乳喂养，52%的美国母亲对6个月大的婴儿进行母乳喂养（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6）。母乳喂养有哪些好处呢？在出生后的前两年及之后，母乳喂养的好处包括保证适当的体重增加并降低婴幼儿之后肥胖的风险（Davie，Bick &Chilcot，2019）；降低婴儿猝死综合征的产生风险（Cowgill，2020）；减少胃肠道感染（Bartick &others，2017）；减少下呼吸道感染（Bartick & others，2017）；促进婴幼儿免疫系统的成熟，增强对疾病的抵御能力（Nolan，parks & Good，2019）；降低婴儿在出生后前6个月内发烧的风险（Saeed，Haile & Chertok，2020）；提高4~18岁儿童的心血管健康水平（Berlanga-Macias &others，2020）。

人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母乳喂养与较低的超重风险、较低的血压和12岁时较小的腰围关系密切（Pluymen & others，2019）。此外，一项针对苏格兰50多万名儿童的研究发现，相比接受配方奶粉喂养的儿童，那些在6~8周大时只接受母乳喂养的儿童在幼儿期住院的可能性更低（Ajetunmobi &others，2015）。其他一些研究发现，母乳喂养的婴儿因胃肠道问题和下呼吸道感染而住院的比例下降（Bartick & others，2017）。一项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并没有证据表明母乳喂养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和心血管功能有明显益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2007）。然而，近期的一些研究确实发现，母乳喂养与儿童智力水平的微小提升有关（Bernard & others，2017；Strom &others，2019）。此外，一项研究发现，母乳喂养可能不能明显降低婴儿的过敏风险（Heinrich，2017）。

母乳喂养对母亲的好处包括降低乳腺癌（Akbari & others，2011）和卵巢癌（Stuebe &Schwartz，2010）的发病率，以及降低因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而住院的概率（Bartick & others，2017）。许多健康专家认为母乳喂养促进了母亲和婴儿之间亲密关系的发展（Wittig & Spatz，2008）。然而，一项研究发现，母乳喂养对母婴关系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得到研究的支持（Jansen，de Weerth & Riksen-Walraven，2008）。该研究的结论是，建议母乳喂养应出于其对婴儿和产妇的健康产生的积极作用，而非其在改善母婴关系方面的作用。

美国儿科学会母乳喂养分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Section on Breastfeeding，2012）再次强调并建议在前6个月只进行母乳喂养，之后继续进行母乳喂养但可加入辅食，并根据母亲和婴幼儿的共同意愿进一步母乳喂养一年或更长时间。

是否有不建议母乳喂养的情况呢？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如果母亲感染了艾滋病或任何其他可通过母乳传播的传染病，或患有活动性肺结核病，或正在服用任何可能对婴儿有害的危险药物，则不应进行母乳喂养（Remmart & others，2020）。

有的妇女因为身体上的困难而不能进行母乳喂养，有的妇女提前终止母乳喂养，她们可能担心自己用奶瓶喂养而非母乳喂养会剥夺婴儿重要的情感和心理利益，并因此感到内疚。然而，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从长期看，母乳喂养的婴儿和奶瓶喂养的婴儿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差异几乎微不足道（Colen & Ramey，2014；Ferguson，Harwood & Shannon，1987；Young，1990）。

一项大型研究强调了解释母乳喂养好处的另一个问题（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2007）。该研究在强调母乳喂养对孩子和母亲的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对母乳喂养的研究提出了警告：所有研究结果都不意味着有因果关系。对比母乳喂养与奶瓶喂养的研究是相关研究，而非实验研究。选择母乳喂养的女性往往更富有、年龄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并且可能比那些选择奶瓶喂养的女性更有健康意识。

2.营养需要

	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1卡路里定义为1克水在1大气压下升高1摄氏度所需的能量，又称“小卡”，1小卡等于4.184焦耳。




婴儿在营养储备、身体成分、发育速度和活动模式方面的个体差异使得在确定实际的营养需要时难上加难（Blake，2020）。然而，因为父母需要指导，营养学家建议婴儿每天每磅（约0.454千克）体重摄入大约50卡路里
	 [image: 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1卡路里定义为1克水在1大气压下升高1摄氏度所需的能量，又称“小卡”，1小卡等于4.184焦耳。]，这是成年人每磅体重所需热量的两倍多。

一项全国性研究随机选取了3000多名4~24个月的婴幼儿并进行了调查，发现许多美国父母给婴幼儿喂的水果和蔬菜寥寥无几，而喂的垃圾食品则过多（Fox & others，2004）。多达1/3的婴幼儿不吃蔬菜和水果，几乎一半的7~8个月大的婴儿被喂甜点、糖果或含糖的饮料。15个月的时候，薯条是幼儿最常吃的“蔬菜”。

照料者在婴幼儿饮食模式的早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rown，2020；Mennella & others，2021）。对婴幼儿营养需要的发展变化不敏感的照料者以及贫穷困顿的经济条件会导致婴幼儿饮食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Black & Hurley，2017；Kavle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发现，幼儿在15个月和24个月大时，母亲的低敏感性与青春期肥胖的高显示风险息息相关（Anderson & others，2012）。另一项研究显示，与6个月后才开始吃蔬菜的幼儿相比，4~5个月大时开始吃蔬菜的幼儿在4岁时表现出的挑食行为少之又少（de Barse & others，2017）。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基于研究发现，你会向新手母亲说明哪些母乳喂养的好处呢？

早期充足的营养物质是儿童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Lee & others，2020）。除了充足的营养物质，儿童还需要一个支持性的培养环境（Black & Hurley，2017；Kavle & others，2020）。儿科医生菲兹·穆斯塔法–因方特（Faize Mustafa-Infante）是一位热心的关爱儿童倡导者，并且对预防儿童肥胖充满热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中对她做了专题介绍。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菲兹·穆斯塔法-因方特，专注于儿童肥胖的儿科专家

菲兹·穆斯塔法–因方特博士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长大。她最初在哥伦比亚教小学生，然后考取了儿科专业的医学学位。完成医学培训后，她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贝纳迪诺，在那里她成了一名健康教育工作者，专注于预防和治疗低收入社区的儿童肥胖症。目前，穆斯塔法–因方特博士在加利福尼亚州河滨市的“儿科使团”（Mission Pediatrics）工作，主要医治婴儿。她继续努力治疗儿童肥胖症，并担任“阿亚库乔医疗使团”（Ayacucho Medical Mission）的志愿者，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为最需要的人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医疗服务。关于她的文化背景，她称自己是一名有一个中东名字的拉丁裔医生，这反映了她对这两种文化的强烈认同。穆斯塔法–因方特博士说，努力工作和教育是她获得成就感和自我满足感的关键所在。

3.2 运动发展

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有助于他们获得运动发展所需的力量和协调能力。婴儿是如何发展运动技能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要发展哪些技能呢？

3.2.1 动力系统理论

发展学家阿诺德·格塞尔（Arnold Gesell，1934）认为自己的细致观察揭示了人们是如何发展运动技能的。他发现婴儿和儿童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以固定的顺序发展滚、坐、站及其他运动技能。格塞尔说，这些观察表明，运动发展是通过基因图式的表达或身体的发育成熟实现的。

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发展并非如格塞尔所言——发展的里程碑（developmental milestones）的顺序是固定且僵化的，并且由遗传决定（Rachwani，Hoch & Adolph，202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心理学家对运动技能如何发展产生了新的见解，运动发展的研究经历了一次复兴（Lee & others，2018）。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埃丝特·蒂伦（Esther Thelen）提出的动力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Thelen & Smith，1998，2006）。

根据动力系统理论，婴儿以知觉和行动协调整合运动技能。换句话说，知觉和行动是相互关联的（Thelen & Smith，2006）。为了发展运动技能，婴儿必须感知环境中激励他们行动的东西，然后依靠相应的感知来调整动作。因此，运动技能代表了婴儿实现目标的途径（Ossmy & others，2020；Rachwani，Hoch & Adolph，2021）。

根据这个理论，运动技能是如何发展的呢？当婴儿被激励去做某件事时，他们可能会创造一种新的运动行为。这种新的行为是林林总总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神经系统的发育、身体的物理特征及其运动的可能性、婴儿想要实现的目标，以及环境对该运动技能的支持。例如，只有当婴儿的神经系统已经发育成熟、允许他们控制某些腿部肌肉；他们想要移动，他们的腿已经发育到足以支撑他们的身体；并且他们有足够的平衡控制能力以单腿支撑他们的身体时，婴儿才能学习走路（Adolph，2019）。

每一项运动技能的掌握都需要婴儿积极努力地协调运动技能的几个组成部分（Adolph，2021）。例如，首先，婴儿受到新挑战的激励，如渴望穿过一个房间，并且迈出磕磕绊绊的几步，开始执行这项任务；然后，婴儿调整动作，使它们更平稳、更有效。这种调整是通过动作的重复循环和对动作结果的感知实现的。根据动力系统理论，即使是普普通通的运动技能，如爬行、伸展和行走，婴儿也是通过这种适应过程学习的：婴儿通过探索和选择可能的组合模式来调整他们的运动模式，以适应新的任务（Rachwani，Hoch & Adolph，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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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丝特·蒂伦进行了一项实验，以探索婴儿如何学会控制自己的手臂来抓取物品。计算机设备监控婴儿的手臂运动，并跟踪肌肉模式。蒂伦的研究是从动态系统的角度进行的。

因此，根据动力系统理论，运动发展并非一个由基因决定一系列运动技能发展的被动过程。恰恰相反，婴儿积极地整合运动技能，以在身体和环境的限制下实现目标。天性与教养、婴儿与环境，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中的一部分。

当我们研究运动发展的过程时，我们将讲述动力系统理论如何应用于某些特定的运动技能。不过，下面让我们先来看看运动发展是如何从反射开始的。

3.2.2 反射

新生儿并非完全无助，他们存在一些基本的反射。反射是指对刺激的内在反应，它们控制着新生儿的运动。反射是一种生存机制，其发生是自动的和无意识的。反射能帮助婴儿在有机会学习之前就对环境做出适应性反应。例如，如果浸泡在水中，新生儿会自动屏住呼吸以防止水进入。

另外两个重要的例子是定向反射（rooting reflex）和吮吸反射（sucking reflex）。新生哺乳动物必须找到母亲的乳房来获取营养物质，这两个反射对他们来说具有生存适应价值。当婴儿的脸颊被抚摸或嘴的一侧被触碰时，就会出现定向反射。作为反应，为了寻找东西来吮吸，婴儿将转头朝向被触摸的一侧。当新生儿自动吮吸放在嘴里的物体时，就会出现吮吸反射。在新生儿尚未在乳头与食物之间建立联系之前，这种反射能够使新生儿获得营养物质。

另一个例子是莫罗反射（Moro reflex），它是一种对突然出现的强烈噪声或运动的反应。当受到惊吓时，新生儿会弓背、向后仰头、伸出手臂和腿，然后手臂和腿迅速合拢。莫罗反射被认为是跌倒时抓住支撑物的一种方式，它对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来说有生存价值。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反射以及其他反射的概述（见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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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婴幼儿的反射

也有一些反射，例如咳嗽、打喷嚏、眨眼、颤抖和打哈欠，会持续一生。它们对成年人和婴儿一样重要。然而，随着婴儿大脑的发育成熟和对许多行为的自主控制的发展，有些反射会在婴儿出生几个月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例如，当婴儿3~4个月大时，定向反射、吮吸反射和莫罗反射都会慢慢消失。

一些反射最终会融入更复杂的自主动作。比如，当有东西接触婴儿的手掌时，就会出现抓握反射。婴儿的反应是手紧紧地抓着。到出生后第3个月末，抓握反射减弱，婴儿表现出更主动的抓握。例如，当一个婴儿在婴儿床上看到一个物体缓慢转动时，他可能会伸出手并试图抓住它。随着运动发展越来越顺利，婴儿将会抓住物体，小心地摆弄它们，并探索它们的特质。

关于反射，一个已然过时的观点是，反射是一种遗传的、控制婴儿运动的内在机制。而一个崭新的观点是，它们不是自动的或完全不受婴儿控制的。例如，婴儿可以控制一些运动，如交替摆动双腿来做出摇摆的动作，或者改变吮吸速度来听声音（Adolph，2018）。

3.2.3 粗大运动技能

粗大运动技能（gross motor skills）是涉及大肌肉活动的技能，如移动手臂和行走。新生儿不能自主控制自己的姿势。然而，在出生后几周内他们就可以抬起头，之后不久他们就可以在俯卧时抬起头来。到2个月时，婴儿可以坐在腿上或婴儿座椅上，但直到6~7个月时，他们才能独立地坐着。站立能力也是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逐渐发展的。到大约8个月时，婴儿通常能学会自己扶着椅子站起来，到大约10~12个月时，他们通常可以独自站立。

运动和姿势控制息息相关，特别是在直立行走时（Adolph，2018）。为了直立行走，婴儿必须能够在一条腿向前迈步时保持平衡，并让身体的重量从一条腿转移到另一条腿上（Thelen & Smith，2006）。

婴儿还必须知道什么样的地方和平面适合安全爬行或行走（Rachwani，Hoch & Adolph，2021）。卡伦·阿道夫（Karen Adolph，1997）调查了有爬行和行走经验和无经验的婴儿是如何下斜坡的（见图3.7）。平均月龄为8个月的刚学会爬行的婴儿会不假思索地下斜坡，在此过程中他们会经常跌落（他们的母亲会站在斜坡旁边接住他们）。经过数周的练习，会爬行的婴儿变得更加擅长判断哪些斜坡太陡而无法爬下，哪些斜坡在爬下时可以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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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爬行和行走的经验在婴儿判断是否下坡中的作用

卡伦·阿道夫（1997）发现运动经验（而非年龄）是婴儿对不同坡度的斜坡做出适应性反应的主要因素。刚学会爬行和行走的婴儿不能判断各种斜坡的安全性。有了经验后，他们学会了避开会使他们摔倒的斜坡。当熟练的爬行者开始行走时，他们再次犯错并摔倒，即使他们在爬行时能够准确地判断同一个斜坡的安全性。阿道夫称之为学习的特异性，因为这种学习不会在爬行和行走间迁移。

你可能会认为，能判断斜坡太陡不适合爬行的婴儿也能判断行走时斜坡是否安全。但是阿道夫的研究表明，刚学会走路的婴儿无法判断斜坡的安全性。只有当婴儿行走的经验足够丰富时，他们才能准确地使自己的能力与坡度匹配。这时，他们很少会在下斜坡时摔倒，要么拒绝下斜坡，要么小心翼翼地后倾身体。有经验的行走者在下斜坡前会通过观察、摇摆、触摸和思考来感知环境。随着经验的日积月累，爬行者和行走者都学会了避开可能让他们摔倒的危险斜坡，将感知到的信息与新运动行为的发展相结合。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再次看到了知觉–运动相互关联在运动技能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学习行走的过程中，练习尤为重要（Rachwani，Hoch & Adolph，2021）。婴幼儿积累了大量关于平衡和移动的经验（Lee & others，2018）。例如，通常一个学步的孩子一天要走将近40个足球场那么长的路，1小时要跌倒15次（Adolph，2010）。

行走的发展与其他方面的发展有关吗？行走经验能够帮助个体接触到以前接触不到的物体，并加入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互动，从而促进语言发展（Adolph & Robinson，2015；He，Walle &Campos，2015）。因此，正如姿势技能的发展一样，行走技能可以给婴幼儿的发展带来一连串的变化（Adolph，2018）。

1.第一年：运动技能习得和变化

图3.8总结了出生后一段时间内粗大运动技能的重要成就，婴儿最终获得了轻松地独立行走的能力。然而，这些运动技能习得的时间点，特别是后来的运动技能习得的时间点，可能会相差2~4个月，经验可以改变取得这些成就的时间（Adolph，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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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粗大运动技能发展的里程碑

灰色的水平条形图表示大多数婴儿习得该粗大运动技能的时间范围。

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许多因素与出生后第一年的运动技能发展的时间点关系紧密（Flensborg Madsen & Mortensen，2017）。该研究评估了12个运动技能习得的时间点，包括抓、滚、坐、爬、站立和行走，以及运动技能习得的平均时间点。出生时较大的体型与更早的运动技能习得时间的关系最强。母亲在产前发育的最后3个月吸烟与更晚的运动技能习得时间有关。此外，出生后第一年中体型的增长（体重增加、长度增加和头部增大）与更早的运动技能习得时间有关。母乳喂养也与更早的运动技能习得时间有关。

2.第二年的发展

第一年取得的运动成就使孩子的独立性逐渐发展，激励婴儿更广泛地探索环境，并帮助他们更容易开始与他人互动。在出生后的第二年，随着运动技能的不断磨炼，初学走路的孩子变得越来越灵活。儿童发展学家认为，第二年的运动活动对孩子的能力发展至关重要，并认为除了为了保证安全而限制孩子，应该减少对孩子的“冒险”活动的限制（Fraiberg，1959）。

到13~18个月时，初学走路的孩子可以拉一个拴在绳子上的玩具，并用手和腿爬上台阶。到18~24个月时，学步儿可以快速行走或僵硬地跑一小段距离，在玩地板上的物体时可以蹲着保持平衡，向后退时不会失去平衡，站着踢球时不会摔倒，也可以站着扔球，以及原地跳跃。

在对婴儿期运动发展的讨论中，最后强调的一个关键主题是很重要的：婴儿的一项运动技能的发展，如坐、爬或走，需要相当大的行为灵活性，这是一种做一些必要的事情以实现日常生活目标的能力（Adolph，2021；Rachwani，Hoch & Adolph，2021）。适应性行为是指寻求准确的方案以解决当前困境和应对挑战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婴儿的动作不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以相同的方式重复，因为他们的身体、行为环境以及他们面临的任务都在变化。当你阅读后文有关运动发展的内容时，请记住这个主题，因为随着儿童的不断发展，这种行为灵活性对于找到改变身体、环境和任务的方案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3.2.4 精细运动技能

粗大运动技能涉及大肌肉的活动，而精细运动技能（fine motor skills）涉及精细协调的运动。抓玩具、用勺子、系扣子或做任何需要手指灵活活动的事情都体现了精细运动技能。出生时，婴儿对精细运动技能的控制力几乎没有，但他们确实拥有许多能进行精细运动的“组件”，如手臂、手和手指（McCormack，Hoerl & Butterfill，2012）。

够物（reaching）和抓握（grasping）行为的出现标志着婴儿在与周围环境互动方面取得重大成就（Chinn & others，2019）。在出生后的前两年，婴幼儿会完善他们够物和抓握的方式（Dosso，Herrera & Boudreau，2017）。最初，他们通过粗笨地移动肩膀和肘部，向一个物体伸手。后来，在够物时，他们会移动手腕、转动手臂并且协调拇指和食指。婴儿不需要看自己的手就能够到物体（Clifton & others，1993），而够物是由肌肉、肌腱和关节的信号引导的。一项研究发现，涉及够物运动练习的短期训练提升了早产和足月的婴儿的够物和抓握能力（Cunha & others，2016；Guimaraes & Trudellia，2015）。

经验在够物和抓握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Cunha & others，2016；Needham & others，2017）。在一项研究中，3个月大的婴儿戴着“黏性连指手套”（手掌贴在玩具边缘并能让婴儿拿到玩具的连指手套）参加游戏活动（Needham，Barrett & Peterman，2002，p.279）（见图3.9）。与未接受“黏性连指手套”训练的对照组婴儿相比，接受“黏性连指手套”训练的婴儿在发展过程中能更早地抓住和控制物体。有经验的婴儿注视物体的时间更长，在注视期间拍打物体的次数更多，并且更有可能用嘴舔物体。在一项研究中，父母训练5个月大的婴儿在两周内每天使用“黏性连指手套”10分钟，两周后，他们的够物能力大幅提升（Libertus & Needham，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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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婴儿使用“黏性连指手套”探索物体

艾米·尼德汉（Amy Needham，照片右侧）和她的同事（2002）发现“黏性连指手套”提升了婴儿的物体探索技能。

雷切尔·基恩（Rachel Keen，2011；Keen，Lee & Adolph，2014）强调，工具使用是研究婴儿解决问题的一个极好的背景，因为工具使用提供了关于婴儿如何计划实现目标的信息。该领域的研究人员研究了婴儿的有意识行为，这种有意识行为包括从不同方向拿起勺子到从管子里取回耙子。一项研究通过评估6~15个月的婴儿敲打动作的发展变化，探索了工具使用的运动起源（Kahrs，Jung & Lockman，2013）。在这项研究中，年纪较小的婴儿敲打物体的效率低下且敲打动作变来变去，但到了1岁，婴幼儿表现出始终如一的手部运动，这促成了精确的瞄准和一致的力度使用。

正如婴儿的粗大运动技能需要锻炼一样，婴儿的精细运动技能也同样需要锻炼（Needham &others，2017）。特别是当婴儿习得钳子式握力（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物体）时，他们喜欢拿起小物体。许多婴儿在习得钳子式握力的同时开始爬行，他们会捡起看到的任何东西，尤其是地板上的东西，并把它们放进嘴里。因此，父母需要对婴儿触手可及的物体保持警惕。

3.3 感觉和知觉发展

新生儿能看得见吗？如果能，他们能感知到什么呢？感觉和知觉是如何发展的呢？婴儿能把来自两种形式（比如视觉和听觉）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吗？这些都是我们在本节会探讨的有趣问题。

3.3.1 探索感觉和知觉的发展

新生儿如何知道妈妈的皮肤是柔软的而不是粗糙的呢？5岁的儿童怎么知道自己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呢？婴儿和儿童知道这些事情是通过感官获得信息的结果。

当信息与感觉接收器（receptors）——眼睛、耳朵、舌头、鼻孔和皮肤——相互作用时，就会产生感觉（sensation）。当空气波被外耳收集并通过内耳的骨骼传递到听觉神经时，听觉就产生了。当光线接触眼睛，聚焦在视网膜上，并通过视神经传输到大脑的视觉中枢时，视觉就产生了。

知觉（perception）是对所感觉到的东西的解释。例如，接触耳朵的空气波可能被解释为噪声或音乐。传输到视网膜上的物理能量可能被解释为特定的颜色、图案或形状，这取决于它是如何被感知的。

1.生态学观点

近几十年来，许多关于婴儿知觉发展的研究都受到埃莉诺·吉布森（Eleanor Gibson）和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提出的生态学观点（ecological view）（E. Gibson，1969，1989，2001；J.Gibson，1966，1979）的启示。他们认为，我们不必从感觉中获取支离破碎的数据并在头脑中建立世界的表象。恰恰相反，我们的知觉系统可以从环境提供的丰富信息中进行选择。

根据吉布森夫妇的生态学观点，我们直接感知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信息，知觉使我们与环境联系在一起，以便我们能够与环境互动并适应环境（Franchak，Kretch & Adolph，2018）。知觉服务于行动，给人们提供一些信息，比如，在通过狭窄的通道时，人们可以知道何时应该低下头部、何时应该转动身体、何时应该举起手去抓东西（Adolph，Hoch & Ossmy，2020；Ossmy & others，2020）。

2.研究婴儿的知觉

研究婴儿的知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与大多数研究被试不同，婴儿不能书写，不能在键盘上打字，也不能很好地向实验者解释他们对给定刺激或条件的反应。然而，科学家已经开发了几种巧妙的研究方法来考察婴儿的感觉和知觉发展（Bendersky & Sullivan，2007）。

（1）视觉偏好法（visual preference method）

罗伯特·范茨（Robert Fantz，1963）是这项工作中的先驱，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婴儿注视不同事物的时间长度截然不同。范茨将婴儿放在一个“观察室”中，在婴儿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两个视觉显示器。一个实验者通过窥视孔观察婴儿的眼睛。如果婴儿凝视其中一个显示器，实验者可以看到显示器在婴儿眼中的反射。这可以帮助实验者确定婴儿看每一个显示器的时长。范茨（1963）发现，刚出生两天的婴儿注视图案化刺激（如面孔或同心圆）的时间比注视红色、白色或黄色圆盘的时间长，并在对2~3周大的婴儿的观察中也得出了如出一辙的结果。范茨的研究方法，即通过测量婴儿关注不同刺激的时间长度来研究他们是否能够区分不同的刺激的方法，被称为视觉偏好法。

（2）习惯化（habituation）和去习惯化（dishabituation）

研究人员研究婴儿感知的另一种方法是多次呈现一个刺激（如一个景象或声音）。如果婴儿在几次呈现刺激后对刺激的反应减弱，则表明婴儿对刺激不再感兴趣。如果研究人员再呈现一个新刺激，婴儿的反应恢复，则表明婴儿可以区分新旧刺激（Messinger & others，2017）。

习惯化是指在重复呈现一个刺激后，婴儿对该刺激的反应减弱。去习惯化是指改变刺激后习惯性反应的恢复。新生儿可以习惯反复出现的景象、声音、气味或触摸（Bendersky & Sullivan，2007）。研究人员在习惯化研究中使用的测量方法包括观察吮吸行为（当婴儿专注于一个新的物体时，吮吸行为会停止）、心率和呼吸率以及婴儿注视物体的时长。

（3）仪器（equipment）

技术可以促进大量关于婴儿知觉能力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录像设备有助于研究者研究一些难以捕捉的行为。高速计算机能在几分钟内完成复杂的数据分析。其他设备可以记录呼吸、心率、身体运动、视觉注视和吮吸行为，这些都为了解婴儿的知觉提供线索。

（4）眼动追踪（eye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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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一名戴着眼动追踪头盔的婴儿

近年来在测量婴儿知觉能力方面较重要的进展是先进的眼动追踪仪的发展。眼动追踪包括测量跟随（追踪）移动物体的眼球运动，可用于评估婴儿的早期视觉能力（Bendersky & Sullivan，2007）。图3.10呈现了一名戴着眼动追踪头盔的婴儿，源自一项关于视觉诱导性运动行为与社会互动的研究。

婴儿知觉研究者热衷于使用复杂的眼动追踪仪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注视时间是婴儿知觉和认知发展的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Smith & Saez de Urabain，2020）。与人工观察相比，先进的眼动追踪仪可以更精确地评估婴儿注视的方方面面（Hoch，Rachwani &Adolph，2020）。眼动追踪仪在婴儿知觉领域的应用包括评估婴儿的注意（D’ Souza & others，2020）、记忆（Edgin & others，2020）、面部加工（Wagner & others，2020）、多通道知觉（Ogren & Johnson，2020）、语言（Franklin，Wright & Holmes，2020）、物体分类（LaTourrette & Waxman，2020）以及理解他人的需求（Koster & others，2019）等能力。此外，眼动追踪仪能促进我们对非典型发展的婴儿的了解，例如那些患有孤独症或早产的婴儿（Avni &others，2020；Imafuku & others，2019）。

一项眼动追踪研究揭示了一些宣扬育儿的电视节目和数字影碟的有效性（Kirkorian，Anderson &Keen，2012）。在这项研究中，1岁和4岁的孩子与成年人一起观看《芝麻街》（Sesame Street），眼动追踪仪精确地记录了他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内容。1岁的孩子远不像大孩子那样会一直盯着屏幕的同一个部分，这表明1岁的孩子不太能理解《芝麻街》的内容，相反，他们更可能被突出的东西吸引，而不是被有意义或有价值的东西吸引。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心理学家，你会用什么证据来说服你所在的机构相信眼动追踪仪有助于理解儿童发展呢？

3.3.2 视觉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称新生儿感知的世界是无秩序的。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错了（Johnson，2020a，b；Maurer，2021）。新生儿也能感知到一个有一定秩序的世界。

1.视敏度和颜色知觉

婴儿的视力究竟有多好呢？在著名的斯内伦（Snellen）眼科检查图上，新生儿的视力被估计为20/600（Banks & Salapatek，1983）。这意味着对新生儿的眼睛来说，从20英尺（约6.1米）远的地方看物体和正常视力的成年人从600英尺（约182.9米）远的地方看物体一样清晰（20/20）。然而，在6个月大时，婴儿的平均视力是20/40（Aslin & Lathrop，2008）。

面孔可能是儿童的社会环境中最重要的视觉刺激，因为他们会从他人的脸上提取关键信息（Quinn，Lee & Pascalis，2019）。婴儿出生后不久就会对人脸表现出兴趣（Johnson & Hannon，2015）。研究表明，在出生后几小时内，婴儿更喜欢看脸而不是其他物体，并且更喜欢看漂亮的脸而不是不漂亮的脸（Lee & others，2013）。

婴儿的颜色知觉也有所提升。到8周大时，可能早至4周大时，婴儿就能辨别一些颜色（Kelly，Borchert & Teller，1997）。近期的研究显示，婴儿看蓝色色调的时间最长，看黄绿色色调的时间最短（Skelton & Franklin，2020）。

2.感知被遮挡的物体

请看看你周围的环境。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物体被前面的其他物体部分遮挡，例如椅子后面的桌子、计算机后面的书籍或停在树后的一辆汽车。当一个物体被它前面的物体遮挡时，婴儿会认为它是完整无缺的吗？

在出生后的前两个月，婴儿不能感知被遮挡的物体是完整的，而是只能感知触目可见的东西（Johnson，2019）。从大约2个月大开始，婴儿能够感知被遮挡的物体是完整的（Slater，Field &Hernandez-Reif，2007）。知觉完整性是如何发展的呢？在斯科特·约翰逊（Scott Johnson，2013，2018，2019，2020a，b）的研究中，通过眼球运动进行的学习、体验和自主探索，对婴儿知觉完整性的发展至关重要。

许多被遮挡的物体在更近的物体后面出现和消失，就像当你走在街上看到汽车在建筑物后面出现和消失一样。在出生后大约3~5个月时，婴儿发展出追踪短暂遮挡的移动物体的能力（Bertenthal，2008）。一项研究探讨了5~9个月大的婴儿追踪移动物体的能力，这些物体在遮挡隔板后面逐渐消失、突然消失，或迅速缩小（Bertenthal，Longo & Kenny，2007）（见图3.11）。在这项研究中，当移动的物体逐渐消失时，婴儿更有可能准确地追踪它，而在突然消失或迅速缩小时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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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婴儿对短暂遮挡的移动小球的预测追踪

图3.11呈现了婴儿经历的视觉场景。在每个事件开始时，一个球伴随弹跳声上下弹跳，然后滚过地板，直到它消失在隔板后面。图3.11中下面的3幅图像显示了5~9个月的婴儿经历的3个刺激事件：

（a）逐渐消失——小球逐渐消失在位于显示器中心的遮挡隔板的后面；

（b）突然消失——当小球到达白圈位置时突然消失，然后在2秒后突然出现在遮挡隔板另一侧的第二个白圈位置；

（c）迅速缩小——当滚动的小球接近遮挡隔板时，它的尺寸迅速减小，当它重新出现在遮挡隔板的另一侧时，它的尺寸迅速增大。

3.深度知觉

为了考察婴儿是否有深度知觉，埃莉诺·吉布森和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1960）建造了一个微型悬崖，悬崖的底部上方被玻璃板覆盖。他们将6~12个月大的婴儿放在这个视觉悬崖的边缘，让其母亲哄他们爬到玻璃上。据吉布森和沃克所言，大多数婴儿不会爬到玻璃板上，而是选择留在另一侧，这表明他们可以感知深度。虽然研究者不知道生命早期婴儿能感知深度的确切时间，但他们发现，在大约3~4个月时，婴儿能够使用双眼线索感知深度。

3.3.3 其他感觉

除了视觉，其他感觉系统也在婴儿期发育。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听觉、触觉、痛觉、嗅觉和味觉的发展。

1.听觉

在孕期的最后两个月，当胎儿依偎在母亲的子宫中时，胎儿便可以听到声音，如母亲的声音（Das & others，2020）。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16名妇女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为自己的胎儿大声朗读《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DeCasper & Spence，1986）。然后，在婴儿出生后不久，母亲大声朗读《戴帽子的猫》和一个韵律与节奏不同的故事《国王、老鼠和奶酪》（The King,the Mice and the Cheese）（在胎儿发育期间没有读过）。当母亲大声朗读这两个故事时，婴儿会以不同的方式吮吸乳头，这表明婴儿认出了母亲朗读《戴帽子的猫》时的模式和语气。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证实，通过评估胎儿大脑对听觉刺激的反应，胎儿在母亲怀孕33~34周时可以听到声音（Jardri & others，2012）。

新生儿对人类说话的声音格外敏感（Saffran，Werker & Werner，2006）。刚出生几天，新生儿就会转向传来家庭看护者说话声音的方向。

在婴儿期，婴儿的听力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主要涉及对声音的响度、音高和方位的感知变化（Cirelli & Trehub，2021）。新生儿不能像成年人那样很好地听到轻柔的声音，声音必须更大一些才能被新生儿听到（Trehub & others，1991）。3个月大时，婴儿对声音的感知能力有所提升，但响度知觉的某些方面要到5~10岁才能达到成年人的水平（Trainor & He，2013）。婴儿对音高的感知也不如成年人敏感。音高和声音的频率有关，婴儿对低音不太敏感，更可能听到高音（Aslin，Jusczyk & Pisoni，1998）。到2岁时，婴儿对不同音高的声音的辨别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即使是新生儿也能确定发出声音的大致位置，到6个月时，他们就能更熟练地定位声音，检测声音的来源。出生后第二年，他们定位声音的能力继续提高（Werner，2020）。

2.触觉和痛觉

新生儿对触摸有反应（Bremner，2021）。触摸脸颊会使婴儿转过头来，触碰嘴唇会使婴儿做出吮吸动作。产前发育期间，有规律的温和触觉刺激可能会带来积极的发育结果。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相比在胎儿期接受过非规律性温和触觉刺激或没接受过触觉刺激的婴儿，在胎儿期接受过规律性的温和触觉刺激的3个月大的婴儿更可能具有随和的气质（Wang，Hua & Xu，2015）。

新生儿也会感到疼痛（Ishak & others，2019）。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研究的证实，这些研究追踪了新生儿在医疗程序中的生理变化、行为和大脑活动，如刺破脚后跟进行血液测试，或插入针头为早产儿或重病新生儿静脉输液（Bellieni & others，2018；Verriotis & others，2018）。过去，医生甚至会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新生儿做手术，因为麻醉有危险，而且他们相信新生儿不会感觉到疼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疗取得了重大进展，麻醉和止痛药可以有效地作用于新生儿（Steward，2015）。一项研究显示，袋鼠式护理在减少新生儿疼痛方面非常有效，特别是在对新生儿的脚后跟抽血后进行袋鼠式护理，新生儿的哭声水平明显降低（Seo，Lee & Ahn，2016）。

3.嗅觉

新生儿也能区分不同的气味（Cao Van & others，2018）。例如，他们的面部表情可以表明他们喜欢香草和草莓的味道，不喜欢臭鸡蛋和鱼的味道（Steiner，1979）。

然而，发展其他气味偏好可能需要时间。在一项研究中，母乳喂养的婴儿在6天大的时候，表现出明显的偏好——喜欢闻母亲的乳垫，而不是干净的乳垫（MacFarlane，1975）。当婴儿2天大的时候，他们没有表现出这种偏好，这表明他们需要几天的经验来识别这种气味。

4.味觉

婴儿在出生前，味觉的敏感性就已存在（De Cosmi，Scaglioni & Agostini，2017）。在一个很早的实验中，当在一个接近足月的胎儿的羊水中加入糖分时，胎儿的吞咽行为增加了（Windle，1940）。在另一项研究中，即使一个刚出生两个小时的婴儿在品尝甜的、酸的和苦的溶液时也会做出迥然不同的面部表情（Rosenstein & Oster，1988）。在大约4个月大时，婴儿开始偏爱咸味，而他们刚出生时却对这种味道避之不及（Harris，Thomas & Booth，1990）。

3.3.4 统合知觉

婴儿如何把所有这些刺激统合在一起呢？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在打篮球或网球，体验到了许多视觉输入：球来了又去、其他玩家在周围移动等。然而，你也在体验许多听觉输入：球反弹或被击中的声音、参与者发出的声音等。许多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之间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当你看到球弹跳时，你会听到球弹跳的声音；当一名球员伸展身体击球时，你会听到球员发出的声音。当你看和听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你不是仅仅体验声音或景象，而是把这些信息联系在一起了。你体验了一个统一的过程。这就是统合知觉（intermodal perception），涉及整合来自两种或更多种感觉模式（如视觉和听觉）的信息（Gergely & others，2019）。大多数认知是统合的（Bahrick，2010）。

早期，统合知觉的探索模式甚至在新生儿身上也存在（Bremner，2017）。例如，当声音持续几秒钟时，新生儿会将他们的眼睛和头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Clifton & others，1981）。出生后一年，婴儿的统合知觉变得更加敏锐（Kirkham & others，2012）。在最初的六个月里，婴儿很难将来自不同感觉模式（如视觉和听觉）的信息联系起来，但在出生后第一年的下半年里，他们建立这种联系的能力会大幅提升。

3.3.5 天性、教养和知觉发展

既然我们已经讨论了知觉发展的许多方面，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发展心理学中一个与知觉发展相关的关键问题：天性与教养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婴儿的感知受先天或后天影响的程度兴趣盎然（Adolph，2021；Johnson，2020a，b）。在知觉发展领域，强调天性的人被称为先天论者，强调学习和经验的人被称为经验论者。在先天论者看来，有能力、有组织地感知世界是与生俱来的本领。在发展心理学中，知觉发展的完全先天论观点已无立锥之地。

吉布森夫妇认为，有关婴儿知觉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环境中有哪些信息，以及婴儿如何学习获取和辨别这些信息——这肯定不是一种先天论观点。吉布森夫妇的生态学观点也不同于皮亚杰的建构主义观点。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婴儿期的大部分知觉发展必须等待一系列认知阶段的发展，在这些认知阶段中，婴儿能够构建更复杂的知觉任务。因此，在皮亚杰看来，感知大小和形状恒常性、感知三维世界、统合知觉等能力在婴儿期的发展比吉布森夫妇设想的要晚。

达芙妮·毛雷尔（Daphne Maurer）及其同事的纵向研究（Maurer，2016；Maurer & Lewis，2013；Maurer & others，1999）关注的是出生时患有白内障的婴儿。白内障会使眼球晶状体增厚，这会导致视物模糊、不透明和扭曲，从而严重限制婴儿体验其视觉世界的能力。通过研究在不同发育阶段摘除白内障的婴儿，研究者发现在出生后的前几个月内摘除白内障并植入新晶状体的婴儿表现出正常的视觉发展模式。然而，摘除白内障的时间越晚，婴儿的视觉发展受到的损害就越大。毛雷尔和她的同事（Maurer，2016，2021；Maurer，Mondloch & Leis，2007）的研究还发现，婴儿在婴儿期早期接受图案的视觉输入对于后期进行整体和局部的面部加工至关重要。毛雷尔的研究项目阐明了体验和体验剥夺如何影响视觉发展，包括早期敏感期，在此期间视觉输入对正常视觉发展来说是极为必要的（Maurer & Lewis，2013）。

现在毋庸置疑的是，知觉发展的极端经验主义立场是没有根据的。许多早期的知觉是由先天（天性）能力发展而来的，许多知觉能力的基础可以在新生儿身上检测到，而其他知觉能力则是因成熟而发展的（Bornstein，Arterberry & Mash，2011）。然而，随着婴儿的发展，环境经验（教养）会完善或提升许多知觉功能，并可能是一些功能的背后驱动力（Johnson，2020a，b）。婴儿感知世界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有助于他们提升对人和事物形成连贯印象的能力。因此，对知觉发展的完整描述包括天性、教养和不断发展的信息敏感性的影响（Johnson，2020a，b）。

3.3.6 知觉动作耦合

生态学观点的核心主题是知觉和动作之间的相互作用。动作可以引导知觉，知觉可以指导动作。只有通过移动眼、头、手和手臂，并且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一个人才能充分体验自己所处的环境，并学会如何适应它。因此，知觉和动作是耦合的（Adolph，2021）。

例如，婴儿不断地利用感知到的信息协调自己的动作，以学习如何保持平衡、伸手够到物体，并在各种平面和地形上移动（Hoch，Rachwani & Adolph，2020）。他们被自己感知到的东西激励。想象一下，房间另一侧有一个令人着迷的玩具。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必须感知自己当前的身体状态，并学习如何使用自己的四肢来够到玩具。虽然一开始婴儿的动作笨拙不堪、不协调，但他们很快就可以学会选择能够实现目标的模式。

同样重要的是知觉动作耦合的另一部分，即动作也引导知觉（Rachwani，Hoch & Adolph，2021）。例如，观察一个物体，同时用手探索它，有助于婴儿发现它的质地、大小和硬度；在周围环境中移动可以教会婴儿从不同的角度看物体和人，或者让婴儿知道平面是否能够支撑他们的重量。简而言之，婴儿感知是为了移动，移动是为了感知。知觉和动作的发展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的（Adolph，2021）。

3.4 认知发展

有能力的婴儿不仅会发展运动技能和知觉技能，也会发展认知能力。关于婴儿期认知能力发展的内容我们主要关注皮亚杰的理论，以及婴儿如何学习、记忆和概念化。

3.4.1 皮亚杰的理论

皮亚杰的理论是一个关于生物学基础和经验如何塑造认知发展的通用的和统一的“故事”。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认为，正如身体有帮助我们适应世界的结构一样，我们同样建立了帮助我们适应世界的心理结构。适应（adaptation）包括适应新的环境需求。皮亚杰强调，不仅仅是信息从环境中涌入儿童的大脑，儿童也在积极建构自己的认知世界。他试图探索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儿童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以及他们的思维是如何发生系统性变化的。

1.发展过程

在构建对世界的认识时，儿童经历了什么过程呢？皮亚杰提出了几个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

（1）图式（schemes）

根据皮亚杰（1954）的观点，当婴儿或儿童构建对世界的认知时，大脑会创造图式。图式是组织知识的行为或心理表征。在皮亚杰的理论中，婴儿会创造行为图式（身体活动），而学步儿和大龄儿童会创造心理图式（认知活动）（Lamb，Bornstein & Teti，2002）。婴儿的图式是由与目标物密切相关的简单动作构成的，例如吮吸、观看和抓握。大龄儿童的图式包括解决问题的策略和计划。

（2）同化和顺应

为了解释儿童如何使用和适应图式，皮亚杰提出了两个概念：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当儿童使用现有图式来处理新信息或经验时，便产生了同化。当儿童根据新的信息和经验调整自己的图式时，便产生了顺应。

比如，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已经学会了通过单词“汽车”来识别家里的汽车。他可能会把路上所有行驶的车辆都称为“汽车”，包括摩托车和卡车；孩子便将这些物体同化到自己的现有图式中。但是，孩子很快就知道摩托车不是汽车，他微调自己的分类方式以排除摩托车，这时他就是顺应了图式。

（3）组织

皮亚杰表明，为了理解世界，儿童会对经验进行认知组织。在皮亚杰的理论中，组织（organization）是将孤立的行为和思想组合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系统。这种组织的不断完善是发展的重要部分。一个对如何使用锤子只有模糊概念的孩子也可能对如何使用其他工具有模糊的概念。在学会如何使用每一个工具后，他会将这些用法彼此联系起来，从而组织他的经验。

（4）平衡和发展阶段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同化和顺应会提升儿童的认知水平。在试图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儿童不可避免地会经历认知冲突或失衡（disequilibrium）。也就是说，儿童经常面对与自己现有图式相对的矛盾和反例。例如，如果一个孩子认为把水从一个又矮又宽的容器倒入一个又高又窄的容器中会改变容器中的水量，那么这个孩子可能会想“额外”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是否真的有更多的水可以喝。这个困惑造成了失衡。在皮亚杰看来，由此产生的对平衡的追求催生了改变的动力。儿童通过同化和顺应，不断调整旧的图式，发展新的图式，组织和重组旧的和新的图式。最终形成的认知结构将与原有结构存在本质差异——这标志着全新思维方式的诞生。

皮亚杰将儿童从一个思维阶段转移到下一个阶段的过程机制称为平衡（equilibration）。然而，平衡不会突然发生。认知平衡和失衡的状态之间存在相当多的活动，因为同化和顺应的共同作用带来了认知变化。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这些过程的结果是，人会经历四个认知发展阶段。由于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同，有些阶段更高级。在不同阶段之间，认知有着质的不同。换句话说，儿童在某个阶段的推理方式不同于另一个阶段。下面我们所说的阶段是皮亚杰划分出的婴儿认知发展阶段。

2.感觉运动阶段

感觉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stage）从出生持续到大约两岁。在这个阶段，婴儿通过协调感官体验（如视觉和听觉）和身体、运动行为来构建对世界的理解，因此这个阶段被命名为“感觉运动阶段”。

在这一阶段初期，新生儿除了条件反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在感觉运动阶段的末期，2岁的儿童能够产生复杂的感觉运动模式，并使用简单的符号。我们首先总结皮亚杰对婴儿如何发展的描述，稍后探讨对他的观点的评价。

（1）客体永久性

客体永久性（object permanence）是指一种对“即使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但客体仍然继续存在”的理解。根据皮亚杰的观点，获得客体永久性是婴儿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如何知道婴儿是否获得了客体永久性呢？一种主要方法是观察一个有趣的物体消失时婴儿的反应。如果婴儿去寻找物体，那么可以推断他们知道这个物体仍存在。

（2）评价皮亚杰的感觉运动阶段

皮亚杰开创了一种看待婴儿的新方法，他认为婴儿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感官体验和行为活动。然而，婴儿的认知世界并不像皮亚杰描绘的那样井然有序，皮亚杰对婴儿认知变化的一些解释也存在诸多争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有许多关于婴儿发展的研究使用了复杂的技术。许多研究表明，皮亚杰关于感觉运动阶段的观点需要修改（Johnson，2020a，b；Rachwani，Hoch & Adolph，2021）。

“是A，不是B的错误”（A-not-B error）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婴儿去到物体之前隐藏的地方，而非之后隐藏的地方的倾向。大一点的婴儿不太可能犯这个错误，因为他们掌握的客体永久性的概念更完整。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是A，不是B的错误”并不会始终如一地出现（MacNeill & others，2018；Sophian，1985）。证据表明，这个错误对在B点隐藏物体和婴儿试图找到它之间的延迟很敏感（Diamond，1985）。因此，“是A，不是B的错误”可能是由于记忆错误造成的。另一个解释是婴儿倾向于重复先前的动作行为（Clearfield & others，2006）。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婴儿在5个月时的注意力与在10个月时的“是A，不是B的错误”表现息息相关，也与婴儿期的执行功能和6岁时的阅读能力关系紧密（Blankenship & others，2019）。

也有研究表明，婴儿在很小的时候就发展出了理解世界如何运转的能力（Marshall & Meltzoff，2020）。许多理论家，如埃莉诺·吉布森（1989）和伊丽莎白·斯皮尔克（2011，2017）得出结论，在生命早期，婴儿的知觉能力就已经得到高度发展。例如，统合知觉的发展时间比皮亚杰预测的年龄要早得多（Spelke & Owsley，1979）。

客体永久性的发展时间也早于皮亚杰预估的年龄。在他看来，客体永久性直到婴儿8~9个月大时才发展出来。然而，勒妮·贝亚尔容（Renee Baillargeon，2004，2016）的研究表明，3~4个月大的婴儿能够推测物体是实质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其他物体不能穿过它们）和永久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当它们被隐藏时，它们依然存在）。

如今，研究者认为，可能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婴儿便能将物体视为有界限的、独立的、固定的，并能将其从背景中分离出来，这个时间一定是在出生后3~4个月之前，大大早于皮亚杰设想的时间。年纪较小的婴儿仍然需要学习很多关于客体的知识，但是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既稳定又有序（Adolph，2021；Soska & others，2020）。

天性和教养，究竟哪个在婴儿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伊丽莎白·斯皮尔克（Elizabeth Spelke，2011，2016，2017）明确强调天性的重要性。斯皮尔克支持核心知识取向（core knowledge approach），该取向认为婴儿天生具有特定领域的知识系统。在这些知识系统中，有涉及空间、数感、客体永久性和语言的系统。受进化的强烈影响，核心知识已被“预先连接”，以允许婴儿理解他们的世界（Strickland & Chemla，2018）。斯皮尔克总结道，毕竟，如果婴儿没有带着核心知识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怎么可能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呢？在核心知识取向中，“预先连接”的核心知识使婴儿形成了更成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发展基础。核心知识取向认为，皮亚杰大大低估了婴儿的能力，尤其是婴儿的认知能力（Spelke，2016）。

研究人员也探索了还不会说话的婴儿是否可能有一种内在的、先天的道德感（Scott，Roby &Baillargeon，2021；Van de Vondervoort & Hamlin，2018）。在这项研究中，在视觉引导下，4个月大的婴儿更有可能向充当助人者的木偶伸手（如帮助他人爬山、帮助打开盒子或归还小球），而不是向阻碍他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木偶伸手（Hamlin，2013，2014；Hamlin & Sitch，2021）。

婴儿期出现的道德感是先天的，这一观点可能令人质疑（Carpendale & Hammond，2016）。有人认为，道德感可能是在婴儿早期与他人的互动中出现的，并在后来因语言和反思性思维经历而发生转变。

英国发展心理学家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2008）对核心知识取向进行了批判。约翰逊说，在斯皮尔克的研究中，他所评估的婴儿已经积累了数百甚至数千小时的经验来理解世界是什么，这为环境在婴儿认知发展中发挥作用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Highfield，2008）。根据约翰逊（2008）的说法，婴儿很可能带着“软偏见”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感知和关注环境的不同方面，用特定的方式了解世界。还有一个主要的批评是，先天论者完全忽视了婴儿在世界中的社会融入，而只关注婴儿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对环境视而不见（de Haan & Johnson，2016；Hakuno & others，2018）。回想一下“生命的开始”一章中的另一个主要批评——思维模块论没有充分认识到大脑不同区域的广泛联系。

总之，许多研究者认为，皮亚杰并没有足够具体地说明婴儿是如何学会认识世界的，并且婴儿（尤其是年纪较小的婴儿）比皮亚杰想象的更有竞争力（Oakes，2021）。随着这些研究人员研究了婴儿学习的具体方式，婴儿认知领域变得非常专业化。许多研究人员在研究不同的问题，但没有一个通用的理论能够对所有不同的发现进行解释。他们的理论通常是局部理论，专注于特定的研究问题，而不是像皮亚杰（Kuhn，1998）所提出的理论那样宏大。婴儿认知研究中的统一主题是更准确地理解认知的发展变化是如何实现的，考虑天性和教养两大因素，并研究大脑在认知发展中的作用（Richards & Conte，2021）。探索大脑、认知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是新兴的发展认知神经科学（development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领域的焦点（Bell & Broomell，2020；Fox & others，2021）。

3.4.2 学习、记忆和概念化

在“引论”一章中，我们介绍了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以及信息加工理论。这些理论强调，认知发展并不像皮亚杰所提出的那样是分阶段的，而是逐步进行的（Richards & Conte，2021）。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探索婴儿是如何学习、记忆和概念化的。

1.条件反射

我们已经讨论了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行为后果会影响该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婴儿可以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来学习：如果婴儿的行为伴随有益的刺激，这种行为很可能会重复出现。

操作性条件反射可以帮助研究人员确定婴儿的感知（Rovee Collier & Barr，2010）。例如，当吮吸行为伴随着视觉显示、音乐或人声时，婴儿会更快地吮吸乳头（Rovee-Collier，2008）。

卡罗琳·罗威–科利尔（Carolyn Rovee-Collier，1987）证明了婴儿可以从条件反射的经验中保留信息。在一个典型的实验中，罗威–科利尔将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放在一个精心制作的手机下的婴儿床中（见图3.12）。然后，她将丝带的一端系在婴儿的脚踝上，另一端系在手机上。随后，她观察到婴儿踢腿并使手机移动。在这个实验中，手机移动是强化刺激（增加婴儿的踢腿行为）。几周后，婴儿被放回婴儿床上，但他的脚没有和手机连接在一起。婴儿仍然会踢腿，这表明他已经保留了一个信息，即如果自己踢腿，手机就会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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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罗威-科利尔在婴儿记忆研究中使用的技术

在罗威-科利尔的实验中，操作性条件反射证明两个月大的婴儿可以从条件反射的经验中保留信息。在罗威-科利尔的实验中，婴儿回忆起了什么呢？

2.注意力

注意力（attention），即将精神资源集中在选择信息上，改善了许多任务的认知加工效率（Bell & Broomell，2021）。甚至连新生儿也能察觉到一个物体的轮廓，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较大的婴儿能更细致地观看（Burack & others，2020）。4个月大时，婴儿可以有选择地注意一个物体。一项纵向研究发现，信息加工效率更高的5个月大的婴儿在学前阶段具有更好的高级认知能力（Cuevas & Bell，2014）。

与注意力密切相关的是习惯化和去习惯化的过程，我们在本章前半部分讨论过（de Paepe，de Williams & Crombez，2019）。婴儿的注意力受新奇感和习惯的强烈支配（Monroy & others，2019b）。当一个物体变得熟悉时，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变得短暂，婴儿更容易分心（Kavsek，2013）。

在婴儿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另一个方面的注意力是联合注意（joint attention），即个体与他人共同专注于同一物体或事件（Piazza & others，2020）。联合注意需要：（a）追踪对方行为的能力，如跟随某人的目光；（b）一个人引导另一个人的注意力；（c）相互作用。在早期，联合注意通常涉及照料者用手指或语言来引导婴儿的注意力。联合注意的新形式出现在婴儿7~8个月大的时候，但是直到婴儿10~11个月大的时候联合注意才变得常见（Meltzoff & Brooks，2009）。到婴儿一岁时，他们已经开始将成年人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感兴趣的物体（Heimann & others，2006）。此外，一项研究表明，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以及语言延迟的儿童从12个月大开始，联合注意的启动就受到了损害（Franchini & others，2019）。

联合注意在婴儿发展的许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婴儿向他人学习的能力（Boyer，Harding & Bertenthal，2020）。这一点在观察婴儿学习语言时，以及在照料者和婴儿之间的交流中表现得最为显而易见（Mason-Apps & others，2018）。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婴儿9个月大时的联合注意能力与12个月和15个月大时的词汇量关系密切（Yu，Suanda & Smith，2019）。研究人员发现，联合注意与更好的持续注意力（Yu & Smith，2017）、记忆力（Kopp &Lindenberger，2011）、自我调节能力（Van Hecke & others，2012）和执行能力（Gueron-Sela &others，2018）密切相关。此外，一项眼动追踪研究发现，在响应他人发起的联合注意和发起联合注意方面表现出缺陷的10~18个月大的婴儿，后来被诊断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Nystrom & others，2019）。

3.模仿

婴儿发展研究人员安德鲁·梅尔佐夫（Andrew Meltzoff）和他的同事（Meltzoff & others，2018a，b，2019）对婴儿的模仿能力进行了大量研究。梅尔佐夫认为婴儿的模仿能力是有生物学基础的，因为婴儿在出生后的前几天内就能模仿面部表情。梅尔佐夫（2017）还强调，婴儿的模仿告诉了我们他们在对社会事件进行加工，这有助于快速的社会学习。他还强调，婴儿的模仿能力不像是一种本能反应，它涉及灵活性和适应性。在梅尔佐夫对婴儿在出生后72小时内的观察中，婴儿逐渐表现出对成年人面部表情的更完整的模仿，例如伸出舌头或张大嘴巴（见图3.13）。


[image: ]

图3.13 婴儿模仿

婴儿发展研究人员安德鲁·梅尔佐夫伸出舌头，试图让婴儿模仿他的行为。

梅尔佐夫关于模仿的发现与皮亚杰对婴儿能力的描述相比如何呢？

梅尔佐夫（Meltzoff & others，2018a，b，2019）得出结论，婴儿不会盲目模仿他们看到的一切，经常会犯创造性错误。他还认为，从出生开始，通过观察进行学习和通过行动进行学习之间能够相互作用（皮亚杰强调通过行动进行学习）。

并非所有的婴儿发展专家都认同梅尔佐夫的结论，即新生儿能够模仿。有人说，这些婴儿只是对刺激做出了自动反应。

梅尔佐夫（2011）还研究了延迟模仿（deferred imitation），即发生在给出刺激几小时或几天后的模仿。皮亚杰认为，延迟模仿直到18个月左右才会出现。梅尔佐夫的研究表明，它发生的时间要早得多。在一项研究中，梅尔佐夫（1988）证明了9个月大的婴儿可以模仿他们在24小时前看到的动作，例如按下盒子里的一个会发出哔哔声的凹进去的按钮。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基于研究你会提供给父母哪些信息来解释联合注意的概念及其重要性呢？

4.记忆

梅尔佐夫对延迟模仿的研究表明，婴儿有另一种重要的认知能力——记忆（memory），这涉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信息的保留。有时信息只保留几秒钟，有时会保留一辈子。婴儿能记住什么事情、什么时刻呢？

一些研究人员，如罗威–科利尔（2008）得出结论，2~6个月大的婴儿可以记住1.5~2岁时的一些经历。然而，批判者，如婴儿认知方面的权威专家珍·曼德勒（Jean Mandler，2000）认为，罗威–科利尔实验中的婴儿只表现出内隐记忆。

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是指无须意识参与的记忆，即对自动化执行的技能和程序性操作的记忆。相比之下，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是指对事实和经历的有意识记忆。

当人们想到记忆时，他们通常想到的是外显记忆。大多数研究人员发现，婴儿直到出生后第一年的下半年才会表现出外显记忆（Bauer，2018）。婴儿的外显记忆能力在生命的第二年显著提升（Bauer，2018）。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婴儿在出生后第二年被评估了多次（Bauer & others，2000）。年龄较大的婴儿比年龄较小的婴儿拥有更准确的记忆，并且需要更少的提示来阐述他们的记忆。图3.14总结了不同年龄的婴儿能够记住信息的时间长短（Bauer，2009）。研究人员已经证明6个月大的婴儿可以记住24小时前的信息，而20个月大的婴儿可以记住12个月前接收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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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与年龄相关的记忆持续时间的变化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记忆的另一个方面。你还记得你的三岁生日聚会吗？大概不会记得了。大多数成年人对他们生命中前三年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现象被称为婴儿或儿童健忘症。成年人能够说出的关于他们2岁或3岁时生活的少数记忆基本上都是粗略的（Fivush，2011；Riggins，2012）。

帕翠西娅·鲍尔（Patricia Bauer）和她的同事们（Bauer，2018；Bauer & Larkina，2016；Pathman，Doydum & Bauer，2013）研究了婴儿或儿童健忘症是何时开始产生的。在一项研究中，在儿童9岁之前，研究人员定期评估儿童对3岁时发生的事件的记忆（Bauer & Larkina，2014）。到8~9岁时，儿童对3岁时发生的事件的记忆开始明显消退。此外，在一项从1.5岁到16岁的纵向研究中，随着青少年从12岁逐渐成长到16岁，有最初记忆的年龄从40个月增加到52个月（Reese & Robertson，2019）。这项研究表明，有最初记忆的年龄的个体差异与母亲参与精细回忆的程度息息相关。

婴儿或儿童健忘症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呢？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难以回忆起婴儿期和童年期的事件的一个原因是，在这些年里，大脑的前额叶不成熟，而大脑的这个区域被认为在存储事件记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auer，2018）。

总之，大多数婴儿的有意识记忆似乎相当脆弱且短暂，尽管他们对感知运动动作的内隐记忆可能是实质性的（Bauer，2018；Hayne & Herbert，2021）。到出生后第二年末，长时记忆会更加可靠（Bauer，2018）。

5.概念形成与分类

与注意力、模仿和记忆一样，概念是婴儿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方面（Oakes，2021）。概念（concepts）是对相似的物体、事件、人或观点进行的认知组合。没有概念，你会认为每个物体和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做出任何概括。

婴儿有概念吗？有，这是千真万确的，尽管我们不知道早期概念的形成是如何开始的（Quinn &Bhatt，2015）。在本章前面描述的习惯化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3个月大的婴儿就可以将具有相似外观的物体归为一组（Quinn & others，2013）。这项研究的基础是婴儿更有可能看一个新奇的物体，而不是熟悉的物体。

珍·曼德勒（2009）认为，这些早期的分类最好被描述为知觉分类（perceptual categorization）。也就是说，分类基于对客体特征的相似感知，例如大小、颜色和移动方式，以及客体的部分（例如动物的腿）。曼德勒（2004）的结论是，直到出生后7~9个月，婴儿才能形成概念类别，而不仅仅是在不同类别之间进行感知辨别。在一项针对9~11个月的婴儿的研究中，婴儿将鸟归类为动物，将飞机归类为交通工具，即使物体（飞机和张开翅膀的鸟类）在感知上是大同小异的（Mandler &McDonough，1993）。

婴儿除了根据外部感知特征（如形状、颜色和某些部分）对客体进行分类，他们还可能根据原型或平均值对客体进行分类，这些原型或平均值是他们从项目的结构规则中提取的（Quinn &Bhatt，2015）。

分类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在生命的第二年（Booth，2006）。许多婴儿的“第一概念”在本质上是广泛的、整体性的，比如“动物”或“室内物品”。渐渐地，在生命最初的两年里，这些宽泛的概念逐渐分化，比如“陆地动物”，然后是“狗”；或者“家具”，然后是“椅子”（Mandler，2009）。

学习将事物分类——理解是什么让一种东西成为一种东西而不是另一种东西，比如是什么让一只鸟成为一只鸟，或者是什么让一条鱼成为一条鱼——是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Oakes，2021；Quinn，2016）。正如婴儿发展研究者艾莉森·戈普尼克（Alison Gopnik，2010）所指出的：“如果你能把世界分成正确的类别——把东西放在正确的盒子里——那么你对世界的理解就有了长足进步。”

总之，婴儿在加工信息方面的进步——通过注意、模仿、记忆和概念形成实现——是多样性的，是循序渐进的，是可以忽略阶段性的，并且比早期理论家所设想的发生得更早（Bell & Broomell，2021；Hayne & Herbert，2021；Meltzoff & others，2019；Oakes，2021）。作为婴儿研究领域的领头羊，珍·曼德勒（2004）总结说，“人类婴儿在学习的内容及其表现方式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和复杂性”。

3.5 语言发展

1799年，法国阿韦龙镇的村民看到一个裸体男孩在树林中奔跑，并抓住了他。他被称为“阿韦龙的野男孩”，大约11岁，独自在森林里生活了6年（Lane，1976）。人们找到他时，他没有努力去沟通，也没有学会有效地沟通。

可悲的是，另一个“野孩子”于1970年在洛杉矶被发现。尽管进行了密集的干预，这个被研究人员取名为“精灵”（Genie）的孩子还是只学会了一种原始形式的语言。这两个案例——“阿韦龙的野男孩”和“精灵”——都涉及关于语言的生物学和环境两种决定因素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本节的后半部分进行探讨。首先，我们需要定义语言。

3.5.1 定义语言

语言（language）是一种基于符号系统的交流形式，包括口语、书面语和手语。语言由一个群体所使用的词汇以及变化和组合这些词汇的规则组成。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规则和无限生成性（Abraham，2020）。规则描述了语言的工作方式。无限生成性（infinite generativity）是指使用有限的词汇和规则产生和理解无限数量的有意义的句子的能力。

想想语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多么重要。我们需要语言来与他人交流、阅读和写作。我们的语言使我们能够详细地描述过去的事件并为未来做计划。语言让我们将信息代代相传，创造丰富的文化遗产。语言学习包括理解声音系统（或针对聋人的符号系统），认知客观世界中的物体、动作及事件，以及了解单词和语法等语言单位如何连接声音和世界（Lopez，2020；Vihman，2020）。

3.5.2 语言如何发展

无论世界各地的婴儿学习哪种语言，他们都遵循如出一辙的语言发展模式。语言发展的一些关键标识性成就是什么呢？

1.咿呀学语和姿势

婴儿从出生开始就积极地发出声音。这些早期交流的目的是吸引注意力（Choi & others，2020）。婴儿的声音和姿势在第一年里会经历以下发展过程。

● 啼哭。婴儿甚至在出生时就会哭。啼哭可以发出痛苦的信号，但是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不同类型的啼哭可以发出截然不同的信号。

● 咕咕叫。婴儿大约在2~4个月的时候开始咕咕叫。咕咕声是喉咙后部发出的声音，通常在与照料者互动时表达快乐。

● 咿呀学语。在出生后第一年的中期，婴儿咿呀学语——也就是说，他们会发出一连串由辅音、元音组合形成的声音，如“巴，巴，巴，巴”（Lee & others，2018）。一项研究表明，咿呀学语的出现时间能够预测婴儿何时会说第一句话（McGillion & others，2017）。此外，另一项研究显示，婴儿缺乏咿呀学语的表现与未来出现发音和语言问题的风险关系紧密（Lohmander & others，2017）。还有研究证明，婴儿的咿呀学语会影响照料者的行为，创造社会互动，促进他们自己的语言发展（Casillas，Brown & Levinson，2020）。

● 姿势。婴儿大约在8~12个月时开始使用姿势，如展示和指向（Goldin-Meadow，2017）。他们可能会挥手说再见，点头表示“好的”，并指向一个空杯子要求再来点牛奶。为什么像指向这样的姿势会促进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呢？因为照料者会经常和他们谈论他们所指向的东西。此外，婴儿所说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他们以前指过的东西。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基于研究你可以给父母提供哪些例子来说明缺乏咿呀学语或使用姿势的表现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问题呢？

缺乏指向是婴儿沟通系统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Fenlon & others，2019）。例如，许多孤独症儿童的特点都是不会用手指向。一项研究显示，高风险孤独症婴儿比低风险孤独症婴儿更少使用姿势（Choi & others，2020）。

2.识别语言声音

早在婴儿开始学习单词之前，他们就能对一种语言的发音进行细致入微的区分。在帕翠西娅·库尔（Patricia Kuhl，2011，2015）的研究中，来自世界各地语言的音素（语言的基本声音单位）通过扬声器传输给婴儿听（见图3.15）。一个装有玩具熊的盒子放在婴儿能看到的地方。先播放一串相同的音节，然后改变音节（例如，先是“巴巴巴巴”，然后是“啪啪啪啪”），如果婴儿在音节变化时转头，盒子就会亮起来，熊会跳舞和打鼓，作为对婴儿注意到变化的奖赏。

库尔的研究表明，从出生到大约6个月，婴儿是“世界公民”：无论音节来自什么语言，他们大多数时候都能分辨出声音在何时发生了变化。但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婴儿会更好地感知他们“自己”的语言（父母说的语言）的声音变化，并逐渐丧失识别自己语言中不重要的差异的能力（Kuhl，2011，2015）。之后，库尔（2015）发现，婴儿的大脑最容易学习母语声音的年龄对元音而言开始于出生后6个月，对辅音而言开始于出生后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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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从通用语言的学习者到特定语言的听众

在帕翠西娅·库尔的研究实验室里，婴儿听具有重复音节的录音。当音节改变时，婴儿很快会看向熊。使用这种技术，库尔证明了婴儿在6个月大之前是通用语言的学习者，而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们会成为特定语言的听众。

库尔的研究是否支持天性或教养是语言习得的来源这一观点呢？

此外，在出生后第一年的下半年，婴儿开始将他们遇到的连续语音流分割成单词（Ota & Skarabela，2018）。最初，他们可能依赖于统计信息，如音素和音节的共现模式，这使他们能够提取潜在的单词形式（Arnon，2020）。例如，发现“br”更经常出现在单词的开头，而“nt”更常见于单词的结尾，这有助于婴儿识别单词的边界。随着婴儿从他们听到的语音流中提取到越来越多的潜在单词形式，他们开始将这些与他们世界中具体的、感知上可用的客体相关联（Saffran & Kirkham，2018）。例如，婴儿可能会检测到口语单词“monkey”在他们看到猴子时会规律性地出现，但在看到其他动物（如熊）时则不会（Pace & amp；others，2016）。

理查德·阿斯林（Richard Aslin，2017）强调，统计式学习——不涉及指导、强化或反馈——是婴儿发展中一种强大的学习机制。在统计式学习中，婴儿仅通过接触世界上的统计规律就快速学习了这些规律（Levine & others，2019；Monroy & others，2019a）。阿斯林（2020）得出结论，除了从连续语音流中进行单词分割，统计式学习在其他领域也被发现，如音乐音调、语音类别、视觉形状序列、运动反应序列以及复杂视觉场景中客体部分的组合。

3.第一批词汇

婴儿在产生或说出单词之前就能理解它们（Levine，Hirsh-Pasek & Golinkoff，2021）。例如，早在5个月大的时候，许多婴儿就能识别自己的名字。然而，婴儿说出第一个口语词是每个父母都热切期待出现的标志性事件，通常这个事件直到婴儿10~15个月大时才会出现，平均在约13个月大时出现。然而，早在婴儿说出他们的第一批词汇之前，他们就已经能和父母交流了——通常是通过姿势和使用他们自己的特殊声音。

第一批词汇的出现是以上交流过程的自然延续。因此，在婴儿期，接受性词汇（receptive vocabulary，儿童理解的词汇）大大多于口语或表达性词汇（spoken or expressive vocabulary，儿童使用的词汇）（Vihman，2019）。

婴儿所说的第一批词汇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达达）、熟悉的动物（小猫）、车辆（汽车）、玩具（球）、食物（牛奶）、身体部位（眼睛）、服饰（帽子）、家居用品（时钟）以及问候用语（再见）。婴儿经常用同一个词汇表达截然不同的意图，所以“曲奇饼”可能意味着“那是一个曲奇饼”或“我想要一个曲奇饼”。名词更容易学习，因为这一类的大多数单词比其他类型的单词更容易被感知（Parish-Morris，Golinkoff & Hirsh-Pasek，2013）。想想看，名词“汽车”比动词“去”更具体、更容易想象，所以“汽车”这个词比“去”这个词更容易被婴儿习得。

如前所述，婴儿理解他们的第一批词汇比他们说这些词汇更早。平均来说，婴儿在13个月大的时候能理解大约50个单词，但是他们要在约18个月大时才能说那么多单词。因此，在婴儿期，接受性词汇远多于口语词汇（Levine，Hirsh-Pasek & Golinkoff，2021）。一项研究显示，6个月大的婴儿能够理解表示身体部位的单词，如“手”和“脚”，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不会说这些单词（Tincoff & Jusczyk，2012）。

一旦说出第一批词汇，婴儿的口语词汇量就会迅速增加（Chow & others，2019）。18个月大的婴儿平均能说50个单词，而2岁的婴儿能说200个单词。这种大约在18个月大时开始的词汇量的快速增长现象被称为词汇爆炸（vocabulary spurt）（Bloom，Lifter & Broughton，1985）。

就像婴儿说出第一个单词的时间一样，词汇爆炸出现的时间也是千差万别的（Dale & Goodman，2004）。图3.16显示了14名婴儿的两个语言发展的里程碑出现的时间范围。平均来说，这些婴儿在13个月大的时候会说第一个单词，在19个月大的时候出现词汇爆炸。然而，每个婴儿说第一个单词的年龄从10个月到17个月不等，而他们出现词汇爆炸的年龄从13个月到25个月不等。此外，词汇爆炸实际上还涉及单词学习速度的增加。也就是说，在早期，婴儿每隔几天学习几个单词，在后来，婴儿每天学习几个单词，最终每天学会很多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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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语言发展的里程碑出现时间的不同

这些语言发展的里程碑在出现时间上的不同有哪些可能的解释呢？

早期的词汇发展能预测后期的语言发展吗？一项研究发现，16~24个月大的婴儿的词汇发展与词汇、音韵意识、阅读准确性和5年后的阅读理解能力密不可分（Duff & others，2015）。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婴儿23个月大时的词汇理解能力与36个月大时的语言技能（例如，语素知识和对正确句子的识别）密切相关（Friend & others，2019）。另一项研究显示，婴儿21个月大时学习新单词的能力与7~10岁时的接受性词汇量有关（Rajan & others，2019）。

4.双词句

婴儿在18~24个月大时，通常会说双词句。为了用两个词来表达意思，婴儿非常依赖姿势、语气和语境。婴儿可以用双词句来表达丰富多彩的含义（Slobin，1972），比如：识别——“看小狗”，定位——“书那里”，重复——“更多牛奶”，否定——“不是狼”，占有——“我的糖果”，归属——“大汽车”，以及提问——“球在哪？”这些例子来自母语是英语、德语、俄语、芬兰语、土耳其语或萨摩亚语的婴儿。

请注意，双词句省略了言语中的一些部分，非常简洁明了。事实上，在每一种语言中，儿童使用的第一个词汇组合都具有这种简练的特点，它们是“电报式”的。电报句（telegraphic speech）通常使用简短、精确的单词，没有语法标记，如冠词、助动词和其他连接词。电报句不限于两个词，如“妈咪给冰淇淋”和“妈咪给托米冰淇淋”都是电报句。

3.5.3 生物特性和环境影响

我们已经讨论了婴儿期的一些语言发展的里程碑，图3.17总结了婴儿通常达到这些里程碑的年龄。但是是什么促成了这种惊人的发展呢？每个以某种方式使用语言的人都“知道”它的规则，并有能力创造无限数量的词汇和句子。这些知识从何而来？这是生物特性的产物，还是后天语言习得和经验影响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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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婴儿期语言发展的里程碑

尽管婴儿接受的语言输入千差万别，但在世界各地，他们在学习说话时遵循如出一辙的路径。

1.生物特性影响

想要发展说话和理解语言的能力需要一定的发声器官以及具有特定能力的神经系统。人类祖先的神经系统和发声器官在数十万或数百万年间发生了变化。随着神经系统和发声结构的进步，智人不再和其他动物一样叫，而是发展出了语言（Prieur & others，2020）。尽管说法各不相同，但许多专家认为，人类大约在10万年前习得了语言，从进化时间上来看，这是一种近期的习得。它给人类带来了超越其他动物的巨大优势，增加了人类生存的机会（Bretas，Yamazaki & Iriki，2020）。

一些语言学者认为，世界各地的儿童习得语言的方式存在显而易见的相似性，这有力地证明了语言具有生物学基础。有证据表明，大脑有特定的区域负责语言（Spalek & Oganian，2019）。在对脑损伤个体的研究中，首次发现了两个与语言有关的区域：布罗卡区，这是大脑左额叶中一个参与产生词汇的区域（Sakreida & others，2019）；韦尼克区，这是大脑左半球中一个参与语言理解的区域（Sreedharan &others，2020）。这两个区域中的任何一个受损都会导致失语症，即语言加工能力的丧失或受损。布罗卡区受损的人说话有困难，但可以理解别人说的话；韦尼克区受损的人理解能力差，经常说流利但无意义的话。

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57）提出，人类在生物学上有在特定时间以特定方式学习语言的“预先连接线”。他说，儿童生来就带有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这是一种生物天赋，使儿童能够察觉语言的各种特征和规则。举例来说，儿童天生就具有察觉语言声音的能力，并能遵循语言规则，比如，遵循形成复数和提问的规则。

乔姆斯基提出的LAD是一种理论构想，而不是大脑的物理组成部分。有证据证明LAD的存在吗？ LAD概念的支持者引用了跨语言和文化的语言发展的里程碑的一致性、儿童即使在没有规范输入的情况下也能创造语言，以及语言的生物学基础的重要性等证据。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批评者认为即使婴儿有类似LAD的东西，这个理论也不能解释语言习得的整个过程。

2.环境影响

语言不是在“真空”的社会环境中习得的。大多数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沉浸在语言环境中。照料者和教育者的支持和参与极大地促进了儿童的语言学习（Bredekamp，2020；Gunning，2020）。一项研究显示，在16个月大时听到更多照料者谈话的足月儿和早产儿，在18个月大时都具有更好的语言技能（接受性和表达性语言、语言理解）（Adams & others，2018）。此外，一项研究表明，18~24个月的对话轮数与10年后的接受性和表达性词汇发展关系紧密（Gilkerson & others，2018）。

研究人员记录了早期语言输入和贫困对儿童语言技能发展的重要影响。贝蒂·哈特（Betty Hart）和托德·里斯利（Todd Risley，1995）观察了父母是专业人士的儿童和父母接受公共援助的儿童的语言环境。与在职场的父母相比，靠公共援助生活的父母很少和他们的孩子说话，很少谈论过去的事情，也很少提供详细的说明。在职场的父母的孩子在36个月大时比靠公共援助生活的父母的孩子有更大的词汇量。不过，请记住，个体差异是语言发展的特征，并且一些靠公共援助生活的父母确实花了不计其数的时间与孩子交流。此外，一项对说英语的学前儿童的研究表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语言加工能力较差，词汇量小，句法缺陷较少（Levine & others，2020）。另一项研究显示，生活在极端贫困地区的儿童的词汇量小，阅读理解水平要低得多（Lervag & others，2019）。

鉴于社会互动对婴儿有效学习语言的重要性，他们是否能通过电视和视频有效学习语言呢？研究人员发现，婴幼儿不能有效地从电视或视频中学习语言（语音或单词）（Kuhl，2007；Roseberry &others，2009）。事实上，一项针对学步儿的研究发现，频繁看电视会增加语言发育迟缓的风险（Lin & others，2015）。因此，仅仅听到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婴儿似乎完全投入这种体验。

与他人交流对语言技能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儿科学会（2016）指出，有证据表明，在婴儿15个月大至2岁期间，父母与婴儿一起观看教育视频，并与婴儿交流正在观看的内容，这种互动有利于婴儿的发展。这表明，当父母像对待绘本一样对待教育视频或应用程序时，婴儿可以从中受益。然而，研究人员仍然建议18个月以下的婴儿不要单独观看视频。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用何种研究发现来说服一个流动图书馆去贫困地区访问呢？

婴儿语言环境的一个颇为有趣的组成部分是儿童指向语言（child-directed speech，也称“父母语”），这是一种用简单的单词和句子以比平时更高的音调、更慢的速度和夸张的语调说出的语言（Conica，Nixon & Quigley，2020）。当没有婴儿在场时，大多数成年人很难使用针对儿童的语言。然而，一旦成年人开始和婴儿说话，他们通常会使用儿童指向语言。甚至4岁的孩子对2岁的孩子说话也比他们对4岁的朋友说话简单。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儿童指向语言具有重要的功能，可以吸引婴儿的注意力，维持婴儿和照料者之间的交流和社会互动，并通过强调儿童和成年人的语言之间的差异，向婴儿提供关于他们的母语的信息（Golinkoff & others，2015）。在一项研究中，父母对6~10个月大的婴儿进行教导，包括使用儿童指向语言、进行来回互动、采用自己的讲话风格，这些方式改善了婴儿的语言结果，使婴儿在14个月大时咿呀学语的水平更高，有更大的词汇量（Ferjan Ramirez & others，2019）。另一项研究显示，在与11~14个月大的婴儿一对一对话的社交情景下使用儿童指向语言，与西班牙语/英语双语婴儿在2岁时进行跨语言学习和掌握的每种语言的表达性词汇量密不可分（Ramirez-Esparza，Garcia-Sierra & Kuhl，2017）。

大多数关于儿童指向语言的研究都涉及母亲，但在几个北美城市和南太平洋坦纳岛上的一个小区域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这两种情景下，父亲都对婴儿使用儿童指向语言（Broesch & Bryant，2018）。

成年人也经常使用儿童指向语言之外的策略来提高儿童的语言习得能力，包括重述、扩展和标记。当一个成年人改述孩子说过的用词不恰当的或包含其他错误的话时，重述（Recasting）就会发生。成年人以完全合乎语法的句子形式重述孩子不成熟的话语。例如，当一个2岁的孩子说“狗叫”（“Dog bark”），成年人可以回应说“噢，你听到狗在叫”（“Oh，you heard the dog barking”）。成年人的句子可以表示自己听到了孩子的话，同时也加上了孩子话语中缺少的结构。扩展（expanding）是给孩子不完整的语言添加信息。比如一个孩子说“狗狗吃东西”（“Doggie eat”），父母回应“是的，狗狗在吃它自己盘子里的食物”（“Yes，the dog is eating his food out of his special dish”）。标记（labeling）是给孩子感兴趣的东西命名。孩子通常被要求说出物品的名称。罗杰·布朗（Roger Brown，1958）称之为“原始的文字游戏”。然而，孩子们想知道的不仅仅是物品的名称，他们也经常想要了解关于物品的信息。

父母在有意义的对话中会自然而然地使用这些策略。父母不会也不应该用任何刻意的方法教孩子说话，即使是对语言学习缓慢的孩子。当父母引导孩子发现语言而不是让他们超负荷学习语言时，孩子通常会受益；“为了引导而跟随”有助于孩子学习语言。如果孩子们没有准备好接收一些信息，他们很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转过身去。因此，给孩子更多的信息并不总是更好。

当成年人给婴儿、学步儿和年幼的儿童阅读书籍时，他们会受益无穷，这一过程被称为分享阅读（Thompson，2020）。一项研究显示，每天让14~24个月大的儿童阅读与儿童36个月大时的语言和认知发展水平正相关（Raikes & others，2006）。此外，一项元分析得出结论，绘本分享阅读与儿童掌握更好的表达性和接受性语言有关（Dowdall & others，2020）。另一项近期的研究显示，父母在孩子1~2.5岁时参与亲子阅读互动越多，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接受性词汇、阅读理解和阅读动机方面的语言发展就越领先（Demir-Lira& others，2019）。

父母有哪些促进孩子语言发展的有效方法呢？有效方法如下（Baron，1992；Galinsky，2010；Golinkoff and Hirsh-Pasek，2000）。

● 成为积极的对话伙伴，主动与孩子对话。

● 在进行日常活动时，边进行边给孩子讲述。例如，谈论你将如何把他放在高脚椅上吃午饭，并问他想吃什么等。

● 放慢语速，不要担心当你和孩子说话时，其他大人听起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放慢语速会帮助孩子在声音的海洋中发现词汇。

● 使用“父母表情”和“父母姿势”，并说出你在看什么。当你想让孩子注意某个东西时，看着它，指着它，然后说出它的名字——比如，“看，亚历克斯，这是一架飞机”。

● 和孩子交谈时，要简单、具体、多重复。不要试图用抽象的、高水平的方式与孩子交谈，或者不要认为你必须一直说一些新的或不同的东西。经常使用熟悉的词汇会帮助孩子记住单词。

● 玩游戏。使用像躲猫猫和拍蛋糕等单词游戏来帮助孩子学习单词。

● 记得倾听。因为孩子说话通常又慢又费力，所以父母常常想给他们提供单词和想法，但你要耐心点，让他们慢慢表达自己。

● 扩展孩子的语言能力和视野。问一些需要用较多词汇来回答的问题，而不是问一些用“是”和“不是”就能回答的问题。积极地重复、扩展这些话语。你的孩子可能会说“爸爸”，你可以接着问“爸爸在哪里？”然后你可能会继续说“我们去找他吧”。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儿童心理学家，你会建议日托教师使用哪些技巧和方式来提高婴幼儿的语言发展水平呢？

3.5.4 相互作用观

如果语言习得仅仅依赖于生物特性，那么“阿韦龙的野男孩”和“精灵”（本章前面讨论过）应该可以毫无困难地与人交流。孩子的经历确实会影响语言习得（Morrow，2020）。但我们已经看到，语言习得也具有强大的生物学基础（Prieur & others，2020）。无论你和狗交流多少次，它都不能学会说话。与狗不同，儿童在生理上具备学习语言的能力（Devanna，Dediu & Vernes，2019）。全世界的儿童几乎在同一时间以一模一样的顺序迈向语言发展的里程碑。相互作用观强调生物特性和经验都有助于语言的发展。

生物特性和经验的相互作用可以在语言习得的变化中观察到。儿童习得语言的能力千差万别，这种差异不能完全用环境差异来解释（Sakreida & others，2019）。然而，几乎每个孩子都从与人交流的机会中受益匪浅。父母和老师能够提供丰富的语言环境的孩子表现出许多积极的结果（Levine，Hirsh-Pasek & Golinkoff，2021）。父母和老师关注孩子想说的话，扩展孩子的语言，鼓励他们读书，标记环境中的事物，这些做法即使不是有意识的，也都是有价值的（Morrow，2020；Thompson，2020）。



内容总结






婴儿期的身体发育




● 大多数发展遵循头尾原则和近远原则。

● 出生后第一年身体生长迅速，但第二年生长速度放缓。

● 出生后前两年大脑发育的特点是迅速变化。神经建构主义观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关于大脑发育的观点。

● 新生儿通常每天睡16~17小时。

● 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是一种婴儿停止呼吸（通常在夜间）并无明显原因突然死亡的状况。

● 婴儿每天每磅（约0.454千克）体重需要摄入大约50卡路里的热量。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母乳喂养比奶瓶喂养更有益。



运动发展




● 动力系统理论试图解释运动行为是如何由感知和动作组合起来的。这个理论强调经验在运动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感知和动作是耦合的。

● 反射——自发运动——会支配新生儿的行为。

● 关键的粗大运动技能（包括大肌肉活动）在婴儿期得以发展，包括对姿势和行走的控制。

● 精细运动技能涉及精细协调的运动。够物和抓握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重大的成就，这些技能在生命的前两年变得更加完善。



感觉和知觉发展




● 当信息与感觉接收器相互作用时，就会产生感觉。知觉是对感觉的解释。

● 吉布森夫妇提出生态学观点，认为知觉使人们接触环境、与环境互动并适应环境。

● 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婴儿的视力迅速发展。在吉布森和沃克的经典研究中，婴儿在6个月大时就有深度知觉。

● 胎儿在出生前几周就能听到声音，出生后不久，婴儿也能听到声音，但他们对音高的感知不如成年人。新生儿可以对触摸做出反应、感觉疼痛、辨别气味，在出生前就对味道敏感。

● 统合知觉的探索模式甚至在新生儿身上也存在。出生后一年，统合知觉变得更加敏锐。

● 在解释知觉发展时，强调天性者被称为先天论者，支持后天教养者被称为经验论者。过度强调经验是没有依据的。对知觉发展的完整描述包括天性、教养和不断发展的信息敏感性的影响。



认知发展




● 在皮亚杰的理论中，儿童会构建自己的认知世界，构建心理结构以适应世界。图式、同化和顺应、组织和平衡是皮亚杰理论中的关键过程。根据皮亚杰的观点，认知发展会经历四个不同的阶段。感觉运动阶段是皮亚杰四阶段理论中的第一个阶段，婴儿通过协调感官体验与身体、运动行为来构建对世界的理解。这个阶段从出生持续到大约2岁。感觉运动阶段的一个关键成就是客体永久性的获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根据研究提出了对皮亚杰观点的修正意见。

● 与皮亚杰观点不同的观点关注婴儿的操作条件反射、注意力、模仿、记忆和概念形成与分类。



语言发展




● 规则描述了语言的工作方式。语言的一个特征是无限生成性。

● 婴儿会达到一系列语言发展的里程碑，包括说出第一批词汇和双词句。

● 乔姆斯基认为，儿童生来就具有察觉语言的各种特征和规则的能力。然而，环境影响很重要，婴儿在生命早期就沉浸在语言环境中。

● 语言发展有多大程度由生物学基础决定，有多大程度取决于与他人的互动，这是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所有人都同意，生物学基础和相关经验都是不可或缺的。父母应该与婴儿广泛交流，特别是与婴儿交流他正在关注的东西。







第4章 婴儿期的社会情绪发展




本章纲要



情绪和人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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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发展






社会取向和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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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取向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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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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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保育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大流士和他的父亲

现在越来越多的父亲留在家里照顾孩子（Parke，Roisman & Rose，2019）。相关数据表明，7%的父亲在家工作，其中24%的父亲在家会照顾孩子（Livingston，2018）。研究人员发现，父亲积极与婴儿互动，结果会更好（Cowan & others，2019a，b）。以17个月大的大流士（Darius）为例。大流士的父亲是一名作家，他在工作日白天照顾大流士，而大流士的母亲是一名全职的景观设计师。父亲会尽心尽力照顾大流士。当他写作时，他让大流士待在他的旁边，花很多时间和他说话，偶尔也会和他一起玩耍。从他们的互动来看，很明显，他们真心喜欢对方的陪伴。

从上个月开始，大流士每周会有一天时间去儿童保育中心。他的父母在调研了许多儿童保育中心并咨询了老师和主任后，选择了其中一个儿童保育中心。父母把大流士放在儿童保育中心，这样他可以获得一些与同伴相处的经验，他的父亲也可以有时间独处。

父亲也时常展望未来，想象大流士将参加少年棒球联盟比赛，并且自己能和大流士一起参与许多其他活动。父亲回忆起自己的父亲和自己在一起的时间是那么少，他努力确保大流士能和自己建立一种亲密无间的、长期陪伴的关系。

当大流士的母亲晚上回家时，她会花很多时间陪大流士。大流士安全地依恋着自己的父母。

你已经了解了婴儿是如何感知、学习和记忆的。婴儿也是拥有社会情绪的生物，能够表现情感，并主动与亲近的人进行社会互动。我们在这一章探讨的主要话题是情绪和人格发展、社会取向和依恋，以及有关家庭和儿童保育的社会环境。

4.1 情绪和人格发展

任何与婴儿相处过的人都能看出婴儿是有情绪的。婴儿不仅会表达情绪，而且他们的气质也千差万别。有些婴儿羞怯，有些婴儿外向；有些婴儿十分活跃，而有些婴儿则相当拘谨。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婴儿的情绪和人格发展。

4.1.1 情绪发展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情绪，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情绪是生活的色彩和音乐，也是把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那么，心理学家是如何对情绪进行界定和分类的呢？为什么情绪对发展很重要呢？在生命的前两年，情绪是如何发展的呢？

1.什么是情绪?

我们将情绪（emotion）定义为当个体处于对自己很重要的状态或互动中时所产生的感觉或情感。特别是在婴儿期，情绪在与他人沟通和行为组织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Dollar & Calkins，2019）。通过情绪，婴儿可以与他人交流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快乐、悲伤、感兴趣和恐惧等（Mitsven & others，2021）。在行为组织方面，当婴儿与他人互动时，情绪会影响他们的社会反应和适应行为（Thompson & Waters，2020）。

心理学家会以种类繁多的方式对广泛的情绪进行分类，但几乎所有的分类都会将情绪划分为积极（愉快）情绪或消极（不愉快）情绪（Millgram & Tamir，2020）。积极情绪包括幸福、快乐等，消极情绪包括焦虑、愤怒、内疚和悲伤等。

2.生物、认知和环境影响

情绪受到生物基础、认知过程和个人经历的影响（Goldsmith，2019；Kaywork，2020）。在生命早期发育的某些大脑区域（如脑干、海马体和杏仁核）会在悲伤、兴奋和愤怒等情绪的产生中发挥作用，甚至婴儿也会表现出这些情绪（Berridge，2019）。但是，正如我们在本章后面讨论的那样，婴儿是逐渐发展出调节情绪的能力的，而这种能力似乎与大脑前额叶皮质（可以对大脑的其他区域进行控制）的逐渐成熟密切相关（Bell & Broomell，2020）。

此外，认知过程，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会影响儿童的情绪发展（McCrae &Zarolia，2021）。对某一经历的注意会影响儿童的情绪反应。例如，能够从紧张的遭遇中转移注意力的儿童在环境中表现出较少的消极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焦虑也会越来越少（Crockenberg &Leerkes，2006）。

另外，随着年龄增长，儿童会发展出控制自己情绪的认知策略，并变得更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唤醒（Mitsven & others，2021；Nook & others，2020）。一项近期的研究显示，儿童在经历早期生活压力时，更多地采取抑制和脱离策略；而青少年在面对这种压力时，则更多采取应对策略（Johnson & others，2019）。

文化经历和关系会影响情绪发展（Liddell & Williams，2019）。情绪联结的互动为婴儿对父母的依恋提供了基础（Cao，Zhou & Leerkes，2020）。情绪发展和压力应对受到照料者是否虐待或忽视儿童以及照料者是否抑郁的影响（Wu & Feng，2020）。如果照料者对婴儿细心呵护，当婴儿紧张时，他们会在紧张性刺激中表现出更好的生物复原状态。

社会关系为各种情绪的发展提供了情境（Henderson，Burrows & Usher，2020）。当学步儿听到父母吵架时，他们通常会表现得痛苦，并抑制自己的玩耍行为。良好的家庭会让彼此开怀大笑，并可能使人产生一种轻松的情绪来化解冲突。

展现规则——控制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表达情绪的规则——并不通用。例如，研究人员发现，与非拉丁裔白人婴儿相比，东亚婴儿表现出的积极和消极情绪更少、更不强烈（Cole & Tan，2015）。在整个童年期，部分东亚父母鼓励孩子尽量隐藏情绪，而不是表达情绪（Cole，2016）。

3.早期情绪

婴儿出生后前六个月表达的情绪包括惊讶、感兴趣、喜悦、愤怒、悲伤、恐惧和厌恶。婴儿期出现的其他情绪包括嫉妒、共情、尴尬、骄傲、羞耻和内疚，其中大多数情绪第一次出现在出生后第二年。这些后期发展的情绪被称为自我意识情绪或他人意识情绪，因为它们涉及他人的情绪反应（Lewis，2007，2010，2015，2018，2020）。

一些研究婴儿社会情绪发展的专家，如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2010，2013）得出结论，婴儿大脑结构的不成熟会使婴儿不太可能在第一年体验到需要思考才可能产生的情绪，如内疚、骄傲、绝望、羞耻、移情和嫉妒。因此，凯根（2010）和约瑟夫·坎波斯（Joseph Campos，2009）都认为所谓的自我意识情绪直到一岁后才会出现。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越来越认同这一观点。

4.情绪表达与关系

情绪表达与婴儿的第一关系密切相关。婴儿交流情绪的能力使他们能与照料者互动，并开始在彼此之间建立情感纽带（Leerkes，Bailes & Augustine，2020）。不仅父母会改变自己的情绪表达来回应婴儿的情绪表达，婴儿也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表达来回应父母的情绪表达（Henderson，Burrows & Usher，2020；Reibero-Accioly & others，2020）。换句话说，这些互动是由双方共同调节的。由于这种调节，当一切顺利时，父母和婴儿之间的互动被描述为“相互的”或“同步的”（Dora & Baydar，2020）。敏感、反应灵敏的父母能帮助婴儿在情绪方面成长，无论婴儿是以痛苦还是快乐的方式做出反应（Gettler，2020）。例如，一项关于母婴互动的观察研究发现，母亲的敏感与婴儿低水平的恐惧密切相关（Gartstein，Hancock & Iverson，2018）。

啼哭（crying）和微笑是婴儿在与父母互动时表现出的两种情绪表达，是婴儿进行情绪交流的最初形式。啼哭是新生儿与外界交流的最重要的机制。一项研究表明，抑郁的母亲比非抑郁的母亲更少摇晃和触摸啼哭的婴儿（Esposito & others，2017）。哭声也可以提供新生儿中枢神经系统健康的信息。另一项研究发现，3个月大的婴儿过度哭闹会使其在5~6岁时出现行为、过度活跃和情绪问题的风险增加1倍（Smarius & others，2017）。

婴儿至少有以下三种类型的啼哭。

● 基本型啼哭（basic cry）：这是一种有节奏的模式，通常由一声啼哭开始，接着是短暂的沉默，随后是比主哭声音调略高的短哨声，然后是短暂休息，再进入下一声啼哭。一些专家认为，饥饿是引发基本型啼哭的原因之一。

● 愤怒型啼哭（anger cry）：这是基本型啼哭的一种变体，伴随着更多多余的空气被迫通过声带。

● 疼痛型啼哭（pain cry）：突然长时间地大声啼哭，然后屏住呼吸，没有初步的啼哭。疼痛型啼哭可能是由身体疼痛或任何高强度的刺激引起的。

大多数成年人能够判断婴儿的哭声是在表达愤怒还是在表达疼痛（Zeskind，Klein & Marshall，1992）。父母可以更好地区分自己的孩子的各种哭声，而不是其他婴儿的哭声。

父母都想知道是否应该回应婴儿的啼哭（Maule & Perren，2018）。许多发展心理学家建议父母安抚啼哭的婴儿，尤其是在婴儿出生后第一年。安抚应该有助于婴儿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一项研究发现，一项训练母亲在婴儿出生后第4周有效使用安抚技术的干预措施，使得婴儿在出生后第7周、第11周和第23周的评估中夜间醒来的次数更少、哭得更少（Ozturk Donmez & Bayik Temel，2019）。然而，另一项研究发现，父母在婴儿出生后前六个月“让婴儿哭出来”，与婴儿18个月大时的不良行为发展和依恋无甚瓜葛（Bilgin & Wolke，2020）。还有一项研究显示，父母让婴儿“哭出来”与婴儿3个月大时的较多问题行为密切相关，而问题行为会在婴儿12个月大时减少（Giesbrecht & others，2020）。总的来说，对于父母没有立即对婴儿的啼哭（例如在半夜啼哭）做出反应是否会损害婴儿的发展，研究人员莫衷一是。但如果父母意识到婴儿的哭声是一种痛苦的哭声或恐惧的哭声，他们应该以一种照顾的方式立即做出回应。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面对那些询问当婴儿啼哭时应该如何应对的父母，你会给出什么以研究为基础的建议呢？

● 微笑（smiling）是一项关键的社交技能，也是一个关键的社交信号（Martin & Messinger，2018；Mitsven & others，2021）。婴儿的微笑有以下两种类型。

● 反射性微笑（reflexive smile）：一种并非针对外界刺激的微笑，出现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通常出现在睡眠中。

● 社会性微笑（social smile）：对外界刺激（典型的例子是一张婴儿的面孔）做出反应的微笑。社会性微笑早在婴儿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出现了。

研究人员发现，婴儿7个月大时的微笑和大笑与7岁时的自我调节能力密切相关（Posner &others，2014）。此外，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婴儿1岁半时的积极情绪（而非消极情绪）可以用于预测更高的童年（6~8岁）智商和更高的成年（29岁）教育成就（Coffey，2020）。

恐惧（fear）是婴儿最早表达的情绪之一。恐惧通常首次出现在婴儿6个月大时，但被虐待和忽视的婴儿早在3个月大时就可以表现出恐惧（Witherington，2010）。一项研究表明，当婴儿在出生后6个月、8个月、10个月和12个月接受评估时，恐惧在10个月时达到顶峰（Gartstein，Hancock & Iverson，2018）。婴儿恐惧的最常见表现为陌生人焦虑（stranger anxiety），即婴儿对陌生人表现出恐惧和戒心（Brand，Escobar & Patrick，2020）。陌生人焦虑通常是逐渐出现的。它首次出现在婴儿大约6个月大的时候，表现为婴儿出现警惕的反应。到9个月大时，婴儿对陌生人的恐惧往往更加强烈，并持续增强直到婴儿1岁时（Emde，Gaensbauer & Harmon，1976）。

并非所有的婴儿在遇到陌生人时都会表现出痛苦。除了个体差异，婴儿是否表现出陌生人焦虑也取决于社交情境和陌生人的特征。婴儿在熟悉的环境中较少表现出陌生人焦虑。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当10个月大的婴儿在自己家里遇到陌生人时，他们很少表现出陌生人焦虑，但在实验室遇到陌生人时，他们则表现出恐惧（Sroufe，Waters & Matas，1974）。此外，相比坐在离母亲几英尺（一两米）远的婴儿座椅上，当婴儿坐在母亲腿上时，他们较少表现出陌生人焦虑（Bohlin &Hagekull，1993）。因此，当婴儿感到安全时，他们不太可能表现出陌生人焦虑。

陌生人是谁以及陌生人的行为方式也会影响婴儿的陌生人焦虑。相比成年陌生人，婴儿更不害怕儿童陌生人。相比消极、不苟言笑的陌生人，他们也很少害怕友好、外向、微笑的陌生人（Bretherton，Stolberg & Kreye，1981）。

除了陌生人焦虑，婴儿还害怕与照顾自己的人分开。婴儿会表现出分离反抗（separation protest），即当照料者离开时啼哭。在美国婴儿中，分离反抗往往在婴儿15个月左右大时达到高峰。一项对四种文化情境的研究得出了如出一辙的结果，即分离反抗大约在婴儿13~15个月大时达到高峰（Kagan，Kearsley & Zelazo，1978）。尽管表现出分离反抗的婴儿的比例在不同文化中千差万别，但婴儿都在大致相同的年龄——出生后第二年年中之前达到了分离反抗的高峰。

婴儿不仅会表达恐惧等情绪，还可以“解读”其他人的情绪（Carbajal-Valenzuela & others，2017）。社会参照（social referencing）涉及“解读”他人的情绪暗示，以便决定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行动。社会参照能力的发展有助于婴儿更准确地理解模糊的情境，如当他们遇到陌生人时（Sternberg，2017）。到生命第一年结束时，父母的面部表情——微笑或恐惧的表情——会影响婴儿做出是否探索一个陌生环境的决定。

在生命的第二年，婴儿的社会参照能力提升。在这个年龄，他们倾向于在行动前向母亲“确认”——他们看着母亲，看她是高兴、生气还是害怕。

5.情绪调节和应对

人们在想到情绪时，往往会想到消极的方面，比如情绪问题。然而，情绪可以是适应性的，它能帮助个体生活得更好。就情绪的适应性而言，婴儿甚至在理解语言之前就可以通过情绪进行交流，情绪对他们的生存和适应至关重要。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情绪调节在情绪适应能力中起着关键作用，它在帮助我们处理情绪唤醒的同时，还帮助我们维持日常人际关系。

在出生后第一年，婴儿逐渐发展出降低和减少情绪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能力（Ekas，Braungart-Rieker & Messinger，2018）。从婴儿期早期开始，婴儿就可以把拇指放在嘴里安抚自己。在出生后第二年，他们可能会说一些帮助安抚自己的话。当把一个20个月大的婴儿放在床上独自过夜时，在一阵啼哭和呜咽之后，有人无意中听到他说：“睡觉吧，亚历克斯。好吧。”但起初，婴儿主要依靠照料者来帮助他们安抚情绪，比如照料者抱着婴儿入睡、唱摇篮曲、轻轻地抚摸婴儿等。一项对10个月大的婴儿的研究显示，母亲的敏感与婴儿进行更好的情绪调节密切相关（Frick &others，2018）。

在婴儿期后期，当婴儿变得情绪激动时，他们有时会转移或分散注意力，以减少兴奋。到2岁时，儿童可以使用语言来定义自己的感觉状态，并识别令自己感觉心神不安的环境（Calkins &Markovitch，2010）。一个2岁的孩子可能会说“狗狗吓人”。这种类型的交流可以提示照料者帮助孩子调节情绪。

情境可以影响情绪调节（Dollar & Calkins，2019；Godleski & others，2020）。婴儿经常受到疲劳、饥饿、一天中的时间、周围的人以及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婴儿必须学会适应不同的需要进行情绪调节的情境。此外，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和父母期望的转变，新的需求应运而生。例如，如果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在餐馆尖叫，父母可能会泰然自若，但如果一个一岁大的婴儿在餐馆尖叫，父母的反应则会截然不同。

4.1.2 气质

你容易心烦吗？让你生气或让你发笑需要很长时间吗？似乎在出生时，婴儿就有迥然不同的情绪风格。一个婴儿大部分时间都开开心心的，而另一个似乎在没完没了地啼哭。这些倾向反映了气质（temperament）、行为风格和独特反应方式方面的个体差异。就气质与情绪的关系而言，气质的差异是指情绪出现得多快、多强、持续多长时间以及消退得多快等方面的个体差异（Campos，2009）。

描述气质的另一个角度是从情绪反应性和自我调节的倾向出发（Bates，McQuillan & Hoyniak，2019）。反应性包括个体对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反应速度和强度的变化。自我调节包括个体控制情绪的程度或有效性的变化。

1.气质的描述和分类

你会如何描述自己的气质或朋友的气质呢？研究人员以不同的方式对个体的气质进行了描述和分类（Aktar & Perez-Edgar，2021）。在这里，我们研究其中三种方式。

（1）托马斯和切斯的分类

精神病学家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ander Thomas）和丝黛拉·切斯（Stella Chess）（Thomas &Chess，1977；1991）确定了三种气质类型的儿童。

● 容易型儿童（easy child）：这种儿童通常情绪积极，在婴儿期能很快适应规律的生活，很容易适应新的环境。

● 困难型儿童（difficult child）：这种儿童反应消极，经常啼哭，日常生活不规律，对变化接受缓慢。

● 慢热型儿童（slow-to-warm-up child）：这种儿童活跃水平较低，有些消极，情绪不强烈。

托马斯和切斯在他们的纵向调查中发现，40%的孩子可以归类为容易型，10%为困难型，15%为慢热型。请注意，有35%的孩子不符合这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研究人员发现，这三种基本的气质类型在童年期相当稳定。一项对低收入家庭的研究显示，在0~12个月大时具有困难型气质的个体，在36个月大时会出现更多的行为问题（Maltby & others，2019）。

（2）凯根的行为抑制概念

另一种气质分类方法关注羞怯、压抑、胆小的孩子和善于社交、外向、大胆的孩子之间的差异。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2002，2010，2018，2019）将与陌生人（同伴或成年人）相处时的羞怯视为广泛的气质类别的特征之一，称为“对陌生人的抑制”。大约在7~9个月大时，受抑制的婴儿会对不熟悉的许多方面做出反应，最初表现有回避、痛苦或压抑。一项研究显示，2~3岁时有抑制型气质与7岁时有社交恐惧症症状密切相关（Lahat & others，2014）。研究还表明，性格内向的婴幼儿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期有患社交焦虑症的风险（Perez-Edgar & Guyer，2014）。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有行为抑制的童年史，他们的行为抑制程度高的孩子有患焦虑症的风险（Stumper & others，2017）。

（3）努力控制（自我调节）

玛丽·罗斯巴特（Mary Rothbart）和约翰·贝茨（John Bates，2006）强调努力控制（自我调节）是气质的一个重要维度。努力控制水平较高的婴儿表现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够防止他们过度兴奋，并让他们可以自我安抚。相比之下，努力控制水平较低的儿童通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唤醒程度，很容易激动，变得非常情绪化。

许多研究支持努力控制对儿童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观点。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努力控制水平较高的婴儿更有可能延迟更长时间来表达愤怒，并且更有可能使用自我调节策略，即分散注意力（Tan，Armstrong & Cole，2013）。另一项研究表明，努力控制是预测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幼儿园儿童学业成就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标（Morris & others，2013）。

关于气质分类（托马斯和切斯的气质分类以及凯根的气质分类）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孩子不应该被归类于单一维度的气质类型，如“困难型”或“消极型”。在尝试对儿童的气质进行分类时，恰当的策略是认为气质由多个维度组成（Bates，2012a，b）。例如，一个孩子可能是外向的，很少表现出消极情绪，并且有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另一个孩子可能是内向的，很少表现出消极情绪，自我调节水平低。

努力控制等气质能力的发展是存在个体差异的（Bates，McQuillan & Hoyniak，2019）。例如，尽管大脑前额叶的成熟对于所有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和努力控制能力的提高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一些孩子的努力控制能力得到了发展，而另一些则没有。孩子的这些个体差异是气质的核心（Bates &Pettit，2015）。

2.生物学基础和经历

孩子是如何具备某种气质的呢？凯根（2010，2019）认为，孩子遗传了一种使他们倾向于具有特定类型气质的生物学基础。然而，通过经验，他们可以学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自己的气质。例如，孩子可能会遗传一种使他们倾向于恐惧和压抑的生物学基础，但随后他们会掌握减少恐惧和压抑的方法（van Wijk & others，2019）。

照料者如何帮助孩子变得不那么恐惧和压抑呢？重要的第一步是找出孩子害怕什么。安慰孩子并消除他们具体的恐惧，是很好的策略。

（1）生物学影响

特定的生理特征与不同的气质密切相关（O’ Connor & others，2017）。特别是，抑制型气质与一种独特的生理模式关系紧密，包括高而稳定的心率、高水平的激素皮质醇以及大脑右额叶的高活跃状态（Kagan，2019）。这种模式可能与杏仁核的兴奋性息息相关，杏仁核是大脑中的一种结构，对恐惧和压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关双胞胎和收养的研究也表明，遗传对一群人的气质差异有适度的影响（Schumann & others，2017）。

气质的生物学基础让一些人认为气质不能发展或改变。然而，气质的重要的自我调节维度，如适应性、安抚性和持久性，在1岁和5岁的孩子身上的表现截然不同（Thompson，2015）。随着自我调节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发展，这些气质维度逐渐发展和变化（Dollar & Calkins，2019）。

（2）性别和文化

性别可能是塑造影响气质的情境的重要因素（Jenzer & others，2019）。根据婴儿的性别，父母对婴儿的气质可能会有迥然不同的反应。例如，一项研究显示，母亲对易怒女孩的哭声比对易怒男孩的哭声更敏感（Crockenberg，1986）。

同样，对婴儿气质的反应可能部分取决于文化（Matsumoto & Juang，2020）。例如，活跃的气质可能在一些文化中备受推崇，但在另一些文化中却不受重视。事实上，在不同的文化中，儿童的气质会迥然不同。例如，行为抑制在中国比在北美更受重视（Cole，2016）。

简而言之，儿童成长环境的许多方面可以鼓励或阻碍气质特征的持续存在（Bates，McQuillan & Hoyniak，2019；Dagan & Sagi-Schwartz，2021）。思考这些关系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应用拟合度的概念，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

3.拟合度和养育

拟合度（goodness of fit）是指孩子的气质与孩子必须应对的环境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假设詹森（Jason）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学步儿，他得长时间安安静静地坐着，而杰克（Jack）是一个慢热型的学步儿，他经常被突然带入新的环境。詹森和杰克都面临着自身气质和环境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不匹配会带来适应问题（Wagers & Kiel，2019）。

许多父母直到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才充分认识到气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第一个孩子的行为与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密切相关，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对第一个孩子行之有效的策略对第二个孩子却不起作用。第一个孩子经历的一些问题（如与喂养、睡眠和应对陌生人有关的问题）可能不会出现在第二个孩子身上，但新的问题则层出不穷。这种经验强烈表明，儿童在生命早期就彼此不同，这些差异对亲子互动有重要影响（Rothbart，2011）。

气质差异对养育有什么启示呢？如果父母在与孩子的互动中投入更多、反应更快、更加敏感，那么孩子的消极情绪就会减少（Goodvin，Thompson & Winer，2015）。气质专家安·桑森（Ann Sanson）和玛丽·罗斯巴特（Mary Rothbart，1995）也推荐了以下气质敏感型养育策略。

● 关注并尊重个性。人们很难为“好的养育”开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一个目标可能会在一个孩子身上以一种方式实现，而在另一个孩子身上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这取决于每个孩子的气质。父母需要对孩子的信号和需求保持敏感。

● 塑造孩子的成长环境。拥挤、嘈杂的环境会给一些孩子（如“困难型儿童”）带来比其他孩子（如“容易型儿童”）更大的问题。缓慢进入新环境对一个容易害怕、退缩的孩子会更有好处。

● 避免给孩子贴上负面标签。承认有些孩子比其他孩子更难管教，通常是有好处的，提出关于如何处理特殊情况的建议也是有帮助的。然而，给一个孩子贴上“困难型”的标签却增加了自我实现预言的风险。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被认定属于“困难型”，人们可能会以引发“困难型”行为的方式去对待他。

太多时候，我们在不考虑情境的情况下将儿童分类（Bates，McQuillan & Hoyniak，2019）。相反，照料者需要考虑到孩子的气质，而不是盲目地将孩子分类。目前的研究还没有考虑到许多高度具体的建议，但总的来说，照料者应该对儿童的个体特征保持敏感，灵活应对这些特征，以及避免给儿童贴上负面的标签。

关于气质的最后一个观点是，一些研究者提出并研究了差异易感性模型和对环境的生物敏感性模型（Belsky & Pluess，2016；Belsky & van IJzendoorn，2017；Jolicoeur-Martineau & others，2020）。这些模型强调，某些特征（如困难型气质）会使儿童在不利环境中更容易遇到困难，也会使他们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更容易获得最佳成长。这些模型可能有助于我们以新的眼光看待“消极”的气质特征。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使用哪些研究信息来解释气质类型对婴儿-照料者关系的适应性的影响呢？

4.1.3 人格发展

情绪和气质是人格的关键方面，是个体持久的人格特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通常被认为是婴儿期人格发展的核心的特征：信任、自我意识的发展和独立性。

1.信任

根据埃里克·埃里克森（1968）的观点，出生后第一年是信任对不信任的发展阶段。婴儿从母亲温暖、安全的子宫中出来时，面对的是一个不太安全的世界。埃里克森提出，当婴儿始终被细心养育时，他们会学会信任。如果婴儿没有得到良好的照料和持续感到温暖，不信任感很可能会不断产生。

在埃里克森看来，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并不是在出生后第一年就能彻底解决的。相反，它会在发展的每个连续阶段反反复复地出现，其结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例如，在婴儿期建立了信任感的孩子，如果父母分居或离婚，他们的不信任感仍然会在之后的阶段被激活。

2.自我意识的发展

研究婴儿的自我意识绝非易事，主要是因为婴儿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认知自己的。婴儿不太能用语言表达他们对自我的看法，他们也不能理解研究人员复杂的指导语。

自我识别的基本形式——对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保持专注和积极——早在婴儿3个月大时就出现了（Mascolo &Fischer，2007；Pipp，Fischer & Jennings，1987）。然而，一个核心的、更完整的自我识别形式——识别自己身体特征的能力——直到出生后第二年才出现（Thompson，2006）。

测试婴儿视觉自我识别水平的一个巧妙策略是使用镜像技术。首先，母亲在婴儿的鼻子上涂一点胭脂。然后，观察者观察婴儿触摸鼻子的频率。接下来，婴儿被放在镜子前，观察者观察婴儿触摸鼻子的频率是否提高。这么做的原理是，提高鼻子触摸频率表明婴儿在镜子中认出了自己，并试图触摸或擦掉胭脂，因为胭脂的存在和婴儿对自己的看法不符。也就是说，婴儿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对的，比如他相信真实的自己的鼻子上没有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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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婴儿自我识别的发展

该图显示了两项研究的结果。其中，1岁以下的婴儿几乎不认识镜子中的自己。在15~18个月大的时候，婴儿自我识别的能力略有发展。到2岁时，大多数孩子能认出镜子里的自己。为什么研究人员要研究婴儿是否能认出镜子中的自己呢？

图4.1显示了使用镜像技术的两项研究的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在1岁之前，婴儿几乎不认识镜子中的自己（Amsterdam，1968；Lewis & Brooks-Gunn，1979）。一些婴儿在15~18个月大时开始出现自我识别的迹象。到2岁时，大多数孩子都能认出镜子里的自己。总之，婴儿在大约18个月大时开始发展自我理解（也称自我识别）（Hart & Karmel，1996；Lewis，2005）。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15~23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了两周一次的评估（Courage，Edison &Howe，2004）。在这一时期，自我识别能力逐渐出现，首先以镜像识别的形式出现，接着表现为使用人称代词“我”，然后表现为识别自己的照片。这些表现通常被认为是婴儿理解“我”的心理状态的最初迹象，即“他们是他们自己对世界的心理表征中的对象”（Lewis，2005）。

在出生后第二年末和第三年初，婴儿表现出其他新的自我意识形式，反映了“我”的意识（Goodvin，Thompson & Winer，2015）。比如，他们会用“我大”来形容自己；他们会给情绪等内在体验贴上标签；他们会监督自己，比如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会说“我自己做”；他们会声称东西是他们的（Bullock & Lutkenhaus，1990；Fasig，2000）。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理解他人的能力可能在婴儿期就已现端倪（McDonald & Perdue，2018）。研究表明，早在13个月大时，婴儿在预测他人的行为时，似乎就会考虑他人的观点（Choi & Luo，2015）。

3.独立性

婴儿不仅在生命的第二年发展自我意识，独立性也成为婴儿生活中更重要的主题。埃里克森（1968）强调，在生命的第二年，独立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埃里克森发展理论中的第二阶段为自主对羞愧和怀疑。随着婴儿智力和运动能力的发展，自主能力与日俱增。至此，婴幼儿不仅会走路，还会打开和关闭、推和拉、抓起和放下。婴儿对这些新的成就会感到无比自豪，并想自己独立去做每件事情，无论是冲厕所、打开包装，还是决定吃什么。重要的是照料者要认识到婴儿以自己的速度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的动机。之后婴儿可以学会控制自己的肌肉和冲动。相反，当照料者变得不耐烦，并且替婴儿做他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时，羞愧和怀疑就会如影随形。毋庸置疑的是，父母都会时不时地催促孩子，一次催促不太可能导致发育受损。只有当父母持续不断地过度保护孩子或批评他们的失误（例如，弄湿、弄脏、溅出或打碎）时，他们才有可能产生过度的羞愧感，并对他们控制自己和自己的世界的能力满腹疑虑。

埃里克森还认为，自主对羞愧和怀疑的阶段对青少年期的独立性和自我认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学步期，自主性的发展会赋予青少年成为独立个体的勇气，他们可以选择和引领自己的未来。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提供哪些研究信息来指出过度保护或挑剔的父母的行为带来的影响呢？

4.2 社会取向和依恋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情绪和情绪能力如何随着儿童的发展而变化，还探讨了情绪风格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情绪如何决定生命体验的基调，同时情绪也会为生活增加色彩，因为它是我们对社会世界和人际关系的兴趣的核心。

4.2.1 社会取向和理解

根据罗斯·汤普森（Ross Thompson，2006，2015，2016，2021）的观点，婴儿是一种社会情绪生物，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世界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被激励着去适应和理解它。其他章节描述了许多有助于婴儿发展社会取向和理解的生物学和认知基础。当我们探索社会取向、运动、意图、目标导向行为、与他人有意义的互动时，我们将关注相关的生物学和认知基础。将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放在一起讨论，可以照应之前指出的关于发展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些发展过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Dollar & Calkins，2019）。

1.社会取向

从发展的早期开始，婴儿就被社会世界“迷”住了。年纪较小的婴儿会适应人类的声音，并专注地盯着人脸，尤其是照料者的脸（Quinn，Lee & Pascalis，2019）。随着婴儿的发展，他们能更娴熟地理解面部表情的含义（Jessen & Grossman，2020）。当婴儿2~3个月大时，面对面的玩耍通常开始成为照料者与婴儿互动的方式。这种玩耍反映了许多母亲为婴儿创造积极情绪状态的动机（Quinn & others，2020）。

除了与照料者面对面玩耍，婴儿还通过情境来了解社会世界。尽管6个月大的婴儿就会对同伴表现出兴趣，但他们与同伴的互动在第二年的下半年才会显著增加。在出生后18~24个月，儿童的模仿和互动行为明显增加，例如，模仿跳跃、奔跑等非语言行为（Eckerman &Whitehead，1999）。在一项研究中，1岁和2岁的儿童要一起完成一个简单的合作任务（Brownell，Ramani &Zerwas，2006）（见图4.2）。1岁儿童的所有协调行动似乎都是巧合而不是合作，而2岁儿童的行为则表现为积极合作以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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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合作任务

装置由一个盒子和盒子上的两个把手组成，盒子顶上是一个动物音乐玩具，当两个把手都被拉动时，它会被激活。两个把手间隔较远，一个孩子拉不动两个把手。实验者演示了如何完成任务，并说：“看！如果你们同时拉把手，小狗就会唱歌。”（Brownell，Ramani & Zerwas，2006）。

2.运动

回忆本章前面的内容，独立性对于婴儿来说很重要，尤其是在出生后第二年。随着婴儿爬行、行走和奔跑的能力不断发展，他们能够探索和扩展自己的社会世界。这些新发展和自发的运动技能会帮助婴儿更频繁地、独立地发起社会交流。

运动对动机的影响也至关重要（Adolph，2021；Rachwani，Hoch & Adolph，2021）。一旦婴儿有能力在目标导向的追求中前进，由此获得的奖赏会引导他们进一步努力探索和发展技能。

3.意图、目标导向行为和与他人有意义的互动

获得感知他人有意图、有目标地行动的能力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认知成就，最初发生在一岁时（Thompson，2015）。联合注意和视线追随可以帮助婴儿理解他人的意图（Piazza & others，2020）。一岁时，婴儿已经开始引导照料者的注意力到他们感兴趣的物体上（Marsh & Legerstee，2017）。

阿曼达·伍德沃德（Amanda Woodward）与其同事（Filippi & others，2019；Krogh-Jespersen &Woodward，2018）认为，婴儿理解他人意图和对他人的意图做出反应的能力是其有效参与社会世界的关键认知基础。他们特别强调，这种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迅速掌握社会知识，以便做出恰如其分的社会反应。虽然加工速度是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但社会参与也涉及其他因素，如婴儿与他人互动的动机、婴儿与个体的社会互动经历、互动伙伴的社会角色（Krogh-Jespersen & Woodward，2018）。

4.婴儿的社交成熟度和洞察力

总之，研究人员发现，婴儿在年纪更小的时候就比他们以前设想的更成熟、更有洞察力（Buyukozer Dawkins & others，2021；Thompson，2021）。这种成熟度和洞察力反映了婴儿对他人有意图和有目标的行为的感知，以及他们在一岁前理解他人意图的动机（Pons，Bosch &Lewkowicz，2019）。婴儿社会认知能力的进步可能会影响他们对照料者依恋的理解和认识。

4.2.2 依恋

依恋（attachment）是指两个人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结。关于婴儿依恋的理论并不少。三位理论家——弗洛伊德、埃里克森和鲍尔比——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依恋观点。

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婴儿会依恋给他们带来口欲满足的人或物，主要是母亲，因为她最有可能喂养婴儿。喂养有弗洛伊德认为的那么重要吗？哈里·哈洛（Harry Harlow，1958）的经典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

哈洛将刚出生的幼猴从猴妈妈身边带走。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幼猴由两个代理妈妈喂养，一个代理妈妈是用铁丝做的，另一个则是用绒布做的。一半的幼猴由“铁丝妈妈”喂养，另一半由“绒布妈妈”喂养。每隔一段时间，哈洛就计算出幼猴与“铁丝妈妈”和“绒布妈妈”在一起的时间。不管是哪个代理妈妈喂养幼猴，幼猴和“绒布妈妈”在一起的时间都要长得多。即使是“铁丝妈妈”提供食物，而不是“绒布妈妈”，幼猴和“绒布妈妈”在一起的时间也更长。而当哈洛吓到猴子的时候，那些被“绒布妈妈”养大的猴子会跑到“绒布妈妈”身边，紧紧抱住它；那些被“铁丝妈妈”养大的猴子则不会。母亲是否提供安抚似乎会决定猴子是否在母亲与安全感之间建立联系。这项研究清楚地表明，喂养并不是依恋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接触的舒适性才至关重要。

埃里克·埃里克森（1968）关于婴儿发展的观点认为，身体的舒适也很重要。回想一下埃里克森的观点，在出生后第一年，婴儿处于信任对不信任的阶段。根据埃里克森（1968）的观点，身体上的舒适和细心的照顾是婴儿在婴儿期建立基本信任的关键所在。而婴儿的信任感是依恋的基础，并为他们终身期望“这个世界将是一个美好而愉快的地方”奠定基础。

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1969，1989）的习性学理论也强调了在生命第一年依恋和照料者的反应的重要性。鲍尔比认为，婴儿和主要照料者都有形成依恋的生物学倾向。他认为新生儿在生物学上具备引发依恋行为的能力。婴儿会哭、笑、依附、咕咕叫。后来，婴儿会爬、走，跟着母亲。婴儿这么做的直接的结果是让主要照料者留在身边，长期效果是增加自身的存活机会（Thompson，2006，2015，2021）。

依恋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一系列阶段——从婴儿对人形的普遍偏好发展到与主要照料者建立伙伴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基于鲍尔比对依恋的概念化（Schaffer，1996），以下是依恋发展的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出生到2个月。婴儿本能地喜欢人形。陌生人、兄弟姐妹和父母都有可能让婴儿笑或哭。

● 第二阶段：2~7个月。随着婴儿逐渐学会区分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依恋开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通常是主要的照料者。

● 第三阶段：7~24个月。特定的依恋发展。随着运动技能的提高，婴儿会主动寻求与主要照料者（如母亲或父亲）的联系。

● 第四阶段：从24个月开始。儿童开始意识到他人的感受、目标和计划，并开始在指导自己的行动时考虑这些因素。

鲍尔比认为，婴儿会形成一种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这是一种关于照料者、婴儿与照料者的关系以及自己值得养育的简单心理模式。婴儿对照料者的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会影响婴儿以及他们随后对其他人的反应（Granqvist，2020）。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在依恋与随后的情绪理解、意识发展和自我概念间的关系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Thompson，2021）。

1.依恋的个体差异

虽然半岁时婴儿对照料者的依恋会加强，但婴儿的依恋质量会有所不同吗？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1979）创造了陌生情境（strange situation），这是一种观察婴儿依恋的方法。在这种情境中，婴儿会按照一定的顺序与照料者分离、相聚，与一个成年陌生人相识、分离和相聚。在使用陌生情境时，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观察来了解婴儿靠近照料者的动机，以及照料者的存在给婴儿带来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程度（Brown & Cox，2020；Kohlhoff & others，2020）。

根据婴儿在陌生情境下的反应，他们被描述为安全地或不安全地依恋照料者。

● 安全型依恋的婴儿（securely attached babies）将照料者作为探索环境的安全基地。当照料者在场时，安全型依恋的婴儿会探索房间及放在房间里的玩具；当照料者离开时，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可能会温和地抗议；当照料者回来时，这些婴儿会重新与照料者进行积极的互动，可能是微笑或爬到照料者的腿上。随后，他们通常会继续玩房间里的玩具。

● 回避型依恋的婴儿（insecure avoidant babies）通过回避照料者表现出不安全感。在这种陌生情境中，这些婴儿与照料者的互动少之又少。当照料者离开房间时，他们无动于衷，通常在照料者回来后也不会与照料者重新建立联系，甚至可能背对着照料者。即使建立了联系，这些婴儿通常也会侧身或看向别处。

● 反抗型依恋的婴儿（insecure resistant babies）通常会依恋照料者，然后抗拒这种亲密关系，可能会踢开或推开照料者。在陌生情境下，这些婴儿通常会焦虑不安地黏着照料者，不去探索房间里的玩具。当照料者离开时，他们通常会嚎啕大哭，然后如果照料者试图再回来安慰他们，他们就会推开照料者。

● 混乱型依恋的婴儿（insecure disorganized babies）通常是混乱的和不知所措的。在陌生情境下，这些婴儿可能会显得茫然、困惑和恐惧。要被归类为混乱型，婴儿必须表现出强烈的回避和反抗模式，或表现出某些特定的行为，如对照料者极度恐惧。

依恋的个体差异重要吗？安斯沃思提出，出生后第一年的安全型依恋为之后的心理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可以自由地离开照料者，但是会通过周期性的环视来追踪照料者在哪里。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对被其他人抱起有积极的反应，当被放下时，他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开去玩耍。相比之下，缺乏安全感的婴儿会回避照料者或对照料者有矛盾心理、害怕陌生人，并会因短暂的日常分离而不安。

如果早期对照料者的依恋极为重要，那么它应该为儿童之后的社会行为奠定基础。对于许多孩子来说，早期的依恋能够预测随后的心理功能（Sroufe，2016；Thompson，Simpson & Berlin，2021a，b）。阿兰·斯鲁夫（Alan Sroufe）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2005）显示，早期安全型依恋（通过婴儿在12个月和18个月大时在陌生情境中的行为进行评估）与积极的情绪、高自尊、高自信密切相关。此外，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婴儿的依恋不安全感与其20~35年后习惯采用较差的情绪调节策略有关（Girme & others，2020）。另一项研究显示，相比母亲采用安全型依恋风格，当母亲采用回避型或焦虑型等不安全型依恋风格时，拉丁裔婴儿患肥胖症的风险更高（Hepworth & others，2020）。此外，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安全型依恋与更好的心理弹性关系紧密（Darling Rasmussen & others，2019）。

单独评估婴儿对母亲和父亲的依恋安全感的研究寥寥无几（Ahnert & Schoppe-Sullivan，2020；Walter & others，2019）。一项研究表明，相比那些至少能够安全地依恋父母中的一方的婴儿，在15个月大时对父亲和母亲都有不安全型依恋（“双重不安全”）的婴儿在小学阶段有更多的外化问题（例如，表现出失控行为）（Kochanska & Kim，2013）。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当母婴依恋关系不安全时，婴儿对父亲的安全型依恋不足以减少婴儿的应激反应（Kuo & others，2019）。

关于依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婴儿期是发展的关键期也是敏感期。刚刚描述的研究显示了连续性，婴儿期的安全型依恋可以用于预测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的积极发展。许多研究也表明，婴儿的安全型依恋对儿童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影响（Dagan & Sagi-Schwartz，2021；Teufl & others，2020）。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发现了婴儿期的依恋对后续发展有预测作用（Roisman & others，2016；Thompson，2016）。一项纵向研究显示，婴儿期的依恋类型不能预测18岁时的依恋类型（Lewis，Feiring & Rosenthal，2000）。这项研究表明，父母离异是18岁时产生不安全型依恋的最强有力的预测因素。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咨询心理学家，你会向父母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以说明婴儿期的依恋对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的影响呢？

持续多年的积极照料可能是将早期依恋与儿童随后发展的功能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Cowan & others，2019b）。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早期的安全型依恋和随后的经历，特别是母亲的照顾和生活压力，与儿童随后的行为和适应性密切相关（Roisman & Cicchetti，2017）。例如，一项纵向研究发现，从婴儿期到成年期，依恋安全感或不安全感的变化与社会情境下的压力和支持密切相关（Van Ryzin，Carlson & Sroufe，2011）。这些结果表明，依恋的连续性可能反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早期的工作模式。刚刚描述的研究（Van Ryzin，Carlson & Sroufe，2011）反映了一种逐渐被接受的关于依恋发展及依恋对发展的影响的观点，即婴儿期的安全型依恋并不总是能带来长期的积极结果，而是通过与童年期和青少年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各种社会情境相联系的方式，与随后的结果产生联系。

范·雷津、卡尔森和斯鲁夫（Van Ryzin，Carlson & Sroufe，2011）的研究反映了一种发展级联模型（developmental cascade model），该模型涉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发展途径和结果的跨领域连接（Cicchetti & Handley，2019；St. George & others，2020）。发展级联可以包括广泛的生物、认知和社会情绪过程（例如依恋）之间的联系，也可以涉及家庭、同伴、学校和文化等社会情境。此外，联系可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带来积极或消极的结果，如婴儿期、童年早期、童年中期和后期、青少年期和成年期（Kerns & Abtahi，2020）。

除了质疑婴儿期是否是安全型依恋形成的一个关键期或敏感期，一些发展学家还认为，安全型依恋概念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的某些生物学因素，如基因和气质（Belsky & van IJzendoorn，2017）。例如，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1987，2002，2019）指出，婴儿具有很强的心理弹性和适应性。他认为，即使面对父母养育方式的巨大差异，婴儿在进化过程中也具备保持积极发展的能力。凯根等人强调，基因和气质在孩子的社交能力中发挥着比依恋理论家（如鲍尔比和安斯沃思）认为的更重要的作用（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2016）。例如，如果一些婴儿遗传了对压力的低耐受性，这种倾向（并非是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可能是其无法与同伴相处的原因。此外，一项研究发现了婴儿期的混乱型依恋、特定基因和母亲反应性之间的联系（Spangler &others，2009）。这项研究显示，只有当母亲的反应缓慢或前后不一致时，带有短版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的婴儿才会形成混乱型依恋风格。然而，一些研究人员还没有找到基因对母婴依恋的影响（Leerkes & others，2017）或与婴儿依恋相关的基因–环境相互作用（Fraley & others，2013）的支持性证据。

对依恋理论的另一个批判观点是，它忽略了婴儿世界中社会媒介和环境的多样性。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可以影响依恋的类型（Matsumoto & Juang，2020）。例如，在德国北部，对婴儿独立性的期望可能是婴儿在与母亲短暂分离后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痛苦的原因，而日本母亲与婴儿极其接近的动机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婴儿在与母亲分离时会感到不安。此外，在一些文化中，婴儿会对许多人表现出依恋。在豪萨族（生活在尼日利亚）中，祖母和兄弟姐妹会为婴儿提供较多的照料（Harkness & Super，1995）。农业社会中的婴儿倾向于对哥哥姐姐形成依恋，哥哥姐姐会承担照顾弟弟妹妹的主要责任。在赞比亚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兄弟姐妹大力参与育儿活动的情况下，婴儿对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依恋（Mooya，Sichimba & BakermansKranenburg，2016）。在这项研究中，安全型依恋是母亲–婴儿和兄弟姐妹–婴儿关系中最常见的依恋类型。

研究人员认识到称职的照料者在婴儿发展中的重要性（Thompson，2020，2021）。然而，争论的焦点是婴儿形成安全型依恋，尤其是对单独的照料者来说，是否是必要的（Verschueren，2020）。

尽管存在批判观点，但仍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安全型依恋对婴儿发展至关重要（Dagan &SagiSchwartz，2021；Nelson & others，2020）。婴儿期的安全型依恋反映了一种积极的亲子关系，并为婴儿此后几年健康的社会情绪发展提供了基础。

2.照料方式和依恋

照料方式与婴儿依恋的质量有关吗？安全型依恋的婴儿的照料者通常对婴儿发出的信号敏感，并且始终可以回应婴儿的需求（Luby，2020）。这些照料者通常让婴儿在出生后第一年积极参与决定互动的时间和节奏。一项研究显示，母亲的高敏感性和更好的家庭环境可以用于预测婴儿4岁时更高的自我调节能力（Birmingham，Bub & Vaughn，2017）。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为照料不充分和有问题的父母提供专注于与婴儿进行敏感互动的练习和反馈，婴儿的安全型依恋会发展得更好（Dozier，Bernard & Roben，2019）。

不安全型依恋的婴儿的照料者如何与他们互动呢？回避型依恋的婴儿的照料者通常不可接近或拒人千里。他们通常对婴儿发出的信号无动于衷，也很少与婴儿进行身体接触。当他们与婴儿互动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愤怒和易怒。反抗型依恋的婴儿的照料者往往表现得不一致，有时候他们对婴儿有求必应，有时候则置若罔闻。总的来说，他们对婴儿不太友好，在与婴儿互动时也很少表现出同步性。混乱型依恋的婴儿的照料者则经常忽视或虐待婴儿（Cicchetti & Handley，2019）。

4.3 社会环境

我们已经探讨了婴儿的情绪、人格发展、社会取向和依恋，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相关的社会环境。我们从家庭方面开始研究，然后转向婴儿所处的社会环境——儿童保育。

4.3.1 家庭

家庭可以被看作一系列子系统的集合——一个由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纷繁复杂的整体，根据代际、性别和角色来界定（Kerig，2019）。每个家庭成员都会关联几个子系统（McHale，Negrini & Sirotkin，2019）。父子代表一个子系统，父母代表一个子系统，父亲、母亲和孩子代表另一个子系统，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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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儿童与父母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和间接影响

这些子系统相互影响（Gao & others，2019）。杰伊·贝尔斯基（Jay Belsky，1981）强调婚姻关系、父母养育以及儿童的行为和发展会对彼此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见图4.3）。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是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夫妻关系会影响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例如，婚姻冲突可能会降低养育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冲突会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Dubow &others，2017；Taylor & others，2017）。一项研究显示，破坏性的婚姻冲突与较低水平的共同养育密切相关（Kopystynska，Barnett,& Curran，2020）。

1.向为人父母过渡

无论人们是通过怀孕、收养还是与有孩子的人再婚成为父母，他们都面临一种不平衡，而且必须对这种不平衡进行适应（Pinto & others，2020）。父母希望与婴儿建立深厚的感情，但他们也希望与伴侣和朋友保持深厚的感情，并可以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父母会自问这个新生命的出现将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婴儿给父母创造了新的限制——他们再也不能一接到消息就出门看电影，也可能没有多余的钱去度假或买更多的奢侈品。双职工父母会问：“把婴儿放在儿童保育中心会对他有伤害吗？我们能找到负责任的保姆吗？”

一项对夫妇从怀孕后期到孩子出生后三年的纵向调查显示，夫妇在孩子出生前比在孩子出生后享有更积极的婚姻关系（Cowan & Cowan，2000；Cowan & others，2005）。尽管如此，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婚姻满意度在孩子出生后有所提高。一些夫妇说，孩子让他们的关系更近了，也让他们的距离更远了；为人父母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意识，给了他们一个崭新的、更稳定的夫妻身份。婴儿让男性更加关注亲密关系，而兼顾工作和家庭角色的要求刺激女性更有效地处理家庭事务，关注自身的成长。

“把宝贝带回家”项目是一个针对新手父母的研讨会，强调促进夫妻关系、了解和熟悉自己的孩子、解决冲突并发展育儿技能（Gottman，2020）。对该项目的评估表明，参与者能够更好地协同养育孩子，父亲更关心孩子，对孩子的行为更敏感；母亲产后抑郁的症状较少。与对照组的家庭相比，孩子表现出更好的整体发展状态（Gottman，Gottman & Shapiro，2009）。涉及“把宝贝带回家”项目的更多研究发现，参与该项目的父亲感觉更多被妻子赞赏，当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时，母亲对分工更满意（Shapiro，Gottman & Fink，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证据来帮助初为父母的人做好调整夫妻关系的准备呢？

其他研究也探讨了向为人父母过渡这一话题（Olsavasky & others，2020；Ryan & Padilla，2019）。一项研究显示，在向成为父母养育子女过渡的过程中，母亲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父亲做的事情比伴侣预期的少（Biehle & Mickelson，2012）。一项对双职工夫妇的研究显示，在为人父母之前，他们之间不存在性别差距，但在孩子出生后，女性每天额外工作超过2小时，而男性每天额外工作40分钟（Yavorksy，Dush & Schoppe-Sullivan，2015）。此外，一项研究显示，母亲在妊娠最后三个月的焦虑水平越高，抑郁症状越明显，婴儿2岁时的外化问题可能就越多；父亲在母亲妊娠最后三个月的焦虑水平越高，抑郁症状越明显，婴儿14个月大时的内化和外化问题可能就越多（Hughes & others，2020）。

2.交互社会化

多年来，社会化被认为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孩子被认为是父母使用社会化技术的产物。然而，交互社会化（reciprocal socialization）是双向的社会化。也就是说，孩子会使父母社会化，就像父母使孩子社会化一样（Nelemans & others，2020）。婴儿期涉及交互社会化的行为是暂时相关的、共同发生的行为，如一方模仿另一方的声音，或母亲用发声的方式回应婴儿的手臂运动。这些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有时被称为“交互”（Dora & Baydar，2020）。

交互社会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搭脚手架（scaffolding），在这个过程中，父母会通过让婴儿体验与父母轮流行动的方式安排互动时间。搭脚手架可以适用于任何年龄的儿童（Graneist &Habermas，2019）。

“躲猫猫”游戏反映了搭脚手架的概念。在这个游戏中，父母先给婴儿盖上被子，然后掀开被子，最后在婴儿再次出现时给他们一个“惊喜”。随着婴儿在这个游戏中变得越来越游刃有余，他们会逐渐自己动手做一些遮盖和掀开的动作。父母会尝试以让婴儿与父母轮流做的方式来安排他们的行动。

研究认为搭脚手架在婴儿发展中至关重要（Maitre & others，2017）。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当成年人对13个月大和14个月大的婴儿使用搭脚手架支持（如鼓励和表扬）时，他们参与助人行为的可能性是没有接受搭脚手架支持的同伴的2倍（Dahl & others，2017）。一项涉及弱势家庭的研究表明，旨在加强母亲对婴儿的搭脚手架支持的干预措施与儿童4岁时认知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Obradovic & others，2016）。

人们越来越多地研究遗传和表观遗传因素，以证明不仅父母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孩子对父母也会产生影响（Hoye & others，2020）。回想一下，表观遗传观强调发展是遗传和环境之间持续双向交互作用的结果（Thaler & others，2020）。例如，严厉的、充满敌意的养育方式与儿童的消极结果密切相关，如叛逆和反抗（Deater-Deckard，2013；Thompson & others，2017）。这可能反映了一种双向的影响，而不是单向的养育影响。也就是说，父母严厉的、充满敌意的养育方式和孩子叛逆和反抗的行为可能会相互影响。在这种双向影响中，父母和孩子的行为可能既关乎遗传，也关乎经验。

3.管理和指导婴儿的行为

除了温暖和充满关怀的敏感型养育可以使婴儿安全地依恋父母，养育婴儿的其他重要方面还包括管理和指导婴儿的行为，以减少或消除不良行为（Holden，Vittrup & Rosen，2011）。这种管理过程包括积极主动地创设安全的环境，使婴儿不会遇到潜在的危险物体；当婴儿出现不良行为时，如过度烦躁和哭闹不休、乱扔物体等，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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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父母管教和纠正婴儿不良行为的方法，以及在婴儿12个月和24个月大时使用各种纠正方法的父母的百分比

一项研究评估了父母在婴儿12个月和24个月大时使用的管教和纠正方法（Vittrup，Holden & Buck，2006）（见图4.4）。请注意图4.4，在婴儿12个月大时，父母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转移注意力，其次是劝告、忽视和商量。图4.4还显示，超过1/3的父母会对婴儿大喊大叫，大约1/5的父母会拍打婴儿的手或威胁婴儿，大约1/6的父母在婴儿1岁时打过婴儿的屁股。

在进入生命的第二年后，婴儿变得更加灵活，能够探索更广阔的环境，父母对婴儿行为的管理往往会引出更多的纠正性反馈和行为准则（Holden，Vittrup & Rosen，2011）。如图4.4所示，在刚刚描述的研究中，大喊大叫的父母的比例从1岁时的36%增加到2岁时的81%，拍打婴儿的手的父母的比例从1岁时的21%增加到2岁时的31%，用手打屁股的父母的比例从1岁时的14%增加到2岁时的45%（Vittrup，Holden & Buck，2006）。

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不可滥用这些惩戒策略（Cicchetti & Handley，2019）。父母开始时轻度到中度的管教常常会演变成高度的愤怒。在后文，你会读到更多关于惩罚儿童的内容。

4.母亲和父亲的照料

我们对依恋的大部分探讨都集中在作为照料者的母亲身上。母亲和父亲在照料孩子的角色上有区别吗？总体而言，母亲仍然会比父亲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Blakemore，Berenbaum & Liben，2009）。尤其是，母亲更有可能在面对孩子时扮演管理角色，协调孩子的活动，确保孩子的医疗保健需求得到满足等（Parke，Roisman & Rose，2019）。

然而，越来越多的美国父亲全职在家陪孩子（Bartel & others，2018）。如本章开头所述，7%的父亲在家工作，其中24%的父亲在家会照顾孩子（Livingston，2018）。

很大一部分全职父亲的妻子专注于事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提供者（O’ Brien & Moss，2010）。一项研究显示，全职父亲和传统父母一样对婚姻感到心满意足，尽管他们也对职场生活念念不忘（Rochlen & others，2008）。在这项研究中，全职父亲报告说，当带孩子去游乐场时，他们往往会被排斥在其他父母群体之外。

对父亲和婴儿的观察表明，父亲可以像母亲一样对婴儿敏感地做出反应（Cabrera，2020；Fagan，2020）。想想非洲的阿卡俾格米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父亲和母亲在和婴儿互动上花的时间不相上下（Hewlett，1991，2000；Hewlett & MacFarlan，2010）。一项研究还发现，产前孕育期间的婚姻亲密度和伴侣支持与分娩后的父子依恋密切相关（Yu & others，2012）。然而，要记住，尽管父亲可以是积极的参与养育的照料者，就像阿卡俾格米人的情况一样，但在许多文化中，男性并不遵循这种养育模式。

父亲与婴儿互动的方式与母亲有何区别呢？母亲与婴儿的互动通常集中在儿童保育活动——喂养、换尿布和洗澡上。父亲与婴儿的互动更可能包括玩耍，尤其是打闹型玩耍（Lamb & Lewis，2015）。尽管如此，母亲与孩子玩耍的频率是父亲的3倍，母亲和父亲与孩子玩耍的方式也迥然不同（Cabrera & Roggman，2017）。父亲让婴儿弹跳，把他们抛向空中，挠他们的痒痒，等等。母亲与婴儿做的游戏比父亲与婴儿做的游戏需要更少的肢体活动和更低的情绪唤醒程度。一项对低收入家庭的研究显示，父亲在孩子2岁时与孩子玩耍与孩子4岁时掌握更高水平的词汇技能密切相关，而母亲在孩子2岁时与孩子玩耍与孩子4岁时实现更高水平的情绪调节密不可分（Cabrera & others，2017）。

然而，如果父亲有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可能就无法有效地与婴儿互动。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在3个月大时父亲更孤僻、更抑郁的孩子在24个月大时认知发展水平更低（Sethna & others，2018）。同样，这项研究显示，如果父亲更投入、更敏感、控制欲更弱，24个月大的孩子的认知发展水平会更高。

当父亲积极参与照顾孩子时，孩子会在其他方面受益吗？一项对7000多名儿童从婴儿期到成年期进行评估的研究表明，那些父亲广泛参与他们生活（如与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并对他们的教育表现出强烈兴趣）的儿童在学校的表现更出色（Flouri & Buchanan，2004）。此外，一项研究显示，在婴儿10~12个月大时父亲和母亲的敏感性，与婴儿18个月大时的认知发展和36个月大时的语言发展密切相关（Malmberg & others，2016）。其他一些研究表明，当父亲积极参与孩子的生活时，孩子的发展结果会更好（Alexander &others，2017；Roopnarine & Yildiri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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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阿卡俾格米父亲与婴儿。在阿卡俾格米文化中，研究人员观察到父亲有47%的时间抱着或靠近婴儿（Hewlett，1991）。

4.3.2 儿童保育

如今，许多美国儿童都有多个照料者。大多数孩子没有在家全职照顾自己的父母，取而代之的是，孩子们会接受儿童保育安排，即由他人提供的某种类型的看护。许多父母担心儿童保育会产生不利影响，如减少孩子对他们的情绪依恋、限制孩子的认知发展、未能教会他们如何控制愤怒、允许他们受到同伴的过度影响。这些担忧有依据吗？

在美国，大约15%的5岁及以下儿童接受过不止一次的儿童保育安排。一项针对2岁和3岁儿童的研究显示，儿童保育安排数量的增加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增加和亲社会行为的减少密切相关（Morrissey，2009）。

1.育儿假

今天，在美国，大量的儿童被送进儿童保育中心。目前，美国大约有200万名儿童接受正规的（有执照的）儿童保育者的服务，还有数百万名儿童由无执照的保姆照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数字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美国成年人没有带薪假来照顾自己的年幼子女。

不同国家的儿童保育政策千差万别（Raikes & others，2019）。欧洲在创建育儿假新标准方面走在了前列：1992年，欧洲联盟（欧盟）规定了14周的带薪产假。如今，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休假的在职父母会获得先前工资的70%~100%，带薪休假时间平均约为16周（Tolani & Brooks Gunn，2008）。美国目前允许照顾新生儿的父母有长达12周的无薪假。

大多数国家将符合条件的福利仅提供给分娩前就业时间达到最低限度的妇女。然而，在丹麦，即使失业的母亲也有资格延长与分娩有关的育儿假。在德国，几乎所有父母都可以休育儿假。北欧国家（丹麦、挪威和瑞典）有广泛的性别平等的生育家庭假期政策，同时强调男性和女性的贡献。例如，在瑞典，父母可以休18个月的受工作保护的育儿假，福利由父母双方共享，适用于全职或兼职工作。

2.儿童保育的差异

因为美国没有带薪休育儿假的政策，所以在美国照料孩子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全国性问题（Lamb & Lewis，2015）。许多因素影响着儿童保育的效果，包括儿童的年龄、儿童保育的类型和项目的质量。

儿童保育安排千差万别（Burchinal & others，2015；Hasbrouck & Pianta，2016）。设施完善的大型儿童保育中心和私人家庭会提供儿童保育服务。一些儿童保育中心是由商业机构运作的，其他的是由教堂、公民团体和雇主经营的非营利机构运作的。一些儿童保育者是专业人员，还有一些是没经过训练的、想赚点外快的成年人。婴幼儿更有可能出现在家庭儿童保育和非正式儿童保育环境中，而年龄较大的儿童更有可能出现在儿童保育中心以及学前和早期教育项目中。图4.5显示了美国需要工作的母亲的5岁以下孩子的初级照料安排（Clarke-Stewart & Miner，2008）。


[image: ]

图4.5 美国需要工作的母亲的5岁以下孩子的初级照料安排

瑞典等许多欧洲国家的儿童保育政策与美国有何不同呢？

儿童保育质量至关重要（Howes，2016；Vu，2016）。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2~3岁时高质量的儿童保育（包括积极的儿童–照料者关系）与儿童在4~5岁和6~7岁时对注意力和情绪的更好的自我调节息息相关（Gialamas & others，2014）。高质量的儿童保育项目由什么构成呢？在高质量的儿童保育中（Clarke-Stewart & Miner，2008，p.273）：

照料者鼓励孩子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与孩子进行频繁、积极的互动，包括微笑、触摸、握着孩子的手、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说话，对孩子的问题或要求做出适当的回应，并鼓励孩子谈论他们的经历、感受和想法。

高质量的儿童保育还包括为儿童提供安全的环境，使儿童获得适龄的玩具、参与适龄的活动。较低的照料者–儿童比例，使照料者能够单独花大量时间与儿童在一起。

如果儿童来自资源（心理、社会和经济资源）匮乏的家庭，他们更有可能经历低质量的儿童保育（Carta & others，2012）。许多研究人员研究了贫困对儿童保育质量的影响。一项研究发现，只有当儿童保育质量较低时，儿童保育才对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有害（Votruba-Drzal，Coley & Chase Lansdale，2004）。即使儿童每周接受儿童保育的时间超过45小时，高质量的儿童保育也与较少的内化问题（如焦虑）和外化问题（如攻击性和破坏性行为）密切相关。另一项研究表明，当父母能获取更高质量的儿童保育服务时，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会在入学准备和语言发展方面受益匪浅（McCartney & others，2007）。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会在一个旨在促进婴儿最佳发育的儿童保育项目中进行哪些基于研究的实践呢？

想要了解一个为贫困家庭提供优质儿童保育服务的人，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旺达·米切尔，儿童保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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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育主任旺达·米切尔在日托中心与孩子们一起活动。

旺达·米切尔（Wanda Mitchell）是北卡罗来纳州威尔逊县哈蒂·丹尼尔斯日托中心的主任。她的职责是指导该中心的运作，包括创造和维护一个儿童可以有效学习的环境，并确保该中心符合政府的许可要求。米切尔获得了北卡罗来纳A&T大学的本科学位，主修儿童发展。在担任目前的职位之前，她是“开端”（Head Start）计划的教育协调员，也是威尔逊技术社区学院的讲师。在描述自身所选择的职业时，米切尔说：“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激情所在。大学毕业后，我的目标是在我的领域内取得进步。”

3.美国儿童保育纵向研究

1991年，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NICHD）开始了一项全面的关于儿童保育经验的纵向研究。数据是从美国10个地方的近1400名儿童及其家庭的不同样本中收集的，收集工作历时几十年。研究人员使用多种方法（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进行观察、访谈、问卷调查和测试）评估儿童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身体健康、认知发展和社会情绪发展。以下是NICHD关于早期儿童保育和青年发展的研究的一些结果（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2001，2002，2003，2004，2005a，b，2006，2010）。

● 保育质量。对保育质量的评估基于以下方面：群体规模、儿童与成年人的比例、物理环境、保育者特征（如正规教育经验、专业培训经验和儿童保育经验）以及保育者行为（如对儿童的敏感度）。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是，在出生后的前三年，大多数儿童接受保育的质量低得令人无法接受。在儿童保育环境中，父母不在的情况下，积极的照顾少之又少——研究中只有12%的儿童经历了父母之外的积极儿童保育（如积极的谈话和语言刺激）。此外，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婴儿比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婴儿经历了更低质量的保育。当照料者的照料质量较高时，儿童在执行认知和语言任务上表现得更好，在与母亲玩耍时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与同伴的互动更积极和熟练，行为问题更少。当儿童54个月大时，保育者参与培训和良好的儿童–保育者比例与儿童较高的认知和社会能力相关。在涉及NICHD样本的研究中发现，从出生到4岁之间的非亲属儿童保育与15岁时的青少年发展关系密切（Vandell & others，2010）。在这项分析中，更好的早期保育质量与15岁时更优异的学习成绩和更少的外化问题密切相关。另一项研究显示，高质量的婴幼儿保育与学龄前阶段结束时更好的记忆能力密切相关（Li & others，2013）。

● 保育时间。儿童接受保育的时间能够用于预测一些结果（Vandell & others，2010）。当儿童从婴儿期开始就在儿童保育中心度过大量时间时，他们与母亲之间的敏感互动较少，他们会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并且患病率较高。总的来说，当儿童每周花30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在儿童保育中心时，他们的发育并不理想。然而，在挪威（该国家达到或超过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的10项优质儿童保育质量基准中的8项）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该国，较长时间的儿童保育与儿童的外化问题关系不大（Zachrisson & others，2013）。

● 家庭和养育影响。家庭和养育的影响并没有因为长时间的儿童保育而减弱。父母在帮助孩子调节情绪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重要的养育影响包括对孩子的需求敏感，与孩子在一起，并提供认知刺激。事实上，父母的敏感性一直是安全型依恋的最稳定的预测因素（Friedman，Melhuish & Hill，2010）。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因素比儿童保育经历（质量、时间、类型）能更有力、更稳定地预测各种结果。对儿童来说，最糟糕的结果出现在家庭和儿童保育环境质量差的时候。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当儿童同时经历由家庭和儿童保育环境带来的风险时，他们会表现出更糟糕的社会情绪结果（更多的问题行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Watamura & others，2011）。

父母在照顾孩子方面可以遵循哪些策略呢？育儿专家凯瑟琳·麦卡特尼（Kathleen McCartney，2003）给出了以下建议。

● 认识到养育质量是影响孩子发展的关键因素。

● 做出能提高你成为好父母的可能性的决定。“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全职工作；对其他人来说，这意味着兼职工作或不外出工作。”

● 关注孩子的发展。“父母应该亲自观察自己的孩子是否有问题行为。他们也应该与儿童保育者和儿科医生谈论自己孩子的行为。”

● 花些时间寻找最好的儿童保育服务。观察不同的儿童保育设施，确保你的选择是正确的。“高质量的儿童保育服务需要花钱，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负担得起他们想获得的儿童保育服务。”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儿童心理学家，你认为NICHD的研究中的哪些发现对父母了解他们的角色与非父母育儿的角色来说是最重要的？



内容总结






情绪和人格发展




● 情绪是当个体处于对自己很重要的状态或互动中时所产生的感觉或情感。婴儿在成长的早期会表现出多种情绪。婴儿容易产生的两种恐惧表现是陌生人焦虑和分离反抗。随着婴儿的成长，提高他们调节情绪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 气质是指个体的行为风格和特有的情绪反应方式。切斯和托马斯把气质分为容易型、困难型、慢热型三种。凯根提出“对陌生人的抑制”是重要的气质类别的特征之一。罗斯巴特和贝茨强调努力控制（自我调节）是一个重要的气质维度。拟合度是孩子适应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埃里克森认为，婴儿出生后第一年处于信任对不信任的发展阶段。在出生后第二年，独立性成为一个中心主题，这一阶段是自主对羞愧和怀疑的阶段。



社会取向和依恋




● 婴儿对他们所处的社会世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有动力去理解它。婴儿在更小的时候就比过去研究人员认为的更成熟、更有洞察力。

● 依恋是两个人之间紧密的情感纽带。在婴儿期，接触的舒适度和信任感对依恋的发展至关重要。安全型依恋的婴儿把照料者（通常是母亲）作为探索环境的安全基地。三种不安全的依恋类型是回避型、反抗型和混乱型。安全型依恋的婴儿的照料者对婴儿发出的信号更敏感，并且自始至终可以满足婴儿的需求。



社会环境




● 向为人父母过渡需要父母进行较大的适应和调整。孩子会使父母社会化，就像父母会使孩子社会化一样。父母会使用五花八门的方法来管理和引导婴儿的行为。一般来说，母亲会比父亲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父亲更倾向于与婴儿进行更多身体上的、有趣的互动。

● 儿童保育质量参差不齐，儿童保育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高质量的儿童保育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似乎对儿童没有什么不利影响。







第5章 童年早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




本章纲要



身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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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生长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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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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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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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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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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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和死亡






认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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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亚杰的前运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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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果茨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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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加工理论






语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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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语音和词法
	[image: ]






 语法和语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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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用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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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读写能力






早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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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教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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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儿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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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教育中的争议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瑞吉欧·艾米里亚的儿童

瑞吉欧·艾米里亚（Reggio Emilia）是一种儿童教育理念，起源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瑞吉欧。在这里，单亲家庭的儿童和残疾儿童会优先入学，其他儿童则按照其需要程度入学，学费根据家长的收入情况按比例支付。

该理念鼓励儿童通过探究和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来学习（Bredekamp，2020），当学习音乐、运动、绘画、雕塑、拼贴、木偶戏和摄影时，儿童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启发性媒介和材料（Dev & others，2019）。

在瑞吉欧·艾米里亚的课程中，儿童经常以小组的形式探索主题，这有助于培养社区意识、对多样性的尊重以及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Jones & Reynolds，2011）。小组内的两位联合教师会指导儿童如何探索。瑞吉欧·艾米里亚的教师将每个项目都视为一次冒险，成年人的建议、儿童的想法，或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例如下雪了）都可能成为项目的开端。每个项目都基于儿童说的话和做的事，教师允许儿童有充足的时间来规划和策划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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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吉欧·艾米里亚的教室里，孩子们正在探索他们感兴趣的主题。

瑞吉欧·艾米里亚这一儿童教育理念的核心关乎儿童的形象，它认为儿童是有能力的、有权利的，尤其是认为儿童拥有享有高质量的照顾和教育的权利。家长参与也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家校合作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许多早期教育专家认为，瑞吉欧·艾米里亚可以为儿童提供一个支持性、启发性的环境，儿童能被激发出能力和信心来探索他们的世界（Morrison，Woika & Breffni，2020）。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在了解儿童如何发展的基础上，可以在培养儿童自然学习兴趣的项目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扼杀儿童的兴趣。本书中有两章探讨童年早期的发展，这是其中的第一章，探讨从学步儿发展到学前儿童的过程中常出现的身体、认知、语言方面的变化，以及早期教育。

5.1 身体变化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描述了人们在婴儿期的生长发育是快速的，并遵循头尾原则和近远原则。幸运的是，这种发展速度在童年早期将有所减缓，否则人们将成为巨人。

5.1.1 身体生长和变化

尽管身高和体重的增长速度在童年早期有所减缓，但生长发育仍然是这一发展阶段最显而易见的身体变化。其中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变化虽是肉眼看不见的，却为儿童在认知和语言方面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在童年早期，幼儿身高平均每年增长约2.5英寸（约6.35厘米），体重增加5~7磅（2.27~3.17千克）。随着学前儿童年龄的增长，身高和体重的增长百分比逐年减小（Hockenberry，Wilson &Rodgers，2019）。在这一年龄段，女孩只比男孩略瘦小、体重略轻，这种差异会一直持续到青春期。此外，女孩比男孩有更多的脂肪组织，而男孩比女孩有更多的肌肉组织。

在学龄前阶段，随着身体长高，男孩和女孩都会变得更加苗条（Kliegman & others，2019）。虽然头部对于身体来说仍然有些大，但到了学龄前阶段结束时，大多数儿童已经不再像学步儿那样头重脚轻了。在学龄前阶段，身体脂肪也呈缓慢、稳定的减少趋势。到童年早期结束时，胖乎乎的婴儿通常看起来瘦了很多。

当然，生长模式因人而异（Grimberg ＆ Allen，2017）。回想一下你的学龄前岁月，那可能是你第一次注意到有些人高，有些人矮；有些人胖，有些人瘦；有些人强壮，有些人瘦弱。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但与环境经验也有关系（Edwards & Coyne，2020）。一项对全球儿童身高和体重的综述研究得出结论：影响身高差异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种族和营养（Meredith，1978）。城市、中等社会经济地位和长子女的身高通常比农村、低社会经济地位和较晚出生的子女更高。在美国，非洲裔儿童比欧洲裔儿童更高。

5.1.2 大脑

在童年早期，最重要的生理发展之一是大脑和神经系统其他部分的持续发展（Schneider &Ornstein，2019）。大脑的日益成熟，再加上有机会体验更广阔的世界，使儿童的认知能力不断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童年早期大脑的变化使得儿童能够规划自己的行动，更有效地回应和处理刺激，并在语言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步。

尽管大脑在童年早期的发展速度不如婴儿期快，但它确实经历了显而易见的变化。研究人员持续4年对同一儿童进行大脑扫描，发现该儿童的大脑经历了迅速的、明显的发展高峰（Gogtay & Thompson，2010；Ofen & others，2019）。从3岁到5岁，虽然大脑的整体大小并没有显著增加，但大脑内的局部模式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某些区域的大脑物质的数量在短短一年内几乎可以翻倍。之后，随着不需要的细胞被修剪，大脑结构继续重组，组织会大量减少。3~6岁时，大脑最快速的发育发生在前额叶的一个被称为前额叶皮质的部分（见图5.1），它在规划和组织新行动，以及保持对任务的注意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Gogtay &Thomps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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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前额叶皮质

在童年中后期，前额叶皮质的大脑通路和回路呈现出显著的发育进展。哪些认知过程与前额叶皮质的这些变化相关呢？

童年早期大脑发育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变化始于出生前，并在童年早期得以持续。首先，树突的数量和大小会增加；其次，髓鞘化继续进行。回顾一下，髓鞘化是轴突（将信号从细胞体传导出去的神经纤维）被一层脂肪细胞覆盖的过程，它提高了神经系统中信息传输的速度和效率。髓鞘化对于许多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Kwon & others，2020）。例如，与手眼协调相关的大脑区域的髓鞘化直到约4岁才完成；与集中注意力相关的大脑区域的髓鞘化直到童年中期或童年后期才完成；前额叶皮质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涉及较高层级思维能力的方面），在青春期后期或成年早期才完成髓鞘化（Calabro & others，2020；Dow-Edwards & others，2019）。有研究表明，有更高认知能力的幼儿在3岁时髓鞘化的程度更高（Deoni & others，2016）。

研究人员发现贫穷困顿、养育质量等环境因素也与大脑发育息息有关（Dreyer，2020；Dufford，Kim & Evans，2020）。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来自最贫困家庭的儿童在4岁时前额叶和颞叶的发育明显滞后，而这些滞后与较低的入学准备技能有关（Hair & others，2015）。另一项研究显示，童年早期较高的母亲敏感性与较高的总脑容量有关（Kok & others，2015）。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婴儿期的虐待风险和家庭逆境与8岁时的大脑皮质发育迟缓和大脑发育不成熟有关（Bick & others，2019）。然而，接受追赶生长干预的儿童的大脑功能会有所改善。

5.1.3 运动的发展

尽全力奔跑，跌倒，迅速站起来继续全力奔跑……用积木搭建高塔……涂涂画画……用剪刀剪纸……在你的学龄前岁月里，你可能掌握了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能力。到底是什么身体变化使进行这些活动成为可能？

1.粗大运动技能

学前儿童不再需要努力地保持身体直立或努力地移动。在此阶段，儿童可以更自信地移动双腿并更有目的地使自己移动，他们在环境中的移动变得更加自主（Hockenberry，Wilson & Rodgers，2019）。

3岁左右，儿童很乐于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如单脚跳和来回跑，这些动作能给他们带来纯粹的快乐。他们渴望展示自己如何跑过一个房间，或是如何跳到6英寸（15.24厘米）那么高。单纯的跑和跳并不能让你赢得奥运会奖牌，但对于3岁的儿童来说，这些动作可以带来不可言喻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到了4岁，儿童仍然喜欢同样类型的活动，但他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会翻过低一点的攀爬架，展示自己的运动技能。虽然他们已经可以一步一步地上楼梯有一段时间了，但用同样的方式下台阶还有点勉为其难。

到5岁时，儿童变得比4岁时更具冒险精神。在游乐场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充满自信的5岁儿童表演一些“惊险”动作。5岁的儿童还会使劲奔跑，喜欢和同伴或父母赛跑。

儿童教育者应当如何支持儿童的动作发展呢？首先，儿童学习技能需要大量的练习，因此指导过程中应包含充足的练习时间（Bredekamp，2020）。一项针对4岁女孩的研究发现，为期9周的运动技能干预明显提升了女孩们的球技（Veldman & others，2017）。

未能发展基本运动技能的儿童可能会受到长期负面影响（Biermann，Franze & Hoffmann，2020）。这些儿童到了学龄期乃至成年期，可能很少参与团体游戏或运动活动。一项研究发现，运动能力较低的儿童对体育活动的参与动机水平较低，并且整体自尊水平也较低，而运动能力较高的儿童则恰恰相反（Bardid & others，2016）。另一项研究指出，运动能力较高的学前儿童到了青少年时期，其体育活动的参与水平会更高（Venetsanou & Kambas，2017）。

童年早期的粗大运动技能发展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会有关联吗？粗大运动技能的进步为儿童提供了与物体、环境和人之间交互的新学习机会。一项研究中提到，童年早期粗大运动技能、精细运动技能的发展都与儿童的表达性语言、接受性语言的水平存在正向关联（Gonzalez，Alvarez &Nelson，2019）。

2.精细运动技能

3岁的儿童已经基本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起很小的物品，但动作仍显笨拙。他们也已经可以搭建令人惊讶的高高的积木塔，摆放每一块积木时他们都非常专注，但常常不能摆得整整齐齐。当他们在玩简单的拼图时，放置拼图块时的动作很笨拙，即使认出了匹配缺口的拼图块是哪一块，他们还是不能很精确地摆放进去。这时他们常常会试图通过使劲塞或用力拍打的方式让拼图块与另一块连接。

到了4岁，儿童的精细运动协调能力已经大大提高，动作更加精准。有时他们在用积木搭建高塔时会遇到麻烦，因为他们想要完美地放置每一块积木，但这反而有可能会打翻已经搭好的部分。

儿童的精细运动协调能力与日俱增，所以到5岁时，在眼睛的“统筹”下，他们的手、胳膊和身体能够一起移动。5岁的儿童在搭积木时已经不再满足于搭建一座简单的塔了，他们可能想要搭建一座房子，但他们搭建的这些作品可能还是需要由他们讲解，其他人才知道搭的到底是什么。

5.1.4 睡眠

拥有良好的夜间睡眠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Newton，Honaker & Reid，2020）。世界卫生组织指出，3~4岁的儿童每天应当有10~13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其中包括小睡，也需要保持规律的入睡和起床时间（Willumsen & Bull，2020）。近年来一项对中国学前儿童的研究发现，只有29.5%的儿童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标准，每天能获得10~13小时的高质量睡眠（Guan &others，2020）。

在某些情况下，儿童的睡眠问题与父母息息相关。例如，一项观察研究发现，与父母之间更高质量的互动（和谐且互惠，而不是冷漠和冲突）与学前儿童更长的睡眠时间有关（Dubois-Comtois &others，2019）。

儿童可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睡眠问题（Nielsen & others，2019），包括发作性睡病（白天过度嗜睡）、失眠（入睡困难或无法保持睡眠）和做噩梦。

与儿童睡眠问题相关的发展问题包括超重、肥胖（Poorolajal & others，2020）和ADHD（Bioulac & others，2020）。例如，一项研究发现，24个月大时做噩梦、48个月大时存在睡眠不安情况的儿童在11岁时被确诊为ADHD的概率更大（Carpena & others，2020）。

5.1.5 营养和运动

进食习惯是童年早期发展的重要方面（Donatelle & Kecham，2020）。儿童的进食会影响他们的骨骼生长、体形变化以及对疾病的易感性。美国的一项全国性研究指出，美国儿童的进食质量从6个月到4岁期间呈下降趋势（Hamner & Moore，2020）。运动和体育活动也是儿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Rink，2020）。

1.进食习惯与超重

儿童的进食行为受到其照料者行为的强烈影响（Daniels，2019；Souto-Gallardo & others，2020）。当照料者与儿童一起按照规律的时间进餐，照料者示范选择有营养的食物，让进餐时光变得美好愉快时，儿童的进食行为会得以改善（Sandvik & others，2019）。为了让孩子们专注于进食，应尽量减少电视播放、家庭争吵和其他活动带来的干扰（Murphy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发现，相比于父母批评不好的进食习惯，重视表扬健康的进食行为这种积极的养育方式更能够改善幼儿的进食行为（例如增加蔬菜摄入量），更能帮助超重儿童减轻体重（Rotman & others，2020）。

超重已成为儿童在童年早期易拥有的严重的健康问题（Insel & Roth，2020）。美国的一项全国性研究显示，45%的儿童膳食中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含量超过了推荐摄入值，这可能会提高儿童的胆固醇水平，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Center for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2008）。研究还发现，儿童每日摄入的热量中有1/3来自餐馆，是20世纪80年代外食摄入热量比例的2倍。此外，在13家主要快餐连锁店的近1500种食物选项中，93%的食物的热量都超过了430卡路里，即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dicine）建议4~8岁儿童每日摄入热量的1/3。无论是肯德基（KFC）、塔可钟（Taco Bell）、索尼克（Sonic）、盒子里的杰克（Jack in the Box），还是福来鸡（Chick-fil-A），这些快餐店提供的儿童餐的热量都非常高。此外，另一项对美国2~3岁儿童的研究发现，炸薯条和其他炸土豆食品是他们最有可能吃的蔬菜（Fox & others，2010）。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20）已基于身体质量指数（BMI）为肥胖、超重、有超重风险建立了分类。BMI是通过一个综合身高和体重的公式计算出来的，BMI处于或高于第97百分位的儿童和青少年被归类为肥胖，处于第95或96百分位的儿童被归类为超重，处于第85至94百分位的儿童有超重的风险。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超重或有超重风险的儿童比例不断上升（Insel & Roth，2020）。2009—2010年，美国12.1%的2~5岁儿童被归类为肥胖，相比之下，1976—1980年该比例为5%，2007—2008年为10.4%（Ogden & others，2012），而2015—2016年，高达13.9%的2~5岁儿童被归类为肥胖（Hales & others，2017）。

美国一项对近8000名儿童进行的研究发现，超重儿童长大后仍然有超重的风险（Cunningham，Kramer ＆ Narayan，2014）。这项研究显示，相比体重正常的同龄人，超重的5岁儿童在14岁时肥胖的可能性要高出4倍。

一项对34个国家的比较研究显示，美国儿童肥胖率排名第二（Janssen & others，2005）。童年期肥胖会导致年幼儿童出现许多健康问题（Meeks，Heit，＆ Page，2020）。举例来说，医生们现在已经在5岁的儿童身上发现了2型糖尿病（与肥胖和低健康水平直接相关的病症）（Baskaran ＆Kandemir，2018）。

儿童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可能导致他们超重或肥胖（Thompson，Manore ＆ Vaughan，2020）。“5-2-1-0”是近期为幼儿设立的肥胖预防指南：每天5份或更多的水果和蔬菜，2小时或更少的屏幕使用时间，至少1小时的体育活动，以及每日0杯含糖饮料（Khalsa ＆ others，2017）。预防儿童肥胖还要帮助儿童、家长和老师将吃健康食物视为消除饥饿和满足营养需求的途径，而不是将其作为爱的证明或对良好行为的奖励（Daniels，2019）。

过多的屏幕时间也与年幼儿童超重或肥胖的风险有关。近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3~4岁的儿童每天坐着观看屏幕的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Willumsen & Bull，2020）。此外，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3~4岁的非裔美国儿童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可能有每天超过1小时的屏幕使用时间（Kracht，Webster & Staiano，2020）。中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更长的电视观看时间与4~5岁儿童超重或肥胖情况的增加有关（Hu & others，2019）。此外，体育活动应当成为儿童每日活动中的一部分，这一点本书稍后将详述。

2.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影响了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幼儿（Donatelle & Ketcham，2020；Schiff，2021），许多儿童没有获得身体必需的铁、维生素或蛋白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WIC（Women，Infants，and Children，妇女、婴儿和儿童）项目提出为各州提供联邦补助，为低收入家庭的女性（自怀孕开始）和为存在营养不良风险的0~5岁婴幼儿提供健康补充食品、医疗转诊服务和营养教育（Morrow，2020；Schindler-Ruwisch & others，2020）。WIC项目在美国拥有约750万名参与者。研究发现，WIC项目对参与项目的婴幼儿的营养与健康、母亲的健康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Anderson & others，2020）。例如，一项研究发现，高风险婴儿参加WIC项目后在贝利婴儿发展量表（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上的认知分数得到了提升（Lakshmanan & others，2020）。此外，另一项研究发现，参加WIC项目的非裔美国妇女的进食质量低于具有其他种族背景的妇女（Parker & others，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数据来向父母和照料者说明童年早期营养不良带来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3.锻炼

幼儿应每天进行体育活动（Rink，2020）。世界卫生组织（2019）建议，3~4岁的儿童每天应至少花3小时参与各种强度的体育活动，其中至少有1小时应为中到高强度的体育活动，体育活动应在一天中分散进行。这些建议反映了比之前的建议更高的要求。儿童的生活应该围绕体育活动展开，而不仅仅是吃饭。

5.1.6 疾病和死亡

美国绝大多数儿童在成年前并未经历严重疾病或死亡。然而，也有人并非如此。在美国，意外事故是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先天性畸形、恶性肿瘤和他杀（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19）。溺水是儿童意外死亡的最常见原因，其次是交通事故。

儿童的安全不仅受到他们自身技能和相关行为的影响，还受到家庭、学校/同伴和社区的影响（Garvis & Pendergast，2020；Telljohann & others，2020）。贫困儿童的事故率、死亡率和哮喘发病率比高收入家庭儿童的要高（Kelleher，Reece & Sandel，2018）。图5.2描述了在上述各种情况中采取的加强儿童安全和预防伤害的措施（Sleet & Merc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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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提高儿童安全性的措施

在儿童生活的每个环境中，都可以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以提高儿童的安全性，并降低儿童受伤的可能性。

图中列出的情境因素与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学理论有何关系？

对儿童来说，一个主要的危险因素是父母吸烟。据估计，美国有22%的儿童和青少年在家中暴露在烟草烟雾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当儿童生活在父母吸烟的家庭中时，他们更容易面临健康问题（Tarhun，2020）。在家中接触烟草烟雾的儿童比家中无人吸烟的儿童更容易患哮喘（Zhuge & others，2020）。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与家中无吸烟者的儿童相比，家中有吸烟者的儿童患哮喘的可能性要高30%（Xie & others，2020）。另一项研究发现，与没有接触烟雾环境的同龄人相比，暴露于烟雾环境中的幼儿更容易出现多动症和问题行为（Gatzke-Kopp & others，2020）。

虽然在美国，意外和严重疾病（如癌症）是儿童的主要死亡原因，但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并非如此，许多儿童可能死于可预防的传染病。世界各地许多儿童的死亡是可以通过减少贫困和改善营养、卫生、教育和保健服务来预防的（UNICEF，2020）。高贫困率会对一个国家的儿童健康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些儿童可能会经历饥饿、营养不良、疾病，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保健服务，饮用不安全的水以及缺乏免受伤害的保护（UNICEF，2020）。在过去的十年里，因被父母传染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而死于HIV/AIDS的儿童人数急剧增加。尤其是在高贫困率、低教育水平的国家，儿童因HIV/AIDS死亡的情况较为严重（UNICEF，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给吸烟的父母，告知他们吸烟对其子女有潜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5.2 认知发展

学前儿童的认知世界是充满创意、自由和奇幻的。学前儿童的想象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升，他们对世界的心智理解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我们对早期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认知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

5.2.1 皮亚杰的前运算阶段

本书已提及过，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中的第一个阶段，即感觉运动阶段，婴儿组织和协调感知觉与身体运动和动作的能力越来越强。前运算阶段（preoperational stage）大约从2岁持续到7岁，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中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用语言、图像和图画来表现世界。与此同时，幼儿的认知世界会受到自我中心思维和不切实际的信念支配。

皮亚杰称这个阶段为“前运算”，它可能听起来像一个不重要的等待时期，而事实并非如此。“前运算”这个标签强调了儿童还没有进行心理“运算”，运算是一个可逆的心理行为，允许儿童在心理层面实现之前只能在身体层面做的事情。心算简单的数学题就是运算的例子。而前运算思维的出现（preoperational thought）意味着儿童开始能在脑海中重建已通过行为建立的事物。前运算阶段可以分为两个子阶段：象征思维子阶段和直觉思维子阶段。

1.象征思维子阶段

象征思维子阶段（symbolic function substage）是前运算阶段的第一个子阶段，大约发生在儿童2~4岁。在这一时期，儿童获得了在头脑中呈现不在场物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心智世界。在此阶段，儿童用涂鸦设计来展示人物、房子、汽车、云等；他们开始更有效地使用语言，并参与到角色扮演游戏中。然而，尽管人们对儿童在这个子阶段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儿童的思维仍存在局限性，其中两种重要的局限便是自我中心和泛灵论。

自我中心（egocentrism）是指无法区分自己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以下这个例子讲述了4岁的玛丽（Marie）在家与她正在工作的父亲进行电话交谈的情况，反映了玛丽的自我中心思维。

父亲：玛丽，妈妈在旁边吗？

玛丽默默地点头。

父亲：玛丽，我可以和妈妈说话吗？

玛丽再次默默地点头。

玛丽的回应是自我中心式的，因为她在回答之前没有考虑到她父亲的视角。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具有非自我中心思维的人会用言语回答。

让·皮亚杰和巴贝尔·英海尔德（Barbel Inhelder，1969）最初通过设计一个“三山任务”（见图5.3）来研究儿童的自我中心思维。儿童围绕山的模型来回走动，熟悉从不同角度看山的样子，并且可以看到山上有不同的物体。然后儿童坐在摆放着山的桌子的某一侧，实验者将一个玩偶放置在桌子周围的不同位置。在每个位置，实验者都要求儿童从一系列照片中选择出最能准确地反映玩偶所看到的景象的照片。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通常会选择基于他们自己的视角而不是玩偶的视角所看到的景象的照片。学前儿童常在某些任务上可以切换视角，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无法考虑到其他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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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三山任务”

照片1显示了儿童从他所处的位置（位置A）看到的景象。照片2、3和4分别显示了坐在位置B、C和D的人所看到的山的景象。当被要求选择一张照片来展示从位置B看到的山的景象时，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会选择从位置A拍摄的照片，即他当时所看到的景象。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通常不能理解坐在另一个地方的人的视角。

泛灵论（animism）是前运算阶段的一种思维局限，是指相信无生命的物体也具有生命，且有行动的能力。儿童可能会这样表现泛灵论：“那棵树把树叶推下来，树叶摔下来了。”“人行道让我生气，它让我摔倒了。”持有泛灵论的儿童无法判断在不同情况下将物品认为是有生命的是否适宜。

2.直觉思维子阶段

直觉思维子阶段（intuitive thought substage）是前运算阶段的第二个子阶段，发生在儿童4~7岁时。在此阶段，儿童能够进行初步推理，并且想知道五花八门的问题的答案。以4岁的特雷尔（Terrell）为例，他正处于直觉思维子阶段的开端。虽然他开始对自己生活的世界产生自己的想法，但他的想法仍然很简单，他还不擅长思考。他很难理解那些他知道正在发生但看不见的事件，他的幻想与现实相去甚远，他还不能以任何可靠的方式回答“如果……？”的问题。例如，特雷尔对“为什么需要避免被汽车撞到”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所以在应对交通情况时他会遇到困难，他无法在头脑中进行必要的估算，来判断在穿过马路时是否会被临近的汽车撞到。

到5岁时，儿童几乎都已经开始用“为什么”来“折磨”周围的大人了。他们的问题表明其对推理和弄清事物为何如此的兴趣正在出现。以下是一些儿童在直觉思维子阶段提出的问题示例（Elkind，1976）：“是什么让你长大的？”“为什么一个女人必须结婚才能生孩子？”“当每个人都是婴儿时，谁是妈妈？”“为什么树叶会掉落？”“为什么太阳会发光？”

皮亚杰把这个阶段称为直觉思维子阶段，是因为儿童对自己的知识和理解似乎非常确信，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知道这些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一些事情，但还无法通过理性思维来了解它，因此出错是常见的。

3.中心化

前运算阶段还存在另一种思维局限——中心化（centration），即将注意力集中在事物的一个特征上，而对所有其他特征视而不见。中心化最明显的表现是幼儿缺乏守恒（conservation）意识。也就是说，他们无法意识到改变物体或物质的外观并不会改变其基本属性。例如，对成年人来说，当液体从一个容器倒入另一个容器时，显而易见，无论容器的形状如何，液体的量都不变。但要让幼儿认识到这一点却有些困难。

皮亚杰设计了一系列著名的守恒任务实验。实验一开始，儿童面对两个一模一样的烧杯，其中装着相同高度的液体［见图5.4（a）］。当儿童被问及这些烧杯是否装有相同量的液体时，他们通常会回答“是”。接着，实验者将其中一个烧杯内的液体倒入第三个烧杯，这个烧杯比前两个烧杯更高更细。当儿童再被问及第三个烧杯中的液体量是否等于原始烧杯中的液体量时，不到7岁或8岁的儿童通常会回答“不相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烧杯的高度或宽度与前两个不同。他们通常会被高细容器中液体的高度误导，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特征上，对其他特征视而不见。年纪再大些的儿童通常会回答“相等”，并正确地说明原因：“如果你把液体倒回去，液体量仍然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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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皮亚杰设计的守恒任务实验

该实验用于判断儿童是否具有运算思维，即能否逆向思考行为，理解物质的守恒。在图5.4（a）中，A、B两个一模一样的烧杯出现在儿童面前，然后如图5.4（b）所示，实验者将液体从B倒入C，C比A、B更高更细。接着，实验者问儿童两个烧杯（A和C）是否有相同的液体量，前运算阶段的儿童通常回答“不是”。当儿童被问及哪个烧杯中的液体更多时，前运算阶段的儿童通常会指向高而细的烧杯。

在皮亚杰的理论中，不能理解液体守恒表明儿童的认知发展处于前运算阶段。这种失败不仅体现出中心化，还体现出前运算阶段的儿童的思维的不可逆性。例如，在图5.5所示的质量守恒示例中，前运算阶段的儿童通常认为较长形状的黏土块包含更多的黏土，因为他们认为“更长就是更多”。前运算阶段的儿童无法在心理上理解黏土被压平的过程，所以无法看出较短的球形黏土块和较长的棒状黏土块的质量其实是分毫不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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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不同类型的守恒：数量、质量、长度

在儿童未理解这些类型的守恒时，他们表现出了前运算阶段的哪些特点？

除了无法理解体积守恒，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也不能理解数量、质量、长度和面积守恒。然而，儿童在不同的守恒任务上的表现往往不尽相同。因此，同一个儿童可能能够理解体积守恒，但未必能够理解数量守恒。

一些发展心理学家认为皮亚杰在预估儿童守恒能力出现的时间上并不完全正确。例如，罗切尔·戈尔曼（Rochel Gelman，1969）认为，当儿童集中在守恒任务中相关方面的注意力时，他们更有可能理解守恒。戈尔曼还证实了对某一个类型（如数量）守恒任务的注意力训练，可以提高学前儿童在另一类型（如质量）守恒任务中的表现。因此，戈尔曼认为儿童的守恒能力实际出现得比皮亚杰认为的更早，而注意力在守恒能力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5.2.2 维果茨基的理论

和皮亚杰一样，维果茨基也是一位建构主义者，但维果茨基的理论代表一种社会建构主义取向（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它强调学习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及知识是通过社会互动构建的。在维果茨基看来，儿童的认知发展取决于社会提供的工具，他们的思维发展受到他们生活中的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前面的章节已经介绍了维果茨基理论的一些基本要点，本章我们将进一步展开他的理论，探讨他关于最近发展区、搭脚手架和儿童使用语言的观点。

1.最近发展区与搭脚手架

维果茨基认为儿童认知发展受社会影响，特别是受教育影响，这一观点尤其体现在其提出的最近发展区这一概念中。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内的任务是指各类儿童难以独自完成，但可以在成年人或更熟练的儿童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任务。因此，ZPD的下限是儿童能独立达到的能力水平，上限是儿童在有能力的指导者的帮助下可以达到的水平（见图5.6）。ZPD的概念让人们意识到儿童在发展认知能力的过程中是需要技能更熟练者的帮助的（Holzman，2017）。维果茨基（1962）称这样的发展机制为发展的“芽”或“花”，以区别于儿童已经能够独立完成的发展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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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包含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最近发展区内的任务对于孩子来说是难以独自完成的。他们需要从成年人或者能力更高的孩子那里获得帮助。当孩子们接受口头指导或动作示范时，他们会在现有的心智结构中组织这些信息，以便最终能够独立地完成这一任务。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ZPD在儿童学习和发展中的有效性呢？研究人员发现，可能有如下因素（Gauvain，2013）：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安全的依恋关系、母亲没有患抑郁症，以及儿童的依从性。

与ZPD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的是搭脚手架，这一概念早先在介绍父母与婴儿互动的部分提及过。搭脚手架意味着改变支持水平。在教学过程中，指导者（教师或能力更强的同伴）会根据儿童当下的表现调整指导的程度（Daniels，2017）。当学生学习新任务时，指导者可能会采用直接指导的方式。但随着学生能力的提高，指导者给予的指导会减少。

2.语言与思维

根据维果茨基的观点，儿童使用语言不仅为了进行社会交流，也为了帮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维果茨基（1962）进一步指出，儿童会使用语言来计划、指导和监控自己的行为。这种用于自我调节的语言被称为私人语言（private speech）。皮亚杰认为私人语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和不成熟的，但维果茨基认为它是童年早期思维发展的重要工具（van der Veer &Zavershneva，2018）。

维果茨基认为，语言和思维最初是各行其道、独立发展的，之后才交汇融合在一起（Vasileva &Balyasnikova，2019）。他强调所有的心理功能都具有外部的或社会的起源。儿童必须使用语言与他人交流，然后才能关注自己的内在思维。儿童除必须进行外部交流，还要长时间使用语言，才能从使用外部语言过渡到使用内部语言。这个过渡发生在儿童3~7岁时，过渡的方式包括自言自语。之后，自言自语成了儿童的第二天性，他们可以在不交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儿童就已经可以将以自我为中心的语言内化为内部语言，继而形成思维。

维果茨基认为，使用大量的私人语言的儿童在社交能力方面要比那些不使用私人言语的儿童更好。他提出，私人语言的出现代表了儿童开始朝着更具社交沟通能力的阶段过渡。对于维果茨基来说，当儿童自言自语时，他们正在用语言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引导自己（Vissers，Tomas & Law，2020）。例如，一个正在拼图的儿童可能会对自己说：“我应该先把哪些部分放在一起？我先试试那些绿色的。现在我需要一些蓝色的。不，那个蓝色的不适合放在那里。我放在这里试试。”

皮亚杰认为，自言自语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反映出思维的不成熟。然而，研究者们发现维果茨基的观点得到了支持，即私人语言在儿童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Vissers，Tomas & Law，2020）。研究发现，儿童的私人语言与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有关（Day & Smith，2013）。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在养育的过程中，更敏感的母亲所养育的孩子会使用更多的私人语言（Day & Smith，2019）。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者，你会如何用教儿童书写字母的例子向家长解释最近发展区和搭脚手架的概念呢？

3.基于维果茨基理论的教育策略

维果茨基的理论受到了许多教师的热烈追捧，并已成功地应用于教育（Daniels，2017；Holzman，2017）。以下是教育工作者提出的关于应用维果茨基理论的一些建议。

（1）评估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与皮亚杰一样，维果茨基也不认为正式的、标准化的测试是评估儿童学习能力的最佳方法。相反，维果茨基认为评估者应该关注儿童的最近发展区。有经验的指导者会向儿童提供不同难度的任务，以确定开始教学的最佳水平。

（2）在教学中运用最近发展区概念。教学应该从该区域的上限附近开始，这样儿童在帮助下可以实现更高的目标，更大程度地提高技能和知识水平。教师应提供足够的帮助，例如可以问：“我能帮你做什么？”或者只是观察儿童的意图和尝试，在需要时提供支持。

（3）让技能水平更高的同龄人作为教师。请记住，帮助儿童学习的不仅仅是成年人，儿童也可以从能力更强的儿童那里获得支持和指导。

（4）监督并鼓励儿童使用私人语言。儿童在幼儿园阶段解决问题时常外化地自言自语，而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出现私人语言。我们应当留意到这一发展特征，鼓励儿童内化语言和自我调节。

（5）在有意义的情境中指导。如今的教育工作者正在逐渐摒弃抽象地呈现学习材料，而是为学生提供在现实世界中进行体验学习的机会。例如，学生不仅仅是在学习数学公式，而且是在学习处理具有现实意义的数学问题。

基于维果茨基的理论，我们来看一个反映这些概念的早期儿童教育项目。“心智工具”（Tools of the Mind）是一套幼儿教育课程，强调儿童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和读写能力的认知基础。该课程由爱琳娜·博德罗瓦（Elena Bodrova）和黛博拉·梁（Deborah Leong，2007，2015，2019）创建，并已在200多个教室中开展。参与“心智工具”课程的大多数儿童都被认为有学业失败的风险，因为他们大都生活贫困或有其他困难条件，如无家可归。

“心智工具”课程是基于维果茨基（1962）的理论创建的，尤其强调文化工具、自我调节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搭脚手架、私人语言、共享活动和以游戏为重要活动。在“心智工具”课程中，戏剧游戏起着核心作用。教师引导儿童根据他们的兴趣创造主题，如寻宝、建商店、建医院和建餐厅。通过实地考察、访客演讲、观看视频和阅读书籍等，教师帮助儿童制订游戏计划，以提高他们游戏的成熟度。游戏计划描述了儿童在游戏期间要做的事情，包括虚构背景、角色和道具。游戏计划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游戏质量和自我调节能力。

在“心智工具”课程中，为儿童写作能力的发展搭脚手架是另一个重要主题。教师用画短线的方式来代表儿童说的每个单词，以此帮助儿童规划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当儿童重复表达这条信息时，说一个单词就用手指一条短线。然后，儿童可以在这条短线上尝试写、画一些字母或符号来表示所说的单词。

一项研究在评估儿童的写作能力时发现，参与“心智工具”课程的儿童的写作能力比参与其他早期儿童教育课程的儿童更胜一筹（Bodrova & Leong，2007，2015）。例如，他们可以写出更复杂的语句、使用更多的单词、拼写更准确、对字母的识别能力更强、对句子概念的理解能力也更好。另一项针对29所学校、79个课堂和759名学生的研究也检验了“心智工具”课程的有效性（Blair &Raver，2014）。研究发现，“心智工具”课程对如自我调节能力的提高和注意力控制等认知过程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心智工具”课程还提高了儿童在幼儿园结束时和一年级阶段的阅读、词汇和数学能力，这一进步在高度贫困的学校中更显而易见。

4.对维果茨基的理论的评价

维果茨基的理论与皮亚杰的理论相比，有哪些异同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一些对比，例如维果茨基强调内部语言在认知发展中的重要性，而皮亚杰认为这种语言是不成熟的。图5.7详细地比较了这两种理论。皮亚杰的理论对教学的启示是：需要支持儿童去探索世界和发现知识。维果茨基的理论的主要启示是：学生需要很多机会与教师和更有能力的同伴一起学习（Gauvain，2016；Holzman，2017）。在这两种理论中，教师都是促进者和指导者，而不是主导者和塑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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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维果茨基和皮亚杰的理论对比

虽然他们的理论的提出时间大致相同，但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在了解皮亚杰的理论之后才了解到维果茨基的理论的。因此，维果茨基的理论尚未得到充分的评估。实际上，维果茨基关于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的观点与当今社会认为评估学习中的环境因素很重要的观点一拍即合。

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维果茨基对与年龄相关的变化描述得不够具体（Gauvain & Perez，2015）。另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维果茨基过分强调了语言在思维中的作用，他对合作和指导的过分强调也存在潜在隐患。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当父母变得过于专横、控制欲强的时候，协助者会不会帮倒忙？此外，一些儿童可能变得懒惰，有时候就算自己可以独立完成某件事情，他们也会期望得到帮助。

5.2.3 信息加工理论

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儿童思维如何发展变化的重要理论基础。近年来，对信息加工理论的研究也揭示了学前阶段的儿童是如何处理信息的（Gordon & others，2020；Siegler &Alibali，2020）。那么，在关注环境、记忆、制定策略和解决问题，以及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心理过程等方面，儿童的能力有哪些局限和进步呢？

1.注意

回顾一下，我们将注意（attention）定义为“将心理资源集中在特定信息上”。儿童在学前阶段注意水平显著提高（Wu & Scerif，2018）。学步儿会到处走动，将注意力从一项活动转向另一项活动，似乎只能专注于一个物体或事件很少时间。相比之下，学前儿童可能可以观看半小时的电视。

儿童尤其是在注意的两个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执行注意和持续注意。执行注意（executive attention）包括计划行动、将注意力分配到目标上、发现和弥补错误、监控任务进度以及应对新颖或困难的情况（McClelland & others，2017）。在一项研究中，儿童的执行注意是预测其自我调节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Tiego & others，2020）。持续注意（sustained attention），也称警觉（vigilance），指的是对环境中的物体、任务、事件保持专注和持续接触（Xie，Mallin & Richards，2019）。研究表明，尽管较大的儿童和青少年在警觉方面有所提升，但在学前阶段，个体在警觉方面的提升才最引人注目（Rothbart & Posner，2015）。

然而，学前儿童的注意力控制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仍有不足。

（1）显著性与相关性。学前儿童可能会关注那些突出的、显著的（salient）刺激，即使这些刺激与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毫无瓜葛。例如，如果一个衣着华丽、引人注目的小丑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学前儿童可能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小丑身上，而不是放在解决问题上。在6岁或7岁以后，儿童才会更有效地关注与任务相关的方面，例如如何解决问题。这种变化反映了儿童对注意力的认知控制的转变，使儿童的行动不再那么鲁莽冲动，儿童会更多地进行反思。

（2）计划性。当实验者要求儿童判断两幅复杂的图片是否相同时，学前儿童往往会使用一种随机的比较策略，在做出判断之前不会检查所有细节。相比之下，小学年龄的儿童更有可能系统地比较两幅图片的细节，且一次比较一个细节（Vurpillot，1968）。

在匈牙利等中欧国家，幼儿园的孩子们会参加一些旨在集中他们注意力的练习（Posner &Rothbart，2007）。例如，在一项眼神接触练习中，教师坐在一圈幼儿的中央，每个幼儿都必须先与教师的眼神接触才被允许离开小组。在其他旨在集中注意力的练习中，教师让幼儿们参加“停–走”类型的活动。幼儿必须听到一个特定的信号（例如一个鼓声或一种精确的节奏声），才能停止活动。

现在人们还开发出来了用于集中幼儿的注意力的计算机练习（Rothbart & Posner，2015）。例如，一项研究发现，5天的计算机练习，包括学习如何使用游戏操纵杆、如何依靠工作记忆、如何解决冲突，可以使4~6岁儿童的注意力集中（Rueda，Posner & Rothbart，2005）。

学前儿童控制注意力和持续注意的能力与其入学准备程度息息相关（Rothbart & Posner，2015）。例如，一项针对1000多名儿童的研究发现，他们在54个月大时保持注意力的能力与他们的入学准备程度（包括成绩和语言技能）有关（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2005）。另一研究也发现，5岁时注意力集中的水平越高，9岁时学习成绩也越高（Razza，Martin & Brooks-Gunn，2012）。此外，还有研究指出，学前儿童的持续注意水平越高，其在25岁时完成大学学业的可能性越大（McClelland & others，2013）。

2.记忆

记忆（memory）即信息随时间的保留程度，是儿童认知发展的核心过程。大多数婴儿的记忆是脆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短暂的——除了对感知–运动行为的记忆，这种记忆可能会很长久（Bauer，2018）。因此，要了解婴儿的记忆能力，我们需要区分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和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然而，外显记忆本身有多种形式（Radvansky & Ashcraft，2018）。根据信息保存时间长短的不同，记忆还可分为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与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

短时记忆是指个体在没有复述的情况下，信息最多可保留30秒。通过复述（rehearsal），即在信息呈现后重复信息，我们可以将信息保留在短时记忆中更长的时间。评估短时记忆的一种方法是使用记忆广度任务。你会听到快速呈现的一小段刺激——通常是数字（例如每秒呈现一个数字）。然后，你会被要求重复说出这些数字。

使用记忆广度任务进行的研究表明，短时记忆广度在童年早期会提升。例如，一项研究显示，2~3岁儿童的记忆广度大约为2个数字，到7岁时，儿童的记忆广度增加到大约5个数字，而从7岁到13岁，儿童的记忆广度仅增加1.5个数字（Dempster，1981）。然而，切记，记忆广度因人而异。

为什么记忆广度会随年龄的改变而改变呢？信息的复述至关重要。相较于年幼的儿童，年长的儿童能够更多地复述数字。同样重要的是信息加工的效率和速度，尤其是识别记忆项目的速度（Siegler & Alibali，2020）。

对信息加工速度的解释指出了信息加工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儿童的信息加工速度是其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大量证据表明，童年期许多认知任务的完成速度都会有显著提升（Rose，Feldman & Jankowski，2015）。研究发现，多个大脑区域的髓鞘化与儿童的信息加工速度有关（Chevalier & others，2015）。

儿童的长时记忆有多准确？正如学步儿的短时记忆广度在童年期会提升一样，他们的长时记忆也逐渐变得更加准确。如果给予适当的线索和提示，儿童可以记住大量信息（Bruck ＆ Ceci，2012）。越来越多的儿童甚至被允许在法庭上作证，特别是在他们是案件的唯一证人时（Brown＆ Lamb，2020）。然而，也有几个因素可能影响年幼儿童长时记忆的准确性（Bruck ＆ Ceci，1999）。

● 儿童对暗示的易感性存在年龄差异。学前儿童是最容易受暗示影响的年龄群体（Lehman &others，2010）。例如，在事件发生后，学前儿童更容易相信错误的或有误导性的信息（Ghetti &Alexander，2004）。尽管存在年龄差异，年长的儿童在接受暗示性访谈时的反应也同样令人担心（Ahern，Kowalski & Lamb，2018）。

● 易感性存在个体差异。一些学前儿童对访谈者的暗示是非常反感的，而另一些则会立即听从最轻微的暗示（Ceci，Hritz,& Royer，2016）。

● 访谈技术可能会导致儿童对重要事件的报告发生实质性扭曲。儿童不仅在周边细节方面易受暗示影响，而且在事件的核心上也易受暗示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儿童的虚假报告可能会涉及性问题。在实验室研究中，幼儿曾就一些涉及身体接触的“愚蠢事件”做出虚假报告。相当多的学前儿童错误地报告有人触摸了他们的身体隐私部位、亲吻了他们或拥抱了他们，而这些事件明显没有发生。但是，儿童是有能力回忆起事件的真实相关信息的（Ahern，Kowalski & Lamb，2018）。当访谈者通常采用不偏不倚的语气、避免问有误导性的问题时，儿童可以准确地回忆信息，没有理由做出虚假报告。此外，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访谈者的支持可以提高儿童的记忆准确性（Saywitz &others，2019）。

总的来说，年幼儿童证言的准确性可能取决于多个因素，例如暗示技巧的类型、数量和强度。幼儿报告的可靠性似乎与访谈者的技能和动机密不可分，同时也受到幼儿记忆本身的限制影响（Ahearn，VanMeter & Lamb，2018）。

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是儿童长时记忆相关研究中另一个被广泛研究的主题（Bauer，2018；de la Mata & others，2019）。自传体记忆包括个体对生活中重要事件和经历的记忆。当你回答以下问题时，你正在进行自传体记忆：你的一年级老师是谁，以及他/她是怎样的？你童年中最令你心碎的事件是什么？

在学前阶段，儿童的记忆逐渐具有更多的自传体记忆特征（Bauer，2018）。在一些领域，例如记住故事、电影、歌曲或有趣的事件或经历，儿童表现出相当好的记忆力。从3岁到5岁，儿童表现出越来越能记住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例如“我去年生日那天在査克芝士比萨店”；叙述中包含更多丰富、详细的元素（Bauer，2013）。一项研究显示，儿童3岁半时描述一个事件平均使用4个描述性词汇，到6岁时能发展到描述每个事件使用12个描述性词汇（Fivush & Haden，1997）。此外，一项针对3~6岁儿童的研究发现，他们的自传体记忆量与他们的自我认知的程度息息相关（Ross，Hutchison & Cunningham，2020）。

3.执行功能

人们对儿童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的发展越来越感兴趣，这是一个伞状的概念，包括一些与大脑前额叶皮质发育相关的高级认知过程（McClelland，Cameron & Alonso，2020）。执行功能包括管理自己的思维以从事目标导向的行为，以及执行自我控制（Bell & Garcia Meza，2020）。在本章前文中，我们提到了对执行注意（executive attention）的相关研究，这也是执行功能“伞”下的一部分。

在童年早期，执行功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认知抑制的发展（例如抑制一个强烈的、不正确的行为倾向）、认知灵活性的发展（例如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件事情或另一个主题上）、目标设定（例如分享玩具或掌握像接球这样的技能）以及延迟满足（放弃即时的愉悦或奖励以换取更理想的结果的能力）（McClelland，Cameron & Alonso，2020）。在童年早期，原本被刺激驱动的学步儿逐渐转变为一个能够灵活地、以目标为导向地解决问题的孩子，这体现了执行功能的特征（Zelazo & Muller，2011）。一项针对学前儿童的研究表明，糟糕的社会经济条件会给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带来压力，进而影响儿童最新发展的执行功能（Baker & Brooks-Gunn，2020）。

研究发现，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与其数学技能、语言发展、注意力和入学准备程度密切相关（Blankenship & others，2020；Hawes & others，2019；Liu & others，2018）。对非洲加纳低收入家庭的一项研究显示，儿童5岁时的执行功能水平越高，未来两年内的读写和数学技能水平就越高（Wolf & McCoy，2019）。另一研究发现，执行功能发展延迟的儿童具有较低水平的入学准备程度（Willoughby & others，2016）。另一项对学前儿童的研究表明，较低的执行功能水平可能与注意力不集中和过度活跃有关（Landis & others，2020）。近期的一项研究还显示，执行功能水平较低的学前儿童，6~12岁时可能会患上ADHD和抑郁症，或者症状加重（Hawkey &others，2019）。

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及其同事们（Mischel，2014；Mischel，Cantor & Feldman，1996；Mischel & Moore，1980；Mischel & others，2011；Schlam & others，2013）对幼儿的延迟满足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评估延迟满足的一种方法是将一个幼儿独自放在一个房间里，放置一个令人垂涎欲滴的棉花糖，幼儿可以随时敲铃吃掉棉花糖，或者等到实验者回来后获得两个棉花糖。能等到实验者回来再吃的幼儿到底是如何等待的呢？他们采取了许多方法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棉花糖上分散开来，包括唱歌、挖鼻子——任何能够让他们不去看棉花糖的事情。米歇尔和他的同事将这些策略称为“冷思考”（进行与棉花糖无关的思考和活动），而那些一直看着棉花糖的幼儿则是在进行“热思考”。进行冷思考的幼儿更有可能等到实验者回来才吃棉花糖，或者稍后再吃。一项同样使用上述延迟满足任务的研究显示，儿童4岁时较长的延迟满足时间与30年后较低的身体质量指数（BMI）相关（Schlam & others，2013）。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者，你会如何解释什么是执行功能，以及为什么有必要帮助儿童发展它呢？

一项研究探讨了21世纪的幼儿是否比20世纪的幼儿更不愿意延迟满足（Carlson & others，2018）。这项研究对比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一手研究的数据。比较发现，21世纪初的幼儿等待的时间比20世纪60年代的幼儿长2分钟，比20世纪80年代的幼儿长1分钟。近年来延迟满足时间的延长可能得益于象征思维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更广泛的早期教育项目，以及公众对儿童高阶技能（如自我控制）发展的越发重视。

家长和教师对幼儿的执行功能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Cheng & others，2018）。安·马思腾（Ann Masten）和她的同事（Labella & others，2019；Masten，2013，2019；Masten & others，2008）发现，对无家可归的儿童来说，其执行功能、其父母的养育技能与其在学业上的成功程度相关。马思腾认为执行功能与良好的养育技能密切相关。她说：“当我们看到有良好执行功能的孩子时，我们通常会看到他们周围的成年人是良好的自我调节者……父母在这些能力上会起榜样示范、提供支持、搭脚手架的作用。”（Masten，2012，p.11）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幼儿在学步儿时期对母亲的安全依恋可以预测其5~6岁时的执行功能水平（Bernier & others，2015）。研究发现，父母教育水平较高预示着子女具有更高水平的执行功能，而严苛的养育方式则预示着子女具有较低水平的执行功能（Halse & others，2019）。此外，研究人员发现，父亲的自主支持可以提高幼儿的执行功能水平（Meuwissen & Carlson，2018）。一项研究表明，与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相比，教师在开展为期六周的以正念和反思为重点的小组培训后，幼儿的执行功能水平大为改善；而开展一个关于读写能力的培训也同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幼儿的执行功能水平（Zelazo & others，2018）。

一些发展心理学家会将他们在认知发展等领域获得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工作。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了解海伦·哈达尼的工作。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海伦·哈达尼，发展心理学家，玩具设计师，儿童创意中心研究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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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哈达尼，发展心理学家，曾担任过玩具设计师，目前正在一家儿童创意中心从事创意领域的研究。

海伦·哈达尼（Helen Hadani）是发展心理学家、玩具设计师和加利福尼亚州索莎莉托儿童创意中心研究副主任。哈达尼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发展心理学博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她兼职为“孩之宝玩具”（Hasbro Toys）和苹果公司测试儿童软件和计算机产品。毕业后，她入职的第一家公司是卓威娱乐（Zowie Intertainment），这家公司后来被乐高（LEGO）收购。在那里担任玩具设计师时，哈达尼在玩具开发的不同阶段进行实验和焦点小组访谈，并研究了玩具的年龄适用性。哈达尼说：“即使在玩具开发的最原始阶段……你也能看到儿童在应对挑战时的创造力，看到他们在问题得到解决时的满足感，或者仅仅是在享受乐趣时的喜悦感。”（Schlegel，2000，p.50）

最近，她开始与旧金山湾区探索博物馆的儿童创意中心（Center for Childhood Creativity，CCC）合作，该中心是一个专注于教育的智库，致力于开展新的研究和教师培训项目，以促进所有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发展。

4.儿童的心理理论

即使是幼儿也会对人类思维的本质充满好奇（Devine ＆ Hughes，2019；Grosse Wiesmann &others，2020）。他们拥有一种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即他们有对自己和他人心理过程的意识。对这种心理理论的研究将儿童视为“一个思考者，试图解释、预测和理解人们的思想、感受和话语”（Harris，2006）。随着儿童的成长，他们的心理理论也在与时俱进（Peterson & Wellman，2019）。然而，婴儿是否具有心理理论仍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Rakoczy，2012）。目前的共识是，儿童在发展初期就已经发生一些变化（Scott & Baillargeon，2017），而主要变化发生在2~3岁、4~5岁和5岁以上，如下文所述。

（1）2~3岁

在此时间范围内，儿童开始理解以下三种心理状态。

● 知觉（perceptions）：儿童意识到其他人看到的事物是其他人眼前的事物，不一定是自己眼前的事物。

● 情绪（emotions）：儿童能够区分积极的和消极的情绪。儿童可能会说：“我感觉不好。”

● 愿望（desires）：儿童明白如果某人想要某物，他就会尽力去得到它。儿童可能会说：“我想要我的妈妈。”

比起“思考”和“知道”等认知状态，儿童会更早和更频繁地表达“想要”的愿望（Harris，2006）。2~3岁的儿童已经能理解愿望与行动和简单情绪之间的关系（Harris，2006）。例如，他们理解人们会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找到了，他们很可能会感到欣喜快乐；但如果没有找到，他们会继续寻找，并很可能会感到悲伤难过或愤怒生气。

（2）4~5岁

儿童开始理解大脑能够准确或不准确地反映客体和事件（Tompkins & others，2017）。大多数儿童在5岁时已经意识到人们可能有错误信念（false beliefs），即不真实的信念（Wellman，Cross & Watson，2001）（见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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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错误信念理解能力的发展变化

错误信念理解能力指的是儿童能够理解一个人可能产生与现实世界截然相反的错误信念的能力。从2岁半到小学中期，儿童的错误信念理解能力显著提升。总结众多研究结果发现，2岁半的儿童给出错误判断的概率约为80%（Wellman，Cross & Watson，2001）。3岁8个月时，儿童的正确率约为50%，之后正确率逐渐提高。

在一个经典的错误信念任务中，幼儿会听到有关莎莉（Sally）和安妮（Anne）的故事。在故事中，莎莉把一个玩具放在篮子里然后离开房间。当她不在的时候，安妮把玩具从篮子里拿出来放进一个盒子里。然后研究人员问幼儿，莎莉回来时会去哪里寻找玩具。研究发现，3岁幼儿大都会在错误信念任务上失败，认为莎莉会去盒子里找玩具（即使莎莉不可能知道玩具已经被移动到这个新位置）。而4岁及以上的幼儿更可能在这个任务上成功，正确地说出莎莉会有“错误信念”——她会认为玩具在篮子里。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4岁以下的幼儿不理解有可能存在错误信念。

（3）超过5岁

只有在学前阶段后期，幼儿才会更加深入地理解心智本身，而不仅仅是理解心理状态（Wellman，2015）。只有到了中小学时期，儿童才会将心智视为知识的积极建构者或加工中心（Flavell，Green & Flavell，2000）。只有在那时，他们才从能理解信念有可能是错误的发展到意识到同一事件可以有多种解释（Carpendale & Chandler，1996）。

（4）个体差异

与其他发展研究一样，儿童在心理理论方面达到某些里程碑的年龄存在个体差异（Tsoi &McAuliffe，2020）。例如，2岁时经常与父母谈论感受的幼儿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更好（Ruffman，Slade & Crowe，2002），经常参与假想游戏的幼儿也是如此（Harris，2000）。

执行功能，如规划、抑制等功能，对灵活的、未来取向的行为至关重要，它也与心理理论的发展紧密相关（Lecce & others，2018）。在这些与执行功能有关的任务中表现更好的儿童对心理理论有更好的理解（Benson & Sabbagh，2017）。随着儿童从童年早期到童年中后期的发展，语言发展也在心理理论的反思性本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Ebert，2020）。

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其他因素包括前额叶皮质功能的进步（Powers，Chavez & Heatherton，2016）、参与假装游戏（Kavanaugh，2006）和社交互动的各个方面（Hughes，Devine & Wang，2018）。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社交互动因素包括有安全依恋关系的父母与幼儿进行心理状态对话（“你想得真好”或“你能说出他在想什么吗？”）（Laranjo & others，2010），有年龄较大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与幼儿进行心理状态对话（Hughes & others，2010），以及生活在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Devine & Hughes，2018）。一项研究发现，父母的“将心比心”（将孩子视为心理主体，向他们表达与心理相关的评论）促进了学前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Hughes，Devine & Wang，2018）。此外，研究表明，心理理论能力更强的儿童在同伴中更受欢迎，并且在同伴中具有更好的社交技巧（Peterson &others，2016）。

在心理理论方面，另一种个体差异涉及孤独症。研究人员发现，患有孤独症的儿童在发展心理理论方面存在困难，尤其是在理解他人的信念和情绪方面（Andres-Roqueta & Katsos，2020）。因此，患有孤独症的儿童在与他人互动时往往会遇到困难，这并不令人意外。

5.3 语言发展

学步儿在只能说出由两个单词组成的语句之后，很快就能说出由3~5个单词组成的词组。在2~3岁，他们从使用能表达单一意思的简单句逐渐发展到能使用复杂句。

虽然儿童学习的母语有千差万别的特性，但他们在学习特定语言时存在普遍的模式（Bruhn de Garavito & Schwieter，2021；Schweiter，2021）。例如，所有儿童在学习其他介词之前都会学习介词“on”和“in”，以其他语言（如汉语或俄语）为母语的儿童大概率也会按照一致的顺序掌握这些语言的特点。

5.3.1 理解语音和词法

语音体系（phonology）指的是一种语言的声音系统，包括语言使用的声音以及语言的组合方式（Shea & O’ Neill，2021）。在学前阶段，大多数儿童对口语单词的声音逐渐变得更加敏感，并逐渐能够发出其母语中的所有声音（Greenberg & Christiansen，2019）。到他们3岁时，他们可以发出所有的元音和大多数辅音（Menn & Stoel-Gammon，2009）。他们在发出这些声音之前就能够识别它们，例如名词“Merry-go-round”（旋转木马）。

当儿童能做到双词发音时，他们会展示出对词法规则的认识（Mithun，2019）。词法（morphology）是指构成词语的意义单位（Bruhn de Garavito，2021a）。儿童开始使用名词的复数和所有格形式（如dogs和dog’s），开始给动词加上适当的词尾（如“-s”表示第三人称单数，“-ed”表示过去式），开始使用介词（如in和on）、冠词（如a和the）以及动词（如to be和being）的各种形式（如“I was going to the store”）。最能体现儿童对词法规则的使用发生变化的例证是他们对规则的过度泛化，例如学前儿童会说“foots”而不是“feet”，或者“goed”而不是“w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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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伯科关于儿童对词法规则理解能力的研究

在伯科的研究中，儿童被要求看只有一只“wug”的卡片。然后，儿童被要求说出有两只“wug”的卡片上缺失的单词。在说出缺失的单词时，他们必须正确地发音。“wugs”是正确的回答。

简·伯科（Jean Berko，1958）曾做过一个经典实验，目的是研究儿童对词法规则（例如将名词变为复数形式）的认识。实验者向学前儿童和一年级儿童展示了图5.9所示的卡片，当实验者朗读卡片上的内容时，儿童被要求观察卡片，然后提供缺失的单词。这听起来轻而易举，但能用“z”的发音说“wugs”才表示儿童具有将名词变为复数形式的能力。

伯科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大多数单词都是为实验而创造的，因此，幼儿并不能根据对过去听过的单词的记忆来回答问题。他们能够将自己未曾听过的单词变化为复数形式或过去时态，就能证明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词法规则。

5.3.2 语法和语义的变化

学前儿童也能学习和应用语法（syntax），例如将单词组合成可接受的短语和句子（Bruhn de Garavito，2021b）。他们开始逐渐掌握单词组合排序的复杂规则。例如“wh-”疑问句，“Where is Daddy going?”（爸爸去哪儿了？）或“What is that boy doing?”（那个男孩在做什么？）。为了正确地提出这些问题，儿童必须了解“wh-”疑问句和肯定陈述句［例如，“Daddy is going to work.”（爸爸去上班。）和“That boy is waiting for the school bus.”（那个男孩在等校车。）］之间的两个重要区别。首先，“wh-”疑问句的开头必须添加一个“wh-”单词；其次，助动词必须倒装，也就是与句子的主语交换位置。幼儿很早就学会了在哪里放置“wh-”单词，但是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学习倒装规则。因此，学前儿童可能会问：“Where Daddy is going?”（爸爸哪里去？）和“What that boy is doing?”（那个男孩做什么在？）。

在语义（semantics）上的提高，对词汇和句子的理解能力增强，也是童年早期语言发展的特点（Slavakova，2021）。儿童词汇量的增长是突飞猛进的（Israel，2019）。专家指出，在18个月到6岁之间，幼儿清醒时段平均每小时能学到一个新单词（Gelman & Kalish，2006）。到他们上一年级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大约14000个单词（Clark，1993）。

儿童如何能如此快速地学习这么多的新单词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快速映射”（fast mapping）能力，即幼儿具备在与单词有限接触之后，就能够在单词和其指代物之间建立初步联系的能力（Jackson & others，2020）。研究人员发现，几天内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一个单词与在一天内接触相同次数的单词相比，儿童更容易成功学习单词（Childers & Tomasello，2002）。此外，快速映射会带来对单词含义的更深入理解，比如单词可以应用在哪里以及不同单词的细微差别。一项研究发现，甚至24个月大的儿童也具有快速映射能力，他们能够在经历单次学习后就记住新颖物体的名称（Remon & others，2020）。

以下是儿童词汇学习的六个关键原则（Harris，Golinkoff & Hirsh-Pasek，2011）。

（1）儿童能学会经常听到的单词。他们从与父母、老师、兄弟姐妹和同伴的互动以及书籍中学习单词。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不认识的单词时，他们尤其受益。

（2）儿童能学会与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和事件相关的单词。父母和老师可以引导儿童在他们感兴趣的场景中学习单词。在这方面，有趣的同伴互动特别有帮助。

（3）儿童在响应式和互动式的情境中学习单词的效果更好，而不是在被动的情境中。在与成年人互动的过程中，处在有对话机会、积极的、敏感的社交环境中的儿童得到的脚手架支持更有效，他们能更好地学习单词。而在被动学习的情况下，他们学习单词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4）儿童在有意义的语境中学习单词的效果更好。当新单词出现在综合语境中，而不是单一的事实中时，幼儿学习新单词的效果更好。

（5）当儿童能清楚地了解单词含义时，学习效果更好。如果父母和教师能敏感地察觉到儿童可能不了解单词的含义，并提供支持，给出关于单词含义的提示，儿童学习单词的效果会更好。

（6）在兼顾语法和词汇学习的情况下，儿童学习单词的效果更好。那些接触到大量单词和多样化的口头语言刺激的儿童，会拥有更丰富的词汇量，语法理解能力也更强。在很多情况下，词汇和语法的发展是相得益彰的。

5.3.3 语用的进展

在不同语境中恰当使用语言的语用（pragmatics）变化也是儿童语言发展的特点（Taboada，2021）。6岁的儿童在交谈方面比2岁的儿童更加游刃有余。那么在学前阶段，儿童在语用方面有哪些进步呢？

幼儿开始扩展语言使用范围（Akhtar & Herold，2008）。例如，他们了解了所处文化中特定的对话和礼貌规则，并且开始更敏感地在不同场合中调整自己的语言。他们不断发展的语言技能和越来越强的换位思考能力帮助他们实现更出色的叙述。

随着儿童的成长，他们越来越能够谈论那些不在场的（例如奶奶的房子）和非现在时的（例如昨天发生的事情或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事物。一个学前儿童可以告诉你他明天午饭想吃什么，这在语言发展的双词句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

大约在4岁或5岁时，儿童学会了根据情况改变他们的言谈举止。例如，4岁的幼儿和2岁的幼儿说话与和同龄人说话不尽相同，他会对2岁的幼儿使用较短的句子。他和成年人进行的交谈也与他和同龄人进行的交谈有所不同，他会对成年人使用更礼貌、更正式的语言（Shatz & Gelman，1973）。

5.3.4 儿童读写能力

对美国儿童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担忧，引发了对学前和幼儿园儿童经历的仔细研究，人们希望能在童年早期培养儿童对阅读和写作的积极态度（Bredekamp，2020；Tompkins & Rodgers，2020）。家长和老师需要为儿童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以培养他们的读写能力（Morrison，Woika &Breffni，2020）。儿童应该积极参与各种有趣的听、说、读和写的活动（Vukelich & others，2020）。

教学应该建立在儿童对口头语言、阅读和写作已经了解的基础上。此外，童年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和学业成功的前提是语言技能的发展、语音和语法知识的获得、字母识别能力的发展以及对书籍的喜爱（Gunning，2020）。

有哪些策略能使学前儿童有效使用图书？艾伦·加林斯基（Ellen Galinsky，2010）提供了以下建议。

● 使用书籍与儿童进行对话。请他们想象自己是书中的角色，想象书中的角色可能会想什么或感受到什么。

● 提出“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请儿童告诉你他们认为故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然后看看他们说的是否真的发生了。

● 鼓励儿童对故事提出问题。

● 选择一些语言游戏类的书籍。关于字母表的创意书籍，包括那些内容带有韵律的书籍，通常更能引起儿童的兴趣。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对希望借助书籍提高儿童读写能力的成年人提出哪些建议？

5.4 早期教育

早期教育项目如何对待儿童？儿童的表现如何？我们对早期教育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早期教育的变化、贫困儿童的教育以及早期教育中的争议上。

5.4.1 早期教育的变化

教育幼儿的方式有很多种（Bredekamp，2020）。早期教育的基础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园。

1.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园

养育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园”（child-centered kindergarten）的重要方面，它强调全面培养儿童，促进他们的身体、认知和社会情绪发展（Morrison，Woika & Breffni，2020）。教学安排是围绕儿童的需求、兴趣和学习风格进行的。重点在于学习过程，而不是所学到的内容（Bredekamp，2020）。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园遵循三个原则：（a）每个儿童都有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b）儿童通过与人和材料的接触获得直接经验，且这种方式的学习效果最好；（c）游戏在儿童整体发展中至关重要。在优秀的幼儿园课程中，经常进行的活动包括实验（experimenting）、探索（exploring）、发现（discovering）、尝试（trying out）、重构（restructuring）、说话（speaking）和倾听（listening）。这样的课程与4~5岁儿童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

2.蒙台梭利方法

蒙台梭利学校的模式建立在意大利医生兼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的教育哲学基础上。在20世纪初，蒙台梭利针对早期教育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在“蒙台梭利方法”（Montessori approach）的教育理念下，儿童在选择活动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可以随时按照自己的意愿换到不同活动中去。而老师的角色是促进者，而非主导者。老师向幼儿展示如何进行智力活动，展示探索课程材料的有趣方法，并在他们需要时提供帮助（Bahmaee，Saadatmand & Yarmohammadian，2016；Taylor，2017）。“通过鼓励儿童从小就做决策，蒙台梭利项目旨在培养自主解决问题的儿童，使他们能够做出选择并有效地管理时间。”（Hyson，Copple &Jones，2006，p.14）近年来，美国蒙台梭利学校的数量急剧增加，从1959年的1所增加到1970年的355所，如今已经超过4000所。一项针对生活在贫困地区幼儿的实验性研究发现，在3年的时间里，那些随机分配到蒙台梭利学校的儿童在学业成就、社会理解和掌握取向方面的表现优于其他学校的儿童（Lillard & others，2017）。此外，一项研究发现，相比于传统学校，蒙台梭利学校的儿童在创造力方面的表现更胜一筹（Denervaud & others，2019）。

一些发展心理学家支持蒙台梭利方法，但另一些人认为这种方法忽略了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例如，尽管蒙台梭利方法促进了儿童的独立性和认知能力的发展，但它却淡化了儿童和教师之间、同伴之间的言语互动。蒙台梭利方法的批评者还认为，它限制了想象力的发展，而且对自我纠正材料过分依赖，儿童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创造力和发展各种学习风格。

3.发展适宜性实践

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家得出结论，学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学生在积极的、实践性的教学方法（如游戏和戏剧表演）下学习的效果最好。他们认为学校需要适应儿童发展的个体差异，还主张学校应该关注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及认知发展。教育工作者将这种类型的教育称为“发展适宜性实践”（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DAP），它基于对特定年龄段儿童典型发展特点的了解（年龄适宜性），以及对每个儿童的独特性（个体适宜性）的考量。DAP强调创造鼓励儿童成为积极学习者，并反映儿童兴趣和能力的环境（Bredekamp，2020；Morrison，Woika & Breffni，2020）。DAP期望的教育成果包括儿童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够有效合作、解决问题、发展自我调节技能和享受学习。DAP关注的重点是学习过程，而不是学习内容。

DAP能改善幼儿的发展吗？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在发展适宜的课堂上，幼儿可能会感受到较少的压力，更有动力，社交能力更强，工作习惯更好，更具创造力，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也更强；而在发展不适宜的课堂上的儿童则截然相反（Hart & others，2003）。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发现DAP具有显著的积极效果（Hyson，Copple & Jones，2006）。关于DAP的研究莫衷一是，原因之一是各个项目往往不同，而且DAP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最新进展是更多关注社会文化因素，更强调教师的积极参与，强调系统化地达到教育目的，以及重视学业能力和教学方法。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者，你认为对幼儿具有发展适宜性的学习机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5.4.2 贫困儿童的教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在进入一年级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通常当他们开始上一年级时，他们在学习准备度方面远远落后于同班同学。1965年夏天，联邦政府开始努力通过“开端计划”（Project Head Start）来打破贫困和儿童教育落后间的循环，这是一个补偿性项目，旨在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机会，让他们获得对学业成功至关重要的技能和经验（Lee，2019）。在启动半个世纪之后，开端计划仍然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最大的美国儿童项目，每年有近100万名儿童参加（Hagen & Lamb-Parker，2008）。2007年，3%参加开端计划的儿童年龄为5岁，51%的儿童年龄为4岁，36%的儿童年龄为3岁，10%的儿童年龄为3岁以下（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 Families，2008）。

开端计划有不计其数、五花八门的研究结果。一项研究发现，参加开端计划一年的儿童在早期数学、早期阅读和接受性词汇方面的表现更好（Miller，Farkas & Duncan，2016）。此外，一项针对3~4岁、5~6岁和8~9岁儿童的研究显示，参加过开端计划的寄养儿童在认知、社会情绪和健康方面的成果要好于没有参加开端计划的寄养儿童，而且8~9岁儿童的成果更引人注目（Lee，2020）。此外，在芝加哥的高犯罪率地区，对一个旨在发展和巩固开端计划项目成效的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最初评估表明，参与干预的儿童在学前教育结束时表现出较少的行为问题，并发展了执行功能，在学业成就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Raver & others，2008）。一项研究分析道，在干预结束10~11年后，儿童在执行功能和成绩方面取得了长期的积极效果（Watts & others，2018）。然而，另一些研究发现，早期取得的成果到了小学阶段消失殆尽。例如，对开端计划的一项全国性评估显示，该项目对3岁和4岁儿童的语言和认知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到一年级结束时，几乎没有发现同样的成效（Puma & others，2010）。

通常情况下，当父母为孩子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时，开端计划的效果最好（Burkhardt &others，2020）。例如，两项研究发现，家长参与程度和技能水平的提高与开端计划中儿童的成功息息相关（Ansari & Gershoff，2016；Roggman & others，2016）。

早期开端计划（Early Head Start）发起于1995年，服务对象为0~3岁的儿童（Burgette &others，2017）。2007年，为“开端计划”项目新拨付的一半资金被用于扩大“早期开端计划”的规模。一项研究发现，早期开端计划对可能有养育压力、在语言发展和自我控制方面存在风险的幼儿具有保护作用（Ayoub，Vallotton & Mastergeorge，2011）。然而，一些研究也指出早期开端计划在不同方面的成效不一（Love & others，2013）。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如何开展持续实施高质量的开端计划（Lee，2019）。尤兰达·加西亚（Yolanda Garcia）就是一位致力于积极推动开端计划、为来自弱势背景的幼儿创造有价值的学习体验的人之一。如欲了解她的工作经历，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尤兰达·加西亚，开端计划儿童服务部主任

尤兰达·加西亚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教育办公室儿童服务部门的主任数十年之久。作为主任，她负责管理127个班级2500名3~5岁儿童的发展项目。最近，她成了西部教育发展中心（WestEd）E3研究所的主任，该研究所专注于圣克拉拉县的优质早期儿童教育。

她有两个硕士学位的受训背景：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的公共政策和儿童福利学，另一个是圣何塞州立大学的教育管理学。

加西亚曾在许多国家的咨询委员会任职，这些咨询委员会对开端计划的人员配备做出了改进。最值得一提的是，她曾在开端计划质量委员会任职，该委员会建议发展早期开端计划，并修订了开端计划的绩效标准。加西亚目前是美国科学院科学与早期儿童教育整合委员会（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 Committee o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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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兰达·加西亚，西部教育发展中心E3研究所的主任，正在与一名小朋友一起工作。

另一个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教育项目（尽管不属于开端计划项目）是密歇根州伊普西兰蒂的佩里学前计划（Perry Preschool Program），这个项目从1962年开展到1967年，项目人员对参与家庭进行每周一次、持续两年的家访。该项目的长期效果显示，与来自相同背景但未接受过丰富的早期童年教育的对照组相比，曾参加佩里学前计划的儿童，较少在青少年期怀孕，高中毕业率更高；到40岁时就业率更高，更有可能有自己的房子和储蓄账户，被捕次数较少。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可以参考哪些基于研究的证据来证明类似开端计划这样的项目能够对儿童产生积极、持久的影响？

5.4.3 早期教育中的争议

目前关于早期教育存在的两个最具争议的问题是，早期教育的课程应该是什么样的（Morrison，Woika & Breffni，2020），以及学前教育是否应该在美国普及（Zigler，Gilliam & Barnett，2011）。

1.关于课程的争议

当前，关于早期教育的一个主要的争议是早期教育的课程应该是什么样的。争议的一方如美国幼儿教育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NAEYC），它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和建构主义取向，注重发展适宜性实践。另一方则是那些重视学业和直接教学的人。

在实践中，许多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教育项目既重视学业成就，也注重建构主义。然而，许多教育专家，如莉莲·卡兹（Lilian Katz，1999）担心过分在意学业成就会给儿童施加过多的压力，没办法给儿童提供积极建构知识的机会。好的早期教育项目应当同时关注儿童的认知发展和社会情绪发展，而不仅仅是认知发展（Feeney，Moravcik & Nolte，2019）。

2.学前教育的普及

关于早期教育的另一个争议集中在是否应该为所有美国4岁儿童设立学前教育项目。目前，美国4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已存在公共资助的学前教育项目（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2016）。

爱德华·齐格勒（Edward Zigler）及其同事（2006，2011）认为美国应该普及学前教育。他们强调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能为儿童未来的学业成功打基础。齐格勒及其同事（2006）引用的研究显示，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项目降低了儿童留级或在完成高中学业之前辍学的可能性。分析表明，由于减少了对补救措施和司法服务的需求，普及学前教育将节省数十亿美元的成本（Karoly & Bigelow，2005）。

学前教育普及观点的批评者认为，学前教育和幼儿园教育带来的效果往往被夸大。他们尤其强调，研究并未证明非贫困的儿童能从学前教育中受益。因此，批评者们认为，比起为所有4岁儿童设立学前教育项目，更重要的是改善贫困儿童的学前教育条件。一些批评者，尤其是那些家庭教育的倡导者，强调幼儿应该由父母而非学校来教育。因此，学前教育的普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心理学家，你会如何总结支持和反对普及学前教育的论据？



内容总结






身体变化




● 在童年早期，儿童的身高平均每年增长约2.5英寸（约6.35厘米），体重增加5~7磅（2.27~3.17千克）。

● 早期儿童大脑的发育部分是由于树突数量和大小的增加，还有部分是由于髓鞘化继续进行。从3岁到6岁，大脑前额叶皮质的发育最为迅速。

● 童年早期粗大运动技能和精细运动技能都有显著提高。

● 专家建议幼儿每晚应睡10~13小时。幼儿的睡眠问题与其他问题相关，例如超重和患ADHD。

● 美国有太多的幼儿是在脂肪含量过高的饮食喂养下长大的。儿童的生活应以活动为中心，而不仅仅是以进食为中心。规律的体育锻炼应成为幼儿生活的一部分。

● 在美国，意外事故是儿童童年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特别令人关注的是许多低收入家庭中幼儿的健康状况。



认知发展




●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在前运算阶段，儿童尚不能进行运算，但他们开始用符号来表征世界，逐渐形成稳定的概念并进行推理。前运算阶段分为两个子阶段：象征思维子阶段（2~4岁）和直觉思维子阶段（4~7岁）。中心化和缺乏守恒意识也是前运算阶段的特点。

● 维果茨基的理论代表一种社会建构主义取向。维果茨基认为，发现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对于促进儿童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 幼儿在发展执行注意和持续注意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童年早期的短时记忆广度会提升。童年早期执行功能得到了发展，这是一个伞状的概念，包括一些与大脑前额叶皮质发育相关的高级认知过程。心理理论是对自己的心理过程和他人心理过程的认识。2~3岁的幼儿开始理解涉及知觉、情绪和愿望的心理状态，而在4~5岁时，他们意识到人们可能有错误信念。



语言发展




● 幼儿对语言规则系统的理解得到了提升。在语音方面，儿童对口语单词的声音更加敏感。伯科的经典研究表明，幼儿已掌握了一定的词法规则。

● 学前儿童能学习并应用语法规则，包括单词组合排序。在语义方面，儿童在童年早期词汇量急剧增加。

● 幼儿的对话技巧在童年早期得到提高。



早期教育




● 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园强调儿童的全面发展。蒙台梭利方法越来越受欢迎。发展适宜性实践关注儿童的典型发展特点（年龄适宜性）和每个儿童的独特性（个体适宜性）。

● 联邦政府试图通过诸如开端计划等项目打破贫困循环。早期干预项目对早期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 关于早期教育的争议包括早期教育的课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及是否应该在美国普及学前教育。







第6章 童年早期的社会情绪发展




本章纲要



情绪和人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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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姐妹关系与出生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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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变化的社会中变化的家庭关系






同伴关系、游戏、媒体与屏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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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促进社会情绪发展

和许多儿童一样，萨拉·纽兰德（Sarah Newland）喜欢动物。她4岁时在动物园游玩，偶然了解到一种濒危动物，立即产生了帮助它们的想法。在母亲的指导下，她烤了很多蛋糕和饼干，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摆摊卖掉了。她因卖蛋糕和饼干赚了35美元而感到兴奋不已，然后她把钱寄给了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几周后，该基金会回信给萨拉，请求更多的资金资助。萨拉感到十分沮丧，因为她以为自己已经解决了濒危动物面临的危机。母亲安慰她，有关濒危动物的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是很大的议题，需要许多人持续不断地提供帮助才能解决。萨拉的母亲在她幼儿时期的指导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在小学毕业前，萨拉已经开始在儿童保育中心帮忙，并和她的母亲一起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餐食。

像萨拉的母亲这样敏感的父母可以促进幼儿的道德观念发展。正如父母支持和指导儿童成为优秀的读者、音乐家或运动员一样，他们在促进幼儿的社会情绪发展方面也发挥着毋庸置疑的关键作用（Kantrowitz & Namuth，1991）。

6.1 情绪和人格发展

儿童在童年早期的许多变化标志着其社会情绪的发展。儿童的心智变化和社会经验的积累会为他们带来各个方面的显著进步，包括自我发展、情绪发展、道德发展和性别意识发展。

6.1.1 自我

在生命的第二年，儿童在自我意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童年早期，儿童许多方面的发展都会帮助他们提升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能力。

1.主动对内疚阶段

埃里克·埃里克森（1968）提出了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他认为婴儿期的第一个心理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信任对不信任，而童年早期这个心理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为主动对内疚。在这个心理发展阶段，儿童开始确信自己是独立的人，他们开始发现自己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儿童强烈地认同自己的父母，绝大多数时候，他们认为父母强大无比、完美无缺，尽管有时候父母不讲道理、令人讨厌，甚至充满危险。在童年早期，儿童依靠他们的感知、运动、认知和语言能力来做想做的事情。他们精力过剩，所以可以转瞬之间就忘记失败，以饱满的热情和更强的方向感去探索即便是有些危险的新领域。因此，在这个阶段，儿童充满活力地、主动地走入一个更广阔的社会世界。

“主动”的主要调节者是良知。儿童的主动性和热情带给他们的可能不仅仅是回报，还可能是内疚感，从而降低其自尊水平。

2.自我理解和理解他人

研究表明，与过去的认识程度相比，儿童在心理上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日渐深入（Thompson，2015）。这种意识水平的提高反映了儿童日益复杂的心理能力。

（1）自我理解

根据埃里克森对童年早期的描述，儿童已经开始发展自我理解能力，自我理解是认识自我的表现，是儿童自我概念的实质和内容（Harter，2012，2016）。尽管自我理解不是自我认同（personal identity）的全部内容，但仍为其提供了理性基础。研究人员通过访谈探讨了儿童关于自我理解的许多方面的认识（Harter，2016）。

早期的自我理解包括自我意识。在童年早期，儿童认为自我可以通过物质特征如大小、形状和颜色来描述。他们通过物质属性来区分自己和他人。4岁的桑德拉（Sandra）说：“我和詹妮弗（Jennifer）不一样，因为我有棕色的头发，她有金色的头发。”4岁的拉尔夫（Ralph）说：“我和汉克（Hank）不同，因为我个子更高；我和我姐姐不同，因为我有一辆自行车。”在童年早期，身体活动也是自我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Keller，Ford & Meacham，1978）。例如，学前儿童经常用游戏等活动来描述自己。总之，在童年早期，儿童常常会使用与身体属性、物质特征、身体活动相关的内容描述自己。

虽然儿童主要使用具体的、可观察到的特征和活动来描述自己，但4~5岁的儿童可能会把他们听到的别人使用的有关心理特征和情绪的术语用于对自己的描述中（Marsh，Ellis & Craven，2002）。因此，4岁儿童在描述自己时可能会说：“我不害怕，我总是很快乐。”

儿童的自我描述通常积极正面却不切实际，正如一个4岁儿童说他总是很快乐，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Harter，2012，2016）。他们表现出这种乐观往往是因为他们还无法区分自己期望得到的能力和实际的能力，常常混淆能力和努力（以为能力差异可以像努力差异一样轻而易举地改变），所以不会自发地将自己的能力与他人的能力进行社会比较，而更倾向于将自己目前的能力与自己在年龄更小时的能力进行比较（这通常会让他们看起来相当出色）。

（2）理解他人

儿童在理解他人方面也取得了进步（Goldwater & others，2020）。儿童的心理理论包括理解其他人也有情绪和愿望（Gallant，Lavis & Mahy，2020）。4~5岁的儿童不仅开始用心理特征来描述自己，而且还开始从心理特征的角度来认识他人。因此，一个4岁的儿童可能会说：“我的老师好好。”

关于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理解人们并不总是能准确地阐述自己的想法（Mills & Elashi，2014）。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是4岁的儿童也明白人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避免麻烦，可能会说出不真实的话（Lee & others，2002）。理解他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理解共同承诺。儿童快到3岁时，他们与他人的合作互动越来越多地涉及对伙伴的义务（Tomasello，2014）

儿童经常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学习。例如，一项研究发现，观察到同伴因为坦白作弊而受到奖励的儿童，将来可能更诚实（Ma & others，2018）。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儿童5岁时就能根据他人的面部特征对他人的性格和行为举止做出判断（Charlesworth & others，2019）。举例来说，儿童更倾向于给那些面部表情看上去值得信任的和友善的人送礼物。

大量的心理理论研究和关于儿童的社会理解的研究都强调，幼儿并不像皮亚杰设想的那样以自我为中心（Dahl & Brownell，2019；Devine & Hughes，2019）。然而，皮亚杰提出的自我中心主义概念已经深深影响了人们对幼儿的认识，以至于人们常常忽略了当下的对婴儿和幼儿时期社会意识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幼儿比人们以前设想的更具有社会敏感性和洞察力，这表明父母和教师可以通过与他们的互动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参与社会世界（Thompson，2015）。如果幼儿试图更好地理解他们所知道的潜在行为背后的各种心理和情绪状态（意图、目标、感受、愿望），那么与他们谈论这些内在状态可以提高幼儿对它们的理解程度（Thompson，2015）。

然而，对于幼儿是具有社会敏感性还是基本上以自我为中心这个问题人们仍然争论不休（Birch & others，2017）。罗斯·汤普森（Ross Thompson，2012，2015）认为幼儿具有社会敏感性，而苏珊·哈特（Susan Harter，2012，2016）认为仍有证据支持幼儿本质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结论。

6.1.2 情绪发展

幼儿逐渐增强的自我意识与其感受到的日益丰富的情绪息息相关。与成年人一样，幼儿在一天之中会体验各种各样的情绪。情绪发展使他们能够尝试理解他人的情绪反应，并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Frydenberg，Deans & Liang，2020）。

1.表达情绪

回想一下，即使是很小的婴儿也会体验诸如喜悦和害怕之类的情绪，但要体验到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s），儿童必须先认识自己，并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区别（Lewis，2010，2020）。自豪、羞愧、尴尬和内疚都包含在自我意识情绪之中。这些情绪似乎在幼儿大约18个月大的时候才会伴随自我意识的出现而发展。一项研究显示，学前儿童已广泛拥有自我评价情绪的能力，这种能力与儿童的共情能力联系在一起（Ross，2017）。此研究表明，幼儿的道德自豪感、对成就的自豪感以及对羞耻的适应力与自发帮助倾向有关。

在童年早期，诸如自豪和内疚之类的情绪会变得越来越常见。这些情绪尤其受到父母对儿童行为回应的影响，例如，父母说：“你应该对咬你妹妹的事情感到羞愧。”一项研究发现，幼儿的情绪表达能力与父母的表达行为有关（Nelson & others，2012）。此研究表明，相比在家中表现出积极情绪少的母亲，表现出更多积极情绪、更少消极情绪的母亲，其孩子在母子（女）互动过程中使用积极情绪词汇的次数会更多。

2.理解情绪

在童年早期的情绪发展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情绪理解能力的提升（Denham & Bassett，2019）。儿童越来越了解某些情境可能会引发特定的情绪，面部表情代表特定的情绪，以及情绪会影响行为并可以影响他人。一项针对儿童的研究显示，母亲抑郁程度较低且孩子执行控制能力较高预示着儿童情绪知识水平较高（Thompson & others，2020）。

在2~4岁时，儿童用来描述情绪的词汇数量大大增加。在此期间，他们还在了解出现情绪的原因和后果（Denham & others，2012）。

在4~5岁时，儿童表现出更强的情绪反思能力。他们开始理解同一事件可能会使不同的人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此外，他们意识到，为了符合社会标准，他们需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到5岁时，大多数儿童都能准确识别由具有挑战性的环境而引发的情绪，并能描述他们用来应对日常压力的策略（Cole & others，2009）。

3.调节情绪

情绪调节是情绪发展的又一重要方面（Speidel & others，2020），它在儿童应对与他人互动中产生的需求和冲突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Dollar & Calkins，2019）。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表现为能够处理悲伤和担忧的感受，可以缓解因同伴欺凌而产生的内化症状（Cooley & others，2020）。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是社交能力发展的基础（Cole，Ram & English，2019）。一项研究指出，儿童5岁时的情绪调节水平低与其10岁时的情绪和学校问题相关（Perry &others，2018a）。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童年早期情绪调节水平较低的儿童，在青少年期的外化问题尤为明显（Perry & others，2018b）。

情绪调节被视为自我调节或执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文曾提及，执行功能越来越被认为是体现幼儿高级认知能力的关键概念（McClelland，Cameron & Alonso，2020）。西贝尔·雷弗（Cybelle Raver）及其同事（Blair，2017a,b；Raver & others，2013）在开端计划中，通过提高照料者情绪表达能力等干预方式，来改善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减少儿童行为问题。

（1）照料者支持性的和非支持性的情绪社会化

父母和其他照料者在帮助幼儿实现情绪能力发展方面发挥着毋庸置疑的作用。首先，我们将验证情绪引导的重要性；其次，我们将探讨一些促进幼儿进行积极情绪社会化的整体策略（Perry &others，2020）。

根据与孩子谈论情绪的方式，父母的理念可以被划分为情绪教导型（emotion-coaching）和情绪摒除型（emotion-dismissing）两种（Gottman，2020）。这两种理念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父母如何应对孩子的负面情绪（如愤怒、挫败、悲伤等）上（Katz & others，2020）。情绪教导型父母（emotion-coaching parents）关注孩子的情绪，把孩子产生负面情绪视为教育的机会，帮助他们标记情绪，并指导他们有效地应对情绪。相反，情绪摒除型父母（emotion-dismissing parents）认为自己应该否认、忽视或改变孩子的负面情绪。情绪教导型父母与孩子的互动方式中存在较少的排斥，更多地搭脚手架和表扬，比情绪摒除型父母更注重养育。此外，情绪教导型父母的孩子在情绪激动时更擅长自我安抚，更能有效地调节负面情绪，更能集中注意力，行为问题也较少。一项研究指出，情绪摒除型母亲的养育方式与幼儿较低的情绪调节能力息息相关，而情绪教导型母亲的养育方式与幼儿较高的情绪调节能力关系紧密（Korner & others，2019）。另一项针对3~4岁儿童的研究显示，较高程度的父母情绪教导能够预测儿童一年后的积极情绪表达能力（Gerhardt & others，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可以给一个幼儿的母亲提供哪些情绪教导型父母做法的例子，以及如何解释为什么这种做法是有益的？

最近，翠西·斯皮纳德（Tracy Spinrad）、阿曼达·莫里斯（Amanda Morris）和桑亚·卢萨尔（Sonja Luthar，2020）根据过去20年的研究，总结了一些照料者支持性的和非支持性的情绪社会化策略。

照料者支持性的情绪社会化策略

在大多数情况下，照料者应该做以下事情：

● 在与儿童互动时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和心情；

● 确认儿童的情绪（虽然儿童的行为可能有问题，但他们的情绪没有错）；

● 帮助儿童学会使用能让他们感觉更好的情绪策略，或者解决导致他们情绪困扰的问题；

● 与儿童讨论情绪，帮助他们准确地命名情绪，并理解情绪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照料者非支持性的情绪社会化策略

在大多数情况下，照料者不应该做以下事情：

● 表达不受控制的或过度的消极情绪，如变得非常恼怒或对儿童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和敌意；

● 因儿童的情绪和感受而惩罚他们；

● 忽视或无视儿童对情绪的表达。

（2）情绪调节与同伴关系

情绪在决定儿童与同伴的关系和谐与否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Ettekal & Ladd，2020）。具体而言，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对儿童的同伴关系大有裨益。情绪多变的和情绪消极的儿童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排斥，而情绪积极的儿童则备受欢迎。一项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能力更强的幼儿在同伴中更受欢迎（Nakamichi，2020）。另一项针对学前儿童的研究也指出，频繁地表达愤怒预示着儿童一年后在同伴关系中的社交能力较低（Lindsey，2019）。

6.1.3 道德发展

与哭泣的婴儿不同，一个尖叫的5岁儿童可能会被认为是在故意制造麻烦。父母可能会担心这个5岁的儿童是不是一个“坏孩子”。尽管有些人认为儿童天生是善良的，但也有许多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就像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成为优秀的阅读者、音乐家或运动员一样，父母也必须培养孩子善良的品质，帮助他们在道德上发展。

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包括思维、情绪和行为的发展，这些发展与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应该做什么的规则和惯例有关。主流发展理论分别关注了道德发展的不同方面（Jambon &Smetana，2020；Narváez，2019，2020；Spinrad & Eisenberg，2020）。

1.道德感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焦虑和内疚是道德发展的核心。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儿童试图通过认同父母并将父母的是非标准内化，从而减轻焦虑、避免惩罚，以维持与父母的亲情，发展出超我，即人格的道德元素。

弗洛伊德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研究的支持，但内疚确实可以激发道德行为。然而，其他情绪也有助于道德发展，包括积极的情绪。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共情（empathy），即用一种与他人呼应的情绪来回应他人的感受（Boele & others，2019）。

婴儿具有一定程度的纯粹的共情反应能力，但共情通常需要一个人拥有辨别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Aslan & Koksal Akyol，2020）。学会识别他人的各种情绪状态，并预测哪种行为可以改善他人的情绪状态，有助于推动儿童的道德发展（Thompson，2015）。

此外，情绪之间也可能产生联系，这些联系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发展。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的内疚倾向与他们的共情能力相结合，预测了其亲社会行为的增加（Torstveit，Sutterlin & Lugo，2016）。

2.道德归因

皮亚杰（1932）对儿童如何思考道德问题的兴趣促使他对4~12岁的儿童进行了广泛的观察和采访。皮亚杰观察儿童玩弹珠游戏，尝试了解他们如何使用和思考游戏规则。他还询问了儿童一些关于道德的问题——例如盗窃、谎言、惩罚和公正。他得出的结论是，儿童在思考道德问题时会经历两个不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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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广泛观察和采访了4~12岁的儿童，以了解他们在玩游戏时是如何使用和思考游戏规则的。

● 从4岁到7岁，儿童表现出他律道德（heteronomous morality），这是皮亚杰道德发展理论中的第一阶段。儿童认为公正和规则是不可改变的属性，超出了人们的控制。

● 从7岁到10岁，儿童处于过渡期，同时表现出第一阶段的一些特点和第二阶段（自律道德阶段）的一些特点。

● 从大约10岁开始，儿童表现出自律道德（autonomous morality）。他们意识到规则和法律是由人们制定的。而在评判一种行为时，他们会考虑行为者的意图以及行为的后果。

因为幼儿处于他律道德阶段，所以他们是通过考虑行为的后果而不是行为者的意图来判断行为的正确性或行为者是否善良的。例如，对于他律道德者来说，意外打碎12个杯子比故意打碎一个杯子要糟糕得多。随着儿童发展为自律道德者，意图变得比后果更重要。

他律道德者还相信规则是不可改变的，并由全能的权威者颁布。当皮亚杰建议幼儿在玩弹珠游戏时使用新规则时，他们表示抵制。相比之下，年长的儿童，即自律道德者，欣然接受改变，并认识到规则只是可以改变的习俗。

他律道德者还相信内在公正（immanent justice），即如果违反了规则，将立即被惩罚。幼儿认为违反规则的行为会自动受到惩罚。因此，幼儿在做错事后经常会担忧地四处张望，预测会有不可避免的惩罚。内在公正还暗示，如果某人遭遇不幸，那么这个人之前一定犯了错。而年长的儿童，作为自律道德者，认识到惩罚只有在有人目睹了不当行为时才会发生，有时即使被他人目睹，惩罚也未必会到来。

道德归因的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皮亚杰认为，随着儿童的发展，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在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的条件方面。皮亚杰强调，这种社会理解是通过同伴关系的相互给予而产生的。在同伴群体中，大家的权力和地位不分伯仲，群体成员之间可以协商、合作、讨论和解决分歧。相比之下，在亲子关系中，父母具有权力，孩子没有权力，这种关系很难促进道德归因的发展，因为规则通常是由权威者制订的。

3.道德行为

行为主义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更关注道德行为而非道德归因。这些理论认为，强化、惩罚和模仿的过程可以解释道德行为的发展。当儿童因做出符合法律和社会习俗要求的行为而受到奖励时，他们很可能会重复这种行为。当为他们提供道德行为的榜样时，儿童很可能会接纳他们的行为（Ma & others，2018）。当儿童因不道德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时，这些行为可能会减少或消失。然而，由于惩罚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因此需要谨慎小心地使用。

如果一个4岁的男孩在家里打破玻璃杯时说了实话，母亲奖励了他，这是否意味着当他在幼儿园打碎花瓶时，他就一定会对他的老师说实话呢？并非如此，因为情境也会影响行为。一项对数千名儿童在许多不同情境（如在家里、在学校和在教堂）中的全面研究发现，完全诚实的儿童几乎不存在，在所有情境下都撒谎的儿童也寥寥无几（Hartshorne & May，1928—1930）。行为主义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的学者强调，儿童在一个情境中的所作所为往往与他们在其他情境中的行为只有微弱的关系。例如，一名儿童可能会在课堂上作弊，但在游戏中却不作弊；又如，一名儿童在独自一人时可能会偷一块糖果，但在有人在场时却不会这么做。

社会认知理论的学者还强调，抵抗诱惑的能力与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Mischel，2004），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包括延迟满足的学习。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学者的观点，认知因素在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Bandura，2015）。

6.1.4 心理性别

心理性别是指基于社会和文化规范的与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相关的特征。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是指一个人内心对于自己属于女孩/女人、男孩/男人、另一种性别或无性别的感知。大多数儿童在2岁时就知道自己的生理性别（sex）（即根据激素、染色体以及内外生殖器将生物或遗传特征标记为女性或男性），尽管他们对性别的理解可能较晚才出现。对大多数人来说，性别认同会在童年早期发展并随时间的推移保持稳定。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性别认同在生命周期中可能会发生变化。性别角色（gender roles）关乎一系列期望，这些期望规定了人们应该如何基于关于性别的社会和文化规范来思考、行动和感受。在学前时期，大多数儿童会越来越多地采取符合他们性别角色的行为方式。

性别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生物学因素显然发挥了毋庸置疑的作用（Euler，2020）。可能的生物学因素包括染色体、激素和进化（Hyde & Mezulis，2020；Pascual-Sagastizabal & others，2019）。然而，在本章中，我们更关注的是有关性别的各方面影响。

1.社会影响

许多社会科学家并不认为产生心理性别差异的原因在于生物学因素。相反，他们认为这些差异是由社会经验造成的（Erickson-Schroth & Davis，2021；MacPhee & Prendergast，2019）。他们的解释包含社会理论和认知理论。

有三种主要的关于性别的社会理论：社会角色理论、性别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性别的社会认知理论。爱丽丝·伊格利（Alice Eagly，2012，2018）提出了社会角色理论（social role theory），该理论认为性别差异源于男女不同的角色。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文化中，女性的权力和地位都比男性低，她们控制的资源也更少（Helgeson，2020）。与男性相比，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从事有薪工作的时间更少，薪酬更低，并较少出现在组织的领导层级中。根据伊格利（2018）的观点，因为女性适应了在社会中地位较低、权力较少的角色，所以她们会表现出与男性相比更爱合作、更少主导的特征。因此，社会等级和劳动分工是导致在权力、自信和养育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Eagly & Wood，2017）。

性别的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gender）源于弗洛伊德认为学前儿童会对异性父母产生性吸引力的观点。这种现象被称为俄狄浦斯（Oedipus，对于男孩）或伊莱克特拉（Electra，对于女孩）情结。在5岁或6岁时，儿童因为焦虑的情绪而放弃了这种吸引。随后，儿童认同同性父母，无意识地表现出与同性父母相同的特征。然而，发展心理学家观察到，性别发展并不是按照弗洛伊德提出的方式进行的（Callan，2001）。儿童在5岁或6岁之前就已经实现了性别定型，即使同性父母不在家庭中，他们/她们也会变得有男子气概或有女人味。

社会认知理论提供了一种替代解释。根据性别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ender），儿童的性别发展是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言行，以及通过对性别恰当行为的奖励、对性别不恰当行为的惩罚而产生的（Bussey & Bandura，1999）。从出生开始，男性和女性就受到迥然不同的对待。当婴儿和学步儿表现出性别差异时，成年人往往会奖励他们。父母通常用奖励和惩罚的方式来教育女儿要有女人味［“凯伦（Karen），当你温柔地和你的洋娃娃玩耍时，你就是个好女孩。”］、儿子要有男子气概［“基思（Keith），像你这么大的男孩子不应该哭哭啼啼的。”］。然而，父母只是儿童发展性别角色过程中的众多影响因素之一。文化、学校、同伴、媒体和其他家庭成员也提供了性别角色的榜样（Chen，Lee & Chen，2018）。例如，儿童通过观察社区里的其他成年人和电视上的角色来了解性别。随着儿童长大，同伴的重要性与日俱增（Cook & others，2019）。下文将更细致地探讨父母和同伴的影响。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举哪些例子来说明父母和同伴对儿童的性别发展的影响？

2.父母影响

父母通过行动和示范影响儿童的性别发展（Leaper & Bigler，2018）。对于儿童的性别发展来说，母亲和父亲都很重要（Tenenbaum & May，2014）。然而，世界各地的文化对母亲和父亲有着不同的角色期望（Chen，Lee & Chen，2018）。一项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Bronstein，2006）：

● 母亲的社会化策略。在许多文化中，母亲教育女儿要比儿子更顺从、更负责任。她们还对女儿的自主权施加了更多的限制。

● 父亲的社会化策略。父亲对儿子的关注比对女儿多，与儿子进行更多的活动，并付出更多努力促进儿子的智力发展。

因此，布朗斯坦（Bronstein）指出（2006，pp.269-270）：“尽管美国和其他西方文化越来越意识到性别刻板印象的有害影响，但许多父母仍然在继续引导孩子的行为和观念符合传统性别角色规范。”

3.同伴影响

父母是最早帮助儿童区分性别角色的人，但不久之后，同伴也加入了对男性化和女性化行为的回应和模仿过程（Cook & others，2019）。事实上，同伴对儿童的性别发展至关重要，以至于操场被称为“性别学校”（Luria & Herzog，1985）。

同伴对性别行为的奖励和惩罚无处不在（Leaper & Bigler，2018）。例如，当儿童以性别恰当的方式与同伴玩耍时，同伴往往会奖励他们。但是，同伴通常会拒绝那些行为被认为更具另一性别特征的儿童（Xiao & others，2019）。一个带着洋娃娃去公园的小女孩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新朋友簇拥包围，而一个做同样事情的小男孩可能会被讽刺嘲笑。然而，男孩遵循传统男性角色规范时产生的压力要大于女孩遵循传统女性角色规范时产生的压力（Fagot，Rodgers & Leinbach，2000）。例如，一个想穿男孩衣服的学前阶段的女孩会得到更多的认可，而一个想穿裙子的男孩则不会。事实上，“男孩子气”的说法暗示了社会对女孩做出传统男性行为的广泛接受。一项针对4~9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不符合性别角色规范的儿童得到的同伴评价要低于符合性别角色规范的儿童（Kwan &others，2020）。同样，这项研究表明，儿童对不符合性别角色规范男孩的负面看法比对不符合性别角色规范女孩的负面看法更多。此外，另一项针对英国9~10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不符合性别角色规范的男孩面临被同伴拒绝的风险最高（Braun & Davidson，2017）。一项针对3~4岁和6~7岁儿童的研究也发现，男孩更容易产生性别刻板印象（Skocajic & others，2020）。此外，6~7岁的儿童比3~4岁的儿童更普遍地具有性别刻板印象。

性别影响同伴关系的重要方面（Rubin，Bukowski & Bowker，2015），比如儿童群体的性别组成、群体大小以及同性群体内的互动（Maccoby，199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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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在同性和混合性别群体中花费的时间的百分比的变化

● 儿童群体的性别组成。从大约3岁开始，儿童就已经表现出更愿意与同性伙伴共度时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12岁左右达到顶峰，在小学阶段，儿童大部分空闲时间都是与同性儿童在一起度过的（见图6.1）。对儿童行为的观察发现，他们更有可能在同性群体中玩耍，而不是在混合性别群体中。这种倾向在4~6岁时更加明显。

● 群体大小。从大约5岁开始，相比于女孩，男孩更有可能在较大的群体中进行社交互动，男孩也更有可能参加有组织的团体游戏。在一项研究的实验情境中，由6名儿童组成的同性小组被允许以他们喜欢的方式使用玩具材料（Benenson，Apostolaris & Parnass，1997），研究人员发现女孩比男孩更喜欢在二人或三人小组中玩耍，而男孩则更有可能在较大的群体中互动并寻求团体目标的实现。

● 同性群体内的互动。与女孩相比，男孩更有可能参与打闹游戏、竞争、冲突、冒险，进行自我展示和追求主导地位。相反，女孩更有可能参与“协作式对话”，即她们以一种更互惠的方式交谈和行动。

4.认知影响

观察、模仿、奖励和惩罚——根据社会认知理论，这些都是性别发展的影响因素。儿童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是性别发展的关键要素。一些批评者认为，这种解释对儿童自己的思想和理解关注得太少，将儿童获取性别角色的过程描绘得过于被动（Martin & Ruble，2010）。

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认知理论是性别图式理论（gender schema theory）。该理论认为，随着儿童逐渐发展出对其所处文化中性别恰当行为和性别不恰当行为的认知，性别图式就会出现（Martin，Fabes & Hanish，2018）。图式是一种认知结构，是引导个体感知的关联网络。性别图式按照女性和男性的区别引导个体感知世界。儿童有内在动机去感知世界，并根据他们不断发展的图式采取行动。日积月累之下，儿童了解到他们的文化中什么是性别恰当行为，什么是性别不恰当行为，从而发展出引导他们感知世界的性别图式（Erickson-Schroth & Davis，2021）。儿童有动机以符合这些性别图式的方式行动。因此，性别图式推动了性别定型。

6.2 家庭

与照料者的依恋关系是婴儿期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但一些专家认为，安全依恋和婴儿的早期经历被过分夸大为一生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情绪发展还受到其他关系、气质、环境和童年早期及以后的社会经历的影响（Degnan，2020；Hutchings & Williams，2019）。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童年早期的社会关系中依恋以外的方面。

6.2.1 养育

一些媒体报道许多家长在照顾孩子时几乎没有感受到快乐。然而，研究人员发现，与非父母相比，父母对生活更加满意，他们每天的感觉相对较好，而且相比于参与其他日常活动，他们更乐于照顾孩子（Nelson & others，2013）。

做好育儿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Grusec，2020），这不是这里花一分钟、那里花一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靠数字影碟或者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就能完成的。当然，支持儿童发展的不仅仅是父母与孩子共度的时间数量，养育质量毫无疑问也非常重要（Laible，Carlo & Padilla-Walker，2020）。

1.鲍姆林德的养育方式理论

黛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1971）强调，父母既不应该惩罚孩子，也不应该冷漠。恰恰相反，他们应该为孩子制定规则，并关爱他们。她描述了以下四种养育方式。

● 专制型养育（authoritarian parenting）是一种严格的、惩罚性的养育方式，要求孩子遵照父母的指示，尊重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专制型父母为孩子设定严格的限制，很少与他们进行言语交流。例如，专制型的父母可能会说：“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做，否则就会受罚。”专制型父母还可能打孩子，要求他们严格执行规则却从不解释规则，对孩子表现出愤怒。专制型父母的孩子通常不快乐、害怕，对与他人比较感到焦虑；他们也不善于主动开展活动，沟通能力较弱。此外，一项综述研究对大量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专制型养育与更高水平的外化问题（例如更严重的行为失控、更强的攻击性等）之间存在关联（Pinquart，2017）。另一项研究认为，专制型养育与儿童成为欺凌者有关（Krisnana & others，2020）。还有研究指出，专制型养育与所有类型的儿童虐待有关（Lo & others，2019）。

● 权威型养育（authoritative parenting）鼓励孩子保持独立，但仍然会对他们的行为设定限制。这种养育方式允许父母与孩子进行充分的言语交流，父母对孩子充满关爱和关怀。例如，如果孩子表现不当，权威型父母可能会用手臂搂住孩子，安抚他说：“你知道你不应该那样做。让我们谈谈下次如何更好地处理这种情况。”权威型父母会对儿童的建设性行为表示欣赏和支持。他们还期望孩子表现出独立、适合其年龄的行为。权威型父母的孩子通常性格开朗、言行自律、独立、以成就为导向，他们倾向于与同伴保持友好关系，与成年人合作，能够良好应对压力。一项研究发现，权威型父母的孩子比在其他养育方式下成长的孩子更多地表现出亲社会行为（Carlo & others，2018）。此外，另一项研究发现，权威型养育与所有类型的儿童虐待的相关水平较低（Lo & others，2019）。

● 忽视型养育（neglectful parenting）是指父母较少参与孩子的生活。那些被父母忽视的孩子会产生一种感觉，认为父母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比他们更重要。这些儿童往往在社交能力方面表现不佳。许多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差，不能很好地独立处理问题。他们通常自尊水平较低，不成熟，更可能与家庭疏远。在青少年期，他们可能会出现逃学和违法犯罪行为。在关于权威型养育的研究回顾中发现，忽视型养育与较高水平的外化问题关系紧密（Pinquart，2017）。

● 纵容型养育（indulgent parenting）是指父母非常关注孩子，但对他们的要求和控制很少。这样的父母让孩子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有些父母故意以这种方式抚养孩子，因为他们相信温暖的关爱和少量的约束会培养出有创造力、充满自信的孩子。然而，那些被放任养育的孩子很少能学会尊重他人，也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可能会盛气凌人、以自我为中心、不顺从，拥有不令人满意的同伴关系。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提供哪些专业信息和例证给家长，帮助他们从专制型父母转变为权威型父母呢？

这四种养育方式一方面涉及接纳和响应或拒绝和无响应，另一方面涉及要求和控制或不要求和不控制（Maccoby & Martin，1983）。图6.2显示了这些维度的结合，从而塑造了专制型、权威型、忽视型和纵容型养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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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养育方式分类

四种养育方式（专制型养育、权威型养育、忽视型养育和纵容型养育）按照两个维度来划分，一个维度是“接纳，响应”或“拒绝，无响应”，另一个维度是“要求，控制”或“不要求，不控制”。例如，权威型养育既涉及接纳、响应，也涉及要求、控制。

2.不同文化下的养育方式

在鲍姆林德提出的四种养育方式中，权威型养育显而易见地给儿童和整个家庭带来了最多的好处。权威型养育的好处是否超越了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的界限呢？尽管存在一些例外，但关于各种族、社会经济地位、文化和家庭结构的研究表明，权威型养育与儿童的能力发展有关（Garcia，Lopez-Fernandez & Serra，2020；Steinberg，2014）。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在某些种族中，专制型养育带来的某些影响可能比鲍姆林德预测的更积极（Parke，Roisman & Rose，2019；Pinquart & Kauser，2018）。在阿拉伯世界，许多家庭都非常专制，所有规则由父亲主导，儿童被教导要严格遵守行为准则（Booth，2002）。另一个例子是亚裔美国父母，他们常常采用一些传统的亚洲养育方式，这些方式有时被认为是权威主义，父母对孩子的生活施加相当大的控制。然而，赵茹思（Ruth Chao，2007）认为，许多亚裔美国父母采用的养育方式与专制型养育的霸道控制有所不同。相反，赵茹思认为，这反映了父母对儿童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一种训练。许多亚裔美国儿童的高学术成就可能正是父母对他们训练的结果（Stevenson &Zusho，2002）。

3.关于养育方式的进一步思考

第一，请记住，关于养育方式和儿童发展的研究是相关性的，而不是因果性的。因此，如果一项研究表明，专制型养育与儿童攻击性水平较高有关，那么有可能是专制型养育塑造了攻击型儿童，但同时也可能是攻击性水平高的儿童催生了专制型养育。还要记住的是，可能还有第三个因素影响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在专制型养育（因素1）和儿童攻击性水平（因素2）之间的相关性示例中，共享基因（因素3）也可能使父母和子女产生相似行为，从而提高因素1、因素2之间的相关程度。

第二，养育方式没有涉及交互社会化和同步性这些重要议题（Dora & Baydar，2020）。前文提过，就像父母会使儿童社会化一样，儿童也会使父母社会化（Nelemans & others，2020）。

第三，许多父母会使用多种养育方式而不是只使用一种，尽管可能有一种养育方式占主导地位。虽然专家通常会建议父母保持一致的养育方式，然而，明智的父母可能会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更宽容，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更专制，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更有权威。

第四，许多关于养育方式的研究的关注焦点都是母亲，对父亲则往往视而不见。在许多家庭中，母亲和父亲采用的养育方式并不相同。尤其是在传统的家庭中，父亲通常采用专制型养育，而母亲常采用更宽容的养育方式。人们经常说，父母采用一致的养育方式是有益的；然而，如果父亲采用专制型养育且不愿改变，那么母亲采用权威型养育会使儿童更受益。

4.惩罚

在美国的每个州，父母体罚孩子都是合法的。一项针对超过11000名美国父母的研究发现，80%的父母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就打过他们（Gershoff & others，2012）。另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美国父母对体罚普遍持赞成态度（Chiocca，2017）。一项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对体罚持最支持的态度，且记得自己曾被父母体罚过的比例更高（见图6.3）（Curran &others，2001）。2020年，有59个国家及地区禁止体罚（2012年这一数据为34个国家及地区），同时许多国家还扩大了禁止体罚的范围，以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和剥削（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All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2020）。此外，在一项研究中，受采访的大学生指出，与儿子相比，女儿在童年时期经历过体罚的可能性较小，女儿受到父母双方体罚的可能性也较小（Mehlhausen-Hassoe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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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部分国家的体罚情况

该研究采用五点量表评估了部分国家的人对体罚的态度，得分越接近1表示越反对体罚，得分越接近5表示越支持体罚。为什么体罚研究是相关性研究？

我们为什么要避免打屁股或类似的体罚呢？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 当成年人通过大喊大叫或打屁股来惩罚儿童时，他们向儿童展示了面对压力情境时的失控模样，儿童可能会有样学样。

● 体罚可能会引发恐惧、愤怒或逃避。例如，打孩子可能会导致孩子避免靠近父母，害怕父母。

● 体罚只会告诉儿童不该做什么，而不会告诉儿童该做什么。父母应该给孩子提供有建设性的反馈建议，例如，父母可以问：“你为什么不试试这个？”

● 在体罚孩子时，父母可能会在无意中变得异常愤怒，以至于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大多数儿童心理学家建议通过与儿童讲道理的方式来处理儿童的不当行为，尤其是向儿童解释他们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的后果。计时隔离（time out），即让儿童从提供积极反馈的环境中离开，也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例如，当儿童表现不当时，家长可能会禁止其在指定时间内看电视。

关于体罚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仍然争论不休（Ferguson，2013；Gershoff & others，2018，2019；Lansford，2019a，2020；Larzelere & others，2019；Rohner & Melendez-Rhodes，2019）。一些纵向研究发现，对幼儿使用体罚与其在童年期及青少年期的较高水平的攻击性行为关系密切（Gershoff & others，2012；Thompson & others，2017）。

然而，一项关注纵向研究的元分析显示，体罚对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Ferguson，2013）。涉及26项研究的一项综合研究也得出结论，只有重度使用或主要使用打屁股的做法时，才会比其他惩戒约束行为呈现出更多不利影响，轻度使用打屁股的做法则不会（Larzelere & Kuhn，2005）。尽管如此，一项研究显示，就算体罚不含虐待成分，它仍然与儿童不利的发展后果有关（Gershoff & Grogan-Kaylor，2016）。

总之，在某些专家看来，要确定体罚对儿童发展是否有害仍然很难，尽管这种观点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不悦（Ferguson，2013；Larzelere & others，2019）。同样，与养育相关的其他研究一样，关于体罚的研究本质上是相关性的，很难从中发现因果关系。此外，我们还要考虑交互社会化的概念，它强调了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双向影响（Lansford & others，2018）。

尽管如此，大多数养育领域的权威专家都认为，体罚对儿童有害，不应使用（Gershoff &others，2018，2019；Holden & others，2017）。此外，在一项研究中，伊丽莎白·格肖夫（Elizabeth Gershoff，2013）得出结论，赞成体罚的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体罚对儿童有正面影响，而体罚的负面后果已在许多研究中得到验证。进一步来说，涉及虐待的体罚对儿童的发展可能贻害无穷，后面的章节将对此进行讨论（Hicks & others，2020）。

5.共同养育

共同养育（coparenting）是指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互相给予支持。父母之间协调不力，相互掣肘，缺乏合作和温暖，以及一方的冷漠，都可能让儿童处于危险境地（McHale，Negrini &Sirotkin，2019）。研究表明，与母亲或父亲单独养育相比，共同养育更有助于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Karreman & others，2008）。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尤其是在儿童3~5岁时，共同养育，包括夫妻支持，与8~10年后儿童外化问题的减少息息相关（Parkes，Green & Mitchell，2019）。一项针对低收入、未婚家庭的研究数据表明，早期合作式的共同养育会在以后的时间点减少儿童的行为问题（Choi，Parra & Jiang，2019）。

那些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孩子或在养育孩子方面有问题的父母可以尝试从咨询和治疗中受益。关于婚姻家庭治疗师达拉·博特金（Darla Botkin）的工作，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你会如何向初为父母的人解释什么是共同养育及其益处？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达拉·博特金，婚姻家庭治疗师

达拉·博特金是一位婚姻家庭治疗师，她教授课程，进行研究，并从事婚姻家庭治疗工作。博特金先获得了特殊教育方向的小学教育学士学位，随后获得了幼儿教育硕士学位。在接下来的6年里，她在多种环境中与儿童及其家庭相处，包括幼儿园、小学和开端计划。这些经历使她认识到儿童及其父母所经历的发展环境（如家庭、学校和工作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随后，她回到研究生院，在田纳西大学获得了家庭研究博士学位。毕业后，她成为肯塔基大学家庭研究项目的教职人员。在完成了进一步的课程任务和婚姻家庭治疗临床培训后，她成了一名得到认证的婚姻家庭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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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博特金（左一）正在进行家庭治疗。

博特金目前的兴趣包括在家庭治疗中与幼儿一起工作，探讨家庭治疗中的性别和种族问题。

6.2.2 儿童虐待

不幸的是，体罚有时会导致对婴儿和儿童的虐待（Cicchetti & Handley，2019；Goldhagen &others，2020）。2018年，大约有678000名美国儿童成为至少一次受到虐待的受害者（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 Families，2020）。同年，1770名美国儿童死于虐待，91%的儿童曾遭受单亲或双亲虐待。美国许多州的法律要求医生和教师报告涉嫌虐待儿童的案件，然而还有许多案件没有被报告，特别是那些涉及殴打婴儿的案件（Nouman & others，2020）。

1.儿童虐待的类型

四种主要的儿童虐待的类型包括身体虐待、儿童忽视、性虐待和情感虐待（National Clearinghouse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2020）。

● 身体虐待（physical abuse）是指通过殴打、脚踢、口咬、烧伤、摇晃或其他方式对儿童造成身体伤害。父母或其他人可能无意伤害孩子，伤害可能是过度的体罚造成的（Lakhdir &others，2020）。在2018年，11%的受虐儿童遭受了身体虐待（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2020）。

● 儿童忽视（child neglect）的特点是未能满足儿童的基本需求。忽视可能是身体方面（例如遗弃）、教育方面（例如允许长期旷课）或情感方面（例如明显不关注儿童的需求）的忽视（Font & Maguire-Jack，2020）。儿童忽视是随处可见的——2018年，61%的受虐儿童遭受了忽视（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2020）。

● 性虐待（sexual abuse）包括很多种形式（Tener，Katz & Kaufmann，2020）。2018年，美国7%的受虐儿童遭受了性虐待（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2020）。

● 情感虐待（emotional abuse）包括心理虐待、言语虐待和精神伤害，这些行为或不作为的表现已经导致或可能导致儿童产生严重的行为、认知或情感问题（Ross，Kaminski & Herrington，2019）。

尽管这些儿童虐待类型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单独存在，但它们经常组合出现。当发现其他类型的儿童虐待时，情感虐待几乎总是如影随形。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专业人士，在向上报告虐待儿童的父母时，你将如何解释和区分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儿童虐待？

2.儿童虐待的情境因素

导致儿童虐待的因素不是单一的（Cicchetti & Handley，2019）。包括文化规范、家庭特征和儿童的发展特征在内的多种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儿童虐待（Thibodeau & others，2019）。可能导致儿童虐待的家庭特征包括有育儿压力、有婚姻问题、有药物滥用情况、有社交孤立和社会经济困难（尤其是贫穷困顿）情况等（Carlson & others，2020；Michi-Petzing & others，2019）。无论是谁对儿童做出虐待行为，研究人员都需要同时考虑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即使父亲是实施身体虐待的人，对母亲、儿童和兄弟姐妹的行为也应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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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利夫兰市郊区由“城市使命”（CityMission）经营的危机收容所“劳拉之家”（Laura’s Home）用餐后，8岁的唐尼克·海因（Donnique Hein）充满爱心地抱着6个月大的妹妹玛利亚·帕谢尔（Maria Paschel）。

3.儿童虐待的发展性后果

童年期和青少年期受到虐待的后果包括情绪调节能力问题、依恋问题、同伴关系问题、学校适应问题，以及其他心理问题（如抑郁）（McTavish & others，2020）。例如，一项研究发现，身体虐待与儿童低认知发展水平和低学校参与水平相关（Font & Cage，2018）。此外，与同龄人相比，曾经在童年时期遭受过虐待或忽视的青少年更有可能经历暴力恋爱关系、违法犯罪、冒险性行为（Trickett & others，2011）。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遭受过身体或性虐待与13~18岁时的自杀意图、计划和尝试次数有关（Gomez & others，2017）。

童年期曾遭受过虐待的个体，成年后更有可能出现身体疾病、精神障碍和性问题（Bakema &others，2020；Nakayama & others，2020）。加拿大的一项大规模调研指出，曾遭受过身体虐待或性虐待的儿童，成年后出现身体和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更高（Cameranesi，Lix & Piotrowski，2019）。童年期曾受虐待的成年人也更有可能对其他成年人（尤其是约会伴侣和配偶）使用暴力行为，并且更有可能滥用药物、患焦虑症和抑郁症（Miller-Perrin，Perrin & Kocur，2009）。另一纵向研究发现，5岁前遭受过虐待和忽视的个体，30多岁时的人际关系问题更多，成长期间学业成就更低（Raby &others，2019）。还有研究发现，童年期遭受虐待与成年后出现精神障碍和药物滥用有关（Wang &others，2020）。另一对低收入家庭的研究发现，这些家庭的代际间虐待率很高，这反映出一种儿童适应不良的社交情绪发展的影响路径（例如体现为情绪失调）（Warmingham，Rogosch & Cicchetti，2020）。

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探究如何预防儿童遭受虐待，或如何对已遭受虐待的儿童进行干预，并为他们提供帮助（DePasquale，Handley & Cicchetti，2019；Wild & others，2020）。一项针对虐待子女的母亲及其1岁的孩子的研究指出，有两种干预方式对减少儿童虐待来说行之有效：（a）家庭探访，改善养育方式，为母亲提供支持，提高其应对压力的能力；（b）进行专注于改善亲子依恋关系的亲子心理治疗（Cicchetti，Toth & Rogosch，2005）。另外，研究发现，遭受过虐待的儿童的情绪中心型应对方式（如哭泣、言语攻击等）增多，而问题解决型应对方式（如向成年人寻求帮助等）减少（VanMeter，Handley & Cicchetti，2020）。因此，临床专家可能会将减少情绪中心型应对方式这一内容整合到他们对受虐待儿童的干预策略中。一项大规模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和受虐待儿童的应对技能与他们成年后积极的心理健康结果相关（Su，D’Arcy & Meng，2020）。

6.2.3 兄弟姐妹关系与出生顺序

发展心理学家是如何描述兄弟姐妹关系的？出生顺序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吗？

1.兄弟姐妹关系

在美国，约80%的儿童有一个或多个兄弟姐妹（Fouts & Bader，2017）。如果你与兄弟姐妹一起长大，那么你可能会有大量与他们相处的记忆。通常2~4岁的兄弟姐妹之间平均每10分钟会发生一次冲突，冲突发生率在他们5~7岁时会有所下降（Kramer，2006），当父母看到兄弟姐妹之间发生口头或身体冲突时，他们会怎么办？一项研究揭示了三种父母可能采取的做法：（a）干预并尝试帮助他们解决冲突；（b）责备或威胁他们；（c）什么都不做（Kramer & Perozynski，1999）。有趣的是，研究发现，在拥有两个年龄为2~5岁子女的家庭中，父母对兄弟姐妹冲突的最常见反应是听之任之。

劳丽·克雷默（Laurie Kramer，2006）在兄弟姐妹关系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她表示不干预并让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升级并非上策。她开展了一个名为“与兄弟姐妹玩得更开心”（More Fun with Sisters and Brothers）的项目，教给4~8岁的儿童与兄弟姐妹社交的技巧，以帮助他们积极互动（Kramer & Radey，1997）。该项目所教授的技巧包括如何适当地发起游戏、如何接受和拒绝游戏邀请、如何考虑别人的想法、如何处理愤怒情绪，以及如何管理冲突。

然而，冲突只是兄弟姐妹关系的众多维度之一（Kramer & Hamilton，2019；Salmivalli，2020）。兄弟姐妹关系还涉及帮助、分享、教导、妥协和游戏。兄弟姐妹可以充当彼此的沟通伙伴，提供情感支持，但也可以成为竞争对手。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青少年期的兄弟姐妹关系不如童年期亲密，也没有童年期那么紧张，而且更加平等（East，2009）。

父母通常会偏爱兄弟姐妹中的某个人吗？如果是的话，这是否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呢？一项针对384组兄弟姐妹的研究发现，65%的母亲和70%的父亲都会表现出对兄弟姐妹中的某个人的偏爱（Shebloski，Conger & Widaman，2005）。当偏爱存在时，其他较不受青睐的孩子可能会变得自尊水平较低和感到悲伤。的确，平等和公平是父母如何对待儿童的主要关注点（Kramer & others，2019）。

朱迪·邓恩（Judy Dunn，2007，2015）是兄弟姐妹关系领域的专家，她描述了兄弟姐妹关系的三个重要特征。

● 关系的情绪质量。兄弟姐妹之间经常表达强烈的情绪，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所以许多儿童和青少年对兄弟姐妹有着一言难尽的复杂感情。

● 兄弟姐妹的熟悉度和亲密度。兄弟姐妹通常非常了解彼此，这种亲密关系意味着在不同情况下，他们既可以互相支持，又可以嘲笑或伤害对方。

● 兄弟姐妹关系的描述差异。一些兄弟姐妹会比其他人更积极地描述他们的关系。因此，不同的人对于兄弟姐妹关系的好坏程度存在很大的描述差异。上文提过，许多兄弟姐妹对彼此有着复杂的感情，一些儿童和青少年认为自己与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是温暖的、深厚的，而另一些则会觉得兄弟姐妹很烦人、很刻薄。

2.出生顺序

儿童是有哥哥姐姐还是有弟弟妹妹，与其人格发展的某些方面息息相关。例如，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长子（女）通常是最聪明、最有成就动机和最有责任感的，而后出生的子女通常是最叛逆、最自由主义和最讨人喜欢的（Paulhus，2008，p.210）。与后出生的子女相比，长子（女）更成熟、更乐于助人、更顺从、更善于自我控制。然而，也有研究数据表明，出生顺序造成的差异实际上微乎其微。

是什么导致出生顺序会造成差异呢？现有的解释通常指向与家庭中特定角色的互动变化（Feinberg，McHale & Whiteman，2019）。研究指出，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母亲会变得更加消极、严厉和想要控制，且与长子（女）的互动变少（Dunn & Kendrick，1982）。

那么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呢？普遍的看法是独生子女是“被宠坏的孩子”，具有依赖性、缺乏自我控制能力、以自我为中心。但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更积极的看法，认为独生子女通常以成就为导向，并能展示出更有吸引力的个性特征，尤其是与来自大家庭的后出生的儿童相比（Falbo &Poston，1993；Jiao，Ji & Jing，1996）。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似乎表明出生顺序是毋庸置疑的行为预测因素，然而越来越多的家庭研究者强调，当考虑到影响行为的所有因素时，出生顺序作为单独的行为预测因素的准确性不值一提。事实上，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出生顺序对智力产生了影响，长子（女）的智力略胜一筹，但出生顺序对生活满意度、内/外部控制、信任感、冒险、耐心和冲动性等都没有影响（Rohrer，Egloff & Schmukle，2017）。儿童生活中影响其行为的其他重要因素也需要考虑，包括遗传、父母每天做出的示范、同伴和学校的影响、社会经济和社会历史因素，以及文化差异。所以，当有人说长子总是这样，最小的儿子（女儿）总是那样时，他是在下一些过于简单的结论，没有充分考虑到影响儿童发展的复杂因素。

6.2.4 在变化的社会中变化的家庭关系

除了兄弟姐妹数量的差异，儿童所在的家庭在许多重要方面也迥然不同（Farr & Vazquez，2020a，b；Hiller & others，2020）。美国是世界上单亲家庭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如图6.4所示。在双亲家庭中，有些父母都工作，有些父母离婚后找到了新配偶。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也会影响家庭。这些家庭差异如何影响儿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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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部分国家的单亲家庭比例

1.职场父母

超过一半有5岁以下孩子的美国母亲是在职场工作的，超过2/3有6~17岁孩子的美国母亲也是如此。母亲就业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于其影响，人们仍然莫衷一是。

在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中，职场母亲（60%）比职场父亲（52%）更多报告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时面临重重困难（Livingston & Bialik，2018）。此外，在此调查中，略多于一半（54%）的人表示，在安排儿童的日程和活动时，母亲比父亲做得更多。另一项美国的全国性调查显示，近1/4（24%）的职场父母表示，他们的孩子曾要求他们减少工作时间，而类似比例（23%）的人表示，工作对他们与孩子的关系有负面的影响（Career Builder，2018）。

父母工作对养育女子来说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Han，Hetzner & Brooks-Gunn，2019）。研究表明，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的是父母的工作性质，而不是父母都在外工作（Parke，Roisman & Rose，2019）。例如，一项对近3000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父亲失业与青少年健康水平负相关，而母亲失业则与青少年健康水平无关（Bacikova-Sleskova，Benka & Orosova，2015）。此外，一项研究发现，母亲和父亲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冲突和4岁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降低有关（Ferreira &others，2018）。

安·克劳特（Ann Crouter，2006）描述了父母如何将他们在工作中的感受带回家。她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在恶劣条件下（例如长时间工作、加班、压力大、工作中缺乏自主权等）工作的父母，相比在较好条件下工作的父母，可能在家中脾气更暴躁，养育质量更低。很多研究一致发现，职场母亲的孩子（尤其是女孩）比不工作的母亲的孩子更少具有性别刻板印象，持有更平等的性别观念（Goldberg & Lucas-Thompson，200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给家长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例子来说明父母双方都工作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呢？

2.离异家庭中的儿童

在20世纪末，美国和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离婚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Braver ＆ Lamb，2013）。美国的离婚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幅上升，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下降。然而，美国的离婚率仍远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

据估计，在美国已婚父母的子女中，有40%会经历父母离异（Hetherington & Stanley-Hagan，2002）。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离异家庭中儿童的一些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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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离异与儿童的情绪问题

在赫瑟林顿（Hetherington）的研究中，来自离异家庭的儿童中有25%表现出严重的情绪问题，而来自未曾离异的完整家庭的儿童中仅有10%表现出这种问题。但是，请记住，离异家庭中的绝大多数儿童（75%）并未表现出严重的情绪问题。

● 儿童在完整、父母未离过婚的家庭中是否比在离异家庭中更适应呢？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相比于未曾离异家庭中的儿童，离异家庭中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差的适应能力（见图6.5）（Hetherington，2006；Meland，Breidablik & Thuen，2020；Sbarra，Bourassa &Manvelian，2019）。那些经历过父母多次离婚的儿童更容易受到影响。离异家庭中的儿童比未曾离异家庭中的儿童更有可能出现学业问题，表现出外化问题（如行为异常和违法犯罪），经历内化问题（如焦虑和抑郁），社会责任感更差，亲密关系更不稳定，更早地出现性行为。他们与反社会同伴交往，自尊水平低，成年后与伴侣的依恋程度也低（Lansford，2019b）。一项针对54项研究、506299名被试的元分析研究表明，经历父母离异的儿童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自杀企图、情绪困扰、酗酒和吸烟等问题（Auersperg & others 2019）。

● 父母是否应该为了孩子留在不幸福或有冲突的婚姻关系中，是关于离婚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Hetherington，2006；Morrison，Fife & Hertlein，2017）。如果不幸福的婚姻所带来的压力和破裂降低了孩子的幸福感，那么离婚可能利大于弊。然而，如果离婚会导致资源减少和风险增加，并且伴随着不称职的养育或冲突的加剧，那么对孩子来说，最好的选择可能是让父母继续维持不幸福的婚姻关系（Hetherington & Stanley-Hagan，2002）。当父母要么选择留在一个充满争吵的婚姻中继续生活，要么选择离婚时，很难确定这些“如果”将会如何发展。

● 许多离婚父母的孩子所经历的问题往往始于离婚前，这段时期父母经常爆发冲突。因此，当离婚父母的孩子出现问题时，这些问题可能不仅是离婚本身造成的，还可能是导致离婚的婚姻冲突造成的（Gao & others，2019）。马克·卡明斯（Mark Cummings）及其同事（2017）提出了情绪安全理论，该理论起源于依恋理论，它指出孩子会根据他们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安全程度来评估婚姻冲突。这些研究者区分了对孩子有负面影响的婚姻冲突（如敌对的情绪表达和破坏性的冲突策略）和对孩子有积极影响的婚姻冲突（如在面对婚姻分歧时，平静地讨论每个人的观点，然后共同努力找到解决方案）。一项研究发现，小学早期阶段父母间冲突的加剧预示着5年后青少年期早期情绪不安全感的增加，进而预测了青少年的同伴关系的减少，与之相关的还有社交能力的下降（Davies，Martin & Cummings，2018）。

● 离婚后的家庭过程（family processes）有多重要？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Ganong，Coleman & Sanner，2019）。如果离婚父母之间的关系和谐，并且他们进行的是权威型养育，那么儿童的适应能力会得到改善（Hetherington，2006）。许多研究者已经提出，父母在离婚后的第一年中会出现例如养育技能降低的失衡现象，但是在离婚两年后，平衡将重新建立，养育技能也会有所提升（Hetherington，1989）。如果离婚父母可以在子女养育策略上达成一致并且能够保持友好关系，那么非监护父母的频繁探访通常对儿童大有裨益（Fabricius &others，2010）。在离婚后，父亲与孩子的互动比母亲与孩子的互动更多，特别是对女孩的父亲而言。一项针对离异家庭中非共同居住父亲的研究表明，高父亲–子女互动水平和低父母间冲突水平与积极的儿童结果息息相关（Flam & others，2016）。此外，另一项研究指出，离婚后的共同养育（如共同抚养）与积极的儿童结果（如较低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及较高的自尊水平和较好的学术表现）密不可分（Lamela & Figueiredo，2016）。

● 什么因素会影响儿童因离婚而遭受负面后果的脆弱性？相关因素包括离婚前父母和儿童的适应能力，以及儿童的个性和气质、性别和受监护情况（Hetherington，2006）。研究发现，离婚前母亲的敏感度高、儿童的智商高，会作为保护性因素，有助于减少离婚后儿童的问题（Weaver & Schofield，2015）。在社交上成熟、负责任、行为问题较少、容易型气质的儿童更有能力应对父母离婚。困难型气质的儿童通常难以应对父母离婚（Hetherington，2006）。当父母之间能够相处融洽时，共同监护对儿童最为有益（Steinbach，2019）。

● 在父母离异的儿童的生活中，社会经济地位扮演了什么角色？与获得监护权的父亲相比，获得监护权的母亲的收入较离婚前损失了大约1/4~1/2，而父亲仅损失了1/10。离婚母亲的收入损失还伴随着工作负担的增加、工作不稳定性提高，以及更可能搬到不理想的、教育水平较差的社区居住（Lansford，2009）。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向父母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以帮助他们了解离婚对儿童适应性的影响呢？

3.文化、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

养育孩子可以受到文化、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Sobo，2020）。回顾一下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学理论，许多社会背景都会影响儿童的发展。在布朗芬布伦纳的理论中，文化、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被归类为宏观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代表了更广泛的社会背景。

（1）跨文化研究

不同的文化通常会对一些基本问题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如家庭中父亲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家庭可以获得哪些支持系统，以及如何管教孩子等（Matsumoto & Juang，2020）。养育子女的方式存在重要的跨文化差异。在一些文化中，如许多国家的农村地区，专制型养育司空见惯（Smetana &Ball，2018）。

随着文化变革，国际旅行越来越频繁，互联网和电子通信被广泛使用，经济全球化加剧，这些都在影响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家庭（Pieterse，2020）。当下，家庭流动性高、向城市迁移、家庭成员因在不同城市或国家工作而分离等是一种趋势。还有一些趋势包括家庭规模变小、更少与扩展家庭成员共同居住，以及母亲就业率上升（Brown & Larson，2002）。这些趋势可以改变儿童可获得资源的性质。例如，当几代人不再生活在邻近的地方时，儿童可能会缺少来自祖父母、姑妈阿姨、叔伯舅的支持和指导。但从另一角度看，家庭规模的变化可以让父母和孩子之间更加亲密无间，有更多的交流。

（2）种族

在本章和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我们探讨了种族的各个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长期以来，对于种族差异的主流观点是基于缺陷的，认为少数种族的儿童和青少年天生就面临挑战和大量压力，特别是少数种族移民青少年（Weissmark，2020）。与这种观点截然相反的是，研究表明，少数种族儿童和青少年，包括移民家庭子女在内，他们的表现要比预期的更好（Perreira & others，2019）。移民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往往会比非移民家庭的子女承担更多的责任，并需要帮助他们的父母适应新的社会（Chen & others，2020）。

在美国，各种种族的家庭在典型规模、结构、组成、亲属网络依赖程度以及收入和教育水平方面都千差万别（Banks，2020；Gollnick & Chinn，2021）。2016年，美国18岁以下的儿童中有51%是非拉丁裔白人；到206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降至36%（U.S. Census Bureau，2018）。美国2016年18岁以下儿童人口中，25%是拉丁裔，14%是非裔，5%为亚裔。

少数种族的家庭趋向于有更大的流动性，更多移居城市地区，更多面临分离。大型家庭和扩展家庭在少数种族群体中比在非拉丁裔白人中更常见，例如，19%的拉丁裔家庭拥有3个或更多的孩子，而非裔美国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为14%，白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为10%。非裔和拉丁裔儿童与祖父母、姑妈阿姨、叔伯舅、堂表兄弟姐妹以及远方亲戚的互动都比非拉丁裔白人儿童更多。

单亲家庭在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中比在非拉丁裔白人中更常见（Weinraub ＆ Kaufman，2019）。与双亲家庭相比，单亲家庭在时间、金钱和精力等方面的资源通常更有限。少数种族父母也往往比非拉丁裔白人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并更可能生活在低收入环境中。尽管如此，许多贫困的少数种族家庭仍设法培养出有能力的孩子（McLoyd，Hardaway & Jocson，2019）。

当然，每个家庭都有所不同，少数种族家庭成员如何应对压力取决于许多因素（Bucay Harari & others，2020；Lu，He & Brooks-Gunn，2020）。父母是本土出生的还是移民而来的，家庭在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有多长，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国籍背景都会对其应对压力产生影响（Zhang & others，2020）。家庭社会环境的特征也会影响个体的适应能力。邻里或城市对家庭种族的态度如何？这个家庭里的孩子能否上好学校？是否有社区团体欢迎来自家庭所属种族的人？家庭所属种族的成员是否会组建自己的社区团体？

在过去几十年中，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大量拉丁裔和亚裔家庭移民到美国（Halgunseth，2019）。移民家庭通常会感受到一些长期居民不常见或不太突出的压力因素，例如语言障碍、支持网络的疏远和分离、保留身份认同和文化适应的双重挣扎，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Chen & others，2020）。

许多最近移民到美国的家庭成员采取双文化取向，通过接受美国文化的某些特征来实现生存和进步，但同时仍保留其原有文化的某些特点（Tikhonova & others，2019）。在接受美国文化特征的过程中，拉丁裔家庭越来越重视教育的重要性（Halgunseth，2019）。尽管他们的辍学率仍高于其他种族群体，但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他们的辍学率已经大幅下降（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9）。然而，尽管许多少数种族/移民家庭采取双文化取向，但仍有许多少数种族家庭的教育侧重于增强儿童的种族自豪感、让儿童了解他们的种族群体以及引导儿童意识到歧视问题（Umana-Taylor & Hill，2020）。

（3）社会经济地位

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能够获得的资源较少（Hoff & Laursen，2019）。这些资源包括饮食营养、医疗保健、危险防护，以及教育和社交机会，如辅导和各种活动课程（Tian & others，2019；Xuan & others，2019）。在长期贫困的低收入家庭中，这些差异更是显而易见（Magnuson &Duncan，2019）。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同龄人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和青少年更难以达到健康的身体素质水平（Peralta & others，2019）。一项纵向研究发现，针对芝加哥低收入少数种族家庭儿童从学前到小学三年级的多方位（基于学校的教育丰富化和全面家庭服务）干预措施，能够有效提高他们的高中毕业率和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成功率（Reynolds，Ou & Temple，2018）。此外，另一项纵向研究表明，儿童时期的低社会经济地位与中老年时期较低的认知能力水平和较快的认知衰退速度有关（Liu & Lachman，2019）。

在美国和其他大多数西方文化中，研究人员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之间养育孩子的做法大相径庭（Hoff，Laursen & Tardif，2002，p.246）。

● 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更关心他们的孩子是否符合社会期望；在相处中明确表示父母拥有权威；在惩罚孩子方面更倾向于使用体罚；与孩子交流时更倾向于指导孩子，而不是平等对话。

● 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更关注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延迟满足的能力；营造一种让孩子能平等参与的家庭氛围，所有规则以讨论的方式制订，而不是以专制的方式；较少使用体罚；与孩子交流时，指导性话语较少，平等对话较多。

6.3 同伴关系、游戏、媒体与屏幕时间

家庭是儿童发展的重要社会环境。然而，儿童的发展也受到其他社会环境因素的强烈影响，例如与同伴群体相处的环境、游戏的环境或使用各种媒介时所处的环境（Graham，2020；Maloy &others，2021）。

6.3.1 同伴关系

随着儿童的年龄增长，他们与同伴（同龄或略年长）群体相处的时间与日俱增。

儿童的同伴群体有什么作用呢？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提供家庭以外世界的信息和对比标准。儿童从同伴群体中获得关于自己能力的反馈，他们根据自己做得是比其他儿童更好、与其他儿童同样好或是比其他儿童更差来评估自己的能力水平。这种评估在家里很难实现，因为兄弟姐妹的年龄要么更大，要么更小。

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促进儿童正常的社会情绪发展（Chen，Saafir & Graham，2020；Salmivalli，2020）。同伴关系中的特殊问题集中体现在被孤立或攻击性强的儿童身上（Rubin & others，2018）。被同伴拒绝或欺负的儿童更易感到孤独，更易患上抑郁症（Coplan & others，2018）。对同伴有攻击性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一系列问题，包括违法犯罪和中途辍学（Vitaro，Boivin & Poulin，2018）。

良好的同伴关系对正常的社会情绪发展来说不可或缺（Ettekal & Ladd，2020）。回想一下我们关于性别的讨论，3岁左右时，儿童更喜欢与同性而不是异性的伙伴一起玩，而这种偏好在童年早期已日渐明显。同样在这个时期，同伴之间积极和消极互动的频率显著提高（Cillessen &Bukowski，2018）。虽然攻击性的互动和追逐打闹的游戏增加了，但与友好的交流相比，攻击性交流的比例有所下降。许多学前儿童在与玩伴互动时，会花很多时间交谈，如讨论游戏的角色和规则（Rubin，Bukowski & Parker，2006）。

父母可能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儿童的同伴关系（Krisnana & others，2020）。父母通过与孩子互动、管理孩子的生活，以及为孩子提供机会来影响他们的同伴关系（Hastings &others，2019）。例如，如果母亲给学前阶段的女儿讲解同伴冲突中关系攻击（如通过操纵关系来伤害他人）的负面影响，女儿参与关系攻击的概率会降低（Werner & others，2014）。

6.3.2 游戏

童年时期大部分的同伴互动都涉及游戏，但社交游戏仅仅是游戏的一种类型。游戏是一种为了获得乐趣而进行的活动，其功能和形式多样（Yogman & others，2018）。

1.游戏的功能

游戏是儿童发展的重要方面（Graham，2020；Reaney，2020）。学者们研究了游戏的不同方面，并强调游戏有不计其数的重要功能。

根据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理论，游戏有助于儿童把控焦虑和冲突（Demanchick，2015）。游戏可以帮助儿童释放积压的紧张情绪，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问题。治疗师使用游戏疗法（play therapy）让儿童摆脱挫折感，并分析儿童的内心冲突及其应对方式（Clark，2015）。在游戏情境下，儿童可能会感到较少的威胁，更有可能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

游戏也是认知发展的重要情境（Taggart，Eisen & Lillard，2018）。皮亚杰和维果茨基都认为，游戏是儿童的工作。皮亚杰（1962）认为，游戏促进了儿童的认知发展。同时他提出，儿童的认知发展制约了他们的游戏方式。游戏使儿童可以以轻松愉悦的方式使用他们已有的能力和已获得的技能。皮亚杰认为儿童的认知结构需要被锻炼，而游戏为这种锻炼提供了堪称完美的环境（DeLisi，2015）。

维果茨基（1962）也认为游戏是认知发展的绝佳环境。他特别关注游戏的象征性和假想性，例如儿童用一根棍子代替马，像骑马一样骑着这根棍子。对于幼儿来说，想象中的情境栩栩如生（Bodrova & Leong，2015）。父母应该鼓励这种想象游戏，因为它可以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特别是创造性思维的发展（Tamis-LeMonda & others，2019）。

丹尼尔·伯林（Daniel Berlyne，1960）将游戏描述为令人兴奋和愉悦的活动，因为它满足了我们的探索欲望，这种欲望包括对新事物或不寻常事物的好奇心和对信息的搜寻。游戏通过为儿童提供新颖、复杂、不确定、惊喜和不协调等可能性，鼓励儿童进行探索行为。

近年来，游戏被形容为语言和沟通能力发展的重要情境因素（Taggart，Eisen & Lillard，2018）。幼儿在游戏中通过讨论和协商角色与规则，可以练习使用各种词语和短语，从而增强沟通能力。游戏中的社交互动可以促进幼儿读写能力的发展（Bredekamp，2020）。而游戏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园的核心关注点，并被认为是早期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Morrison，Woika & Breffni，2020）。

2.游戏的类型

当代关于游戏的观点强调认知和社会方面的因素（Reaney，2020）。儿童游戏类型中被广泛研究的包括感觉运动游戏、练习性游戏、假想/象征性游戏、社交游戏、建构性游戏和规则游戏（Bergen，1988）。

感觉运动游戏（sensorimotor play）是指那种能让婴儿从运用他们的感知运动图式中获得愉悦体验的行为。感觉运动游戏的发展与皮亚杰对感觉运动思维的描述相契合。婴儿3~6个月大时开始进行探索性的、趣味性的视觉和动作之间的交互。到9个月大时，许多婴儿可以选择新颖的物体进行探索和游戏，特别是那些可以发出响声或者可以弹跳的玩具。

练习性游戏（practice play）由简单、重复的动作组成，可能发生在学习新技能时，或者发生在运动和游戏过程中需要运用身体或心理的协调控制技能时。感觉运动游戏通常包括练习性游戏，主要发生在婴儿期。但练习性游戏可以在整个生命周期持续出现。学前阶段，儿童会经常参与练习性游戏。

假想/象征性游戏（pretense/symbolic play） 是当儿童可以将客观事物转化为符号时，应运而生的（Taggart，Eisen & Lillard，2018）。在9~30个月大时，儿童能在象征性游戏中使用越来越多的物体。他们学会了以物代物，并像对待被替代物一样对待这个物品。例如，学前儿童可能会把一张桌子当成一辆车，并一边抓住桌腿一边说：“我正在修理这辆车。”

许多游戏领域的专家认为，学前时期是假想/象征性游戏的“黄金时期”，这类游戏本质上是具有戏剧性或社会戏剧性的。这种假想游戏通常在儿童18个月大时出现，在儿童4~5岁时被玩得最多，然后游戏次数逐渐减少。

一些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假想游戏是幼儿发展的重要方面，通常反映了他们认知发展上的进步，尤其是可作为象征性理解能力提升的标志（Taggart，Eisen & Lillard，2018）。例如，凯瑟琳·加维（Catherine Garvey，2000）和安洁琳·利拉德（Angeline Lillard，2006，2015）强调，隐藏在幼儿假想游戏叙事中的是其出色的角色扮演能力、社交角色的平衡能力、元认知能力（对思维的思考）、认识现实与假想之间区别的能力，以及许多非自我中心能力，这些能力都展示出幼儿优秀的认知能力。

社交游戏（social play）是与同伴互动的游戏。在学前阶段，社交游戏急剧增加。对许多儿童来说，社交游戏是他们与同龄人社交的主要情境（Solovieva & Quintanar，2017）。社交游戏包括各种互动，如谈论五花八门的话题、社交性规则游戏和常规活动，以及体育游戏。这些游戏通常能为参与者提供高度的愉悦感。

建构性游戏（constructive play）是将感觉运动/练习性游戏与象征性游戏相结合的游戏。当儿童能够自主地创造一个产品或解决方案时，就会出现建构性游戏。随着象征性游戏的增加和感觉运动游戏的减少，学前阶段儿童的建构性游戏会增加。在小学阶段，建构性游戏也是课堂内外频繁出现的一种游戏形式。

规则游戏（games）是为了娱乐而进行的具有规则的活动，通常涉及竞争（Reaney，2020）。学前儿童可能会开始参与包含简单的互惠和轮流规则的社交游戏。但是，规则游戏在小学生的生活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研究表明，规则游戏最多出现在儿童10~12岁时（Eiferman，1971）。12岁以后，规则游戏的受欢迎程度会下降（Bergen，1988）。

3.游戏的趋势

凯西·赫什–帕塞克（Kathy Hirsh-Pasek）、罗伯塔·戈林科夫（Roberta Golinkoff）和多萝西·辛格（Dorothy Singer）（Hirsh-Pasek & others，2009；Singer，Golinkoff & Hirsh-Pasek，2006）对幼儿的自由游戏时间的减少表示担忧不已，报告称近几十年来幼儿的自由游戏时间已大大减少。他们尤其担心幼儿在家庭和学校的游戏时间受到限制，以使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学术科目上。他们还指出，许多学校已经取消了课间休息时间。他们强调在游戏中学习可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以促进他们的认知和社会情绪发展。辛格、戈林科夫和赫什–帕塞克（2006）写的关于游戏的第一本书就是《游戏=学习》（Play=Learning）。他们指出游戏的认知益处涉及创造力，抽象思维，想象力，注意力、专注力和毅力，问题解决能力，社会认知、共情和观点采择，语言，掌握新概念；而游戏的社会情绪体验与发展益处涉及享受、放松和自我表达，合作、分享和轮流，焦虑减轻，自信心。鉴于游戏在认知和社会情绪发展方面有如此之多的积极成效，显然我们要在幼儿的生活中规划出更多的游戏时间（Taggart，Eisen & Lillard，2018；Yogman & others，2019）。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者，你可能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说明学校日常游戏的价值呢？

6.3.3 媒体与屏幕时间

在20世纪下半叶，电视几乎是对儿童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发展因素（Maloy & others，2021）。至今，电视仍对儿童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影响，而儿童对其他媒体和信息/通信设备的使用导致了“屏幕时间”（screen time）这一术语的产生。屏幕时间包括个人观看/使用电视、数字影碟和计算机的时间、玩电子游戏的时间，以及使用智能手机等手持电子设备的时间（Boers，Afzali &Conrod，2020）。

正如我们在“童年早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一章中讨论的那样，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3~4岁的儿童每日拥有不超过1小时的屏幕时间（Willumsen & Bull，2020）。一项研究发现，3~4岁的非裔美国儿童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比其他儿童更有可能拥有每天超过1小时的屏幕时间（Kracht，Webster & Staiano，2020）。

尽管移动设备已经成为主流，但电视仍然是幼儿媒体体验中的重要影响因素。2~4岁的儿童每天观看电视的时间约为2~4小时（Common Sense Media，2013）。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美国50%的儿童的屏幕时间用于看电视（Common Sense Media，2013）。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同龄儿童相比，美国儿童看电视的时间明显更长。美国儿科学会（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2016）建议2~5岁的儿童每天观看电视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该学会还建议他们只观看如《芝麻街》（Sesame Street）和其他由PBS（公共广播公司）针对儿童制作的高质量节目。

某些类型的电视节目与儿童的积极结果关系紧密。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儿童接触亲社会媒体与更高水平的亲社会行为和共情关怀有关（Coyne，Padilla-Walker & Holmgren，2018）。另一项对14个国家研究的元分析结果显示，观看电视节目《芝麻街》会给儿童带来三种积极结果：认知能力的提升，了解世界，以及社会推理能力和对外群体的态度的改善（Mares & Pan，2013）。

然而，过多的屏幕时间可能会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使他们成为被动学习者，分散他们做作业时的注意力，使他们形成刻板印象，提供给他们暴力攻击行为的模仿形象，并向他们展示不切实际的世界观（Picherot & others，2018）。关于幼儿拥有如此多的屏幕时间的其他担忧包括：游戏时间减少、与同伴互动的时间减少、体育活动减少、睡眠习惯不良、超重或肥胖风险增加，以及攻击性行为增加（Berglind & others，2018；Hale & others，2018；Lissak，2018）。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较高水平的屏幕时间（主要包括看电视时间）与童年早期较低水平的认知发展有关（Carson &others，2015）。此外，一项针对学前儿童的研究指出，与每天看屏幕时间少于30分钟的儿童相比，每天看屏幕时间超过2小时的儿童更有可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包括出现ADHD症状的风险更高）和外化问题（Tamana & others，2019）。另一项针对2~5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儿童看电视/数字影碟/视频的时间与他们的社交技能呈负相关关系，而其户外游戏的时间与他们的社交技能呈正相关关系（Hinkley & others，2018）。此外，一项针对学前儿童的研究发现，儿童增加1小时的屏幕时间，与更晚的就寝时间和降低每晚睡眠时间至少达到10小时的可能性有关（Xu & others，2016）。研究人员发现，高水平的电视观看时间与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发生率相关。事实上，儿童即使每天只看1小时电视，也与其在幼儿园至一年级之间的身体质量指数（BMI）升高有关（Peck &others，2015）。

儿童在电视上看到的暴力和攻击性行为的程度引起了广泛关注（Khurana & others，2019）。举例来说，周六早上的卡通节目平均每小时会呈现超过25个暴力行为。一项针对儿童的研究发现，更多地接触到电视暴力、电子游戏暴力、音乐视频暴力与较高水平的身体攻击行为直接相关（Coker & others，2015）。

家长在儿童的媒体使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项研究发现，家长对儿童的媒体使用行为进行更高程度的监管与儿童生活中的一些积极结果相关，包括更多的睡眠时间、更好的学校表现、较少的攻击性行为和更多的亲社会行为（Gentile & others，2014年）。另一项研究也指出，当家长减少自己的屏幕时间时，儿童的屏幕时间也会减少（Xu，Wen & Rissel，2014）。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与家长分享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以鼓励他们减少儿童的屏幕时间呢？



内容总结






情绪和人格发展




● 在埃里克森的理论中，童年早期的发展涉及解决主动对内疚的冲突。幼儿在自我理解和理解他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 在童年早期，随着幼儿越来越多地体验到自我意识情绪（如自豪、羞愧和内疚），他们的情绪范围逐渐扩大。儿童从情绪教导型父母那里受益良多。

● 道德发展包括思维、情绪和行为的发展，这些发展与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应该做什么的规则和惯例有关。皮亚杰阐述了儿童道德归因的变化。行为主义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研究者则认为道德行为存在很大的情境变异性。

● 心理性别是指基于社会和文化规范的与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相关的特征。同伴在强化恰当的性别行为方面尤为擅长。性别图式理论强调了认知在心理性别发展中的作用。



家庭




● 专制型养育、权威型养育、忽视型养育和纵容型养育四种养育方式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权威型养育通常与儿童的能力发展相关。养育方式存在种族差异。美国家长普遍使用体罚，但有很多证据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共同养育对儿童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 儿童虐待包括身体虐待、儿童忽视、性虐待和情感虐待。

● 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出生顺序在某种程度上与儿童特征有关，但它本身并不是行为的一个准确的预测因素。

● 如果离异的父母能建立和谐的关系，并进行权威型养育，儿童的适应能力会更好。文化、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展的许多方面有关。

同伴关系、游戏、媒体/屏幕时间

● 同伴是强大的社会化媒介，为儿童提供了家庭之外世界的信息和对比标准。

● 游戏的功能包括与同伴建立联系、释放紧张的情绪、促进认知发展、满足探索欲望。当代关于游戏的观点强调了游戏的认知和社交方面。儿童游戏中被广泛研究的类型有感觉运动游戏、练习性游戏、假想/象征性游戏、社交游戏、建构性游戏和规则游戏。

● 人们对幼儿花费大量时间在各种媒体上的问题表示严重关切。观看电视暴力画面和玩暴力电子游戏与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有关。







第7章 童年中后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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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语言学习与双语教育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安姬和她的体重

安姬（Anjie）是一名小学适龄女孩，她对如何面对及有效解决自己的体重问题发表了以下看法。

当我8岁的时候，我的体重是125磅（约56千克）。我的衣服尺码和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大。我讨厌自己的身体，同学们总是取笑我。我太重了，太胖了，这使得我上体育课时，脸会变红，呼吸也很困难。我很嫉妒那些轻松进行体育运动的孩子，因为他们不像我一样超重。

我现在9岁了，体重减轻了30磅（约14千克）。我更快乐了，也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是怎么减肥的呢？妈妈最终受够了我的体重，于是，她带我去看一位专门帮助儿童减肥的儿科医生。儿科医生就我的饮食和锻炼习惯向我妈妈提出建议，之后让我们加入一个他为超重儿童及其父母创建的小组。我和妈妈每周去一次这个小组，现在我们已经坚持六个月了。我不再吃快餐，妈妈也开始学做更加健康的饭菜。既然我已经减重了，锻炼对我来说就没那么困难了，学校的同学们也不再取笑我。妈妈同样很开心，因为自从我们参加小组以来，她也瘦了15磅（约7千克）。

并非所有超重儿童都能像安姬一样成功地减轻体重。事实上，童年期超重已成为美国国民健康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本章后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与儿童超重相关的问题。

在童年中后期，即大约从6岁开始到10岁或11岁，儿童长得更高、更重、更壮，他们也更善于运用自己的身体技能。在此期间，儿童可能会出现需要特别关注和干预的障碍。也正是在这一年龄段，儿童的认知能力大幅提高。他们会熟练使用语法，学会阅读，还可能掌握第二语言。

7.1 身体变化和健康

在童年中后期，孩子们的身体会持续成长，比例也会发生变化。在这段时期，大脑也会发生一些至关重要的变化，运动技能也会得到提高。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定期锻炼、均衡补充营养，是确保这一时期儿童健康成长和发育的关键所在。

7.1.1 身体生长和变化

童年中后期的成长进程缓慢却持续不断（Edwards & Coyne，2020）。这是青少年期快速成长之前的一段风平浪静的时期。在小学期间，儿童平均每年增高2~3英寸（5~7厘米），到11岁时，女孩平均身高为4英尺10.25英寸（约145厘米），男孩的平均身高为4英尺9英寸（约144厘米）。在童年中后期，儿童体重每年增加约5~7英镑（2~3千克）。体重增加主要是因为骨骼和肌肉系统以及一些身体器官的增大。

比例变化也是童年中后期显而易见的身体变化之一（Kliegman & others，2019）。头围和腰围随着身高的增长有所减小。另一个不易察觉的身体变化是骨骼继续变硬，但仍然比成熟的骨骼更容易受到压力和拉力的影响。

这段时期，“婴儿肥”大大减少，肌肉质量提高，力量也与日俱增（Perry & others，2018）。儿童肌肉张力的变化有助于他们早期的自由运动和改善膝内翻。由于遗传和锻炼的影响，儿童在这些年力量增加了一倍。男孩的肌肉细胞更多，所以他们通常比女孩更强壮健硕。

7.1.2 大脑

到童年后期，大脑总体积渐趋稳定，但大脑中的各种结构和区域仍在发生重大变化（Schneider &Ornstein，2019）。随着儿童的发育，脑激活在某些区域增加，而在一些其他区域则减少（TorresRamos & others，2020）。脑激活的转变之一是从弥散的较大区域转移到更集中的较小区域（Turkeltaub & others，2003）。这种转变的特点是突触修剪，即大脑中未被使用的区域失去突触连接，而被使用的区域的突触连接增加。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在7~30岁时，前额叶皮质的扩散更少，局部激活更多（Durston & others，2006）。脑激活的转变伴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尤其是认知控制能力的提高，而认知控制能力涉及多个领域的有效控制和灵活性（Aben & others，2019）。

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的前沿研究者提出，前额叶皮质很可能在发育过程中协调了许多其他脑区的功能（de Haan & Johnson，2016）。作为组织角色的一部分，前额叶皮质可能为包括前额叶皮质在内的神经网络和连接提供了优势。这种观点指出了前额叶皮质协调哪些神经连接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并且，近期的研究表明，童年期新出现的认知控制能力主要是由以前额叶皮质为中心的分布式神经网络的发展支持的（Chevalier & others，2019）。一项研究发现，体重指数高的9~10岁儿童的前额叶皮质较薄，这与他们的执行功能水平较低息息相关（Laurent & others，2020）。

大脑区域之间的连接性会随着儿童的发育而增强（Twait & Horowitz-Kraus，2019）。一项针对6~22岁个体展开的纵向跟踪研究表明，童年期前额叶和顶叶之间的连接性与发育后期能否拥有更好的推理能力关系紧密（Wendelken & others，2017）。而另一项研究显示，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杏仁核–前额叶连接较少（Ibrahim & others，2019）。

7.1.3 运动技能的发展

儿童在童年中后期的动作较童年早期变得更为流畅与协调（Hockenberry & Wilson，2019）。例如，只有千分之一的孩子能在3岁时把网球打过网，然而到10岁或11岁时，大多数孩子都可以掌握这项技能。跑步、攀岩、跳绳、游泳、骑车和滑冰只是小学生可以掌握的众多运动技能中的一小部分。在涉及大肌肉活动的粗大运动技能方面，男孩通常优于女孩。

中枢神经系统髓鞘化的增加反映在童年中后期的精细运动技能的提高上。孩子可以更熟练地使用手这个“工具”。6岁的孩子可以用手去锤打、粘贴、系鞋带和系扣子。到7岁时，孩子们的手变得更稳了。在这个年龄阶段，孩子们更喜欢用铅笔而非蜡笔绘画，而且他们很少会把字母写反，所写文字也会变小。在8~10岁时，他们能更轻松和更准确地使用双手。儿童的精细运动协调能力也发展到不仅可以描红单词，还能够书写单词，连笔字变得更小、更匀称。在10~12岁时，孩子们开始表现出与成年人不相上下的操作技能。他们可掌握制作精美手工艺品或演奏高难度乐器所需的复杂、精细和快速的动作。而女孩在精细运动技能方面通常比男孩略胜一筹。

7.1.4 锻炼

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Rink，2020）。增加体育锻炼会带来积极的结果（Lumpkin，2021）。一项研究考察了儿童从小学升入初中时的体育锻炼情况（Pate & others，2019）。在这项研究中，以下情形与儿童参与体育锻炼密不可分：父母对参加体育活动的鼓励、父母对参加体育活动的支持、儿童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儿童的体育活动参与度以及家庭附近体育活动设施的数量。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锻炼对于儿童身体发育有着积极的影响（Esteban-Cornejo & others，2020；Meeks，Heit & Page，2020）。一项针对超过6000名小学生的研究发现，每天进行55分钟或更长时间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与更低的肥胖率相关（Nemet，2016）。此外，另一项研究发现，规律的体育活动加上高水平的钙吸收可以增进3~18岁人群的骨质健康（X. Yang & others，2020）。研究人员还发现，有氧运动会对儿童的注意力、记忆力、努力型和目标导向型思维与行为、创造力以及学业成就产生积极影响（Martin & others，2018；Sun & Others，2020）。一项元分析认为，持续的体育锻炼计划与儿童注意力的集中、执行功能水平和学业成绩的提高有关（Martin & others，2018；Sun & others，2020）。另一项荟萃分析得出结论，对6~12岁的儿童进行每周多次、持续时间超过6周的长期运动干预，可有效改善儿童的总体执行功能，尤其是抑制控制能力（Xue、Yang & Huang，2019）。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者，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支持关于将体育锻炼整合到学校日常教育之中能改善学生学业表现的观点呢？

家长和学校在决定孩子的锻炼水平方面发挥着毋庸置疑的作用（Lumpkin，2021）。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积极锻炼能为他们树立积极的榜样（Crawford & others，2010）。此外，一项研究显示，学校基础体育活动成功地提高了儿童的敏捷性，降低了他们的脂肪水平（Kriemler & others，2010）。

孩子们花费时间的某些方式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儿童和青少年花更多的时间在电视或计算机屏幕前会导致运动量减少，同时会增加超重风险（Leis & others，2020）。其他研究表明，在电子产品上花费过多时间会导致儿童身体活动水平降低、肥胖率增加、睡眠模式恶化以及认知能力低下（Biddle，Pearson &Salmon，2018；Vandendrissche & others，2019）。此外，一项针对8~12岁儿童的研究发现，长时间看屏幕与大脑区域之间连通性较低、语言技能和认知控制水平较低有关（Horowitz Kraus & Hutton，2018）。这项研究还表明，长时间阅读与大脑区域功能的提升存在关联。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11岁时屏幕时间过长与3年后体重指数增加有关（Engberg & others，2020）。

7.1.5 健康与疾病

在大多数情况下，童年中后期是一个健康的成长期。这个时期与其他时期相比，出现疾病和死亡的情况更少。然而，许多处于童年中后期的儿童仍面临着威胁他们发展的健康问题（Schiff，2021）。

超重是日益普遍的儿童健康问题（Blake，2020）。在过去的30年中，面临超重风险的美国儿童比例急剧上升。2015—2016年，18.4%的6~11岁美国儿童被归类为肥胖，比2009—2010年的数据增加了1%（Hales & others，2017）。此外，童年中后期儿童超重的比例也高于童年早期儿童。2015—2016年，2~5岁儿童超重的比例为13.9%。

儿童超重比例日益提高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美国（Thompson，Manore & Vaughan，2020）。一项研究发现，1993—2009年，中国一般肥胖和腹部肥胖儿童的数量急速增加（Liang & others，2012）。

1.儿童超重的原因

遗传和环境因素都与儿童超重有关（Insel & Roth，2020）。遗传分析表明，遗传是儿童超重的一个重要因素（Schiff，2021）。超重的父母往往会有超重的孩子（Josefson & others，2020）。影响儿童是否超重的环境因素包括食物的可获得性（尤其是高脂肪含量食物）、节能设备、体育活动、父母的饮食习惯以及对儿童饮食习惯的监督、儿童的进食环境以及屏幕时间（Shang & others，2020；Sun & others，2020）。例如，一项对中国儿童的研究显示，儿童肥胖与不吃水果和蔬菜有关（S.Yang & others，2020）。此外，一项针对拉丁裔家庭的研究表明，体重正常的父母，其子女保持正常体重的可能性是体重超标父母的子女的3.7倍（Coto &others，2019）。另一项为期14年的纵向研究表明，父母的体重变化可以预测子女的体重变化（Andriani，Liao & Guo，2015）。

2.儿童时期超重的后果

近几十年来，日益增加的超重儿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因为超重增加了许多医疗风险和心理健康问题（Schiff，2021；Thavamani & others，2020）。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水平和睡眠问题在超重儿童中很常见（Andersen，Holm & Homoe，2019；Liang & others，2020；Olaiya &others，2020）。此外，中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肥胖儿童和青少年与非肥胖儿童和青少年相比，更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S.Wang & others，2019）。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肥胖与儿童的低自尊水平相关（Moharei & others，2018）。

3.干预计划

节食、锻炼与行为改变相结合的做法常常被推荐用来帮助儿童减肥（Graham，Holt/Hale &Parker，2020）。干预计划能帮助超重和肥胖儿童减重，这种方法强调父母也采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为孩子提供更健康的食物选择，并说服孩子多锻炼（Arenaza & others，2020）。例如，一项研究认为，体育活动干预会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水平）（Sun & others，2020）。

儿童生活专家是努力帮助有健康问题的儿童减轻压力的医疗专业人员之一。要了解儿童生活专家莎伦·麦克劳德（Sharon McLeod）的工作，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莎伦·麦克劳德，儿童生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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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伦·麦克劳德，儿童生活专家，在辛辛那提市儿童医院医疗中心照顾一名儿童。

莎伦·麦克劳德是一名儿童生活专家，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儿童医院医疗中心儿童生活和娱乐治疗部任临床主任。在麦克劳德的领导下，儿童生活和娱乐治疗部的工作目标是促进儿童的最佳成长和发展，减轻医疗保健经历带来的压力，并为儿童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支持。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包括：开展治疗性游戏和适合儿童发展的活动；对儿童进行教育，帮助他们做好接受医疗保健的心理准备；为家长和其他专业人员提供有关儿童发展和医疗保健问题（包括与超重有关的问题）的资源。

麦克劳德说，人类的成长与发展为她从事儿童生活专家这一职业奠定了基础。她还描述自己学生时代最美好的时光是在进行实地考察、实习以及亲身将从课程中学到的理论和概念应用于实际的时候。

7.2 缺陷儿童

小学阶段是一些儿童缺陷问题开始变得突出的时期。儿童有哪些缺陷呢？缺陷儿童面临的教育问题有哪些特点呢？

7.2.1 缺陷范畴

2017—2018年，在美国所有3~21岁的儿童和成年人中，有12.9%的儿童和成年人接受了特殊教育或相关服务，这一数据自1980—1981年以来增加了3%（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9）。图7.1显示了2017—2018学年联邦项目服务的7个最大的缺陷学生群体（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9）。2017—2018年，缺陷儿童占公立学校总入学人数的14%，高于2011年的13%（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9）。从图7.1中可以看到，有特殊学习障碍的儿童是接受特殊教育的最大的缺陷儿童群体，其次是有拼读或语言障碍、其他健康缺陷、孤独症、发育迟滞、智力障碍以及情绪障碍的儿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教育部将有学习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学生都列入了特殊学习障碍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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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美国接受特殊教育的缺陷儿童

上图数据为2017—2018学年的数据，图中呈现了缺陷儿童比例最高的7个类别（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9）。孤独症是增幅最大的一种缺陷。孤独症首次被纳入评估是在2000—2001年，当时只有0.1%的儿童被归类为孤独症儿童。这一数据在2010—2011年增至6.5%，在2017——2018年增至10.2%。

1.学习障碍

美国政府使用以下定义来确定一个孩子是否应该被判定为有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理解或使用口语或书面语方面有困难，这种困难可能体现在听力、思维、阅读、写作和拼写方面。学习障碍也可能涉及数学方面的困难（Turnbull & others，2020）。如果被判定为有学习障碍，那么视觉、听觉或运动障碍，智力障碍，情绪障碍，环境、文化或经济困难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造成学习困扰的主要原因了。

被判定为有学习障碍的男孩的人数大约是女孩的3倍。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原因包括男孩在生理上更容易受到伤害以及更容易被转介治疗。也就是说，男生比女生更有可能因麻烦的行为问题而被教师转介治疗。

大约80%有学习障碍的人会表现出阅读障碍（Shaywitz，Gruen &Shaywitz，2007）。学习障碍分为阅读障碍、书写障碍和计算障碍三种。

● 阅读障碍是指人在阅读和拼写方面有严重缺陷（Ortiz & others，2020）。

● 书写障碍是一种涉及书写困难的学习障碍（Asselborn，Chapatte & Dillenbourg，2020）。有书写障碍的儿童可能写字非常慢，他们的字几乎无法辨认，并且因为无法将声音和字母匹配起来，他们可能会犯很多拼写错误。

● 计算障碍，也称为发育性算术障碍，是指在数学运算方面有困难的学习障碍（Dominguez &Carugno，2020）。

出现学习障碍的确切原因目前不得而知（Daucourt & others，2020）。为了研究可能与学习障碍有关的大脑区域，研究人员使用了磁共振成像等大脑成像技术（Li & others，2020）。这项研究表明，学习障碍源于大脑的某个特定区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出现学习障碍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来自多个大脑区域的信息整合出现困难，或大脑结构和功能出现问题（Banker & others，2020）。

对有学习障碍的儿童的干预通常集中在提高阅读能力方面（Gunning，2020）。一名合格的教师进行一段时间的强化教学就可以帮助很多儿童（Dewitz & others，2020）。

2.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一种缺陷，ADHD儿童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表现出一种或多种症状：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对任何事都很难集中注意力，以至于他们可能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后就会对一项任务感到厌烦。多动的儿童表现出高水平的身体活动，他们看上去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活动。冲动的儿童很难控制自己的反应，他们在行动之前不会仔细思考。根据ADHD儿童表现出来的特点，他们会被诊断为患有以注意力不集中为主的ADHD，以活动过多或冲动为主的ADHD，兼有注意力不集中和多动或冲动行为的ADHD。

近几十年来，被诊断并治疗的ADHD儿童数量显著增多。美国精神病学协会（2013）报告称，5%的儿童患有ADHD，但社区样本中的估计值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7）估计，4~17岁的ADHD患者将与日俱增，已从2003年的8%增长到2007年的9.5%和2016年的11%。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估计，13.2%的美国男童和5.6%的美国女童曾经被诊断患ADHD。

然而，关于患ADHD的人数增加的原因仍然莫衷一是（Hallahan，Kauffman & Pullen，2019）。一些专家认为，这种增加主要是因为人们对该疾病的认识有所提高，而其他人则担心许多孩子被误诊了（Watson & others，2014）。

ADHD儿童很难获得最佳的发展，因此准确诊断至关重要（Turnbull & others，2020）。被诊断患ADHD的儿童学习成绩下降、同伴关系出现问题、辍学、饮食紊乱、在青少年时期怀孕、滥用药物和出现反社会行为的风险会增加（Obsuth & others，2020；Tistarelli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发现，儿童患ADHD与数学和阅读成绩长期不佳息息相关（Voigt & others，2017）。此外，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与正常发育的女孩相比，患ADHD的女孩在友谊、同伴互动、社交技能等方面会有更多的问题（Kok & others，2016）。另一项研究认为，童年期患ADHD与以下长期结果有关：无法完成高中学业、其他精神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犯罪活动和失业（Erskine & others，2016）。还有一项研究显示，患ADHD的人更有可能在12~16岁为人父母（Ostergaard & others，2017）。

ADHD的确切病因尚不得而知（Mash & Wolfe，2019）。然而，有人提出了可能的致病因素（Hallahan，Kauffman & Pullen，2019）。有些儿童可能从父母那里遗传了ADHD的发展倾向（van Dongen & others，2019）。其他儿童可能会因在孕期或产后发育过程中大脑遭受损伤而患ADHD（Y.Wang & others，2020）。ADHD的可能病因包括母亲在孕早期吸烟和饮酒（Sourander & others，2019），孕期发育过程中母亲压力过大和抑郁也会导致儿童患ADHD（Tole & others，2019）。此外，出生体重较轻和早产与ADHD的发病难脱干系（Walczak-Kozlowska & others，2020）。此外，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与患ADHD风险较高关系紧密，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大脑功能低下有关（Machlin，McLaughlin & Sheridan，2020）。

与学习障碍一样，大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也使人们对ADHD有了日臻完善的认识（Sutcubasi & oth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与非ADHD儿童（在7.5岁时大脑皮质厚度达到峰值）相比，ADHD儿童大脑皮质厚度的峰值出现时间要晚3年（10.5岁）（Shaw &others，2007）。这种延迟在大脑前额叶区域更是显而易见，这个区域在注意力和计划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见图7.2）。研究人员还在探索血清素（Halvorsen & others，2019）、多巴胺（Yokokura & others，2020）等多种神经递质在ADHD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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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ADHD儿童的大脑皮质厚度的峰值会延迟出现

前文描述的大脑发育的延迟均发生在与执行功能有关的大脑区域（Karstens & Kadosh，2020）。在对ADHD儿童的研究中另一不断增长的兴趣在于研究他们在执行涉及执行功能的任务时面临的困难，如必要时的行为抑制、工作记忆的使用和有效的规划（Munroe & others，2019）。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在心理理论方面ADHD儿童的不足（Maoz & others，2019）。

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3种可以减轻ADHD症状的训练类型。

第一，神经反馈训练可以改善ADHD儿童的注意力（Bijlenga & others，2019；Cueli &others，2019）。儿童进行神经反馈训练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生理反应，从而更好地控制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即执行控制功能的主要区域（Riesco-Matias & others，2019）。一项元分析发现，在治疗后至少6个月以内，神经反馈训练在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和减少他们的多动/冲动行为方面有一些效果（Van Doren & others，2019）。此外，一项元分析和随机实验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神经反馈训练在6~12个月内可以产生中度到高度的效果，缓解率达到32%~47%（Arns & others，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与家长分享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讨论应对或治疗ADHD的方法呢？

第二，正念训练也被发现可以减轻ADHD症状（Siebelink & others，2019）。例如，一项元分析得出结论，正念训练显著改善了ADHD儿童的注意力（Cairncross & Miller，2016）。另一项研究证实，一个为期8周的瑜伽计划也有效地改善了ADHD儿童的持续注意力（Chou & Huang，2017）。

第三，体育锻炼作为一种ADHD的治疗方法也正在被研究（Villa Gonzalez & others，2020）。一项研究指出，体育锻炼可以有效提高ADHD儿童的注意力（Jeyanthi，Arumugam & Parasher，2019）。此外，一项元分析认为，规律的运动在治疗ADHD、克服认知困难（例如注意力、抑制、工作记忆缺陷）方面比神经反馈训练、认知训练、认知治疗等更胜一筹（Lambez & oth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被诊断为ADHD的儿童与未被诊断为ADHD的儿童相比，锻炼频次少了21%（Mercurio & others，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可以使用哪些信息来向父母解释学习障碍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之间的区别呢？

3.孤独症谱系障碍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又称广泛性发育障碍，包括从较严重的孤独症到较轻微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的特征包括社交互动障碍、言语和非言语交流障碍以及重复行为（Lord & others，2020）。有这些障碍的儿童还可能对感官体验表现出异常的反应（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2020）。孤独症谱系障碍通常可以在1~3岁的儿童身上发现。

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估计表明，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发病率正在急剧上升，或孤独症谱系障碍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几十年前，人们认为每2500名儿童中才有1名患孤独症谱系障碍，而到2002年，人们估计每150名儿童中就有1名患病（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07）。一项调查显示，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8岁儿童的比例大约增加到了1/68（Christensen & others，2016）。另一项调查表明，孤独症谱系障碍在男孩中的发现率是女孩的5倍，3~21岁的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中有8%正在接受特殊教育（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7）。

孤独症通常在童年早期或中期被发现，而不是在婴儿期。调查显示，只有少数父母报告称他们的孩子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在3岁之前就被发现，1/3~1/2的病例是在6岁后被识别的（Sheldrick，Maye & Carter，2017）。研究人员正在进一步探索确认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早期决定性因素（M.Wang & others，2020）。一项研究总结表明，孤独症的早期预警信号是在12个月时缺乏社交手势，在18个月时不会使用任何有意义的单词，在2岁时对其他人不感兴趣或是还不会说由两个单词组成的短语（Tsang & others，2019）。

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发育性孤独症谱系障碍，会在个体生命的前3年发病，症状表现包括社交能力缺陷，沟通异常，受限的、重复的和刻板的行为模式。

阿斯伯格综合征是孤独症谱系障碍中程度相对较轻的一种类型，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儿童的口头语言能力相对较好，非口头语言问题较轻，而兴趣和人际关系范围有限（Saisanen & others，2019）。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儿童经常会有强迫性、重复性的常规行为出现，并专注于某一特定主题。例如，儿童可能会痴迷于棒球比分或YouTube视频。

孤独症儿童在信息的认知加工方面存在缺陷（Lord& & others，2020）。例如，一项研究发现，较低水平的工作记忆是与孤独症谱系障碍最密切相关的一种执行功能（Ziermans & others，2017）。患有这种疾病的儿童也可能表现出异常的感官体验反应（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2020）。一些孤独症儿童存在智力缺陷，而另一些则表现出平均水平或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力。

是什么导致儿童患孤独症呢？目前的共识是，孤独症是以大脑结构和神经递质异常为特征的脑功能障碍（Kuo & Liu，2020）。近期，人们开始关注大脑网络，并将大脑区域之间缺乏连接作为导致儿童患孤独症的一个关键因素（Frega&others，2020）。遗传因素也可能在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发展中发挥作用（Koytun & others，2020），但没有证据表明家庭社会化会导致孤独症。一项研究认为，大约有800个基因与孤独症有关（Gabrielli，Manzardo & Butler，2019）。

孤独症儿童会受益于结构良好的课堂、个性化教学与小团体教学（Mastropieri & Scruggs，2018）。行为矫正技术有时能有效地帮助孤独症儿童学习（Turnbull & others，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你是否可以为社会工作者解释轻度孤独症和重度孤独症之间的区别呢？

7.2.2 教育议题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要么拒绝招收缺陷儿童，要么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充分的服务。这种情况直到1975年才发生改变，当时94–142号公法《所有缺陷儿童教育法》（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要求所有缺陷儿童接受免费、适当的公共教育。1990年，94–142号公法被改写为《缺陷患者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IDEA）。IDEA于1997年修订，并于2004年重新授权，更名为《缺陷患者教育改善法案》（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IDEA规定了要为患有各种类型残障的儿童提供教育服务。这些服务包括评估和资格确认、适当的教育和个性化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IEP），以及在最少限制环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LRE）中的教育（Bolourian，Tipton-Fisler & Yassine，2020）。

个性化教育计划是一份书面声明，阐明了专门为缺陷学生量身定制的计划（Hallahan，Kauffman & Pullen，2019）。最少限制环境是指缺陷儿童与非缺陷儿童接受教育的环境尽可能相似。IDEA 的这一规定为在常规课堂上接受教育的缺陷儿童提供了法律依据（Ainscow，2020）。所谓“融入”（inclusion），是指在常规课堂上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进行全日制教育。在2014年，61%的美国缺陷学生每天在普通教室上课的时间超过80%（1990年仅为33%）（Condition of Education，2016）。

有关缺陷儿童的许多法律变革都非常令人欣慰（Friend & Bursuck，2019）。与几十年前相比，如今有更多的儿童获得了专门服务。对于许多儿童来说，通过修改或补充服务融入常规课堂是理所应当的（Turnbull & others，2020）。然而，一些著名的特殊教育专家认为，有些缺陷儿童可能无法从融入常规课堂中受益。例如，詹姆斯·考夫曼（James Kauffman）和他的同事们主张采用一种更加个性化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一定涉及融入，而是允许在常规课堂之外进行特殊教育，并为之提供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和经过调整的课程（Kauffman，McGee & Brigham，2004）。他们进一步指出：“当我们假装缺陷学生与普通学生没有区别时，我们其实是在欺骗他们。同样，如果要让缺陷学生学会做某些事情——或者学会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做某些事情——而我们并没有指望他们付出额外的努力，那我们也是在欺骗他们。”与普通教育一样，特殊教育也应鼓励缺陷学生尽其所能。

7.3 认知变化

任何时候都不会比想象力丰富的童年早期到末期更适合儿童学习。儿童在童年中后期是否会进入认知发展的新阶段呢？

7.3.1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根据皮亚杰（1952）的观点，学前儿童的思维是前运算思维。学前儿童可以形成稳定的概念，他们已经可以开始推理，但他们的思维存在自我中心主义和神奇的信仰体系的缺陷。然而，正如我们在“童年早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一章中所讨论的，皮亚杰可能低估了学前儿童的认知能力。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幼儿可能会表现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中的下一个阶段的特征，即具体运算阶段的特征（Gelman，1969）。这里我们将介绍具体运算思维的特点，并对皮亚杰关于这一阶段的观点进行评价。

1.具体运算阶段

皮亚杰提出，具体运算阶段大约从7岁一直持续到11岁。在这个阶段，儿童可以进行具体运算，也可以进行逻辑推理，只要这种推理能应用于特定的或具体的例子。具体运算是一种可逆的心理活动，可以用来解决实际的、具体的问题。

在“童年早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一章中描述的守恒任务表明，儿童已具备具体运算能力。例如，回想一下，在一项涉及质量守恒的任务中，给儿童展示两个相同的黏土球。实验者把一个球滚成细长的形状，而另一个保持原来的形状。然后问儿童球形或细长形状的黏土是否质量相同。在7岁或8岁时，大多数儿童回答说黏土的质量是相同的。想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儿童就必须能够想象细长形状的黏土被揉回成球形的。这种类型的想象涉及一种可逆的心理活动，可以应用于一个真实的、具体的物体。具体运算允许儿童考虑物体的数个特征，而不是只关注其单个属性。在黏土的例子中，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可能会只关注黏土的高度或宽度，而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可以协调两个维度的信息。

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还具备哪些能力呢？其中一项重要的能力是将事物分类或划分为不同的集合或子集，并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请看图7.3所示的四代同堂的家谱（Furth & Wachs，1975），这个家谱表明，祖父（A）有三个孩子（B、C和D），B、C、D各有两个孩子（E到J），其中一个孩子（J）又有三个孩子（K、L和M）。理解了分类系统的儿童可以在系统内上下移动和跨级移动。例如，有具体运算思维的儿童可以理解，J可以同时是父亲、兄弟和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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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分类：具体运算思维里的一种重要能力

四代家谱（I至IV）：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在对这四代人进行分类时有困难；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可以对这四代人进行垂直分类、水平分类和斜向分类（上行、下行和交叉）。例如，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能够理解一个家庭成员可以同时是儿子、兄弟和父亲。

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还能排序（seriation），即将刺激物按照某个维度（比如长度）进行排列。为了查看学生能否排序，教师可能会随意地在桌子上放置8根不同长度的小棒，让学生尝试按一定规则排列。许多年幼的学生最后会得到两组或三组“大”棒或“小”棒，而不是按长度排列的八根小棒。他们还可能会使用的无效策略是按照小棒顶部排列，但忽略底部。有具体运算思维的学生能够理解从短到长排列时，每根小棒都必须比前面的小棒长，并且比后面的那根短。

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还能进行传递推理（transitivity），这是一种根据某些逻辑组合关系理解某些结论的能力。有这样一个例子，现有三根不同长度的小棒（A、B和C）。A最长，B是中等长度，C最短。儿童是否理解如果A比B长，B比C长，那么A比C长？在皮亚杰的理论中，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但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不能。

2.评价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关于具体运算阶段的描述是否经受住了研究的考验呢？根据皮亚杰的说法，一个阶段的各个方面应该同时出现。然而事实上，一些具体运算阶段的能力没有同步出现。例如，儿童不会在学会守恒技能的同时学会交叉分类。

此外，教育和文化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比皮亚杰认为的更大（Feeney，Moravcik & Nolte，2019；Morrison，2020）。一些有前运算思维的儿童可以在具体运算阶段接受推理训练。而儿童获得守恒技能的年龄与他们的文化环境为这些技能的获得提供了多少练习息息相关。

因此，尽管皮亚杰是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巨人，但他关于具体运算阶段的结论仍然受到质疑。随后，在研究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的最后阶段之后，我们将进一步评估皮亚杰的贡献，并考虑对其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

新皮亚杰主义者（neo-Piagetians）认为皮亚杰得出了一些正确的结论，但他的理论还需要很大程度的修正。他们更加重视儿童如何利用注意力、记忆力和策略来加工信息（Case & Mueller，2001）。他们尤其认为，要更准确地描绘儿童的思维，就必须关注儿童的策略、儿童加工信息的速度、所涉及的特定任务等（Morra & others，2008）。

7.3.2 信息加工

如果我们不分析儿童的思维类型，而是研究他们在童年中期和后期是如何加工信息的，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儿童维持和控制注意力的能力都有显著提高（Rothbart，posner & Sheese，2021）。童年中后期信息加工方面的其他变化涉及记忆、思维、元认知和执行功能（Artuso & Palladino，2019）。

1.记忆

短时记忆能力在童年早期显著提升，但在7岁以后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提升了。近年来，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这一具有扩展性和动态性的术语已被用来囊括短时记忆。英国认知心理学家阿兰·巴德利（Alan Baddeley，1990，2007，2013，2015，2018，2020）将工作记忆定义为一种心理“工作台”，个人在做出决定、解决问题以及理解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时，都会在工作记忆中处理和组合信息。与短时记忆相比，工作记忆在修改信息方面更为活跃和强大（Baddeley，2020）。工作记忆需要将信息带到脑海中，并在脑海中加工或更新信息，例如将一个想法与另一个想法联系起来，将你正在阅读的内容与你以前阅读的内容联系起来。近期的研究证实，工作记忆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活动，大脑前额叶皮质神经网络在其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Rosenberg & others，2020）。

工作记忆发展缓慢。即使到了8岁，儿童工作记忆的容量也只有成年人的一半（Kharitonova，Winter & Sheridan，2015）。工作记忆与儿童发展的许多方面关系紧密（Vernucci & others，2020）。例如，工作记忆能力更好的孩子在语言理解、数学技能、问题解决和推理方面比工作记忆能力较差的同龄人表现得更好（Ding & others，2019）。此外，一项研究表明，ADHD儿童在工作记忆方面有缺陷（Koffer & others，2020；Valladares & others，2020）。此外，一项研究显示，儿童的言语工作记忆与以下知识的习得有关：形态学、句法和语法（Verhagen & Leseman，2016）。

长时记忆是一种相对长久且不受限制的记忆，在童年中后期长时记忆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记忆能力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儿童知识的增长和策略使用的增加。请记住，观察记忆的发展不要简单地看一条信息儿童能记多久，而是要看他们如何通过获得知识和策略来积极构建他们的记忆（Schacter，2019）。

（1）广泛知识与专业知识

大量关于知识在记忆中的作用的研究都比较了“专家”和“新手”的区别。专家们已经获得了特定主题领域的广泛知识，这些知识会影响他们注意到什么事物，以及他们如何组织、描述和解释信息（Ackerman，2020；Aricsson & others，2018）。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的记忆、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个体已经具备某个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时，他们的记忆也就会倾向于关注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材料（Brod & Shing，2019）。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与不下棋的大学生（“新手”）相比，下棋经验丰富的10~11岁儿童（“专家”）能记住更多有关棋子的信息（Chi，1978）。相反，当向大学生展示其他刺激物时，他们的记忆力要好于儿童。因此，具有国际象棋专业知识的儿童使他们自己获得了与之相关的卓越记忆力，但这种卓越的记忆力也仅限应用于国际象棋。

专业知识会随着发展而变化（Ericsson & others，2018）。年龄较大的儿童通常比年龄较小的儿童对某一主题有更多的专业知识，这有助于他们对该主题有更好的记忆力。

（2）策略

长时记忆依赖于获取和记忆信息过程中个体参与的学习活动。策略（strategies）涉及促进信息加工的深思熟虑的心理活动。策略不会自动产生，而是需要努力习得（Graham，2020）。以下是成年人帮助儿童提高记忆力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策略。

● 引导儿童精细加工需要记忆的信息。精细加工（elaboration）涉及更为广泛的信息加工，例如思考示例，或者将信息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精细加工使得信息更有意义。

● 鼓励儿童进行心理想象。心理想象甚至可以帮助年纪稍小的学龄儿童记住视觉资料。然而在口语信息记忆方面，心理想象对年龄较大的儿童比对年龄较小的儿童更有效。

● 通过理解而非死记硬背的方式来激励儿童记忆。从长远来看，如果儿童能够理解信息，而不只是背诵记忆，就能更好地记住信息。背诵可以将信息编码为短时记忆，但当儿童需要从长时记忆中检索信息时，背诵的作用就大打折扣。对于大多数信息，要鼓励儿童理解与精细加工，赋予其意义，并对其进行个性化处理。

● 重复和改变教学信息，并将之与其他早期的常用信息联系起来。这些建议可以促进儿童不断巩固他们对正在学习的信息的记忆（Bauer，2009）。一节课程拥有丰富的主题可以增加记忆存储中关联的数量，将信息联系起来则可以扩展记忆存储中的关联网络。这两种策略都可以扩展在大脑中检索信息的途径。

● 在指导儿童时使用相关性记忆语言。教师使用助记符号和元认知问题来鼓励学生思考，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

（3）模糊痕迹理论

小学阶段记忆力的提高，除了依靠知识和策略的获得，还可能有其他原因吗？查尔斯·布莱恩纳德（Charles Brainerd）和瓦莱莉·瑞纳（Valerie Reyna，2014）认为模糊痕迹是小学阶段记忆力提高的主要原因。他们的模糊痕迹理论（fuzzy trace theory）指出，儿童通过考虑两类记忆表征——逐字记忆痕迹和要点——可以最好地理解记忆。逐字记忆痕迹由信息的精确细节组成，而要点是指信息的中心思想。当使用要点记忆信息时，就会形成模糊痕迹。尽管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提取要点，但年幼的儿童则倾向于逐字记忆。在小学早期阶段，有些儿童开始使用要点记忆信息，而根据这一理论，这种方法会有助于提高年龄较大的儿童的记忆力和推理能量，因为相较于逐字记忆，要点记忆更不容易遗忘。

2.思维

思维（thinking）涉及在记忆中使用与转化信息。思维的两个重要方面是能批判性地、创造性地进行思考。

（1）批判性思维

目前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对批判性思维有浓厚的研究兴趣（Baron，2020；Sternberg &Halpern，2020）。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包括反思性地思考、有成效地思考和对证据的评估。在本书中，“你会怎么做？”的问题就是在引导你去批判性地思考相关主题或议题。

杰奎琳（Jacqueline）和马丁·布鲁克斯（Martin Brooks，2001）曾痛惜很少有学校能真正教会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培养他们对概念的深刻理解能力。当激励学生重新思考以前持有的观点时，学生就会对某些信息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布鲁克斯看来，学校花费太多时间让学生通过模仿给出正确答案，而不是鼓励他们通过提出新的想法或是反思以往的结论来拓展思维。杰奎琳和布鲁克斯观察到，教师过多地要求学生背诵、下定义、描述、陈述和罗列，而不是分析、推断、联结、综合、批评、创造、评估和思考。许多学生能成功地完成作业，在考试中表现出色，取得好成绩，但他们却从未学会批判性地深入思考。他们对问题的思考总是停留在表面上，而非努力开拓思维从而沉浸于有意义的思考。

罗伯特·罗瑟（Robert Roeser）和他的同事（Roeser & Eccles，2015；Roeser & Zelazo，2012；Roeser & others，2014）强调正念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过程，儿童可以靠正念促进认知和社会情绪发展，如提高执行功能水平、集中注意力、调节情绪以及培育共情能力。正念包括认真关注自己的想法、感受和周围环境（Hudziak & Archangeli，2017；Lux，Decker & Nease，2020）。已经有人提出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在学校开展正念教育，例如选择与学生年龄阶段相契合的活动来增加学生对即时即地经验的反思，并且最终改善其自我调节能力（Roeser & Eccles，2015）。例如，一个旨在练习正念和关照他人的计划有效地改善了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的认知控制能力（Schonert Reichel &others，2015）。其他研究发现，正念训练可以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和自我调节能力（Poehlmann Tynan & others，2016），提高儿童的成绩（Singh& others，2016），帮助儿童掌握在压力情境下的应对策略（Dariotis & others，2016）。例如，一项研究显示，正念训练提高了儿童对注意力的自我调节能力（Felver & others，2017）。另一项研究表明，正念训练可以有效改善儿童的社会决策能力（Wong & others，2019）。

近年来，一些研究认为除了正念训练，瑜伽、冥想和太极拳等活动也能促进儿童认知和社会情绪发展（Felver & others，2017）。

（2）创造性思维

认知能力强的儿童不仅可以批判性地思考，也可以创造性地思考（Glaveanu & others，2020；Sternberg，2020c）。

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是一种以新颖的、罕见的方式思考并提出独特的问题解决办法的能力。因此，智力和创造力并不是一回事。吉尔福特（Guilford，1967）认识到了这一区别。他区分了聚合思维（convergent thingking）和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前者只产生一个正确答案，是传统智力测验所要求的思维方式，而后者则对同一问题产生许多不同的答案。例如，“60个1角硬币能换多少个25分硬币？”是一个典型的常规智力测验题目。相比之下，下面这个问题会有很多可能的答案：“当你听到‘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间里’或者‘一些回形针的独特用途’时，你的大脑中会有什么样的想象？”

意识到儿童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出更多创造力至关重要（Plucker，Karwowski & Kaufman，2020）。例如，一个在数学方面展现出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儿童可能在艺术方面表现得无能为力。当今，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帮助儿童学会创造性地思考。

在当今社会，美国儿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似乎江河日下，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项针对约30万名美国儿童和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创造力得分在1990年之前一直上升，但自那以后就一直持续下降（Kim，2010）。造成这种下降的可能原因之一是美国儿童把时间更多地用在看电视和玩电子游戏上，而不是参与创造性活动，而学校对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重视同样聊胜于无（Begheto，2019）。然而，在一些国家，人们越来越重视学校教育中的创造性思维教育。例如，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正在鼓励教师将更多的课堂时间花在创造性活动上（Plucker，2010）。

3.元认知

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对认知的认知，或是对认识的认识（Flavell，2004）。元认知可以帮助人们更有效地完成大量认知任务（Pennequin & others，2020）。一项针对幼儿的研究发现，在数字领域的元认知能力可以预测他们在学校学习数学知识的能力（Vo & others，2014）。一项针对7岁和8岁儿童的研究发现，任务元认知监控技能是指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并从错误中学习，具有这种技能的儿童通常在算术上表现优异（Bellon，Fias & De Smedt，2019）。另一项研究发现，元认知在青少年生成解决问题的有效假设的能力方面有重要作用（Kim & Pederse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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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发展心理学家约翰·弗拉维尔（John Flavell）是一位在儿童思维方面独具慧眼的先锋。他的贡献之一是创建元认知领域，并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许多研究，包括元记忆和心理理论研究。

许多被归类为“元认知”的研究都集中在元记忆或关于记忆的知识上。这包括关于记忆的一般知识，例如知道再认测试比回忆测试更容易；还包括关于个人记忆的知识，比如学生是否有能力监督自己、是否为下周即将到来的考试进行了足够的准备（Dimmitt &McCormick，2012）。元认知的概念化涉及执行功能的几个维度，例如计划（例如，决定花多少时间专注于一项任务）和自我调节（例如，随着任务的进展而修改策略）（Fergus & Bardeen，2019）。

幼儿确实有一些关于记忆的一般知识（Lukowski & Bauer，2014）。到五六岁时，孩子们通常已经知道熟悉的东西比不熟悉的东西更容易学习，短列表比长列表更容易记忆，识别比回忆更容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更容易发生（Lyon & Flavell，1993）。然而在其他方面，幼儿的元记忆是有限的。他们不能理解相关的事项比无关的事项更容易记住，记住故事的要点比逐字逐句地记住信息更容易（Kreutzer，Leonard & Flavell，1975）。到了五年级，孩子们才明白要点回忆比逐字回忆容易。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会采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证实提高孩子的元认知能力的价值呢？

幼儿对自己的记忆只有有限的了解，会高估自己的记忆能力。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大多数的幼儿认为他们能够回忆起10张任务清单中的所有事项。然而，经过测试，没有一个幼儿能做到这一点（Flavell，Friedrichs & Hoyt，1970）。随着他们进入小学阶段，儿童能够对他们的记忆能力做出更契合实际的评价。

除了元记忆，元认知还包括关于记忆的策略（Graham，2020）。迈克尔·普雷斯利（Michael Pressley，2007）认为，教育的关键在于帮助学生学习能够解决问题的丰富策略。善于思考的人经常使用策略和有效的计划来解决问题，还知道何时何地使用策略（通常是因为对学习的情境进行了监控）。

4.执行功能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童年早期的执行功能及其特征（McClelland，Cameron & Alonso，2020）。我们在本章中已经讨论过的一些认知主题——工作记忆、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元认知——也都可以归入执行功能的范畴，这些主题还与大脑前额叶皮质的发育息息相关（Willoughby，Wylie & Little，2019）。此外，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们介绍了童年中后期的大脑发育及认知控制能力的提高，这包括在多个领域进行灵活有效的控制，例如集中注意力、减少干扰思考、抑制运动动作、在竞争性选项中增强选择的灵活性（McClelland，Cameron & Alonso，2020；Zakszeski &others，2020）。一项研究讨论了执行功能的不同成分，其中抑制和工作记忆均与儿童的正念相关（Geronimi，Arellano & Woodruff-Borden，2019）。

阿黛尔·戴蒙德和凯瑟琳·李（Adele Diamond & Kathleen Lee，2011）强调了执行功能的以下三个维度，他们认为这些维度对4~11岁儿童的认知发展和学业成功最为重要。

● 自我控制/抑制。儿童需要发展自我控制能力，以使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坚持完成学习任务，抑制自己重复犯错的倾向以及做一些会令自己后悔的事情的冲动。

● 工作记忆。儿童需要有效的工作记忆，以使自己在学校及校外的学习过程中可以处理大量的信息。

● 灵活性。儿童需要在思考时具有灵活性，以使自己可以考虑不同的策略和观点。

研究人员发现，执行功能比常规智商更能预测入学准备程度（Blair & Razza，2007）。现已发现许多活动可以提高儿童的执行功能水平，例如利用游戏提高工作记忆能力的训练（Cogmed，2013）、有氧锻炼（Kvalo & others，2017）、正念训练（Gallant，2016）、为自我调节搭脚手架（Bodrova & Leong，2019），以及某些类型的学校课程（例如蒙台梭利课程）（Diamond & Lee，2011）。近期针对最有可能提高儿童执行功能水平的干预措施的一系列元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正常发育的儿童，正念训练行之有效；对于异常发育的儿童（包括有神经发育问题或行为问题的儿童），涉及自我调节和生物反馈的策略教学是最有效的（Takacs & Kassai，2019）。

7.3.3 智力

如何定义智力（intelligence）呢？智力是解决问题、适应环境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人们对智力的关注往往集中在个体差异和评估上。个体差异是指人与人之间稳定的差异（Elkana &others，2020）。我们可以在人格或任何其他领域谈论个体差异，但在智力领域，个体差异最引人注目（Richler & others，2019）。例如，智力测验旨在告诉我们，某个学生的推理能力是否比其他参加过该测验的学生更胜一筹。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最早的智力测验是什么样的。

1.比奈测验

1904年，法国教育部请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设计了一种方法来识别无法在普通学校学习的儿童，以便将他们安排到特殊学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比奈和他的学生西奥菲勒·西蒙（Theophile Simon）开发了一项智力测验，该测验被称为1905量表。这一量表包含30个问题，主题范围从触摸耳朵的能力，到根据记忆画出图形再到定义抽象概念。

比奈提出了心理年龄（mental age，MA）的概念，即个人相对于其他人的心理发展水平。几年后，在1912年，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提出了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的概念，即一个人的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chronological age，CA）并乘以100，也就是IQ=MA/CA×100。如果心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相同，那么这个人的智商是100，如果心理年龄大于实际年龄，那么智商就超过100。如果心理年龄低于实际年龄，那么智商就低于100。

随着对智力和智力测验认识的不断进步，比奈测验也进行了多次修订。经过这些修订的测验被称为斯坦福–比奈测验（斯坦福大学是进行测验修订的地方）。2004年使用的测验被称为斯坦福–比奈第5版测验，其被划分出五大内容领域以分析个人的反应：流体推理、知识、定量推理、视觉空间推理和工作记忆。此外，该测验还会给出综合评分。

通过对大量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进行测验，研究人员发现斯坦福–比奈测验得分的分布近似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见图7.4）。正态分布是对称的，大多数人的分数都在中间范围，较少人的分数出现在中间范围之外。

2.韦氏量表

另一种广泛用于评估学生智力的测验被称为韦氏量表，由心理学家大卫·韦克斯勒（David Wechsler）开发（Elkana & others，2020）。韦氏量表中包括测试2.5~7.25岁的儿童的第四版韦氏学前与小学智力量表（WPPSI-IV）、测试6~16岁儿童与青少年的第五版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V），以及第四版韦氏成年人智力量表（WAIS-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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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正态曲线和斯坦福-比奈测验得分

斯坦福–比奈测验得分的分布近似正态分布。大部分人的分数都在中间范围。需要注意的是，特别高和特别低的分数非常少。略多于2/3的人的分数为85~115。大约每50个人中仅有1人智商超过130，大约每50个人中只有1人智商低于70。

WISC-V现在不仅可以提供总体智力测验得分，还可以提供五项复合分数（语言理解、工作记忆、加工速度、流体推理和视觉空间的分数）。主考人可以快速查看儿童和青少年在这些智力领域的强弱（Canivez & others，2020）。韦氏量表还包括16个言语和非言语分量表。

3.智力的类型

将儿童的智力视作一般智力更为合适，还是将其视作一系列特殊智力更为合适呢？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和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均提出了有影响力的理论，这些理论支持第二种观点。

（1）斯滕伯格的智力三元理论

罗伯特·斯滕伯格（1986，2004，2010，2015，2018；2019a，b；2020a，b，c，d，e）提出了智力三元理论（triarchic theory of intelligence），指出智力有三种形式：（a）分析性智力，指分析、判断、评估、比较和对比的能力；（b）创造性智力，包括创造、设计、发明、创建和想象的能力；（c）实践性智力，包含了使用、应用、执行和将想法付诸实践的能力。

斯滕伯格说，具有不同三元模式的儿童在学校里“看起来是不同的”（Sternberg，2020a，b）。分析性智力高的学生在传统学校教育中往往如鱼得水。他们通常在教师授课这样直接的指导下表现得出类拔萃。他们经常被称为“聪明”的学生，能够取得好成绩，在高水平的赛道上表现出色，在传统智力测试和SAT考试中能够脱颖而出，后期还会被有竞争力的大学录取。相比之下，创造性智力高的儿童往往不是班级的顶尖学生。许多教师对作业应该如何完成有着特殊的期待，而富有创造性的学生可能与这些期待相去甚远。他们没有给出墨守成规的答案，而是给出了与众不同的答案，因此他们可能会受到批评或被扣分。没有教师想阻止学生发展创造性，但是斯滕伯格强调，教师往往太希望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而这种期待会抑制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与创造性智力高的儿童如出一辙，实践性智力高的儿童往往与学校的要求南辕北辙。然而，许多这样的孩子在学校之外表现得超群出众。他们可能具有出色的社交技能和充足的常识储备。尽管有些人的学校成绩单并不亮眼，但他们长大后仍成了颇有作为的管理者、企业家或政治家。

（2）加德纳的八元心智结构

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1983，1993，2002，2016）提出有八种类型的智力，或可称之为“心智结构”。下面将描述这些智力类型，并列举每种类型所代表的优势职业（Campbell，Campbell & Dickinson，2004）。

● 语言：用语言思考和表达思想的能力。优势职业：作家、记者、演讲者。

● 数学：进行数学运算的能力。优势职业：科学家、工程师、会计师。

● 空间：三维思考的能力。优势职业：建筑师、艺术家、水手。

● 身体动觉：控制物体和身体的能力。优势职业：外科医生、手工艺者、舞者、运动员。

● 音乐：对音高、旋律、节奏和音调敏感的能力。优势职业：作曲家、音乐家。

● 人际关系：理解他人并与他人有效互动的能力。优势职业：成功的教师、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 内省：理解自己的能力。优势职业：心理学家。

● 自然主义：观察自然模式并理解自然及人造系统的能力。优势职业：农民、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园林设计师。

加德纳认为，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这些智力。因此，我们更喜欢以特定的方式学习和加工信息。当人们能够利用自己较强的智力类型进行学习时，人们的学习效果最好。

（3）对多元智力取向的评价

斯滕伯格和加德纳的多元智力取向贡献颇多。它们使教师能够更广泛地思考儿童的能力构成（Gardner，2016；Gardner，Kornhaber & Chen，2018；Kornhaber，2020；Sternberg，2020a，b）。这些取向促使教育工作者在多个领域开发课程以更好地指导学生。这些取向还激发了人们对评估智力和创新课堂学习方式的兴趣，例如评估学生档案（Kornhaber，2020）。

尽管如此，对多元智力取向的质疑依然存在，许多心理学家赞同一般智力取向（Cox & others，2019；Pesta & others，2019）。在一项针对全球102名智力专家的调查中，大多数专家都支持一般智力取向（Rindermann，Becker & Coyle，2020）。有些人认为支持斯滕伯格的智力三元理论或加德纳的八元心智结构的研究不足。智力专家兰森·布罗迪（Nathan Brody，2007）观察到，擅长完成某一类型智力任务的人很可能也擅长完成其他类型的智力任务。因此，擅长记忆数字列表的人也可能擅长解决语言问题和空间布局问题。其他评论家提出疑问，如果音乐技能可以反映出一种独特的智力，那么为什么不能给棋手、职业拳击手、画家和诗人也贴上智力类型的标签呢？

一般智力取向的支持者强调一般智力类型对预测学业和事业成功有较高的准确性。例如，无论是在测试时还是数年后，一般智力测试的分数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学校成绩和学业表现密不可分。（Cucina & others，2016；Strenze，2007）。例如，一项针对240个独立样本和超过100000人的元分析发现，智力和学校成绩之间存在+0.54的相关性（Roth & others，2015）。并且，一项研究发现，儿童的一般智力与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eldrum & others，2017）。此外，另一项研究显示，高智商的青少年比其他青少年更有可能养成有益于健康的行为习惯，诸如锻炼身体、合理饮食和成年中期不吸烟等（Wraw & others，2018）。一项研究表明，高智商的青少年一般在50年后的成年后期拥有更年轻的主观年龄（Stephan & others，201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心理学家，你可以使用哪些学术信息来总结特殊智力和一般智力的优点与缺点呢？

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之间的争论还在持续（Kornhaber，2020）。斯滕伯格（2020a，b）承认，传统智力测验评估的各种分析任务确实会呈现出一种一般智力，但他认为，这些测验的任务范围太窄了。

4.文化与智力

不仅心理学家对智力的看法迥然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智力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的（Ang，Ng & Rockstuhl，2020）。不同文化中衡量智力高低的标准大相径庭。西方文化中的人倾向于从推理和思维能力的角度来看待智力，而东方文化中的人则认为智力是社会成员成功扮演社会角色的一种表现（Nisbett，2003）。

5.智力测验分数差异的解释

类似斯坦福–比奈测验和韦氏量表这样的测验得出的分数为我们了解儿童的心理能力提供了信息。然而，对智力测验分数的解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1）遗传影响

智力研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涉及遗传（自然）对智力的影响程度与环境（后天）对智力的影响程度（Haier，2020；Tan & Grigorenko，2020）。这些影响很难梳理，但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努力（Pesta & others，2020）。

科学家们是否能够精准找到与智力有关的基因呢？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可能有1000多个基因会影响智力（Davies & others，2011）。因此，一些科学家仍在争论智力是否有很强的遗传成分（Hill &others，2019）。一种检验遗传在智力中作用的策略是比较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的智商。同卵双胞胎由完全相同的基因构成，但异卵双胞胎并非如此。如果智力是由基因决定的，研究人员认为，同卵双胞胎的智商应该比异卵双胞胎的更为相似。一项针对多个研究的综述发现，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平均智力相关性差异为0.15，这表明遗传和智力之间的相关性微乎其微（Grigorenko，2000）（见图7.5）。基因对生活某些方面的影响可能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更大。例如，一项研究显示，与一个人的科学成就相比，基因与其艺术成就的关系更为密切（de Manzano & Ulle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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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智力测验分数和双胞胎状况之间的相关性

该图呈现了关于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之间智力测验分数的研究的概况。同卵和异卵双胞胎之间存在0.15的智力相关性差异，同卵双胞胎智力的相关性更高（0.75），而异卵双胞胎智力的相关性较低（0.6）。

今天，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智力（Grigorenko & Burenkova，2020）。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环境的改善可以显著改变他们的智力测验得分。

（2）环境影响

环境对智力的影响反映在，当儿童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被收养到社会经济地位中等的家庭时，智力测验得分会提高12%~18%（Nisbett & others，2012）。学校教育也会对智力产生影响（Nickerson，2020）。研究发现，儿童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正规教育，很可能会变得智力低下（Ceci &Gilstrap，2000）。

一项研究表明，国家不同，智力水平也不同，而且智力水平与各国的环境条件息息相关（Flynn，2020）。例如，一项对22个国家及地区（包括阿根廷、中国、法国、印度、秘鲁、土耳其和美国等）的研究显示，各国的智力差异与收入、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关（Lynn，Fuerst & Kirkegaard，2018）。

环境和教育的另一种可能影响可以从世界各地迅速提高的智力测验得分中体现出来（Flynn，2011，2013，2018，2020）。智力测验得分提高得如此之快，很多人可能在世纪初时还被认为拥有平均智力水平，而在当今却会被认为智力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如果让当今人群使用1932年版的斯坦福–比奈测验进行检测，其中大约25%的人都拥有非常高的智力水平，而这通常是不到3%的人才会拥有的高智力水平。因为智力水平的提高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所以不可能归因于遗传因素，而更可能归因于更大比例的世界人口获得的教育水平提高了，或者其他环境因素，例如人们接触到的信息爆炸式增多（Shenk，2017）。全球范围内智力测验得分在短时间内提高的现象被称为“弗林效应”（Flynn effect），以发现这一现象的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2020）的名字命名。

尽管大多数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发现同辈效应）的智力测验得分都在上升，但是大约从1995年开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挪威、丹麦和挪威）的智力测验得分却每况愈下（Dutton &Lynn，2013；Ronnlund & others，2013）。人们对这些国家的智力测验得分下降的解释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如电视、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教育体系的弱化上。然而，在美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智力测验得分的提高仍在继续（Flynn，2020）。例如，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2004—2016年，这里的人的智力测验得分提高了10分（Dutton & others，2018）。另一项研究显示，2003—2018年，罗马尼亚人的智力测验得分增长了5分（Gunnesch Luca & Iliescu，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心理学家，你会如何使用基于研究的例子来回应低智商并非由环境影响而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一论述呢？

研究人员越来越关注如何改善有智力缺陷风险的儿童的早期环境（Brody & others，2020）。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低收入父母很难为孩子提供一个可以促进智力发展的环境。帮助父母发展是提升对儿童的智力教育质量的重要路径，例如帮助父母成为更敏感的照料者和更好的教师，以及获得优质育儿计划等支持服务（Bredekamp，2020）。一项针对贫困家庭的为期两年的干预研究显示，母亲的支持和积极的家庭刺激改善了幼儿的智力水平（Obradovic & others，2016年）。

总而言之，心理学家一致认为，遗传和环境都会影响智力（Hegelund & others，2020；Tan &Grigorenko，2020）。这一共识反映了“天性–教养”问题，即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天性（遗传）和教养（环境）的影响。尽管心理学家一致认为智力是天性和教养的产物，但关于每个因素对智力的影响程度仍然莫衷一是。

（3）群体差异

非裔美国学童在标准化智力测验中的平均得分比非拉丁裔美国白人学童低10~15分（Brody，2000）。来自拉丁裔家庭的儿童的得分也低于非拉丁裔的白人儿童。不过，这些都是平均分，分数的分布有明显的重叠。大约15%~25%的非裔美国学童的分数高于一半的白人学童，也有许多白人学童的分数低于大多数非裔美国学童。随着非裔美国人获得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机会，非裔美国人与白人在标准化智力测验中的差距开始缩小（Daley & Onwuegbuzie，2020）。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学生在大学里所处的环境往往比小学和高中时期的更为相似，因此两者的智力测验得分的差距在大学里显著缩小（Myerson & others，1998）。此外，一项使用斯坦福–比奈测验进行的研究发现，在年龄、性别和父母教育水平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非拉丁裔白人学前儿童和非裔美国学前儿童在整体智力方面不分彼此（Dale & others，2014）。

（4）刻板印象威胁

另一个对智力测验得分存在潜在影响的因素是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即一个人的行为可能会加深他人对其群体（如种族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Laurin，2020）。例如，当非裔美国人参加智力或成就测验时，他们可能会因为“非裔美国人智力低下”的旧有刻板印象而感到焦虑不安。研究证实了这种刻板印象威胁的存在（Hutter & others，2019；Laurin，2020）。此外，如果非裔美国学生察觉到他们正在接受评估，那么他们在标准化测验中的表现就会更差。如果他们认为测验无关紧要，那么他们的表现和白人学生不分伯仲（Steele，Spencer & Aronson，2002）。然而，一些批评者认为，刻板印象威胁用于解释测验差距的程度被夸大了（Sackett，Borneman & Connelly，2009）。

（5）文化公平测验

文化公平测验（culture-fair tests）是旨在摆脱文化偏见的智力测验。两种类型的文化公平测验已经被设计出来。第一种测验包括来自所有社会经济和种族背景的儿童都耳熟能详的项目，或者至少是参加测试的儿童都很熟悉的项目。例如，假设所有的儿童都被带到鸟和狗面前，一个孩子可能会被问到一只鸟和一只狗有什么不同。第二种类型的文化公平测验没有语言问题。

为什么创建文化公平测验会如此困难？因为大多数测验往往会折射出主流文化思想认为重要的内容（Ang，Ng & Rockstuhl，2020）。如果测验有时间限制，这会使测验对不关心时间的群体不友好。如果语言不同，那么同一个词汇对不同的语言群体来说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即使是图片，也可能会产生偏见，因为有些文化较少使用绘画和照片。由于在开发文化公平测验方面存在困难，罗伯特·斯滕伯格断言，没有文化公平测验，只有文化简化测验。

6.智力的极端

使用智力测验可以发现智力缺陷或智力超常的智力极端人群。有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智力测验会被滥用。不可忘记的是，不应将智力测验用作衡量智力缺陷群体或天才的唯一指标。我们接下来将探讨智力极端的本质。

（1）智力缺陷

智力缺陷（intellectual disability）是指一种智力有限的状态，这样的个体智力测验得分低，其在传统的智力测验中的得分通常低于70，并且其难以应对日常生活的需求（Fidler & others，2020）。大约有500万名美国人符合智力缺陷这个定义。

智力缺陷群体中大约89%的人属于轻度智力缺陷，其智商为55~70。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作为成年人能够独立生活，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大约6%的人被划分为中度智力缺陷，智商为40~54。这些人可以达到二年级的技能水平，作为成年人，可以通过某些类型的工作养活自己；大约3.5%的人属于严重智力缺陷，智商为25~39。这些人能够学会交谈和完成非常简单的任务，但需要被大量监管；不超过1%的人的智商低于25，他们属于严重残障人士，需要被持续监管。

智力缺陷可能有器质性的原因，也可能有社会和文化原因。

● 器质性智力缺陷（organic intellectual disability）是一种由遗传疾病或者大脑损伤引起的智力缺陷。器质性指的是身体的组织或器官方面的物理损伤（Mir & Kuchay，2019）。大多数器质性智力缺陷的人的智商在0到50之间。唐氏综合征儿童的平均智商大约为50。如前所述，唐氏综合征是由21号染色体的多余复制引起的。

● 文化家庭性智力缺陷（cultural-familial intellectual disability）是一种未发现脑器质性损伤的智力缺陷，个体智商通常为50~70。心理学家怀疑这种智力缺陷是由人们在低于平均水平的智力环境中长大造成的。

（2）天才

总有一些人的能力和成就超过其他人——班里的奇才、明星、运动员、“天生”的音乐家。天才（gifted）要么智商高于平均水平（智商为130或更高），要么在某件事上有卓越的天赋，或两者兼而有之。

当谈到天才时，大多数学校系统都会选择具有智力优势和学术才能的儿童，而往往对在视觉和表演艺术（戏剧、舞蹈、音乐）、体育或其他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儿童视而不见（Elliott & Resing，2020）。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进一步扩充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天赋的标准，将创造力和奉献等因素考虑在内（Begheto，2019）。

6%~10%的美国学生可以被归类为天才（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2020）。这个结论可能比较保守，因为研究人员更多地关注那些在智力和学业上有天赋的儿童，而没有包括那些拥有创造性思维或视觉天赋和表演艺术天赋的儿童（Ford，2016）。此外，非裔、拉丁裔和美国原住民儿童在天才教育项目中的比例偏低（Ford，2016），主要原因是这些儿童与非拉丁裔白人及亚裔儿童相比智力测验得分较低，这可能源于诸多因素，例如测验偏见和这些儿童很少有机会发展诸如词汇量和理解能力这样的语言技能（Ford，2016）。

天才儿童的特点是什么呢？尽管有人猜测天才与心理障碍难脱干系，但并没有研究发现天才和心理障碍之间存在关系。刘易斯·推孟（Lewis Terman，1925）在对斯坦福–比奈测验平均得分为150分的1500名儿童进行大量的研究后发现，天才儿童适应不良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推孟进行的研究中的天才儿童社会适应良好，很多人后来成了成功的医生、律师、教授和科学家。研究表明，有天赋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成熟，其情绪问题比在积极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普通人更少（Feldman，2001）。例如，一项研究显示，家长和老师发现小学里那些非天才儿童比天才儿童有更多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Eklund & others，2015）。此研究还发现，天才儿童更多具有的是内化问题，如焦虑和抑郁，而非外化问题，比如行为出格和表现出高水平的攻击性。

埃伦·温纳（Ellen Winner，1996）描述了天才儿童的四个特征，这对于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天才儿童而言都适用。

● 早熟。天才儿童的早熟是指他们比同龄人更早开始掌握某一领域的知识。与普通儿童相比，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习更轻松自如。天才儿童之所以早熟是因为他们在某个或某些领域具有与生俱来的高能力。

● 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寻求进步。天才儿童的学习方式与普通儿童截然不同。他们在学习时只需要成年人提供最少的帮助或陪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排斥任何形式的明确指导，而倾向于自己发现问题，并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 精益求精的热情。天才儿童有动力去了解他们擅长的领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专注的能力。温纳说，他们会自我激励，不需要被父母催促。

● 信息加工能力更强。研究人员发现，与非天才儿童相比，天才儿童学习速度更快、加工信息更迅速、推理能力更强、使用的策略更优、更能调整自己的理解方向（Ambrose & Sternberg，2016）。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会为一个天才儿童课外科学俱乐部提供什么信息来帮助区分天才儿童与正常发展的儿童呢？

天赋是遗传还是环境的产物？答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Sternberg，2020a，b）。有天赋的人回忆，他们在年幼时，在接受正规训练之前或者在刚开始接受正规训练时，就有迹象表明他们在某一领域具有超凡脱俗的能力（Howe & others，1995）。这表明天赋中先天能力的重要性。然而，研究人员也发现，在艺术、数学、科学和体育领域具有世界级地位的人都有强大的家庭支持，并历经多年的训练实践（Bloom，1985）。刻意练习是人成为某一特定领域专家的重要途径。例如，一项研究显示，最优秀的音乐家的练习时间比那些不成功的音乐家多了至少两倍（Ericsson，Krampe &Tesch Romer，1993）。

极具天赋的人通常在许多领域并不都具备天赋，而有关天赋的研究越来越关注极具天赋的人在特定领域的发展路径（Reis & Renzulli，2020）。在童年时期，个体具有天赋的领域通常会显现。因此，在童年的某个阶段，将成为天才艺术家的儿童或将成为天才数学家的儿童开始在相关领域表现出专长。微软创始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软件天才比尔·盖茨（Bill Gates，1998）说，当你擅长某件事情时，你必须克制自己的冲动，不要认为自己擅长所有事情。由于他在软件开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发现人们也期望他在其他领域表现得出类拔萃，但他在这些领域的天赋却不值一提。

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美国对天才儿童的教育需要重大改革（Reis & Renzulli，2020）。埃伦·温纳（1996，2009）也认为天赋异禀的儿童往往会被孤立，在课堂上收获甚少。其他学生给他们贴上“书呆子”或“极客”的标签。许多著名的成年人报告说，上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不好的体验，有时他们比老师知道得更多，所以时常感到无聊（Bloom，1985）。温纳认为，当提高所有儿童的标准时，美国学生将从他们接受的教育中受益更多。她建议允许一些缺乏挑战的学生参加其擅长领域的高级课程，例如允许一些早熟的中学生参加其擅长领域的大学课程。例如，比尔·盖茨在13岁时学习大学数学课，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Yo-Yo Ma）在15岁高中毕业后进入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

7.4 语言发展

儿童在入学后会获得新的技能，这使得他们能够学习阅读和写作（Bear & others，2020；Graham & Harris，2020）。这些技能包括更多地使用语言来谈论不存在的事物、学习什么是单词，以及学习如何识别和谈论发音（Berko Gleason，2003）。

7.4.1 词汇、语法和元语言意识

在童年中后期，儿童的心理词汇会发生有组织的变化。当被要求说出听到某一个词汇而首先想到的其他词汇时，学前儿童通常会说出一个经常跟随该词的词。例如，当说到“狗”时，幼儿可能会说“吠叫”，或对“吃”这个词的回应是“午餐”。大约7岁时，儿童开始用一个词性相同的词语来回应。例如，7岁的儿童可能会用“猫”或“马”来回应“狗”这个词，用“喝”来回应“吃”这个词。这证明这个年龄的儿童已经开始根据词性对他们所掌握的词汇进行分类（Berko Gleason，2003）。

随着儿童词汇量的增加，分类过程变得轻而易举（Israel，2019）。儿童的词汇量从6岁时的平均约14000个单词增加到11岁时的平均约40000个单词。

儿童在语法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Indefrey，2019）。在小学期间，儿童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他们理解语法结构，诸如恰当使用比较级形式（“较短”“更深”）和主语（“如果你是总统……”）。在小学期间，儿童越来越能理解和使用复杂的语法，例如下面的句子：亲吻他的妈妈的男孩戴着一顶帽子。他们还学习用更连贯的方式使用语言，说连贯的句子。他们能够将不同句子联系起来以进行合理的描述、定义。在期待他们可以完成书面作业之前，儿童必须具备口头表达能力。

这些在小学阶段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进步伴随着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的发展，即关于语言的知识，例如知道介词是什么，或者能够讨论一种语言的发音（Altman，Goldstein & Amon-Lotem，2018）。元语言意识使得儿童可以“思考他们的语言，理解词语的意思以及知道怎样定义词语”（Berko Gleason，2009，p.4）。元语言意识在小学阶段有显著进步（Pan &Uccelli，2009）。解释单词已成为课堂讨论的一个常规部分，在学习和谈论句子的组成（如主语和动词）时，儿童就增长了语法方面的知识（Crain，2012）。当儿童试图理解书面文本时，阅读也会促进元语言意识的发展。

儿童在理解如何以文化上合适的方式来使用语言方面也取得了进展，这一过程被称为语用学（Demuth，2019）。在进入青少年期之前，大多数儿童已经知道在日常环境中使用语言的规则，即谈论什么是恰当的，谈论什么是不恰当的。

7.4.2 阅读

在学习阅读之前，儿童会学会用语言谈论并不存在的事物，他们学习单词是什么，学习如何识别和谈论发音。进入小学就拥有丰富词汇量的儿童在学习阅读方面具有优势。词汇量增加在阅读理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Gunning，2020）。

应该怎样教儿童阅读呢？争论集中在全语言教学法与自然拼读法上（Dewitz & others，2020）。

全语言教学法（whole-language approach）强调阅读教学必须与儿童的自然语言学习同步进行。在一些全语言教学的课堂上，初级阅读者被教导要识别所有单词，甚至是完整的句子，并使用他们正在阅读的内容来猜测单词的含义。支持全语言教学法的阅读材料是完整且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要给儿童完整形式的材料，如故事和诗歌，使他们学会理解语言的交流功能。阅读能力与听力会和写作能力联系起来。虽然全语言课程各有不同，但多数课程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阅读应该与其他技能和科目融会贯通，如科学和社会研究，并且应该关注现实世界。因此，采用全语言教学法的班级中的学生可能会被要求阅读报纸、杂志或书籍，然后写下和讨论他们读过的内容。

相比之下，自然拼读法（phonics approach）强调阅读教学应教授将文字符号转化为声音的基本规则。早期以发音为中心的阅读教学应该使用简化的材料。只有当儿童掌握了将口语音素与用来代表它们的字母表中的字母联系起来的对应规则之后，才能给他们提供复杂的阅读材料，比如书籍和诗歌。

哪种方法更好呢？研究表明，儿童从两种方法中都能受益，但是自然拼读法需要得到重视（Tompkins & Rogers，2020）。越来越多的阅读领域的专家认为，拼读方面的直接教学是学习阅读的关键环节（Bear & others，2020；Morrow，2020）。

在学习阅读的过程中，除了关于拼读/全语言问题的争论，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阅读者，还要学习如何流畅地阅读（Gunning，2020）。许多初级阅读者或阅读能力差的人不会自动识别单词。对单词进行识别的要求消耗了他们的加工能力，因此他们更难理解词组、短语和句子。随着他们对单词和段落的加工变得更加自动化，他们的阅读也会变得更加流畅自如（Dewitz & others，2019），并且儿童的词汇量的增加对其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Tompkins & Rogers，2020）。而元认知策略，例如学习监控自己的阅读进度，了解和总结阅读内容的要点，对于成为一名优秀的阅读者也至关重要（Connor & others，2019）。

7.4.3 第二语言学习与双语教育

学习第二语言是否有关键期？换句话说，如果个体想要学习第二语言，那么他们开始学习的年龄有多重要？对于来自英语不是主要语言的家庭的儿童来说，美国学校的最佳教学方法是什么？

1.第二语言学习

多年来，有人声称，如果个体在青春期之前没有学习过第二语言，那么他们将永远无法达到母语是这门语言的人的熟练程度（Johnson & Newport，1991）。有研究得出了更为复杂的结论：确实存在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期。然而，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期可能因语言系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Thomas & Johnson，2008）。例如，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较晚的人，如青少年和成年人，学习新的词汇比学习新的发音或新的语法要更容易（Neville，2006）。此外，儿童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用类似母语口音发音的能力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尤其是在10~12岁之后会大幅度下降。就第二语言的学习速度来看，成年人的学习速度比儿童更快，但他们熟练掌握第二语言的水平却比儿童稍逊一筹。儿童和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与成年人相比，儿童对反馈不太敏感，不太可能使用更有效的学习策略，而更有可能从大量的输入中学习第二语言（Thomas &Johnson，2008）。

在学习第二语言方面，美国学生远远落后于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的学生。例如，在俄罗斯，学校分为10个年级，与美国学校的12个年级大致对应。俄罗斯儿童从7岁开始上学，从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由于对英语学习的重视，因此如今大部分40岁以下的俄罗斯人或多或少都能说点英语。美国是唯一一个在高中阶段不要求学生掌握另外一门语言的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即使是那些具有严格学术规划的学生也不被要求。

无须学习第二语言的美国学生可能会失去获得一项技能的机会。双语能力——一种讲两种语言的能力——对儿童认知发展具有积极影响（Tompkins，2015）。那些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儿童在注意力控制、概念形成、分析推理、认知灵活性以及认知复杂性方面的测试表现比掌握单一语言的同伴更胜一筹（Bialystok，2014，2017）。研究还表明，双语儿童更擅长完成心理理论方面的任务（Rubio Fernandez，2017）。一项跨国分析表明，双语儿童表现出更好的执行功能（Schirmbeck，Rao & Maehler，2020）。此外，双语儿童更注意口语和书面语的结构，更容易注意到语法和语义的错误，这些技能有利于他们阅读能力的发展（Kuo & Anderson，2012）。一项针对6~10岁儿童的研究发现，早期接触双语是双语儿童在语音意识和单词学习方面的表现优于单语儿童的关键原因（Jasinska & Petito，2018）。另一项研究表明，3岁的双语儿童比同龄的单语儿童更适应与伙伴沟通的需求（Gampe，Wermelinger & Daum，2019）。另外，一项针对3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在家里和学校用第二语言共同阅读图书，不仅提高了儿童对第二语言的学习能力，而且共同阅读计划中强调的观点采择也提高了他们转换视角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Grover & others，2020）。在中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将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儿童在执行注意力任务时的表现比单语儿童更出色，他们的前额叶皮质有更高的激活度（Li & others，2020）。

因此，总体而言，双语学习与儿童的语言技能和认知发展的积极结果密切相关（Hardy &others，2020）。许多婴幼儿父母会问两个特别重要的发展性问题，即他们是否应该同时教孩子两种语言，这样做是否会使孩子对这两种语言产生混淆。答案是同时教婴幼儿两种语言（例如母亲的母语是英语，而父亲的母语是西班牙语）有很多优点，但缺点很少（Bialystok，2017）。

在美国，许多移民儿童从只会说母语到会说母语和英语，到最终却只会说英语，这就是所谓的“缩减性双语现象”。它可能会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往往会因自己的母语而感到羞耻。

2.双语教育

当前与双语有关的争议涉及数百万名美国儿童，他们来自不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家庭（Diaz-Rico，2020）。教授这些英语语言学习者（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ELLS）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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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双语（英语和粤语）教师正在教授学生中文。关于双语教育的有效性，研究人员发现了什么？

教授英语语言学习者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纯英语教学法，或两种语言同时使用（过去称为双语）教学法，即母语和英语教学法（Herrell & others，2020）。在双语教学法中，教学采用母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进行，年级不同，英语教学的时长也不同。支持双语教学法的论据之一是一项研究结论，即双语儿童拥有比单语儿童更好的信息加工能力。

如果采用双语教学法，人们往往会认为移民儿童只需要接受1~2年的双语教学。然而，一般来说，移民儿童大约需要3~5年的时间来提高英语口语能力，需要7年的时间来提高英语阅读能力（Hakuta，Butler & Witt，2000）。此外，移民儿童学习英语的能力也各不相同（Esposito &others，2018）。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儿童在学习英语时比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儿童更为困难（Hakuta，2001）。因此，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移民儿童可能需要接受更长时间的双语教学。

研究人员对英语语言学习计划的成果有何发现？由于各项目在实施年限、教学类型、除英语语言教学以外的学校教育质量、教师、儿童和其他因素方面存在差异，因此研究人员很难就英语语言教学项目的有效性得出结论。此外，美国还没有对双语教学和纯英语教学进行过有效的比较实验（Snow & Kang，2006）。一些专家认为，教学质量比教学语言更能决定教学成果（Lesaux &Siegel，2003）。

尽管如此，其他专家，如白田贤治（Kenji Hakuta，2001，2005）支持双语教学法，因为当用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教授一门学科时，儿童会有学习困难；当两种语言在课堂上融为一体时，儿童更容易学习第二语言，也会更积极地参与课堂学习。大多数大型研究支持白田贤治的观点，即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的学业成绩要高于接受纯英语授课的学生（Genesee & Lindholm-Leary，2012）。



内容总结






身体变化和健康




● 儿童在童年中后期的成长缓慢而持续。

● 童年中后期大脑的变化包括前额叶皮质功能的发展，这与认知控制能力的出现有关。

● 动作变得更加流畅、协调。男孩通常更擅长大肌肉运动技能，女孩更擅长精细运动技能。

● 大多数美国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锻炼。

● 在大多数情况下，童年中后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成长阶段。然而，童年时期超重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缺陷儿童




● 约13%的3~21岁美国儿童和成年人会接受特殊教育或相关服务。大约80%有学习障碍的儿童有阅读问题。近几十年来，被诊断并治疗的ADHD儿童数量显著增加。据估计，近年来每68名美国8岁儿童中就有1名被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

● 美国法律要求所有缺陷儿童接受免费、适当的公共教育。这种教育越来越多地涉及“融入”。



认知变化




● 皮亚杰提出理论，认为具体运算思维是7~11岁儿童的特征。在这个阶段，儿童能够进行具体运算，理解守恒概念，会分类、排序和传递推理。也有人提出了对皮亚杰理论的批评。

● 这些方面的变化发生在童年中后期：注意力、记忆、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元认知和执行功能。

● 如今广泛使用的智力测验包括斯坦福–比奈测验和韦氏量表。斯滕伯格提出智力主要有三种形式，而加德纳认为有八种类型的智力。智力受到遗传和环境的影响。使用智力测验可以发现有智力缺陷和智力超常的智力极端人群。



语言发展




● 在小学阶段，儿童在词汇、语法方面的进步伴随着元语言意识的发展。

● 使用自然拼读法和全语言教学法开展阅读教学都可以造福儿童，但专家越来越多地将拼读教学视为学习阅读的关键。

● 研究表明，关于学习第二语言是否存在关键期这一问题的结论很复杂。双语儿童在认知方面有许多优势。







第8章 童年中后期的社会情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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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地位、种族与文化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在艰苦的学校中学习

乔纳森·科佐尔（Jonathan Kozol，2005）在《国家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Nation）一书中描述了他对美国11个州的城市里低收入地区的60所学校的访问情况。许多学校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80%~90%。科佐尔观察到许多不公平现象——凌乱的教室、走廊和洗手间，课本和用品供应不足以及其他资源缺乏。他看到老师指导学生机械地记忆学习内容，为规定的考试做准备，而不是鼓励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科佐尔还经常观察到教师使用威胁性惩戒策略来管理课堂。

然而，科佐尔观察到，在这样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有些教师在教育学生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在南布朗克斯，贝德洛克（Bedrock）先生教授五年级。他班上的一名学生塞拉芙娜（Seraffna）的母亲最近因艾滋病去世了。当科佐尔参观该班时，他被告知另外两个孩子充当了“儿童情感生存斗争中的盟友”的角色（Kozol，2005）。这里的课本供不应求，而社会研究的教材版本过于陈旧，里面还写着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是美国总统。但贝德洛克先生告诉科佐尔，今年的课很“精彩”。一名学生这样评价他们56岁的贝德洛克老师——“老师年纪大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爱他。”科佐尔发现学生们井然有序，对学习充满兴趣，也充满求知欲。

童年中后期的时光给儿童的社会和情绪生活带来了许多变化。他们在自我概念、道德认知和性别行为方面显著发展。他们与父母和同龄人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而学校教育则更具学术色彩。

8.1 情绪与人格发展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自我在童年中后期将如何继续发展，追溯在这一时期儿童发生的情绪变化。我们还将讨论儿童的道德发展，以及性别在童年中后期发展中所起的多方面作用。

8.1.1 自我

小学阶段儿童的自我理解、对他人的理解和自尊的本质是什么？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在儿童取得的成绩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自我理解的发展

在童年中后期，尤其是8~11岁，儿童更多地使用心理品质与特性来描述自己，而不是像年龄较小的儿童那样进行更具体的自我描述。年龄较大的孩子更倾向于用“受欢迎、善良、乐于助人、刻薄、聪明和笨”来描述自己（Harter，2006）。

此外，在小学期间，儿童更可能认识到关于自我的社会要素（Harter，2012，2013，2016）。他们在自我描述时会提到社会群体，例如提及自己有两个亲密的朋友（Livesly & Bromley，1973）。

儿童在小学阶段的自我认识也会更多地考虑社会比较（Harter，2012，2013，2016）。在这一发展阶段，儿童更倾向于从比较的角度而非绝对的角度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小学年龄阶段的儿童不再考虑自己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而是更倾向于考虑与他人相比自己能做什么。

戴安娜·鲁玻（Diane Ruble，1983）在一系列研究中调查了儿童在自我评价中使用社会比较的情况。研究人员给儿童布置了一项困难的任务，之后就他们的表现以及其他同龄儿童的表现提供反馈信息，并要求儿童进行自我评价。7岁以下的儿童几乎不会参考其他儿童的表现信息。然而，许多7岁以上的儿童在自我评价中包含了社会比较信息。

2.理解他人

在前一章中，我们描述了幼儿社会理解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在童年中后期，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一种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并理解他人想法和感受的社会认知过程）能力会有所提高。在观点采择的过程中，执行功能发挥了作用。当儿童进行观点采择时，其所要求的执行功能中包含认知抑制（控制自己的想法去考虑他人的观点）和认知弹性（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情况）。近期的研究表明，缺乏观点采择能力的儿童与青少年更可能在同伴关系中举步维艰，会有更多的攻击性和对立行为（Morosan & others，2017），更不情愿为他人捐赠（van de Groep，Zanolie & Crone，2020）。

在童年中后期，儿童会对他人的观点充满怀疑（Heyman，Fu & Lee，2013）。他们对有关心理特征的信息来源越来越疑惑。一项针对6~9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与年龄较小的儿童相比，年龄较大的儿童对他人的说法更不信任，怀疑程度更高（Mills & Elashi，2014）。

3.自尊与自我概念

高自尊水平和积极的自我概念是儿童幸福的重要特征（Twenge & Campbell，2020）。虽然调查人员有时会交替使用自尊和自我概念两个术语，或者模糊两个概念的含义，但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Harter，2013，2016）。自尊（self-esteem）指的是关于自我的整体评价，它也被称为自我价值感或自我映像。例如，一名儿童可能会察觉到她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好人。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指在特定领域的自我评价（Ramirez-Granizo & others，2020）。儿童可以在他们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如学术、运动等领域进行自我评价。总而言之，自尊指的是全面的自我评价，自我概念指的是特定领域的自我评价。

自尊和自我概念的基础是婴幼儿时期的亲子互动质量（Aremu，John-Akinola & Desmennu，2019）。如果孩子在童年中后期自尊水平较低，他们可能在成长早期与父母的相处中受到过忽视或虐待。高自尊水平的儿童更容易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父母也更有可能给予孩子体贴照顾（Verschueren，2020）。一项纵向研究显示，儿童的家庭环境质量（包括养育质量、认知刺激和物理家庭环境）与他们成年早期的自尊水平有关（Orth，2020）。此外，一项研究表明，父母的温暖照顾和监督、母亲的低抑郁程度、家庭经济状况良好，以及父亲不缺席养育与儿童和青少年有更高的自尊水平息息相关（Krauss，Orth & Robins，2020）。

自尊水平反映的认知并不总是与现实相符（Robinson & Sedikides，2021）。例如，一名儿童的自尊水平可能反映了他对自己是否聪明、是否有吸引力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并不一定准确。因此，高自尊水平可能反映的是个体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以及对自己的成就的准确、合理的认识，但也可能反映的是一种傲慢、浮夸、毫无根据的优越感（van Schie & others，2020）。同样，自卑既可能反映的是对自身缺点的准确认识，也可能反映的是一种扭曲甚至病态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

自尊水平的变化与儿童发展的方方面面关系紧密。然而，许多研究都是相关研究而不是实验研究。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因此，如果相关研究发现儿童的低自尊水平与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相关性，那么低学业成绩可能会导致低自尊水平，就跟低自尊水平也会导致低学业成绩一样。

低自尊水平的后果是什么呢？自卑与超重和肥胖、焦虑、抑郁、犯罪难脱干系（Cruz Saez &others，2020；Gardner & Lambert，2019）。一项研究发现，低自尊水平的年轻人在30多岁时的生活满意度更低（Birkeland & others，2012）。另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期的低自尊水平与20年后成年期的抑郁症相关（Steiger & others，2014）。

研究人员发现，学业成绩和自尊水平之间只有中度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并不意味着高自尊水平的学生会有更高的学业成绩（Baumeister，2013）。事实上，努力提高学生的自尊水平并不总是能提高其学业成绩（Davies & Brember，1999）。

高自尊水平的儿童主动性更强，但这也有两面性。例如，高自尊水平的儿童容易同时出现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Krueger，Vohs & Baumeister，2008）。

此外，一个担忧是，太多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因为表现平平或不尽如人意而受到称赞，结果导致其自尊水平高涨（Stipek，2005）。这使他们难以应对竞争和批评。一本书的名称生动描述了这一现状，这本书是《让我们的孩子哑口无言：为什么美国儿童不会读、写和算却还自我感觉良好》（Dumbing Down Our Kids: Why American Children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But Can’t Read,Write, or Add）（Sykes，1995）。在《挑战教育中的自尊崇拜》（Challenging the Cult of Self-Esteem in Education）（Bergeron，2018）一书中，也有类似的主题——对接受教育的学生，尤其是贫困或边缘化学生的高自尊水平承诺。在一系列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夸张的表扬虽然用心良苦，但可能会导致自卑的儿童回避学习重要的人生经验，如应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Brummelman & others，2014）。另一项研究发现，自恋型父母尤其会高估子女的才能（Brummelman & others，2015）。

提高儿童自尊水平的最佳策略是什么呢？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及其他人员经常担心他们所照顾的儿童自尊水平低。研究人员提出了几种提高问题儿童自尊水平的策略（Bednar，Wells & Peterson，1995；Harter，2006，2016）。

● 找出低自尊水平的原因。干预应该指向低自尊水平的原因。当儿童在自己认为重要的领域表现出色时，他们就能达到更高的自尊水平。因此，鼓励儿童确定并重视他们擅长的领域，如学术领域、运动领域等，对儿童来说是有帮助的。

● 提供情感支持和社会认可。一些低自尊水平的儿童来自经常发生冲突的家庭或遭受虐待、忽视的家庭。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他们获得的情感支持寥寥无几。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老师、教练或其他重要成年人的非正式鼓励来获得情感支持，或通过“大哥哥大姐姐”

等计划来获得更正式的情感支持。

● 帮助儿童实现目标。成就也可以提高儿童的自尊水平。例如，直接向儿童传授实际技能往往会使他们取得成就，从而提高自尊水平。当儿童知道完成哪些任务可以实现他们的目标，并成功完成这些任务或类似任务时，他们的自尊水平会更高。

● 帮助儿童应对困难。儿童在尝试解决而非逃避问题时，就会建立自尊。如果能够应对挫败而不是回避挫败，儿童就会经常现实地、真诚地面对问题。这会使儿童发展出良好的自我评价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会使儿童产生认同感，提升自尊水平。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会让哪些以研究为基础的理论付诸实践，以帮助那些在自卑中挣扎的学生提高自尊水平呢？

4.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一种信念，即一个人能够掌控局面并获得好的结果的信念。在前面，我们提到过阿尔伯特·班杜拉（2001，2006，2012，2016）的社会认知理论，他指出自我效能感是学生成功的关键因素。自我效能感是一种“我可以”的信念，无助感是一种“我不行”的信念。具有高度的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对诸如“我知道我能学会课堂上的东西”和“我希望能在这项活动中表现出色”的说法表示赞同。

戴尔·香克（Dale Schunk，2020）将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应用于有关学生成绩的多个方面。在他看来，自我效能感会影响学生对活动的选择。在学习方面，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可能对许多学习任务避之不及，尤其是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相反，自我效能感高的儿童会迫不及待地完成学习任务（Schunk，2020）。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与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相比，更可能在学习任务上付诸努力，并持之以恒。

5.自我调节

童年中后期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自我调节能力的不断发展（Carver & Scheier，2021）。这种不断发展的能力可以概括为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情绪和思维，从而提高社会能力和成就（Miller & others，2020；Schunk，2020）。一项针对近17000名3~7岁儿童的研究表明，自我调节是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环境中成长的儿童的保护性因素（Flouri，Midouhas & Joshi，2014）。

一些研究人员强调，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的自我调节发展是成年后健康甚至长寿的关键因素（Bailey & others，2019；Murray & others，2019）。例如，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和她的同事（2014）通过研究发现，自我调节可以直接培养以后生活中的责任感，或者通过与学习动机/学业成功和内化的对规则的遵守之间的联系来间接提升自我责任感。此外，一项纵向研究发现，童年期的自我控制水平与26岁、32岁和38岁时的衰老延缓的速度（用18种生物标志物进行评估——例如心血管和免疫系统）息息相关（Belsky & others，2017）。一款平板电脑应用程序还被开发用来帮助儿童提高自我调节能力。

6.勤奋对自卑

前面我们描述了埃里克·埃里克森（1968）提出的人类发展的八个阶段，第四阶段——勤奋对自卑，就出现在童年中后期。“勤奋”这一词表达了这一时期的发展主题：儿童开始对事物是如何制作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运行的产生兴趣。无论是建造飞机模型、建造树屋、骑自行车、解决额外的问题，还是烹饪，只要儿童在制作、建造等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受到鼓励，就会提升其勤奋感。相反，如果父母把儿童的这些努力视为“恶作剧”或“捣乱”，则会导致儿童产生自卑感。

8.1.2 情绪发展

学前儿童能更熟练地谈论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他们表示，自己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控制和管理自身情绪以符合社会标准（Henderson，Burrows & Usher，2020）。到了童年中后期，他们对情绪的理解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进一步发展（Dollar & Calkins，2019）。一项研究显示，童年期情绪调节能力较低对预测青少年期较高水平的外化问题尤为重要（Perry & others，2017）。

1.发展变化

童年中后期情绪的发展变化包括以下方面（Cole，Ram & English，2019）。

● 提高情绪理解能力。小学阶段的儿童对复杂情绪（如自豪感和羞耻感）的理解能力有所提高。这些情绪不再与其他人的反应联系在一起，而是更多地由自己产生，并与个人责任感融为一体。此外，在童年中后期，作为情绪理解的一部分，儿童可以进行“心理时空旅行”，在这样的“旅行”中，他们可以预测和回忆事件的认知和情绪方面（Kramer & Lagattuta，2018）。

● 对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体验到多种情绪的理解加深。例如，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可能会意识到在完成某件事的过程中或许既有焦虑又有喜悦。

● 更容易意识到导致情绪反应的事件。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可能会意识到她今天的悲伤是由她的朋友上周搬到另一个城镇这件事引起的。

● 抑制或隐藏负面情绪反应的能力。一个五年级的学生在被同学激怒时，比过去更能控制自己的愤怒。

● 使用自发的策略来调整情绪。在小学期间，儿童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反思，越来越能使用策略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能更加有效地在认知方面管理自己的情绪，比如在沮丧之后安抚自己。

● 具有真正的同理心。例如，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可以理解别人的痛苦，并间接体验对方正在感受的悲伤。

2.社会情绪教育项目

很多社会情绪教育项目已经被开发出来以改善儿童和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England Mason & Gonzalez，2020；Hoffman & others，2020）。儿童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Children）于2020年创建的“第二步项目”（the Second Step program）和“学术、社会和情绪学习联合会”（the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Social，and Emotional Learning，CASEL）就是两个这样的项目。许多社会情绪教育项目只针对幼儿，但“第二步项目”可以贯通学前至八年级，CASEL则可以使学前至十二年级的学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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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正在参加“第二步项目”的活动。

● “第二步项目”关注学生从学前至八年级的社会情绪发展的以下方面。学前：自我调节能力和执行功能，帮助集中注意力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学前到五年级：交友、情绪的自我调节、问题解决。六至八年级：沟通技巧、压力应对和避免出现问题行为的决策选择。

● CASEL旨在研究社会情绪发展的五大核心领域：自我意识（例如识别自己的情绪及其如何影响行为）、自我管理（例如自我控制、压力应对以及冲动控制）、社会意识（例如观点采择和同理心）、关系技能（例如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发展积极的关系和有效地沟通）、做负责的决定（例如，表现出道德行为，以及理解一个人行为的后果）。

3.压力应对

儿童情绪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习如何应对压力（Doom & Cicchetti，2020；Mclaughlin，2020）。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能更准确地评估压力状态，并确定自己对压力的控制力有多强。年龄较大的儿童会提出更多应对压力的方式，并使用更多的认知策略（Saarni & others，2006）。他们比年龄较小的儿童更善于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想法转移到压力较小的事情上，也更善于重构或改变自己对压力状况的看法。例如，年龄较小的孩子可能会因为老师到教室后没有打招呼而倍感失望。而大一点儿的孩子可能会重新审视这种情况，认为“老师可能忙于其他事情，只是忘了打招呼”。

到10岁时，大多数儿童都能够使用认知策略来应对压力（Saarni，1999）。然而，在非支持性的或混乱不堪的家庭中，儿童可能会被压力湮没，以至于他们无法使用这种策略（Klingman，2006）。

灾难尤其会损害儿童的发展，并使其产生适应性问题，如2001年9月发生的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或2012年的桑迪飓风（Masten & Palmer，2019）。2020年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让人们大吃一惊，并增加了许多成年人和儿童的压力和焦虑程度。减缓病毒传播的努力包括保持社交距离、临时关闭学校和商业场所等措施。在这样的压力环境中，父母保持冷静、了解病毒知识以及与孩子沟通有关病毒的信息变得非常重要。父母尤其是要让孩子明白这种病毒不是长期的、永久的存在，他们的生活终将恢复正常。

经历灾难的儿童，可能会有严重的应激反应、抑郁症状、惊恐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Danese & others，2020；Welton & others，2020）。在灾难发生后儿童会面临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取决于灾难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以及儿童可以获得的支持类型等因素（Masten，Motti-Stefanidi & Rahl，2020）。此外，掌握了一些应对技巧的儿童能更快地适应灾难（Mash & Wolfe，2019）。

关于灾难和创伤的研究经常使用剂量–反应效应（dose-response effect）这一术语。在这一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认可的一个结论是灾难或创伤（剂量）越严重，事后的适应和调整（反应）就越糟糕（Masten，Motti-Stefanidi & Rahl，2020）。

研究者为家长、老师和其他照顾灾后儿童的成年人提供了如下建议（Gurwitch & others，2001）。

● （如有必要，多次）向儿童表示可以确保他们安全。

● 让儿童复述事件，并耐心倾听。

● 鼓励儿童谈论任何令人不安或困惑不已的感受，告诉他们在经历压力事件后出现这样的感受很正常。

● 禁止在儿童面前讨论灾难事件，避免儿童再次陷入恐怖的情境或接触到引起创伤回忆的事物。

● 帮助儿童理解发生了什么，要记住，儿童可能会误解已经发生的事情。例如，年幼的儿童可能会责怪自己相信并没有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相信恐怖分子在学校里等。要温柔地帮助儿童对事情有一个现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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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康涅狄格州纽敦镇发生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造成26人死亡，其中20人是幼童。事后，儿童在学校附近的纪念碑前哀悼。成年人可以使用哪些有效的策略来帮助儿童应对创伤事件呢？

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家是帮助年轻人应对压力（包括应对创伤经历）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如果想要了解这一职业，可以参见“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告诉教师哪些信息来帮助学生理解社区范围内的创伤事件呢？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梅丽莎·杰克逊，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家

梅丽莎·杰克逊（Melissa Jackson）医生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一位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家。她在佛罗里达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芝加哥卢舍仑综合医院完成了精神病学实习和住院实习，随后在南加州大学获得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的会员资格。杰克逊医生治疗的疾病与障碍主要是创伤后应激障碍、ADHD、焦虑症、孤独症、抑郁症和一些行为问题。除了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精神病学治疗，她还创建了洪都拉斯健康组织，这个组织会去洪都拉斯为孤儿院的儿童提供服务。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像梅丽莎·杰克逊这样的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家，你必须获得本科学位，然后获得医学学位，并在普通精神病学住院部实习3~4年，最终在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附属专科医院积累两年的从业经验。精神病学家可以开具处方药，而心理学家不能。

8.1.3 道德发展

回顾一下前文，皮亚杰提出幼儿的特征受到他律道德的影响，但到了10岁，他们已经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即自律道德阶段。根据皮亚杰的说法，年龄较大的儿童会考虑个人的意图，相信规则会发生变化，并意识到错误行为并非总是伴随着惩罚。

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58，1986）提出了道德认知发展的第二个主要观点。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是柯尔伯格理论的基础，但柯尔伯格提出了道德发展的三个水平，他认为自己的理论具有普遍性。柯尔伯格指出，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发展，是通过有机会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以及认识到自己目前的道德认知与那些更高道德水平的人的道德认知之间的冲突促进的。

1.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柯尔伯格确定了以下道德水平。

● 前习俗推理（preconventional reasoning）水平是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中的最低水平。在这一水平，儿童根据外在奖励和惩罚来解读好与坏。例如，儿童和青少年服从成年人，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或者他们决定顺从，是因为想获得一些东西，比如饼干。处在这一水平的个体关注的是“它对我来说有什么用？”。

● 习俗推理（conventional reasoning）水平是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中的第二个水平或中间水平。处在习俗推理水平的个体会培养对社会角色的期望，遵守某些规则，但这些规则是由其他人，如父母或政府制定的。

● 后习俗推理（postconventional reasoning）水平是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中的最高水平。在这一水平，道德包含了弹性思维，并且更加内化。处在后习俗推理水平的个体会对自己的认知认真检查以确保其符合高道德标准。

柯尔伯格认为这些道德水平是按顺序出现的，并且与年龄有关：9岁以前，大多数儿童处于最低水平，即以外在奖励和惩罚为基础的前习俗推理水平；到了青少年期早期，个体的道德水平越来越接近第二个水平，个体会遵守某些他人制定的规则；即使在成年后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跨越第二个水平，但到了成年早期，也有一小部分人会达到后习俗推理水平（最高水平）。

2.影响因素

哪些因素会影响柯尔伯格的划分呢？尽管每个阶段的道德认知都以一定的认知发展水平为前提，但柯尔伯格认为，成熟度的提高并不能确保道德认知发展。相反，道德认知发展反映了儿童处理道德问题和道德冲突的经验增加。

柯尔伯格相信，同伴互动是社会刺激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促使儿童改变其道德认知。成年人通常会把规则和条例强加给儿童，而同伴之间的妥协则使儿童有机会从他人的角度出发，以民主的方式制定规则。柯尔伯格强调，与同龄人接触可以制造从他人角度看问题的机会，从而促进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

3.对柯尔伯格的理论的批评

柯尔伯格的理论引起了争论、研究和批评（Jambon & Smetana，2020；Miller，Wice & Goyal，2020；Narváez，2019，2020）。批评主要涉及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相对重要性，道德认知是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是无意识的/自动的，性别与关怀视角的重要性，以及文化和家庭在道德认知发展中的作用几个方面。

（1）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

柯尔伯格的理论因过分强调道德认知却不够重视道德行为而受到批评（Walker，2004）。道德认知有时会成为不道德行为的庇护所（Bandura，2016）。腐败的首席执行官和政客们经常向公众宣传其道德的高尚，直到他们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被曝光。无论何种类型的公众丑闻，你可能都会发现有过错的人宣扬的是高尚的道德思想但做出的却是不道德的行为。没有人希望整个国家里都是骗子和小偷，有过错的那些人虽然能够在后习俗推理水平产生道德认知，可能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仍然做那些错误的事情。

（2）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与无意识的/自动的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2006，2013，2017）认为柯尔伯格的理论过于强调个体在决定道德立场前其道德认知中的审慎与深思熟虑。海特认为，道德思考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直觉的本能反应，而审慎的道德认知起到了事后公正的作用。因此，在他的观点中，大部分道德认知都始于对他人的快速评价，而不是对道德情境进行策略性推理。

（3）性别与关怀视角

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82，1996）提出了对柯尔伯格的理论最广为人知的批评，她认为柯尔伯格的理论表达了一种性别偏见。对吉利根而言，柯尔伯格的理论建立在男性规范基础之上，该规范将抽象的原则置于人际关系和对他人的关注之上，并将个人视为单独存在并独立做出道德决定的人，把公正置于道德的核心。与柯尔伯格的公正视角（justice perspective）相反，吉利根主张关怀视角（care perspective），她从人与他人联系的角度来看待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他人的关系和对他人的关心。吉利根认为女孩比男孩表现得更为敏感，而柯尔伯格极大地低估了关怀视角，或许因为他是男性，抑或是因为他的大多数研究针对的都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把男性的反应作为他的理论的模型。

然而，有人对吉利根的性别结论也进行了质疑（Walker & Frimer，2011）。例如，一项元分析对吉利根关于道德判断存在大量性别差异的主张进行质疑（Jaffee & Hyde，2000）。一项研究总结道，女孩的道德取向或许更有可能聚焦于关怀他人而不是抽象的公正原则，但她们可以在需要时采用两种道德取向（像男孩一样）（Blakemore，Berenbaum & Liben，2009，p.132）。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如何解释柯尔伯格和吉利根的观点的不同之处，以及它们与性别的关系？

（4）文化与道德发展

柯尔伯格强调其理论具有普遍性，但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理论是具有文化偏见的（Miller，Wice & Goyal，2020）。例如，柯尔伯格提出的第三个水平的道德认知并非在所有文化中都可见（Gibbs，2019）。

关于道德认知的同辈效应已经被证实（Narváez & Gleason，2013）。近年来，大学生的道德水平每况愈下，并非从后习俗推理水平下降到下一个水平（习俗推理水平），而是下降到最低水平（前习俗推理水平）（Thoma & Bebeau，2008）。一些道德发展研究者推断，亲社会行为近年来有所减少，人，尤其是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人，正身处在“走向灭亡的快车上”（Narváez & Gleason，2013）。他们强调，在将当代社会与早期更符合社区和全球福祉的可持续社会进行比较时，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与道德进步风马牛不相及。此外，有人讨论，当前人类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复杂，我们需要在应对日益增长的诱惑和可能的错误行为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Christen，Narváez &Gutzwiller，2017）。

总之，尽管柯尔伯格的观点确实捕捉到了世界各地各种文化中采用的许多道德观念，但他的观点也遗漏了或误解了一些特定文化中的重要道德概念（Miller，Wice & Goyal，2020）。

（5）家庭与道德发展

柯尔伯格认为，家庭在儿童的道德发展中无足轻重。如前所述，他认为亲子关系很少给儿童提供观点采择的机会。相反，柯尔伯格认为，这样的机会可能更多由儿童的同伴关系提供。

柯尔伯格是否低估了家庭对道德发展的贡献呢？大多数研究儿童道德发展的专家认为，父母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会影响儿童的道德认知的发展（Mounts & Allen，2020）。他们强调父母的响应能力、沟通能力和惩戒手段以及亲子关系的诸多其他方面都会影响儿童的道德发展（Lansford，2020；Thompson，2020）。尽管如此，大多数发展学家还是同意柯尔伯格与皮亚杰的观点，认为同伴在儿童道德认知的发展中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

总之，柯尔伯格的理论在描述和理解道德认知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而正如对该理论的批评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柯尔伯格的理论对于理解道德认知的发展仍有意义，但其影响力已不如从前。现在让我们来探索关于道德发展的其他观点。

4.道德、社会习俗与个体认知

道德发展领域理论（domain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指出社会知识和认知涉及不同领域，包括道德领域、社会习俗领域和个人领域。在道德发展领域理论中，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社会习俗、个体知识及认知来自他们对不同形式社会经验的理解和处理（Jambon & Smetana，2020）。

社会习俗认知（social conventional reasoning）聚焦于通过社会共识建立的传统规范，以控制行为和维护社会制度。规则本身是随意制定的，比如发言之前要举手；在学校上楼使用一个楼梯，而下楼使用另一个楼梯；不要在排队买电影票时插队；开车时要在有停车标志处停车。尽管这些规则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改变，但如果我们违反这些规则，就会受到制裁。

相反，道德认知聚焦于道德议题和道德规则。不像习俗规则，道德规则不是随意制定的。它们带有强制性，被广泛接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个人的（Turiel，2018）。适用于撒谎、欺骗、偷窃、伤害他人身体的规则属于道德规则，因为违反了这些规则就违背了社会共识，挑战了习俗之外的道德标准。道德的判决涉及公正的概念，违反道德规则通常比违反社会习俗规则更严重。

社会习俗观点是对柯尔伯格观点的重大挑战，因为柯尔伯格认为，在传统层面上，社会习俗与道德问题交织在一起，它们是通往更高道德水平即后习俗推理水平道路上的一个中途停留站，二者在达到后习俗推理水平后才会被加以区分。对于社会习俗认知的倡导者而言，社会习俗认知并不低于后习俗道德认知，它只是有时需要从道德进程中分离出来（Smetana，2013）。然而，一项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表示道德认知的变化比社会习俗认知的变化更能破坏一个人的自我认同（Lefebvre & Krettenaur，2020）。在这项研究中，儿童和青少年还报告，消极道德认知的变化比积极道德认知的变化更容易破坏一个人的自我认同。

近期，人们对道德议题、习俗议题和个人议题进行了区分。习俗议题被解释为正当合法地遵守成年人的社会规范，而个人议题更倾向于反映儿童或青少年的独立决策和个人自由裁量权（Jambon & Smetana，2020）。个人议题涉及控制自己的身体、隐私、朋友和对活动的选择。因此，有些行为属于不受道德约束或不受社会规范约束的个人领域。

5.亲社会行为

鉴于柯尔伯格与吉利根的理论都主要集中在道德认知的发展方面，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越来越重视道德发展的行为方面（Carlo & Conejo，2020；Spinrad & Eisenberg，2020）。儿童既有反社会的不道德行为，如撒谎和欺骗，又有亲社会的道德行为，如表现出同理心或无私地帮助他人。即使是学前儿童，也可能会关心他人或安慰处于悲伤中的人，但是亲社会行为在青少年期比在童年期更常见。父母在引导儿童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方面有重要作用（Carlo & Conejo，2020）。

分享是研究人员研究的亲社会行为的一个方面。在童年中后期，儿童的分享反映了一种更复杂的理解，即什么是公正和正确的。在小学刚开始时，儿童开始表达关于公平的客观想法（Spinrad &Eisenberg，2020）。我们经常可以听到6岁的儿童将“公平”等同于“相等”或“同样”。到小学中后期，儿童开始意识到公平也意味着有特殊优点或特殊需要的人应得到特殊对待。一项在12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每个国家的儿童的分享行为在4~12岁期间都显著增加（Samek & others，2020）。

8.1.4 性别

吉利根关于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反映了性别偏见的断言，提醒我们性别对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早在小学之前，男孩和女孩就对玩具和活动表现出迥然不同的偏好（Leaper & Bigler，2018）。正如我们在“童年早期的社会情绪发展”这一章中所述，学前儿童表现出反映了生物、认知和社会影响的性别认同和符合性别特征的行为。在这里，我们会研究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异同和性别角色分类。

1.性别刻板印象

在过去，一个适应良好的男孩应该是独立、进取和强壮的；一个适应良好的女孩应该是喜欢依赖、有教养、对权力没有兴趣的。这些观念反映了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这些刻板印象体现了人们对男性和女性普遍持有的固定看法和信念。

一些研究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并影响着儿童和成年人的生活（Erikson-Schroth & Davis，2021；Helgeson，2020）。性别刻板印象在童年中后期和青少年期会继续变化（Brannon，2017）。在小学期间，儿童对哪些活动与男性或女性有关有相当多的了解。例如，一项针对6~10岁儿童的研究揭示了数学方面的性别刻板印象，即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认为数学是为男孩而设的科目（Cvencek，Meltzoff & Greenwald，2011）。研究人员还发现，男孩的性别刻板印象比女孩更根深蒂固（Blakemore，Berenbaum &Liben，2009）。

2.性别异同

让我们来看看男孩和女孩之间的一些相似点和不同点，记住：这些差异并不能代表所有男孩和所有女孩的区别；男孩和女孩不仅存在差异，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这些差异可能主要是由生物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或两者共同造成的。首先，我们探讨生理方面的相似之处与差异，然后转向认知和社会情绪方面的相似之处与差异。

（1）身体发育

女性的脂肪大约是男性的2倍，大部分集中在胸部和臀部，而男性的脂肪更有可能集中在腹部。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高10%。其他身体差异没那么显而易见。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男性更长，女性比男性患有身体或精神疾病的概率更低。男性患冠心病的风险是女性的2倍。

当谈及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时，性别是否还重要呢？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大脑都大同小异（Halpern & others，2007）。然而，研究人员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大脑仍存在一些差异（Hofer &others，2007）。女性的大脑比男性的大脑小约10%（Giedd，2012）。然而，女性的大脑有更多的褶皱。更多的脑褶（称为沟回）使女性拥有比男性更多的表层脑组织（Luders & others，2004）。而男性顶叶中负责视觉空间技能的区域比女性大（Frederikse & others，2000）。与男性相比，女性大脑中与情绪表达有关的区域显示出更多的代谢活动（Gur & others，1995）。

尽管已经发现男性与女性大脑结构和功能的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微乎其微，而且关于这些差异的研究往往莫衷一是（Hyde & others，2019）。由于男性和女性的大脑特征有部分相同之处，珍妮特·希布雷·海德（Janet Shibley Hyde）和她的同事（2019）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将这些特征描述为“混合模式”，而不是典型的男性大脑或典型的女性大脑的特征更为准确。此外，虽然大脑中的性别差异已经被发现，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差异并不与心理差异直接相关（Blakemore，Berenbaum & Liben，2009）。

尽管对大脑性别差异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很可能女性和男性大脑中的相似之处远多于差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大脑结构方面的性别差异可能是由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行为经历（强调大脑持续的可塑性），或这些因素的结合造成的（Hyde & others，2019）。

（2）认知发展与成就

人们在一般智力方面并未发现性别差异，但在一些认知领域发现了性别差异（Blakemore，Berenbaum & Liben，2009）。研究表明，尽管在语言能力的某些方面确实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但一般而言，女性的语言能力只是略好于男性（Blakemore，Berenbaum & Liben，2009）。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女性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比男性更胜一筹。在美国国家教育进步评估中，女孩的阅读成绩高于男孩（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2017），四年级和八年级的女孩的阅读成绩都比男孩高，四年级女孩高出6分，而八年级女孩高出10分。一项包含65个国家的跨国研究发现，在各个国家，女孩的阅读成绩都高于男孩（Reilly，2012）。这项研究指出，在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经济繁荣程度较低的国家，阅读方面的性别差异更是显而易见。在美国国家教育进步评估中，四年级、八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女孩的写作能力也一直优于男孩。

数学能力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呢？一项涵盖七百多万名二年级至十一年级美国学生的更大规模的研究发现，在数学方面男孩和女孩的分数不分高下（Hyde & others，2008）。此外，美国国家教育进步评估（2017）显示，在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中，数学分数的性别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以500分为满分的测试中，四年级的男孩只比女孩高出2分，而八年级的男孩仅仅比女孩高出1分。

一个可能存在性别差异的数学领域是视觉空间技能，涉及能够在头脑中旋转物体并确定它们旋转后的样子（Halpern，2012）。这类技能对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地理等课程非常重要。一项研究发现，男孩比女孩有更好的视觉空间技能（Halpern & others，2007）。例如，尽管男女有平等的参加国家地理大赛的机会，但在大多数年份，前10名选手都是男孩（Liben，1995）。然而，一些专家仍认为视觉空间技能上的性别差异微不足道（Hyde & Else Quest，2013）。

学业成绩方面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呢？女孩学业成绩更好，完成高中学业的比例更高，比男孩辍学的可能性更小（Halpern，2012）。男孩比女孩更可能接受特殊教育或参加补习班。女孩可能比男孩更专心学习学术材料，在班级中更积极，付出更多的学术努力，并更多参与课堂学习（DeZolt &Hull，2001）。

请记住，得出学业成绩或分数的标准化考试可能会受到除了认知能力以外的多种因素影响。例如，学业成绩可能部分反映了学生为顺应性别角色而做出的努力，或者反映了学生在学习动机、自我调节能力、学习态度、其他社会情绪特征方面的差异（Becker & McElvany，2018）。例如，一项针对七年级学生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女生认为教师对男生有性别期望，这与女生更消极的数学信念和更低的数学成绩息息相关（McKellar & others，2019）。此外，这项研究发现，当女生认为数学课程对她们个人有意义且与她们相关时，她们就会有更积极的数学信念和更高的数学成绩。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可以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说明哪些学术领域存在性别差异，哪些学术领域不存在性别差异？

（3）社会情绪发展

社会情绪发展中已被广泛研究的三个方面分别是攻击性、情绪和亲社会行为。

研究结果中最为一致的性别差异之一是男孩比女孩更具身体攻击性（Hyde，2017）。这种差异在所有文化中都一目了然，且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就出现了（Dayton & Malone，2017）。当儿童被激怒时，这种身体攻击性的差异尤其明显。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因素都被认为可以解释与攻击性行为有关的性别差异。生物学因素包括遗传和激素。环境因素包括文化期待、成年人和同伴的榜样作用，以及奖励男孩的攻击性行为却惩罚女孩的攻击性行为的社会因素。

虽然男孩的身体攻击性一直高于女孩，但女孩是否会比男孩表现出更多的语言攻击性呢？（比如大喊大叫）在研究语言攻击性时，性别差异往往会消失，但有时，女孩的语言攻击性更为引人注目（Eagly &Steffen，1986）。

近期，人们对关系攻击越来越感兴趣，关系攻击涉及通过操纵关系来伤害他人（Chen &Cheng，2020；Reardon & others，2020）。关系攻击包括试图通过散布关于某人的恶意谣言来使他人不喜欢此人等行为（Orpinas、McNicholas & Nahapetyan，2015）。关系攻击行为在童年中后期会增加（Dishion & Piehler，2009）。关于女孩是否比男孩表现出更多的关系攻击行为的研究有多种发现，但有一点是清晰一致的，即关系攻击行为在女孩整体攻击行为中所占的比例比男孩更大（Putallaz & others，2007）。一项研究显示，女孩在青少年期比男孩更倾向于进行关系攻击，但在童年期则未必如此（Smith，Rose & Schwartz-Mette，2010）。此外，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在电视上看到关系攻击的人，在一年后的测试中更有可能进行关系攻击（Coyne & others，2019）。

情绪的某些方面会存在性别差异（Connolly & others，2019）。女性比男性更会表达情绪，更善于解读情绪，笑得更多，哭得更多，也更快乐。男性报告，较之女性，其会经历和表达更多愤怒（Kring，2000）。一项元分析发现，女性在识别非语言情绪表现方面优于男性（Thompson & Voyer，2014）。此外，一项研究显示，在感知面部情绪方面，女性毕生都比男性更胜一筹（Olderbak &others，2019）。

能够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是一项重要的技能（Henderson、Burrows & Usher，2020）。对于情绪，男性通常表现出比女性更少的自我调节，这种较低水平的自我控制可能会转化为行为问题（Schunk，2020）。

亲社会行为方面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呢？在整个童年期和青少年期，女性都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Spinrad & Eisenberg，2020）。女性也认为自己比男性更有同情心。男性和女性在分享的程度方面有小小的差异，即女性的分享略多于男性。然而，在亲社会行为方面最大的性别差异是女性通常会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善良、体贴行为。

3.不同背景中的性别

尽管近几十年来，美国越来越接受男性和女性行为的相似性，但在许多国家，性别角色仍然保持着特定的性别特征（Erikson-Schroth & Davis，2021）。例如，在许多中东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劳动分配差异巨大。男性出门交际，接受教育，在公共领域工作，而女性只能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育儿。在伊朗，主流观点是男性的职责是养家糊口，女性的职责是照顾家人和完成家务。

一项针对30多个国家八年级学生的研究显示，每个国家的女孩对性别角色的看法比男孩更倾向于平等（Dotti Sani & Quaranta，2015）。这项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别平等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女孩就会持有更平等的性别态度。对卡塔尔15~19岁青少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男性对性别平等的负面看法比女性多（Al-Ghanim & Badahdah，2017）。

8.2 家庭

在本章，我们关于养育与家庭的讨论集中在童年中后期的亲子关系有哪些典型变化、父母如何监管孩子、依恋的作用以及与继父继母生活对儿童会有什么影响四个方面。

8.2.1 亲子关系的发展变化

随着孩子进入童年中后期，父母陪伴他们的时间有所减少（Collins & Madsen，2019）。一项研究显示，父母花在5~12岁儿童身上的照顾、指导、阅读、交谈和玩耍的时间还不到他们年幼时的一半（Hill & Stafford，1980）。然而，父母仍然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一项分析总结道：“父母是看门人，并在孩子们为自己承担更多责任……和规划自己的生活时提供陪伴。”（Huston & Ripke，2006，p.422）

父母在支持和激励孩子在童年中后期取得学业成就方面发挥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Gottfried，2019）。父母关于教育的价值观可以影响儿童在学校的表现。父母不仅会影响儿童的在校成绩，而且还在儿童的校外活动参与中起着关键作用。儿童是否参加体育活动、音乐活动和其他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为孩子报名参加这些活动并鼓励他们参与的程度的影响（Simpkins & others，2006）。

小学生受到的体罚往往少于学前儿童。小学阶段的父母不再严厉斥责或强制控制孩子，而更可能采取以下方式，即剥夺特权、唤起自尊、激起内疚，并声明孩子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童年中后期，一些控制权从父母手里转移到儿童手里。形成“亲子共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多事情不再由儿童或父母单独控制（Maccoby，1984）。父母继续实施监督和管理，同时允许儿童随时随地参与自我监管。直到12岁左右，自主性才发生重大转变。在儿童走向自主的过程中，一项关键的发展任务是学会与家庭以外的成年人建立关系，这些成年人包括教师，他们与儿童的互动方式与父母和儿童的互动方式大不相同。

8.2.2 父母监管

父母作为儿童行为的监管者以及儿童社交行为的激发者和组织者，在很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Soenens，Vansteeenkiste & Beyers，2019）。与父亲相比，母亲更有可能在养育子女方面发挥管理作用。

家庭管理实践与学生的成绩和自我责任感呈正相关关系，与学校相关问题呈负相关关系（Eccles，2007）。其中最重要的做法是维护一个有条理、有组织的家庭环境，如为做家庭作业、做家务活动、就寝等制订计划，并有效监督孩子的行为。一项关于家庭功能对美国学生学业成绩影响的研究发现，通过确保完成家庭作业、限制无益的消遣（如玩电子游戏和看电视）时间，以及与教师和学校进行持续积极的对话，父母可以监管孩子的学习成绩，并且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会因此提高（Mandara，2006）。

8.2.3 依恋

早些时候，你曾阅读过有关婴儿期安全依恋的重要性以及敏感型养育在依恋中的作用的内容（Thompson，Simpson & Berlin，2021）。童年中后期，依恋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此时儿童的社交范围扩大，因此他们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更少（Verhees & others，2019）。凯丝琳·科恩斯（Kathryn Kerns）和她的同事（Kerns & Abtahi，2020；Koehn & Kerns，2018）研究了童年中期和后期儿童对父母的依恋与各种儿童结果之间的关系，发现安全型依恋伴随着儿童低水平的内化症状。一项关于童年中后期和青少年期依恋的元分析发现，安全型依恋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的互动反应更积极，这些父母更支持儿童和青少年的自主性发展，使用的行为控制策略更多，采取的严厉控制策略更少（Koehn & Kerns，2018）。

8.2.4 再婚家庭

离婚不仅在美国变得常见，再婚也司空见惯（Jensen，2020）。结婚、生子、离婚、再婚，都需要时间。因此，再婚家庭里，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孩子远远多于婴儿或学前儿童。带子女的再婚家庭数量近年来也稳步增长。此外，再婚家庭的离婚率比初婚家庭的离婚率高10%（Cherlin &Furstenberg，1994）。约一半父母离婚的儿童在父母分开后四年内会有继父或继母。

再婚父母面临着非同寻常的任务。这对夫妇必须巩固他们的婚姻关系，同时重新协商亲生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建立继父母与继子女、继子女与继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Ganong，Coleman &Sanner，2019；Jensen，2020）。复杂的历史和多重关系给调整带来了困难（Dodson & Davies，2014）。只有三分之一的再婚家庭夫妇能维持婚姻关系。

大多数人再婚都是因为离婚，而不是因为配偶死亡（Pasley & Moorfeld，2004）。三种常见的再婚家庭的结构类型是继父家庭、继母家庭、混合型或复合型家庭。在继父家庭中，母亲通常拥有子女的监护权，然后再婚，将继父带入子女的生活。在继母家庭中，父亲通常拥有子女的监护权，然后再婚，将继母带入子女的生活。在混合型或复合型再婚家庭中，父母双方都会把前次婚姻的子女带入新的家庭。

梅维丝·赫瑟林顿（Mavis Hetherington，2006）的纵向分析表明，在一个简单的再婚家庭（只有继父或继母）中生活多年的儿童和青少年比在家庭重组早期适应得更好，并且与生活在虽没有离婚但关系冲突不断的家庭或生活在复杂的（混合型）再婚家庭中的儿童和青少年相比，在简单的再婚家庭中生活的儿童和青少年具有更好的社会功能。在长期稳定的、简单的再婚家庭中，超过75%的青少年将他们与继父母的关系描述为“亲密”或“非常亲密”。赫瑟林顿（2006）总结道，在长期稳定的、简单的再婚家庭中，青少年似乎最终会从继父母的存在以及继父母提供的资源中受益。

孩子们与监护父母（继父家庭中的母亲，继母家庭中的父亲）的关系通常比与继父或继母的关系更好（Antfolk & others，2017；Santrock，Sitterle & Warshak，1988）。尽管如此，一项研究表明，继父对亲密关系的追求（与继子女建立友谊关系）、减少同继子女的冲突、改善夫妻关系有助于建立更紧密的再婚家庭关系（Ganong & others，2019，2020）。简单的再婚家庭中的儿童经常表现出比在复杂的再婚家庭中的同龄人更好的适应能力（Hetherington，2006）。

与离婚家庭一样，再婚家庭中的儿童比从未离婚家庭中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适应问题（Hetherington，2006）——例如学业问题和自尊水平较低（Anderson & others，1999）。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大多数再婚家庭中的儿童并没有适应问题。一项分析显示，25%来自再婚家庭的儿童表现出适应问题，相比之下，只有10%来自完完整整、从未离婚的家庭的儿童表现出适应问题（Hetherington & Kelly，2002）。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儿童与其继父或继母建立了支持性的亲子关系，儿童就较少出现内化和外化的问题（Jensen & others，201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为再婚家庭的父母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帮助儿童缓解压力、适应新家庭的安排呢？

8.3 同伴

与同伴建立积极的关系在童年中后期尤为重要（Sebastian Enesco，Guerrero & Enesco，2020）。与同伴相处时积极互动，用非攻击性的方式解决冲突，建立优质友谊关系，都与短期和长期的好处息息相关（Wang & Hawk，2019）。一项对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的研究表明，在学校与同伴有联结感受有助于学生对学校和家庭持积极观点（Schmidt，Dirk & Schmiedek，2019）。童年期拥有积极的同伴关系的儿童通常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期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例如，一项纵向研究显示，受同伴欢迎和在8岁时表现出低水平的攻击行为与48岁时拥有更高水平的职业地位关系紧密（Huesmann &others，2006）。另一项研究发现，童年中后期好的同伴能力（评估与同伴的社交接触、在同伴中的受欢迎程度、友谊和社交技能），有助于个人在成年早期与同事建立更好的关系（Collins & vanDulman，2006）。一项研究显示，童年期同伴地位低（接受度/好感度低）与成年后失业和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大有关（Almquist & Brannstrom，2014）。

8.3.1 发展变化

随着儿童进入小学，互惠在同伴互动中变得尤为重要。研究人员估计孩子与同伴进行社交互动的时间占比从2岁时的大约10%增长到童年中后期的超过30%（Rubin，Bukowski & Parker，2006）。一项早期的经典研究发现，小学生在一天中大约会进行300次与同伴的互动（Barker & Wright，1951）。随着孩子步入童年中后期，其同伴群体的规模会逐渐扩大，同伴间的互动也较少受到成年人的监督（Rubin & others，2015）。直到12岁左右，儿童对同性同伴群体的偏好有增无减。

8.3.2 同伴地位

哪些孩子可能会受到同伴的喜爱，哪些孩子往往不受欢迎呢？发展心理学家通过研究社会计量地位（sociometric status，也称同伴地位）这个术语来解决这个问题和与之相关的类似问题，社会计量地位描述了儿童被其同伴喜欢或不喜欢的程度（Chen，Saaffr & Graham，2020；Wang & Hawk，2020）。社会计量地位通常是通过让儿童评价他们对每个同学喜欢或不喜欢的程度来评估的，还可以通过要求儿童提名他们喜欢和不喜欢的同学来进行评估。

发展心理学家划分出了以下五种同伴地位。

● 受欢迎的儿童：经常被提名为最好的朋友，很少被同伴厌恶。

● 普通的儿童：获得同伴积极的和消极的提名数量相差无几。

● 被忽视的儿童：很少被提名为最好的朋友，但并不被同伴厌恶。

● 被拒绝的儿童：很少被提名为最好的朋友，并且被同伴强烈厌恶。

● 有争议的儿童：经常被提名为最好的朋友，但同时也被同伴讨厌。

受欢迎的儿童拥有许多社交技能，这些技能有助于他们获得他人的喜爱（Ferguson & Ryan，2019）。他们会给予支持、认真倾听、与同伴保持畅通的交流渠道、心情愉快、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对他人表现出热情和关心、自信而不自负（Hartup，1983）。

被拒绝的儿童往往有显著的适应性问题（Hooijsna & others，2020）。例如，一项研究揭示了同伴拒绝与在青春期患抑郁症之间的相关性（Platt，Kadosh & Lau，2013）。研究人员还发现，同伴拒绝一直与行为问题和青少年犯罪难脱干系（Kornienko，Ha & Dishion，2020）。例如，对青少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同伴拒绝可能会导致攻击性行为和违反规则行为的增加（Janssens & others，2017）。另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同伴拒绝增加了受害者和欺凌者进行非自杀性自伤的可能性，例如割伤、烧伤或击打自己（Esposito，Bacchini & Affuso，2019）。

约翰·科伊（John Coie，2004，p.252–253）提出了具有攻击性、被同伴拒绝的男孩会在社会关系中出现问题的三个原因。

● 第一，被拒绝、好斗的男孩更容易冲动，难以保持注意力。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扰乱课堂上正在进行的活动和集体游戏活动。

● 第二，被拒绝、好斗的男孩更容易情绪化。他们更容易愤怒，一旦被激怒很难平静下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容易对同伴感到愤怒，并对同伴进行语言攻击和身体攻击。

● 第三，被拒绝的男孩在结交朋友、维护与同伴的积极关系等方面的社交能力较弱。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如何描述被拒绝的青少年的特征，以及如何根据研究预测他们今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8.3.3 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涉及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例如一个有攻击性的男孩会将一次不好的遭遇解释为敌对性攻击，而同学却认为是他的行为不合理（Fiske，2018）。在童年中后期，儿童关于同伴的社会认知对其理解同伴关系越来越重要。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儿童对同伴关系和社会认知的加工方式（Dodge，2011）。

肯尼斯·道奇（Kenneth Dodge，1983）认为，儿童在加工社会世界信息的过程中要经历六个步骤。他们有选择地关注社会线索，辨别意图，生成目标，从记忆中寻找行为脚本，做出决策，以及付诸行动。道奇发现，当儿童的意图并不明确时，有攻击性的男孩更容易将他们的行为视为有敌意的。当具有攻击性的男孩通过寻找线索来判断同伴的意图时，他们的反应比不具有攻击性的儿童更迅速，但并不适当，他们也不善于反思。以上都是与儿童冲突相关的社会认知因素。

社会认知也与儿童和同伴相处的能力有关。他们需要知道在不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情况下要达到什么目标，如何建立并保持社交关系，以及遵循哪些规则来吸引其他儿童做他们的朋友。例如，交友规则可以帮助儿童了解无论同伴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说一些好听的话都会让同伴更喜欢自己。

8.3.4 欺凌

相当数量的学生曾受到欺凌（Thornberg & others，2020）。一项对六年级至十年级150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近1/3的学生表示他们作为受害者或者欺凌者曾偶尔或频繁卷入欺凌事件，并且男孩和中等年级的学生最容易受到欺凌（Nansel & others，2001）。欺凌是指在言语上或身体上有意干扰弱势者的行为。男孩比女孩更容易欺凌他人，但受害者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Salmivalli，2020）。被欺凌的孩子通常更孤独，交友更困难，而那些欺凌者更可能成绩不佳，抽烟喝酒。一项关于美国1998年至2017年欺凌事件的分析显示，网络欺凌显著增加（Kennedy，2020）。这项分析还表明，女性遭遇面对面欺凌的情况也在增加。

焦虑、孤僻的儿童往往是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Chu & others，2019），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威胁性，如果受到欺凌也不太可能报复。好斗的儿童也可能成为欺凌者的目标，因为他们的好斗行为会激怒欺凌者。

社会环境也助长了欺凌（Bjarehed & others，2020；Foody，Samara & O’ Higgins-Norman，2020）。70%~80%的受害者和欺凌者是同班同学（Salmivalli，2020）。同学经常意识到并可能目睹欺凌行为。大环境在同伴群体欺凌中发挥重要作用。欺凌者经常折磨受害者以在同伴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因此他们需要其他人见证他们的“力量”。许多欺凌者并不会被同伴拒绝。

欺凌的结果是什么呢？与那些没有成为受害者的同龄人相比，被欺凌的儿童更有可能经历抑郁、产生自杀念头并试图自杀（Lee，2020）。并且，一项针对全球40多个国家12~15岁青少年的研究显示，成为受害者是自杀的风险因素（Koyanagi & others，2019）。此外，一项纵向研究发现，那些在6岁时曾被欺凌的儿童在12~13岁时更有可能超重（Sutin & others，2016）。此外，一项针对10~14岁青少年的研究表示，欺凌行为会对受害者造成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饮食行为紊乱（Lee & Vaillancourt，2018）。挪威的一项大规模研究也得出结论，欺凌者和受害者都面临睡眠问题，包括睡眠持续时间缩短和失眠率较高（Hysing & others，2020）。其他研究发现，欺凌还会有长期影响，包括难以建立持久的关系和难以与同事相处（Wolke & Lereya，2015）。另一项研究表明，童年时期遭受过欺凌的受害者在50年后仍在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概率较高（Evans Lacko & others，2017）。

网络上的同伴欺凌和骚扰（称为网络欺凌）逐渐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Kennedy，2020）。一项针对三年级至六年级学生的研究显示，参与网络攻击与孤独、低自尊水平、更少的亲密朋友和在同伴中受欢迎程度较低等相关（Schoffstall & Cohen，2011）。另一项研究显示，网络欺凌较之传统类型的欺凌（例如，在学校或社区环境中的身体和语言欺凌），更有可能导致受害者抑郁与产生自杀企图（Bonanno & Hymel，2013）。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对网络欺凌最常见的行为反应是通知朋友、反击和忽视网络事件（Heiman，Olenik Shemesh & Frank，2019）。在这项研究中，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与非受害者相比，使用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的概率更低，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

人们对寻求预防和减少欺凌及受害的方法产生了广泛的兴趣（Juhnke，Granello & Granello，2020；Thornberg & oth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学校干预的结果喜忧参半（Vreeman & Carroll，2007）。学校的干预措施千差万别，比如整个学校都在开展反欺凌运动，提供个性化的社交技能培训。最有希望的欺凌干预计划之一是由丹·奥尔维斯（Dan Olweus）创建的。该计划重点关注6~15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以减少欺凌的机会和正向反馈为目标，指导学校工作人员学习如何改善学生之间的同伴关系，使学校更安全。如果实施得当，这一计划可以减少30%~70%的欺凌（Olweus，2003）。一项研究认为，与涉及课堂课程或社交技能培训的干预措施相比，侧重于整个学校的干预措施（如奥尔维斯的干预措施）更为有效（Cantone & others，2015）。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说明欺凌可能给受害者带来的长期影响呢？

8.3.5 朋友

友谊是童年中后期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Bagwell & Bukowski，2018）。与成年人的友谊一样，儿童友谊的典型特征是相似性。在整个童年期，朋友们在年龄、性别、种族和许多其他因素方面的相似性多于差异性。朋友们对学校的态度往往相似，教育愿望相似，成就取向也非常一致。

威拉德·哈塔普（Willard Hartup，1983，1996，2009）对同伴关系和友谊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从童年到老年，朋友可以成为认知和情感资源，可以提升人的自尊水平和幸福感。更具体地说，儿童的友谊可以发挥以下6种作用（Gottman & Parker，1987）。

● 陪伴。友谊会为儿童提供一个熟悉的伙伴和玩伴，一个愿意花时间与他们共度时光，并一起合作参与活动的人。

● 刺激。友谊会为儿童提供有趣的信息、刺激和娱乐。

● 物理支持。友谊会提供时间、资源和帮助。

● 自我支持。友谊会提供对支持、鼓励和反馈的期望，这有助于儿童保持有能力、有吸引力和有价值的自我形象。

● 社会比较。友谊会提供信息让儿童清楚自己的位置、他人的位置，以及自己是否表现良好。

● 情感和亲密。友谊为儿童提供一种与他人的温暖、亲密、信任的关系。友谊中的亲密表现是自我表露和分享私人想法。研究表明，真正亲密的友谊直到青少年早期才会出现（Berndt &Perry，1990）。

尽管拥有朋友可以带来发展优势，但是并非所有的友谊都能如此（Zhang & others，2018）。人们在与谁为伴——即选择谁做自己的朋友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当儿童拥有较强的社交技能并且支持他的朋友时，友谊的发展优势才会出现（Laursen，2018）。然而，如果友谊是强制性的或者充满冲突的，那它就不具有发展优势（Clayton & others，2020）。

友谊对儿童的情绪健康和学业成就也起着重要作用（Ryan & Shin，2018）。拥有专注于学习的朋友的学生，更有可能在学校取得成功（Wentzel & Ramani，2016）。

8.4 学校

对大多数儿童来说，进入一年级意味着有了新的职责。他们会建立新的关系，制定新的标准来评判自己。学校为儿童提供丰富的资源来塑造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将在学校里度过许多年，作为学校小群体的一员，他们有需要完成的任务，要彼此交往联系，学校里还有各种规则来界定和限制他们的行为、情感和态度。到高中毕业时，学生将在课堂上度过12000个小时。

8.4.1 当代关于学生学习的理论取向

由于教育方法千差万别，关于儿童教育的最佳方法争议不断（Kauchak & Eggen，2021；Morrison，Woika & Breffni，2020）。此外，人们还十分关心如何以最佳方式让学校和教师对儿童的学习情况负责（Popham，2020）。

1.建构式教学法与直接教学法

建构式教学法（constructivist approach）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个人积极建构他们的知识和理解教师指导的重要性。建构式教学法认为，教师不应该简单地将信息灌输给儿童。相反，教师应该鼓励儿童在教师的监督与指导下去探索世界、发现知识、进行反思和批判性思考（Bredekamp，2020；Burden & Byrd，2020）。建构主义者认为，很长时间以来，在美国教育中，儿童被要求坐着不动，被动学习，机械地记忆一些无关的和相关的信息（Brookhart & Nitko，2019）。现在，建构主义者强调合作，即儿童在努力理解和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相互合作（Parkay，2020）。具有建构主义教学知识的教师不会让儿童机械地背诵，而会引导他们学习，同时会给他们提供机会有意义地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帮助他们加深对材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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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堂采用的是建构式教学法还是直接教学法？

相比之下，直接教学法（direct instruction approach）是结构化的，以教师为中心。它强调教师的指导和控制，教师对学生进步的期望高，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很多，教师也努力减少负面影响。直接教学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学生的学习时间（Kauchak & Eggen，2021）。

建构式教学法的倡导者认为直接教学法使儿童变成了被动学习者，不能充分以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方式思考。直接教学法的支持者则认为建构式教学法对于学科内容没有给予足够关注，如历史或者科学。他们还认为建构式教学法过于含糊不清。

一些专家认为，许多有经验的教师会同时使用建构式教学法和直接教学法两种方法，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任何一种方法（Burden & Byrd，2020）。有些情况可能更需要采用建构式教学法，而另一些情况则更需要采用直接教学法。例如，当学习者存在阅读或书写障碍时，专家会特别推荐采用直接教学法（Tompkins & Rodgers，2020）。

2.问责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和各级政府都要求强化对学校的问责制。结果之一就是，州级指定测试得到普及，以衡量学生学了什么或没学什么（Chappuis，2020）。许多州已经为所在州的学生确定了目标，并进行测试来衡量学生是否能实现这些目标（Popham，2020）。当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NCLB）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就成为全国性的政策。

（1）《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NCLB的支持者预测，全州范围内的标准化测试有以下优点：提高学生成绩，教师有更多时间教授测试科目，教师对所有学生都有很高的期望，发现表现不佳的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使学生随着测试成绩的提高而增强对学校的信心。

批评者认为，NCLB签署成为法律弊大于利（Brookhart & Nitko，2019）。一种批评强调，使用单一测试作为衡量学生进步和能力的唯一指标是对学生能力的一种非常狭隘的做法（Bland &Gareis，2018）。这种批评类似于针对智力测验的批评。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强调，评估学生的进步和成就应该使用多种衡量标准，包括综合测试、平时测验、专题研究、经历表现研究、课堂观察等。此外，NCLB使用的测试并不能测评创造力、动机、毅力、灵活思维和社交技能。教师最终可能会花费大部分的课堂时间“为考试而教学”，让学生记住一些孤立的事实，而不是让学生专注于发展成功所需的思考能力（Flitcroft & Woods，2018）。此外，一些人担心，由于学校注重提高有学业困难的学生的学业水平，会对天才学生视而不见（Ballou & Springer，2017）。

对于NCLB包含的指定考试，每个州都有不同的标准来确定学生是否通过测试。一项对NCLB数据的分析发现，密西西比州几乎每个四年级的学生都知道如何阅读，但在马萨诸塞州只有一半的学生知道（Birman & others，2007）。显然，密西西比州通过阅读测试的标准要远低于马萨诸塞州的标准。许多州采取保守做法，将通过考试的标准线降低。因此，虽然NCLB的目标之一是提高美国学校的成绩标准，但显而易见，允许各州制定自己的标准实际上降低了成绩标准。

（2）共同核心

2009年，“共同核心州标准倡议”（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得到了全美州长协会的批准，这一倡议旨在为教育学生实施更为严格的州指导方针。共同核心州标准倡议规定了学生应该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应该在每个年级各个领域发展什么技能。绝大多数州同意实施该标准，但这一标准仍引起了广泛争议。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实施这一标准只是联邦政府控制教育的进一步做法，它强调的是一种“一刀切”的方法，很少会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Cizek，2019）。支持者则认为这一标准为学生学习提供了急需的、详细的指导方针，对学生来说，这是重要的里程碑（McMillen，Graves Demario & Kieliszek，2018）。

（3）《每个学生都会成功法案》

最新的问责倡议是2015年12月通过的《每个学生都会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该法本应在2017—2018学年全面实施。然而，在2019年，实施工作持续推进，ESSA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Klein，2019）。此外，在2020年，因为绝大多数学校因新冠肺炎疫情关闭，联邦政府暂时停止了标准化测试。

ESSA取代了NCLB，但在取代过程中并未完全取消标准化测试。ESSA保留了三年级至八年级的年度阅读和写作测试，以及高中的两次考试。新法案允许各州减少用考试来评判学校的教学成果。学校必须至少使用一项非学术因素，例如学生的参与度来评估学生在学校的成绩。

新法案继续要求各州和各地区改善最差的学校的表现，并提高学校对历来表现不佳的学生（如英语语言学习者、少数民族学生和残疾学生）的教学效果。此外，各州和各地区需要制定具有挑战性的学术标准。

8.4.2 社会经济地位、种族与文化

相比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同龄白人学生，来自低收入、少数种族背景的孩子在学校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原因何在？批评者认为，学校在帮助低收入、少数种族学生克服学习障碍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Banks，2019，2020）。学生成绩比较显示，美国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低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学生，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学生（Desilver，2017）。

1.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教育

许多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面临着学习障碍（Hoff & Laursen，2019；Lampert & others，2020）。他们的父母可能没能为他们提供好的教育条件，没有能力送他们读书，或者不能负担教育资料和实践活动的费用，例如购买书籍、参观动物园和博物馆。他们可能营养不良，或者生活在犯罪和暴力行为高发地区（Bradley，2019；Hix-Small，2020）。一项研究发现，不利的社区环境（例如，具有低收入与高失业率等特征的社区）与育儿方式的不稳定性、激励不足、惩罚性的养育方式，以及最终导致孩子出现行为问题和语言能力低下等负面结果都有关（Kohen & others，2008）。另一项研究表明，儿童经历贫困的时间越长，贫困对他们的认知发展就越有害（Najman & others，2009）。

贫困家庭的儿童就读的学校拥有的资源往往远远少于高收入社区的学校（Osher & others，2020）。与收入较高地区的学校的学生相比，低收入地区的学校的学生测试成绩更低，毕业率和大学入学比例也较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往往配备经验较少的年轻教师，这些教师更有可能督促学生死记硬背而非鼓励学生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Parillo，2019）。许多校舍和教室老旧。乔纳森·科佐尔（2005）在许多市中心的学校观察到这些糟糕的条件。总之，大多低收入社区学校提供的环境不利于学生有效学习（Biglan & others，2020；McLoyd，Hardaway & Jocson，2019）。

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贫困儿童家庭收入的增加与其中学成绩的提高，以及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受教育程度更高息息相关（Duncan，Magnuson & VotrubaDrzal，2017）。

学校和学校项目是贫困干预措施的重点（Reynolds & others，2019）。在一项针对第一代移民儿童就读的极度贫困学校的干预中，“城市连接”项目成功地提高了儿童小学毕业时的数学和阅读成绩（Dearing & others，2016）。该项目由各个学校的全职辅导员或社会工作者指导开展，在学年的前几个月会开展儿童需求年度回顾活动。然后，现场协调员和教师合作制订学生支持计划，其中包括课后计划、家庭教师辅导计划或家庭咨询计划。对被认定为具有强烈需求的学生（占比为8%~10%），会有更广泛的专业团队参与进来以提供额外的支持，包括学校心理学家、校长、护士和社区机构工作人员。另一项纵向研究显示，一项名为“儿童–家长中心计划”的干预措施为芝加哥高度贫困社区中有3岁至9岁儿童的家庭提供了以学校为基础的丰富教育资源和全面的家庭服务。该计划与更高的继续教育完成率有关，包括更长的教育年限、获得辅修学位或更高学历，以及获得硕士学位（Reynolds，Ou & Temple，2018）。

另一项改善低收入条件儿童的教育的重要举措是成立“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2020），这是一个从高校毕业生中招募和选拔人员担任教师的非营利性组织。选定的成员承诺在低收入社区的公立学校任教两年。该组织自1990年成立以来，已有42000多人教授了超过50000名学生。这些老师可以具有教育专业背景，但这不是必要条件。在开始教书之前的夏季，他们会参加强化培训项目。如果想要了解一位已经加入“为美国而教”的教师，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阿皓·瓦齐里，“为美国而教”的教师

阿皓·瓦齐里（Ahou Vaziri）是作者约翰·W.桑特洛克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教育心理学专业的优秀学生，她主修心理学和儿童发展。随后几年，她担任教育心理学课程的教育心理学实习教师，然后申请了“为美国而教”的一个职位并被顺利录取。瓦齐里被分配到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的一个低收入地区工作，在那里教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学习英语。用她的话来说，“我在‘为美国而教’课堂上教书的那些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有收获的阶段之一。我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都能知道我真的改变了学生们的生活。”

有了在“为美国而教”的两年教学经验之后，瓦齐里继续在这个组织中服务，负责招聘大学生成为“为美国而教”的教师。随后，她开始参与“为美国而教”的课程开发工作。再后来，她从南卫理公会大学毕业，获得咨询学硕士学位。2019年，她开始在北得克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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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皓·瓦齐里和她的学生们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上课。

2.学校种族

有1/3以上的非裔美国人和近1/3的拉丁裔学生就读于美国47个最大城市学区的学校，相比之下，这些学校中的白人只有5%，而亚裔美国学生只有22%。许多这样的市中心学校仍然被区别对待，资金严重不足，没有提供足够的机会让儿童有效地学习（Garcia，2020）。因此，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和种族二者的影响往往交织在一起（Banks，2020）。

来自不同种族群体的学生在学校的经历千差万别（Gollnick & Chinn，2021；Koppelman，2020）。非裔美国学生和拉丁裔学生与非拉丁裔白人或亚裔美国学生相比，参加大学预科课程的可能性较小，反而更有可能需要参加补习和特殊课程教育计划（Baker & Cotto，2020）。亚裔美国学生在高中就学习了高等数学和科学课程。非裔美国学生的休学率是拉丁裔学生、美洲原住民或非拉丁裔白人学生休学率的两倍。

上文做的比较并没有说明教育差距的原因。对于少数种族学生，如非裔美国学生和拉丁裔学生来说，许多人就读于资金不足的学校，经历过歧视、偏见和成见（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Office of Civil Rights，2018）。例如，人们发现教师在评价非裔美国学生的行为时会存在偏见，这就导致与其他种族的学生相比，非裔美国学生更容易被学校停学（Jarvis & Okonofua，2020）。然而，每个种族群体的特征有天壤之别（Banks，2020）。例如，高级班中亚裔美国学生占的比例更高，这主要包括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文化背景的学生；来自赫蒙族和越南文化背景的学生在学术上并不太成功。以下是一些改善不同种族学生之间关系的策略。

● 把课堂变成拼图教室。当艾略特·阿伦森（Eliot Aronson）还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任教授时，学校就如何缓解教室里种族关系日益紧张这一现状征求他的意见。阿伦森（1986）提出了“拼图教室”的概念，即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放在一个合作小组中，让他们合作构建项目，并在项目执行中实现共同目标。阿伦森之所以使用拼图这个概念，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方法就像让一群学生合作把不同的碎片拼在一起完成一个拼图游戏一样。这个项目可能会是怎样的呢？团队运动、戏剧创作和音乐表演都是学生们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合作的例子。同样，拼图教室也适用于小组科学项目、完成历史报告以及涉及各种主题的其他学习。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会怎样使用拼图教室来设计一个涉及不同的文化的课程计划呢？

● 鼓励学生与其他不同的学生进行积极的个人接触。单纯的接触并不能改善与不同人群的关系。例如，把少数族裔学生送到以白人为主的学校，或者反过来，并不能减少偏见或改善种族间的关系。人们应该将关注重点放在儿童上学后发生的事情上。有利于改善种族之间的关系的做法是与其他种族的人分享自己的担忧、成功、失败、应对策略、兴趣以及其他个人信息。当采取这些方式时，人们倾向于将他人视为个体，而不是同质群体的成员。

● 减少偏见。教师可以通过下面一些活动来减少偏见：展示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的儿童图像，选择鼓励文化理解的游戏和课堂活动，帮助学生抵制刻板印象，与父母一起减少孩子在家中受到偏见的机会和偏见产生的消极影响。

● 做一名称职的文化调解者。教师需要对教材和课堂互动中有偏见的内容保持敏感，更多地了解不同的种族群体，对儿童的种族问题保持关注，平等地看待学生，并思考有效的方法使家长与教师通过合作来共同教育孩子，从而发挥文化调解者的强大作用。

● 将学校和社区视为一个团队。詹姆斯·科默（James Comer，1988，2004，2006，2010）倡导以社区为导向的团队合作方法，认为这是教育儿童的最佳方式。科默项目的三个重要因素是治理与管理团队——制订全面的学校计划、评估策略和员工发展计划；构建心理健康或学校支持团队；制订家长计划。科默认为，整个学校应该有一种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态度。科默项目目前在26个州的600多所学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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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科默与内陆城市的一些儿童。这些儿童就读的学校因为科默项目变得更好。

3.跨文化比较

国际评估显示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领域表现不佳（Desilver，2017）。一项对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的评估显示，美国四年级学生在数学方面的排名是48个国家及地区中的第11位，在科学方面则是第8位（TIMSS，2015）。同样在TIMSS的研究中，美国八年级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排名都是37个国家及地区中的第8位。国际评估中的前5名大多来自东亚国家，比如新加坡、中国和日本。近年来，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前5名中仅有的两个非亚洲国家是芬兰和爱沙尼亚。

尽管美国小学生最近有所进步，但依然令人不安的是，在大多数国家的比较研究中，与其他国家的学生相比，美国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排名始终在下降。此外，美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成绩仍然远远低于许多东亚国家的学生。

哈罗德·史蒂文森（Harold Stevenson，1995，2000；Stevenson，Hofer & Randel，1999；Stevenson & others，1990）的研究探讨了美国学生与亚洲特定国家学生相比表现不佳的原因。史蒂文森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对美国、中国和日本学生的五项跨文化比较。在这些研究中，亚洲学生一直胜过美国学生。学生在校时间越长，亚洲学生和美国学生之间的差距就越大——一年级学生的差距最小，十一年级（研究中的最高年级）学生的差距最大。史蒂文森和他的同事们花了数千小时观察课堂，以及采访和调查教师、学生和家长。他们发现亚洲教师花在数学教学上的时间比美国教师多。在日本，一年级超过1/4的课堂时间都花在数学教学上；而在美国，一年级只有1/10的课堂时间花在数学教学上。此外，亚洲学生每年平均在校240天，相比之下，美国只有178天。

亚洲家长和美国家长也迥然不同。美国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成绩的期待比亚洲家长更低。此外，美国家长更有可能相信孩子的数学成绩是由天生的能力决定的，而亚洲家长则认为孩子的数学成绩是努力和教育的结果。亚洲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可能做数学作业，而且亚洲家长比美国家长更可能帮助孩子完成数学作业（Chen & Stevenson，1989）。一项研究考察了亚裔美国儿童学习成绩优秀的诸多因素（Hxin & Xie，2014）。这项研究发现，亚裔美国儿童的优势主要在于他们为学习付出了更多努力，而不是由于在认知能力或社会人口方面存在优势。

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儿童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而这最终会削弱美国的全球竞争力（Ng &others，2019；Pomerantz，2020）。研究人员感兴趣的是，家长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同时保持积极的情绪。为此，伊娃·波美兰茨（Eva Pomerantz）和她的同事对美国和中国的儿童及家长展开了研究，发现中国的儿童经常会比美国同龄人取得更高的成绩（Pomerantz & Grolnick，2017；Qu & others，2016）。

与美国家长相比，东亚家长花费更多的时间帮助他们的孩子做家庭作业（Chen & Stevenson，1989）。波美兰茨的研究表明，早在儿童学龄前东亚家长就已经参与到儿童的学习之中，而且这种参与持续贯穿整个小学时期（Ng，Pomerantz & Deng，2014）。与美国相比，东亚国家的父母普遍认为自己应该对子女的学习负责（Pomerantz，2020）。

一项关于美籍华人移民家庭中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与父母采用非专制养育风格的儿童相比，父母采用专制（高度控制）养育风格的儿童更具攻击性、更抑郁、焦虑程度更高、社交技能更差（Zhou & others，2013）。周青（Qing Zhou，2013）是上述研究的第一作者，也是加州大学文化与家庭实验室的负责人。她举办了一些研讨会来教授专制型母亲一些积极的养育策略，如运用倾听技巧、表扬孩子的良好行为、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一起参加有趣的活动。此外，中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拥有权威型父母的青少年比拥有专制型父母的同龄人表现出更好的适应能力（Zhang &others，2017）。

总之，尽管专制型养育可能会促进孩子获得更高水平的成就，但人们仍担心专制型、高度控制型的养育方式也可能会给儿童带来更多的情感难题（Pomerantz，2018）。

针对亚洲和美国父母在解释努力与能力方面的态度差异，卡萝尔·德韦克（Carol Dweck，2006，2016，2019）论述了儿童思维模式（mindset）的重要性，她将其定义为个体产生的关于自我的认知观点。她得出的结论是，个体拥有以下两种思维模式中的一种：固定型思维模式，他们相信自己的品质就像是刻在石头上一样，恒久不变；成长型思维模式，他们相信自己的品质可以通过努力得以改变和提高。德韦克（2006，2019）认为，个人的思维模式会影响他们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他们将如何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德韦克说，随着儿童与父母、教师和教练的互动，儿童的思维模式在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这些对儿童产生影响的成年人要么是固定型思维，要么是成长型思维。然而，一些研究表明，许多具有成长型思维的父母和教师不一定总是能够把成长型思维灌输给儿童和青少年（Haimovitz & Dweck，2016，2017）。研究者发现以下策略可以培养青少年的成长型思维模式：为理解而教，提供反馈以改进理解，给学生改正的机会，交流学习中付出的努力，在儿童及青少年学习过程中发挥同伴作用（Haimovitz & Dweck，2017；Hooper & others，2016；Sun，2015）。

德韦克和她的同事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与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相比，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不太可能拥有成长型思维模式（Claro，paunesku & Dweck，2016）。然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如果拥有成长型思维模式，其成绩更有可能免受贫困的负面影响。

德韦克和她的同事（Blackwell，Trzesniewski &Dweck，2007；Dweck & Yeager，2020）发现利用大脑的可塑性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并使其获得成功。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将两组学生分配到八节课中，一组学生接受学习技能指导，另一组学生接受学习技能指导和成长型思维培养（Blackwell，Trzesniewski & Dweck，2007）。成长型思维小组的一个练习题目是“你可以使你的大脑获得发展”，这个题目强调大脑就像一块肌肉，可以随着练习和发展新的连接变得更强。指导人员告诉学生，越促使大脑去学习，脑细胞就会生长得越多。两组学生在干预前数学成绩都有所下降。在干预之后，只接受学习技能指导的小组的学生的数学成绩继续下降，但同时接受学习技能指导和成长型思维培养的小组的学生的数学成绩有所提高。在德韦克和她的同事开展的一项研究中（Paunesku & others，2015），成绩不佳的高中生在网上阅读了有关大脑如何在人们努力学习和研究时发生变化的模块。在网上接触到有关大脑和学习的信息后，成绩不佳的学生们提高了他们的学分绩点。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你的班级里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策略来促使学生从固定型思维模式转变为成长型思维模式呢？

德韦克还创建了一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脑科学”学习班，教导学生他们的智力是可以改变的（Blackwell & Dweck，2008）。该学习班包括六个模块，内容涉及大脑如何工作以及学生如何开发他们的大脑。该学习班在约克市的20个学校里进行试点，学生们十分认可基于计算机的大脑模块的作用。一个学生说：“我会更加努力，因为我知道越努力，大脑知道得越多。”（Dweck & Master，2009）

近期，人们研究了同伴的思维模式是否会影响儿童的思维模式（Shefffer & Cheung，2020）。一项研究显示，学生的同伴在学年开始2个月后的思维模式与该学生在学年结束7个月后的思维模式存在关联（King，2020）。

此外，尽管一些干预措施未能成功地培养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模式（Boulay & others，2018），但戴维·耶格（David Yeager）和他的同事（2018）开展了一项全国性干预研究，其中包括一种简短的、在线的、直接培养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干预措施，该干预措施提高了成绩不佳的学生的学分绩点，并改善了成绩优异的学生寻求挑战的心理倾向。在另一项研究中，美国线上成长型思维模式干预措施的积极结果在挪威的学生中得到了复证（Bettinger & others，2018）。



内容总结






情绪与人格发展




● 童年中后期的自我描述越来越多地涉及心理和社会要素。观点采择能力在童年中后期有所增强。自我概念是指在特定领域的自我评价，自尊是指关于自我的整体评价，也被称为自我价值感或自我映像。自我效能感与自我调节与儿童的能力及成就有关。勤奋对自卑是埃里克森理论的第四个发展阶段，概括了童年中后期的特点。

● 情绪发展发生在童年中后期。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会使用更多的认知策略。

● 柯尔伯格认为道德发展包括三个水平——前习俗推理水平、习俗推理水平和后习俗推理水平。针对柯尔伯格的理论存在许多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利根的观点。道德发展领域理论强调存在不同的社会知识和认知领域，包括道德领域、社会习俗领域和个人领域。亲社会行为包括积极的道德行为，例如分享。

● 儿童生活中存在性别刻板印象，研究表明在童年中后期性别刻板印象还会继续变化。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许多生理差异。一些专家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被夸大了。就社会情绪差异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具身体攻击性，而女性比男性能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家庭




● 父母在童年中后期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比童年早期少。控制更多基于家长与孩子双方的共同调节。

● 父母可以作为儿童机会的管理者发挥重要作用。

● 孩子对父母的安全依恋与童年中后期较低水平的内化症状相关。

● 生活在再婚家庭中的儿童比生活在未离婚家庭中的同龄人有更多的适应问题。



同伴




● 童年中后期同伴关系有一定发展变化。

● 同伴地位在童年中后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以下类型：受欢迎的儿童、普通的儿童、被忽视的儿童、被拒绝的儿童、有争议的儿童。

● 大量儿童受到欺凌，这可能会对受害者和欺凌者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 成为朋友的儿童往往具有相似性。儿童的友谊发挥着诸多作用。



学校




● 当代关于学生学习的理论取向包括建构式教学法与直接教学法。在美国各州，对小学生进行标准化考试是为了强化对学校的问责制。

●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生活贫困的儿童学习都会面临许多障碍。

● 美国儿童比许多其他国家的儿童更注重成就，但是与亚洲国家的许多儿童相比，美国儿童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表现较差。固定型或者成长型思维模式是个体产生的关于自我的认知观点。







第9章 青少年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




本章纲要



青少年期的特点






身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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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的性






青少年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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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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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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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期死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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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使用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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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食障碍






青少年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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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亚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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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的自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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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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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到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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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青少年的高效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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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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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学习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安妮、阿尼和凯蒂

15岁的安妮（Annie）出现了酗酒问题，最近因为经常缺席而被她所在学校的拉拉队开除了，但这并没有阻止她继续饮酒。她和她的朋友们开始经常旷课以便饮酒。

14岁的阿尼（Arnie）是个未成年罪犯。上周他偷了一台电视，把自己的母亲打得头破血流，还在附近打破了一些路灯，并用扳手和锤子威胁了一个男孩。

12岁的凯蒂（Katie）最想要的就是在她的小镇上有一个游乐场。她知道其他孩子也有同样的需求，于是她组织了一个小组来筹集资金。他们向镇议会呈递了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了她的小组，并通过挨家挨户卖糖果和三明治筹集到了资金。最终，筹建游乐场的梦想成真，像凯蒂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人们可以野餐和交友的地方。”凯蒂的建议是：“如果您不尝试，您将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image: ]

凯蒂（前排）及一些她的小组中的志愿者。

有很多像凯蒂这样的青少年，他们会以积极的方式为社区做出贡献，并可以成功度过青少年期的过渡阶段。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青少年期不是出现叛逆、危机、病态和偏差的时期。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会进行评判、制定决策、承担责任并在世界中明确自己位置的时期。当今青少年的大多数问题并不在于青少年本身。青少年需要的是获得各种正当（或合法）机会，以及来自关心他们的成年人的长期支持（Connor，2020）。

青少年期是人类毕生发展的过渡期，大约在10~12岁开始，18~22岁结束。我们会从探讨青少年期的一些普遍特征开始本章，然后将注意力转向青少年期的主要身体变化和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会讲述在青少年期发生的重大认知改变。最后，我们会探讨面向青少年的学校的各个方面。

9.1 青少年期的特点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青少年会如何“成长”忧心忡忡。1904年，G.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提出了“风暴与压力”的观点，认为青少年期是充满冲突和情绪波动的动荡时期。然而，丹尼尔·奥费尔（Daniel Offer）和他的同事们（1988）研究了许多国家青少年的自我映像后发现，至少有73%的青少年展现出了健康向上的自我映像，而不是“风暴和压力”的态度。

关于日常品味和行为举止，每一代青少年似乎都会拥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与成年人截然不同的表现——他们的外貌打扮、行为方式、音乐喜好都与成年人相去甚远。然而，将青少年尝试新身份和喜欢适度的反常行为与对父母和社会标准的敌对混为一谈，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行为出格和试探边界一直都是青少年接受而不是拒绝父母价值观的传统方式。

对青少年期的消极刻板印象已经广泛存在（Jiang & others，2018）。然而，很多消极刻板印象是媒体对少数显眼青少年的报道推波助澜所致的。近十年来，人们呼吁成年人对青少年持更加积极的态度，并强调他们的积极发展。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青少年正以积极的方式从童年期过渡到青少年期再过渡到成年期（Lerner & others，2019）。例如，美国对12~20岁的非拉丁裔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在他们最脆弱不堪的时期，他们也更倾向于进行积极性发展，而非进行问题性发展（Gutman & others，2017）。他们所展现的健康行为、与父母和朋友的支持性关系以及积极的自我认知远比他们展现的愤怒和抑郁情绪多得多。

尽管大多数青少年可以成功地走过通往成年成熟期的漫长道路，但也有很多人没有取得成功（Ferrer-Wreder & Kroger，2020）。种族、文化、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年龄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会影响每个青少年的实际人生轨迹（Magnuson & Duncan，2019）。根据被描述的青少年群体的不同，我们会得到千差万别的青少年画像。今天的青少年会通过媒体接触到各种复杂的生活方式选项，面临各种诱惑（D’ Amico & others，2020）。太多青少年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和支持，以成为有能力的成年人（Terrell & others，2021）。

彼得·本森（Peter Benson）及其同事（Benson，2010；Benson，Roehlkepartain & Scales，2012；Benson & Scales，2009，2011）认为，美国的青少年社会政策过于碎片化，过于关注青少年的负面发展缺陷，尤其是损害健康的行为，如犯罪行为，而对积极的、强调优势的方面关注不足。本森及其同事（2004，p.783）称，强调优势的青少年社会政策“可以更多地选取健康的视角，特别强调健康条件的存在，并扩展健康的概念，将就业、教育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和能力涵盖在内。这一政策可以超越消除风险的范畴，清晰明确地倡导提高健康水平”。

9.2 身体变化

一位父亲评论道：“他十几岁的儿子的问题不在于长大，而在于不知道何时停止生长。”除了青春期的一般变化，我们还将探讨涉及大脑和性的其他变化。

9.2.1 青春期

青春期（puberty）与青少年期并不完全相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尽管青春期是青少年期开始的最重要标志，但青春期在青少年期结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青春期是一个主要发生在青少年早期的大脑神经内分泌过程，能够刺激身体发生快速变化（Sanfilippo & others，2020）。进入青春期不是一个孤立单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我们能知道一个男孩或女孩是否正在经历青春期，但要准确确定青春期的开始和结束却并非易事。这个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出现性成熟的迹象以及身高和体重的变化。

1.性成熟、身高和体重

回想一下你的青春期是如何开始的。在你身体发生的显著变化中，哪种变化是第一个出现的？研究人员发现，男性青春期特征通常会按照这个顺序发展：阴茎和睾丸变大，直的阴毛出现，声音略有变化，第一次射精，卷曲的阴毛出现，身高和体重开始最大程度地增长，腋下毛发生长，更明显的声音变化，最后是面部毛发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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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青春期生长高峰

平均而言，女孩出现青春期生长高峰比男孩提早两年（女孩为11.5岁，男孩为13.5岁）。激素与生长高峰以及青少年男女平均身高之间的差异有什么关系？

女性身体变化的出现顺序是什么？首先，乳房变大或者阴毛出现。之后，腋下出现毛发。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女性身高会增长，臀部会变得比肩膀宽。初潮（menarche）——女孩的第一次月经，在青春期会出现得比较晚。

体重显著增加与青春期的开始时间相差无几。在青少年早期，女孩往往比男孩更重，但到了14岁左右，男孩的体重开始超过女孩。同样，在青少年期开始时，女孩往往和同龄男孩一样高或比同龄男孩更高，但到初中毕业时，大多数男孩的身高可以赶上女孩，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会超过女孩。

在图9.1中，女孩出现生长高峰比男孩大约早两年。女孩生长高峰开始的平均年龄是9岁，男孩是11岁。女孩在11岁半和男孩在13岁半时，达到青春期身高变化的峰值。在他们的生长高峰期间，女孩身高每年会增加约3.5英寸（约9厘米），男孩身高每年会增加约4英寸（约10厘米）。在青少年期之前比同龄人矮或高的男孩和女孩，很可能会在青少年期保持这样的身高差异。

2.激素变化

男孩们长出第一根胡须和女孩们臀部变宽的背后是大量激素（hormones）的涌动，这些由内分泌腺分泌的强大化学物质可以通过血液在体内运输（Frederikson & others，2020）。内分泌系统也会在青春期影响下丘脑，这通常体现为垂体腺和性腺之间的相互作用。下丘脑（hypothalamus）是位于大脑高部位的一个结构，负责监控进食和性。垂体腺（pituitary gland）是一种重要的内分泌腺，可以控制生长并调节包括性腺在内的其他腺体；性腺（gonads）——男性的睾丸、女性的卵巢——在引起青春期身体变化方面尤为重要。

在青少年期，某些激素的浓度会急剧增加（Uchida & Kagitani，2019）。“睾酮”（testosterone）是一种与男孩生殖器官发育、身高增加和声音变化有关的激素（Werenga & others，2018）。“雌二醇”（estradiol）是一种雌激素，在女孩身上，它与乳房、子宫和骨骼发育有关（Ding & others，2018）。一项研究显示，青春期男孩的睾酮水平增加了18倍，而女孩只增加了2倍；女孩的雌二醇水平增加了8倍，而男孩只增加了2倍（Nottelmann & others，1987）。因此，睾酮和雌二醇都属于男孩和女孩的激素组成部分，但睾酮在男性青春期发育中占主导地位，而雌二醇在女性青春期发育中占主导地位（Ding et al.，2018）。同样，可以导致男性胸部长毛和女性乳房脂肪组织增加的激素分泌也可能会促进青少年期的心理发展。例如，一项针对青少年男孩的研究发现，较高的睾酮水平与较低的延迟满足感有关（Laube，Lorenz & van den Bos，2019）。一项针对日本青少年早期男孩的研究表明，较低的睾酮水平与社交退缩有关（Hayashi & others，2020）。

然而，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高质量研究可以证实青春期睾酮水平的变化与青少年男性的心情和行为有关（Duke，Balzer & Steinbeck，2014）。因此，激素作用本身并不能解释青少年的发育（Susman & Dorn，2013）。例如，一项研究显示，社会因素对青少年期少女抑郁和愤怒的影响是激素因素影响的2~4倍（Brooks-Gunn & Warren，1989）。行为和心情也可以影响激素水平，压力、饮食模式、运动、性行为、紧张和抑郁都可以激活或抑制激素系统的各个方面。总之，激素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是错综复杂的（Susman & Dorn，2013）。

3.青春期的开始时间和变化

美国的青少年通常比欧洲国家的青少年早成熟一年左右，自19世纪中期以来，初潮出现的平均年龄已经显著下降。此外，韩国和日本（Cole & Mori，2017）、中国（Song & others，2016）、沙特阿拉伯（Al Alwan et al.，2017）和葡萄牙（Queiroga & others，2020）的研究发现，近年来青春期的开始时间已经提前。然而，幸运的是，我们不太可能会看到青春期的“幼儿”，因为过去一个世纪发生的改变很可能是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改善造成的（Herman-Giddens，2007）。

为什么青春期的变化会在特定的时期发生，又如何解释它们的时间变化呢？青春期的基本遗传程序与物种有关（Lardone & others，2020），但营养、健康、家庭压力和其他环境因素也可以影响青春期的开始时间和表现（Villamor & Jansen，2016）。体重也与青春期的开始息息相关。研究发现，较高的BMI（Deng & others，2018）和肥胖（Busch & others，2020）与青春期开始较早有关。此外，当女孩和男孩经历较大的压力和冲突时，青春期会提前到来。

对于大多数男孩来说，青春期可能最早从10岁开始，最晚从13岁半开始；最早到13岁结束，最晚到17岁结束。因为时间范围足够大，所以在相同年龄的两个男孩中，在一个男孩开始进入青少年期之前，另一个男孩的青春期可能就结束了。对于女孩来说，如果初潮出现在9岁至15岁，就可以被认为是在正常范围内。

4.身体映像

青春期身体变化中有一个心理因素是确定无疑的：青少年对他们的身体会产生过分关注，并会形成关于他们身体的映像（McCullough，pieloch & Marks，2020）。一项研究表明，那些对自己身体映像最满意的青少年更容易参与有益健康的行为，尤其是定期锻炼（Frisen & Holmqvist，2010）。此外，泰国一项针对七年级至十二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上网时间的增加，尤其是对自我形象、饮食态度及行为的关注时间的增加，与身体不满意度的升高有关（Kaewpradub & others，2017）。

近年来，互联网使用频率，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使用频率的提高，引发了人们对社交媒体影响青少年身体映像的担忧（Saul & Rodgers，2018）。例如，一项针对美国12~14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更频繁的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体不满意度高有关（Burnette，Kwitowski & Mazzeo，2017）。此外，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当女孩认同社交媒体上展示的理想形象时（例如，她们希望自己的身体看起来像她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模特的身体），她们的身体映像会更为消极（Rodgers & others，2020）。另外，一项针对美国女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美国女大学生在脸书（Facebook）上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这与她们更频繁地与其他女性比较身体和体重，更关注他人的身体、外貌，以及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更多负面感受有关（Eckler，Kalyango & Paasch，2017）。总之，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接触的各个方面正在提升青少年和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体不满意度。

青少年对自己身体的认知会存在性别差异（Pullmer，Coelho & Zaitsoff，2019）。总的来说，在整个青春期，女孩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低于男孩，而且女孩的身体映像更为消极（Bearman et al.，2006）。女孩更消极的身体映像可能是因为媒体对瘦身魅力的渲染，再加上青春期女孩体内脂肪含量的增加（Calugi & Dalle Grave，2019）。此外，一项研究发现，更多的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少年更消极的身体映像相关，这对女孩的影响更大（Kelly et al.，2019）。另一项研究发现，随着从青少年早期过渡到青少年后期，男孩和女孩的身体映像都会变得更加积极、正面（Holsen，Carlson Jones & Skogbrott Birkeland，2012）。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警告家长，过度使用互联网可能导致孩子的身体满意度降低？

5.早熟与晚熟

你可能会比平均时间提前或推迟进入青春期，或者可能会正好准时进入青春期。在身体成熟方面比同龄人早或晚的青少年对自己的感知有所不同（Khan，2019）。伯克利纵向研究（the Berkeley Longitudinal Studies）发现，早熟的男孩对自己的认识更为积极，与同龄人的关系也更好（Jones，1965）。然而，当晚熟的男孩到三十多岁时，他们会形成比早熟男孩更强烈的身份认同（Peskin，1967）。这可能是因为晚熟男孩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生活中的选择，或者是因为早熟男孩会继续关注对他们有利的身体状况，而非职业发展和成就。尽管如此，有研究证实，至少在青少年期，早熟男孩比晚熟男孩更具优势（Graber，Brooks-Gunn & Warren，2006）。

相比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早熟会增加女孩面临许多问题的风险（Selkie，2018）。早熟女孩更容易吸烟、饮酒、抑郁、患有进食障碍，更想要努力早日摆脱父母而获得独立、结交年长的朋友；而且她们的身体容易引起男性的反应，会导致她们更早拥有约会经历和性经历（Selkie，2018；Wang & others，2016）。此外，研究人员发现，早熟女孩在中年时期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的发生率较高，主要是因为她们从青少年期开始就面临困境，而这些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消散（Mendle，Ryan & McKone，2019）。另一项研究显示，韩国女孩的初潮时间提早与其冒险性行为相关（Cheong & others，2015）。研究人员还发现，早熟女孩会倾向于更早地开始性行为，且性关系更不稳定（Moore，Harden & Mendle，2014）。另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女孩的早熟预示着她们持续较高的抑郁水平（Rudolph & others，2014）。此外，一项研究指出，早熟女孩在约会时，会面临更高的身体和言语虐待的风险（Chen，Rothman & Jaffee，2017）。早熟的女孩较不可能完成高中学业，倾向于更早地同居和结婚（Cavanagh，2009）。显然，由于社交和认知的不成熟加上提早的身体发育，早熟女孩容易被诱发问题行为，而无法认识到这可能对她们的发展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总之，对于男孩来说，在青少年期特别是青少年早期早熟，往往会有更有利的结果。然而，特别是在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方面，晚熟对男孩可能会更有利。研究越来越多地发现，早熟女孩容易受到许多问题的困扰。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你会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给早熟女孩的父母，以提醒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

9.2.2 大脑

随着身体其他部分的发展，青少年期的大脑也在发生变化，但有关青少年大脑发育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或将在绘制青少年大脑发育变化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Volkow & others，2020）。目前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呢？

大脑不变的观念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研究者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大脑随时间在不同环境中的可塑性（Ladouceur & others，2019）。大脑的发展主要涉及从基本到复杂的功能发展，感觉、食欲（进食、饮水）、性、冒险等大脑连接较早成熟，而如自我控制、计划和推理等高级大脑连接会较晚成熟（Zelazo，2013）。

回顾一下，研究者发现我们形成的突触连接几乎是我们实际使用的两倍（Huttenlocher &Dabholkar，1997）。我们使用的连接会得到加强并存留，而未使用的连接会被其他连接取代或消失殆尽。换句话说，在神经科学的语境中，未使用的连接会被“修剪”。由于这种修剪，到青少年期末，个体拥有的神经连接会比童年时期的“更少、更有选择性、更有效”（Kuhn，2009，p.153）。这种修剪表明，青少年选择参与或不参与活动会决定哪些神经连接得到加强，哪些神经连接会消失（Juraska & Willing，2017）。

利用fMRI脑部扫描，科学家发现青少年的大脑结构会发生显著变化（Vasa & others，2020）。大脑左右半球之间的神经纤维，即胼胝体（corpus callosum），在青少年期增厚，这可以提高青少年的信息加工能力（Chavarria et al.，2014）。例如，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期胼胝体的纤维密度增加了（Genc et al.，2018）。

在前一章中，我们描述了前额叶皮质的发育进展，它涉及推理、决策制定和自我控制。然而，前额叶皮质直到18~25岁的初显成年期或更晚才达到成熟（Brown & Wisco，2019）。

作为情感基地并能够体验奖赏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比前额叶皮质成熟得早得多，几乎可以在青少年早期就完全发育成熟（Brown & Wisco，2019）。与情绪尤其相关的边缘系统结构是杏仁核（amygdala）。图9.2显示了胼胝体、前额叶皮质和边缘系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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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青少年大脑的变化：前额叶皮质、边缘系统和胼胝体

随着青春期的开始，神经递质的水平也会发生变化（Casey et al.，2019）。例如，在青少年期，前额叶皮质和边缘系统的神经递质——多巴胺都会增加（Dahl & others，2018）。多巴胺的增加与冒险行为的风险增加有 关（Gulick & Gamsby，2018；Webber &others，2017）。研究人员还发现，多巴胺会在青少年寻求奖赏体验中发挥重要作用（Dubol & others，2018）。

在前文中，我们描述了与特定区域（如前额叶皮质）的突触修剪相关的局部激活会增强。在童年中后期，尽管如前额叶皮质这样的特定脑区内的局部激活增强，但在距离较远的脑区之间只有屈指可数的连接。当个体成长到初显成年期时，大脑各区域之间的连接会增加（Tooley & others，2020）。增加的连接（称为脑网络）在远距离脑区之间存在更加普遍（van Duijvenvoorde et al.，2019）。因此，随着儿童和青少年的成熟，大脑局部区域的活动会变得更加高效和集中，焦点激活会得到增强，同时不同大脑区域的脑网络也会同步增加（de Haan & Johnson，2016）。一项研究显示，青少年大脑额叶和杏仁核之间的连接减少与抑郁症的增加有关（Scheuer et al.，2017）。另一项研究显示，从青少年期到初显成年期，前额叶皮质与海马体之间的连接会增加，这种连接与更高级认知能力的提高有关，尤其是在解决问题和未来规划方面（Calabro & others，2020）。

青少年大脑的许多变化是迅速崛起的发展社会神经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该领域主要研究发育、大脑和社会情绪过程之间的联系（Mercurio et al.，2020）。例如，查尔斯·尼尔森（Charles Nelson，2003）提出：尽管青少年有很强烈的情绪，但他们的前额叶皮质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控制这些情绪的程度，就好像他们的大脑无法对这些情绪的产生踩下刹车。另一种对青少年情绪和认知发展的解释是：认知能力尚未发展成熟的新手提前驾驶了一辆涡轮增压的情绪汽车（Dahl，2004，p.18）。

当然，一个主要问题是哪个先出现——大脑的生物学变化先出现还是引发这些变化的经验先出现（Brody & others，2019）。一项追踪研究显示，生活在贫困条件下的11~18岁青少年在25岁时大脑功能减弱（Brody & others，2017）。然而，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如果其家庭参与了支持性的育儿干预，他们在成年时就不会表现出大脑功能减弱。另一项研究发现，当青少年抵制同伴压力时，其前额叶皮质会增厚且大脑连接会增多（Paus & others，2007）。科学家尚未确定是大脑先发生变化，还是与同伴、父母和其他人相处的经历会导致大脑发生变化。我们在研究终身发展过程中再次遇到了如此突出的天性–教养问题。尽管如此，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环境体验对大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Duell & Steinberg，2019；Judd & others，2020）。

在结束关于青少年大脑发展的这一部分的讨论时，还需要提醒一下：关于神经科学和青少年大脑发展的许多研究本质上是相关性研究，因此需要仔细审查关于因果关系的陈述（Volkow &others，2020）。当然，这种谨慎意识适用于研究人类毕生发展的任何阶段。

9.2.3 青少年的性

青少年期不仅以身体生长和大脑发育的巨大变化为特征，而且青少年期还是无性儿童与有性成年人之间的过渡阶段。青少年期是性幻想的时期，是性探索的时期，也是将性融入个人认同的时期。

1.发展性别认同

掌控新出现的性感觉并形成性别认同感是一个多方面且漫长的过程（Hyde & DeLamater，2020）。这涉及学会管理性感觉（如性唤起和吸引力）、发展新形式的亲密关系，以及学习调节性行为的技巧以避免不良后果（Herd & Polen-Petit，2021）。

青少年的性别认同涉及活动、兴趣、行为方式以及性取向的表现（个体是否具有吸引力）（Taggart & others，2019）。例如，一些青少年对性有很高的焦虑水平，另一些则处之泰然。一些青少年性唤起强烈，另一些则较弱。一些青少年在性方面非常活跃，另一些则无动于衷（Savin-Williams，2019）。

2.青少年性行为状况

青少年目前的性行为状况是怎样的？在2017年针对美国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中，57.3%的十二年级学生报告说他们已经有过性行为，而这一比例在九年级学生中为30%（Kann & others，2018）。到20岁时，77%的美国青年报告说他们已经有过性行为（Dworkin & Santelli，2007）。在美国，有44.3%的十二年级学生、35.3%的十一年级学生、24.9%的十年级学生和12.9%的九年级学生报告说“他们目前性行为活跃”（Kann & others，2018）。

近几十年来，青少年性行为的趋势是怎样的呢？从1991年到2017年，报告出现过以下一种情况的青少年人数在减少：曾经有过性行为、目前性行为活跃、13岁之前有过性行为、一生中与四人或更多人有过性行为（Kann & others，2018）。

美国各种族群体的性启蒙年龄大相径庭（Kann & others，2018）。非裔美国人可能比其他种族群体更早发生性行为，而亚裔美国人则可能更晚发生性行为（Feldman，Turner & Araujo，1999）。在一项较新的针对美国九年级至十二年级学生的全国性调查中，45.8%的非裔美国人、37.9%的拉丁裔白人和38.6%的非拉丁裔白人表示他们曾经有过性行为（Kann & others，2018）。在这项研究中，7.5%的非裔美国人（与拉丁裔白人的4%和非拉丁裔白人的2.1%相比）表示他们在13岁之前就有了第一次性经历。

3.青少年性行为的风险因素

许多青少年在情感上并未准备好应对性体验，尤其是在青少年早期（Evans & others，2020）。南非的一项近期研究显示，早期性行为的开始预示着高中顺利毕业的概率较低（Bengesai，Khan &Dube，2018）。而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15岁或更年轻的青少年发生性行为预示着成年早期更高的怀孕概率、一生的性伴侣数量和不使用避孕套的性行为更多（Prendergast & others，2019）。这项研究表明，早期性行为也与成年人更多的药物使用和反社会行为有关。

尤其是在青少年早期，药物滥用与性行为风险息息相关。例如，一项研究表明，滥用药物或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在13岁前开始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Okumu & others，2019）。

许多家庭因素与性行为风险关系紧密（Settheekul & others，2019）。一项研究表明，那些在八年级时报告父母对其行踪了解较多、对约会有较多家庭规定的青少年，在八年级至十年级期间主动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Ethier & others，2016）。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在众多育儿实践中，最能预测青少年降低性行为风险水平的因素是支持型养育（Simons & others，2016）。一项针对以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为主的城市青少年研究表明，与更多家庭成员谈论性保护问题的青少年会拥有较少的性伴侣，而谈论性风险的青少年则会拥有更多性伴侣（Grossman & others，2019）。

社会经济地位、同伴关系、学校表现、体育参与等因素会影响青少年的性行为风险（Taggart &others，2019）。例如，城市内部低收入地区的性活跃青少年比例较高（Morrison-Beedy & others，2013）。此外，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早期与更多不良同伴交往的青少年在16岁时可能会拥有更多性伴侣（Lansford & others，2010）。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学生与学校的紧密联结与性行为方面的积极结果有关（Markham & others，2010）。一项关于中学生的研究揭示，更好的学业成绩是推迟开始性行为的保护因素（Laflin，Wang & Barry，2008）。一项研究发现，参加体育运动的男性青少年更容易面临高水平的性行为风险，而参加体育运动的女性青少年则更容易面临较低水平的性行为风险（Lipowski & others，2016）。

认知和人格因素对青少年期性行为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因素涉及的两方面是自我控制和冲动。一项研究证实了低自我控制水平与青少年期的性行为风险有关（Magnusson，Crandall &Evans，2019）。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会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给想帮助青少年规避性行为风险的家长呢？

4.青少年怀孕

青少年怀孕是青少年期性行为的一个问题性结果，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发生（Wong &others，2020）。在跨文化比较中，尽管美国青少年的怀孕率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下降，但仍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美国的青少年怀孕率是荷兰的8倍。尽管美国青少年的性活跃程度并不比荷兰青少年高，但美国的青少年怀孕率却明显更高。一项跨文化比较发现，美国15~19岁青少年的怀孕率最高，瑞士最低（Sedgh & others，2015）。

尽管美国与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的比较是负面的，但美国青少年怀孕率的一些积极趋势仍然令人备受鼓舞。2017年，美国15~19岁女性的分娩率为每1000名女性中18.8例，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较1991年同年龄段每1000名女性中61.8例的分娩率大幅下降，且相比2014年下降了4%（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9）（见图9.3）。近年来，各种族青少年怀孕率也有了显著下降。下降的原因包括学校/社区组织健康课程、避孕用品的使用增加以及对艾滋病等性传播感染的恐惧。

青少年怀孕存在种族差异。2017年，美国15~19岁女性的分娩率为：每1000名拉丁裔女性中28.9例、每1000名非裔美国女性中27.5例、每1000名非拉丁裔白人女性中13.2例、每1000名亚裔美国女性中3.3例（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9）。

拉丁裔和非裔美国青少年女孩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再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也比非拉丁裔白人青少年女孩更大（Rosengard，2009）。而青少年母亲的女儿在青少年期生育的风险会增加，从而形成代际循环（Meade，Kershaw & Ickovic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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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美国15~19岁女性1980年至2018年的分娩率

实际上，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是青少年的反复怀孕。美国的一项全国性研究显示，从2004年至2015年，青少年分娩中反复分娩的比例有所下降（Dee & others，2017）。一项元分析显示，有效避孕方法的使用，以及与教育相关的因素（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继续上学）可以导致青少年反复怀孕的发生率降低，而抑郁症和过去的堕胎史与青少年反复怀孕的较高发生率有关（Maravilla & others，2017）。

青少年怀孕会给婴儿和自身带来健康风险（Mullick，2019）。青少年母亲所生的婴儿更容易出现低出生体重（这是导致婴儿死亡的一个突出因素）、神经问题和童年疾病（Khashan，Baker &Kenny，2010）。青少年母亲比同龄人更容易抑郁，更容易辍学（Stoner & others，2019）。尽管许多青少年母亲在以后的生活中会重返校园，但她们在经济方面通常无法赶上那些将生育年龄推迟到20多岁的女性。此外，一项对非裔美国城市青年的研究发现，曾是青少年母亲的女性比没有当过青少年母亲的女性在32岁时更可能失业、生活贫困、依赖福利，她们通常没有从大学毕业（Assini Meytin & Green，2015）。这项研究还显示，曾是青少年父亲的男性比没有当过青少年父亲的男性在32岁时更可能失业。

青少年母亲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显示，18%的青少年母亲生活在低社会经济水平地区，相比之下，20~34岁的母亲中只有11%生活在低社会经济水平地区，并且青少年母亲抑郁症的发病率更高，怀孕期间吸烟的可能性也比20~34岁的母亲更大（Wong & others，2020）。

尽管美国青少年高怀孕率的后果引发了大量担忧，但对青少年母亲及其后代造成负面影响的往往不只是怀孕。如刚才所述，青少年母亲更可能拥有低社会经济地位（Mollborn，2017）。许多青少年母亲在怀孕之前就并非好学生（Malamitsi-Puchner & Boutsikou，2006）。然而，并非所有生育孩子的青少年女性都生活贫困，成绩低下。因此，虽然青少年怀孕是一种高风险的情况，且未怀孕的青少年通常比那些怀孕的青少年表现更好，但仍有一些青少年母亲在学校表现优秀，并取得了积极正面的成果（Schaffer & others，2012）。

为帮助怀孕青少年和年轻母亲增加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Hyde &DeLamater，2020）。青少年母亲需要帮助，以获得儿童护理服务并为未来做计划。

青少年可以从与年龄相适应的家庭生活教育中受益（Harding & others，2020）。家庭与消费科学教育工作者可以教给青少年生活技能，如有效的决策制定策略。“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介绍了一位家庭与消费科学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内容。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家庭与消费科学教育工作者林恩·布朗肯希普

林恩·布朗肯希普（Lynn Blankinship）是一位家庭与消费科学教育工作者。她拥有亚利桑那大学该领域的本科学位，曾在图森马格尼特高中任教多年。

林恩·布朗肯希普荣获图森教师联盟1999—2000年度教育工作者奖，并在1999年荣获亚利桑那州年度教师称号。她特别喜欢教授青少年生活技能。她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让学生照顾一个模拟真实婴儿需求的自动化婴儿。她说，这个项目会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在完成任务期间，婴儿必须全天候得到照顾。林恩·布朗肯希普还在图森地区的几家儿童护理场所、幼儿园中为学生普及实际工作经验，并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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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布朗肯希普（中间）教授学生生活技能。

像林恩·布朗肯希普这样的家庭与消费科学教育工作者可能专攻幼儿教育，或教授初高中学生营养、人际关系、人类性行为、育儿和人类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在美国，有数百所大学和学院可以提供家庭与消费科学的两年制和四年制学位课程。这些课程通常需要实习，学生可能还需要上额外的教育课程以获得教师资格证书。一些家庭与消费科学教育工作者可以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以接受进一步培训，为可能的大学教学或研究工作打基础。

为减少青少年怀孕现象，“女孩们公司”（Girls Inc，2020）创建了一些让面临风险的青少年受益的项目。这些项目关注青少年怀孕，为女孩们提供动力和支持，教授她们技能，以推迟性行为发生的时间并教会女孩使用有效的保护措施。近期的一项分析显示，参加“女孩们公司”项目的女孩怀孕的概率（5.9%）比没有参加该项目的对照组女孩怀孕的概率（12.3%）要低（Girls Inc，2020）。

目前，“青少年怀孕预防”（Teen Pregnancy Prevention，TPP）项目资助了一系列研究，以寻求可以降低青少年怀孕率的方法（Office of Adolescent Health，2020）。这个项目关注诸如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与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建立积极关系、推迟性生活的开始时间及规划包含积极机会和结果的未来等领域。

目前，性教育领域的一个主要争议是学校应该开设禁欲课程，还是开设讲述避孕知识的课程（Wiley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仅仅开设禁欲课程并不能推迟性行为的开始时间，也不能减少有风险的行为（Santelli & others，2017）。近年来，在美国许多学校，婚前禁欲计划受到了更多关注。然而，这类政策和项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青少年期或初显成年期，绝大多数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发生性行为，而人们初次结婚的平均年龄（目前美国女性为27岁，男性为29岁）却在不断上升。青少年健康与医学会（2017）指出，研究证据表明，许多综合性教育项目成功地推迟了性行为的开始时间，降低了性传播感染的发病率。该组织还表示，研究表明，婚前禁欲计划在推迟性行为开始时间和降低其他性行为风险方面收效甚微。此外，一些性教育项目开始包含禁欲教育和避孕教育，但这些项目的有效性尚未得到充分评估（Barr & others，2014）。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利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支持包括禁欲教育和避孕教育在内的性教育项目呢？

9.3 青少年的健康

青少年期是健康相关行为养成的关键时期（Graham，Holt/Hale & Parker 2020）。许多与成年期不良健康习惯和早逝相关的行为都是在青少年期开始出现的（Insel & Roth，2020）。相反，早期养成健康行为习惯，如定期锻炼和喜好低脂、低胆固醇的食物，不仅对健康有立竿见影的益处，而且有助于在成年期预防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和癌症引起的残疾，以及延缓死亡（Donatelle &Ketcham，2020）。

要了解一位为改善青少年健康状况做出了许多贡献的人，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邦妮·哈尔珀恩-费尔舍尔，大学儿科专业教授兼青少年健康促进活动顾问

邦妮·哈尔珀恩–费尔舍尔（Bonnie Halpern Felsher）博士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担任儿科专业教授多年后，成为斯坦福大学儿科专业教授。她的工作充分体现了一些教授不仅在单一学科（如心理学）中进行教学和研究，还在多个学科领域以及在大学之外的社区工作，以改善青少年的生活。

哈尔珀恩–费尔舍尔博士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家，还额外接受了青少年健康方面的培训。她特别关注为什么青少年会做出冒险行为，并认为利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制定干预项目，可以改善青少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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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妮·哈尔珀恩-费尔舍尔博士（左起第二位）与她在“STEP-UP”项目中指导的一些学生的合影。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哈尔珀恩–费尔舍尔博士研究了青少年的性行为决策和生殖健康，包括对性行为的认知和社会情感预测因素。她的研究课题包括家庭教养和同伴关系对青少年性行为的影响。哈尔珀恩–费尔舍尔博士曾担任多个基于社区的青少年健康促进活动的顾问，并参与到减少青少年药物滥用的社区工作中。例如，她与加利福尼亚政府合作，发布了新的以学校为基础的烟草预防教育材料。为了进一步实现改善青少年生活的强烈愿望，哈尔珀恩–费尔舍尔博士负责协调“STEP-UP”项目（为特殊人群提供短期研究经验），自2007年以来，她每年都会在这个项目中亲自指导和监督22~25名高中生。

9.3.1 营养和锻炼

人们越来越关注青少年的营养和锻炼习惯（Blake，2020；Graham，Holt/Hale & Parker，2020）。

1.营养

许多青少年的饮食习惯会损害健康。许多人超重或肥胖，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患有其他类型的进食障碍（Schiff，2021）。相关数据显示，美国12~19岁青少年的超重比例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1%增长到2016年的20.6%（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17）。

青少年期肥胖预示着初显成年期的肥胖。例如，一项对超过8000名青少年进行的追踪研究发现，肥胖的青少年在初显成年期变为严重肥胖的可能性要大于超重或正常体重的青少年（The &others，2010）。另一项追踪研究显示，超重个体的比例从14岁时的20%增长到24岁时的33%（Patton & others，2011）。

美国文化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问题是摄入的脂肪量。如今许多青少年几乎靠快餐度日，而这些食物往往脂肪含量高。对20多个国家青少年的比较发现，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青少年相比，美国和英国青少年吃油炸食品的可能性更大，吃水果和蔬菜的可能性更小（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0）。此外，美国国家青少年风险调查发现，美国高中生的水果和蔬菜摄入量呈长期线性下降趋势，59.2%的受访高中生报告称，在过去的7天里他们没有吃过蔬菜（Kann & others，2018）。一项研究发现，更高程度的父母监督与青少年更健康的饮食以及超重的可能性小息息相关（Kim &others，2019）。

2.锻炼

研究人员发现，随着个体进入并经历青少年期，他们变得越来越不活跃（Chong & others，2020）。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在过去7天里，有5天每天进行60分钟或更多剧烈运动的青少年女孩（36.8%）要比男孩（56.9%）少得多（Kann & others，2018）。美国青少年参与锻炼的比例在不同种族间也迥然不同，而这些比例又因性别而大相径庭。该全国性调查还显示，非拉丁裔白人男孩锻炼得最多，非裔美国女孩锻炼得最少（Kann & others，2018）。

锻炼与青少年期的积极身体结果有关（Meeks，Heit & Page，2020；Rink，2020）。定期锻炼对青少年的体重状况有积极影响（Medrano & others，2018）。例如，经过一年的干预，课后体育项目可以降低青少年肥胖的风险（Glabska & others，2019）。并且，一项关于肥胖青少年女孩的实验性研究发现，一个为期12周的跳绳运动计划能有效改善她们的身体构成、血压、胰岛素水平和自我调节能力（Kim & others，2020）。

青少年期锻炼的其他积极健康结果包括降低甘油三酯水平、降低血压和降低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Rowland，2018）。同样，一项研究表明，每周180分钟的锻炼项目可以改善肥胖青少年的睡眠模式（Mendelson & others，2016）。此外，一项针对患有重度抑郁症的青少年的研究表明，进行12周的有氧锻炼可以减轻他们的抑郁症状（Jaworska & others，2019）。一项针对荷兰青少年的大规模研究表明，身体活跃的青少年有更少的情绪问题和同伴问题（Kuiper，Broer & van der Wouden，2018）。此外，一项研究显示，在众多认知因素中，记忆是青少年期最常通过锻炼可以得到改善的因素（Li & others，2017）。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锻炼水平与父母教养、同伴关系和屏幕时间有关（Baker &oth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经常与家人一起吃饭的青少年在成年时不太可能超重或肥胖（Berge & others，2015）。同伴经常影响青少年的体育活动（Chung，Ersig & McCarthy，2017）。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女性青少年的体育活动与她们的男性和女性朋友的体育活动有关，而男性青少年的体育活动与他们的女性朋友的体育活动有关（Sirard & others，2013）。更多的屏幕时间与青少年锻炼较少、超重或肥胖有关（Lizandra & others，2019）。一项研究表明，教育、学校类型和屏幕时间与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有关（Furthner & others，2018）。

9.3.2 睡眠模式

与营养和运动一样，睡眠对健康也有重要影响。青少年期睡眠模式的改变是否会导致青少年做出损害健康的行为呢？近期，人们对青少年的睡眠模式越来越感兴趣（Kracht & others，2020；Yildiz & others，2020）。新加坡的一项对13~19岁青少年的研究显示，上学期间夜晚睡眠时间短（少于7小时）与超重、抑郁症状增加、缺乏动机、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关系紧密（Yeo & others，2019）。此外，在一项追踪研究中，青少年被要求在九、十、十二年级期间分别完成14天的每日日记，研究发现无论学生们每天学习多少，当他们牺牲睡眠时间来学习更多的内容时，他们在理解课堂教学内容上更加困难，并且在完成第二天的课堂作业时更容易遇到困难（Gillen-O’ Neel，Huynh & Fuligni，2013）。研究人员还发现，平均每晚睡眠少于7.7小时的青少年会出现更多的情绪问题和同伴关系问题，焦虑程度更高（Sarchiapone & others，2014）。

另一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较短或睡眠质量较差且运动活动减少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内化和外化问题（Gillis & El-Sheikh，2019）。研究人员发现，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青少年，在睡眠时间短且睡眠质量差的情况下，内化和外化问题的水平最高（El-Sheikh & others，2019）。此外，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与饮酒有关（Kwon & others，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你可能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发现来阐述睡眠不足可能导致的问题呢？

一项全国性的青少年调查显示，只有25%的美国青少年在上学的夜晚能有平均8小时或更多的睡眠时间，这比仅在4年前开展的一项调查降低了7%（Kann & others，2018）。这项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学时至少能睡8小时的青少年人数越来越少。国家睡眠基金会（2006）在美国对1602名照料者和他们11~17岁的孩子进行了一项调查。45%的青少年在上学的夜晚睡眠不足（少于8小时）。年长的青少年（九年级到十二年级）在上学的夜晚的睡眠时间明显少于年幼的青少年（六年级到八年级）——年长的青少年中有62%睡眠不足，而年幼的青少年中只有21%睡眠不足。与获得最佳睡眠（9小时或更多）的青少年相比，在上学的夜晚睡眠不足（少于8小时）的青少年更容易疲劳、暴躁和易怒、在学校里打瞌睡、情绪低落和喝含咖啡因的饮料。

玛丽·卡斯卡登（Mary Carskadon，2006，2011a，b；Carskadon & Barker，2020；Jenni &Carskadon，2007）对青少年睡眠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她发现，在有机会的情况下，青少年每晚平均会睡9小时25分钟。然而，尤其是在工作日，大多数人的睡眠时间远远不足9小时。这种不足会导致睡眠缺口出现，青少年通常会在周末试图填补这种缺口。她还发现，年长的青少年在白天比年幼的青少年更容易困倦。卡斯卡登推测，这种困倦并非由学业任务或社会压力导致。恰恰相反，她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生物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变化，将他们的清醒时段延迟约一个小时。这种变化似乎与大脑松果体分泌的催眠激素——褪黑素的夜间释放延迟有关。年幼的青少年在晚上约9点半会分泌褪黑素，而年长的青少年大约在1小时后分泌。

卡斯卡登总结说，上学时间过早可能会导致昏昏欲睡、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和考试成绩不佳。根据卡斯卡登的研究，明尼苏达州埃迪纳市的学校决定将上学时间从原来的早上7：25改为早上8：30。自从推迟上学时间以来，因纪律问题被转介的学生人数减少了，报告生病或抑郁的学生人数也减少了。学校的系统报告称，高中生的考试成绩有所提高，而初中生则没有。这一发现可以支持卡斯卡登的猜测，即较早的上学时间可能使年长青少年产生的压力比年幼青少年产生的压力更大。此外，一项近期研究显示，西雅图学区将中学生的上学时间推迟，导致睡眠时间平均增加34分钟，学分绩点平均提高4.5%，学校出勤率也有所提高（Dunster & others，2018）。

青少年睡眠不足还有哪些其他原因呢？其中一些原因涉及电子媒体和咖啡因（Bartel，Scheeren & Gradisar，2019）。近期的研究表明，电话通话的频率、对手机的依赖性和平板电脑的使用与青少年的睡眠问题密不可分（Cabre-Riera & others，2019）。此外，一项研究显示，在便携式电子设备上花费多个小时与青少年睡眠时间缩短有关，而在非便携式电子设备上花费时间与青少年睡眠时间无关（Twenge，Hisler & Krizan，2019）。青少年的咖啡因摄入似乎与睡眠不足有关（Corcoran & other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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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朗大学玛丽·卡斯卡登的睡眠实验室里，一名青少年女孩的大脑活动正在接受检测。卡斯卡登（2006）说：“早晨，缺乏睡眠的青少年的大脑告诉他们现在是夜晚。”

初显成年期的睡眠模式是否会改变？研究表明会改变（Galambos，Howard & Maggs，2011；Kloss & others，2016）。一项研究发现，超过60%的大学生会被判定为睡眠质量差的人（Lund & others，2010）。这项研究还发现，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工作日睡觉和起床时间比高中高年级学生晚大约1小时15分钟（Lund & others，2010）。然而，大学一年级学生的睡觉和起床时间也比大学三、四年级学生晚，这表明在20~22岁会出现睡眠时间模式的逆转趋势。另一项研究表明，大学生持续的低睡眠时长与次日注意力不集中有关（Whiting & Murdock，2016）。

其他近期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初显成年期的个体的睡眠问题。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较短的睡眠时间与自杀风险增加有关（Becker & others，2018a）。在另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中，27%的人报告他们的睡眠质量差，36%的人报告他们每晚睡眠时间为7小时或更少（Becker & others，2018b）。在一项近期的实验研究中，与未接受干预的对照组相比，接受简短睡眠质量干预的初显成年期的被试（平均年龄：21.9岁）会报告其睡眠质量改善、更早地停止使用电子设备和保持更规律的睡眠作息，工作日的起床时间也更早（Hershner & O’ Brien，2018）。

9.3.3 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

导致青少年死亡的三大原因是意外事故、自杀和他杀（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20）。在所有15~24岁的青少年死亡案例中，几乎有一半是由意外事故造成的，其中大部分涉及机动车事故。

比起驾驶经验不足，超速、在酒精或其他药物影响下驾驶等危险驾驶习惯更有可能是导致这些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White & others，2018；Williams & others，2018）。在涉及青少年的机动车死亡事故中，约有50%的驾驶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可以达到0.10%——是某些州规定的合法数值的两倍。一项近期研究显示，十二年级时青少年的过度饮酒与醉酒驾驶、与酒驾司机同乘、昏迷以及后续4年内的危险驾驶行为有关（Vaca & others，2020）。

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会混合饮用酒精和能量饮料，这种做法与危险驾驶行为有关（Wilson & others，2018）。在作为行人或使用游乐车时死亡的青少年中，醉酒的比例也居高不下。

多年来，在美国，自杀一直是青少年的第三大死亡原因，但近期已取代他杀成为青少年的第二大死亡原因，而意外事故仍是青少年的第一大死因（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20）。

9.3.4 物质使用和滥用

自1975年以来，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每年都会监测美国的公立和私立高中的学生的物质使用情况。自1991年以来，他们还调查了八年级和十年级学生的物质使用情况。2018年，392所公立和私立学校的约44500名中学生参与了这项调查（Miech & others，2019）。这项持续进行的调查的数据表明，美国中学生的整体物质使用率在20世纪80年代下降了，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上升。

在21世纪，美国青少年喝酒、吸烟的行为已经减少（Miech & others，2019）。然而，相当数量的美国青少年正在使用电子烟。一项全国性研究显示，2018年青少年吸含尼古丁的电子烟远多于吸卷烟（Miech & others，2019）。

一项针对8~42岁个体进行的追踪研究发现，过早开始饮酒与中年时期饮酒过量的风险增加息息相关（Pitkänen，Lyrra & Pulkkinen，2005）。另一项研究显示，11岁之前开始饮酒与成年早期酒精依赖的风险增加密不可分（Guttmannova & others，2012）。

父母在预防青少年滥用物质方面发挥着毋庸置疑的作用（Voce & Anderson，2020）。研究人员发现，父母的监督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减少有关（Wang & others，2014）。例如，一项研究表明，13岁时母亲和父亲对青少年活动和行踪的了解与16岁时女孩和男孩的饮酒行为减少有关（Lindfors & others，2019）。此外，一项针对14~15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父母大量间歇式饮酒是青少年饮酒的风险因素，女孩尤其会受到父母大量间歇式饮酒的影响（Homel & Warren，2019）。一项研究发现，当青少年更频繁地与家人共进晚餐时，他们出现如物质滥用等问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Sen，2010）。

和父母一样，同伴在青少年的物质使用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Hennenberger，Mushonga &Preston，2020）。一项大规模的全国性青少年研究表明，朋友们饮酒对青少年饮酒的影响比父母的饮酒行为对青少年饮酒的影响更大（Deutsch，Wood & Slutske，2017）。

教育上的成功能有效预防青少年出现物质滥用问题（Kendler & others，2018）。一项研究表明，早期教育成就可以显著降低青少年出现物质滥用问题的可能性（Bachman & others，200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专业人士，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鼓励父母监督青少年呢？

9.3.5 进食障碍

在“营养和锻炼”一节中，我们介绍了超重青少年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现在我们来研究两种不同的进食问题——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青少年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1.神经性厌食症

尽管大多数美国女孩在某个时候都尝试过节食，但只有不到1%的人会发展成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是一种进食障碍，表现为通过饥饿来持续不懈地追求瘦身。这是一种可能导致死亡的进食障碍（Farasat & others，2020）。根据DSM-5精神疾病分类系统，个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可以被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a）限制能量摄入，导致体重明显偏低；（b）对增重或变胖有强烈恐惧，或存在干扰体重增加的持续性行为；（c）对体重或体型的感知会出现紊乱，或无法认识到当前体重过低的严重性。

过分关注体重和强迫性运动与神经性厌食症之间存在联系（Smith，Mason & Lavender，2018）。即使极度消瘦，患有这种进食障碍的个体仍然会认为自己过于肥胖（Phillipou，Castle &Rossell，2019）。他们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已经瘦骨嶙峋，尤其是腹部、臀部和大腿。他们经常称体重，测量身体尺寸，并在镜子前吹毛求疵地审视自己（Askew & others，2020）。

神经性厌食症通常发病于青少年早期至中期，并且通常在节食和经历某种生活压力之后发病（Fitzpatrick，2012）。女性患病的可能性比男性高10倍左右。当男性患神经性厌食症时，症状和其他特点（如扭曲的身体映像和家庭冲突）通常与患病女性所报告的如出一辙（Ariceli & others，2005）。

尽管神经性厌食症可能出现在任何种族群体的个体身上，但大多数神经性厌食症患者是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高收入家庭的非拉丁裔白人青少年或年轻女性，她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高成就（Darcy，2012）。神经性厌食症患者通常会设定很高的标准，对无法达到这些标准感到焦虑不安，非常关心别人对他们的看法（Calugi & Dalle Grave，2019）。由于无法满足自己的高期望，他们会将注意力转向可以控制的东西——体重。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母亲的后代患神经性厌食症的风险会增加（Machado & others，2014）。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问题与青少年女孩表现出神经性厌食症症状有关（Dimitropoulos & others，2018），家庭治疗通常被认定为治疗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青少年期和初显成年期女性的有效方法（Nyman-Carlsson & others，2020）。

生物学和文化因素都与神经性厌食症有关（Kwok & others，2020）。基因在这种疾病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Ehrlich，King & Boehm，2019）。此外，节食的身体效应可能改变神经网络，从而使人维持紊乱的进食模式（Ehrlich，King & Boehm，2019）。美国人认为纤瘦是一种时尚，这也可能会导致神经性厌食症发病率上升。媒体在选择时尚模特时将瘦削的身体认定为美丽，许多青少年女孩会努力效仿她们（Cazzato & others，2016）。社交媒体也会影响人们对纤瘦的追求。一项研究发现，两年内脸书（Facebook）好友数量的增加与瘦身动机的增强关系紧密（Tiggemann & Slater，2017）。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你可能会向父母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以帮助他们了解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青少年的心理和思维方式？

2.神经性贪食症

神经性厌食症患者通过限制食物摄入来控制他们的饮食，而大多数患有神经性贪食症（bulimia nervosa）的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神经性贪食症是一种进食障碍，患者会持续地做出暴食和清肠的行为，周期性地过度进食，然后进行自我诱导的呕吐或使用泻药。根据DSM-5精神疾病分类系统，神经性贪食症患者的特点包括：（a）在特定时间内（如在2小时内）的进食量大于在类似情况下大部分人在相似时间内的进食量；（b）在暴食期间对进食会失去控制。尽管许多人偶尔会暴食和清肠，但如果这种情况每周至少发生两次，并持续三个月（Gorrell & others，2019），则被认为是严重的神经性贪食症。

大多数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的人都对食物过分关注，对超重有强烈的恐惧，情绪抑郁或焦虑，且对自己的身体映像会存在扭曲的认知（Sattler，Eickmeyer & Eisenkolb，2020）。神经性贪食症患者可能会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Lavender & others，2014）。此外，一项元分析得出结论：患有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的人都会表现出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倾向（Norris，Gleaves，and Hutchinson，2019）。与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不同，持续地进行暴食和清肠的人体重通常在正常范围内，这使得神经性贪食症更难被察觉。

美国约1%~2%的女性会患上神经性贪食症，约90%的神经性贪食症患者都是女性。神经性贪食症通常在青少年后期或成年早期出现。许多发展为神经性贪食症的女性在疾病发作前有些超重，暴食往往在节食期间开始出现。约70%患有神经性贪食症的个体最终会康复（Agras & others，2004）。

一项全国性研究表明，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都与重度抑郁症的发生率有较高的关联性，其次是酒精使用障碍（Udo & Grilo，2019）。认知治疗和家庭治疗在治疗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果（Dalle Grave，2020；Gorrell & Le Grange，2019）。认知行为疗法在治疗神经性贪食症方面尤为有效（Hay，2020）。

9.4 青少年的认知

青少年思维能力的发展会为其带来新的认知并开阔其社会视野。让我们从皮亚杰的理论（1952）提供的视角开始，来探究青少年思维能力的发展特点。

9.4.1 皮亚杰的理论

皮亚杰认为，孩子在7岁左右会进入认知发展的具体运算阶段。他们能够对具体事件和对象进行逻辑推理，能更好地对物体进行分类，并能对物体类别之间的关系进行推理。皮亚杰称，大约在11岁时，认知发展开始进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形式运算阶段。

1.形式运算阶段

形式运算思维比具体运算思维更抽象。处于这个认知阶段的青少年不再局限于以实际的具体经验作为思维的基础。他们可以想象出虚构的情境、抽象的命题和纯粹假设的事件，并尝试对它们进行逻辑推理。在形式运算阶段，青少年的言语问题解决能力可以体现出思维的抽象特征。具体运算思维者需要看到具体元素A、B和C，才能得出逻辑推论：如果A=B且B=C，则A=C。而形式运算思维者仅通过言语陈述就能得出这一逻辑推论。

青少年思维抽象特质的另一个表现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思考思维本身。一位青少年说：“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思考关于我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这听起来很抽象，那确实如此，这正表现出青少年对思维及其抽象特质的关注已不同往昔。

尤其在形式运算阶段的开始阶段，与形式运算思维的抽象性相伴的是充满理想主义和可能性的思维。青少年会对理想特质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渴望在自己和他人身上体现这种特质。这样的思考经常导致青少年将自己与他人在一些方面进行比较。而他们的思考往往是对未来可能性的幻想。

青少年的思维更加符合逻辑。儿童很可能会通过试错法来解决问题，而青少年可以开始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制订解决问题的计划并系统地测试解决方案。问题解决需要“假设-演绎推理”（hypothetical-deductive reasoning），即可以创建一个假设并推导出其含义，从而为测试假设提供方法。因此，形式运算思维者会对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假设，然后系统地推导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2.对皮亚杰理论的评价

研究人员对皮亚杰关于形式运算阶段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质疑（Reyna，2018）。他们发现，个体差异比皮亚杰设想的要大得多：只有大约1/3的年幼青少年是形式运算思维者，许多美国成年人从未成为形式运算思维者；其他文化中的许多成年人也是如出一辙。

此外，科学和数学逻辑的教育可以促进形式运算思维的发展。这一点会让人想起对皮亚杰的理论的一种批评：文化和教育对认知发展的影响比皮亚杰所主张的更大（Wagner，2018）。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在其他方面也受到挑战（Allen，2020）。皮亚杰将认知发展的各个阶段视为统一的思维结构，每个阶段的多个方面会同时显现。然而，大多数当代发展心理学家认为，认知发展并不像皮亚杰所认为的那样具有阶段性（Kouklari，Tsermentseli & Monks，2019）。此外，儿童可以接受训练，在更高的认知阶段进行推理，儿童的一些认知能力比皮亚杰认为的出现得更早（Siegler & Alibali，2020）。例如，尽管皮亚杰认为儿童直到7岁才会理解数量守恒，但有人证明了儿童对数量守恒的理解在3岁时就已经出现。其他认知能力出现的时间可能比皮亚杰认为的晚（Kuhn，2013）。

尽管皮亚杰的观点受到了挑战，但我们仍然要感激他（Miller，2016）。皮亚杰是现代认知发展领域的奠基人，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持久力和吸引力的卓越概念：同化、适应、客体永久性、自我中心、守恒等。我们还要感谢他提出了儿童是积极的建构性思维者的现代观念。而且，我们还要感谢他创立了一种理论，并由此产生了大量有关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成果。

皮亚杰在观察儿童方面是一个天才。他通过仔细观察，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发现了儿童是如何行动并适应他们的世界的。儿童需要使他们的经验适应他们的图式，同时调整他们的图式来反映他们的经验。皮亚杰揭示了如果背景结构允许儿童逐步进入下一个更高层次，那么认知变化就有可能接踵而至。概念并不是突然完整无缺地出现的，而是逐步完善的，它会给儿童带来越来越全面的理解（Sloutsky，2015）。

9.4.2 青少年的自我中心

青少年的自我中心（adolescent egocentrism）是青少年自我意识增强的表现。大卫·艾尔金德（David Elkind，1976）认为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有两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是指青少年认为他人和自己一样对自己感兴趣。他们渴望被关注、被看见、“站在舞台上”，从而做出引人注目的行为。例如，一个八年级的男孩走进教室，可能会认为所有人都盯着他满是痘痘的脸。在青少年早期，青少年会感觉自己“站在舞台上”，认为自己是主角，其他人都是观众。

个人神话（personal fable）是青少年的自我中心的一部分，涉及一种独一无二和不可战胜（或无懈可击）的感觉。例如，一个13岁的女孩说：“没有人可以理解我，尤其是我的父母。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感受什么。”青少年对个人独特性的感知使他们相信，没有人能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为了保持个人的独特性，他们可能会在远离现实的世界里编造一个充满幻想的自我故事。个人神话经常会出现在青少年的日记中。

青少年也经常会表现出不可战胜或无懈可击的感觉。例如，在与另一个女孩的谈话中，14岁的玛格丽特（Margaret）说：“您在开玩笑吧？我不会怀孕的。”这种无懈可击的感觉可能使青少年相信他们对其他人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和灾难（如致命的车祸）具有免疫力。因此，一些青少年会做出高风险行为，如超速飙车、不使用避孕措施或防护措施进行性行为（Alberts，Elkind & Ginsberg，2007）。然而，一些研究表明，与其说青少年认为自己是无懈可击的，不如说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描绘成容易早逝的脆弱个体（Fischhoff & others，2010；Reyna & Rivers，2008）。

脸书（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是否可能成为青少年的自我中心的放大器呢？一项研究发现，使用脸书的确会提升自我兴趣（Chiou，Chen & Liao，2014）。一项元分析得出结论，更多地使用社交网站与更高程度的自恋行为关系紧密（Gnambs & Appel，2018）。

9.4.3 信息加工

迪安娜·库恩（Deanna Kuhn，2009）讨论了青少年信息加工和思维的一些重要特征。在她看来，从童年后期到青少年阶段，个体的认知可能会达到某种水平，也可能完全达不到，这与幼儿的认知普遍能发展到某种水平形成鲜明对比。到了青少年期，个体之间的认知水平天差地别。这种差异性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与儿童相比，青少年在更大程度上是自身发展的创造者。也就是说，青少年比儿童更有可能会主动改变思维，而不是依赖他人（如父母和老师）来引导他们的思维。

库恩（2009）认为，青少年期最重要的认知变化是执行功能的提高，执行功能是一个类似伞状的概念，涉及一系列与前额叶皮质发展相关的高级认知过程（McClelland，Cameron & Alonso，2020）。执行功能涉及管理自己的思维、表现出目标导向行为和实施自我控制（Huizinga & others，2020）。

执行功能有两类：冷执行功能（涉及逻辑思维和批判性分析驱动的有意识控制的心理过程）和热执行功能（由情绪驱动的心理过程，其中情绪调节尤为重要）（Kouklari，Tsermentseli & Monks，2019）。一项针对12~17岁青少年的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冷执行功能逐步提升，而热执行功能在14~15岁时会达到顶峰，然后会下降（Poon，2018）。我们关于青少年期执行功能的进一步探讨主要集中在认知控制能力和决策制定能力两方面。

1.认知控制能力

认知控制涉及对多个领域的有效控制，包括控制注意力、减少干扰性思维和具有认知灵活性（McCoy，2019）。认知控制能力在青少年期和初显成年期会继续发展（Calabro & others，2020）。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青少年需要进行认知控制的时刻（Galinsky，2010）。

● 真正努力坚持完成一项任务，避免干扰性思维或环境事件的影响，转而选择做最有效的事情；

● 在行动前停下来思考，以免冲动说出一分钟或两分钟后会希望自己没有说过的话；

● 当有更有趣的事情可以做时，仍然可以继续进行重要但无聊的工作，抑制自己的行为，完成无聊但重要的任务，对自己说：“我必须自律，完成这件事。”

在青少年期和初显成年期，控制注意力是学习和思考的关键（Brooker & others，2020）。干扰注意力的因素可能来自外部环境（例如，其他同学在学生试图听讲时交谈，或者学生在听讲时打开笔记本电脑或手机翻看网页等），也可能来自个体头脑中竞争性思维的侵入式干扰。以自我为导向的思维，如忧虑、自我怀疑和强烈的情绪化思维也可能会干扰个体思考任务时的注意力（Walsh，2011）。一项针对具有高度考试焦虑水平的八年级学生的研究表明，注意力训练干预可以有效地缓解他们的考试焦虑（Fergus & Limbers，2019）。

2.决策制定能力

青少年期是需要做出更多决策的时期——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和谁约会、是否购买汽车、要不要上大学等（Reyna，2018）。青少年在做决策方面的能力如何？较年长的青少年会被描述为比较年幼的青少年能力更高，而较年幼的青少年则会比儿童技高一筹（Keating，1990）。与儿童相比，青少年更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从多种角度审视情境，预测决策的后果，并考虑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在风险情境中，青少年必须迅速了解所发生事情的要点或含义，并收集信息判断出这是一个危险的情境，这可能涉及个人价值观，会保护青少年免于做出冒险的决定（Reyna，2018）。

大多数人在冷静时做出的决策比在情绪激动时更明智（Crone & Konijn，2018）。这对于情绪强烈的青少年来说尤为适用。同一个青少年在冷静时可能会做出明智的决策，而在情绪激动时可能会做出不明智的决策（Steinberg & others，2019）。

社会环境在青少年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Steinberg & others，2019）。当诱惑触手可及时，青少年更有可能做出冒险的决策（Reyna，2018）。在冒险情境中，同伴的存在会增加青少年做出冒险决策的可能性（Albert & Steinberg，2011a，b）。一项研究表明，与独自一人相比，青少年在与三个同龄伙伴在一起时，更愿意冒险并更倾向于选择获得即时奖励（Silva，Chein & Steinberg，2016）。

青少年需要更多机会去考虑现实决策。现实生活中许多关于性、鲁莽驾驶等方面的决策往往都是在时间紧迫、情绪紧张的情况下做出的。提高青少年决策能力的一个策略是，让他们更多地参与角色扮演和同伴群体解决问题的活动。

9.5 学校

我们关于青少年的学校教育的讨论将重点关注从小学到初中的过渡、面向青少年的高效能学校的特点、高中生活中影响学习的方面，以及青少年如何从参与服务学习中受益。

9.5.1 过渡到初中

初中的第一年对许多学生来说可能是困难棘手的（Crosnoe & Ressler，2019）。一项关于从小学六年级过渡到初中七年级的研究显示，青少年对学校生活质量的看法在七年级时出现变化（Hirsch &Rapkin，1987）。与他们早期作为六年级学生的感受相比，七年级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会下降，对学校的情感投入会减少，对老师的喜爱也会减少。无论学生的学业成绩如何，这种情况都在所难免。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小学后四年的老师温暖度较高，到了初中阶段则会有所下降（Hughes &Cao，2018）。老师温暖度的下降与学生数学成绩的下降息息相关。

在向初中过渡的同时，个体、家庭、学校也会不约而同地发生许多变化（Wigfield，Rosenzweig & Eccles，2017）。这些变化包括青春期的出现和对身体映像的关注；至少在某些方面会出现形式运算思维；社会认知的变化；对父母依赖的减少和责任感的增加；适应更大、更缺乏人情味的学校结构，从有一个老师变为有多个老师，并从一个小而同质化的同龄人群体进入一个更大、更异质化的群体；更加关注成绩和表现。此外，当学生进入初中时，他们会体验“领头羊现象”（top-dog phenomenon），即从小学中年龄最大、个头最高、最有“权势”的学生变成年龄最小、个头最小、最没有“权势”的学生。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初中学生在多个领域（学业、社会、家庭和身体）的自我概念水平相比小学生更逊一筹（Onetti，Fernandez-Garcia & Castillo-Rodriguez，2019）。

这个过渡阶段也有积极的方面。学生们更容易感受到成长，有更多的科目可以选择，会在学业方面面临更多的智力挑战，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同龄人相处并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享受到摆脱家长直接监管的更高独立性。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可能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描述许多学生在进入初中时所经历的困难？

9.5.2 面向青少年的高效能学校

改进初中教育的呼声不绝于耳（Powell，2020）。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家担心，初中已经变成高中的弱化版本，一直在模仿高中的课程和课外活动安排。批评者认为，初中应该提供适应青少年身体和心理发展方面个体差异的活动。为了表达这些担忧，卡内基青少年发展委员会（1989）对美国初中做出了极为负面的评价。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年幼青少年所就读的学校规模庞大且缺乏人情味；教育课程与他们的实际需求风马牛不相及；在学校里很少有成年人值得信任；缺乏获得心理咨询的途径。该委员会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较小的“社区”，以摒弃大型初中的非人性化教育；保持较低的学生与咨询师比例（如10∶1，而不是100∶1）；让家长和社区领导参与学校事务；制定新课程；让教师在更灵活的课程模块中进行团队教学，将多个学科整合在一起；通过更多的校内项目提高学生的健康和体能水平；帮助需要进行公共卫生保健的学生获得保健服务。近三十年后，专家们仍然发现，全国各地的初中要想在青少年教育方面取得有效成果，还需要进行任重道远的改革（Roeser，2016）。

9.5.3 高中

正如对美国初中教育的担忧，美国高中教育面临的问题也如出一辙（Price & Corrin，2020）。近期一项分析显示，只有25%的美国高中毕业生具备在大学取得成功的学术能力（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2017）。许多高中毕业生不仅为大学生活准备不足，而且也无法满足现代高效工作场所的要求（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2020）。

批评者指出，许多高中对学生取得成功的期望过低，设置的学习标准也不恰当。批评者还表示，高中往往培养出了学生的被动性，而不是为学生创造多种途径以发展他们的自我认同。许多高中毕业生——包括许多升入大学的学生的阅读、写作和数学技能不尽如人意，他们必须参加补习课程以完成课程学习。还有一些学生从高中辍学，他们没有能力获得体面的工作，更无法成为见多识广的公民。

正如进入初中一样，进入高中也可能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涉及以下几方面（Roder &Muller，2020；Wigfield，Rosenzweig & Eccles，2017）：高中通常比初中更大，更非人性化；学生和教师很难有机会了解彼此，这可能会导致不信任；教师提供的内容很少与学生的兴趣相关。这样的经历很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动力。一项研究表明，在从小学到初中和从初中到高中的过渡期间，师生冲突的增加与学生在新学校第一年的外化问题（例如，与他人打架）增加息息相关（Longobardi & others，2019）。

罗伯特·克罗斯诺（Robert Crosnoe，2011）在他的《融入社会，脱颖而出》（Fitting In，Standing Out）一书中强调了美国高中的另一个主要问题：青少年生活中的负面社会因素如何破坏他们的学业成就。青少年会沉浸在复杂的同伴群体文化中，这些文化要求他们保持一致。高中本应是接受教育的地方，但实际上，对许多青少年来说，他们更多地穿梭于充满同伴关系的社会世界，而这些同伴可能重视教育和学业成就，也可能对这些东西漠然视之（Roder & Muller，2020）。那些无法融入高中的青少年，尤其是肥胖者，可能会被污名化。克罗斯诺建议增加学校咨询服务和课外活动，加强家长监管，以减少此类问题。

美国高中另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学生辍学（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2020）。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的高中辍学率有所下降（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9）。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有超过一半的16~24岁青少年辍学；到2016年，这个数字降至6%。尽管在21世纪辍学率已大幅下降，但拉丁裔青少年的辍学率（8.6%）仍然居高不下。2016年辍学率最低的是亚裔美国青少年（3%），其次是非拉丁裔白人青少年（5.2%）和非裔美国青少年（6.2%）（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9）。美国学校辍学率的性别差异已经缩小，但在2015年，男性辍学的概率仍然高于女性（男性7.1%，女性5.1%）（National Center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7）。

关于美国原住民青少年的全国数据不足，因为统计数据零散且来自小样本。然而，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个群体可能具有最高的辍学率。此外，美国高中平均辍学率会掩盖城市内低收入地区非常高的辍学率。例如，在底特律、克利夫兰和芝加哥，辍学率高于50%。此外，前面提到的百分比针对的是16~24岁的人群。当用四年内未能从高中毕业的学生人数来计算辍学率时，辍学率会更高。因此，在考虑高中辍学率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年龄、完成高中教育需要的年数，以及包括种族、性别和所在地在内的各种背景。

学生辍学有五花八门的原因（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2020）。一项研究表明，几乎有50%的辍学者认为是与学校相关的因素导致自己辍学的，如不喜欢学校、被开除或暂时休学（Rumberger，1983）。20%的辍学者（其中40%是拉丁裔学生）认为是经济原因导致的辍学。1/3的女学生因怀孕或结婚等个人原因辍学。

一项研究显示，防止高中生辍学最有效的计划是提供早期阅读支持、辅导、咨询和指导（Lehr & others，2003）。显然，尽早发现儿童在学校方面的困难，并让儿童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学校活动是降低辍学率的重要策略（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2020）。

9.5.4 服务学习

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是一种可以提升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形式（Mitchell & Rost-Banik，2020）。青少年可以做家教、帮助老人、在医院协助工作、在幼儿园协助工作或清理空地以将其变成游乐区域。服务学习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鼓励青少年不以自我为中心，更有动力去帮助他人（Hart，2020）。当满足两个条件时，服务学习通常会更有效（Nucci，2006）：（a）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们想参与的服务活动；（b）为学生提供可以反思的机会。

服务学习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它不仅对青少年有益，而且也能使接受帮助者受益（Hart，2020）。一名十一年级的学生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担任阅读家教，这些学生的阅读能力远远低于他们所处年级的平均水平。直到开始做家教之后，这名十一年级的学生才意识到有多少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像她一样拥有改变的机会。一个特别令人欣慰的时刻是，一个小女孩告诉她：“我想像您一样学会阅读，这样我长大后就可以上大学了。”

研究人员发现，服务学习还会以其他方式促进青少年发展，包括在学校取得更高的成绩、增加目标设定、提高自尊水平、提高能为他人带来改变的意识，以及增加青少年将来成为志愿者的可能性（Jagla & Tice，2019；Santiago-Ortiz，2019）。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女孩参与服务学习的程度超过了青少年男孩（Webster & Worrell，2008）。



内容总结






青少年期的特点




● 许多关于青少年的刻板印象过于消极。如今，大多数青少年能成功地从童年期过渡到成年期。然而，太多的青少年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和支持，以成为有能力的成年人。把青少年看作一个异质群体非常重要，因为根据被描述的青少年群体的不同，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青少年画像。



身体变化




● 青春期的决定因素包括营养、健康和遗传。青春期的激素变化是巨大的。女孩的生长高峰比男孩早约两年出现。青春期变化的个体差异很大。青少年对自己的身体非常关心，女孩比男孩更容易产生消极的身体映像。早熟的女孩会面临多种风险。

● 青少年期大脑的变化涉及胼胝体的增厚，以及负责管理情绪的边缘系统和负责推理及自我调节的前额叶皮质之间的成熟度差距。

● 青少年期是性幻想和性探索的时期。美国的青少年怀孕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下降，但仍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



青少年的健康




● 青少年期是健康相关行为养成的关键时期。营养不良和缺乏锻炼是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 许多青少年比他们小时候更晚睡觉，睡眠时间比他们需要的少。

● 意外事故是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青少年期可能会出现的两种进食障碍是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



青少年的认知




● 在皮亚杰提出的形式运算阶段，青少年的思维比处于具体运算阶段时的思维更抽象、更符合逻辑。然而，许多青少年并非形式运算思维者。

● 青少年的自我中心反映了青少年在认知方面的一种变化，即自我意识的增强。

● 青少年在信息加工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执行功能的提高，包括认知控制能力和决策制定能力的提高。



学校




● 升入初中通常是充满压力的。青少年的压力来源之一是其不再是学校中地位最高的“领头羊”。

● 一些评论家认为，美国初中需要进行重大改革。

●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高中辍学率有所下降。

● 服务学习与青少年的许多积极收获有关。







第10章 青少年期的社会情绪发展




本章纲要



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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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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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里克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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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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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族认同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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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的管理和监控
	[image: ]






 自主与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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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与青少年的冲突






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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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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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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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会和浪漫关系






文化与青少年发展
[image: ]






 跨文化比较
	[image: ]






 社会经济地位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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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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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和屏幕时间






青少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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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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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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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与成功的干预计划的关系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珠厄尔·E.卡什，青少年期的动力

市长说她“无处不在”。她说服该市的学校委员会不再把迟到的学生锁在教室外面，她还说服一个社区团体支持她提出的冬季工作计划。根据一位市议员的说法，人们对她的论点的力量和论证的复杂性印象深刻（Silva，2005，pp. B1，B4）。她就是珠厄尔·E.卡什（Jewel E. Cash），她在十几岁就读于著名的波士顿拉丁学院时，就已经完成了这些事情。

卡什在波士顿的一个住宅区长大，她的母亲是一位单亲妈妈。高中期间，她是波士顿学生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给儿童提供指导，在妇女庇护所做志愿者，在两个剧团中跳舞并参与剧团管理，同时还参加了一个邻里守望小组，以及参与其他一些活动。卡什并不算典型案例，但她的行动表明，认知和社会情绪的发展能使青少年——即使是那些出身贫寒的青少年——成为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个体。成年后，卡什在一家公共咨询集团工作，并继续以导师和社区组织者的身份帮助他人。

青少年期社会情绪的发展变化显著。这些变化包括寻找自我认同。青少年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伴随着在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中与家庭和同伴关系的转变。青少年也可能出现社会情绪问题，如犯罪和抑郁。

10.1 自我认同

珠厄尔·E.卡什对《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位采访者说：“当我看到一个问题时，我就会想，我怎样才能为此做点什么呢？……纵然我可以尝试，但我仍无法掌控整个世界……我在前进，但我希望我能够带着人们一起前进。”（Silva，2005，pp. B1，B4）卡什的自信和积极的自我认同听起来和她的行动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本节探讨了青少年是如何形成自我认同的。你对青少年期的自己了解多少？你是如何获得自我认同的印记的？你的自我认同还在发展吗？

10.1.1 什么是自我认同

在青少年期，与自我认同相关的问题随处可见。青少年期做出的一些决定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和谁约会、是否分手、学什么专业、是学习还是玩耍、是否参与政治活动等。然而，在青少年期和初显成年期做出的这些决定开始构成个体作为一个人的核心部分，即自我认同。

关于自我认同的概念和研究，通常会以广义的方式进行探讨。然而，自我认同如同一幅自画像，由许多部分和领域组成。

● 个体想走的职业和工作道路（职业/事业认同）。

● 个体是保守派、自由派，还是中间派（政治认同）。

● 个体是单身、已婚，还是离婚（关系认同）。

● 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成就动机的驱使以及智力导向的程度（成就、智力认同）。

● 个体来自世界上的哪个国家或地区，以及个体对其文化遗产的认同程度（文化/种族认同）。

● 个体对哪些事情感兴趣，如体育、音乐等（兴趣认同）。

● 个体的人格特征，如内向或外向、焦虑或平静、友好或敌对等（人格认同）。

● 个体的身体映像（身体认同）。

目前，关注自我认同的特定领域的发展变化情况的研究寥寥无几（Neblett，Roth & Syed，2019）。

将自我认同的各个成分进行综合可能是一个漫长持久的过程，需要对各种角色进行否定和肯定（Ferrer-Wreder & Kroger，2020；McLean & others，2021）。自我认同是在点点滴滴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一次次的决定中发展起来的。自我认同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但也不会一直经历暴风骤雨（Palmeroni & others，2020）。

10.1.2 埃里克森的观点

埃里克·埃里克森（1950，1968）首先认识到，与自我认同相关的问题是理解青少年发展的核心。如今，由于埃里克森深入的思考和分析，自我认同被认为是青少年发展的一个关键方面。

回想一下，在埃里克森的理论中，个体在青少年期经历的发展阶段是自我认同对角色混乱（identity versus identity confusion）。埃里克森说，在这段时间里，青少年面临着决定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样子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向如何的问题。

个体在青少年期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会出现心理社会性延缓（psychosocial moratorium）。心理社会性延缓是埃里克森命名童年安全感与成年自主性之间的差距时所使用的术语。在这一时期，社会对青少年的责任要求相对自由，青少年能够尝试不同的身份。青少年实际上是在他们的文化认同档案中搜索，然后尝试不同的角色和人格。他们可能这个月想从事一种职业（例如律师），下个月想从事另一种职业（例如医生、演员、教师、社会工作者或宇航员）。他们可能今天穿得整整齐齐，明天就邋里邋遢。这个实验反映了青少年为了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进行的一种精心构思的努力。大多数青少年最终会抛弃不合需求的角色。

10.1.3 发展变化

虽然关于自我认同的问题在青少年期和初显成年期可能特别重要，但自我认同的形成既不在这几年开始，也不在这几年结束。它开始于婴儿期依恋的出现、自我意识的发展和独立性的萌芽时期；这一过程随着老年时期的生活回顾和整合而到达其最后阶段。在青春期后期和初显成年期，自我认同发展的重要之处在于，身体发育、认知发展和社会情绪发展第一次向前推进，个体可以开始整合童年的身份和认同，从而构建一条通往成年的可行道路。

青少年自我认同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埃里克森的理论的研究者詹姆斯·马希耳（James Marcia，1980，1994）认为，埃里克森的认同发展理论包含了四种自我认同状态或解决自我认同危机的方式：自我认同扩散（identity diffusion）、自我认同早闭（identity foreclosure）、自我认同延迟（identity moratorium）、自我认同完成（identity achievement）。哪些因素决定了个体的自我认同状态呢？马希耳根据危机（crisis）或承诺（commitment）是否存在对个体进行分类（见图10.1）。危机代表的是自我认同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个体探索各种选择。大多数研究人员使用“探索”（exploration）一词，而非“危机”。承诺是指个体对自我认同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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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马希耳提出的四种自我认同状态

根据马希耳的说法，个体在发展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所处的状态可以被划分为自我认同扩散、自我认同早闭、自我认同延迟、自我认同完成。是否存在危机以及对自我认同的承诺决定了个体的自我认同状态。

大多数青少年的自我认同状态如何？

对四种自我认同状态的描述如下。

自我认同扩散是指尚未经历危机或尚未做出任何承诺的个体状态。这些个体不仅在选择职业和意识形态方面犹豫不决，而且可能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

自我认同早闭是指已经做出承诺但没有经历过危机的个体状态。父母在青少年有机会自己探索不同的方法、意识形态和职业之前，就以一种专制的方式将承诺传递给青少年，出现这种状态就可能无法避免。

自我认同延迟是指处于危机之中的个体状态，个体的承诺要么不存在，要么只有模糊的定义。

自我认同完成是经历过危机并做出承诺的个体状态。

一些批评者认为，马希耳对自我认同状态的划分在理解自我认同发展方面深度不够（Landberg，Dimitrova & Syed，2018）。较新的自我认同双环模型（dual cycle identity model）将自我认同发展分为两个过程：（a）由广度探索和认同承诺构成的环；（b）由深度探索和反思承诺构成的环（Luyckx & others，2017；van Doeselaar & others，2020）。

研究人员通过叙事方法（narrative approach）深入研究自我认同的变化。这种方法要求个体讲述他们的生活故事，并评估该故事的有意义程度和整合程度（McLean & others，2021）。叙事自我认同（narrative identity）是指“人们为自己和他人定义自己是谁而构建和讲述的故事。从青少年期开始，我们的叙事自我认同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McAdams，Josselson & Lieblich，2006，p.4）。

一项研究同时使用自我认同状态和叙事方法来研究大学生的自我认同领域。这两种方法最常描述的是人际关系领域（McLean & others，2016）。在人际关系领域，虽然没有提及性别角色，但经常会提到约会和友谊。在叙事领域，家庭故事较为常见。

研究人员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自我认同的关键变化最有可能发生在初显成年期，即大约18岁至25岁（Neblett，Roth & Syed，2019）。例如，从高中前几年到大学后几年，实现自我认同的人数与日俱增，而自我认同扩散的人数日益减少（Waterman，1985，1992）。许多青少年的自我认同是扩散的。大学高年级学生比高中生或大学新生更有可能实现自我认同。

为什么在自我认同方面产生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变化更容易在大学出现呢？大学生的推理能力日益提高，加上各种各样的新经历凸显出家庭与大学、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对比，刺激他们在整合自我认同的各个方面达到更高水平。大学环境是一个虚拟的“实验室”，大学生通过学习不同的课程和接触不同背景的同龄人等经历来发展自我认同。此外，初显成年期的一个关键主题是没有太多的社会义务，这使个体在人生道路的发展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Arnett，2015）。

在青少年期和初显成年期解决自我认同问题并不意味着自我认同将在余生中保持稳定（Feliciano & Rumbaut，2019）。许多形成积极自我认同的人会遵循所谓的“MAMA”循环，也就是说，他们的自我认同状态从延迟到完成，再到延迟，再到完成（Marcia，1994）。这个循环可能会在一生中不断出现（Francis，Fraser & Marcia，1989）。马希耳（2002）指出：“第一个自我认同就是这样——它不是，也不应该被视为最终产品。”

研究人员已经探索了与父母和同伴的关系如何影响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发展（Umana-Taylor &Hill，2020）。父母是影响青少年自我认同发展的重要人物（Woo & others，2020）。一项元分析显示，与自我认同扩散或自我认同早闭的青少年相比，自我认同完成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安全地依恋父母（Arseth & others，2009）。一项纵向研究也表明，积极的、多样化的友谊会影响青少年的种族认同（Rivas-Drake & others，2017；Santos，Komienko & Rivas-Drake，2017）。

对于如今的青少年和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来说，数字世界的环境——特别是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为年轻人表达和探索自我认同提供了崭新的方式（Davis，2020，2021；Davis & others，2020）。青少年和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经常在数字设备上尽可能积极地塑造自己——发布自己最吸引人的照片，用理想化的方式描述自己，不断编辑和修改自己的在线自拍来提升自己的形象（Yau &Reich，2019）。青少年和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的网络世界为他们表达自我认同和获得反馈提供了很多机会。当然，同线下世界一样，线上的反馈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

10.1.4 种族认同

在世界范围内，少数民族群体一直在努力保持自己的种族认同（ethnic identity），同时融入主流文化（Moffitt，Juang & Syed，2020；Wang & Yip，2020）。种族认同是自我认同中一个持久的方面，涉及一个种族群体中的成员意识，以及与该成员身份相关的态度和情感（Banales &others，2020）。大多数少数种族的青少年形成了一种双重文化认同（bicultural identity）。也就是说，他们在某些方面认同自己的种族，在其他方面认同主流文化（Cheon & others，2020；Sharma，Shaligram & Yoon，2020）。

对于少数种族个体来说，青少年期和初显成年期往往是他们发展的特殊时期（Umana-Taylor &others，2020）。虽然儿童能够意识到一些种族和文化差异，但个体在青少年期或初显成年期才第一次有意识地面对自己的种族。与儿童不同，青少年和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有能力解读种族和文化信息，反思过去，并预测未来。随着抽象思维能力和自我反思认知能力的提高，青少年（尤其是年龄较大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地考虑自己种族的意义，也有了更多与种族有关的经历。

近期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由种族认同而产生的自豪感会带来积极的结果（Umana-Taylor &others，2020）。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强烈的种族归属感在降低精神问题风险方面发挥了作用（Anglin & others，2018）。另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亚裔美国青少年的种族认同与高自尊水平、积极的人际关系、高学业动机和较低的抑郁水平息息相关（Kiang，Witkow &Champagne，2013）。此外，一项研究显示，当拉丁裔青少年有更多的家庭种族社会化经历，并参与更多的种族认同探索和决议时，他们对歧视的抵御能力会提高（Martinez-Fuentes，Jager &Umana-Taylor，2020）。一项针对墨西哥裔青少年的研究显示，积极的种族认同、社会支持和愤怒抑制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应对种族歧视，而愤怒表达则降低了他们应对歧视的能力（Park &others，2018）。

自我认同变化的指标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通常是大相径庭的（Phinney & Vedder，2013）。第一代移民可能会因自己的自我认同感到安全，不太可能改变太多，也可能不会发展出新的自我认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开始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似乎与他们是否学习英语、是否进行跨种族的社交，以及在新的国家是否具备文化能力密不可分。第二代移民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这可能是因为公民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他们的种族认同很可能与他们会说民族语言和他们的社会网络有关。第三代及之后的移民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深奥复杂。与文化适应无关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产生种族认同的程度。对于非欧洲种族群体来说，是否能产生种族认同会受到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影响。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会用哪些研究证据来证明课堂上对种族认同的庆祝是合理的呢？

10.2 家庭

青少年期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发生改变。青少年期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包括父母的管理和监控、自主与依恋以及父母与青少年的冲突。

10.2.1 父母的管理和监控

父母管理角色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行之有效的监控，这在孩子进入青少年期时尤为重要（Atherton，Lawson & Robins，2020）。监控包括监督青少年对社会环境、活动和朋友的选择，以及他们在学业上的努力。一项针对五年级至八年级学生的研究显示，较高的父母监控水平与学生较高的成绩密不可分（Top，Liew & Luo，2017）。一项元分析表明，较高水平的父母监控和规则执行与青少年较晚产生性行为有关（Dittus & others，2015）。另一项研究表明，当父母对孩子的行踪知之甚少时，青少年女孩更有可能吸烟，且开始吸烟的年龄更早（Sartor & others，2020）。另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当父母更多地监控孩子醒着时候的活动时，他们的睡眠时间会更长（Gunn &others，2019）。一项研究表明，父母在孩子青少年期和大学期间采取主动跟踪措施，都与孩子拥有更好的健康行为有关（Abar & others，2020）。

目前，研究人员对父母监控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如何管理父母对其信息的获取，特别是披露或隐瞒有关其活动信息的策略上（Campione-Barr & Smetana，2019）。当父母采取积极的养育方式时，青少年更有可能披露自己的信息。例如，当父母问青少年问题时，如果青少年与父母之间高度信任、高度接纳、关系质量较高，那么青少年的披露较多（McElvaney，Greene & Hogan，2014）。研究人员发现，青少年向父母透露他们的行踪、活动和朋友等信息与其青少年期良好的适应性有关（Cottrell & others，2017）。此外，近期的研究表明，有问题行为的青少年会更多地隐瞒自己的信息，向父母披露的信息寥寥无几（Darling & Tilton-Weaver，2019）。

10.2.2 自主与依恋

大多数青少年的父母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进行一种微妙的平衡，即平衡自主和控制、独立和联系的竞争性需求。

1.推动自主

青少年对自主和责任的追求让许多父母感到困惑不已和异常愤怒。当父母看到他们的孩子从他们的掌控中摆脱时，他们可能会有加强对孩子的控制的冲动。激烈的情感交流可能随之而来，双方互相辱骂、威胁，并采取一切似乎必要的措施来获得控制权。这可能让父母感到沮丧不堪，因为父母希望孩子对他们言听计从，希望孩子愿意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做正确的事情。大多数父母都预料到，孩子在适应青少年期带来的变化方面会有一些困难，但很少有父母想象和预料到青少年有多希望和同伴共度时光，或者青少年会多么强烈地想要表明，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不是父母造成的。

成年人对自己的控制欲望反应恰当能够促进青少年获得自主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Rodriguez Meirinhos & others，2020）。刚进入青少年期时，一般人并不知道如何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做出适当或成熟的决定。在青少年追求自主的过程中，明智的成年人会在青少年可以做出合理决定的领域放弃控制，但会在青少年知识有限的领域继续引导他们做出合理的决定。渐渐地，青少年就会获得自己做出成熟决定的能力（Li & Hein，2019）。一项研究发现，在16~20岁，青少年感到自己的独立性越来越强时，其与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好（Hadiwijaya & others，2017）。

青少年期自主权的获得存在性别和种族差异（Tran & Raffaelli，2020）。男孩比女孩更有独立性。这在具有传统性别角色取向的美国家庭中更是显而易见（Bumpus，Crouter & McHale，2001）。此外，相比于非拉丁裔父母，拉丁裔父母对女儿的保护和监控更密切（Romo，Mireles-Rios & Lopez Tello，2014）。尽管拉丁文化可能更强调父母的权威，限制青少年的自主权，但一项研究表明，无论出生在哪里，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裔女性青少年都希望自己比母亲获得自主权的年龄更小（Bamaca Colbert & others，2012）。

2.依恋的作用

回想一下，在婴儿期的社会情绪发展中讨论最广泛的一个方面是对照料者的安全型依恋（Granqvist，2020）。在过去的十年里，研究人员探索了安全型依恋是否也可能是青少年与父母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With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在青少年期，安全型依恋与青少年积极的同伴关系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有关（Allen & Miga，2010）。

研究人员还发现，相比于非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较少出现情绪困扰，也较少产生青少年犯罪和药物滥用等问题行为（Theoret & others，2020）。例如，对黎巴嫩青少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与不安全依恋的青少年相比，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的酒精和卷烟成瘾率较低（Nakhoul & others，2020）。另一项研究表明，犯罪和受虐待的青少年不安全依恋的水平较高（Protic & others，2020）。此外，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如果有与照料者的安全依恋史，那么他们的冒险行为较少（Delker，Bernstein & Laurent，2018）。不仅如此，另一项研究发现，对父母的安全依恋水平较高的青少年较少出现抑郁症状（Kerstis，Aslund & Sonnby，2018）。总之，就像在婴儿期一样，安全型依恋是亲子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青少年有广泛的积极影响（Laporta Herrero & others，2020；Rowe，Gold & Carnelley，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在依恋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方面，你可以向父母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呢？

10.2.3 父母与青少年的冲突

尽管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冲突在青少年早期有所增加，但并未达到20世纪初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所设想的程度（Bornstein，Jager & Steinberg，2013）。恰恰相反，大部分冲突涉及家庭生活中的日常事件，如保持卧室清洁、着装整齐、按时回家，以及不要没完没了地打电话等。冲突很少涉及诸如犯罪等重大问题。

我们在前面指出，青少年与父母的冲突在青少年早期升级。冲突在青少年后期会减少吗？一项研究认为，从青少年早期到青少年后期，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冲突日渐稀少（Laursen，Coy &Collins，1998）。一项针对华裔美国家庭的研究显示，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冲突在青少年早期与日俱增，在青少年16岁左右时达到峰值，然后在青少年后期和成年后逐渐减少（Juang & others，2018）。与上大学仍然住在家里的青少年相比，离家上大学的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会变得更加积极（Sullivan & Sullivan，1980）。

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日常冲突可能具有积极的发展功能。这些微不足道的争执和协商促进了青少年从一个依赖父母的个体转变为一个自主的个体。认识到冲突和协商可以起到积极的发展作用有助于减少父母的敌意。

尽管如此，一些父母与青少年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冲突（Smokowski & others，2017）。这种长期、激烈的冲突与青少年的各种问题有关：离家出走、犯罪、辍学、怀孕和早婚等（Akin & others，2020；Delgado & others，2019）。

当家庭移民到另一个国家时，青少年通常能比他们的父母更快地适应新国家的规则和价值观（Fuligni，2012）。这可能是因为移民青少年在学校可以充分接触新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在自主性和亲密关系等方面，移民青少年所拥有的价值观尤其可能与他们的父母大相径庭。这种差异可能会增加移民家庭中的亲子冲突。一项对华裔美国家庭的研究显示，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冲突与亲子间的疏离感密不可分，而亲子间的疏离感又与更多的抑郁症状、犯罪行为和较低的学业成绩息息相关（Hou，Kim & Wang，2016）。

旧的亲子关系模型认为，随着青少年的成熟，他们会脱离父母，进入一个远离父母的自主世界。旧模型还表明，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冲突在整个青少年期都是强烈而紧张的。新模型强调，在青少年探索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世界时，父母是重要的依恋对象和支持系统。新模型还强调，在大多数家庭中，父母与青少年的冲突通常是适度的，并不严重，日常的协商和小争执是正常的，而且可以起到积极的发展作用，帮助青少年从童年期的依赖过渡到成年后的独立（见图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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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父母与青少年关系的新旧模型

10.3 同伴

同伴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Prinstein & Giletta，2021；Umana-Taylor &others，2020）。当你回想自己的青少年期时，你可能会想起许多与同伴共度的美好时光。同伴关系在青少年期经历了重要的变化，涉及友谊、同伴群体和浪漫关系的开始（Ferguson & Ryan，2019）。同伴关系和浪漫关系存在一些关联。例如，一项纵向研究显示，13岁时与同伴建立的积极期望和在同伴面前保持自信的能力，15岁和16岁时具备的社交能力，16岁到18岁时建立和维持牢固、亲密友谊的能力，都能够预测27岁到30岁时的浪漫生活满意度（Allen & others，2020）。

10.3.1 友谊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受同伴欢迎是一种强大的动力。然而，从青少年早期开始，相比于年幼的孩子，个体通常更喜欢拥有数量较少，但更亲密的朋友。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953）是讨论青少年友谊重要性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与其他几乎只关注亲子关系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不同，沙利文认为朋友在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发展中也不可或缺。沙利文说，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社会需求，比如温柔（安全的依恋）、游戏性陪伴、社会接纳、亲密关系和性关系。这些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幸福感。例如，如果对游戏性陪伴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无聊和沮丧；如果对社会接纳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就会降低。

沙利文说，在青少年期，朋友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沙利文认为，在青少年早期，个体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增加，这促使青少年寻找亲密的朋友。如果青少年不能建立起亲密的友谊，他们会感到孤独，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会降低。青少年期与朋友关系的性质能够预测青少年成年后浪漫关系的质量。例如，一项纵向研究显示，在16岁时与亲密朋友有更安全的关系，与20~23岁时拥有更积极的浪漫关系有关（Simpson & others，2007）。

沙利文的许多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例如，与年幼儿童相比，青少年更常向朋友透露个人信息（Buhrmester，1998）（见图10.3）。青少年报告说，他们更多地依赖朋友而不是父母来满足他们对陪伴、价值保证和亲密的需求。与朋友一起经历的种种塑造了青少年的幸福感（Felton & others，2019）。在青少年期，女孩比男孩更可能向朋友透露与问题相关的信息（Rose & Smith，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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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对话中自我表露的变化

在青少年期，个体与朋友对话中的自我表露增多，而与父母对话中的自我表露则骤减。然而，在大学期间，个体与父母对话中的自我表露开始增多。自我表露的测量方式为，儿童和青少年完成5点计分的量表，分数越高表示个体自我表露越多。图中所示数据代表每个年龄组的平均值。

虽然拥有朋友可能是一种发展优势，但并非所有的友谊都如出一辙，友谊的质量至关重要（Felton & others，2019）。人们拥有的朋友关系迥然不同，换言之，每个人的朋友截然不同。拥有充满强迫性的、充满冲突的、质量差的友谊是一种发展劣势（Clayton & others，2020）。一项研究表明，有表现出犯罪行为的朋友与个体犯罪行为的早发性和持久性密不可分（Evans，Simons & Simons，2016）。另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会根据自己最好朋友的吸烟和饮酒行为对自己的吸烟和饮酒行为进行调整（Wang & others，2016）。此外，一项针对青少年期女孩的研究显示，朋友节食可以预测青少年期女孩是否会节食或极端节食（Balantekin，Birch & Savage，2018）。此外，同伴对青少年进食模式的影响往往是消极的，表现为个体对营养价值低且热量高的食物的消费增加（Rageliene &Granhoj，2020）。

当青少年有社交能力强、支持他人、注重学业成绩的朋友时，就会产生发展优势（Ryan &Shin，2018）。青少年期的积极友谊与各种有益的结果息息相关，包括较低的犯罪率、较少的危险性行为和欺凌、受害，以及较高的学业成就（Laursen & Adams，2018）。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对于非拉丁裔白人和亚裔美国人来说，更高的学业成就与拥有同种族的朋友有关，而对于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青少年来说，更高的学业成就则与拥有更多的跨种族友谊有关（Chen，Saafir &Graham，2020）。

尽管大多数青少年与自己年龄相近的个体建立友谊，但也有一些青少年会与比自己年轻或年长的人成为最好的朋友。与年长青年互动的青少年越轨行为更多，但尚不清楚年长青年是否引导了青少年表现出越轨行为，或者青少年在与年长青年建立友谊之前是否已经有越轨行为倾向。

10.3.2 同伴团体

社交媒体是如何改变个体与同伴和朋友之间的互动方式的？青少年的同伴压力有多大？小团体和群体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研究人员发现的同伴团体的规范以及小团体和群体的影响力在青少年期变得越来越大。

1.社交媒体和同伴关系

近年来，同伴和友谊关系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青少年通过网络技术与同伴和朋友建立的联系更加紧密（Massing-Schaffer & others，2020；Prinstein & Giletta，2021）。在前几十年，绝大多数青少年与同伴和朋友的接触都是面对面的，如今，青少年则花了大量时间使用社交媒体与同伴和朋友联系（Prinstein，Nesi & Telzer，2020）。

一项研究描述了社交媒体改变青少年同伴关系的五种方式（Nesi，Choukas-Bradley &Prinstein，2018）。

（1）改变体验的频率（为获取即时、频繁的社会支持、安慰、消极反馈和共同反刍提供了可能）。

（2）放大经验，扩大需求（对反馈寻求、关系维护和关系获取的期望增加）。

（3）改变互动的质量（减少了丰富的社会支持，提高了互动的舒适度）。

（4）为补偿行为提供新机会（可以与独有线上关系和地理位置遥远的朋友进行交流）。

（5）创造全新的行为（为公布最好的朋友和关系提供了新机会）。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你会与那些担心社交媒体影响青少年社交互动的父母分享哪些相关的研究趋势？

2.同伴压力

青少年比儿童更遵守同伴之间的规范（Choukas-Bradley & Prinstein，2016）。在八年级和九年级左右，与同伴的一致性，尤其是反社会规范的一致性达到顶峰（Brown & Larson，2009）。一项研究发现，美国青少年比日本青少年更有可能对同伴施加压力来抵制父母的影响（Rothbaum &others，2000）。当青少年对自己的社会自我认同不确定时，以及当他们认为同伴的地位比自己高时，他们更可能与同伴保持一致（Prinstein & Giletta，2016）。此外，一项研究发现，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受到涉及性行为的同伴压力的影响（Widman & others，2016）。

一项针对八年级学生的研究显示，同伴压力与物质使用有关（Jelsma & Varner，2020）。

3.小团体和群体

相比于童年期，小团体和群体在青少年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Zarbatany & others，2019年）。小团体（cliques）是指2~12人组成的小规模团体，通常平均有5~6人。小团体的成员通常是同性且同龄的。

小团体的形成可能是因为这些青少年参与类似的活动，如参加俱乐部或运动队。有些小团体则是因为友谊而形成的。几个青少年可能会因在一起时间长、有共同的兴趣、享受彼此的陪伴而形成小团体。有些个体一开始不一定是朋友，但是如果他们留在这个小团体里，他们通常会发展成朋友。青少年在小团体里做些什么呢？他们分享自己的想法，一起出去玩。通常，他们会形成一种小团体认同感，认为自己的小团体比其他小团体要好。

群体（crowds）比小团体更大，也不那么个人化。青少年所在的群体通常是基于声誉形成的，群体成员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花很多时间在一起。许多群体是由群体中青少年从事的活动来定义的。一项研究显示，主流群体和受欢迎群体的特点是大多数行为的风险水平较低。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青少年期友谊和同伴关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讨论。关于青少年这些非常重要的社会情绪发展的最后一点是，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突然出现如何迅速改变了友谊和同伴关系的互动方式。最普遍强调的变化之一是保持社交距离，即需要与他人保持6英尺（约1.83米）及以上的距离，以防止传播或感染病毒。对一些个体而言，社交距离可能会增加社会孤立感，使个体减少与同伴和朋友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对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社交媒体使用急剧增加的一个好处是，它让青少年至少可以在网上与朋友和同伴保持联系。

10.3.3 约会和浪漫关系

青少年会花很多时间约会或考虑约会（Shulman & others，2019，2020）。约会可以是一种娱乐形式，可以是一种获取地位的方式，可以是一种了解亲密关系的方式，也可以是一种寻找伴侣的方式。

1.约会和恋爱关系的发展变化

青少年恋爱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Connolly & McIsaac，2009）。

（1）在11~13岁时，浪漫的爱慕和浪漫关系开始萌芽。这个初始阶段是由青春期引发的。在11~13岁时，青少年对浪漫兴趣盎然，在与同性朋友的交谈中，浪漫话题占据了主导地位。对某位异性产生好感是司空见惯的，而且这种好感通常是和同性朋友分享的。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与他们迷恋的对象互动。他们的约会通常发生在群体情境中。

（2）在14~16岁时，青少年开始探索恋爱关系。在青少年期的这个阶段，会出现两种类型的恋爱关系：相互吸引的个体之间出现非正式的约会（casual dating）。这些约会经历通常很短暂，最多持续几个月，通常持续不超过几周；群体约会（dating in groups）的方式也很常见，这反映了同伴在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暗藏的约会关系中，朋友经常扮演第三方推动者的角色，传递朋友的浪漫兴趣，并确定对方是否也有类似的爱慕感受。

（3）在17~19岁时，青少年会巩固二元恋爱关系。在高中毕业时，更严肃的恋爱关系发展起来。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形成强烈的情感纽带，与成年人的恋爱关系更相似。这些情感纽带通常比以前的更稳定、更持久，通常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

在青少年期恋爱关系的发展阶段中，青少年会分化出两种类型，一类是“抢跑者”，一类是“姗姗来迟者”（Connolly & McIsaac，2009）。在11岁到13岁的年轻人中，15%~20%的人表示自己目前正在谈恋爱，35%的人表示自己以前有过恋爱经历，这些就是抢跑者。相比之下，在17岁到19岁的青少年中，约有10%的人表示自己没有恋爱经历，另有15%的人表示自己没有经历过任何持续超过四个月的恋爱关系，这些青少年被称为姗姗来迟者。一项研究发现，相比于同龄的姗姗来迟者，抢跑者在青少年期会出现更多外化的问题行为（Connolly & others，2013）。

恋爱关系在青少年期如何进一步改变？在青少年晚期，短期的恋爱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支持性（Lantagne & Furman，2017）。青少年的长期关系既是支持性的，也是动荡不安的，其特点是支持水平高、互动消极、控制力强和嫉妒心强。

2.社会文化背景和约会

社会文化背景对青少年的约会模式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Furman，2018）。这种影响可以从美国各种族之间约会模式的差异中看出。价值观、宗教信仰和传统通常决定了开始约会的年龄、约会允许的自由程度、约会是否必须由成年人或父母陪同，以及男性和女性在约会中的角色。例如，与英美文化下的青少年相比，拉丁裔和亚裔美国青少年在约会方面的标准更为保守。如果父母所处的文化中开始约会的时间晚，自由度低，需有人陪伴，且对青少年期的女孩限制更多，那么约会可能会成为家庭冲突的根源。一项研究发现，墨西哥裔美国家庭中的母女冲突与女儿恋爱关系的建立关系紧密（Tyrell & others，2016）。当移民青少年选择采用美国主流文化的约会方式（如无监护约会）时，他们通常会与持传统价值观的父母和大家庭成员发生冲突。

3.约会与适应

研究人员将约会和浪漫关系与各种衡量青少年适应能力的指标建立起关联（Shulman & others，2019，2020）。例如，一项针对200名十年级学生的研究表明，他们拥有的浪漫经历越多，他们报告的社会接受度、友谊能力和浪漫能力就越高；然而，拥有更多的浪漫经历也与更高水平的药物使用、犯罪和性行为有关（Furman，Low & Ho，2009）。

在年龄较小时就开始的约会和恋爱关系尤其存在问题（Furman，2018）。一项研究发现，恋爱活动与青少年早期女孩的抑郁有关（Starr & others，2012）。过早约会和与某人交往与青少年怀孕以及在家庭和学校中的问题行为有关（Florsheim，Moore & Edgington，2003）。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你可能会用哪些基于研究的发现来说明青少年早期约会和恋爱的潜在风险和好处？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青少年期的浪漫关系与积极的发展变化有关。例如，一项研究显示，对于与母亲关系不良的青少年来说，在青少年期拥有支持性的浪漫关系与积极的发展结果相关（Szwedo，Hessel & Allen，2017）。另一项研究表明，10岁时的自我表露程度较高的青少年在12岁和15岁时的恋爱关系中陪伴水平较高（Kochendorfer & Kerns，2017）。这项研究发现，那些在友谊中表现出更多冲突的青少年，在15岁时的浪漫关系中陪伴水平较低。

10.4 文化与青少年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中，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种族群体的青少年的接触日益增多。在后文中，我们将探讨一些与青少年相关的差异。我们会探讨不同文化中的青少年经常做些什么，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一些成人礼。此外，我们还会讨论在经济困难家庭中长大的青少年所面临的许多挑战。同时，我们还将考察种族和媒体如何影响美国青少年以及他们的发展。

10.4.1 跨文化比较

全球各地的青少年还保留了哪些传统？哪些环境正在改变青少年的生活？

1.全球各地青少年身上保留的传统及其发展变化

根据所观察到的文化，青少年在青少年期可能会有许多截然不同的经历（Rowland & others，2020）。

（1）健康

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和福祉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在某些方面则一如既往。总体而言，现在全世界死于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的青少年比过去少（UNICEF，2020）。然而，一些危害青少年健康的行为越来越多。许多撒哈拉以南国家的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率大幅上升（UNICEF，2020）。

（2）性别

在世界各地，男性和女性青少年的经历仍然有云泥之别。除少数国家和地区外，男性受教育的机会远多于女性（UNICEF，2020）。在许多国家，女性青少年在追求各种职业和参与各种休闲活动方面的自由程度相比男性而言，不值一提。性表达的性别差异是随处可见的，特别是在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阿拉伯国家，这些地方对女性青少年性活动的限制远远超过对男性的限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性别差异似乎正在缩小。在一些国家，女性受教育和获得职业的机会正在增多，对女性青少年恋爱和性关系的控制正在减弱。

（3）家庭

在一些国家，青少年成长于联系紧密的家庭，有着广泛的扩展性的亲属网络，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例如，在阿拉伯国家，“青少年被灌输严格的行为准则和绝对的忠诚”（Brown & Larson，2002，p.6）。然而，在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父母不再像过去那样专制，并且有更多的青少年在离异家庭和再婚家庭中长大。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目前的趋势是家庭流动性增加、家庭向城市地区迁移、家庭成员在遥远的城市或国家工作、家庭规模缩小、大家庭减少以及母亲就业率提高（Brown & Larson，2002，p.7）。不幸的是，其中的许多变化可能会降低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与青少年相处的能力。

（4）同伴

在某些文化中，同伴在青少年期扮演了比在其他文化中更重要的角色（Brown & Larson，2002）。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同伴在青少年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时甚至扮演了本该由父母扮演的角色。在南美洲的街头青年中，同伴替代家庭，在危险和压力环境中提供生存支持。在世界其他地区，如阿拉伯国家，同伴关系受到限制，尤其是女孩的同伴关系（Booth，2002）。

因此，青少年的生活是由传统和变化共同塑造的。研究人员发现，不同国家青少年的经历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惊人差异（Larson & Dawes，2015）。

2.成人礼

是否经历过成人礼（rite of passage）是不同文化中的青少年拥有的另一种差异。在有些社会中存在精心设计的仪式，经历该仪式标志着青少年走向成熟和取得成年人的地位（Ember & Ember，2019）。成人礼是标志个体从一种身份过渡到另一种身份的仪式或典礼。大多数成人礼的重点集中在取得成年人的地位。在许多原始文化中，成人礼是青少年得以接触神圣的成年人的仪式、获取知识和性权利的途径。这些仪式通常通过戏剧性的做法，意图促进青少年与直系亲属，特别是母亲分离。这种转变通常以某种形式的仪式性死亡和重生为特征，或者通过与精神世界的接触来实现。通过经历共同的仪式、危险，获取共同的秘密，青少年和成年人指导者之间建立起纽带，并得以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当青少年准备好向成人转变时，这种仪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进入成年人世界的入口。

在非洲文化中，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文化中，保留着特别丰富的青少年成人礼传统。如今在西方工业化文化的影响下，许多这样的仪式消失殆尽，但在不易获得正规教育的地区，这些传统仍然存在。

美国青少年需要经历这样的成人礼吗？在美国，虽然没有标志着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的普遍的正式仪式，但某些社会团体也会举行标志着青少年已经成熟的仪式。在美国，学校毕业典礼是最符合整个文化氛围的成人礼。高中毕业典礼对于中产阶级青少年和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青少年来说几乎已经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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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刚果哥打男孩在脸上彩绘，参加成人礼。

10.4.2 社会经济地位与贫困

“童年中后期的社会情绪发展”一章描述了生活在低收入和贫困家庭中的儿童所面临的许多挑战。在这里，我们会重点讨论与经济困难有关的挑战。

低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有较低的学业成绩和较多的情绪问题，以及在成年后有较低的职业成就（Magnuson & Duncan，2019）。一项研究发现，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大脑皮质表面积较小以及工作记忆较差息息相关（Judd & others，2020）。这项研究显示，对青少年大脑发育水平较低影响最大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是父母较低的受教育水平。相比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少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少年拥有心理问题（如抑郁）和健康问题的现象更常见（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0）。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13个风险因素中，低社会经济地位最有可能与五年级学生吸烟有关（Wellman & others，2018）。此外，美国的一项纵向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女性青少年在54岁时抑郁水平较高（Pino & others，2018）。另一项纵向研究表明，青少年期社会经济地位低是30年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Doom & others，2017）。这项研究发现，影响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因素有：危害健康的行为、经济压力、医疗服务不足和受教育程度低。一项纵向研究表明，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低与认知能力低下和成年中后期认知能力衰退有关（Liu & Lachman，2019）。此外，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相比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儿童和青少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和青少年更难达到健康的身体素质水平（Peralta & others，2019）。

对于生活在贫困中的青少年而言，哪些心理和社会因素能够预测他们取得较大的成就呢？一项研究发现，在六年级开始时对以下四个因素进行评估，得分较高的青少年在七年级结束时平均成绩较高：（a）学业承诺；（b）情绪控制；（c）家庭参与；（d）学校氛围（Li，Allen & Casillas，2017）。

当贫困长时间存在时，它对青少年的破坏性影响尤其严重（Magnuson & Duncan，2019）。一项研究发现，从出生到2岁开始（与从3~5岁、6~8岁和9~11岁开始的孩子相比）就生活在贫困中的12~19岁的青少年的幸福感最低，并且生活在贫困中的时间每增加一年，他们的幸福感就会更低（Gariepy & others，2017）。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你会用哪些基于研究的证据来说明低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10.4.3 种族

在本章的前面，我们探讨了少数种族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发展。在这里，我们进一步研究移民与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

1.移民

相对较高的移民率导致美国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的比例不断上升（Gollnick & Chinn，2021）。移民家庭是指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出生在居住国以外的家庭。移民家庭之间的差异包括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是否在外国出生、孩子是否出生在居住国，以及父母和孩子移民时的年龄（Hill & others，2019；Schwartz & others，2020）。

移民面临的哪些情况对他们的适应构成了挑战呢？移民经常会遇到长期居民不常见的压力因素，如语言障碍、与支持网络的脱节或分离、保持自我认同和适应新文化的双重斗争，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Romero & others，2020）。

移民家庭中的许多人正在处理无证问题（Amuedo-Durantes & Arenas-Arroyo，2019）。无证家庭的父母不愿意为他们有资格获得的服务进行注册，他们的工资水平低、福利条件差，这些家庭通常承受较大压力，且缺乏家庭认知刺激，因此生活在无证家庭中可能会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结果。所以，对于移民家庭和移民青少年，咨询师需要调整干预程序，以优化文化敏感性（Bornstein & Cote，2019）。

少数种族家庭处理压力的方式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Bucay-Harari & others，2020；Lu，He &Brooks-Gunn，2020）。父母是原住民还是移民、家庭在美国居住的时间、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价值观、父母抚养儿童和青少年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国籍都会对家庭压力的处理产生影响（Hou &Kim，2018；Zhang & others，2020）。一项对墨西哥裔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当青少年的家庭主义（优先考虑自己的家庭）水平较高时，他们的冒险程度较低（Wheeler & others，2017）。另一项研究显示，父母在移民前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孩子的学习成绩密切相关（Pong & Landale，2012）。

2.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

许多关于少数种族青少年的研究都未能梳理出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独特影响。由于少数种族个体在美国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中占比过高，因此人们可能会夸大种族特性的影响（Banks，2020；Gollnick & Chinn，2021）。研究人员经常对青少年发展中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方面做出种族方面的解释。

并非所有少数种族家庭都很贫穷困顿。然而，贫困导致许多少数种族青少年存在生活压力（Chen & others，2020）。因此，许多少数种族青少年具有双重劣势：（a）他们的少数族裔身份带来的偏见和歧视；（b）贫困带来的压力（McDermott，Umana-Taylor & Zeiders，2019）。

尽管一些少数族裔青少年来自中等收入的家庭，但经济上的优势并不能使他们摆脱与少数种族群体成员相关的偏见和歧视。即使是有着强烈成就取向和家庭凝聚力的日裔美国人，通常也被称为“模范少数种族”，仍然感受着与少数种族身份有关的压力。

10.4.4 媒体和屏幕时间

青少年所感受的文化不仅涉及文化价值观、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的影响，还涉及媒体和屏幕时间的影响（Maloy & others，2021）。电视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仍然具有强烈影响，而儿童对通信设备的使用引出了“屏幕时间”一词，屏幕时间包括个体花在看电视或数字影碟、玩视频游戏以及使用计算机或手机等移动媒体上的时间（Boers，Afzali & Conrod，2020）。一项研究显示，青少年看屏幕的时间越少，生活质量就越好（Yan & others，2017）。另一项研究发现，13~16岁期间，夜间使用手机和不良睡眠行为有关（Vernon，Modecki & Barber，2018）。这项研究表明，夜间使用手机频率的提高与外化问题的增多以及自尊水平和应对能力的下降关系紧密。

数字媒体的使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呢？一项针对美国和英国13~18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期女孩花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发送文本信息以及在线和离线使用计算机上的时间更多，而男孩花在游戏上的时间更多（Twenge & Martin，2020）。对于女孩和男孩来说，经常使用数字媒体的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和精神健康问题较多的可能性是较少使用数字媒体的人的两倍。

1.媒体使用和屏幕时间的流行程度

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青少年媒体使用的方方面面，凯撒家庭基金会（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资助了1999年、2004年和2009年开展的全国性调查。2009年的调查显示，青少年的媒体使用时间大幅增加（Rideout，Foehr & Roberts，2010）。如今，年轻人生活在一个被媒体包围的世界里（Rodgers & others，2020）。2009年的调查显示，8~11岁的人平均每天使用媒体5小时29分钟，而11~14岁的人平均每天使用媒体8小时40分钟，15~18岁的人平均每天使用媒体7小时58分钟。因此，在青少年早期，媒体使用的时间猛增了3个多小时！将每日媒体使用时间数据相加，得到每周媒体使用时间的情况，发现11~14岁的人每周媒体使用时间超过60小时，15~18岁的人每周媒体使用时间接近56小时，这些数字令人震惊不已！

青少年的屏幕时间越多，他们的学习成绩就越受影响。例如，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屏幕时间的增加与英语和数学成绩的下降有关（Hunter，Leatherdale & Carson，2018）。另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较少的屏幕时间与较高的数学成绩有关（Poulain & others，2018）。

父母对儿童和青少年媒体使用的更高水平的监控与许多积极的结果息息相关，包括更多的睡眠时间、更好的学习成绩、更少的攻击行为和更多的亲社会行为（Barr，2019）。此外，一项研究表明，父母监控青少年接触媒体中的暴力内容与青少年较少的攻击行为有关（Khurana & others，2019）。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基于哪些研究证据向青少年的父母证明过多的屏幕时间可能引发问题？

技术使用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媒体多任务处理时间的急剧增加（Hadington & Murphy，2018）。在2009年的调查中，如果把花在多任务处理上的时间包括在媒体使用的总量中，11~14岁的孩子每天花在媒体上的时间接近12小时（而在不包括多任务处理的情况下，每天几乎接近9小时）（Rideout，Foehr & Roberts，2010）！一项针对8~12岁女孩的研究还发现，媒体多任务处理时间越多，消极的社会幸福感越高；而面对面的交流越多，积极的社会幸福感就越高，如社交成功率更高，感觉更正常，拥有被父母视为有不良影响的朋友数量更少（Pea & others，2012）。另一项研究显示，重度媒体多任务处理者比轻度媒体多任务处理者更有可能出现抑郁和社交焦虑（Becker，Alzahabi & Hopwood，2013）。相比于轻度媒体多任务处理者，重度媒体多任务处理者的延迟满足能力更差，他们更可能在认知反射任务中认可直观但错误的答案（Schutten，Stokes & Arnell，2017）。一项针对西班牙11~18岁青少年的研究显示，在做作业时进行媒体多任务处理与较差的执行功能、较低的工作记忆水平以及较差的语言和数学学习成绩有关（Martin-Perpiña，Vinas Poch &Malo Cerrato，2019）。

2.技术和以数字为媒介的交流

智能手机等便携式电子设备是青少年增加媒体使用时间的主要驱动因素（O’ Reilly，2020）。例如，2004年，只有39%的青少年拥有某种类型的手机，而2009年和2018年，分别有66%和95%的青少年拥有智能手机（Anderson & Jiang，2018）。

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美国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发送文本信息的人数急剧增加（Lenhart，2015）。2015年，美国13~17岁的青少年中有92%的人每天使用社交网站。24%的青少年表示他们几乎一直在上网。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普及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使互联网的使用时间增加。美国的另一项全国调查显示，78%的18~24岁的年轻人使用色拉布（Snapchat），71%的人使用照片墙（Instagram），68%的人使用脸书（Facebook），近一半（45%）的人使用推特（Twitter）（Smith & Anderson，2018）。同一项调查显示，这个年龄段有高达94%的人使用油管（YouTube）。一项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水平越高，青少年酗酒的频率就越高（Brunborg，Andreas & Kvaavik，2017）。此外，一项针对37个国家32000多名15岁青少年的大规模研究发现，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会支持程度低是生活满意度低的最强预测因素（Walsh &others，2020）。

发送文本信息已超越面对面接触、电子邮件、即时消息和语音通话，成为青少年与朋友联系的主要方式（Lenhart，2015；Lenhart & others，2015）。美国一项进一步更新的全国性调查显示，每天发送文本信息的人的占比从2008年的38%增加到2015年的55%。然而，语音信箱是大多数青少年与父母联系的主要方式。

10.5 青少年问题

在前一章中，我们讨论了几个青少年的问题；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探讨青少年犯罪、抑郁与自杀，以及问题与成功的干预计划的关系。

10.5.1 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罪犯（juvenile delinquent）是指那些违反法律或做出非法行为的青少年。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从乱丢垃圾到谋杀等违法行为（Mash & Wolfe，2019）。由于从技术上讲，青少年只有在被法院判定有罪后才成为青少年罪犯，因此官方记录并不能准确反映青少年做出非法行为的数量。

2017年，美国有81.89万起青少年被指控违反刑法的犯罪案件，低于2010年的140万起，但高于1960年的40万起（Hockenberry & Puzzanchera，2019）。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然而，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涉及女性的犯罪案件比例已经从1985年的19%增加到了2017年的27%（Hockenberry & Puzzanchera，2019）。

与这些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总体比例相比，来自少数种族群体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青少年的犯罪率尤其居高不下。然而，这些群体的成员对美国司法决策过程的影响力较小，因此他们可能比非拉丁裔白人、中产阶级者更容易被判为罪犯。

青少年期的犯罪行为与成年后的结果有关吗？一项研究显示，青少年犯罪与成年后更大的失业可能性密切相关（Carter，2019）。是什么导致了犯罪呢？人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原因，包括遗传因素、自我认同问题、社区影响和家庭经历。例如，埃里克·埃里克森（1968）认为，如果青少年的发展限制了他们扮演可接受的社会角色，或者让他们觉得自己无法达到扮演这些角色的要求，他们可能会选择进行消极的自我认同。进行消极的自我认同的青少年可能会在同伴中为自己的不良形象找到支持，从而强化其消极的自我认同。在埃里克森看来，虽然犯罪代表一种消极的自我认同，但犯罪也是个体建立自我认同的一种尝试。

虽然犯罪不像过去那样仅仅存在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环境中，但低社会经济地位文化的一些特征可能会推波助澜（Thio，Taylor & Schwartz，2019）。一项针对1万多名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发现，以贫穷困顿和儿童虐待为特征的家庭环境与青少年被送入少年司法系统有关（Vidal & others，2017）。许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同伴团体和帮派的规范是反社会的，或者对整个社会的目标达成和规范维持起反作用。努力摆脱困境是低收入社区一些青少年生活的突出特点。一项研究发现，家庭经历过多次贫困的青少年在14岁和21岁时犯罪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两倍多（Najman & others，2010）。

家庭支持系统的某些特征也与犯罪行为有关（Farrington & Hawkins，2019）。父母对青少年的监控在决定青少年是否成为犯罪者方面至关重要（Bendezu & others，2018）。而一项研究发现，父母的权威型养育风格与个体14~23岁的低犯罪率有关（Mann & others，2015）。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兄弟姐妹可以影响青少年是否成为犯罪者（Laursen & others，2017；Wallace，2017）。研究表明，家庭治疗在减少犯罪方面通常是行之有效的（Henderson，Hogue & Dauber，2019）。

有犯罪的同伴和朋友会增加个体成为犯罪者的风险（Walt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在学生犯罪率较高的班级，其他未犯罪的学生成为犯罪者的可能性也较大（Kim & Fletcher，2018）。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最好的朋友是犯罪者，那么青少年成为犯罪者的可能性就会更大（Levey &others，2019）。

缺乏学业上的成功也与犯罪有关（Gordon Simons & others，2018）。一项研究显示，缺乏学业上的成功与学习障碍和犯罪有关（Grigorenko & others，2019）。而一些认知因素，如低自控力、低智力水平和缺乏持续注意力，都与犯罪行为有关（Hipwell & others，2018）。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具有冷酷无情人格特征的男性青少年犯罪的可能性较大（Ray & others，2017）。

罗德尼·哈蒙德（Rodney Hammond）的目标是帮助面临风险的青少年更有效地应对他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在“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中了解他的工作情况。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基于哪些研究证据来向父母说明家庭动态和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健康心理学家罗德尼·哈蒙德

在描述他的大学经历时，罗德尼·哈蒙德说：“当我开始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读本科时，我还没有决定我未来攻读的专业。为了筹措学费，我到了一个由心理学系赞助的儿童发展研究项目中做了一份兼职工作。在那里，我观察到市中心的孩子在旨在提高学习能力的环境中学习的过程。我亲眼看到了心理学可以做出的贡献，那时我知道我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3，p.26）

后来罗德尼·哈蒙德获得了学校和社区心理学博士学位，重点关注儿童的发展。多年来，他在俄亥俄州莱特州立大学培训临床心理学家，并指导了一个旨在减少少数种族青年暴力行为的项目。在那里，他和他的同事教处境危险的青少年如何利用社交技能有效地管理冲突，以及如何识别可能导致暴力的情况。罗德尼成为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首位暴力预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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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尼·哈蒙德就青少年期的风险以及如何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向一位青少年期的女孩提供咨询服务。

罗德尼说，如果你对人和解决问题感兴趣，心理学将是你的绝佳选择。

他现在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退休，是佐治亚大学人类发展和咨询专业的兼职教授。

10.5.2 抑郁与自杀

青少年抑郁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导致青少年自杀？

1.抑郁

曾经经历过严重抑郁症的青少年比例为15%~20%（Graber & Sontag，2009）。正在经历高度压力和某种失利会增加青少年患抑郁症的风险（Endedijk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发现，无望感是抑郁青少年具有的特征（Weersing & others，2016）。另一项研究显示，青少年期的低自尊水平和消极的情绪管理与抑郁有关（Fiorilli & others，2019）。人际关系的压力与青少年期的女孩的抑郁症发病率上升有关（Slavich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回顾指出，青少年往往难以识别抑郁症，他们倾向于从非正式渠道而非专业渠道寻求帮助，并对抑郁症持有偏见（Singh，Zaki & Farid，2019）。

女性青少年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男性。一项研究显示，12岁时，5.2%的女性与2%的男性首次抑郁症发作（Breslau & others，2017）。这项研究表明，12~17岁期间，女性的抑郁症累积发病率为36%，男性为14%。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原因包括：女性倾向于反刍自己的抑郁情绪，并将其放大；女性的自我认知，特别是身体映像，比男性更消极；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的歧视；女孩的青春期来得比男孩更早（Kouros，Morris & Garber，2016）。因此，女孩在中学时期经历的一系列变化可能会增加其患抑郁症的风险（Chen & others，2015）。

青少年抑郁是否与初显成年期的问题有关？一项研究对16~17岁的美国青少年进行了初次评估，然后每两年再评估一次，一直评估到他们26~27岁时（Naicker & others，2013）。这项研究显示，10年后持续存在的重要影响是抑郁症的复发、更强烈的抑郁症状、偏头痛、较差的自评健康状况与较低的社会支持水平。青少年抑郁症与10年后的就业状况、个人收入、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毫无关系。另外，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经历过严重抑郁症发作的青少年在15年后有抑郁复发的可能（Alaie & others，2019）。此外，15年后的评估表明，青少年抑郁与其他心理健康问题、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和亲密关系问题关系紧密。此外，一项研究发现，有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如果在青少年期感受到高度的孤独和焦虑，存在情绪障碍，并且参与运动少，那么在30岁及以后更有可能出现情绪障碍（Essau & oth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青少年时期持续性的抑郁与中年时期需要更多的医疗资源有关（Ssegonia & others，2019）。

基因与青少年抑郁症息息相关（Brouillard & others，2019）。一项研究发现，某些多巴胺相关基因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有关（Adkins & others，2012）。

某些家庭因素增加了青少年患抑郁症的风险（Loechner & others，2020）。这些因素包括父母抑郁、父母情感淡漠、严重的父母婚姻冲突、父母有经济问题（Rasing & others，2020）。一项研究还显示，母亲和青少年的共同反刍，尤其是针对母亲问题的共同反刍，与青少年抑郁有关（Waller &Rose，2010）。此外，另一项研究发现，情感和教育支持等积极的父母养育特征与青少年较低水平的抑郁有关（Smokowski & others，2015）。

不良的同伴关系也与青少年抑郁症有关（Costello & others，2020）。没有与最好的朋友建立亲密的关系、与朋友接触较少、有患抑郁症的朋友，以及经历同伴的拒绝都会增加青少年的抑郁风险（Platt，Kadosh & Lau，2013）。一项研究表明，与朋友共同反刍与青少年期女孩更大的同伴压力有关（Rose & others，2017）。此外，浪漫关系中的问题会造成青少年抑郁（Furman，2018）。

一项研究发现，某些药物治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和人际关系疗法可有效治疗青少年抑郁症（Maalouf & Brent，2012）。药物治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结合是最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其他研究表明，家庭治疗也可以有效减少青少年抑郁症发作的风险（Poole & others，201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咨询心理学家，你可能会基于哪些研究证据让父母了解青少年抑郁症的潜在长期影响？

2.自杀

自杀行为在童年期很少见，但在青少年期会增多，在初显成年期更甚（Park & others，2006）。多年来，自杀一直是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但最近它取代了他杀，成为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而意外事故仍然是美国青少年死亡的第一大原因（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19）。一项分析表明，15~24岁的人的自杀率从2007年的每10万人中有6.8人死亡增加到2017年的每10万人中有10.6人死亡（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19）。自杀存在文化差异（Pritchard，Iqbal & Dray，2020）。一项对15~19岁的青少年进行的跨文化比较发现，新西兰的自杀率最高，其次是冰岛，而希腊和以色列的自杀率最低（OECD，2017）。

尽管我们应该始终重视自杀的威胁，但考虑或企图自杀而未遂的青少年远多于实际自杀的青少年（Castellvi & others，2017）。虽然从2009年到2017年，认真考虑自杀的青少年的比例从14%上升到17%，但总体而言，在过去20年中，认真考虑自杀的青少年的比例大幅下降（Kann &others，2018）。这项全国性研究显示，2017年，7.4%的人在过去12个月内曾试图自杀一次或多次，2.4%的人曾尝试过自杀且需要就医。

近年来，与自杀相关的性别差异已经日益减少，但该性别差异仍然不容忽视：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尝试自杀，但男性更有可能成功自杀（Molina & Farley，2019）。

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通常有抑郁症状（Kim，Kim & Park，2020）。虽然并非所有抑郁的青少年都有自杀倾向，但抑郁是谈及青少年自杀时提到的最多的因素（Wolfe & others，2019）。一项研究显示，青少年期第一次自杀的最重要因素是重度抑郁发作，而对儿童来说则是遭受虐待（Peyre &others，2017）。此外，另一项研究显示，无望感能够预测抑郁青少年自杀企图的增加（Wolfe &others，2019）。

遗传因素不仅与抑郁相关，也与自杀存在关联（Orri & others，2020）。个体与自杀者的遗传关系越密切，其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大。

个体早期和后期的经历都与自杀企图有关，并且这些经历可能涉及家庭关系（Jimenez Trevino & others，2019）。一项研究发现，家庭不和以及与父母的消极关系与抑郁青少年自杀企图增加有关（Consoli & others，2013）。两项研究表明，童年期虐待与成年后的自杀企图难脱干系（Park，2017；Turner & others，2017）。压力环境，例如在学校成绩不佳或经历恋爱关系的破裂，也可能引发自杀（Im，Oh & Suk，2017）。例如，一项研究表明，综合性的学校困难（学业失败和不当行为）与较高的自杀风险相关（Ligier & others，2020）。一项分析表明，近期发生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是青少年自杀死亡的主要因素（Werbart Tomblom & others，2020）。

此外，正如“童年中后期的社会情绪发展”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受欺凌与自杀相关的想法和行为有关。一项元分析显示，成为网络欺凌受害者的青少年企图自杀的可能性是非受害者的2.5倍，有自杀念头的可能性是非受害者的2倍（John & others，201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你会依据哪些相关的研究信息让父母了解哪些特征与青少年的自杀企图最相关？

10.5.3 问题与成功的干预计划的关系

影响青少年最多的四种问题是：（a）药物滥用；（b）青少年犯罪；（c）性问题；（d）与学校相关的问题（Dryfoos，1990；Dryfoos & Barkin，2006）。面临最大风险的青少年有不止一种这样的问题。

研究人员日益发现，青少年期的问题行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大量滥用药物与过早发生性行为、成绩下降、辍学和犯罪有关（Okumu & others，2019；Zijlmans & others，2020）。过早发生性行为与吸烟、饮酒、成绩较差、辍学和犯罪有关（Barragan & others，2019；Chernick &others，2020）。犯罪与早期性行为、早孕、药物滥用和辍学有关（Anderson & others，2020；Stenbacka，Moberg & Jokinen，2019）。

据估计，美国有多达10%的青少年有上述四种问题行为。1990年，据估计有15%的高风险青少年有上述四种问题行为中的两种或三种（Dryfoos，1990）。在2006年，这一估计数字从1990年的15%上升到20%（Dryfoos & Barkin，2006）。

在对成功预防或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项目进行回顾后发现，这些项目具有以下共同特点（Dryfoos，1990；Dryfoos & Barkin，2006）。

（1）集中的个性化关注。在成功的项目中，高风险青少年会与一位负责任的成年人联系在一起，该成年人会给予青少年关注，并满足青少年各种具体的需求（Goulter & others，2019）。这一内容在许多项目中都出现过。例如，在一个成功的项目中，一名学生援助顾问全职提供个人咨询和治疗转介服务。

（2）全社区多机构合作。全社区项目的基本理念是，必须有多项不同的项目和服务（Trude &others，2018）。一个成功的防物质滥用项目，实施了一项全社区范围内的健康促进活动，该活动利用了当地媒体和社区教育资源，并与学校的防物质滥用课程相配合。

（3）早期的识别与干预。在儿童出现问题之前，或在问题出现之初，对年幼儿童及其家庭进行干预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策略（Goldhagen & others，2020）。有一个学前教育项目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怀孕、物质滥用和辍学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62年至1967年，由密歇根州伊普西兰蒂的高瞻基金会（High/Scope Foundation）运营的佩里学前班，对学生产生了长期的积极影响。这个由大卫·魏卡特（David Weikart）指导的强化项目为处境不利的非裔美国儿童提供服务。他们参加为期两年的高质量学前教育项目，每周都接受项目人员的家访。根据警方的官方记录，与对照组相比，参加过佩里学前教育项目的学生到19岁时被逮捕的可能性较小，犯罪率也较低。佩里学前班的学生辍学的可能性也较小，与没有接受过丰富学前教育的对照组相比，教师对他们的社会行为评价更高（High/Scope Resource，2005）。



内容总结






自我认同




● 自我认同是由许多部分和领域组成的自画像。

● 自我认同对角色混乱是埃里克森提出的人类生命周期中的第五个阶段，个体在青少年期会经历这个阶段。

● 詹姆斯·马希耳提出了四种自我认同状态。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我认同的关键变化发生在初显成年期，而不是青少年期。

● 种族认同对自我认同有重要影响。



家庭




● 父母在青少年期发挥管理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效地监控青少年的成长。青少年向父母披露自己的行踪与青少年有良好的适应性有关。

● 追求自主是青少年期的标志之一。对父母的依恋增加了青少年适应社会的可能性。

● 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冲突在青少年早期会有所增加。这种冲突通常是适度的，并不严重。



同伴




●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认为，在青少年期早期，亲密朋友在心理上的重要性会急剧上升，与朋友的亲密程度也会上升。相比童年期，同伴规范、小团体和群体在青少年期显得更为重要。

● 青少年恋爱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文化对青少年的约会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与青少年发展




● 青少年的发展因文化而异，在一些文化中，成人礼是青少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 低社会经济地位和贫困会对青少年的发展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包括较低的学业成绩、较低的职业成就和较多的心理问题。

● 移民是许多少数种族青少年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并非所有少数种族家庭都很贫穷困顿，但许多少数种族青少年因贫困而产生压力。

● 青少年进行媒体多任务处理和使用互联网进行社交联系的情况急剧增加。



青少年问题




● 青少年犯罪是青少年时期的一个问题。人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原因来解释青少年为何会犯罪。

● 女性的抑郁率通常比男性更高。自杀是美国青少年死亡的三大原因之一，许多因素与青少年自杀有关。

● 研究人员日益发现，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成功预防或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项目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第11章 成年早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




本章纲要



从青少年期向成年期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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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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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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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表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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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显成年期的性活动
	[image: ]






 性行为
	[image: ]






 性传播感染






认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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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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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职业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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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戴夫·埃格斯，在直面压力时选择职业

在大学期间的最后一年，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的父母于五周内相继死于癌症。彼时，他是怎么做的？他和八岁的弟弟一起离开了芝加哥并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因为他的姐姐在那里的法学院学习。平日里，戴夫要照顾他年幼的弟弟，但他需要一份工作来支撑他做这件事。于是，就在那个夏天，他参加了家具油漆课程；接着为一家地质勘测公司工作，任务是在计算机上重新创建地图。然而，在不久之后，他就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他和他的高中同学一起创办了面向二十多岁年轻人的讽刺杂志《也许》（Might）。这是一种前卫的、备受赞誉的刊物，但是并不赚钱。几年后，埃格斯不得不选择停刊，离开加利福尼亚并前往纽约。

对于职业生涯来说，这不像是个前途无量的开始，但是在他父母去世的十年内，埃格斯不仅抚养了他年幼的弟弟，还创办了名为《麦克斯威尼》（McSweeney’s）的杂志，同时撰写了一本畅销书《令人心碎的天才之作》（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该书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家协会奖，还获得了普利策奖提名。具体来看，埃格斯在这本书中对自己的真实生活稍加改编，讲述了他照顾病入膏肓的母亲、抚养年幼稚嫩的弟弟并在世上寻找自己位置的故事。尽管埃格斯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承担着抚养弟弟的责任，但是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很快就创造了里程碑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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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埃格斯，才华横溢、见解深刻的作家。

11.1 从青少年期向成年期的过渡

青少年什么时候能蜕变为成年人？事实上，对任何一个女孩或男孩来说，进入青少年期的时间都是模糊的。相比之下，确定一个人何时蜕变为成年人更是难上加难。

11.1.1 长大成人

对于很多个体来说，长大成人涉及一个漫长的过渡期。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的过渡阶段被称为初显成年期（emerging adulthood），这一过渡大约发生在个体18~25岁时（Arnett，2006，2010，2015）。其中，实验和探索是初显成年期的主要典型特征。在这一发展阶段，很多个体还在探索他们想要追寻的职业道路，探索自己的身份以及自己渴望的生活方式（比如，选择单身、未婚同居或结婚成家）（Jensen，2018；Padilla-Walker & Nelson，2017）。

1.初显成年期的关键特征

杰弗里·阿奈特（Jeffrey Arnett，2006）总结了五个关键特征来描述初显成年期。

● 身份探索，尤其是爱情和工作。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初显成年期是自我认同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McLean & others，2021）。

● 不稳定性。在成年早期，住所变动达到高峰，同时在爱情、工作和教育方面也经常存在不稳定性。

● 自我聚焦。根据阿奈特的解释，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承担社会责任，也很少对他人负责任和做出承诺，这使得他们在经营自己的生活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 位置介于两者中间。很多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不认为他们是青少年或者是完全成熟的成年人（Bellingtier & Neupert，2020）。

● 处于充满可能性的年龄，即个体处于拥有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生活的年龄。阿奈特（2006）从以下两点阐释了初显成年期是充满可能性的年龄阶段：（a）很多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抱着乐观的态度面对他们的未来；（b）对于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困难的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来说，这一时期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调整生活节奏、走向更光明的未来的机会。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与大学辅导员分享关于初显成年期的哪些特征呢？

研究表明，上述五个方面的描述不仅体现了从青少年期过渡到成年早期的美国个体的特征，也与欧洲以及澳大利亚个体的相关特征相吻合（Arnett，2012，2015；Buhl & Lanz，2007；Sirsch & others，2009）。虽然并非所有文化都认可初显成年期是人生的一个过渡期或发展阶段，但在那些个体承担成年人责任的年龄相对延后的文化中，初显成年期的存在似乎是不可否认的（Kins & Beyers，2010）。初显成年期概念的批评者认为，它主要适用于有特权的青少年，而并不适用于大部分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处于限制性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个体（Cote & Bynner，2008）。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处境艰难的年轻人进入初显成年期的时间略早于普通群体（Lisha & others，2012）。

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初显成年期的年龄范围从18岁至25岁扩展到18岁至29岁（Arnett，2014）。然而，在针对18~60岁个体的最新研究中，相比于年长者，初显成年期的五个特征更有可能被18岁至25岁的个体认可。

2.初显成年期和成年早期的变化

在较早的几代人中，人们最晚在二十岁左右就被期盼着完成大学学业，获得一份全职工作并与自己的配偶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接着拥有自己的孩子。然而，现在的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达成以上人生成就，其中大多数个体直到二十多岁末期甚至三十多岁才会经历这一切（Vespa，2017）。因此，当下年轻人的父母回想起自己完成这些事情的时间点要比孩子早得多，也就显得不足为奇。

此外，直至2014年，现代社会第一次出现了以下情况——与父母同住成为18~34岁年轻人常见的生活方式（Fry，2016）。相比之下，在1880年，对于初显成年期和成年早期的成年人来说，无论是配偶还是重要的另一半，与恋爱伴侣一起生活才是最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具体来看，在2014年，32.1%的18~34岁年轻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31.6%的个体与配偶或伴侣同居，14%的人选择独自居住，22%的年轻人会住在其他家庭成员的住所中并与非亲属一起生活，或者住在集体宿舍等集体居住场所中（比如大学宿舍）。

在教育方面，如今初显成年期和成年早期的成年人比20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Vespa，2017）。例如，现在的年轻人更有可能获得大学学位。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水平获得提升的最主要原因便是性别差异发生了变化。在1975年，拥有大学学位的年轻男性的比例更高，但如今拥有大学学位的年轻女性的比例则超过了年轻男性。

在工作方面，与1975年相比，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参与工作（Vespa，2017）。而参与工作的人数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样涉及性别差异的变化，女性参与工作的人数显著上升，从之前的略低于50%增加到现如今的超过2/3。1975年，几乎所有没参与工作的女性都需要照料家庭和孩子。然而，2016年没参与工作的女性中却只有不到50%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

我们将在“成年早期的社会情绪发展”一章中进一步讨论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

3.成为成年人的标志

在美国，最被广泛认可的成为成年人的标志便是拥有一份或多或少趋于稳定的全职工作，这通常发生在个人完成学业之后，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高中毕业之后，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对一些人来说则是研究生毕业或从专业学院毕业之后。然而，还有一些成年标准尚不明确。其中，经济独立是成为成年人的重要标志，但它的实现往往要经历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会选择回到父母身边生活，即使他们试图在经济上寻求独立。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在25岁时，只有略多于一半的实验参与者完全不用依赖家庭经济的支持（Cohen & others，2003）。最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中17岁至27岁成年个体的发展轨迹呈现广泛的可变性，研究中的许多参与者在经济依赖性方面来回变动。另外，一项研究则表明，在成年起步阶段与父母共同居住会减缓成年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的进程（Kins & Beyers，2010）。

一些研究显示，对自己负责可能是很多人进入成年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Smith & others，2017）。其中一项研究就指出，大学生们及其家长一致认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和提高自己的情绪控制能力是蜕变为成年人的重要标志（Nelson & others，2007）。一项关于丹麦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的研究也表明，被广泛描述为初显成年期的标志包括承担自我责任、做出独立决策以及逐步实现经济独立（Arnett & Padilla-Walker，2015）。同样在这项研究中，被描述最少的标志则是一些传统的过渡事件，比如结婚成家和避免酗酒。不仅如此，一项关于美国社区大学的研究还发现，学生们相信从能够照顾好自己和他人的时刻开始，他们便步入了成年期（Katsiaficas，2017）。

尤其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我们所讨论的成年标志主要诞生于工业化社会。相比较之下，结婚成家会被一些发展中国家视为个体步入成年期的重要标志，而这通常发生得要比美国人步入成年的时间早得多（Arnett，2015）。比如印度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18~26岁的个体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成年期（Arnett，2015）。

11.1.2 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

对于发达国家的很多人来说，从高中进入大学是自身步入成年期的重要标志（Staley，2019；Stolzenberg & others，2019）。就像自小学至初中或高中的过渡会涉及变化和可能性压力一样，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也是如此。诚然，这两个过渡阶段有许多方面大同小异。其中，从高中毕业生到大一新生的过渡，再次重演了青少年期开始时支配地位所发生的变化，即由最年长、最有“权势”的学生群体转变为最年轻、最无“权势”的学生群体。对许多学生而言，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涉及向一个更大、更没有人情味的学校结构转变，更多地与来自不同地域和种族背景的同龄人交流，更加关注成就和考试评估。但是，就如同从小学到初中或高中的过渡一样，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也包含一些积极的特点。例如，学生们更容易感觉到自己的成长，有更多可选择的科目，拥有更充裕的时间与同龄人相处，还得到了更多机会去探索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同时远离了父母的监管而变得更加独立，并且在学术上直面智力的挑战（Halonen & Santrock，2013）。

在过去的30年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对大一新生的背景、经历以及他们对多个话题的看法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最近几年来大学生对个人幸福感的关注与日俱增，而对他人的，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幸福感的关注则日益减少（Stolzenberg & others，2019）。如今的大一新生与40年前的同龄人相比，在追求经济富裕方面的动力更强，而在学习有意义的人生哲学等方面的动力更弱。2017年，82.5%的学生（这项调查有史以来最高的百分比）将经济富足视为“必要”或“非常重要”的目标，而1971年的同龄大学生中却仅有42%的人持有相同的观点。

尽管如此，一些迹象表明美国大学生对于社会幸福度的关注正在增加。正如上述调查结果所示，美国大一新生对学习有意义的人生哲学的感兴趣程度从2001年的39%增加到了2017年的48.1%（Stolzenberg & others，2019）。与此同时，86.5%的大一新生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经常或偶尔会参与志愿者工作。

另外，越来越多的大一新生报告称他们拥有更为沉重的压力和更高的抑郁水平。根据全国性调查所呈现的结果，38.7%的大一新生认为他们经常或偶尔会感到被所做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而12.2%的大一新生则表明他们正处于抑郁状态中（Stolzenberg & others，2019）。

大学辅导员可以提供关于应对压力和学业问题的有效信息。对此，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来了解大学辅导员格蕾丝·丽芙的工作。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格蕾丝·丽芙，职业顾问和大学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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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丝·丽芙在斯波坎社区学院为大学生提供职业咨询。

多年来，格蕾丝·丽芙（Grace Leaf）一直是华盛顿斯波坎社区学院的辅导员。2014年，她成为位于斯波坎的下哥伦比亚学院（Lower Columbia College）的副校长。拥有教育领导硕士学位的她正在华盛顿州冈萨加大学攻读教育领导博士学位。作为一名大学辅导员，她为国际学生提供新生入学指导、个人和团体咨询服务，以及个人和团体职业规划服务。丽芙试图将学生与他们的目标、价值观联系起来，并帮助他们制定适合各自需求和愿景的学业规划。

大学辅导员会帮助学生应对适应性问题，鼓励他们发现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所在，帮助学生制定学业规划并探索职业选择。一些大学辅导员获得了本科学位，另外一些像格蕾丝·丽芙一样获得了硕士学位，其中一些大学辅导员是心理咨询专业的研究生。

11.2 身体发展

随着初显成年期和成年早期的成年人对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延长寿命等相关问题的深入了解，他们在监测自己的身体表现、健康状况、营养摄入、运动锻炼和物质使用等方面的兴趣逐渐增加。

11.2.1 身体表现和发展

大多数人在三十岁之前身体会达到巅峰状态，这通常发生在人们19岁至26岁时。这种身体表现的规律不仅发生在普通年轻人身上，对于杰出的运动员来说也是如此。尽管作为一个群体，现在的运动员们比前辈们做得更好——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举得更重，但达到身体巅峰状态的年龄几乎没有改变。

即便如此，不同类型的运动员的身体达到巅峰状态的年龄也迥然不同。大多数游泳运动员和体操运动员的身体会在十几岁左右达到巅峰状态，而大部分高尔夫球手和马拉松运动员的身体在快30岁时达到巅峰状态，其他竞技领域的运动员的身体的巅峰状态则往往出现在20多岁时。

我们的身体状态不但在成年早期这个阶段达到巅峰，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比如，对于30岁左右的年轻人而言，其肌肉张力和力量都开始每况愈下，下巴变得低垂，腹部开始凸出，同时，体能下降也是刚过30岁的个体普遍抱怨的问题。感觉系统在成年早期的变化几乎不值一提，不过眼睛中的晶状体会失去一些弹性，其改变形状和聚焦近距离物体的能力下降；听力在青少年期达到最优状态，在成年早期的前半段保持稳定，然后在后半段开始下降。此外，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人们身体的脂肪组织也会增加。

11.2.2 健康

美国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的死亡率是青少年的两倍以上（Park & others，2006）。从图11.1中可以看到，男性死亡率高是导致这一时期死亡率较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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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美国青少年和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的死亡率

尽管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的死亡率高于青少年，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慢性健康问题，而感冒和呼吸道之类的疾病也会比年轻的时候出现得更少（Rimsza & Kirk，2005）。虽然大部分大学生都知道如何预防疾病和增强体质，但利用这些信息并实践的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Lau & others，2013）。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不像他们看上去的那样健康（Fatusi & Hindin，2010）。

一项纵向研究显示，青少年期养成的大多数不良健康习惯会在成年早期有所强化（Harris &others，2006）。缺乏运动、不良进食选择、物质滥用、缺乏生殖健康护理以及缺乏医疗保健服务等情况都会在成年早期变得更为严重。例如，只有5%的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报告称没有进行每周锻炼，而在19岁至26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则高达46%。另一项研究发现，超重或肥胖的比例从大一新生的25.6%增加到大四学生的32%（Nicoteri & Miskovsky，2014）。但是，和其他发展阶段一样，仍有一部分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正在从事有益健康的事情，而另一些则持续做着有害健康的行为（Schwartz & Petrova，2019）。

在初显成年期和成年早期，很少有人会考虑个人生活方式对成年后健康状态的影响。许多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养成了以下习惯，包括不吃早餐、不规律进食、把零食当主食、吃得过多以至于超过了正常体重、过度吸烟饮酒、不锻炼、晚上只睡几个小时以及做危险的性行为（Andraka Christou & others，2020；Jansen & others，2020）。一项关于大学生的研究指出，定时吃早餐对他们的平均绩点存在积极影响，而定期吃快餐则会有消极影响（Reuter，Forster & Brister，2020）。

另一项研究表明，70%的大学生睡眠不足，50%的人报告称白天会有困倦感（Hershner &Chervin，2015）。进一步来看，一项研究显示，睡眠不足与较低的平均绩点和延迟毕业息息相关（Chen & Chen，2019）。一项涉及女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较差的睡眠质量与较高程度的智能手机依赖以及较差的压力应对能力关系紧密（Wang & others，2019）。还有研究发现，睡眠问题与大学生在能量饮料上的高消费显著相关（Faris & others，2017）。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睡眠不足的问题不单单会出现在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身上。国家睡眠基金会（National Sleep Foundation，2020）建议初显成年期和成年早期的成年人每晚应该睡足7~9小时，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多数个体都没有办法在每晚获得如此长的睡眠时间（Mamun & others，2020）。同时，美国睡眠医学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和睡眠研究学会（Sleep Research Society）（Luyster & others，2012）的声明还着重强调，慢性睡眠剥夺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寿命缩短、认知和运动等功能障碍，从而使交通事故和工作事故出现的风险增加。

许多大学生都会偶尔或经常熬夜准备考试。对此，国家睡眠基金会（2019）指出这不仅不是上策，还会损害个体的考试表现：例如扭曲记忆、导致思维不够清晰、影响注意力等。因此，如果个体进行了有效的计划制订和时间管理，将学习活动安排在几天或几周内，考试时的表现可能会更好。

以上描述的生活方式都与不良的健康状况关系密切，会导致人们生活满意度下降（Insel &Roth，2020）。在一项纵向研究中，被试接受了长达40年的评估，结果发现被试30岁时的身体健康状况与70岁时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关联，而这一现象在男性身上更为显著（Mussen，Honzik &Eichorn，1982）。另一项研究探索了超过17000名被试的健康行为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他们来自21个国家，年龄为17岁至30岁（Grant，Wardle & Steptoe，2009）。结果显示，成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以下因素呈正相关关系，包括不吸烟、定期锻炼、使用防晒霜、吃水果以及限制脂肪摄入等，但是成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饮酒和纤维摄入之间没有关联。

1.进食和体重

肥胖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严重且普遍的健康问题（Blake，2020；Schiff，2021）。在美国，2017年至2018年，2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有42.4%被归类为肥胖（Hales & others，2020）。这一比例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11.7%，自2012年以来增加了7.3%。其中，中年人的肥胖率（44.8%）高于年轻人（40%），男性和女性的肥胖率不分伯仲，但是女性的严重肥胖率（11.5%）比男性（6.9%）高。在不同的种族群体中，非裔美国人的肥胖率（49.6%）和拉丁裔美国人的肥胖率（44.8%）最高，其次是非拉丁裔白人（42.2%），而亚裔美国人的肥胖率（17.4%）最低。结合性别因素来考察，非裔美国女性的肥胖率（56.9%）最高，而亚裔美国女性的肥胖率（17.2%）最低。一项涉及33个国家成年人的国际比较显示，美国的肥胖率（38.2%）最高；日本的肥胖率（3.7%）最低；所有国家的平均肥胖率为19.5%（OECD，2017）。

超重或肥胖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Stefan，2020）。超重和肥胖还影响心理健康，比如需要直面抑郁的挑战（Bergantin，2020）。

关于减肥，我们都知道最有效的计划之一就是锻炼（Hynes，2020）。研究人员发现，更高水平的体育活动，尤其是耐力训练，与减肥效果相关（Petridou，Siopi &Mougios，2019）。一项对约2000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成功减肥者会比失败减肥者更频繁地使用以下策略，包括每天锻炼30分钟、控制饮食和每天称重（Kruger，Blanck &Gillespie，2006）（见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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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成功减肥者和失败减肥者所采用策略的比较

另外，一项贯穿青少年期到成年早期的纵向研究表明，保持健康体重的可能性与维持较高的身体满意度、避免不健康的减重行为（比如不吃饭）以及不进行高度限制性的节食均存在正相关关系（Larson & others，2018）。同样，这项研究显示，如果个体获得更多关于健康饮食以及体育活动的社会支持，个体就更有可能维持健康体重；而与正在节食的人（例如父母和亲密伴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维持健康体重的可能性则会变小。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你可能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证据来论证大学和社区中心减肥项目的好处？

2.定期锻炼

健康专家希望人们进行锻炼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有助于预防诸多疾病，例如心脏疾病和糖尿病等（Graham，Holt/Hale & Parker，2020）。具体来看，专家建议年轻人每天进行30分钟或更长时间的有氧运动（aerobic exercise）。这是一种持续性的锻炼，例如慢跑、游泳或骑自行车，它能有效刺激个体的心肺活动。针对有氧运动，大多数健康专家都建议进行足够的锻炼以达到个人最大心率的60%。然而，调查显示，只有约1/5的成年人达到了这一体育活动水平。

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将缺乏体育锻炼视为早逝的关键因素（Han，Neufer & Pilegaard，2019）。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只有22.9%的18~64岁美国成年人符合有氧运动和肌肉强化锻炼的标准（Blackwell & Clarke，2018）。另外，该项调查显示，只有27.2%的男性和18.7%的女性符合锻炼的标准。

研究人员发现，锻炼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大有裨益（Netz，2017）。其中，坚持锻炼与更高的自我认知水平和较低的焦虑以及抑郁水平相关（Elbe & others，2019）。例如，一项针对近1.8万名成年人的研究显示，定期进行中度到剧烈体育活动和肌肉强化锻炼的人抑郁的可能性更小（Bennie &others，2020）。此外，对于18岁至25岁的大学生来说，参与越多体育活动的个体生活满意度越高（Maher & others，2013）。另一项研究则发现，使用看屏幕的时间去进行体育活动能够降低死亡风险（Wijndaele & others，2017）。

3.物质滥用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探讨了青少年期的物质滥用问题。相比之下，一项关于大学生的研究显示，只有20%的个体报告称从不饮酒（Huang & others，2009）。幸运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到了二十多岁时便减少了对酒精的摄入（Schulenberg & others，2017，2018，and 2019）。

另外，大学时期出现严重酗酒行为的个体往往承受着更多、更大的伤害（Creswell &others，2020）。2018年，28%的美国大学生表示在过去两周内至少一次连续饮用五杯或更多酒水（Schulenberg & others，2019）。术语“极端放纵酗酒”（extreme binge drinking），也称为高强度饮酒，是指在过去两周内至少一次连续饮用十杯或更多酒水（Schulenberg & Patrick，2018）。对此，2017年有11.2%的大学生自称存在这种高强度饮酒行为（Schulenberg & others，2018）。尽管大学生群体中的饮酒率一直较高，但近年来却有所下降，其中也包括极端放纵酗酒率。例如，这一比率从2012年的37%降到了2018年的28%（Schulenberg & others，2019）。

一项涉及美国140个校园的饮酒模式调查结果表明，几乎有一半的极端放纵酗酒者拥有以下相关问题，包括逃学缺课、身体受伤、与警方发生纠纷、进行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等（Wechsler &others，1994）。具体来看，极端放纵酗酒的大学生在学业上落后的可能性是没有该行为的大学生的11倍，酒后驾车的可能性是没有该行为的大学生的10倍，进行不安全性行为的可能性则是没有该行为的大学生的两倍。另一项纵向研究还发现，大一就极端放纵酗酒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延迟毕业（White & others，2017）。

在人一生的发展过程中，极端放纵酗酒率于何时会达到最高峰呢？一项纵向研究的结果显示，极端放纵酗酒率通常在21岁至22岁时达到峰值，接着就开始有所下降（Schulenberg & others，2017）（见图11.3）。密歇根大学“监控未来”研究的数据也指出，极端放纵酗酒率的高峰时刻为21岁至22岁，其中有40%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表示在过去的两周内至少有一次极端放纵酗酒的行为（Schulenberg & other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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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青少年期至成年早期过渡阶段的极端放纵酗酒现象

请注意，极端放纵酗酒率在21岁至22岁时达到最高峰，在25岁左右保持较高水平。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跟大学辅导员分享哪些关于极端放纵酗酒及其影响的研究信息呢？

11.3 性

我们已经探讨了青少年是如何形成性别认同并开始性行为的问题。那么，成年早期的“性”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11.3.1 初显成年期的性活动

在初显成年期的一开始（18岁），调查显示略多于60%的人有过性行为，但到初显成年期结束时（25岁），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性行为（Wesche & Lefkowitz，2020）。此外，美国目前的平均结婚年龄为男性29.5岁和女性27.4岁（Livingston，2017）。因此，初显成年期是大多数个体性行为活跃且未婚的时间段（Waterman & Lefkowitz，2018）。

11.3.2 性行为

美国一项针对25岁至44岁成年人性行为的全国性调查研究显示，98%的女性和97%的男性自称有过性交活动（Chandra & others，2011）。

关于不同年龄段成年人不同方面的性行为的详细信息来源于1994年的“美国性调查”。此调查负责人罗伯特·迈克尔（Robert Michael）及其同事对随机选择的3000多个18~59岁的个体进行了采访，这与基于非典型志愿者群体的早期样本选择方法截然不同。

以下是1994年“美国性调查”中的一些关键发现。

● 美国人分为三类：1/3的人每周进行两次或更多次性行为，1/3的人每月有几次性行为的尝试，1/3的人每年进行几次或根本不进行性行为。

● 已婚且同居伴侣比非同居伴侣更频繁地进行性行为。

● 大多数美国人不进行怪异的性行为。

● 婚外情明显是例外，而非常态。调查显示，近75%的已婚男性和85%的已婚女性表示自己从未背叛过伴侣。

● 男性想性爱这件事要比女性想这件事频繁得多。

总体而言，1994年的调查中最有力度的信息之一是美国人的性生活比以前大家认为的更为保守。尽管17%的男性和3%的女性表示自己至少与21个伴侣发生过性行为，但整个调查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性行为受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影响。

在性行为方面的性别差异会有多大？对近8000名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进行的调查发现，男性对性关系（尤其是随意的性关系）的态度比女性更加开放（Sprecher，Treger & Sakaluk，2013）。另外一项综合调查也发现，男性在性行为的大多数方面比女性拥有更丰富的经历和更开放的态度（Petersen & Hyde，2010）。

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通常是性行为的负面，如青少年怀孕、性传播感染、强奸等，但强调性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是极其重要的（King，2019，2020）。例如，瑞典的一项研究显示，性交频率与女性、男性的生活满意度均存在密切关联（Brody & Costa，2009）。另外，一项研究也表明，成年人前一天的性行为与第二天的幸福感密切相关（Kashdan & others，2018）。该研究还进一步指出，较高水平的性愉悦能够预测第二天更多的积极情绪和更少的消极情绪。

11.3.3 性传播感染

性传播感染是指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事实上，大约每六个美国成年人中就会有一个受到性传播感染的影响（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20）。其中，最常见的性传播感染是细菌感染，如淋病、梅毒和衣原体感染；以及由病毒引起的性传播感染，如艾滋病、生殖器疱疹和生殖器疣。

在过去几十年中，没有任何一种病毒能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那样，对性行为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并引起极其广泛的公众恐惧（Carroll，2019）。HIV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进而导致艾滋病。最终，艾滋病人会虚弱到连普通感冒都能危及其生命。

2017年，美国约有110万人感染了HIV（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8）。但由于安全性教育的普及以及药物治疗有效性的提升，美国人群中因HIV和艾滋病导致的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综观全球范围，2018年携带HIV的人口总数为3790万，其中大部分患者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UNAIDS，2019）。目前，仅有约60%的HIV感染者知道自己感染了该病毒（UNAIDS，2019）。其中，大约一半的新HIV感染者处于15岁至24岁这个年龄段。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HIV感染率有了显著下降（UNAIDS，2019）。

哪些有效的策略可以用于预防HIV感染和其他性传播感染呢？

● 了解自己和伴侣的风险状况。任何与他人发生过性行为的个体都有可能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感染。与伴侣发生性行为之前，人们需要花时间了解对方。请利用这段时间告知对方自己的性传播感染状况，并询问对方相应的情况。记住，许多人会在描述自己的性传播感染状况时撒谎。

● 进行医学检查。许多专家建议伴侣双方在发生性关系之前进行医学检查，以避免性传播感染。

● 进行有安全措施的性行为，不要进行没有安全措施的性行为。

● 不要与多个伴侣发生性行为。性传播感染的最主要预测因素之一便是与多个伴侣发生性行为。简而言之，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会增加遇到有性传播感染的伴侣的可能性。

11.4 认知发展

认知表现在这几年会有哪些变化呢？为了探究成年早期认知的本质，我们将着重关注认知阶段和与创造力相关的问题。

11.4.1 认知阶段

在思维方面，年轻的成年人是否比青少年更优越呢？让我们来看看皮亚杰和其他学者是如何回答这个令人兴趣盎然的问题的。

1.皮亚杰的观点

皮亚杰认为，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思维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对此，他进一步指出，在大约11岁至15岁时，青少年的思维进入了形式运算阶段，比处在具体运算阶段的7岁到11岁的儿童的思维更加富有逻辑性、抽象性。相较之下，皮亚杰认为年轻的成年人在认知方面的级别要比青少年高，因为他们拥有比青少年更多的知识。同时，与从事信息加工研究的心理学家一样，皮亚杰也赞同成年人在某个领域的知识积累会呈现出特定的增长趋势，比如物理学家对物理学的理解或金融分析师对金融领域的了解。然而，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形式运算思维出现在认知发展的最后阶段，它是成年人和青少年的共同特征。

一些发展心理学家的理论进一步指出，许多人直到成年阶段才会强化和巩固他们的形式运算思维。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在青少年期开始的时候对智力问题进行规划和假设，但随着步入成年，他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系统和复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成年人都能以形式运算的方式展开思考（Kuhn，2009）。

2.后形式思维

有人提出，形式运算阶段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思维在成年早期会相应减少，并被更加现实和务实的思维取代。同时，还有人提出，年轻的成年人进入了一种名为后形式思维（postformal thought）的认知发展新阶段（Sinnott，2003）。后形式思维具有以下特点。

● 反思性、相对性和情境性。年轻的成年人在解决问题时可能会对工作、政治、人际关系和生活的许多方面进行深思熟虑（Labouvie-Vief，1986）。他们发现，一些方法在工作中可能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却不适用于家庭。因此，后形式思维认为解决问题需要反思性思维，并且需要因情况而调整。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反思性思维在成年阶段会继续强化，并变得更加内化、更少受环境影响（Labouvie-Vief，Gruhn & Studer，2010；Mascolo & Fischer，2010）。

● 临时性。许多年轻的成年人会变得更加怀疑真理，并且似乎不愿接受一个最终答案。因此，他们认为寻求真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 现实性。年轻的成年人明白，思维不能总是抽象且不切实际的，很多时候必须是务实的。

● 认识到思维受情绪影响。初显成年期和成年早期的成年人比青少年更容易理解他们的思维会受到情绪的影响（Girgis & others，2018；Labouvie-Vief，2009）。然而，处在这一发展阶段，消极情绪往往会导致他们的思维出现扭曲并呈现自私的结果。

除了刚刚描述的后形式思维的五个特点，一项研究还探讨了智慧和意义在初显成年期的重要发展（Webster & others，2018）。该研究指出，对意义存在的寻求与智慧关系紧密，而智慧则是通过以下五个方面来评估的：重要的生活经历、回忆/反思、经验的开放性、情绪调节和幽默感。我们将在“成年中期的社会情绪发展”一章中进一步探讨生活的意义，在“成年后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一章中探讨智慧。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将如何向其他寻求鼓励学生认知发展的教育工作者解释后形式思维的特点呢？

11.4.2 创造力

成年早期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时期。30岁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发明了留声机，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童话集，莫扎特（Mozart）创作了名曲《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早期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发现，个人最富创造力的作品通常是在30多岁时产生的，而80%最重要的创造力贡献则在50岁之前完成（Lehman，1960）。尽管人在50岁之后的创造力贡献会减少，但这种减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任何关于创造力随着年龄下降的判断都必须考虑所涉及的领域（Kandler & others，2016）。比如在哲学和历史等领域，老年人展现出来的创造力通常与他们在30多岁和40多岁时展现出来的创造力不相上下。相比之下，在抒情诗、抽象数学和理论物理等领域，人们的创造力通常在20~30岁时达到顶峰。

研究人员发现，人格特质与创造力存在关联（Feist，2018；Kandler & others，2016）。一项研究显示，人格特质中经验的开放性可以预测艺术创造力，而智力能力可以预测科学领域的创造力（Kaufman & others，2016）。

你能让自己变得更有创造力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米哈伊·契克森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1995）采访了90位艺术、商业、教育和科学等领域的杰出人物，以了解创造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发现，富有创造力的人士往往会经历一种被他称为“心流”（flow）的状态，这是人们在参与吸引自身的心理和身体挑战时所体验到的一种高度愉悦的状态。对此，契克森特米哈伊（2000）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达到心流状态。从他与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的访谈内容中可知，打造富有创造力的生活的第一步便是培养好奇心和兴趣。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

● 对事物始终保持新鲜感，即使这些事物是你看过的、听过的或阅读过的内容。沉浸在讲座或书籍中。对世界所传达的信息持开放态度。相信生活是一连串的经历。广泛地、深入地体验，你的生活将更加丰富多彩。

● 每天试着至少让一个人感到意外。在许多事情上，你不得不变得墨守成规，做点不同寻常的事情来改变一下吧！问一个你通常不会问的问题，或者邀请某人一起去看一场你没看过的演出或参观一个你从未参观过的博物馆。

● 每天写下令你感到惊喜的事情以及你给别人带来的惊喜。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会通过日记、笔记或实验记录来保存信息，以确保他们的感受不会转瞬即逝或被忘到九霄云外。每天晚上，你可以记录当天发生的最令人惊讶的事件和你最出人意料的行为。几天后，重新阅读你的笔记，反思过去的经历。几个星期后，你可能会看到笔记中涌现出了一个兴趣点，这可能指向一个你可以继续深入探索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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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契克森特米哈伊在图中所示的地方产生了他认为最有创意的想法。你在何时何地能产生最具创造力的想法？

● 当某件事引起了你的兴趣时，请跟随它。通常某件事只是在瞬间吸引了你的注意，它可能是一个想法、一首歌曲、一朵花。我们总是忙于进一步探索这个想法、这首歌曲或这朵花。或者，我们认为这些事与自身毫无瓜葛，因为我们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关我们的事。我们不知道哪个部分最让自己感兴趣，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努力地去了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 早上醒来时，给自己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富有创造力的人早上醒来时都会渴望开始新的一天。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具有开朗、热情的人格特质，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每一天都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完成，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

● 在可以激发你创造力的环境中度过时间。在契克森特米哈伊（1995）的研究中，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电子寻呼机，并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随机地发出信息来提示参与者回答问题。当他问对方感觉如何时，参与者们报告称创造力的最高水平往往出现在自己步行、开车或游泳的时候。无独有偶，我（作者）最有创造力的思考也总是在慢跑时出现。具体而言，这些活动都是半自动化的，它们只需要消耗一定的注意力，于是个体应留出一些时间来整合自身的各种想法。除此之外，富有创造力的人还报告称，新奇想法总是在自己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下出现，也就是在深度放松或快要醒来的时刻出现。

11.5 成就、职业和工作

取得成就、选择职业、努力工作是成年早期的重要主题。对于在生活中取得成就，选择有意义的职业，并能够富有成效地工作，有哪些因素在这三个方面能起到作用呢？

11.5.1 成就

在“童年早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和“童年中后期的社会情绪发展”两章中，我们介绍了一些儿童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在成年人的成就获取过程中仍然有着毋庸置疑的作用。其中需要关注的是自我效能感（self-efffcacy），即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局势并取得有利的结果（Bandura，2012）；以及思维模式（mindset），即个体为发展自己而形成的认知观点（Dweck &Yeager，2020）。回想一下，成长型思维是指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它与成功和成就息息相关；而固定型思维则是指人们认为自己的能力如刻在石头上一般无法改变，它与较低的成就和较少的成功密不可分。一项针对成年人的研究表明，采用战略型思维在个体实现目标方面至关重要（Chen & others，2020）。这种思维模式使人们在面对挑战时会进行自我询问：“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自己？”“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件事做得更好？”研究发现，拥有战略型思维的人能更多地运用元认知策略，因此他们在大学中可以获得更高的平均绩点，并在实现职业、教育和健康目标方面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此外，有关成功和成就获取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延迟满足，即通过等待获得更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立即满足自身需求，来实现自我控制（Mischel，2014）。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成年人在获得成功和成就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其他重要因素：动机，目标设置、计划和自我监督，坚毅。

1.动机

在研究人们的动机时，心理学家探讨了“外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和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哪个更有利”这样的问题。其中，外部动机是指做某事是为了获得一些东西（活动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它通常受到外部刺激的影响，如奖励和惩罚（Thomas & Gullich，2019）。例如，一个人非常努力地工作是为了赚钱。内部动机涉及内在的动机，是指因自身的缘故而去做某事（活动本身就是目的）。例如，一个人在工作中非常努力可能是因为他的自我激励（Reitz，2019）。此外，一项综合分析指出，自我决定在人类动机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Howard，Gagne & Bureau，2017）。

动机研究的一个压倒性结论是：内部动机至关重要（Ryan & Deci，2019；van Egmond &others，2020）。事实上，现实世界中的人既有内部动机也有外部动机，并且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经常被对立起来。在学生生活的许多方面，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都在发挥作用（Schunk，2020）。此外，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可以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人们选择努力工作可能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份工作并且乐于深入了解它（内部动机），同时也因为他们想赚取丰厚的薪水（外部动机）。然而，请记住这样一点，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仅仅依赖外部动机来做事并非上策。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课堂上讨论对额外学分的使用时，你会如何解释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概念呢？

2.目标设置、计划和自我监督

设置目标、计划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并在进展中自我调节和监督是取得成就的重要方面（Schunk，2020）。个人应该同时设置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其中，长期目标可以是“我想在四年内获得本科学位”，而短期目标可以是“我想在下周一的生物考试中取得A的成绩”。

另一个好策略是设置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是对自我完善的承诺。确切地讲，挑战激发了人们对行动的浓厚兴趣和参与热情，而容易实现的目标很少会让人产生浓厚兴趣或表现出努力行为。但是，目标应与个人能力水平相匹配。如果目标过高，结果将是一败再败，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会随之下降。

仅仅设置目标是不够的，计划怎样实现目标也非常重要。成为一个好的计划者意味着会进行有效的时间管理、善于设置优先级并且处理事情时井井有条。此外，个体不但能够计划下周的活动，还应该监督自己是否可以坚持执行既定的计划。一旦参与到一项任务中，个体需要监督自己完成任务的进度，评估任务的完成情况，并根据结果来调整未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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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蕾迪丝·麦格雷戈（Meredith MacGregor）是科罗拉多州一所高中的长跑运动员之一。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科学家，她获得了英特尔青年科学家奖。她在哈佛大学获得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高级学位后，又成为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后研究生，现在就职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是天体物理学和行星科学专业的教授。

3.坚毅

为了继续研究影响成就的关键因素，人们对“坚毅”（grit）这一概念产生了浓厚兴趣。坚毅是指在实现长期目标时所需的激情和坚持。研究表明，坚毅与学业投入、取得成功均存在关联（Clark & Malecki，2019；Steinmayer，Weidinger & Wigfield，2018）。其他研究还显示，人生意图承诺（Hill & others，2016）、正念（Raphiphatthana，Jose &Slamon，2018）以及目标承诺（Tang & others，2019）是形成坚毅的前提条件。

要确定自己是否坚毅，可以思考以下问题（Clark & Malecki，2019）。

● 我是否要努力做到最好？

● 无论付出多少时间，我是否都会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 一旦设置了目标，我是否会努力克服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

● 我是否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饱含热情？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向来访者强调关于目标设置和坚毅的哪些重要特征来激励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呢？

既然我们已经探讨了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关注点转到职业的发展变化上，然后再来研究工作领域的其他方面。

11.5.2 职业

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会经历哪些发展变化？在当今社会，个体如何有效地找到通往目标的道路？

1.职业生涯的发展变化

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对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着理想化的憧憬。例如，大多数小孩子想成为超级英雄、体育明星或电影明星。在高中阶段，他们通常开始以一种不那么理想化的方式思考未来要从事的职业。在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当他们探索了不同职业的可能性并逐渐确定自己想从事的职业时，他们通常会小心谨慎地做出职业决策。在大学阶段，他们会选择主修专业或特定领域的专业，为将来开启相关领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到了二十五六岁，许多人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教育进程并开始进入全职工作的状态。从二十五六岁到三十多岁，人们会努力地在特定领域找到工作，然后他们可能会认真工作、谋得升职，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菲利斯·莫恩（Phyllis Moen，2009a）描述了职业秘诀，其中包括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即在成年期凭借长时间的努力工作就能使个人的地位提高，并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也就是说，许多人对于职业生涯的理想化概念便是，通过攀登职业阶梯向上移动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少数种族、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成年人来说，这种固化的职业秘诀从未在现实中发挥过作用。此外，广泛裁员导致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保障性降低，对于许多拥有中等收入职业的个体而言，职业秘诀变得越来越不可信。

2.寻找通往目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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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筛查营地上，哈里·普拉巴卡尔（Hari Prabhakar）（图片后排）正在为他创建的“印度部落健康基金会”（Tribal India Health Foundation）服务。普拉巴卡尔一直积极寻找目标。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国际卫生专家，他于2006年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拥有公共卫生和写作双学位，并获得3.9的平均绩点）。课堂之外，他在健康领域开展了许多活动。普拉巴卡尔创建了“印度部落健康基金会”，该组织可以为印度农村地区提供低成本的医疗救助。普拉巴卡尔在学生和基金会主任两个身份之间来回切换，他在读本科时每周要花费15小时经营该组织。普拉巴卡尔说：“我发现协调国际运作非常具有挑战性……这需要很多工夫，使我没有太多空闲时间。但当我看到患者和社区变得更好时，我会感慨这一切都是值得的。”（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06）。

在著作《通往目标的道路：帮助我们的孩子找到人生的使命感》（The Path to Purpose: Helping Our Children Find Their Calling in Life）中，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2008）指出，目标是许多青少年和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在取得成就和职业发展的过程中缺失的要素。戴蒙表示，太多的年轻人在高中和大学期间选择漫无目的地度过岁月，使自己置身于无法充分发挥潜力的隐患中，也没有找到可以激励自身的生活目标。

在对12岁至22岁的青少年及成年人进行访谈时，戴蒙发现只有大约20%的人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想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努力的原因有着清晰明确的想法。约60%的人已经参与了一些有潜在目的的活动，例如参与服务学习或与职业顾问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形成真正的承诺或合理的计划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不仅如此，略多于20%的人表示自己从未有过抱负，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去树立任何目标。

戴蒙总结并提示，大多数教师和父母都会强调实现目标的重要性，例如取得优异成绩，却很少深入讨论这些目标的本质意义以及它们对年轻人未来发展方向的引领作用。戴蒙进一步强调，学生往往只专注于短期目标，而忽视了对生活宏大愿景以及长远规划的探索（Damon &Malin，2020）。戴蒙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以下访谈问题（2008，p.135），这些问题也正是促使个人开始反思自己目标的出发点。

● 你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 为什么你会关心这些事情？

● 你有任何长期目标吗？

● 为什么这些目标对你来说很重要？

● 拥有美好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 成为一个好人的意义是什么？

● 如果现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你希望怎样被人们记住？

近期的研究为目标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佐证（Chen & Cheng，2020；Damon &Malin，2020）。一项研究发现，目标可以预测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的幸福感（Hill & others，2016）。另一项研究也提示，生活中的高目标感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降低以及寿命的延长息息相关（Cohen，Bavishi & Rozanski，2016）。

11.5.3 工作

在本章最后一节中，我们将探讨工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大学期间兼职、职业前景、失业、双职工家庭等主题。

1.工作的影响

工作在根本上定义了“人”（Ferrell，Hirt & Ferrell，2020），它对人们的财务状况、住房状况、时间安排、住地选择、友谊和健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Pride，Hughes & Kapoor，2019）。一些人通过工作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同时，工作还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了一种结构和节奏，当人们长时间脱离工作时，这种结构和节奏会让人们怀念。不仅如此，当无法投入工作时，许多人还会因情绪和低自尊水平而困扰。

大多数人将生命中1/3的时间用来工作。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美国18岁及以上的全职员工平均每周工作47小时，几乎比标准——“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每周5天”的工作时间——多出几乎整整一个工作日（Saad，2014）。该调查还显示，半数的全职员工报告称自己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近40%的人表示每周要工作50个小时甚至更多，而只有8%的人表示每周工作少于40小时。

值得注意的是，直至2019年年底，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依旧非常乐观，雇主们当时正在计划扩招5.8%的大学毕业生（NACE，2019）。然而，就如同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未来始终无法被准确预测，随着疫情暴发，自2020年3月之后，大学生的就业前景每况愈下。

美国劳动力市场呈现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长期职业正逐步消失，特别是以男性为主的私营部门（Hollister，2011）。出现这样的现象，正是因为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和其他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供给。

许多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会在不同工作之间来回更换，并且多数人从事的都是短期工作（Greenhaus，2013）。其中，人们的早期职业尤其不稳定，这是因为一些年轻员工会尝试寻找与个人兴趣和目标相匹配的工作，他们的职业选择从“生存工作”转向了“职业工作”（Staff，Mont’Alvao & Mortimer，2015）。在2007年严重的经济衰退期间，一项针对超过1100名18岁至31岁人群的调查显示，对职业目标保持高度的忠诚可以更好地防止个人失业（Vuolo，Staff & Mortimer，2012）。

诚然，选择工作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所带来的压力水平（Lee & Jang，2020）。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的全国性调查显示，55%的成年人表示压力导致了自身工作效率的降低（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7）。在这项研究中，52%的成年人称由于工作场所滋生的压力，他们已经在考虑或已经做出了新的工作选择，例如寻找新工作、拒绝升职或选择辞职。该调查还显示，工作的主要压力来源包括工资低（44%）、晋升机会缺乏（42%）、工作期望不确定（40%）和工作时间过长（39%）。另一项研究进一步指出，工作中的压力与员工的动脉高血压有关（Lamy &others，2014）。还有一项研究也表明，工作压力的增加会使员工失眠情况增多，而工作压力的减少则能缓解员工的失眠（Halonen & others，2017）。

不少成年人有着不断变化的工作期望，然而雇主往往未能予以满足（Hall & Mirvis，2013）。例如，目前的政策和实践是为单独养家（男性）的劳动力和工业经济而设计的，这些政策和实践与服务型劳动力、单亲家庭、双职工家庭的需求不一致。现在，许多工作者希望自己能够灵活地控制工作时间，但大多数雇主几乎没有满足这种灵活性需求，即使弹性工作制等政策“已经制定”。

随着2020年疫情暴发，无论是美国还是全世界其他地方，许多雇主只能被迫要求员工居家办公而不是在办公室、教室或其他场所工作办公，以遵守关于社交距离的规定。在疫情得到缓解以后，更多的雇主可能会继续为员工提供居家办公或在办公室工作的选择，又或者允许员工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混合工作模式。

2.大学期间兼职

在全日制美国大学生群体中，同时拥有工作的学生比例从1970年的34%增加到2008年的47%，然后下降至2017年的43%（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8）。2017年，81%的非全日制美国大学生拥有工作，这相比2011年的74%有所增加，但与2008年的调查结果持平。

通过兼职工作，大学生可以支付学费或抵消部分花销，但兼职工作本身也会限制其学习机会。一项全国性的调查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将自己定义为学生的个体，随着每周工作时间的增加，其成绩会相对受到影响（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2）（见图11.4）。因此，大学生需要仔细考虑该问题，即自己的工作时长是否给学业上的成功带来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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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大学生每周工作时长与成绩的关系

在为支付学费而工作的大学生中，有16%的学生表示每周1~15小时的工作会对他们的成绩产生负面影响（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2）。每周工作16~20小时的大学生中，有30%的个体表示会有同样的状况发生。而每周工作35小时或更多的学生中则有48%的人表示自己的成绩会受到负面影响。

3.监督职业前景

在探索适合自己且可能取得成功的工作类型时，个人对不同领域和公司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职业岗位数量的变动是视经济情况而定的，其在某一年里可能比较充裕，在另一年里可能就会有所缩减。因此，及时了解各个领域的职业前景是重中之重。

美国政府的《职业展望手册》（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每两年进行一次修订，可以帮助个人了解各个领域的职业前景。根据2020—2021年版手册的预测，直至2028年，太阳能安装师、风力涡轮技术员、家庭保健助理、个人护理助理、职业治疗助理、信息安全分析师、医师助理、统计学家、执业护士、语言病理学家、身体治疗师助理和遗传咨询师是发展最快的职业类别（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2020—2021）。其中，大多数高薪职业均要求获得大学学位。如果你想要具体了解一位为学生提供职业指导的从业人员，请参阅本章前文中的“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关于工作对成绩的影响，你会与大学生分享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呢？

4.失业

随着2020年疫情暴发，美国乃至全球的失业状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在2019年和2020年的前两个月，美国失业率处在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但是在2020年3月却又突然急剧上升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疫情期间，许多公司不得不选择关闭业务并被迫裁员。在2020年4月和5月，随着经济逐渐复苏，美国失业率有所下降（5月，13.3%），但仍远高于2020年初的水平（2月，3.5%）。

无论是暂时性的、周期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失去工作的个体都会产生压力（Alvaro & others，2019；Puterman & others，2020）。研究人员已将失业与身体问题（如心脏病发作和中风）、情绪问题（如抑郁和焦虑）、婚姻问题、物质滥用以及凶杀联系起来（Bui & Wijesekera，2019；Yoo &others，2016）。此外，另一项研究发现，失业与更高的死亡率有关，而对于未婚者来说，这种关系更是显著（Van Hedel & others，2015）。一项研究显示，即使人们在重返职场时选择的工作条件较差，这种重新就业后的幸福感也会迅速出现，并可以长时间存在（Zhou & others，2019）。

5.双职工家庭

双职工夫妻可能在平衡工作和生活方面存在特殊的问题（Booth-LeDoux，Matthews & Wayne，2020；Carlson，Thompson & Kacmar，2019）。如果夫妻双方都在工作，谁来打扫房间？谁去联系维修工？谁来处理无穷无尽的家庭问题？如果育有孩子，谁来确保孩子可以按时上学或上钢琴课？谁来书写外出游学的回执或与老师会面？谁来安排牙科预约呢？

对此，许多双职工夫妻会采用形形色色的适应性方法来使工作和家庭平衡（Flood & Genadek，2016）。研究人员发现，尽管双职工家庭可能会努力追求性别平等，但不平等的现象一如既往地存在（Cunningham，2009）。例如，在同样的工作中，女性的收入通常少于男性，这种不公平导致伴侣在分配做家务、照顾孩子等任务时出现了性别差异。因此，双职工夫妻通常会做出有利于男性获得更高收入的决定，于是女性便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在做家务与照顾孩子上（Moen，2009b）。一项研究表明，女性表示工作对家庭生活产生干扰比男性要多（Allen & Finkelstein，2014）。另一项研究则发现，伴侣的应对方式、对多重角色持积极态度、制订计划和运用管理技巧以及不必削减职业责任等，都与双职工夫妻之间更好的关系密切相关（Matias & Fontaine，2015）。



内容总结






从青少年期向成年期的过渡




● 初显成年期，即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的过渡阶段，其特点是实验和探索。如今的初显成年期和成年早期的成年人与前几代同龄人相比，经历该阶段的方式存在很大不同。

● 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可能同时包含积极特征和消极特征。



身体发展




● 身体的巅峰状态通常在19岁至26岁时出现。然后，在成年早期的后半段，大多数人的体能会下降。

● 初显成年期和成年早期的成年人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这是一个全美范围内存在的严重问题。酗酒是在美国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一个特殊问题，但到了二十多岁，很多人减少了对酒精的摄入。



性




● 性传播感染是指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



认知发展




● 形式运算阶段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思维在成年早期减少，并被更加务实的思维取代。还有一种认知发展新阶段被提出，称为后形式思维。

● 契克森特米哈伊提出，打造富有创造力的生活的第一步是培养好奇心和兴趣。



成就、职业和工作




● 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包括动机，目标设置、计划和自我监督，坚毅。

● 青少年和年轻的成年人对职业选择的思考反映了他们的发展变化。戴蒙认为，如今许多人都难以找到一条通往目标的道路。

● 工作从根本上定义了“人”。在大学期间，工作可以带来积极的结果，但同时也会对成绩产生负面影响。大多数高薪职业均要求获得大学学位。失业会给个人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第12章 成年早期的社会情绪发展




本章纲要



从童年期到成年期的稳定性和变化性






爱情和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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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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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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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而深情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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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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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关系中的跨文化差异






成年人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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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身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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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婚同居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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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婚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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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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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婚成年人






婚姻、养育子女和离婚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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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婚姻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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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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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应对






性别和沟通方式、关系以及性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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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和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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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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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分类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格温娜的迫切期待和格雷格的承诺缺失

在浪漫关系中，承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来看看格温娜（Gwenna），她决定是时候和格雷格（Greg）谈谈自己对他们关系的承诺了（Lerner，1989）：

她分享了他们关系中的优点和不足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接着，她让格雷格也分享一下。与他们先前的对话不同的是，这一次她没有强迫他，或是从女性角度出发剖析他的问题并对他施压。同时，她问格雷格的一些明确的问题暴露出他的模棱两可。

“你到底要怎样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准备，并对我们的关系做出承诺？你到底需要改变什么才能和今天不一样？”

“我不知道。”格雷格回答。当她进一步提问时，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答案就是“看感觉”。

“你还要花多少时间去做决定？”

“我不确定，”格雷格回答道，“也许几年，但是我真的不能敷衍地回答你的问题。我不能保证。”

事情就是像这样发展的。

格温娜真的很爱他，但是她也无法接受漫长的等待。所以，多番思考之后，她告诉格雷格，自己可以等到秋天（距离现在大约十个月），但如果他到那时还不能承诺与她结婚，她就会放弃这段感情。她公开表示希望结婚并和他组建家庭，但她同样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明确他们之间相互承诺的关系。如果格雷格在秋天没有做到这一点，她就会结束这段关系，尽管她会很痛苦。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格温娜不能追问他、不能疏远他，也不能对他的矛盾和怀疑做出反应。这样，她给予格雷格情感上的空间去处理这些问题，让这段关系存在得以圆满的最佳机会。她并不是企图用底线（“一个关于秋天的约定”）来威胁或束缚格雷格，而是想要一个可以接受的明确答复。

当秋天到来时，格雷格告诉格温娜说他仍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来做决定。格温娜深思熟虑了一番，觉得还可以忍受。但六个月结束后，格雷格仍不能确定，还表明需要更多的时间。就在那一刻，虽然痛苦，但格温娜还是决定结束他们的关系。

爱对于我们每个人，包括格温娜和格雷格，都至关重要。下面，我们将讨论关于爱情的许多方面、成年人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婚姻和家庭的各个方面以及性别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但首先，我们会探讨在第一章提到的一个主题：稳定性和变化性。

12.1 从童年期到成年期的稳定性和变化性

对于成年人来说，社会情绪的发展涉及将我们的情绪体验适应性地融入与他人愉快的日常关系中。像格温娜和格雷格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改变生活方式时会面临选择和挑战，他们需要确保他们在情绪上是令人满意的、可以预测和可以管理的。显然，他们在完成生活任务时并不是一张白纸，但在做决策并行动时他们是不是回到了各自5岁、10岁或20岁时的状态呢？

目前的研究表明，人生的前20年为成年时期的社会情绪发展奠定了基础（VanMeter，Handley & Cicchetti，2020）。而且，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成年早期的人生经历对于成年后期会成为怎样的人具有决定性作用（Fraley & Shaver，2020）。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评估社会情绪特征的时间间隔越短，当前被试的评估结果就会与下一次的评估结果越相似。因此，如果分别在一个人20岁和30岁时评估他的自我概念，我们可能会发现评估结果比分别在他10岁和30岁时评估得出的结果更稳定。

在试图理解年轻的成年人的社会情绪发展时，若只关注他们当下的生活而忽视其社会关系和情绪这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将会对这个群体产生误解（Atherton，Lawson & Robins，2020）。由此可见，想要通过一个20岁的年轻人前5年到前10年的成长经历，来理解他在亲密关系中的受挫现象，可能也是大错特错的（Valentine & others，2020）。为了进一步探索稳定性和变化性，我们接下来将探讨依恋这一主题。

依恋出现在婴儿期，并在社会情绪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Woodhouse & others，2020）。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它在婴儿期和青少年期的作用。那这些早期的依恋模式和成年人的依恋模式又会如何影响成年人的生活呢？

尽管人们与恋人的关系不同于其与父母的关系，但恋人可以像父母满足孩子的需求一样，满足成年人的一些需求（Fraley & Shaver，2020）。

回想一下，安全型依恋的婴儿是指一群会在探索环境时把看护人当作安全基地的婴儿（Hepworth & others，2020）。同样，成年人可能会指望自己的恋人成为安全基地，他们可以在压力大的时候回到恋人身边来获得舒适感和安全感（Mikulincer & Shaver，2019）。

成年人与伴侣的依恋模式是否反映了他们在童年时期与父母的依恋模式？是否反映了他们的父母的敏感性？在一项研究中，辛迪·哈珊（Cindy Hazan）与菲利普·谢弗（Phillip Shaver，1987）指出，浪漫关系中为安全型依恋的年轻人更有可能将他们与父母的早期关系描述为安全型依恋。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的一岁婴儿在二十年后的成年人浪漫关系中仍会呈现出安全型依恋模式（Steele & others，1998）。此外，另一项纵向研究显示，相比于不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在成年后会拥有更为稳定的浪漫关系（Salvatore & others，2011）。更具体地看，一项纵向研究就指出，8岁时较高水平的不安全回避型依恋状态与21岁时较低水平的社会主动性、亲社会行为以及较高水平的社会焦虑、孤独感有关（Fransson & others，2016）。另一项研究也显示，与12个月和18个月时具有稳定安全型依恋的婴儿相比，同样是在20年至35年后，稳定不安全型依恋对照组在有挑战性的关系环境中会采用更差的情绪调节策略（Grime & others，2020）。一项针对13~72岁人群的纵向研究表明，回避型依恋的程度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并且这种趋势可以预测成年期的个体会有更低的焦虑水平和回避型依恋程度（Chopik，Edelstein & Grimm，2019）。另一项纵向研究的结果表明，早期与后期的依恋模式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其相关性会因为压力性和破坏性的经历增多而减弱，如父母死亡等（Lewis，Feiring & Rosenthal，200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用当前的什么理论和研究来向问询者解释婴儿的依恋和成年人的依恋之间的联系呢？

成年人的依恋模式可以被划分为安全型依恋模式、回避型依恋模式和焦虑型依恋模式。

● 安全型依恋模式。安全型依恋的成年人对人际关系有积极的看法，他们很容易接近他人，并且不会过度关心或因自身的浪漫关系感到害怕。这些成年人倾向于在一段拥有忠诚度的关系中享受性行为，相比于其他人群更不可能发生一夜情。

● 回避型依恋模式。回避型依恋的成年人对恋爱持犹豫态度，一旦开始一段关系，他们往往会与伴侣保持距离。

● 焦虑型依恋模式。焦虑型依恋的成年人要求亲密，但缺少信任、更情绪化、善妒且占有欲强。

大多数成年人（60%~80%）认为自己属于安全型依恋人群，并表示不会对成年人更想拥有一个安全型依恋的伴侣感到大惊小怪（Zeifman & Hazan，2008）。一些研究人员致力于考察成年人当前的依恋模式与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之间的联系（Fraley & Shaver，2020）。例如，在成年人群体中，安全型依恋者比不安全型依恋者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感到更加满意，并且更有可能拥有信任和承诺（Simpson & Karantzas，2019）。一项研究表明，不安全型依恋者更有可能产生自杀想法（Zortea，Gray & O’ Connor，2020）。此外，另一项研究显示，具有焦虑型依恋模式的大学生更有可能沉迷于社交网站（Liu & Ma，2019）。不仅如此，一项元分析还进一步指出，不安全型依恋的成年人更有可能发生危险的性行为（Kim & Miller，2020）。

如果你属于不安全型依恋人群，那么你是否愿意继续坚持维系一段有问题且注定会失败的关系呢？事实上，依恋模式在成年后会相对趋于稳定，不过成年人也确实有能力改变自身的依恋模式和行为（Fraley & Shaver，2020）。虽然不安全型依恋与关系问题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依恋模式也只是影响关系形成的一种因素，而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对关系的满意程度和成功建立关系的可能性（Roberts & others，2020）。在本章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讨论婚姻关系中涉及的一些因素。

12.2 爱情和亲密关系

“爱”覆盖了人类行为中一个广阔而复杂的领域，涉及友情、亲情、爱情等各种关系类型（Murray & others，2019；Sternberg & Sternberg，2019）。在这些关系类型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亲密”。

12.2.1 亲密

自我表露和分享私人想法是亲密的标志（Roddy & others，2020）。在青少年期，人们对亲密的需求会增加，同时还面临着一些发展自我认同并且独立于父母的重要任务。在成年期，兼顾亲密、认同和独立等竞争性需求也将成为核心任务。一项研究表明，更多的自我表露与更高的线下关系亲密度息息相关，而与更低的线上浪漫关系（非友谊）亲密度存在关联（Lee，Gillath & Miller，2019）。

回想一下，埃里克·埃里克森（1968）认为“自我认同对角色混乱”——弄清楚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的生活将走向哪里——是青少年期需要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在成年早期，当个体较好地建立了稳定且成功的自我认同之后，他们就进入了人生第六个发展阶段，即“亲密对孤独”的阶段。埃里克森将亲密描述为在另一个人身上迷失自我的同时找到自我，并对他人做出相应承诺。

在成年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一方面需要平衡亲密和承诺的关系，另一方面还需要平衡独立和自由的关系。在试图建立一种自我认同的时候，人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提高自己在亲子关系中的独立性，同时与另外一个人发展亲密关系，并且长时间履行友谊承诺。此外，人们还面临着为自己做决定的任务，而不是只听从他人的言辞。

12.2.2 友谊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指出，友谊在人们一生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Allen & others，2020）。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其中92%的女性和88%的男性都有最好的同性朋友（Blieszner，2009）。确切地说，许多友谊都能长时间维系下去，65%的美国成年人和他们最好的朋友相识至少满10年，而只有15%的成年人与自己最好的朋友相识不超过5年。其实，成年可以为交新朋友带来机会。当搬到新的住所时，人们可能会在社区中建立新的友谊关系（Blieszner &Ogletree，2018）。

12.2.3 浪漫而深情的爱

友情虽然包含在爱的范围内，但当我们询问什么是爱时，通常还是会联想到其他类型的爱。在后文中，我们将探讨两种被广泛承认的爱：浪漫的爱和深情的爱。

1.浪漫的爱

有些友谊会演变成浪漫的爱（romantic love），这也被称为激情的爱，或性爱（eros）。具体而言，浪漫的爱包含很强的性和迷恋成分。爱情研究员埃伦·贝沙伊德（Ellen Berscheid，2010）认为，这种爱往往在爱情关系形成的早期占据主导地位。一项元分析发现，在浪漫的爱发生时，男性会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回避和更低水平的焦虑（Del & Giudice，2011）。

浪漫的爱中也包含不同的复杂情感——包括恐惧、愤怒、快乐和嫉妒等（Hendrick & Hendrick，2019）。显然，以上这些情感中的一部分正是痛苦的来源，可能会导致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抑郁。一项研究发现，恋人之间的关系比朋友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引发抑郁（Berscheid & Fei，1977）。另一项研究显示，年轻人的更为激烈的浪漫爱情状态与更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密不可分，但它也会使人拥有更好的睡眠质量（Bajoghli & others，2014）。其他研究人员还指出，在社交平台上公布关系与浪漫的爱以及嫉妒均有关联（Orosz & others，2015）。

浪漫关系能带来好处吗？一项研究表明，与恋人互动并在关系中投入时间和精力可以预测更高水平的幸福感（Hudson，Lucas & Donnellan，2020）。研究人员指出，即使处于相对平淡的浪漫关系中，人们的幸福感也不会比非浪漫关系中的个体更低。

（1）线上浪漫吸引

现在，浪漫吸引不再局限于线下的关系中，它也会发生在线上（Jin，Ryu & Mugaddam，2020）。美国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使用过在线约会网站或应用程序的人群中，18~24岁的占10%，25~34岁的占22%，35~44岁的占17%（Pew Research Center，2015）。在20多岁时，女性会比男性有更多的网络追求者，但在40多岁时正好相反，男性将拥有更多网络追求者。2005年，当在线约会网站方兴未艾之时，大多数人认为在线约会不是一种结识他人的好方式，但10年后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在线约会是与人相识的好方式（Pew Research Center，2015）。

在网上寻找爱情和婚姻伴侣能成功吗？这对于曼泰·提欧（Manti Te’o）来说并不顺利，他的网上女友原来是一条“鲶鱼”，即一个在网上伪造身份的人。然而，在线约会网站声称，他们通常会带来积极的结果。2009年，由某平台委托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通过在线约会网站认识并结婚的人数是在酒吧、俱乐部和其他社交场所中认识并结婚人数的两倍。

但是，在线约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很多人会选择在描述自己的特征时说谎或隐瞒，比如年龄、吸引力以及他们的职业。相关数据表明，男性更多地谎报年龄、身高和收入，女性则大多对体重和年龄予以隐瞒。尽管人们如此不诚实，一些研究人员却发现，相较于线下形成的浪漫关系，在网络上建立的关系更有可能维持两年以上（Bargh & McKenna，2004）。一项针对约1.9万人的全国性研究指出，现在有超过1/3的婚姻关系是以网络为起点的（Cacioppo & others，2013）。这项研究还表明，与传统的线下相识并结婚的婚姻关系相比，缘起于网络的婚姻关系破裂的可能性略小，而且婚姻满意度也略高。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你会向大学生提供哪些帮助维持网络关系的研究信息呢？

（2）初显成年期浪漫关系的变化

恋爱关系在初显成年期是如何变化的？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显示，随着个体进入初显成年期，他们的短期关系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Lantagne，Furman & Novak，2017）。相较之下，青少年期的长期关系虽得到了支持却显得动荡不安，具体表现为支持水平提升，但互动消极，拥有更强的控制欲的同时嫉妒也与日俱增。在初显成年期，长期关系将继续获得高水平的支持，而消极的互动、控制和嫉妒则减少了。

（3）青少年和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的关系教育

关系教育项目旨在帮助已有承诺关系的成年伴侣增进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针对青少年和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的关系教育项目也已经被开发出来，且越来越常见（Hawkins，2018）。关系教育中的干预措施将为个人和伴侣提供相关的信息和技能，以帮助他们构建积极的浪漫关系。这些干预措施种类繁多，例如在课上向年轻人传授基本的关系知识和技能，协助未婚伴侣更多地了解小群体环境中的关系，并为已订婚的伴侣提供婚前教育服务。

一项基于30项青少年和初显成年期人群关系教育的元分析发现，这种教育具有积极效果（Simpsonv，Leonhardt & Hawkins，2018）。在这些研究中，最常被评估的技能包括人际沟通、问题解决、冲突策略以及自我调节（Simpson，Leonhardt & Hawkins，2018）。此外，与青少年相比，关系教育对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的积极影响会更大。与处境有利的参与者相比，关系教育对处境不利的参与者的积极影响会更大。

2.深情的爱

爱不仅仅指向激情（Langeslag & van Steenbergen，2020）。深情的爱（affectionate love），也被称为陪伴的爱，是指一个人渴望有另一个人在身边，并对这个人有着深厚的关爱（Clark，Hirsch &Monin，2019）。

诚然，爱情的早期阶段有更多的浪漫成分，但随着爱情逐渐成熟，激情往往会让位给深情（Berscheid，2010）。菲利普·谢弗（Phillip Shaver，1986）提出了一种发展模型，表明浪漫爱情的初始阶段是由性吸引和满足感的混合、孤独感的减少、发展另一种安全型依恋的不确定性以及探索他人的新奇感所滋生的兴奋共同推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性吸引力逐渐减弱，依恋焦虑相应减少或产生冲突、引起感情退缩，新奇感被熟悉感取代。恋人会发现自己要么安全地处于一段非常温暖体贴的关系中，要么困扰不堪——感到无聊、失望、孤独或敌意。如果身处后一种情况中，伴侣中的一方或双方最终可能会结束这段关系，然后转向下一段关系。

12.2.4 完美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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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斯腾伯格的爱情三角

斯腾伯格确定了爱情的三个维度：激情、亲密和承诺。这些维度的各种组合导致了痴迷、深情的爱、愚蠢的爱和完美的爱出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两种爱：浪漫的爱和深情的爱。根据罗伯特·斯腾伯格的观点（1988；Sternberg & Sternberg，2019），他认为爱情可以被看作一个三角模型，包括三个主要维度——激情、亲密和承诺。其中，激情涉及对他人身体和性的吸引；亲密是指一段关系中温暖的情感体验；承诺是对关系的认知评估，是即使面对问题也要保持关系的意图。

在斯腾伯格的理论中，最强烈、最完整形式的爱是完美的爱，它涉及上述三个维度（见图12.1）。如果激情是一段关系的唯一因素（亲密和承诺缺失或水平低），那我们只是“痴迷”。举例来说，一段婚外情或一种放纵关系就几乎不包含亲密和承诺成分。相较之下，一种以亲密和承诺为特征，但缺失激情的爱被称为“深情的爱”，这种爱经常存在于已结婚多年的夫妻之间。此外，如果有激情和承诺存在，却没有亲密，斯腾伯格称之为“愚蠢的爱”，例如一个人远距离地崇拜另一个人。当然，如果夫妻同时拥有激情、亲密和承诺，他们就会体验到“完美的爱”（Sternberg & Sternberg，2019）。

12.2.5 恋爱关系中的跨文化差异

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影响，浪漫关系也不例外（Gao，2016）。比如在中国和韩国，由于人们会强调浪漫关系之外的连接，因而亲密会在更广泛的社交圈中出现。相比之下，在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由于个人的社交网络可能更小且不以群体为中心，因此人们往往与伴侣更亲密（Gao，2016）。此外，在浪漫关系方面，研究表明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具有激情（Gao，2001）。还有研究发现，美国人在浪漫关系中的自我表露比日本人更多（Kito，2005）。而涉及浪漫关系的承诺部分时，中国人则比美国人更胜一筹（Dion & Dion，1993）。

为了对跨文化差异进行探索研究，学者们考察了三个国家——日本、法国和阿根廷的浪漫关系（Ansari，2015）。在日本，结婚率的迅速下降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他们担心这种下降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日本人口的锐减。2013年，有45%的16岁至24岁日本女性表示，她们对性接触不感兴趣，甚至鄙视。不仅如此，近年来日本没有经历过浪漫关系的男女人数比例显著上升。

阿根廷人的恋爱兴趣要比日本人强烈得多（Ansari，2015）。性和浪漫的调情是许多阿根廷人生活的组成部分。事实上，阿根廷人的在线约会行为不像美国人那么常见，这显然是因为男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浪漫时足够主动。

与阿根廷人一样，法国人对激情的爱也兴趣盎然。一项比较研究显示，只有47%的法国受访者表示婚外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这个调查数据在日本和阿根廷分别为69%和72%（Wike，2014）。在同一项调查中，84%的美国人认为对爱不忠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总之，浪漫关系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异。

12.3 成年人的生活方式

近几十年来发生了一种社会巨变，对于那些不维持传统家庭结构的人来说，他们所遭受的社会偏见会有所减少。事实上，当今成年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五花八门，也会组成形形色色的家庭（Seccombe，2020）。他们可以独居、和异性同居、结婚、离婚、再婚。

社会学家安德鲁·切林（Andrew Cherlin，2009）在他的书籍《婚姻周而复始》（The Marriage Go-Round）中总结道，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美国拥有更多的结婚、再婚、离婚以及短期同居现象。综合起来看，相比于其他任何国家，这些生活方式在美国创造了更多的人际关系往来和人员流动。接下来，让我们来探索一下这些不同关系类型中的人的生活方式。

12.3.1 单身成年人

近几十年来，单身成年人的比例急剧上升。2017年，18岁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中有44.9%未曾结婚（U. S. Census Bureau，2019）。事实上，单身成年人数量的增加反映了同居比例的上升和推迟结婚的趋势。美国的单身成年人比例低于许多国家，例如英国、德国和日本。而单身人群数量增长迅速的现象则出现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Klinengerg，2013）。

单身成年人所面临的常见挑战可能包括，与其他成年人建立亲密关系、一个人直面孤独，以及在一个以婚姻为导向的社会中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2006，2011）认为，社会普遍存在一种针对未婚的成年人的偏见，这种偏见体现在从职场福利的缺失到社会和经济歧视等各个方面。

单身的好处则包括有时间给自己的人生做决定，有时间开发个人资源来实现目标，能够自由且自主地做出决定并追寻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去探索新地方和尝试新体验，还可以享有私人空间。

一项针对约3.5万名美国单身成年人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快速性爱和慢速爱情是最主要的反馈内容（Fisher & Garcia，2019）。在快速性爱方面，66%的美国单身人士表示有过一夜情，34%的人在第一次约会前发生过性关系，54%的人经历过不忠诚、秘密的性伴侣关系（Fisher & Garcia，2018）。然而，就慢速爱情而言，如今的单身人士要比过去几代人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对爱情和婚姻做出承诺，他们想在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并对潜在伴侣做出正式承诺之前，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Fisher & Garcia，2019）。尽管婚前性经历在今天很常见，但单身人士仍然对寻找浪漫爱情有着强烈的兴趣。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4%的美国单身人士自称相信“一见钟情”，86%的人表明自己想找到一个可以在一起生活一辈子的忠诚伴侣，而高达89%的人相信他们可以将余生全都交给另一个人。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认为哪些关于快速性爱和慢速爱情的研究信息对咨询师来说很重要？

12.3.2 未婚同居成年人

未婚同居是指人们在婚前伴随有性行为地居住、生活在一起。近年来，未婚同居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Kamp Dush & others，2019）。美国的未婚同居比例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Manning，2020）。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从2007年到2016年，未婚同居成年人的数量增加了29%，达到了1800万人（U. S. Census Bureau，2016）。2018年，在25岁至34岁以及18岁至24岁的美国成年人中，未婚同居率分别为15%和9%（U. S. Census Bureau，2019）。综观全球，一些国家的未婚同居率甚至更高。例如在瑞典，未婚同居几乎是随处可见的现象（Stokes & Raley，2009）。此外，一项研究还表明，早期在重组家庭中生活过的孩子，尤其是女性，更有可能提前选择未婚同居的生活（Johnston，Cavanaugh & Crosnoe，2020）。

很多情侣都认为，未婚同居不是婚姻的前奏，而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生活方式（Klinenberg，2013）。这些情侣不想将未婚同居视为婚姻的正式组成部分。在美国，未婚同居的生活往往是短暂的，有1/3的情侣的同居时间不足一年（Hyde & DeLamater，2020），而只有不到1/10的情侣能够坚持5年。当然，一旦涉及分开的问题，解除未婚同居关系会比解除婚姻关系要更轻而易举。

未婚同居的情侣会面临一些问题（Kamp Dush & others，2019）。例如，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不满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情感上的压力；一些情侣很难共同拥有财产；一旦同居，他们在解除关系时的法律权利不如在离婚时那样明确。

近期的研究证实，未婚同居是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之间发生亲密伴侣暴力的一个风险因素（Manning Longmore & Gordano，2018）。此外，另一项研究显示，未婚同居的人更有可能在18岁之前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相比于已婚和未婚不同居的个体而言，未婚同居两次或两次以上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意外产子的情况（Nugent & Daugherty，2018）。研究人员还发现，未婚同居的个体在心理上并不像处于忠诚婚姻关系中的同龄人那样健康（Memitz，2018）。

伴侣在结婚前，同居是否有助于他们以后拥有稳定而幸福的婚姻？大多数研究发现，结婚前住在一起的伴侣，其未来的婚姻满意度较低，而离婚率较高（Copen，Daniels & Mosher，2013；Whitehead & Popenoe，2003）。然而，有研究表明，未婚同居与初婚不稳定性的关联程度已经微不足道（Smock & Gupta，2013）。此外，一项大规模研究还显示，在发生性行为后一年内就同居的女性比那些超过一年才开始同居的女性有更小的结婚可能性（Sassler，Michelmore & Qian，2018）。

那么，如何解释未婚同居比未婚不同居与离婚的关系更为密切呢？最常给出的理由是，不太传统的同居生活方式可能会吸引那些一开始就不太相信婚姻的人（White & Popenoe，2003）。另一种解释是，未婚同居经历改变了人们的态度和习惯，从而使他们离婚的可能性变大。

一些研究阐明了未婚同居行为的结果。一项元分析显示，当研究人员只对那些最终结婚的伴侣的婚前同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时，未婚同居与婚姻不稳定性之间的消极关联并不成立，该结果也表明了这些同居者可能赋予“共同生活”以更长期的积极意义（Jose，O’ Leary & Moyer，2010）。此外，有研究发现，如果成为夫妻之前彼此都没有同居伴侣和孩子，那么未婚同居对婚姻不存在消极影响（Cherlin，2009）。另一项研究还指出，如果未婚同居者（与未同居并结婚的人相比）在中年及以后同居，他们之间婚姻破裂的风险微乎其微（Kuperberg，2014）。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阐述一对年轻伴侣未婚同居的潜在利弊呢？

12.3.3 已婚成年人

直到1930年左右，稳定的婚姻才被广泛认为是成年人发展的终点。然而，在过去的70年到80年里，婚姻内外的个人成就已经成为一个与婚姻稳定性相竞争的目标。婚姻中男女平等的规范不断变化，人们对婚姻关系的期望越来越高，这导致现在的成年人比前几代人拥有更脆弱、更紧张的婚姻关系（Seccombe，2020）。一项针对502对新婚夫妻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夫妻都对自己未来4年里的婚姻变化有着乐观的预期（Lavner & Bradbury，2013）。尽管这些夫妻都表现得很乐观，但他们的婚姻满意度却始终在下降。相比之下，最乐观的妻子在婚姻满意度上会有最大的降幅。

伴侣的一些特征可以预测婚姻是否会持续更长的时间（van Scheppingnen & Leopold，2020）。其中的两个特征分别是教育和种族。一项针对超过2.2万名女性的调查发现，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和男性都更有可能推迟结婚，但也更有可能最终选择结婚并维持婚姻关系超过20年（Copen，Daniels & Mosher，2013）。同时，这项研究显示，亚裔美国女性在所有种族人群中最有可能在初婚中维持至少20年的婚姻关系——70%的亚裔美国女性的初婚持续了这么久。相比之下，非拉丁裔白人女性、拉丁裔女性、非裔美国女性的占比分别为54%、53%和37%。

1.婚姻趋势

2019年，有48.2%的美国成年人已婚，低于1960年的72%（U. S. Census Bureau，2019）。2018年，美国初婚的平均年龄攀升至男性29.8岁、女性27.8岁，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候（U. S.Census Bureau，2019）。1960年，美国初婚的平均年龄为男性23岁、女性20岁。此外，美国未婚同居率的上升导致了成年人结婚率的降低（Wang & Parker，2014）。事实上，美国成年人群体中从未结婚者的比例更高——2014年，25岁及以上人群中的从未结婚者的比例（男性23%，女性17%）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然而，美国仍然是一个婚姻社会，有78.5%的25岁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在2016年的某个时间段选择了结婚。

晚婚的趋势不仅出现在美国，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如出一辙。一项分析指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个人初婚年龄都比美国民众的初婚年龄要大（OECD，2016）。例如，对39个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瑞典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女性34岁，男性36岁）比剩余38个国家的人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要大。其中，最小的平均初婚年龄出现在以色列和土耳其（女性25岁，男性27岁）。

尽管结婚率在下降，平均结婚年龄在上升，但针对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的研究表明，他们认为婚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生追求。事实上，一项研究发现，年轻人认为婚姻在他们的生活中比养育子女、发展职业或休闲活动更重要（Willoughby，Hall & Goff，2015）。一本名为《婚姻悖论》（The Marriage Paradox）的书中（Willoughby & James，2017）写道，对于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来说，婚姻的重要性可能能够鼓励他们首先建立起更好的职业和财务基础，以增加今后婚姻成功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可能不是因为不喜欢或不感兴趣而放弃婚姻，他们只是选择了推迟结婚，因为他们希望以最好的方式来发展自己健康的婚姻关系。

一项调查探讨了个人结婚的原因（Geiger & Livingston，2019）。其中，最重要的是爱（88%），其次是终身承诺（81%）、陪伴（76%）和生孩子（49%）。另一项研究探讨了美国未婚男性和女性寻找潜在结婚对象的情况（Wang & Parker，2014）。表12.1是各种重要因素在男女群体选择中所占的百分比。

表12.1 各种重要因素在男女群体选择中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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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表12.1表明，对于从未结婚的男性来说，潜在配偶最重要的特征是拥有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想法，但未婚女性则会更重视伴侣是否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结婚有最佳年龄吗？相较之下，青少年期的婚姻比成年期的婚姻更有可能以离婚告终（Copen &others，2012）。然而，研究人员一直无法确定最有可能拥有成功婚姻的特定年龄范围（Furstenberg，2007）。

2.婚前教育

婚前教育是否可以提高婚姻质量，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离婚率呢？研究人员发现相关项目确实可以实现这些目标（Markman，Halford & Hawkins，2019；Simpson，Leonhardt & Hawkins，2018）。例如，一项针对3000多名成年人的调查显示，婚前教育与较高水平的婚姻满意度和对配偶的承诺息息相关，同时也跟较低水平的破坏性婚姻冲突以及离婚率的下降（降幅31%）联系紧密（Stanley & others，2006）。研究中的婚前教育项目时间从几小时到20小时不等，平均为8小时。需要注意的是，专家一般建议婚前教育可以选择在婚礼前的六个月到一年内开始。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一对伴侣在干预前有了更高的沟通水平，那么婚前教育项目的有效性就会得到提升（Markman & others，2013）。

低收入伴侣尤其不太可能进行关系干预，尽管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关系破裂风险（Seccombe，2020）。研究显示，对于刚结婚的低收入伴侣而言，一旦遇到婚姻问题，相比于没有接受过婚前教育的对象，那些接受了婚前教育的夫妻更有可能寻求治疗以改善双方的关系（Williamson & others，2018）。

一项分析评论指出，研究者对影响下一代形成和维持积极婚姻关系的能力的当代趋势进行了考察（Clyde，Hawkins & Willoughby，2020）。然后，研究者基于这些趋势提出了四项提高婚前教育有效性的建议，如图1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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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婚前教育改进的趋势与建议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在婚前教育中强调哪些研究结论呢？

3.美满婚姻的好处

一段美满的婚姻能带来什么好处呢？事实上，婚姻幸福的人比离婚或婚姻不幸福的人寿命更长且更健康（Seccombe，2020）。通过一项研究可知，离婚或分居的经历会增加身体出现不良健康状况的风险，个体的死亡率会高出23%（Sbarra，2015）。一项针对50岁及以上美国成年人的调查也显示，生活中较少把时间用于经营婚姻关系的个体，过早死亡的可能性更大（Henretta，2010）。此外，在美国和六个欧洲国家进行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表明，对于成年人而言，较低的劳动参与度与较高的死亡率相关，而婚姻有效降低了低劳动参与度伴随的死亡风险（Van Hedel & others，2015）。一项针对已婚、离婚、丧偶和单身人士的研究还指出，在所有不同类型的人群中，已婚人士的心血管状况最好，单身男性的最差（Manfredini & others，2017）。值得注意的是，一段不幸福的婚姻会使人的寿命平均缩短四年（Gove，Style & Hughes,1990）。

为什么幸福婚姻会有好处呢？拥有幸福婚姻的人可能在身体和情绪上有更小的压力，从而减少了人体的损耗。具体来看，这种损耗会导致很多身体疾病，如高血压和心脏病，以及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12.3.4 离婚成年人

20世纪80年代，离婚在美国已然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流行病”（Braver & Lamb，2013）。然而，近几十年来的离婚率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离婚率在1981年达到峰值，每1000人中有5.1人离婚，在2014年则降至每1000人中有3.2人离婚（OECD，2016）。相较而言，在2014年，每1000人中有6.9人结婚。

尽管离婚率有所下降，但美国仍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国家中，俄罗斯的离婚率最高（每1000人中有4.7人离婚），而智利的离婚率最低，每1000人中仅有0.2人离婚（OECD，2019）。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父母离异、未婚先育等特征都与离婚率的上升关系紧密（Hoelter，2009）。同时，伴侣的某些特征也使离婚的可能性变大，包括酗酒、心理问题、家庭暴力、不忠和家庭劳动分工不平等（Affleck，Carmichael & Whitley，2018；Perelli Harris &others，2017）。

前面，我们指出研究人员还不能确定结婚的最佳时机是在哪个特定的年龄阶段，也就是说，不能确定哪个时间点开始的婚姻以离婚为结局的可能性更小。不过，如果选择离婚，该事件通常发生在婚姻的早期，即婚后5~10年（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00）（见图12.3）。例如，一项研究发现，芬兰人的离婚率会在结婚5~7年之后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Kulu，2014）。事实上，这个时间可能反映了问题婚姻中的伴侣为了维系关系做出了努力，如果几年后，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善夫妻关系，那么离婚可能就会成为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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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离婚率与婚龄的关系

请注意，大多数离婚事件发生在婚姻的早期，即婚后5~10年。

导致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英国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婚姻关系破裂和未婚同居关系破裂的原因并无二致（Gravningen & others，2017）。具体来看，关系破裂的原因包括逐渐疏远、争论不休、不忠、缺乏尊重和欣赏以及家庭暴力。

婚姻关系破裂后的伴侣双方都会经受各种挑战（Moons & others，2020）。离婚的成年人更有可能抑郁、焦虑、出现身体疾病、自杀、出现机动车事故、酗酒以及死亡率提高等（Axinn & others，2020；Marcus & others，2019）。一项研究同样显示，离婚个体更有可能酗酒（Kendler & others，2017）。此外，离婚男女都会抱怨自身的孤独、自尊水平降低、对生活中的未知事物产生焦虑，并且难以形成令人满意的新亲密关系（Sbarra & Borelli，2018）。另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离婚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比处于婚姻关系中的个体更有可能自杀（Yip & others，2015）。不仅如此，有研究还进一步指出，离婚成年人的心血管问题多于处于婚姻关系中的成年人（Dhindsa & others，2020）。

离婚过程和结果也存在性别差异（Braver & Lamb，2013；Daoulah & others，2017）。其中，有研究对结婚1年到16年的夫妻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妻子在婚姻过程中增加的紧张感是造成双方最终选择离婚一个潜在因素（Birditt & others，2017）。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觉察到婚姻中出现的问题，也更有可能提出离婚诉求。女性也表现出更好的情绪适应能力，更有可能认为离婚是提升幸福感、改善社交生活和寻求更好工作的“第二次机会”。然而，离婚对女性经济状况的消极影响通常会比男性更大。

12.3.5 再婚成年人

有意向再婚的成年人通常会很快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具体来看，约有50%的人会在离婚后的三年内选择再婚（Sweeney，2009，2010）。其中，男性比女性再婚的时间更早，而收入较高的男性比较低者更有可能再婚。另外，那些主动提出离婚的伴侣比那些没有主动提出离婚的伴侣会更早再婚。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再婚个体更多地以成年人为中心，他们会更多地关注伴侣；而另一些人则更多地以孩子为中心，选择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孩子（Anderson & Greene，2011）。

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的再婚率有所下降，从1990年每1000离婚或丧偶的人中有50人选择再婚下降到2013年的28人（Payne，2015）。事实上，近年来未婚同居人数的急剧增加是再婚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其中，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再婚。以2013年为例，男性的再婚率几乎是女性的两倍（每1000名男性中有40名再婚，每1000名女性中有21名再婚）（Livingston，2017）。可见离婚之后，男性比女性更渴望新的婚姻，也更有可能找到新的配偶。

再婚的成年人通常会发现维持第二段婚姻并非易事。有研究指出，虽然初婚的离婚率有所下降，但再婚的离婚率却持续上升（DeLongis & Zwicker，2017）。为何如此？具体来看，许多人选择再婚不是因为爱而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同时为了能够更好地抚养孩子并减少孤独感。另外，他们也可能在再婚家庭中重现过去导致婚姻失败的消极行为模式。不仅如此，与从未离婚的家庭相比，再婚夫妻在抚养孩子时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Bray，2019；Ganong & Coleman，2018）。一项研究显示，再婚者对离婚的积极态度和倾向比初婚者更常见（Whitton & others，2013）。另一项研究还发现，再婚成年人的性行为频率也比初婚者低（Stroope，McFarland & Uecker，2015）。

12.4 婚姻、养育子女和离婚中的挑战

无论年轻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挑战。由于很多人选择了婚姻这种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将会考虑婚姻中需要面对的一些挑战，并介绍使婚姻成功的要素。同时，我们还将探究养育子女方面存在的一些挑战以及生育方面的趋势。此外，鉴于上一节中关于离婚率的统计数据，我们将探索如何处理离婚问题。

12.4.1 使婚姻成功

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1994，2006，2011；Gottman & Gottman，2009；Gottman & Silver，2000）使用了种类繁多的方法来分析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婚姻获得成功？他采访了一些夫妻，采访内容包括他们的婚姻历史、婚姻哲学以及对父母婚姻的评价。另外，戈特曼还录制了夫妻之间的互动，让双方对“日子过得如何”进行了交谈，基于此，他进一步评估了夫妻对婚姻中好时光与坏时光的看法。同时，戈特曼使用了生理测量方法来全程记录研究参与者的心率、血流量、血压值和免疫功能。在后续研究中，他每年都会持续联系这些夫妻并关注他们的婚姻进展情况。确切地说，戈特曼的研究代表了目前对婚姻关系的最广泛的评估。当下，他以及他的同事们在7项研究中追踪了700对夫妻。

戈特曼发现，以下要素能使婚姻更有可能成功。

● 建立爱情地图。成功婚姻中的个人对彼此的生活和世界有着深刻的洞见和详细的了解。他们并不是心理层面上的陌生人。在良好的婚姻关系中，伴侣们愿意相互分享自己的感受。通过使用“爱情地图”，他们不仅能够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理解，也能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喜爱和钦佩。

● 培养喜爱和钦佩。在成功的婚姻关系中，伴侣们会互相赞赏。如果夫妻对他们的婚姻史进行积极的解读，那么他们的婚姻很可能会拥有一个积极的未来。

● 面向对方，而非转身离开。在良好的婚姻关系中，伴侣善于经常面向对方。他们把对方当作朋友来看待。这种“友谊”并不能阻止争论的发生，但它可以防止分歧影响关系。在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尽管会存在分歧，但夫妻双方会尊重彼此并欣赏各自不同的观点。

● 让你的伴侣影响你。糟糕的婚姻往往涉及一方不愿与另一方分享权力。虽然权力滥用在丈夫身上更常见，但一些妻子也会表现出这种特征。愿意分享权力和尊重他人的观点是彼此妥协的先决条件。

● 创造共享的意义。伴侣越能坦率地交谈、彼此尊重对方，就越有可能在婚姻中创造共享的意义。这还包括与伴侣分享目标，一起共同努力以实现彼此的目标。

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2005）在一本名为《婚姻，一段历史：爱情是如何征服婚姻的》（Marriage, a History: How Love Conquered Marriage）的书中得出结论，美国人今天的婚姻脆弱不堪，这不是因为美国人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充满事业心，而是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对婚姻的期望变得不切实际。为了使婚姻获得成功，孔茨与戈特曼一样强调了伴侣间发展深厚友谊的重要性，伴侣双方需要做到相互尊重并拥抱彼此的承诺。

除了戈特曼的观点，其他婚姻问题专家还认为，宽恕和承诺也是使婚姻成功的要素（Lavner &Bradbury，2019）。具体而言，这些要素在健康人际关系的自我修复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伴侣之间可能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并损害他们的关系。而在冷静之后，他们可能会互相原谅并修复关系。

在冲突时期，对彼此有郑重承诺的伴侣可能会为了婚姻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Lavner &Bradbury，2019）。当一对夫妻的婚姻变得不幸福时，承诺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使他们仍然期待未来关系的积极改变，从而度过目前的艰难时光。此外，一对夫妻的性格特征也会影响他们对婚姻的满意程度。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神经质维度得分高的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低于责任心维度得分高的夫妻（Sayehmiri & others，2020）。一段关系中的“性”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而言有多重要？一项研究对拥有2~14年婚龄的夫妻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性行为频率与婚姻满意度存在关联，但相较之下，性生活满意度以及温暖的人际关系则更为重要（Schoenfeld & others，2017）。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与新婚夫妻分享哪些能使婚姻成功的研究信息呢？

12.4.2 成为父母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成为父母是经过精心规划的，父母角色需要与生活中的其他角色相协调，成为父母需要充分考虑彼此的经济状况。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发现自己即将成为父母会是一个大惊喜。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准父母都可能会对生孩子产生错综复杂的情感和浪漫的幻想（Perry Jenkins & Schoppe-Sullivan，2019）。

养育子女需要很高的人际交往技能，同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然而针对这些任务却几乎没有正规的教育（Compas & others，2019；Padilla-Walker & Memmott-Elison，2020）。事实上，大多数父母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习了关于养育实践的内容，不幸的是，当育儿实践方法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时，可取和不可取的都会代代相传。除了养育子女的任务带来的挑战外，丈夫和妻子可能会在婚姻中开展不同的育儿实践（Huston & Holmes，2004）。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可能会在与孩子互动的最佳方式选择上存在截然不同的意见。

父母教育工作者会帮助个人成为更好的父母。要了解其中一位父母教育工作者的工作，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珍妮丝·凯瑟，父母教育工作者

珍妮丝·凯瑟（Janis Keyser）是一名父母教育工作者，她在加利福尼亚州卡布里洛学院的幼儿教育系任教。除了教授大学课程和举办育儿研讨会，她还与劳拉·戴维斯（Laura Davis，1997）合著了一本书，名为《成为你想成为的父母：孩子出生后前五年的策略参考书》（Becoming the Parent You Want to Be: A Sourcebook of Strategies for the First Five Years）。

另外，凯瑟与人合作开设了一个全国性的育儿专栏——“一起成长，共同成长”。与此同时，她还是3个孩子的母亲，5个孩子的继母，12个孩子的祖母，6个孩子的曾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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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丝·凯瑟（右）举办了一个养育子女研讨会。

父母教育工作者可能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职业概况。珍妮丝·凯瑟有童年早期教育学习的背景，正如上文所述，她也在一所大学任教。具体而言，许多父母教育工作者在本科时主修儿童发展等领域的专业，或在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课程中学习过与育儿和家庭相关的知识。除此之外，他们可能在大学和临床环境中工作，也可能会举办养育子女研讨会。

就像初次结婚的年龄一样，个人初次生育的年龄也在上升（Seccombe，2020）。2016年，女性初次生育的时间更多地出现在30多岁，而不是20多岁（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7）。2018年，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值：26.9岁（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19）。随着避孕措施的普及，许多人会自主选择生育孩子的时间和抚养孩子的数量。例如，独生子女家庭的数量正在增加，女性总体上生的孩子越来越少。总之，这些生育结果造成了以下几个趋势。

● 因为生育更少的孩子和减少了照顾孩子的时间，所以女性可以利用她们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来从事其他工作。

● 随着职业女性数量的增加，她们在孩子发展上投入的实际时间变得更少。

● 男性倾向于在父亲角色上投入更多的时间。

● 父母护理通常以机构护理作为补充。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对事业发展越来越感兴趣，她们不仅晚婚晚育，而且生养的孩子也更少。早生孩子和晚生孩子的一些好处分别是什么呢？其中，早生（在20多岁）孩子的好处是，年轻父母可能有着更多的体力（例如，他们能更好地在夜间照顾婴儿，也能在晚上坐等青少年回家）；母亲怀孕和分娩的医疗问题可能更少；不像等了多年才生孩子的夫妻，年轻父母不太可能对孩子抱极高的期望。

晚生（在30多岁）孩子也有好处。这些父母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和实现他们的一些生活目标，并确定自己想从家庭和职业角色中得到什么。年龄较大的父母也更成熟，能够受益于他们的生活经历以选择更合适的养育方式。并且，他们的工作也更加稳定，往往比年轻父母拥有更多的收入用于育儿。

12.4.3 离婚应对

如果一段婚姻不幸福，离婚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心理上，离婚成年人最常见的特征之一便是在浪漫关系中难以信任别人。然而，离婚后个人的生活可能会发生迥然不同的转折（Sbarra，Bourassa & Manvellian，2019）。例如，一项研究表明，离婚群体中有20%的人会在离婚后变得更有能力，对生活也更加适应（Hetherington & Kelly，2002）。

适用于离婚成年人的策略如下（Hetherington & Kelly，2002）。

● 把离婚视为个人成长和发展更积极关系的机会。

● 谨慎决策，充分认识到与工作、爱人和孩子有关的决策可能会带来影响一生的结果。

● 更多地关注未来而不是过去。思考什么对你的生活是最重要的，设定一些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并计划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 利用你的优势和资源来应对困难。

● 不要期望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能获得成功和快乐。通往更愉快生活的道路是蜿蜒曲折的，而持续前进需要很多努力。

12.5 性别和沟通方式、关系以及性别分类

在讨论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时，我们介绍了性别发展的许多方面。事实上，性别仍然是成年人生活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我们将讨论男性和女性的沟通方式、男性和女性是怎样与他人相处的，以及性别是如何划分的。

12.5.1 性别和沟通方式

迄今为止，男性和女性对沟通的态度差异以及他们沟通方式的差异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了各种刻板印象。这些所谓的差异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夸大其词的呢？

当黛博拉·塔宁（Deborah Tannen，1990）在分析女性和男性的谈话时，她发现许多抱怨丈夫的妻子会说“他不再听我说话了”和“他不再和我说话了”。诚然，女性的离婚原因清单上经常会标注“沟通的缺乏”，但男性却很少提及这一点。

男女之间出现沟通问题可能部分源于他们喜欢的沟通方式存在差异。对此，塔宁将亲切型谈话和报告型谈话区分开来。其中，亲切型谈话（rapport talk）使用沟通的语言，它是建立联系和协商关系的一种方式；报告型谈话（report talk）是一种旨在提供信息的谈话，这类沟通方式包括公开演讲。根据塔宁的说法，女性更喜欢亲切型谈话而不是报告型谈话，而男性通常对亲切型谈话不感兴趣，这让许多女性困扰不已。男性更喜欢报告型谈话，他们会通过讲故事、讲笑话等口头表演来占据舞台的中心。可见，他们学会了用说话来吸引注意力。

沟通中的性别差异到底有多大？研究结果莫衷一是，但研究者们也发现了一些一致认可的性别差异（Anderson，2006）。一项以学生电子邮件为样本的研究指出，有近2/3的被试可以猜出电子邮件作者的性别（Thompson & Murachver，2001）。另一项研究显示，在所有拨出的电话中，女性拨出的电话所占比例高达63%。同时，相比于跟男性交谈的时间（4.6分钟），她们与其他女性交谈的时间（7.2分钟）要更长（Smoreda & Licippe，2000）。然而，有元分析表明，儿童和成年人在沟通方面的性别差异从整体上来看微乎其微（Hyde，2014；Leaper & Smith，2004）。

12.5.2 性别和关系

与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一样，成年人的友谊也存在性别差异（Blieszner & Ogletree，2017）。与男性相比，女性会有更多的亲密朋友，她们的友谊会涉及更多的自我表露和相互间支持性的交流（Dow & Wood，2006）。女性更有可能认真倾听朋友说话并富有同情心，她们会被贴上“谈话同伴”的标签，这是因为谈话对她们的关系而言至关重要（Gouldner & Strong，1987）。事实上，女性的友谊不仅具备深度，还富有广度：女性会分享她们的经历、想法和感受等诸多方面（Helgeson，2012）。当女性朋友聚在一起时，她们喜欢交谈，但男性朋友更有可能一起参与各类活动，尤其是户外活动。因此，男性成年人之间的友谊往往表现为在分享有用信息的同时保持一定的距离。相较之下，男性比女性更不可能与朋友谈论自己的弱点，他们寻求的是实际的解决方案，而非同情（Tannen，1990）。此外，男性成年人的友谊比女性成年人的友谊更具竞争性（Helgeson，2012）。

男女友谊的特点是什么？相对于儿童群体，跨性别友谊在成年人群体当中更常见，但比起同性别友谊来说还是要稍逊一筹（Blieszner，2009）。跨性别友谊既是机会，也存在问题（Helgeson，2012）。说到机会，个人可以在这一关系中更多地了解彼此共同的感受、兴趣和特征，同时对与另一性别人群相关的信仰和活动有更多的知识性了解和理解。

由于有着不同的期望，跨性别友谊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其中，困扰成年人跨性别友谊的问题之一便是性界限含糊不清，这可能会使人产生紧张和困惑（Hart，Adans & Tallett，2016）。

12.5.3 性别分类

诚然，性别可以有形形色色的分类。近年来，人们强调了性别角色的灵活性和平等性（Leaper，2017；Mehta & Keener，2017）。

跨性别者（transgender）是一个宽泛的术语，指的是现在拥有的性别身份与出生性别不一致的个体（Hyde & others，2019；King，2020）。例如，一个人可能拥有女性的身体，但她对男性身份的认同大于女性；或拥有男性的身体，但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大于男性（Galupo & others，2019）。其中，出生时为男性却有着女性身份认同的跨性别者往往更多（Zucker，Lawrence & Kreukels，2016）。事实上，跨性别者可能也不想被贴上“他”或“她”这类标签，而是喜欢中性标签（Scelfo，2015）。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咨询心理学家，你会与那些正在努力理解“性别认同”含义的父母分享哪些基于研究的最新信息呢？

由于性别分类纷繁复杂，一些专家认为，一个更好的总括术语可能是“跨性别”（trans），它可以描述不同于个人出生时所属性别的各种性别身份（Sinclair-Palm & Gilbert，2019）。性别身份的多样性可能涉及跨性别者、性别酷儿（gender queer，也称为性别扩展，这个广泛的性别身份类别包括不完全男性或不完全女性）和性别不符者（gender nonconforming，行为/外表不符合社会期望的个体）。另一个近年来产生的术语——顺性别（cisgender），可以用来描述那些性别身份与其出生时所属性别一致的个体（Hyde & others，2019）。

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跨性别的年轻人相比于同龄人患上抑郁症、出现饮食障碍的概率更大，并伴有更强烈的自杀企图（Connolly & others，2016）。对于这些失调症状的产生原因，常见的解释包括生活在错误身体中所产生的痛苦，以及作为性别少数群体所遭受的歧视和误解（Galupo &others，2019）。

在那些认为自己是跨性别者的个体中，大多数人最终会接受自己出生时的性别身份来完成性别认同（King，2020）。其中一些跨性别者决定接受手术，从男性身体变为女性身体，或者从女性身体变为男性身体。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没有选择进行手术，他们中有些个体只是进行了激素治疗，比如生理女性会使用雄性激素来强化自己的男性特征，或者生理男性会使用雌性激素来强化自己的女性特征。然而，其他一些跨性别者则选择了另一种策略，即选择一种挑战性别身份传统观点的全新生活方式（Savin-Williams，2019）。跨性别者感受过相当多来自外界的歧视，因而社会以欢迎和接纳的态度对待他们是很重要的（Vargas，Huey & Miranda，2020）。



内容总结






从童年期到成年期的稳定性和变化性




● 人生第一个20年对于预测一个成年人的人格来说至关重要，而成年时期的经历也同样重要。依恋类型会影响个体成年后的人际关系。另外，成年人的依恋模式被划分为安全型依恋模式、回避型依恋模式和焦虑型依恋模式。其中，安全型依恋模式与人际关系的积极方面存在关联。



爱情和亲密关系




● 埃里克森认为，亲密对孤独是成年早期的关键发展问题。

● 友谊在成年人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浪漫的爱，也被称为激情的爱。深情的爱，也被称为陪伴的爱，通常随着关系的成熟而变得更加重要。

● 斯腾伯格提出了一种关于爱情的三角模型：激情、亲密和承诺。如果这三个维度都存在，人们就会体验到完美的爱。



成年人的生活方式




● 单身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生活方式。自主性是其优点之一。单身成年人面临的挑战包括建立亲密关系、应对孤独，以及在一个以婚姻为导向的社会中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

● 未婚同居逐渐成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生活方式。

● 美国人的初婚年龄正在上升。尽管结婚率有所下降，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美国人选择结婚。婚前教育已被证明能带来积极的婚姻结果。美满婚姻的好处包括更健康的身心和更长寿的人生。

● 美国的离婚率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峰值。

● 离婚是一种复杂的经历。

● 重组家庭很复杂，协调也很困难。



婚姻、养育子女和离婚中的挑战




● 戈特曼的研究表明，拥有成功婚姻的夫妻会建立爱情地图、培养喜爱和钦佩、面向彼此、接受伴侣的影响，并创造双方共享的意义。

● 许多女性正在推迟生育的时间直到她们的事业趋于成熟。

● 离婚的成年人在浪漫关系中往往很难信任别人。在处理离婚问题时，特定的策略是有效的。



性别和沟通方式、关系以及性别分类




● 塔宁对报告型谈话和亲切型谈话进行了区分，许多男性更喜欢报告型谈话，而许多女性更喜欢亲切型谈话。

● 性别差异是成年人友谊的特征。女性朋友之间更倾向于分享自己的经历、想法和感受，而男性朋友之间往往更具竞争性，并在分享有用信息的同时保持一定的距离。

● 近年来，人们强调了性别角色的灵活性和平等性。跨性别者是指现在拥有的性别身份与出生性别不一致的个体。







第13章 成年中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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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工作和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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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中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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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挑战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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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时间观念的改变

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取决于我们所处的人生阶段。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比其他时候更关心时间（Hoppmann & others，2017）。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在他们的歌曲《时间》（Time）中描述了人们年轻时的生命似乎更长，时间过得更慢，但当人们变老时，时间似乎如白驹过隙。

到了成年中期（middle adulthood），人们越来越多地关心还剩下多少时间，而不是自出生后过去了多少时间（Li & Siu，2020）。成年中期的人们开始回顾自己去过的地方，反思自己在这段时间里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在展望未来时，会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相比中年人，老年人回顾过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属于他们的未来时光更短。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初显成年期的成年人和年轻人考虑到他们还有许多年要活，更有可能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

一项研究回顾了成年中后期的主观时间观念，包括未来时间观、个人目标和自传体记忆等组成部分（Gabrian，Dutt & Wahl，2017）。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积极的主观时间观念（如对未来的开阔视野、对过去和未来生活内容的积极关注以及对时间的积极评价）与更好的健康和高幸福水平息息相关，而消极的主观时间观念与较差的健康和低幸福水平难脱干系。

在本章中，我们会讨论成年中期的身体变化，认知变化，以及职业、工作和休闲的变化。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成年中期是如何变化的。

13.1 成年中期的本质

如今的成年中期经历和100年前是否一模一样呢？该如何定义成年中期呢？它有哪些主要特征？

13.1.1 成年中期的变化

与前一两代的40多岁的人相比，如今许多50多岁的人身材更好，头脑更敏捷，工作更高效。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医学发现也有助于延缓衰老过程，成年中期的上限和下限正在提高。如今成年中期似乎开始得更晚，持续时间更长，因为人们变得越来越活跃、健康、多产。现在有一种说法是“60岁是新的40岁”，这意味着当今时代许多60岁的人过着和前几代人40多岁时一样积极活跃、富有成效和健康的生活。

诸如“你属于哪个年龄段？”和“你觉得自己多大了？”的问题，反映了年龄认同的概念。一个一致的发现是，随着成年人年龄的增长，他们认同的年龄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小（Westerhof，2009）。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一些44~64岁的人报告说，他们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并且也希望比自己的实际年龄更年轻（Shinan-Altman & Werner，2019）。在这项研究中，人们认为老年期的开始年龄是69岁。英国一项针对50岁以上人群的调查显示，他们认为成年中期从53岁开始（Beneden Health，2013）。在这项研究中，受访者表示，中年人的特点是喜欢下午小睡，弯腰时呻吟，更喜欢安静的夜晚，而不是晚上出去玩。此外，一些人认为成年中期的上限是他们从工作过渡到退休时的年龄。

当卡尔·荣格（Carl Jung）在20世纪早期研究成年中期的转变时，把成年中期称为“生命的下午”（Jung，1933）。成年中期能为晚年的“生命之夜”做重要准备（Lachman，2004）。但在荣格的时代，“成年中期”的出现要早得多。1900年，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7岁，只有3%的人能活到65岁以上。如今，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9岁，12%的人超过65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活到老年，生命的中点以及成年中期或成年中期的构成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Cohen，2012）。据统计，当今的成年中期年龄约为39.5岁，但大多数39岁的人不希望被称为“中年人”。我们所谓的成年中期来得更晚——45岁到65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寿命延长，成年中期的上限可能会被推得更高。

与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相比，今天的人口中，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大。在过去，人口的年龄结构可以用金字塔来表示，儿童时期占的比例最大。当今时代，不同年龄的人在生命周期中所占的百分比几乎不相上下，形成了所谓的年龄分布的“矩形化”（Tannenbaum & Boyle，2019）。

与成年后期相比，对成年中期的研究少得不值一提（Hamm & others，2019；Liu & Lachman，2020）。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项评估（2012年）中，美国有超过102713000人的年龄为40~64岁，占总人口的33.2%。考虑到成年中期人口的比例很大，以及成年中期的个体在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研究人员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一年龄段。

此外，人们对成年中期的描述往往过于消极。事实上，有研究人员向大学生展示了一幅计算机生成的图片，图上的人包括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Kelley，Soboroff & Lovaglia，2017）。当大学生被问及会选择谁来完成与工作相关的任务时，他们往往会选择中年人。此外，一项针对美国和日本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在这两个国家，年轻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都有所改善，但中年人认为这种改善不太明显，而老年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每况愈下（Hong & others，2019）。

13.1.2 定义成年中期

虽然年龄界限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我们一般认为成年中期是大约从40岁开始延伸到60~65岁的发展时期。对许多人来说，成年中期是身体机能下降、责任扩大的时期；这一时期，人们更加意识到年轻和年老的两极分化，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个人寻求将有意义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代，这也是人们在职业生涯中获得并保持满足感的时期。总之，成年中期需要“在与衰老相关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中平衡工作和关系责任”（Lachman，2004）。

在成年中期，就像在其他年龄段一样，个体会做出选择，包括选择要做什么，决定如何投入时间和资源，并评估他们生活的哪些方面需要改变（Infurna，Gerstorf & Lachman，2020；Robinson & Lachman，2017）。在成年中期，一次严重的事故、损失或疾病都可能是一个“警钟”，让人们对时间进行重新分配，并对生活的优先事项进行重新评估。

对于越来越多的健康成年人来说，成年中期持续的时间更长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专家将55岁至65岁的年龄段描述为成年后期（Deeg，2005）。与成年早期相比，成年后期更有可能经历父母去世、最后一个孩子离开家、成为祖父母、为退休做准备或实际退休。这个年龄段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面对健康问题。总的来说，尽管在成年早期，得失可能会相互平衡，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在成年后期，损失可能会开始超过收益（Baltes，Lindenberger & Staudinger，2006）。玛吉·拉赫曼（Margie Lachman）和她的同事将成年中期描述为一个关键时期，其意义包括平衡成长和衰退，连接早期和后期发展，连接青年期和老年期（Lachman，Teshale & Agrigoroaei，2015）。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向同事提供哪些学术信息来说明成年早期和成年后期的区别呢？

但需要注意的是，成年中期的特点是因人而异的（Infurna，Gerstorf & Lachman，2020；Robinson & Lachman，2017）。正如寿命专家吉尔伯特·布里姆（Gilbert Brim，1992）所评论的那样，成年中期充满了变化、曲折和转折；路径不是固定僵化的。人们在成功和失败的状态中反反复复。

13.2 身体发展

随着成年中期的转变，人们会出现什么样的身体变化？中年人的健康状况如何？他们的性生活如何？

13.2.1 身体变化

虽然每个人在成年中期都会经历一些身体上的变化，但衰老的速度因人而异。基因构成和生活方式对慢性疾病是否有影响呢？这是毋庸置疑的（Wang & others，2020）。成年中期是一扇窗口，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晚年的生活，同时还有时间预防和影响衰老的某些过程（Lachman & others，2018）。一项研究表明，多种适应性因素的组合，如积极的健康行为（体育锻炼和睡眠）、控制感、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系，以及情绪调节，有助于缓冲成年中期身体健康和认知能力的下降（Liu &Lachman，2020）。

1.可见的迹象

成年中期变化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外表。第一个明显的衰老迹象通常在四五十岁时就显现出来了。由于皮下组织中脂肪和胶原蛋白的流失，皮肤开始起皱和下垂（Sifaki & others，2020）。皮肤上小的、局部的色素沉着区域会产生老年斑，特别是暴露在阳光下的地方，比如手和面部。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头发会变稀疏、花白，手指甲和脚指甲长出脊状结构，变得更厚更脆。

由于年轻的外表在美国文化中很受重视，许多头发花白，皮肤起皱、下垂，牙齿发黄的人会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做整容手术、染发、戴假发、参加减肥计划、参加锻炼计划和服用大量维生素在成年中期的人群中司空见惯。许多“婴儿潮一代”对整形手术和肉毒杆菌素趋之若鹜，这可能反映了他们想要控制衰老过程的愿望（Abelsson & Willman，2020）。

2.身高和体重

在成年中期，人的身高会下降，许多人的体重还会增加（Blake，2020）。平均而言，从30岁到50岁，男性的身高会下降约1.27厘米；从50岁到70岁，男性的身高可能会再下降约1.91厘米（Hoyer & Roodin，2009）。从25岁到75岁，女性的身高会下降约5.08厘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变矮的程度有着云泥之别。身高的下降是由于椎骨内的骨质流失。

平均而言，青少年的体脂约占体重的10%，在成年中期这一比例为20%或更高。从成年早期到成年中期，肥胖有增无减（Nevalainen & others，2017）。2017年至2018年，成年中期群体的肥胖率（44.8%）高于青年群体（40%）和老年群体（42.8%）（Hales & others，2020）。成年中期男性的肥胖率（46.4%）相比成年中期女性（43.3%）更胜一筹。

超重在成年中期是个问题，因为这会增加罹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Itoh &others，2020）。例如，超重和肥胖与早逝、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关系紧密（Blake，2020）。对于超重30%的人来说，在成年中期死亡的可能性会增加40%左右。此外，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与体重正常的人相比，肥胖与较短的寿命和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增加难脱干系（Khan & others，201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你会强调哪些基于研究的证据来提醒成年中期群体超重和肥胖的健康风险呢？

3.力量、关节和骨骼

人的体力通常在20多岁时达到顶峰。肌肉减少症指的是与年龄有关的肌肉质量和力量的减少（Ebner，Anker & von Haehling，2020）。5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的损失以每年大约1%~2%的速度发生（Marcell，2003），在背部和腿部发生的力量丧失尤其令人担忧。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吸烟和糖尿病是成年中期女性肌肉加速流失的危险因素（Lee & Choi，2019）。

肥胖是肌肉减少的一个风险因素（Rubio-Ruiz & others，2019）。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使用“肌肉减少性肥胖”一词来描述患有肌肉减少症和肥胖的个体（El Bizri & Batsis，2020）。一项研究指出，肌肉减少性肥胖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有关，男性的死亡风险高于女性（Tian & Xu，2016）。

人体关节功能的高峰期通常也出现在20多岁。缓冲骨骼和其他结缔组织（如肌腱和韧带）的运动软骨在成年中期变得不那么有效，这个时候许多人会经历关节僵硬和更大的运动困难。

骨密度最大值出现在35岁左右，骨质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流失。骨质流失的速度起初很慢，但在50多岁时开始加快（Locquet & others，2018）。女性骨质流失的速度是男性的两倍。个体到了成年中后期更容易骨折，愈合速度也更慢（de Villiers，2018）。一项研究发现，大量摄入水果和蔬菜与中老年人骨密度的增加关系紧密（Qiu & others，2017）。

4.视觉和听觉

人的眼睛的调节能力——在视网膜上聚焦和保持图像的能力——在40~59岁时急剧下降。特别是成年中期的群体开始难以看清近距离的物体，这意味着许多人必须佩戴搭配双焦镜片的眼镜，这种眼镜可以让佩戴者看到不同距离的物体（Schieber，2006）。此外，有证据表明，这个时期的视网膜对低水平的照明变得不那么敏感。一项针对成年中期群体的研究发现，视力问题——尤其是在看报纸以及由于视力问题而认不出街上认识的人时——与生活满意度下降、自尊心下降、抑郁症状增加和社会孤立增加有关（Hajek & others，2020）。激光手术和人工晶体植入术已成为成年中期群体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Oshika & others，2020）。

人的听力也会在40岁时开始下降（Roring，Hines & Charness，2007）。通常对高音的敏感性下降首先出现。然而，听到低沉声音的能力在成年中期下降的程度似乎聊胜于无。男性通常比女性更早失去对高音的敏感性，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是由于男性更容易在与采矿、汽车等相关的职业中接触到噪声（Scialfa & Kline，2007）。此外，在助听器的有效性方面取得的进展也显著改善了许多老年人的听力（Edwards，2020）。然而，即使出现了技术先进的听力设备，许多人也并不总是戴着它们，或者是佩戴不当。

5.心血管系统

到了成年中期，高血压和高胆固醇会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心血管疾病在成年中期会显著增加（Mosley & others，2020）。

成年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上升，成年中期时开始在动脉壁上积聚，增加了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Zhou & others，2020）。高血压也多发于四五十岁时（Syme & others，2019）。一项研究发现，早在30多岁和40多岁的时候，无法控制的高血压就会损害大脑的结构和功能（Maillard & others，2012）。另一项研究显示，成年中期的高血压与成年后期的认知障碍风险有关（Virta & others，2013）。此外，中国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岁到四五十岁，平均体重增加10千克以上的男性和女性患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的风险也会增加，而且成年中期时甘油三酯水平也会增加（Zhou & others，2017）。成年中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甚至可以在发育的早期就显现出来。一项研究表明，青少年期健康的饮食与成年中期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较低有关（Dahm & other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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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锻炼，控制体重，多吃水果、蔬菜和全谷物通常有助于避免在成年中期出现许多心血管问题（Schiff，2021）。一项针对成年中期群体的研究发现，较高的心肺健康水平预示着较低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Swainson，Ingle & Carroll，2019）。此外，降胆固醇和降压药物是改善许多成年中期群体健康状况和延长他们预期寿命的主要因素（Zhao，Xiao &Zhao，2019）。
	 [image: 药物摄入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因素对成年中期的心血管疾病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一项全球性研究发现，1990—2017年，高收入地区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显著下降，而世界上大多数中低收入地区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几乎没有下降，甚至有所上升（Jagannathan & others，2019）。在这项研究中，高血压、不健康的饮食、高血糖是与心血管相关的死亡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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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马赛部落的人们可以在跑步机上运动很长时间，他们的心脏病发病率极低，这可以归因于他们精力充沛的生活方式。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强调锻炼和适当饮食对改善心血管健康的必要性呢？

正如上文所述的研究中所反映的那样，美国心脏协会提出了“生活的简单七法则”，包含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系列策略。这七种策略分别是：（a）控制血压；（b）控制胆固醇；（c）降低血糖；（d）积极运动；（e）健康饮食；（f）减轻体重；（g）戒除吸烟。一项研究发现，成年中期的人对“生活的简单七法则”的积极实践与其在晚年心脏病发作后能更好地恢复心血管健康关系紧密（Mok &others，2018）。

在成年中期和后期，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这是一种以高血压、肥胖和胰岛素抵抗为特征的疾病（Alves Freire Ribeiro & others，2020）。研究人员发现，长期暴露在压力中与代谢综合征有关（Akbulut，Ikitimur & Akan，2020）。代谢综合征常促进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展（Savadatti & others，2019）。在一项研究中，低HDL、高血压和腰围较大等现象的结合以及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疾病有关（Mansourian & others，2019）。减肥和运动被强烈推荐作为代谢综合征治疗的一部分（Paydar & Johnson，2020；Wang & others，2020）。此外，一项研究发现，久坐的行为，尤其是长时间坐着看电视，也与代谢综合征有关（Lemes & others，2019）。

6.肺

在成年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肺活量几乎不会变化。然而，在大约55岁时，肺组织中的蛋白质会变得不那么有弹性。这种变化，加上胸壁结缔组织的逐渐变硬，降低了肺部将氧气从人们吸入的空气中输送到静脉血液中的能力。吸烟者的肺活量在成年中期急剧下降。当人们戒烟后，他们的肺活量会改善，但也达不到不吸烟者的水平。一项纵向研究还发现，从成年早期到成年中期，心肺功能的增强与肺部健康程度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较少密不可分（Benck & others，2017）。一项研究显示，较低的身体质量指数、较少的运动、频繁饮酒和以肉类为基础的饮食是不吸烟女性患肺癌的风险因素。

7.睡眠

到了成年中期，睡眠的某些方面会更加容易出问题（Sivertsen & others，2020）。总的睡眠时间通常与成年早期相差无几，但从40多岁开始，人们清醒的时间更多，深度睡眠（睡眠的第四阶段）的时间更少。国家睡眠基金会建议，26~64岁的人每晚应该睡7~9小时。到了成年中期，人们晚上躺在床上时的清醒时间开始增加，第二天早上可能会觉得没怎么休息。

几项研究考察了与成年中期睡眠困难有关的因素。其中一项研究表明，成年中期睡眠质量差与执行功能水平较低、处理速度较慢、学习困难增加和记忆力较差有关（Kaur & others，2019）。韩国的一项研究将成年中期睡眠问题与失业、未婚、吸烟、缺乏锻炼、饮食不规律，以及经常经历压力事件等因素联系起来（Yoon & others，2015）。一项关于正常衰老睡眠的研究得出结论：夜间睡眠时间缩短、夜间醒来时间增加、白天小睡频率增加是与衰老相关的睡眠模式的正常变化（Li，Vitiello & Gooneratne，2018）。这项研究还得出结论：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成年早期和中期，而健康老年人的睡眠模式基本保持不变。

13.2.2 慢性疾病和死亡率

20世纪中叶之前，传染病一直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随着传染病发病率的下降和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活到成年中期，慢性疾病有增无减，其特点是发病缓慢，持续时间长（Kelley-Moore，2009）。慢性疾病的治疗支出占美国医疗保健总支出的86%（Qin & others，2015）。

在成年中期，许多死亡是由单一的、容易识别的疾病造成的，而在老年，死亡更有可能是由几种慢性疾病的综合影响造成的。多年来，心脏病一直是成年中期群体死亡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癌症；然而，自2005年以来，美国45~64岁群体中死于癌症的人数增至最多，其次才是心血管疾病（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5）。然而，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分析表明，2011—2017年，成年中期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增加了4%，这可能与肥胖率增加有关（Curtin，2019）。成年中期群体因癌症死亡的人数最近一直在下降，但癌症仍然是成年中期群体死亡的头号原因，其次是心血管疾病。在所有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中，男性的死亡率都高于女性（Curtin，2019）。

13.2.3 性

在成年中期，男女的性有哪些变化？更年期（climacteric）指生育能力下降的成年中期过渡期。接下来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女性和男性在更年期的实质性差异。

1.绝经期

绝经期（menopause）是女性在成年中期，通常是在40多岁或50岁出头，月经周期完全停止出现的时期。女性最后一次出现月经的平均年龄是51岁（Mayo Clinic，2020a）。但是，绝经年龄有很大的差异——从39岁到59岁不等。在挪威对30多万名女性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绝经期较晚出现与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加有关（Gottschalk & others，2020）。在这项研究中，挪威近几十年的平均绝经年龄增加至52.7岁（Gottschalk & others，2020）。

在绝经期，卵巢产生的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这种下降会在一些女性身上产生令其不舒服的症状——例如潮热、恶心、疲劳和心跳加快（Hachul & Tufik，2019）。然而，跨文化研究揭示了绝经期经历的很大差异（Rathnayake & others，2018）。例如，出现潮热的人在玛雅女性中寥寥无几（Beyene，1986）。与西方社会中的女性相比，亚洲女性报告潮热的例子屈指可数（Payer，1991）。中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摩梭女性（摩梭是中国南方的一个母系氏族部落，女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比汉族女性有更少的消极的绝经期症状，更高的自尊，更高水平的家庭支持（Zhang & others，2016）。很难确定这些跨文化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遗传、饮食、生殖或文化因素造成的。

总的来说，绝经期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是消极的经历（Brown & others，2018）。大多数女性没有与绝经期有关的严重的身体或心理问题。例如，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抑郁症在绝经期比女性生育期的其他时期更容易发生（Judd，Hickey &Bryant，2012）。

激素替代疗法（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RT）提高了卵巢产生的生殖激素的水平（Devi，Creatura & Devi-Chou，2020）。激素替代疗法由各种形式的雌激素组成，通常与黄体酮联合使用。由于与激素替代疗法相关的健康风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了一项建议，即建议未做过子宫切除术且目前正在服用激素的女性咨询医生，以确定是否应该继续治疗。如果她们接受激素替代疗法是为了在短期内缓解绝经期症状，那么好处可能大于风险。激素替代疗法还降低了女性绝经后发生骨质流失和骨折的风险（de Villiers & others，2016）。此外，研究表明，如果女性在绝经后10年内接受激素替代疗法，她们患冠心病的风险就会降低（Langer，2017）。然而，研究也表明，激素替代疗法与患乳腺癌的风险升高有关，而且接受激素替代疗法的时间越长，患乳腺癌的风险就越大（American Cancer Society，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告知女性激素替代疗法的潜在问题和替代方案呢？

许多成年中期女性正在寻求激素替代疗法的替代方案，如定期锻炼、正念训练、膳食补充剂、草药、放松疗法、针灸穿刺、催眠和非甾体药物（Morardpour & oth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久坐不动的女性进行6个月的有氧训练可以减少绝经期症状，尤其是盗汗、情绪波动和易怒（Moilanen & others，2012）。另一项研究发现，瑜伽可以改善绝经期女性的生活质量（Reed &others，2014）。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正念训练与绝经期女性心理适应能力的改善有关（Molefi–Youri，2019）。

2.成年中期男性的激素变化

男性也会经历像女性的绝经期一样的更年期吗？换句话说，男性有更年期吗？在成年中期，尽管大多数男性的性激素水平和活动通常会略有下降，但他们并不会失去生育能力（Abootalebi &others，2020）。他们在五六十岁的时候会经历激素的变化，但不会像女性那样经历雌激素水平的急剧下降。在成年中期，睾酮的分泌开始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精子数量通常会缓慢减少，但男性在成年中期不会失去生育能力。性腺功能减退症用来描述男性身体不能产生足量睾酮的状况（Mayo Clinic，2020b）。

近期，人们对睾酮替代疗法（testosterone replacement therapy，TRT）的兴趣激增（Barbonetti，D’ Andrea & Francavilla，2020）。研究表明，睾酮替代疗法可以改善男性的性功能、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Mayo Clinic，2020b）。一项研究发现，对于接受睾酮替代疗法之前睾酮水平较低的男性，睾酮替代疗法与延长寿命有关（Comhaire，2016）。另一项研究表明，在初始治疗后，睾酮替代疗法对生活质量和性功能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可维持36个月（Rosen & others，2017）。此外，一些研究表明，睾酮替代疗法与降低心脏病或中风的发病率以及降低全因死亡率相关（Jones & Kelly，2018；Sharma & others，2015）。然而，其他专家尚未得出这些结论，另一些研究表明，接受睾酮替代疗法的男性患中风的风险会增加（Fode & others，2019）。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睾酮替代疗法可以改善患有性腺功能减退症的男性的性功能，但对其他结果（包括心血管疾病）的积极效应尚无定论（Corona，Torres & Maggi，2020）。

勃起功能障碍，包括难以达到或维持勃起，存在于大约50%的40~70岁的男性中（Mola，2015）。低水平的睾酮和心血管问题会导致勃起功能障碍（Huang & others，2019）。吸烟、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水平升高、肥胖、抑郁和缺乏锻炼也与成年中期男性的勃起问题有关（Azab &others，2020）。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主要方式不是睾酮替代疗法，而是集中在药物“伟哥”和其他类似的药物上，如艾力达（Levitra）和希爱力（Cialis）。“伟哥”的作用是促进血液流入阴茎，从而使阴茎勃起。它的成功率为60%~85%（Claes & others，2010）。低强度冲击波疗法通常被用于伤口愈合和肌肉骨骼疾病，近年来也被用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Kalyvianakis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低强度冲击波疗法在实施6个月后能够改善勃起功能障碍，在实施1年后仍有效果，但效果较小，对老年人的效果总体上不尽如人意（Brunckhorst & others，2019）。此外，一项研究发现，低强度冲击波疗法和希爱力的联合使用在改善勃起功能障碍方面优于希爱力的单独使用（Verze & others，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会与一个正在考虑用低强度冲击波疗法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成年中期男性分享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呢？

3.性态度和性行为

尽管男性和女性的性行为能力在成年中期几乎没有生物学上的衰退，但性活动频率通常比成年早期要低（Rees & others，2018）。职业兴趣、家庭事务、活力减退和日常生活都可能导致这种下降（Avis & others，2009）。在“美国性调查”中，25~29岁的人性活动频率最高（47%的人每周做爱两次以上），50多岁的人性活动频率下降（50~59岁的男性中有23%的人说他们每周做爱两次以上，而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中只有14%的人说她们每周做爱两次以上）（Michael & others，1994）。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性调查”可能低估了成年中期群体的性活动频率，因为相关数据是在“伟哥”等勃起功能障碍药物广泛使用之前收集的。一项研究发现，中老年人性活动频率的提高与更好的整体认知能力有关，特别是在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方面（Wright，Jenks & Demeyere，2019）。此外，一项针对50岁及以上人群的研究发现，过去一年性欲或性活动频率的下降与抑郁症状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下降有关（Jackson & others，2019）。

是否与配偶或伴侣住在一起对人们是否有性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40岁以上的女性。在一项名为“美国成年中期研究”的研究中，40多岁有伴侣的女性中有95%的人表示，她们在过去6个月里性活动活跃，而在没有伴侣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仅为53%（Brim，1999）。到50多岁时，与伴侣同居的女性中，有88%的人在过去的6个月里性活动活跃，但在那些既没有结婚也没有伴侣的女性中，只有37%的人说她们在过去的6个月里性活动活跃。

一项针对40~80岁的美国成年人的大规模研究发现，老年男性最常见的性问题是早泄（26%）和勃起困难（22%）。在这项研究中，女性最常见的性问题是缺乏性兴趣（33%）和润滑困难（21%）（Laumann & others，2009）。

在成年中期，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其性行为的关键因素（Rees & others，2018）。一项针对55岁及以上成年人的研究显示，他们的性活动活跃水平与他们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Bach &others，2013）。社会和人际关系因素对成年中期群体性功能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例如，一项针对健康成年中期女性的研究发现，人际关系质量，如情感支持和关系满意度，以及乐观和自尊的人格特征，是性功能水平的关键预测因素（Memone，Fiacco & Ehlert，2019）。

13.3 认知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到了成年中期，人们的视力可能不像他们二三十岁时那么好，跑得也不如年轻时快，身体健康水平也开始走下坡路，性行为也减少了。那么认知能力呢？相关技能会随着人们步入成年中期而下降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探讨智力和信息加工能力随年龄增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3.3.1 智力

我们对成年中期智力的可能变化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概念，以及西雅图纵向研究上。

1.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

约翰·霍恩（John Horn）认为，在成年中期，人们的一些能力开始每况愈下，而另一些能力则开始与日俱增（Horn & Donaldson，1980）。他认为，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即一个人积累的信息和语言技能，会在成年中期继续增长，而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即一个人进行抽象推理的能力，则会在成年中期开始下降（见图13.1）。然而，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65岁及以上的个体的流体智力下降，而45~60岁的个体的流体智力并未下降（Cornelis & other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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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毕生发展中的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

霍恩的数据是以横断研究的方式收集的。横断研究是指在同一时间点评估不同年龄的个体。例如，一项横断研究可能会在一次评估中评估40岁、50岁和60岁的群体的智力。比如在1980年的研究中，40岁的人出生于1940年，60岁的人出生于1920年——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经济背景和教育机会，60岁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受教育的机会可能更少。因此，如果我们在对40岁和60岁的人进行横断评估时发现他们在智力测试中存在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与教育差异相关的同辈效应，而不是年龄。

相比之下，纵向研究是指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被研究。因此，对成年中期智力的纵向研究可能包括在同一个人40岁、50岁和60岁时对他进行同样的智力测试。正如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关于智力的数据来自横向研究还是纵向研究，会对晶体智力和流动智力的变化以及智力衰退产生不同的影响。

2.西雅图纵向研究

华纳·谢伊（K. Warner Schaie，1996，2005，2011，2013）一直在对成年期的智力能力进行广泛的研究。1956年，他测试了500人，并定期增加新的参与者。西雅图纵向研究（Seattle Longitudinal Study）主要关注个体智力的变化和稳定性，测试的主要能力是语言理解（理解用文字表达想法的能力）、语言记忆（对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进行编码和回忆的能力，如一串单词）、数字能力（进行简单数学计算的能力，如加法、减法和乘法）、空间定向（在二维和三维空间中对刺激进行想象和心理旋转的能力）、归纳推理（识别和理解问题中的模式和关系，并利用这种理解来解决其他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感知速度（在视觉刺激中快速准确地进行简单辨别的能力）。

在上述六种智力能力中，有四种智力能力的最高水平出现在成年中期（Schaie，2013）。无论男女，语言理解、语言记忆、归纳推理和空间定向的最佳表现都出现在成年中期。这六种智力能力中只有两种——数字能力和感知速度——在成年中期下降。感知速度下降得最早，实际上开始于成年早期。有趣的是，根据约翰·霍恩之前讨论过的晶体智力和流体智力的概念，成年中期是晶体智力和流体智力在某些方面的巅峰时期。

大多数认知能力的衰退始于60岁，而语言理解直到75岁左右才开始下降。从70多岁到90多岁，所有的认知能力都出现了相当大的下降。

当谢伊对智力能力进行横断和纵向评估时，他发现横断评估中的智力能力下降比纵向评估中的智力能力下降更频繁（Schaie，2004）。例如，当进行横断评估时，归纳推理得分在成年中期持续下降；相比之下，纵向评估时，归纳推理得分一直在上升，直到成年中期末才开始略有下降，如图13.2所示。在谢伊的观点中，正是在成年中期，而不是成年早期，人们的许多智力能力达到了峰值（Schaie，2005，2011，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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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成年中期智力能力变化的横断与纵向研究比较

代际差异涉及同辈效应。在一项分析中，谢伊得出结论，近几十年来成年中期认知能力的提高可能是由各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职业结构不同（从事工作复杂性更高的专业职业的人数增加）、医疗保健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移民，以及对贫困的社会干预（Schaie，2013，2016）。在一项同辈研究中，流体智力比晶体智力在认知能力方面有更显著的提高得到了更清晰的证明（Schaie，2013）。

一些研究人员不同意谢伊的观点，即成年中期是许多认知能力水平保持不变甚至提高的时期（Finch，2009）。例如，蒂莫西·索特豪斯（Timothy Salthouse，2009，2012，2018，2019）强调，成年中期认知能力水平较低可能是由于与年龄相关的神经生物学功能衰退。索特豪斯还认为，认知能力在纵向和横断研究中呈现不同趋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之前的测试经验使被试在下一次测试中的分数提高了（Salthouse，2014，2016）。

13.3.2 信息加工

正如我们从婴儿期到青少年期的发展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中看到的那样，信息加工提供了另一种检验认知能力的方法（Siegler & Alibali，2020）。在成年中期发生的信息加工变化涉及信息加工速度、记忆和专业知识的变化。

1.信息加工速度

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在谢伊的西雅图纵向研究中，感知速度在成年早期开始下降，在成年中期还会继续下降。评估信息加工速度的一种常用方法是让参与者执行反应时间任务，这个任务要求参与者一看到灯光就按下一个按钮。当灯光出现时，成年中期个体按下按钮的速度比年轻个体要稍慢一些（Salthouse，2009，2012，2018）。然而，两者的差异并不大——在大多数调查中小于1秒。此外，一项纵向研究显示，成年中后期信息加工速度的小幅下降是长寿的关键预测因素之一（Aichele，Rabbitt & Ghisletta，2016）。

2.记忆

在谢伊的西雅图纵向研究中，非语言记忆在50多岁时达到峰值。然而，在其他一些研究中，语言记忆在成年中期下降（Salthouse，2018，2019）。例如，当被要求记住单词、数字或有意义的散文时，年轻群体的表现优于成年中期群体（Salthouse & Skovronek，1992）。尽管关于记忆力是否会在成年中期下降仍存在一些争议，但大多数专家得出结论，至少在成年中期末，记忆力确实会下降（Ferreira & others，2015；Salthouse，2019）。

年老化认知专家丹尼斯·帕克（Denise Park，2001）认为，从成年中期末开始，个体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新的信息。学习新信息的速度减缓与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变化有关，工作记忆是人们在做出决定、解决问题、理解书面语和口头语时操纵和整合信息的心理“工作台”（Baddeley，2020）。在这种观点下，在成年中期末，工作记忆容量——可以立即检索和使用的信息量——变得更加有限（Baddeley，Hitch & Allen，2019）。

记忆衰退更有可能发生在那些没有使用有效记忆策略（比如组织和想象）的人身上（Hoyer &Roodin，2009）。通过将电话号码列表分成不同的类别，或者把电话号码想象成房子周围的不同物体，许多人可以在成年中期提高他们的记忆力。此外，教育水平和体育锻炼与中老年人情景记忆力（对生活中发生的细节信息的保留能力）的下降程度有关（Liu & Lachman，2020）。一项针对中老年人的研究发现，为期12周的阻力运动训练计划提高了他们在语言记忆测试中的表现（Marston &others，2019）。

3.专业知识

因为专业知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所以它更有可能出现在成年中期，而不是出现在成年早期（Charness & Krampe，2008）。专业知识包括对某一特定领域具有广泛的、高度组织化的知识和理解。发展专业知识并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通常需要经年累月的经验、学习和努力（Ericsson，2020）。

已经成为某一领域专家的成年中期个体可能会做以下事情：依靠他们积累的经验来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时自动加工信息并更有效地分析信息，设计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捷径，在解决问题时更有创造力和灵活性。

13.4 职业、工作和休闲

人到了成年中期会面临哪些问题？休闲（leisure）在成年中期个体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13.4.1 成年中期的工作

工作（无论是全职工作、兼职工作、志愿者工作还是家务）在成年中期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Wang & Shi，2016）。在成年中期，人们可能在地位和收入上达到巅峰，但也可能有多重经济负担，包括房租、贷款、医药费、房屋维修费、子女学费、家庭成员贷款或赡养父母的费用。一项研究发现，在成年中期，人们难以管理不同的工作需求与其健康状况不佳密切相关（Nabe Nielsen & others，2014）。

2019年，美国45岁至54岁人口中有81.1%的人在工作（自2000年以来下降了1.8%，但自2015年以来增长了1.7%），55岁至64岁人口中有65.2%的人在工作（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9.8%，自2015年以来增长了1.1%）（Mislinski，2019）。后面，我们还将讨论美国65岁及以上个体的劳动参与率，自2000年以来，这一数字增长了59.9%，自2015年以来增长了9.9%（Mislinski，2019）。

成年中期群体的工作能力和年轻群体一样吗？一些职业中会发生与年龄相关的智力下降，比如空中交通管制员和专业运动员，但在大多数职业中，年轻群体和成年群体的工作表现不分伯仲（Salthouse，2012）。然而，芬兰研究人员克拉斯–哈坎·尼加德（Clas-Hakan Nygard，2013）从他的纵向研究中得出结论：由于动机增加、工作经验增加、雇主忠诚度增加，以及具有更优越的战略思维，成年中期个体有效工作的能力达到顶峰。尼加德还发现，成年中期员工的工作质量与他们的工作受到赞赏的程度以及他们与直属上司的和谐相处程度有关。尼加德和他的同事发现，成年中期个体的工作能力与28年后的死亡率和残疾率有关（von Bonsdorff & others，2011，2012）。

对许多人来说，成年中期是一个衡量、评估和反思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和未来想做的工作的时期（Cahill，Giandrea & Quinn，2016）。一些人在成年中期面临的工作问题包括认识到职业进步的局限性，决定是否换工作或职业，决定是否重新平衡家庭和工作，以及计划退休（Sterns & Huyck，2001）。

13.4.2 职业挑战和变化

在21世纪，成年中期的个体在工作中面临着几个重要的挑战（Brand，2014）。这些挑战包括工作的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组织规模的缩小、选择提前退休的压力，以及对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担忧。

全球化使得曾经以非拉丁裔白人男性为主的美国劳动力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和国家背景的员工取代。为了增加利润，许多公司正在重组、裁员和外包工作。这种变化的结果之一是，公司要为那些选择在50多岁，甚至40多岁，而不是60多岁时退休的成年中期员工提供激励。

固定收益养老金的减少和对医疗保险不确定性的增加正在侵蚀美国成年中期员工的个人控制感。因此，许多人推迟了退休时间。

一些成年中期个体职业的转变是自我动机驱动的，而另一些则是失业的结果（Moen，2009a，b）。对一项美国员工的分析显示，对于50岁及以上的人来说，辞职的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中（Gosselin，2019）。在这项研究中，超过50%的员工在选择退休之前就从他们的长期工作中被开除了，遭受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此外，这些员工中只有10%的人的收入能再次达到他们被开除之前的水平。

然而，有些人到了成年中期就会决定，他们不想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继续做同样的工作（Hoyer & Roodin，2009）。成年中期的一个表现是，人们会根据个人退休前还有多少时间，以及他们实现职业目标的速度，去调整目标以符合现实要求（Levinson，1978）。如果个体认为自己落后于预定计划，如果他们的目标不切实际，如果他们不喜欢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或者如果他们不堪重负，他们就会有动力去更换工作。

关于成年中期职业发展的最后一点是，早期发展的认知因素与成年中期的职业成就有关。一项研究显示，13岁时的任务坚持与成年中期时的职业成功密不可分（Andersson & Bergman，2011）。

13.4.3 休闲

作为成年人，我们不仅要学会如何好好工作，还要学会如何放松和享受（Byambasukh，Snieder & Corpeleijn，2020）。休闲指的是工作之余个人可以自由追求自己选择的活动和兴趣（例如运动或阅读）的愉快时光。一项关于美国成年人最后悔的事情的研究发现，没有参与更多的休闲活动是六大遗憾之一（Roese & Summerville，2005）。芬兰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成年中期很少从事休闲活动与成年后期的认知障碍风险有密切关系（Virta & others，2013）。另一项研究显示，从事高水平休闲体育活动的成年中期个体在28年后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很低（Tolppanen & other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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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经说过，成年人需要做好的两件事就是工作和爱。我们在他这个清单上加上了“玩”。在当前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陷入以成就为导向的工作世界中，处于疯狂、忙碌的节奏，而忽视了休闲和娱乐。想象一下你的中年生活，工作和休闲的理想结合是什么样的？作为一个中年人，你想享受哪些休闲活动呢？

此外，休闲活动多样可能与结果的截然不同有关（Kelley &Kelley，2019）。一项研究发现，在退休前从事更复杂的工作与退休后认知能力下降较少有关（Andel，Finkel & Pedersen，2016）。然而，退休前从事认知挑战较少的职业的人，在退休后参与体育（运动、散步）和认知（读书、拼图、下棋）休闲活动时，他们的认知能力下降较少。此外，丹麦对20~93岁的人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在闲暇时间进行轻度体育锻炼的人比未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多活2.8年，在闲暇时间进行适度体育锻炼的人能多活4.5年，在闲暇时间进行高水平体育锻炼的人能多活5.5年（Schnohr & others，2017）。此外，一项研究表明，积极参与休闲活动的个体在成年后期的认知表现水平更高（Ihle &others，2015）。另一项研究表明，参与大量久坐不动、以屏幕为基础的休闲活动（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的人，其端粒长度更短（端粒覆盖染色体的末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短，端粒长度变短与早逝有关；Loprinzi，2015）。此外，一项研究发现，从事更高水平休闲体育活动的中老年女性更有可能报告体验到积极的情绪（Holahan & others，2020）。欧洲的一项针对成年中期个体的研究显示，他们在闲暇时间进行的体育活动越多，他们抑郁的可能性就越小（Marques & others，2020）。此外，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在闲暇时间进行的体育活动越多，他们的工作压力就越小（Du Prel，Siegrist & Borchart，2019）。

休闲可能是成年中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Parkes，2006）。到了成年中期，许多人可能会有更多的钱，也可能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总之，成年中期的变化可能会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休闲。对许多人来说，成年中期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有机会去探索自己的业余兴趣。

成年中期的人们需要开始为退休做心理准备。在成年中期发展建设性的和充实的休闲活动是这种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Gibson，2009）。如果成年人选择了可以持续到退休的活动，那么他从工作过渡到退休的压力就会少一些。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能给出哪些基于研究的证据来证明休闲活动有宝贵的好处呢？



内容总结






成年中期的本质




●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活到老年，我们所认为的成年中期开始得更晚，持续的时间更长。

● 成年中期涉及广泛的个体差异。对大多数人来说，成年中期意味着身体机能下降，责任扩大，意识到年轻和年老的两极分化，寻求把有意义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代，以及在职业生涯中获得和保持满意感。



身体发展




● 成年中期的身体变化通常是循序渐进的。身体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会发生衰退。

● 心血管疾病之前一直是成年中期群体死亡的主要原因，但现在癌症已经成了这个群体死亡的头号原因。

● 大多数女性没有与更年期相关的严重的身体或心理问题。性行为在成年中期发生的频率通常低于成年早期。



认知发展




● 霍恩认为，在成年中期，晶体智力会继续增长，而流体智力会开始下降。他还发现，一些智力能力的最高水平出现在成年中期。

● 工作记忆容量在成年中期末会变得更加有限。当个体不使用有效记忆策略时，记忆衰退更有可能发生。专业知识通常出现在成年中期。



职业、工作和休闲




● 成年中期通常是一个反思职业发展和为退休做准备的时期。

● 在当今时代，成年中期的个体在工作中面临着许多挑战。

● 成年中期的个体不仅要学会如何好好工作，还要学会如何放松和享受。







第14章 成年中期的社会情绪发展




本章纲要



人格理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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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阶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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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事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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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中期的压力和个人控制






稳定性与变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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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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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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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中期的爱情、婚姻和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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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巢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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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姐妹关系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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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母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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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际关系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莎拉和旺达，中年的差异

45岁的莎拉（Sarah）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感到疲惫、沮丧和愤怒。她年纪轻轻就怀孕了，并与孩子的父亲本（Ben）结了婚。儿子出生后，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然后本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她，莎拉去做销售员以维持生计。八年后，她与阿兰（Alan）结婚，阿兰在前一次婚姻中也有两个自己的孩子。为了照顾孩子们，莎拉辞掉了做了几年的工作。但是，像本一样，阿兰也出轨了。她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了此事。尽管如此，莎拉还是和阿兰维持了一年的婚姻。最后，阿兰的频繁出轨让她再也无法忍受，决定离婚。莎拉又回到了销售员的岗位上，她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6年。在这16年中，她也曾与一些男人约会，但从未正式确定关系。她的儿子还在读高中，而且劣迹斑斑。莎拉的父亲去年去世了，所以她也正努力在经济上帮助她的母亲，尽管她自己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莎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并不喜欢她所看到的一切。她看到自己的过去一片狼藉，而未来也并不美好。

45岁的旺达（Wanda）感到精力充沛、悠然自得和心满意足。她大学毕业后在高中当了三年数学老师。她嫁给了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安迪（Andy）。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乔希（Josh）。旺达在家里陪了乔希两年，然后回到了数学老师的工作岗位。即使在怀孕期间，旺达也保持活跃，经常锻炼身体，几乎每天都打网球。生育后，她保持了锻炼的习惯。后来旺达和安迪又生了一个孩子温迪（Wendy）。现在，他们步入了中年，孩子们都上了大学，旺达和安迪享受着更多朝夕相处的时光。上周末他们去乔希的大学看望了他，上上周末他们去温迪的大学看望了她。直到六年前，旺达都一直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她已经掌握了计算机技能，并于暑假在附近的一所大学学习了一些计算机课程。之后，她辞去了数学教师的工作，去了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并且已经进入了管理层。旺达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喜欢自己看到的一切。她认为她的过去虽有起伏，但却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她对未来充满热情和激情。

就像莎拉和旺达一样，人们体验中年的方式存在着天壤之别。在这一章的开头，我们会看看成年中期的人格理论与发展，包括关于个体差异的观点。然后，我们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个体成年后的稳定性与变化性上，最后我们会探讨成年中期亲密关系的一些方面。

14.1 人格理论与发展

对成年中期进行概念化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它是一个阶段还是一个危机？成年中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生活事件的影响？中年人对压力的体验是否与年轻人和老年人截然不同？人格是否与个体经历中年生活的历史节点、文化和性别等背景息息相关？

14.1.1 成人阶段理论

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各种成人阶段理论，并形成了中年带来发展危机的观点。定义成年人发展阶段的两个著名理论是埃里克·埃里克森的毕生发展观（life-span view）和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Levinson）的“人的生活季节”（seasons of a man’s life）。

1.埃里克森的繁衍对停滞阶段

埃里克森提出，中年人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繁衍（generativity）对停滞（stagnation），这是埃里克森给他的毕生发展理论中的第七个阶段取的名字。繁衍感包括成年人希望把自己的遗产留给下一代的愿望，这是繁衍与停滞阶段的积极方面。通过这些遗产，成年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实现不朽（Moieni & others，2020）。相比之下，当个体感觉到他们对下一代做得很少或没有做什么时，就会出现停滞，人们有时也称其为“自我陶醉”，这是繁衍与停滞阶段的消极方面。

具有繁衍感的成年人会通过他们与下一代的联系，致力于实现整个社会的延续和改善。他们会发展出一种积极的自我遗产，然后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下一代（Frost & others，2018）。中年人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实现繁衍（Kotre，1984）。通过生物学的繁衍，成年人拥有子孙后代。通过养育的繁衍，成年人培养和指导孩子。通过工作的繁衍，成年人发展技能，并将其传给他人。而通过文化的繁衍，成年人创造、革新或保护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使文化最终存续下来（Lewis & Allen，2017）。

通过繁衍，成年人借由养育、教导、引导来促进和指导下一代，并做有利于社区的事情（Homan，Greenberg & Mailick，2020）。在一项关于年老化的研究中，一位参与者说：“从20岁到30岁，我学会了如何与我的妻子好好相处。从30岁到40岁，我学会了如何在工作中取得成功，而从40岁到50岁，我减少了对自己的担心，更多的是对孩子的担心。”（Vaillant，2002）

有研究支持埃里克森的理论，即繁衍是成年中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Stewart & Deaux，2019）。在一项研究中，卡罗尔·雷夫（Carol Ryff，1984）研究了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和男性的观点，发现中年人尤其关注繁衍。在一项针对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女性的纵向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随着参与者年龄从30多岁增加到50多岁，她们对繁衍的渴望也在增加（Stewart，Ostrove & Helson，2001）。另一项研究认为，繁衍与中年人在家庭生活和社区活动等方面的积极社会参与密不可分（Cox & others，2010）。另外，一项针对男性的研究表明，中年时期的繁衍成就与成年后期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Landes & others，2014）。另一项研究表明，加入代际公民参与计划的老年人增强了对繁衍的感知（Gruenewald et al.，2016）。此外，也有研究发现，成年中期较高的繁衍水平与成年后期拥有更高水平的智慧有关（Ardelt，Gerlach & Vaillant，2018）。而另一项对中年人的研究表明，有内在回报的工作与繁衍的感觉正相关（Chen & others，2019）。

在一项研究中，中年人和老年人被随机分配到一个为期6周的繁衍情境，包括撰写生活经历和与他人分享建议（Moieni & others，2020）。对心理健康有更积极期望的繁衍情境下的参与者，报告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更低的孤独水平。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可以用什么研究证据来支持埃里克森的繁衍概念在咨询中的应用呢？

2.莱文森的“人的生活季节”

在《人的生活季节》（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一书中，临床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记录了对40位中年男性的广泛访谈结果。他的访谈对象包括小时工、企业高管、生物学家和小说家。莱文森用著名人物的传记和文学作品中令人难忘的人物发展的信息支持了他的结论。尽管莱文森的主要兴趣集中在男性的中年变化上，但他描述了17~65岁这段时间的一些阶段和过渡，如图14.1所示。莱文森强调，个体在每个阶段都必须完成发展任务。


[image: ]

图14.1 莱文森的成年人发展时期

根据莱文森的观点，人的成年期有三个主要阶段，其前后都是过渡期。具体的任务和挑战与每个阶段相关。

他认为，一个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应该出现从依赖性到独立性的过渡。这一过渡的标志是梦想的形成，即年轻人构建出理想的生活形象，特别是在职业和婚姻方面。莱文森认为20多岁是成年人发展的一个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允许个体自由试验和在现实世界中测试梦想的时期。在成年早期，个体需要完成的两个主要任务是探索成年人生活的可能性和发展稳定的生活结构。

大约在28~33岁，男性会经历一个过渡期，在此期间，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确定自己的目标。在30多岁时，他们通常专注于家庭和职业发展。在这一时期的后期，他们进入了“成为自己的人”（Becoming One’ s Own Man）的阶段（莱文森称之为BOOM）。到了40岁，他们在事业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时期，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成为一个成年人而努力学习，现在他们必须期待自己作为一个中年人将过什么样的生活。

根据莱文森的说法，从40多岁过渡到中年大约需要5年时间，成年人需要处理自青少年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四种主要冲突：年轻与年老、破坏与建设、男性化与女性化，以及和他人的依恋与分离。莱文森采访的男性中，70%~80%的人认为中年过渡期动荡不安，他们在心理上痛苦不堪，因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质疑。根据莱文森的说法，中年转型的成功取决于个体能够有效地减少两极分化，并接受它们都是自我存在的组成部分。

由于莱文森采访了中年男性，我们可以认为成年中期的相关数据比成年早期的数据更有效。当个体被要求回忆他们生活早期的信息时，他可能会扭曲和忘记一些事情。尽管莱文森报告说，他提出的阶段、过渡期和中年危机同时适用于女性和男性，但他最初呈现的数据中并不包括女性的数据，他在研究中也没有进行统计分析。但是，莱文森研究的质量和数量已使其成为临床传统的杰出范例。

3.中年危机是否具有普遍性

莱文森认为成年中期是一场威胁生命连续性的危机。他认为每个中年人都会想方设法应对这种危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挣扎。乔治·维兰特（George Vailant）则有迥然不同的观点。维兰特的研究被称为“格兰特研究”（Grant Study），他的研究对象是30多岁和40多岁的男性，这些被试最初是作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接受采访的。维兰特的结论是，正如青少年期是发现父母的缺点和发现童年的真相的时期，40~50岁是重新评估和记录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的真相的十年。莱文森认为中年是一场危机，而维兰特坚持认为，只有少数成年人会经历中年危机。

如今，成年人发展问题领域的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年危机被夸大了（Lachman，Teshale &Agrigoroaei，2015）。此外，从成年早期到成年后期，幸福感和积极情绪也呈现增长的趋势（Carstensen，2015）。

14.1.2 生活事件法

年龄阶段是研究成年人人格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将成年人人格发展概念化的第二个主要方式是关注生活事件（Munro et al.，2019）。在早期的生活事件法中，生活事件被看作对个体的压力，会迫使个体改变自己（Holmes & Rahe，1967）。诸如丧偶、离婚、结婚等事件被认为涉及不同程度的压力，因此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发展。一项研究发现，压力性生活事件与中年女性的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Kershaw & others，2014）。而一项元分析发现，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关节炎和银屑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息息相关（Porcelli & others，2016）。

现在的生活事件法更加复杂（Suen & others，2020）。当代生活事件法（contemporary life-events approach）强调，生活事件如何影响个体发展，不仅取决于生活事件本身，还取决于中介变量（例如，身体健康和家庭支持）、个体对生活事件的适应（例如，威胁评估和应对策略）、生活阶段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见图14.2）。例如，如果个体健康状况不佳，缺乏家庭支持，生活事件可能会让个体更有压力。然而，无论背景或中介变量如何，总有一些个体将生活事件视为高度压力源，而另一些个体则将同一生活事件视为生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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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阐释成年期发展变化的当代生活事件法

根据当代生活事件法，生活事件的影响取决于生活事件本身、中介变量、生活阶段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个体对生活事件的威胁评估和应对策略。

尽管生活事件法是对理解成年人发展的一个颇有价值的补充，但它也并非完美无缺。它的一个重要的缺点是过于强调变化，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日常经历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压力的主要来源（Parker & others，2020）。忍受一份无聊但紧张的工作，维持一段心怀不满的婚姻，或生活在贫穷困顿之中，都不会出现在重大生活事件的量表中。然而，我们每天从这些生活事件中受到的冲击可能会导致我们变得高度紧张，并最终导致疾病的产生（Zawadzki & others，2019）。一项研究发现，压力性的日常争吵与焦虑的增加都和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密切相关（Falconier & others，2015）。另一项研究显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积极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并在压力变得更大之前处理好这些问题（Neubauer，Smyth & Sliwinski，2019）。

14.1.3 成年中期的压力和个人控制

玛姬·拉赫曼（Margie Lachman）和她的同事描述了个体进入成年中期后个人控制力的变化。在他们看来，成年中期是一个人的控制意识经常受到许多要求和责任的挑战的时期，也是身体和认知衰老的时期。相比之下，年轻人更有可能有一种无坚不摧的感觉，对自己的个人控制力有不切实际的看法，并对衰老过程缺乏认识。许多年轻人主要关注自我追求，不需要担心为他人承担太多责任。但到了成年中期，人们对自我追求的关注日渐减少，更多的是关注对他人的责任，包括比自己年轻或年长的家庭成员。根据拉赫曼及其同事的说法，成年中期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由于个体面临着在生活的不同领域的担当与责任，这可能会带来压力（Lachman，2015）。

一项让参与者在一周内每天写日记的研究发现，年轻人和中年人都比老年人报告了更多的压力（Almeida & Horn，2004）。在这项研究中，尽管年轻人比中年人更频繁地经历日常压力，但中年人却经历了更多的“超负荷”压力源，包括同时处理没完没了的事务。在另一项研究中，63岁至93岁的健康老年女性报告了她们在一周内的日常经历（Charles & others，2010）。在这项研究中，年龄越大的女性报告的压力源越少，负面情绪也越少。此外，在其他研究中，对日常压力源的更大情绪反应与十年后报告慢性疾病和焦虑/情绪障碍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Charles & others，2013；Piazza & others，2013）。

1.个人控制感的发展变化

中年人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他们可以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呢？研究人员发现，平均而言，个人控制感会在成年中期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Robinson & Lachman，2017）。个人控制感在某些方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每况愈下（Lachman，Neupert & Agrigoroaei，2011）。例如，中年人对他们的财务、工作和婚姻的控制感比年轻人更胜一筹，但他们对自己的性生活和孩子的控制感则不尽如人意（Lachman & Firth，2004）。而在成年中期的控制感是延缓中年人疾病发作、降低成年后期的发病率的最重要的可改变性因素之一（Robinson & Lachman，2017）。

2.压力与性别

女性和男性在体验和应对压力的方式上大相径庭（Taylor，2018;Taylor & Stanton，2021）。女性更容易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如涉及恋爱、家庭和工作的压力。例如，当浪漫关系和婚姻关系出现问题时，女性的压力水平更高。女性在遇到离婚或朋友去世等生活压力事件时也比男性更容易抑郁。一项研究发现，在应对压力时，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寻求心理治疗，与朋友谈论压力，阅读自助书籍，服用处方药物，或随心所欲地吃喝（Liddon，Kingerlee & Barry，2018）。这项研究还发现，在应对压力方面，男性更倾向于参加互助小组会议，发生性行为或观看色情作品，试图自己解决问题，以及对自己的问题矢口否认。

当男性面临压力时，他们可能会以“战斗或逃走”（fight-or-flight）的方式做出反应——变得有攻击性，远离社交，或者酗酒。相比之下，根据雪莱·泰勒（Shelley Taylor）的研究，当女性经历压力时，她们更有可能产生一种“照料和结盟反应”（tend-and-befriend response），寻求与他人的社会联结，尤其是朋友（Taylor，2018）。泰勒认为，当女性经历压力时，她们的身体会产生高水平的催产素，这种激素与动物的养育有关。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你可以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说明男性和女性在应对压力方面的巨大差别？

14.2 稳定性与变化性

关于稳定性与变化性的问题是毕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评估稳定性与变化的主要方法之一是通过纵向研究对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进行评估。

14.2.1 纵向研究

一些纵向研究评估了个体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人格的稳定性与变化性（Roberts & Nickel，2020；Senia & Donellan，2019）。在此，我们将考察三项纵向研究，以了解成年期人格发展的稳定性或变化性：科斯塔和麦克瑞的巴尔的摩研究（Baltimore Study）、伯克利纵向研究和维兰特的研究。

1.科斯塔和麦克瑞的巴尔的摩研究

保罗·科斯塔（Paul Costa）与罗伯特·麦克瑞（Robert McCrae）对成年期人格发展的主要研究仍在持续进行（Costa & McCrae，1998；McCrae，2021；McCrae & Costa，2006）。他们关注的是所谓的“大五”人格结构（Big Five factors of personality），即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情绪稳定性）。图14.3描述了这些因素（这些因素的英文名称组成的首字母缩略词是“OCEAN”）。一些研究指出，这些因素是人格的重要维度（McCrae，2021；Weiss & Deary，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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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大五”人格结构

每一个广义的特质都包含了更多狭义的特质。使用缩写词“OCEAN”可以更好地记住“大五”人格结构（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

科斯塔和麦克瑞使用他们开发的“大五”人格结构测试，研究了大约一千名年龄为20~96岁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和女性，对每个人进行了多年的评估。数据收集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目前仍在进行。科斯塔和麦克瑞总结说，五个人格结构在成年期存在毋庸置疑的稳定性。

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五个人格结构在成年期会有不容忽视的发展变化（Atherton，Donnellan & Robins，2021；Roberts & Nickel，2020）。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和宜人性在成年早期水平较低，在40~60岁达到顶峰，在成年后期下降，而尽责性则从成年早期到成年后期持续上升（Specht，Egloff & Schukle，2011）。大多数研究发现，人格的最大变化发生在成年早期（Atherton，Donnellan & Robins，2021；Roberts & Damian，2018）。

支持“大五”人格结构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表明，它们与一个人生活的主要方面息息相关，如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智力、成就和人际关系（Hakulinen & other，2021；Roberts & Nickel，2020）。以下研究支持这些联系。

（1）开放性

开放性高的个体更有可能在毕生发展中拥有高水平的认知能力、成就和智商（Briley，Domiteaux & Tucker-Drob，2014）；更有可能在艺术方面取得创造性的成就（Kaufman & others，2016）；对压力的负面情绪更少（Leger & others，2016）；更有可能拥有更好的健康和福祉（Strickhouser，Zell & Krizan，2017）；更有可能爱吃水果和蔬菜（Conner & others，2017）。此外，这些人在成年后期接近死亡时，往往会变得不那么开放（Sharp & others，2019）。

（2）尽责性

尽责性强的人更有可能活得更久（Graham & others，2017）；更有可能体验最佳的年老化过程，包括积极情感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Melendez & others，2019）；非裔和非拉丁裔白人老年人患痴呆症的风险更低（Kaup，Harmell & Yaffe，2019）；有更好的身体和更少的压力。此外，他们对婚姻的满意度也更高（Sayehmiri & others，2020）。另外，他们不太可能对酒精成瘾（Raketic & others，2017）；不太可能变得肥胖（Cheng & others，2020）；不太可能在衰老过程中经历认知衰退（Luchetti & others，2016）；不太可能网络成瘾（Zhou & others，2017；Kircaburun & Griffiths，2018）。他们更有可能成功地完成目标（McCabe & Fleeson，2016）；更有可能在医学院里有良好的学术表现（Sobowale & others，2018）；作为护理人员，工作倦怠率更低（Perez-Fuentes & others，2019）。

（3）外向性

外向性高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在关系中得到满足（Toy，Nai & Lee，2016）；对压力源表现出更少的负面情绪（Leger & others，2016）；感知到更高的幸福感（Ortet & others，2020）。

（4）宜人性

宜人性高的人往往寿命更长（Graham & others，2017）；更加慷慨和无私（capprara & others，2010）；拥有更令人满意的浪漫关系（Donnellan，Larsen-Rife & Conger，2005）；对压力有更积极的感觉（Leger & others，2016）；不太可能参与体育活动（Hearon & Harrison，2020）；有较低的患痴呆症的风险（Terracciano & others，2017）。

（5）神经质

神经质高的人的死亡年龄更有可能低于平均死亡年龄（Graham & others，2017）；健康状况更差，并有更多健康方面的抱怨（Strickhouser，Zell & Krizan，2017）；更有可能成为药物依赖者（Valero & others，2014）；更有可能患冠心病（Lee & others，2014）；对婚姻满意度更低（Sayehmiri & others，2020）；40年后幸福感更低（Gale & others，2013）；作为护理专业人员，工作倦怠率更高（Perez-Fuentes & others，2019）。一项研究发现，以高神经质为特征的人通常很少自拍及编辑自拍照片，而那些具有高外向性和高宜人性的人则会更多地发布和编辑自拍照片（Chaudhari & others，2019）。

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乐观主义与更好的适应性、健康的改善和寿命的增加有关（Ait Hadad & others，2020；Felt & oth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悲观的大学生会产生更多的焦虑情绪和压力症状（Lau & others，2017）。一项涉及50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显示，保持乐观和有一个乐观的配偶都与更好的健康状况和身体功能相关（Kim，Chopik & Smith，2014）。此外，另一项对已婚夫妇的研究发现，当配偶双方的乐观程度在四年内下降时，会出现最糟糕的健康结果（Chopik，Kim & Smith，2018）。另一项研究显示，在经历急性冠心病事件后，较高的乐观水平与从事更多的体育活动和较少因心脏病再入院有关（Huffman & others，2016）。另外，一项研究显示，乐观的孤独个体比悲观的孤独个体自杀风险更低（Chang & others，2018）。还有一项研究显示，对于那些在不利环境下长大的个体，成年后的乐观情绪与不吸烟、健康饮食和合理的体重指数有关（Non &others，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你将如何利用“大五”人格结构的知识来说明两个人可能并不适合做恋人呢？

2.伯克利纵向研究

在伯克利纵向研究中，研究者最初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对500多名儿童及其父母进行了研究。《中年生活中的现在和过去》（Present and Past in Middle Life）（Eichorn & others，1981）一书对步入中年的个体的情况进行了描述。从青春期早期到成年中期的研究结果并不能支持人格特征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只是有些特征比其他特征更稳定。较稳定的特征是个体以智力为导向、自信和乐于接受新体验的程度。变化较大的特征包括个人是友善还是敌对的程度，以及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强弱。

3.维兰特的研究

维兰特的研究探索了一个与目前为止所描述的研究有所不同的问题：成年中期的人格是否能预测一个人在成年期的生活状况？维兰特对成年人的发展和年老化进行了三项纵向研究：（a）对大约在1920年出生的268名社会地位较高的哈佛大学毕业生进行抽样调查（称为“格兰特研究”）；（b）对大约在1930年出生的456名社会地位较低的市中心贫民区的男子进行抽样调查；（c）对大约在1910年出生的90名社会地位中等、智力较高的女性进行抽样调查。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开始，维兰特对这些人进行了多次评估（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两年评估一次），并在今天继续对那些仍然活着的人进行评估。主要的评估方法包括对参与者及其父母和老师进行广泛的访谈。

维兰特将75~80岁的人分为“快乐–健康”组、“悲伤–疾病”组和“死亡”组。他使用从这些人50岁时收集的数据来预测他们在75~80岁时可能会进入哪个组。50岁时是否酗酒和吸烟是预测他们是否会在75~80岁时死亡的最佳因素。影响参与者能否进入“快乐–健康”组的其他因素包括是否经常锻炼身体、避免超重、受过良好教育、有稳定的婚姻、面向未来、感恩和宽容、同情他人、积极与他人交往，以及是否有良好的应对能力。

50岁时的财富和收入对参与者能否进入“快乐–健康”组没有影响。相比亲密关系，成年中期的繁衍感（在本研究中定义为“照顾下一代”）与个体在75~80岁时是否拥有持久幸福的婚姻关系有更密切的联系（Vaillant，2002）。

维兰特的一项研究——哈佛大学男性格兰特研究（the Grant Study of Harvard Men）的结果表明，如果一个人在50岁时不重度吸烟、不酗酒、婚姻稳定、经常锻炼、保持正常体重、有良好的应对能力，那么他就有可能在75~80岁时活得更快乐。

14.2.2 结论

关于成年期人格发展的稳定性与变化性，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阿夫夏洛姆·凯斯比和布伦特·罗伯茨的结论是，现有证据并不支持人格特质在成年后的某个年龄段完全不变的观点（Avshalom Caspi & Brent Roberts，2001）。然而，他们也认为，变化通常是有限的，在某些情况下，人格的变化微乎其微。他们还说，年龄与人格的稳定性正相关，而且人格的稳定性会在五六十岁时达到顶峰。也就是说，与年轻时相比，人们到了成年中期会表现出更高的人格稳定性（Atherton，Donnellan &Robins，2021；Roberts & Nickel，2020）。这些发现支持所谓的“累积性人格模型”（cumulative personality model），即随着时间和年龄的增长，人们更善于以促进人格稳定的方式与环境互动。

这并不意味着人格在整个成年中期都不会变化。大量证据表明，社会环境、新的经验和社会历史的变化可以影响人格的发展（Senia & Donnellan，2019）。然而，凯斯比和罗伯茨认为，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稳定性会逐渐超过变化性。一项研究发现，由于心理治疗干预而改变最大的人格特质是神经质，其次是外向性（Roberts & others，2017）。在这一项研究中，焦虑症患者的人格特质变化最明显，而物质使用障碍患者的人格特质变化最不明显。

一般来说，成年期人格特质的变化也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变得更加自信、温暖、负责和冷静”（Roberts & Mroczek，2008）。这些积极的变化说明了个体在社会上变得更加成熟。

总之，近期的研究与过去的观点（人格的稳定性在30岁左右开始形成）相悖（Atherton，Donnellan & Robins，2021；Roberts & Nickel，2020）。虽然大多数人的人格特质都有一些相同的发展变化，但在个体层面上，人们可以表现出独一无二的人格特质模式，这些模式往往反映了与他们在特定发展时期面对的发展主题息息相关的生活经历（Roberts & Mroczek，2008）。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婚姻稳定、事业稳定的人在成年早期会变得社会主导地位更高、更有责任心、情绪更稳定（Roberts & Wood，2006）。而且，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他们的人格特质的变化性比其他个体更高（Roberts & Nickel，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说明人格特质在成年中期会继续变化呢？

14.3 亲密关系

美国中年人有一个共识，即幸福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特别是与父母、配偶和后代的积极关系（Lachman，Teshale & Agrigoroaei，2015）。在探讨成年中期的关系之前，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成年中期的爱情、婚姻和离婚。

14.3.1 成年中期的爱情、婚姻和离婚

1.爱情

爱情的两种主要形式是浪漫式的爱情和亲情式的爱情。浪漫式的爱情之火在成年早期会熊熊燃烧。而在成年中期，亲情式或伴侣式的爱情则会与日俱增。也就是说，在新的关系中，特别是在成年早期开始的关系中，身体的吸引力、浪漫和激情更为重要。随着关系的成熟，尤其是在成年中期，安全、忠诚和情趣相投变得更加重要（Crowley，2019）。

2.婚姻

中年伴侣如果会参与共同的活动，则他们更有可能对婚姻持积极态度。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中年已婚人士与同年龄段的单身人士相比，出现与工作有关的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低（Lo，Cheng & Simpson，2016）。另一项针对中年人的研究显示，积极的婚姻质量与配偶双方更好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Choi，Yorgason & Johnson，2016）。在一项为期13年的纵向研究中，研究人员定期观察年龄为40~50岁、结婚至少15年的已婚夫妇，让他们就婚姻中存在分歧的领域进行15分钟的未经排练的对话（Verstaen & others，2020）。对于丈夫和妻子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消极的情绪行为（主要是好斗、防御、恐惧、紧张和抱怨）减少了，积极的情绪行为（主要是幽默、热情和肯定）增加了。

3.离婚

美国中年人在离婚方面有什么趋势或特点呢？一项分析比较了1990—2015年不同年龄组的离婚率（见表14.1），发现年轻人的离婚率下降，但中年人的离婚率却有增无减（Stepler，2017）。

表14.1 1990—2015年不同年龄组离婚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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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及以上者离婚率的增加使得研究人员在提到这个年龄段的婚姻破裂时使用了“灰色离婚”一词（Crowley，2019；Tosi & van den Broek，2020）。成年中期离婚率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呢？一种解释是女性观念的改变，大约60%的离婚是妻子在40岁以后提出的。与过去几十年相比，离婚对女性的污名化减少了，女性更有可能从一段不幸福的婚姻中抽身而出。此外，与前几十年相比，更多的女性开始就业，因此妻子对丈夫收入的依赖程度降低。另一种解释与再婚的增加有关，再婚离婚率是初婚离婚率的2.5倍。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于2004年对1148名40~79岁且在40岁、50岁或60岁时至少离过一次婚的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因为孩子而维持婚姻是许多人花了很长时间才离婚的主要原因。66%的离婚女性表示自己是主动提出离婚的，而离婚男性中主动提出离婚的只有41%。与离婚男性（11%）相比，离婚女性（44%）更害怕出现经济问题。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可以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说明产生“灰色离婚”的原因呢？

中老年人离婚的主要原因如表14.2所示。

表14.2 中老年人离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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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关于“灰色离婚”产生原因的研究中，与年轻人离婚相关的传统因素也反映在50岁及以上成年人的离婚中（Lin & others，2018）。如果年龄较大的夫妇结婚时间较短、婚姻质量较差（例如，婚姻满意度较低）、没有自己的房子，并且存在经济问题，那么他们更有可能离婚。空巢期的到来、退休，以及妻子或丈夫是否有慢性疾病与这些中老年人是否离婚无关。此外，与年轻人的状况相同，离婚的中年人比已婚的中年人有更多的身心健康问题。韩国的一项对中年人的研究显示，离婚的人比已婚的人更有可能吸烟、酗酒、睡眠不足和抑郁（Kim，Lee & Park，2018）。此外，瑞士的一项针对中年人的研究显示，单身离婚者比已婚和再婚的人更孤独，更缺乏适应性（Knopfli &others，2016）。在这项研究中，单身离婚者的自我健康评价最低。

中年人离婚后再婚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在一项研究中，大约22%的女性和37%的男性在“灰色离婚”后的10年内重新找到了伴侣（Brown & others，2019）。此外，在这项研究中，“再婚”更多体现为同居而不是再次结婚，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说。

14.3.2 空巢与重塑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的成年是一件大事，这是因为孩子长大离家后，父母需要做出新的调整和适应。大学生通常认为他们的父母会因为他们不在家而痛苦。事实上，以孩子为生活重心的父母可能会经历“空巢综合征”（empty nest syndrome），其中包括孩子离开家后婚姻满意度下降；但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在孩子离开家后，婚姻满意度并没有下降。恰恰相反，对大多数父母来说，在养育孩子结束后的几年里，婚姻满意度有增无减（Fingerman & Baker，2006）。孩子离开家后，夫妻双方有更多的时间发展事业和其他兴趣，也有更多的时间留给彼此。一项研究表明，空巢会提高婚姻满意度，这种改善与伴侣共度的时间质量的提高密不可分，但与伴侣共度的时间数量则关系不大（Gorchoff，John & Helson，2008）。

在当今不确定的经济气候下，随着成年子女大学毕业后或在从事全职工作后为节省开支而返回家庭，重塑空巢正在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Merrill，2009）。年轻人也可能在事业不成功或离婚后搬回父母家住。而有些人直到20多岁才离开家，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无法自给自足。这些回到父母家生活的年轻人被贴了许多标签，包括“回巢族”和“B2B”（Back-to-Bedroom）（Furman，2005）。

中年人一直在为年轻人提供支持，即使是在空巢之后。中年人会通过为教育提供贷款和资金，以及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帮助年轻人。成年子女感激父母在自己对事业、工作和生活方式感到相当大的压力时提供的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父母也很高兴他们能提供这样的支持。

然而，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有利也有弊。成年子女向他们的父母最常提出的抱怨之一是失去了隐私。他们抱怨父母限制了他们的独立性，妨碍了他们的性生活，减少了他们听摇滚音乐的机会，并仍把他们当作孩子而不是成年人。父母经常抱怨他们安安静静的家变得嘈杂，他们因子女半夜不回家而熬夜、担心，因为日程冲突而难以协调吃饭时间，他们作为已婚夫妇的关系受到侵犯，他们不得不为成年子女承担太多的责任。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你会提醒父母注意哪些常见的问题呢？你会建议他们在成年子女返回家庭生活之前做出哪些决定呢？

当成年子女要求回家居住时，父母和他们的成年子女应该事先就条件和期望达成一致。例如，他们可以讨论子女是否会支付房租、自己洗衣、自己做饭、做一部分家务、支付电话费、随意进出、在家里进行性活动或饮酒等。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在一开始就协商好，双方往往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为双方的期望很可能都得不到满足。

有些父母在应该放手的时候却没有放手（Wieland & Kucirka，2020）。他们进行“永久性养育”（permaparenting），这不仅会阻碍他们的成年子女走向独立和承担责任，也会妨碍他们自己的生活。“直升机父母”这个标签用来描述那些为了努力确保孩子在大学和成年生活中取得成功而过度参与孩子生活的父母（Nelson，padilla-Walker & McLean，2020；Weitkamp & Seiffge-Krenke，2019）。尽管意图是好的，但父母的这种干涉会阻碍孩子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Turner，Faulk & Garner，2020）。一项研究显示，父母的高度控制和“直升机式养育”不利于成年早期的年轻人职业认同的发展和向成年中期过渡所需的感知能力的发展（Lindell，Campion-Barr & Killoren，2017）。另一项研究显示，“直升机式养育”与大学生的负面情绪功能、较差的决策能力、较低的成绩和较差的适应性有关（Luebbe & others，2018）。

有一个新的术语可以描述当今的一些父母，那就是“割草机父母”，这种父母竭尽全力不让孩子经历逆境、压力或失败。通过为孩子“除掉”障碍和潜在的负面经历，这些父母不允许孩子自己学习如何应对这些经历。因此，当孩子离开家去上大学或进入职业生涯时，他们就不得不自己面对许多挑战。由于父母并未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空间来做决定和学习如何应对压力和挑战，他们想要很好地处理它们就难上加难。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解释“直升机式养育”和“割草机式养育”的可能结果呢？

14.3.3 兄弟姐妹关系和友谊

对于大多数美国成年人来说，兄弟姐妹关系贯穿一生（Whiteman，McHale & Soli，2011）。今天，85%的成年人至少有一个在世的兄弟姐妹。成年后的兄弟姐妹关系可能是亲密无间、疏远冷漠或高度竞争的（Bedford，2009），大多数是亲密的（Cicirelli，2009）。那些在成年后心理上亲近的兄弟姐妹，往往在童年时也是如此。很少有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在成年后突然形成的（Dunn，1984）。一项研究显示，成年的兄弟姐妹经常为对方提供实际的和情感的支持（Voorpostel &Blieszner，2008）。另一项研究显示，童年时与兄弟姐妹关系不好的男性比童年时与兄弟姐妹关系比较好的男性到50岁时更容易患抑郁症（Waldinger，Vaillant & Orav，2007）。

友谊在成年中期仍然很重要，就像成年早期一样。发展亲密的友谊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成年后就一直维持的友谊往往比在成年中期才开始发展的友谊更深刻。

14.3.4 祖父母养育

寿命的增加正在影响着祖父母的本质（Smith & Wild，2019）。1900年，只有4%的10岁儿童有四个同时在世的祖父母，但到2000年，这个数字超过了40%。

美国的祖父母与其他国家的祖父母相比如何？一项跨文化比较研究显示，美国祖父母比中国祖父母具有更高的父母效能、更高的角色满意度、更好的幸福感和更多的依恋，而中国祖父母更具有适应能力，有更权威的养育方式（Wang & others，2020）。

1.祖父母的角色

祖父母在许多孙辈的生活中扮演着毋庸置疑的重要角色（Condon，Luszcz & McKee，2020）。当离婚、死亡、疾病、遗弃或贫困等家庭危机发生时，祖父母在孙辈的生活中更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Dolbin-MacNab & Yancura，2018）。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祖父母照顾孙辈能够促进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一些估计表明，全世界有超过1.6亿的祖父母在抚养孙辈（Leinaweaver，2014）。

许多成年人在中年时第一次成为祖父母。研究人员发现，祖母与孙辈的接触比祖父多（Watson，Randolph & Lyons，2005）。女性可能倾向于将她们作为祖母的角色定义为维持家庭成员之间跨代联系的人。男性可能对他们作为祖父的角色期望较少。

2.不断变化的祖父母形象

2014年，10%（740万名）的美国儿童与至少一位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比1981年的470万名儿童相比大幅增加（U.S. Census Bureau，2015）。父母离婚或未尽到抚养的责任是祖父母被推回到他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的“养育”角色的主要原因。一项研究显示，与双亲家庭相比，单亲和重组家庭中的祖父母参与养育孙辈的程度和他们是否拥有更好的适应能力有关（Attar-Schwartz &others，2009）。另外，在许多国家，祖父母帮助照顾孙辈往往会促进他们的女儿进入劳动力市场。

全职照顾孙辈的祖父母在健康问题、抑郁症和压力方面的风险会升高（Hayslip，Fruhauf &Dolbin-MacNab，2019）。一项研究认为，抚养孙辈的祖父母特别容易患抑郁症（Hadfield，2014）。照顾孙辈与这些问题有关的部分原因是，需要祖父母全职照顾孙辈的父母通常是低收入或单身的（Minkler & Fuller-Thompson，2005）。然而，一项研究发现，孩子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特别有利于低收入和单身的父母，因为这减少了儿童保育费用的支出，他们能够在孩子的教育和活动上投入更多的钱（Amorim，2019）。

随着离婚和再婚变得越来越常见，祖父母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对孙辈的探视权。在过去的10~15年，美国越来越多的州通过了相关法律，赋予祖父母向法院申请探视孙辈的权利，即使父母中的一方反对他们探视孙辈。对祖父母的这种强制探视权是否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目前人们仍然争论不休。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可以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证据来证明越来越多的祖父母在抚养他们的孙辈呢？

14.3.5 代际关系

家庭对大多数人来说至关重要（Steinbach & others，2020）。当21个国家的21000名40~79岁的成年人被问及“当你想到你是谁时，你主要想到什么”时，63%的人说“家庭”，9%的人说“宗教”，8%的人说“工作”（HSBC Insurance，2007）。在这项研究中，在所有21个国家中，中老年人在家庭中表现出强烈的代际责任感，沙特阿拉伯、印度和土耳其的被采访者的代际关系最强。超过80%的中老年人表示，成年人有责任照顾他们的父母（和配偶的父母）的晚年生活。

中年人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生活中都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Wang & others，2020）。他们向年轻一代分享经验并传递价值观。他们把孩子养育成人，经历空巢期，适应长大后的孩子回家，或成为祖父母。他们还可能给予或接受经济援助，照顾丧偶或生病的父母，或在父母双亡后适应自己成为最年长的一代。一项研究表明，当中年人与他们的父母和成年子女保持和谐的关系时，他们是最幸福的（Kim & others，2020）。

中年人被描述为“三明治”，或是“被挤压”或“超负荷”的一代，因为他们一方面要对年幼的孩子负责，另一方面要对年迈的父母负责（Etaugh & Bridges，2010）。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美国，同时照顾成年子女和年迈父母的“三明治”，比“支点”（交替关注成年子女和年迈父母的需求的中年人）更少见。

到了中年，超过40%的成年子女（大部分是女儿）会照顾年迈的父母或配偶的父母（National Alliance for Caregiving，2009）。然而，两项研究显示，中年父母更有可能向他们的成年子女提供支持，而不是向他们的父母提供支持（Fingerman & others，2011，2012）。当中年人的父母有残疾时，他们对父母的支持会有所增加（Fingerman & others，2011）。这种支持可能包括找到养老院并监测其服务质量、采购医疗服务、安排公共服务援助，以及处理财务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会提供直接的帮助，包括吃饭、洗澡和穿衣等方面的帮助。即使是身体机能受损不太严重的老年人也可能在购物、家务、交通、家庭维护和支付账单方面需要帮助。

一些研究人员发现，日渐衰老的父母和他们的子女之间的关系通常以矛盾为特征（Fingerman，Zarit & Birditt，2019）。人们的看法包括爱、互惠的帮助和共同的价值观等积极方面，以及孤立、家庭冲突和问题、虐待、忽视和照料者压力等消极方面。一项研究发现，中年人能够积极支持家庭，对即将成年的孩子承担责任，但对照顾年迈的父母则比较矛盾，他们认为这既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负担（Igarashi & others，2013）。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将如何解释“三明治”和“支点”之间的区别呢？

随着每一代新家庭成员的到来，人们的人格特质、态度和价值观都会被复制或改变（Fingerman，Zarit & Birditt，2019）。随着老年家庭成员的离世，他们在生物、智力、情感和个人方面的遗产将在下一代中得到继承。他们的子女成为最年长的一代，他们的孙辈成为第二代。随着成年子女步入中年，他们往往会对父母产生更积极的看法（Field，1999）。代际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例如，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相似性在信仰方面最为明显，而在性别角色、生活方式和工作取向方面的相似性则很低。

性别差异也是代际关系的特点（Pei，Cong & Wu，2020）。女性在维持跨代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女性的跨代关系通常比其他家庭关系更密切（Merrill，2009）。一项研究显示，母亲和她们的成年女儿的关系比母亲和儿子、父亲和女儿、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更密切（Rossi，1989）。同样，在这项研究中，已婚男子与他们妻子的亲属的关系比与他们自己的亲属的关系更密切。比起父亲的亲属，外祖母和姨妈更容易被认为是家庭中最重要或最受爱戴的亲属。另一项研究显示，母亲的代际关系比父亲的代际关系更有影响力（Monserud，2008）。



内容总结






人格理论与发展




● 埃里克森说，人类生命的第七个阶段，即繁衍对停滞，发生在成年中期。莱文森认为大多数人都会面临中年危机。然而，研究表明，中年危机并非普遍现象。

● 在当代生活事件法中，生活事件如何影响个人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生活事件本身，而且还取决于中介变量、个体对生活事件的适应、生活阶段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

● 年轻人和中年人可能比老年人经历更多的压力，而且随着成年人年龄的增长，他们报告说对生活的某些领域的控制较少，对其他领域的控制较多。



稳定性与变化性




● 在科斯塔与麦克瑞的巴尔的摩研究中，“大五”人格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一定的稳定性。维兰特的研究显示，人在50岁时的一些特征与其在75~80岁时的健康和幸福感之间存在联系。

● 一些研究者认为人格的稳定性在五六十岁时达到顶峰，另一些研究者说人格的稳定性在30岁左右开始形成，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有限的人格变化在成年中期继续存在。



亲密关系




● 对许多夫妻来说，在成年中期，亲情式的爱情会增加。

● 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空巢并没有像过去认为的那样降低婚姻满意度，反而提高了婚姻满意度。

●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会贯穿一生，友谊在成年中期仍然很重要。

● 根据家庭的文化背景和情况，祖父母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 中年一代在联系几代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第15章 成年后期的身体和认知发展




本章纲要



长寿、生理年老化和身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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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治疗






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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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神经科学与年老化






工作和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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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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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金森病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学习成功老龄化

2010年，90岁的海伦·斯莫尔（Helen Small）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取得了硕士学位。她的硕士学位研究项目的主题是成年后期的恋爱关系。斯莫尔说，她只采访过一个比她年长的人——一个92岁的老人。

我（作者，约翰·桑特洛克）第一次见到斯莫尔是在2006年，当时她参加了我的本科课程“毕生发展”。第一次测验后，斯莫尔就不再出现了，我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她在匆忙赶来上课的路上绊倒了，摔伤了肩膀。后面一个学期，她再次上了我的课。尽管前几个月由于肩伤未愈她不得不用左手记笔记（她是右利手），但她还是学得很好。

斯莫尔在大萧条时期长大，1938年第一次上大学是在阿克伦大学，只上了一年。后来她结婚了，婚姻持续了62年。丈夫去世后，海伦在2002年重返大学，先是在布鲁克海文社区学院学习，然后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学习。当我采访她时，她告诉我，她曾答应过母亲要完成大学学业。她对大学生最重要的建议是：“读完大学，坚持不懈。当你做出承诺后，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

斯莫尔不仅头脑清醒，而且身体健康。她每周锻炼三次，每次约一小时——在跑步机上有氧锻炼约30分钟，然后在六台不同的举重机上锻炼。

斯莫尔参加我的本科课程“毕生发展”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对学习机会的感激之情，以及她对学习和在课程中取得好成绩的充沛热情。斯莫尔在这门课程的年轻学生中很受欢迎，她是他们的绝佳榜样。

毕业后，我问她未来几年打算做什么，她回答说：“我必须弄清楚我的余生要做什么。”几年来，当我每次在“毕生发展”课程中讨论认知年老化时，斯莫尔都会来参加。她让全班同学惊叹不已，并且激励了所有与她接触的人。

斯莫尔做了哪些事情来保持头脑清醒呢？她曾担任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丹尼斯·帕克（Denise Park）博士“充满生机的长寿中心”的公共大使，定期担任达拉斯新佩罗科学博物馆的志愿向导，并为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图书馆整理档案资料。此外，在2015年，她开始向移民双语成年人教授英语。斯莫尔还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为什么不呢？我追求大学学位的七十年计划》（Why Not? My Seventy Years Plan for a College Degree）（Small，2011）。这是一个无比美妙、充满激励的邀请，无论你年龄多大，你都能充实地生活，发挥你的潜力。在经历了令人惊叹、极为充实的一生之后，斯莫尔于2017年去世，享年97岁。

斯莫尔在成年后期保持身体和认知健康的故事引出了一些关于毕生发展的真正有趣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章中探讨这些问题。它们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变老？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延缓年老化的过程呢？你活到100岁的机会有多大？人到了老年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如何？工作和退休在老年人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15.1 长寿、生理年老化和身体发展

我们对长寿真正了解多少呢？目前关于人变老的生物学理论是什么？在我们变老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大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的性取向会改变吗？

15.1.1 长寿

美国不再是一个年轻的社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活到65岁以上，不同年龄段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接近。事实上，“成年后期”的概念，即从六七十岁开始一直持续到死亡，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20世纪之前，大多数人在65岁之前就已撒手人寰了。

1.毕生和预期寿命

从有历史记载开始，毕生，即一个人可以活的最大年数，一直稳定在大约120~125岁。但自从1900年以来，医学、营养、锻炼和生活方式的改进使得我们的预期寿命平均延长了31岁。

回想一下，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是特定年份出生的正常人可能活的岁数。2017年出生的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8.6岁（Xu & others，2020）。如今，65岁的美国人平均可以多活19.5年（女性20.7年，男性18.1年）。

2.预期寿命的差异

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预期寿命如何？据预估，2017年，摩纳哥的预期寿命最高（89.4岁），其次是日本（85.3岁）和新加坡（85.2岁）（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2018）。在224个国家中，美国以78.6岁的预期寿命排在第43位。2018年预期寿命最低的国家是南非（50.6岁）、乍得（51岁）和纳米比亚（51岁）。各国预期寿命的差异是由毕生的健康状况和医疗保健等因素造成的。

一项分析预测了30多个发达国家在2030年的预期寿命（Kontis & others，2017）。据预测，到2030年，美国女性的预期寿命将增加到83.3岁，美国男性的预期寿命将增加到79.5岁。然而，尽管预期寿命会增加，但在该研究中，美国的预期寿命增长率却是所有国家中最低的。预计到2030年，韩国将成为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韩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90.8岁，韩国也将成为第一个预期寿命突破90岁大关的国家。那么，这是为什么呢？美国是世界上高收入国家中儿童与孕产妇死亡率、凶杀率和体重指数最高的国家。而韩国则出现了慢性病发病延迟和儿童营养状况改善的情况。韩国的肥胖率也很低，韩国人的平均血压与大多数国家的人相比也更低。

2018年，女性的总体预期寿命为81.2岁，男性为76.2岁（Xu & others，2020）。寿命的性别差距从1979年的7.8岁缩小到2018年的5岁。从35岁左右开始，女性的人数超过男性；这种差距在成年后的剩余时间里有增无减。到75岁时，超过61%的成年人是女性；在8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超过70%是女性。

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长寿呢？健康态度、日常习惯、生活方式和职业类型等社会因素可能至关重要（Saint-Onge，2009）。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死于大多数主要死因，包括呼吸系统癌症、机动车事故、肝硬化、肺气肿和冠心病（Alfredsson & others，2018）。这些死因与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例如，肺癌和肺气肿导致死亡的性别差异，源于男性比女性吸烟更严重。然而，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死于某些其他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病和某些心血管疾病，如与高血压相关的疾病（Ostan & others，2016）。

寿命的性别差异也受到生物学因素的影响（Sampathkumar & others，2020）。在几乎所有物种中，雌性的寿命都比雄性更胜一筹。女性对感染和退行性疾病具有更强的抵抗力（Pan & Chang，2012）。例如，女性体内产生的雌激素有助于保护其免受动脉硬化的影响（Valera & others，2015）。与男性相比，女性多携带的X染色体可能与产生更多抵抗疾病的抗体有关。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在成年后期仍然存在，但不如成年早期那么显而易见，并且与男性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高于女性尤为相关（Alfredsson & others，201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会向患者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说明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长寿呢？

美国不同种族以及不同性别的预期寿命也不尽相同。例如，2017年非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75.3岁）比拉丁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81.8岁）短6.5年，比非拉丁裔白人（78.6岁）短3.2年（Murphy &others，2018）。拉丁裔女性的预期寿命为84.3岁，非拉丁裔白人女性为81.2岁，非裔美国女性为78.5岁，非拉丁裔白人男性为76.4岁，非裔美国男性为71.9岁。

尽管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但拉丁裔比非拉丁裔白人多活3.3年这一事实被称为“拉丁裔健康悖论”（Atiemo & others，2019）。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学者提出的原因包括移民模式、大家庭关系和吸烟率。在移民模式方面，来到美国的拉丁裔移民往往比美国人更健康，而那些回到自己国家的人往往年龄更大，健康状况更差。在大家庭关系方面，拉丁裔会为其亲属提供更多支持和互动，并且比非拉丁裔白人更少感到孤独（Brill，2019）。在吸烟率方面，拉丁裔的吸烟率比非拉丁裔白人更低。在一项支持拉丁裔健康悖论的研究中，年长的拉丁裔成年人报告他们比非拉丁裔白人更健康（Olsen，Basu Roy & Tseng，2019）。

3.百岁老人

在1980年，美国只有15000名百岁老人，但到2000年，这一数字已增至50000人，到2016年增至82000人（Statista，2020）。到2060年，美国百岁老人的数量预计将达到589000人。在2020年世界最长寿者名单中，前50名最长寿者中没有男性。截至2020年6月，世界上最长寿的人是日本的117岁的田中力子（Kane Tanaka）。美国最长寿的人是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114岁的赫丝特·福特（Hester Ford）。

很多人都认为“年纪越大，病得越重”。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对于一些百岁老人来说情况却出人意料（Willcox，Scapagnini & Willcox，2014）。一项对93位百岁老人的研究表明，尽管他们的身体有一些局限性，但他们患老年病的概率微乎其微，而且大多数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Selim &others，2005）。一项针对100~119岁的百岁老人的研究发现，年龄越大（与100~104岁的老人相比，110~119岁的老人被称为“超级百岁老人”），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的发病时间以及身体机能衰退的时间越晚（Andersen & others，2012）。刚刚描述的研究是托马斯·佩尔斯（Thomas Perls）和他的同事进行的新英格兰百岁老人研究（New England Centenarian Study, NECS）的一部分。佩尔斯提出一个术语来描述这种将高死亡率慢性疾病发病时间延缓到比一般人群的通常情况晚得多的过程：疾病压缩（compression of morbidity；Sebastiani & Perls，2012）。

与活到100岁相关的因素包括长寿基因和有效应对压力的能力（Blankenburg，Pramstaller &Domingues，2018；Tan & others，2020）。NECS 的研究人员还发现活到100岁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这些遗传因素包括许多基因链，每个基因的效应虽然适中，但它们总体上能产生极其强大的影响（Sebastiani & others，2013）。NECS中百岁老人的其他特征包括：很少肥胖，很少有吸烟的习惯，只有一小部分人（不到15%）的思维能力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反驳了大多数百岁老人可能会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观点）。在一项针对美国和日本百岁老人的研究中，两国老人的较高幸福感与健康状况有关，例如更好的认知能力、更少的听力问题以及更积极的日常活动（Nakagawa & others，2018）。

15.1.2 关于年老化的生物学理论

即使我们一直非常健康，我们也会在某个时候开始变老。以下几种生物学理论对我们变老的原因提供了有趣的解释。

1.进化理论

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认为，自然选择并未消除老年人的许多有害条件和非适应性特征（Farrell，Snir & Pellegrini，2020）。为什么呢？因为自然选择与生殖健康息息相关，而生殖健康只存在于成年早期（Buss，2019）。例如，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脑部疾病，直到中年后期或成年后期才会出现。根据进化理论，如果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在发展的早期，那么它可能在许多世纪前就已被消灭。然而，进化理论也受到了批评（Cohen，2015）。一种批评是，自然选择导致人类特征和行为发展的“大局”观点很难被反驳或检验，因为进化发生的时间尺度不适合进行实证研究。另一种批评是进化理论不能解释文化的影响（Sueur & others，2019）。

2.遗传或细胞过程相关理论

一种观点认为，细胞维护需求和进化限制可以很好地解释年老化（Entringer & Epel，2020）。近几十年来，对与年老化有关的遗传和细胞过程的研究突飞猛进（Benetos & others，2019）。其中五项进展涉及端粒、自由基、线粒体、长寿蛋白和mTOR通路。

细胞时钟理论（cellular clock theory）是列奥那多·海弗利克（Leonard Hayflick，1977）提出的理论，即细胞最多可以分裂75~80次，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细胞的分裂能力会每况愈下。海弗利克发现，从50~70岁的成年人身上提取的细胞的分裂次数少于75次。根据细胞分裂的方式，海弗利克将人类潜在寿命的上限定为120~125岁。

在过去十年中，科学家试图填补细胞时钟理论的空白（Toubiana & Selig，2020）。海弗利克不知道为什么细胞会死亡。答案可能就在染色体的顶端（Fani & others，2020；Shay & Wright，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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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端粒和年老化

图片显示了发光的染色体顶端的实际端粒。

每次细胞分裂时，端粒（telomeres）——覆盖染色体的DNA序列，就会变得越来越短（Fragkiadaki & others，2020）（见图15.1）。经过大约70或80次复制后，端粒显著减少，细胞不再能够繁殖。一项研究表明，健康的百岁老人比不健康的百岁老人拥有更长的端粒（Terry & others，2008）。此外，一项研究证实，较短的端粒长度与阿尔茨海默病难脱干系（Scarabino & others，2017a，b）。一项研究认为，涉及锻炼和饮食的健康生活方式对于延缓端粒缩短具有积极的效果（Qiao，Jiang & Li，2020）。

将端粒酶注射到在实验室中培养的人类细胞中可以大大延长其寿命，使其分裂次数超过正常细胞（Harrison，2012）。然而，端粒酶存在于85%~90%的癌细胞中，因此可能无法延长细胞的健康寿命（Cleal，Norris & Baird，2018）。

为了利用癌细胞中端粒酶的高存在率，研究人员目前正在研究基因疗法，即抑制端粒酶使癌细胞死亡，同时确保健康细胞存活（Wu & others，2020）。近期，有关基因疗法的研究焦点是干细胞及其更新（Bonafe，Sabbatinelli & Olivieri，2020）。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端粒和端粒酶是干细胞再生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且它们为抑制癌症和延缓年老化提供了可能的途径（Shay & Wright，2019）。

关于年老化的第三种理论是自由基理论（free-radical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变老，是因为细胞代谢能量时产生的副产品包括不稳定的氧分子，即自由基。自由基在细胞周围活动，破坏DNA和其他细胞结构（Kowalska & others，2020）。这种损害会导致一系列疾病，包括癌症（Purohit，Simeone & Lyssiotis，2019）和关节炎（Mateen & others，2019）。暴饮暴食与自由基增加关系紧密，研究人员发现热量限制——热量低但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充足的饮食——可以减少自由基造成的氧化损伤（Wei & Ji，2018）。在一项针对57~83岁人群的研究中，健康的体重与氧化应激的减少有关（Anusruti & others，2020）。除了评估饮食的影响之外，研究人员还在探索锻炼在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Kruk，Kotarska & Aboul-Enein，2020）。

线粒体理论（mitochondrial theory）也是一种年老化理论，它强调线粒体（细胞内为机能、生长和修复提供必需能量的微小细胞器）的衰变主要是由于氧化损伤和细胞提供的关键微量营养素的损失（Gollihue & Norris，2020）。能量感应和细胞凋亡（程序性细胞死亡）也被强调为线粒体理论的关键方面（Son & Lee，2019）。

线粒体损伤可能导致一系列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Roushandeh，Kuwahara & Roudkenar，2019）；神经退行性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病（X. Li & others，2020）；帕金森病（Zhi & others，2019）；糖尿病肾病（Forbes & Thorburn，2018）；肝功能受损（Stevanovic & others，2020）。然而，对于线粒体的缺陷是会导致年老化还是仅仅伴随年老化过程出现，目前人们所知甚少。

长寿蛋白（sirtuins）是一个蛋白质家族，与长寿、线粒体能量调节、热量限制的潜在益处、抗应激，以及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发病率有关（Y.Liu & others，2020；Shieh，Huang & Lin，2020）。长寿蛋白之一，沉默调节蛋白1（SIRT 1）与DNA修复和年老化有关。

mTOR通路（mTOR pathway）是涉及生长和代谢调节的细胞通路。TOR代表“雷帕霉素靶标”，在哺乳动物中称为mTOR。雷帕霉素是一种天然衍生的抗生素和免疫系统调节剂，于20世纪60年代在复活节岛首次被发现。它已被广泛使用，并被批准用于预防移植器官和骨髓的排斥反应。近期，有人提出mTOR通路在细胞生命中起着核心作用，充当生长、蛋白质生产代谢和干细胞功能的细胞路由器（Jin & others，2019）。一些科学家还认为，该通路与长寿、热量限制的成功和认知能力下降的减少有关，并可能影响许多疾病的进程，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病（Dimri &Satyanarayana，2020）。雷帕霉素尚未被批准为抗衰老药物，并且有一些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增加感染和患淋巴瘤（一种致命的癌症）的风险。

一些批评者认为，认为长寿蛋白和mTOR通路是人类年老化的关键原因属于捕风捉影，并且研究尚未充分证明使用雷帕霉素等药物能够有效减缓年老化过程或延长人类寿命（Ehninger，Neff &Xie，2014）。

3.激素压力理论

遗传或细胞过程相关理论的提出是在细胞水平上解释年老化的尝试。相比之下，激素压力理论（hormonal stress theory）认为，身体激素系统的年老化会降低对压力的抵抗力，并增加患病的可能性。通常，当人们经历压力时，身体会通过释放某些激素来做出反应。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与压力相关的激素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时间比年轻时更长（van Deurzen & Vanhoutte，2019）。与压力相关的激素水平长期升高与患许多疾病的风险增加息息相关，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压（N. Li & others，2020）。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包括锻炼在内的压力缓冲策略，以找到一些方法来降低压力对年老化过程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Venkatesh & others，2020）。

激素压力理论的一种变式强调了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在年老化过程中的作用（Fulop & others，2019）。在一项研究中，老年人的T细胞（一种免疫必需的白细胞）数量在70岁、80岁和90岁时会减少（Valiathan，Ashman & Asthana，2016）。年老化会导致免疫系统缺陷，进而导致老年人患上传染病（Salminen，2020）。老年人的压力持续时间延长和恢复过程减缓可能会加速年老化对免疫力的影响。

以上哪种生物学理论最能解释年老化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莫衷一是。事实很可能是，不止一种，或者可能是上述所有生物过程都会导致年老化。一项分析得出结论，年老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退行性因素，包括相互作用的细胞和器官之间的联系（de Magalhaes &Tacutu，2016）。尽管存在一些个体年老化触发因素，例如端粒缩短，但生物年老化的完整图景涉及在不同生物学层面上进行的多个过程。

15.1.3 年老化的大脑

成年后期大脑会有何变化呢？它能保持可塑性吗？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大脑会出现萎缩和变慢的情况，但仍然具有毋庸置疑的适应能力。

1.萎缩、变慢的大脑

平均而言，从20岁到90岁，大脑重量会减轻5%~10%。大脑体积也会减少（Taubert &others，2020）。一项研究发现，从22岁到88岁，大脑总体积以及额叶和海马体等关键大脑结构的体积有所减少（Sherwood & others，2011）。此外，一些分析得出结论，在健康年老化过程中，大脑体积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神经元萎缩、突触数量减少、轴突长度和复杂性减少，以及树突的树状分支减少造成的，仅在较小程度上归因于神经元损失（Barter & Foster，2021；Skaper & others，2017）。此外，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记忆功能下降与颞叶和海马体灰质（包含大脑的大部分神经元细胞体）体积的减少密不可分（Schneider & others，2019）。当然，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个体来说，神经元会发生损失（Adduru & others，2020）。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全脑体积可以预测大量未中风的社区老年人的死亡率（Van Elderen & others，2016）。

随着年老化，大脑一些区域的萎缩比其他区域更明显（Moore & Murphy，2016）。前额叶皮质就是一个会明显萎缩的区域，一些研究已将这种萎缩与老年人工作记忆和其他认知活动的减少联系起来（Hoyer，2015；Larrabee，2021）。大脑的感觉区域，例如初级视觉皮层、初级运动皮层和体感皮层，不易受到年老化过程的影响（Hromas & Bauer，2021；Rodrique & Kennedy，2011）。大脑和脊髓功能的普遍衰退始于成年中期，并在成年后期加速发展（Salthouse，2017）。身体协调性和智力表现都会受到大脑萎缩或变慢的影响。例如，70岁以后，许多成年人不再表现出膝跳反射，而到了90岁，大多数人的膝跳反射速度都明显减慢（Spence，1989）。大脑迟缓会损害老年人在智力测试中的表现，尤其是在定时测试中的表现（Lu & other，2011）。

年老化还与某些神经递质的产生减少有关（Barter & Foster，2021；Rieckmann & Nyberg，2020）。乙酰胆碱的减少与记忆丧失有关，尤其是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来说（Guest，2019）。多巴胺的严重减少与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控制能力下降有关（Trujillo & others，2019）。

从历史上看，正如刚刚讨论的研究一样，关于大脑功能和年老化之间的联系，人们的关注点大都集中在大脑结构和区域的体积上。然而，目前人们越来越关注髓鞘化和神经网络的变化（Wen &others，2020）。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大脑会随着年老化而出现脱髓鞘，即包裹轴突并与信息处理相关的髓鞘退化（Barter & Foster，2021；Callaghan & others，2014）。

2.适应的大脑

大脑具有非同凡响的修复能力（Anderson & Winocur，2021；Esteves & other，2020）。即使在成年后期，大脑也仅丧失部分功能，而老年人从事的活动仍然会影响大脑的发育（Peven，Stillman & Erickson，2021）。例如，在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中，有较高水平有氧健身习惯的人，其海马体体积也较大，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记忆力更好（Erickson & others，2011）。

成年人，甚至老年人，能产生新的神经元吗？研究人员发现，神经发生（新神经元的产生）确实发生在成年小鼠等低等哺乳动物中（Jain & others，2019）。此外，研究表明，锻炼和丰富、复杂的环境可以让大鼠和小鼠产生新的脑细胞（Kempermann，2019）。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由于海马体神经发生，小鼠在丰富的环境中学得更加灵活（Garthe，Roeder & Kempermann，2016）。一项研究表明，应对压力会刺激成年猴子的海马体神经发生（Lyons & others，2010）。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大鼠在学习某些东西时受到认知挑战，新的脑细胞会存活更长时间（Shors，2009）。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成年人也可以产生神经发生（Berdugo Vega & others，2020）。然而，研究人员仅记录了两个大脑区域——与记忆有关的海马体（Snyder & Drew，2020）和与气味有关的嗅球（Duante & other，2020）的神经发生。

研究人员近期也在研究可能抑制和促进神经发生的因素，包括各种药物、压力和锻炼（Kempermann，2019）。他们还在研究如何能通过将神经干细胞移植到大脑的各个区域（例如海马体）来增加神经发生（Tsutsui，2020）。此外，人们也越来越关注神经发生在减缓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亨廷顿病）引起的退化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Bovkova & others，2020）。

树突生长可以发生在成年人身上，甚至可能发生在老年人身上（Eliasieh，Liets & Chalupa，2007）。树突是神经元的接收部分。一项研究比较了不同年龄段成年人的大脑（Coleman，1986）。从40岁到70岁，树突的生长有所增加。然而，在90多岁的人中，树突的生长则停止了。

偏侧化的变化可能是老年人适应的一种形式（Hong & others，2015）。偏侧化是大脑某一个半球功能的专门化。研究人员利用神经影像技术发现，老年人在从事认知任务时，前额叶皮质的大脑活动偏侧化程度相比年轻人稍低（Cabeza，2002；Esteves & others，2020）。例如，在做识别曾见过的单词的任务时，年轻人主要在右半球处理信息，而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两个半球（Madden & others，1999）（见图15.2）。老年人偏侧化的减少可能对年老化的大脑起到补偿作用（Duda & others，2019）。也就是说，使用两个半球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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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老年人偏侧化的减少

在回忆记忆任务中，年轻人主要使用大脑的右前额叶区域，而老年人则同时使用左前额叶和右前额叶区域。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神经科学家，你会如何解释神经发生？你会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证据来证明其改善健康的潜力呢？

3.修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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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玛塞拉·扎克曼（Marcella Zachman)修女（左）在97岁时终于停止了教学工作。现在，99岁的她会帮助生病的修女们锻炼大脑，为她们做词汇测验或同她们玩一种名为“Skip-Bo”的纸牌游戏，她会故意输掉游戏。同样99岁的玛丽·埃斯特·布尔修女（MaryEsther Boor）（右）也曾是一名教师，她通过做拼图游戏和在前台做志愿工作来保持头脑清醒。下图：一名技术人员拿着一名已故修女的大脑。修女们捐献大脑用于研究刺激对大脑生长的影响。

由大卫·斯诺登（David Snowdon）领导的修女研究是一项针对678名修女年老化情况的颇为有趣的长期调查，其中许多修女来自明尼苏达州曼凯托的圣母修女会修道院（Snowdon，2003）。她们过着智力上充满挑战的生活，大脑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有助于提高她们作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可能有助于她们的健康长寿。678名修女全部同意参加对其认知和身体功能的年度评估。她们还同意在死后捐献大脑用于科学研究，她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脑捐赠群体之一。对这些修女以及其他人捐赠的大脑的检查使神经科学家相信，即使在年老时，大脑也具有令人惊讶的变化和成长能力。一项对修女们在18~32岁时所写文章的分析发现，那些在文章中表现出更高水平自我反思以及被父母给予更多独立自主权的修女往往更长寿（Weinstein & others，2019）。

15.1.4 身体发展

如果我们能活到老年，身体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但与年老化相关的身体问题出现的时间并非亦步亦趋。让我们来看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的一些身体变化，包括外表和活动、感官、循环系统和肺的变化。

1.外表和活动

在成年后期，中年时期开始发生的外表变化变得更加明显。皱纹和老年斑是最显而易见的变化。由于椎骨骨质流失，男性和女性在成年后期都会变得更矮小（Hoyer & Roodin，2009）。

我们的体重通常在60岁后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肌肉流失，会让我们的身体看起来“松松垮垮”（Evans，2010）。一项研究发现，65~86岁的人若长期进行有氧锻炼，会有更强的肌肉力量（Crane，Macneil & Tarnopolsky，2013）。

老年人的动作比年轻人缓慢，这体现在各种不同难度的动作中（Davis & others，2013）。充足的活动能力对于成年后期拥有独立和积极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Patel & others，2019）。一项研究表明，行动受限的中老年人认知能力也较低（Demnitz & others，2018）。

一项研究表明，肥胖与老年人的行动受限有关（Adair，Duazo & Borja，2019）。在另一项研究中，有超重和肥胖风险的老年人通过参加社区减肥计划成功减重，并大大改善了他们的活动能力（Rejeski & others，2017）。

老年人步行速度下降与活动能力受限、社区参与度降低、认知能力下降以及跌倒风险增加有关。一项研究发现，老年女性平均步行速度降低发生在大约71岁时（Noce Kirkwood & others，2018）。另一项研究发现，行走缓慢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患有轻度认知障碍（Rajtar-Zembaty & others，2019）。

锻炼有益于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在一项研究中，高强度步行训练降低了老年人的虚弱程度，提高了步行速度，并改善了平衡能力（Danilovich，Conroy & Hornby，2017）。此外，另一项研究发现，为期10周的锻炼计划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身体功能（有氧耐力、敏捷性和活动能力）和认知能力（选择性注意力和计划能力）（Pereira & others，2018）。一项针对老年人的大规模研究表明，每天行走步数增加554步，可以使身体功能限制减少5.9%，并使生活质量提高3.2%（Kabiri & others，201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向当地老年人中心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以倡导在其周围修建安全步行道呢？

老年人跌倒的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女性跌倒的风险相比男性更高（Granbom & others，2019）。跌倒是65岁及以上成年人受伤死亡的主要原因（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19）。每年，大约有200000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许多是女性）因跌倒而导致髋部骨折。这些老年人中有一半在12个月内死亡，通常死于肺炎。一项元分析发现，锻炼可以减少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跌倒次数（Stubbs，Brefka & Denkinger，2015）。

2.感官

视觉、听觉和感觉功能的其他方面与我们进行日常活动的能力密不可分，并且，老年人的感觉功能会逐渐下降（Bouscaren & others，2019）。例如，研究人员发现，成年后期的视力下降与以下因素有关：（a）认知能力下降（Ji，peng & Mao，2019）；（b）社交联系减少和参与挑战性较小的社交休闲活动（Cimarolli & others，2017）。

（1）视力

到了成年后期，大多数成年人在成年早期或中期开始的视力下降会变得更加明显（Moreno Cugnon & others，2018）。当从明亮的地方移动到半明半暗的区域时，他们眼睛的适应速度不再那么快；对眩光的容忍度会降低；视野面积变小，有时无法检测到视野中心以外发生的事件（Scialfa & Kline，2007）。所有这些变化都会使夜间驾驶变得难上加难（Allen，Beck & Zanjani，2019）。

深度知觉通常会在成年后期下降，这使得老年人很难确定某物的距离和高度（Bian &Anderson，2008）。深度知觉的下降还会使老年人很难通过台阶或街道的边缘。此外，一项研究表明，视力、对比敏感度和深度知觉的下降与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下降有关（Swenor & others，2019）。

以下是三种可能损害老年人视力的疾病。

● 白内障（cataracts）是指眼睛晶状体增厚导致的视力下降的疾病（Zheng & others，2020）。大约30%的人到70岁时会因白内障而部分失明。最初，白内障可以通过佩戴眼镜来治疗；如果情况持续恶化，只需进行简单的外科手术即可用人造晶状体替换天然晶状体（Jackson，Edmiston & Bedi，2020）。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接受白内障手术的老年人（平均年龄76岁）比未接受手术的老年人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可能性低得多（Miyata & others，2018）。

● 青光眼（glaucoma）是眼内积液产生的压力导致视神经受损的疾病（Serbin & others，2020）。大约1%的70岁老人和10%的90岁老人患有青光眼。青光眼可以用眼药水治疗，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会使人彻底失明。

● 黄斑变性（macular degeneration）是一种涉及视网膜黄斑退化的疾病。黄斑相当于视野的焦点中心。患有黄斑变性的人可能有相对正常的周边视力，但无法清楚地看到眼前的事物（Heesterbeek & others，2020）（见图15.3）。66~74岁的人中，每25人中就有1人患有这种疾病，75岁及以上的人中，有六分之一的人患有这种疾病。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干细胞疗法治疗黄斑变性（Munoz Ramon，Hernandez Martinez & Munoz-Negret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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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黄斑变性

这种对黄斑变性影响的模拟显示了患有这种眼病的人能够看到周边场景，但无法清楚地看到视野中央的事物。

（2）听力

确定老年人听力和视力的下降程度是非常重要的（Moore，Mariathasan & Sek，2020）。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7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3%患有听力损失，也就是无法听到低于25分贝的声音（Lin & others，2011）。在这项研究中，40%的中度听力损失患者使用了助听器。此外，一项针对80~106岁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在90岁和100岁的时候大幅增加（Wattamwar &others，2017）。在这项研究中，尽管在80~106岁的人群中听力损失几乎随处可见，但只有59%的人使用了助听器。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听力问题与外出和休闲活动时间减少（Mikkola & others，2016）、跌倒次数增加（Gopinath & others，2012）、认知能力下降（Golub，2017）和孤独感增加（Mick & others，2018）有关。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听力障碍与老年人认知能力加速下降有关（Alattar & others，2019）。此外，另一项研究发现，老年人使用助听器与18个月后执行功能的稳定或改善有关（Sarant & others，2020）。

（3）双重感觉丧失

当老年人出现视力和听力的双重感觉丧失时会发生什么后果呢？在一项针对65~85岁老年人的研究中，视力和听力的双重感觉丧失与社会参与度和社会支持减少以及孤独感增加有关（Mick &others，2018）。另一项研究发现，老年人（平均年龄82岁）的这种双重感觉丧失涉及更大的功能限制、孤独感增加、认知能力下降和沟通问题（Davidson & Gutherie，2019）。在一项针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纵向研究中，视觉和听力困难预测了他们在8年后会出现言语流畅性、加工速度和记忆方面的认知困难（de la Fuente & others，2019）。在这项研究中，认知能力下降最严重的是同时存在视力和听力问题的个体。另一项研究发现，出现视力和听力双重感觉丧失的老年人有更多的抑郁症状（Han & others，2019）。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向人们提供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以帮助人们认识因双重感觉丧失而增加的担忧呢？

（4）嗅觉和味觉

大多数老年人都会失去一些嗅觉或味觉，或两者兼而有之（Bigman，2020）。美国一项针对社区老年人的全国性研究显示，74%的老年人味觉受损，22%的老年人嗅觉受损（Correia & others，2016）。这些损失通常在60岁左右开始出现（Hawkes，2006）。大多数80岁及以上的人嗅觉显著下降（Lafreniere & Mann，2009）。研究人员发现，老年人的嗅觉下降幅度大于味觉下降幅度（Schiffman，2007）。此外，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个体无法闻到某些气味，尤其是薄荷味，这与其认知能力下降有关（Liang & others，2020）。相比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健康老年人的嗅觉和味觉下降速度更慢。

（5）触摸和疼痛

触摸和疼痛的变化也与年老化息息相关（Garcia & others，2019）。美国一项针对社区老年人的全国性研究显示，70%的老年人有触觉障碍（Correia & others，2016）。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触摸敏感度下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Hoyer & Roodin，2009）。

据估计，60%~75%的老年人至少有一些持续性疼痛（Molton & Terrill，2014）。老年人常见的疼痛包括背痛（40%）、周围神经性疼痛（35%）和慢性关节痛（15%~25%）（Denard &others，2010）。老年人出现疼痛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并且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报告疼痛（Tsang & others，2008）。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老年人的疼痛敏感性低于年轻人，但仅限于较低强度的疼痛（Lautenbacher & others，2017）。尽管对疼痛的敏感性降低可以帮助老年人应对疾病和伤害，但它也可能掩盖需要治疗的伤害和疾病。此外，一项研究发现，严重的疼痛与老年人的记忆障碍有关（van der Leeuw & others，2018）。

3.循环系统和肺

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在成年后期会增加（Macek & others，2020）。在老年人中，65~74岁的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64%和69%的人患有高血压（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8）。血压持续高于120/80mmHg时应进行治疗，以降低患心脏病、中风或肾脏疾病的风险。各种药物、健康饮食和锻炼可以降低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Jefferson，Demasi & Doshi，2020）。在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中，较快的锻炼步行速度、不吸烟、适量饮酒和避免肥胖与较低的心力衰竭风险相关（Del Gobbo & others，2015）。一项针对65岁及以上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地中海饮食会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Nowson & others，2018）。

即使没有疾病，个体的肺活量从20岁到80岁也会下降40%（Fozard，1992）。肺部会失去弹性，胸部收缩，横膈膜变弱（Skloot，2017）。不过，好消息是老年人可以通过膈肌强化练习来改善肺功能（Kraen & others，2017）。

4.睡觉

老年人应该睡多少觉呢？国家睡眠基金会建议他们每晚睡眠7~8小时。然而，大约50%的老年人抱怨睡眠困难（Farajinia & others，2014）。研究人员发现，老年人的睡眠更浅，更容易受到干扰（入睡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醒来的次数更多，重新入睡也更困难）（McRae & others，2016）。睡眠不佳是跌倒、肥胖和过早死亡的风险因素，并且与认知能力水平较低有关（Kohn & others，2020；J. H. Liu & others，2020；Winer & others，2019）。老年人的许多睡眠问题都与健康问题有关（Bernstein，DeVito & Calamia，2019）。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老年人每晚睡眠少于7小时或超过9小时，他们的认知能力就会受到损害（Devore、Grodstein & Schemhammer，2016；Lo & others，2016）。通过避免摄入咖啡因和非处方安眠药，白天保持身体和精神活跃，以及限制小睡，老年人可以获得更好的夜间睡眠（Vanderlinden，Boen & van Uffelen，2020）。

15.1.5 性

如果没有两种情况——疾病和认为老年人性冷淡或应该性冷淡的信念——性可以持续终身（Hyde & DeLamater，2020）。然而，年老化确实会引起人类性表现的一些变化，男性的性表现变化比女性更明显（Herdt & Polen-Petit，2021）。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的性高潮变得越来越不频繁，从每次都能达到性高潮变成每两到三次中有一次达到性高潮。勃起也通常需要更直接的刺激才能发生。

许多老年人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继续进行性活动（Wright，Jenks & Demeyere，2019）。然而，一项研究发现，个体的性活动在晚年确实有所减少：仍进行性活动的人在57~64岁的人中有73%，在65~74岁的人中有53%，在75~85岁的人中有26%（Lindau & others，2007）。尽管如此，随着对“伟哥”等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的研究取得最新进展，越来越多的老年男性能够勃起（Krishnappa & others，2019）。此外，一项研究表明，与勃起功能障碍相关的血清睾酮水平下降可以通过睾酮替代疗法来治疗，从而改善男性的性功能（Mayo Clinic，2020）。然而，睾酮替代疗法对于老年男性的获益风险比尚不确定（Isidori & others，2014）。

一项对老年人性行为的研究发现，进行性活动与享受生活密切相关（Smith & others，2019）。此外，在另一项研究中，老年人被问及他们发生性行为的动机（Gewirtz-Meydan & Ayalon，2019）。该研究得出结论，老年人发生性行为的五个主要原因是：（a）维持性功能；（b）再次享受年轻的感觉；（c）感到有吸引力和令人向往；（d）从情欲到爱；（e）从“获得性”转变为“给予性”。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会利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为一对夫妇提供有关老年性活动变化的建议？

15.2 健康

人们在成年后期会出现哪些类型的健康问题呢？人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持或改善自己的健康和日常生活能力呢？

15.2.1 健康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有可能患上某些疾病（Vaish，Patra & Chhabra，2020）。大多数80岁或以上仍然健在的老人都有某些损伤。慢性疾病（发病缓慢、持续时间长久的疾病）在成年早期很少出现，在成年中期开始增加，并在成年后期变得普遍（Hirsch & Sirois，2016）。

关节炎（arthritis）是成年后期最常见的慢性疾病，其次是高血压。与老年男性相比，老年女性关节炎、高血压和视力问题的发生率较高，但听力问题的发生率较低。

低收入也与成年后期的健康问题密切相关（Elfassy & others，2019）。报告称，被慢性疾病限制活动的贫困老年人数量大约是非贫困老年人数量的三倍。

1.老年人的死亡原因

65~74岁的美国成年人中，近60%死于癌症或心血管疾病。癌症最近取代心血管疾病成为美国中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中年和成年后期的早期阶段出现的心血管疾病较少，这归功于改进的药物、减少吸烟、改善饮食和增加锻炼（Jefferson，Demasi & Doshi，2020）。然而，心血管疾病是美国65~74岁人群的首要死因（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9）。在75~84岁以及85岁及以上两个年龄组中，心血管疾病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9）。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容易死于心血管疾病而不是癌症。

在2020年，许多老年人因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而死亡。美国每10例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中，有8例发生在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身上（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20a）。8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感染该病毒并死亡的风险最大。许多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老年人还患有心血管疾病等潜在疾病。此外，年龄越大的人，其免疫系统对抗病毒的能力就越弱。

2.关节炎

关节炎伴有疼痛、僵硬和运动问题，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会影响臀部、膝盖、脚踝、手指和椎骨。患有关节炎的人经常会遇到移动和进行日常活动的困难。关节炎在老年人中尤其常见（Subedi & others，2020）。近期的一些研究证明锻炼对患有关节炎的老年人大有裨益（Azeez &others，2020；Kim & others，2020）。一项针对女性的研究发现，休闲时间缺乏身体活动是患关节炎的潜在风险因素（Di Giuseppe & others，2015）。这项研究还发现，从事最剧烈休闲活动的女性患关节炎的可能性最小。

3.骨质疏松症

正常年老化会带来一些骨组织的损失，但对于某些人来说，骨组织的损失会更严重（Fougare &Cesari，2019）。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涉及骨组织的大量流失，是许多老年人走路时明显驼背的主要原因。女性特别容易患骨质疏松症，这是女性骨折的主要原因（Madrasi & others，2018）。在美国，大约80%的骨质疏松症病例发生在女性中。近三分之二的60岁以上女性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影响。在非拉丁裔白人、瘦弱和身材矮小的女性中，骨质疏松症出现得更普遍。

骨质疏松症与钙、维生素D和雌激素的缺乏以及缺乏锻炼有关（Kataoka & others，2020）。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症，年轻和中年女性应该吃富含钙的食物，定期锻炼，避免吸烟（Varahra &others，2018）。然而，瑞士的一项研究发现，绝经后妇女会食用大量蔬菜，但对乳制品等钙含量丰富的食物的摄入不足（Lanyan & others，2020）。福善美（Fosamax）等药物可用于降低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Curtis & others，2020）。

15.2.2 锻炼、营养和体重

虽然我们已经步入暮年，但我们不应该被动地度过余生。我们对老年人的了解表明，他们越活跃，则可能越健康、越快乐（Strandberg，2019）。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定期锻炼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更高（Cho & Kim，2020）。成年后期定期锻炼能促进健康和延长寿命吗？限制热量的饮食和控制体重也有助于延长寿命吗？

1.锻炼

一项研究发现，锻炼确实决定了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生与死（Blair，1990）。该研究将10000多名男性和女性分为低等健康、中等健康和高等健康三个类别（Blair & others，1989），然后对他们进行了为期8年的研究，如图15.4所示，在8年的研究期间，久坐不动（低等健康）的参与者死亡的可能性是中等健康的参与者的两倍多，是高等健康的参与者的三倍以上。在这项研究中，身体健康的积极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没有差异。此外，一项研究发现，相比于身体素质低的个体，那些从低等健康改善到中等或高等健康的人的死亡风险较低（Brawner & other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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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身体素质和死亡率

在这项针对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研究中，相比不太健康（久坐不动）的个体，中等健康或高等健康的个体在8年内死亡的可能性更低（Blair &others，1989）。

除了有氧运动和伸展运动外，老年学专家越来越多地建议老年人进行力量训练（Naczk，Marszalek & Naczk，2020）。阻力训练可以保持并可能增加老年人的肌肉质量（van Dongen &others，2020）。一项研究发现，核心阻力和平衡训练比普拉提训练更好地改善了老年女性的平衡性、躯干肌肉力量、腿部力量和身体成分（Markovic & others，2015）。

锻炼是保持身体和认知能力以及心理健康的绝佳方式（Strandberg，2019）。目前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建议是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例如快走），每周至少2天进行肌肉强化活动（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8）。近期人们发现，每周进行5小时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以及定期步行可以获得更大的益处。例如，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经常遛狗与更好的身体健康有关（Curl，Bibbo & Johnson，2017）。

锻炼有助于人们在成年后期生活得更独立和有尊严（Borbon-Castro & others，2020；Morgan &others，2019）。在80岁、90岁甚至100岁时，锻炼可以帮助老年人避免跌倒（Kaushal & others，2019）。研究锻炼和年老化的研究人员有以下发现。

● 锻炼与长寿有关。一项元分析证实，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更可能长寿（Cunningham &others，2020）。此外，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中年人和老年人，包括患有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人，可以通过加强身体活动并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来获得相当大的长寿益处（Mok & others，2019）。此外，另一项针对中年人的研究表明，根据运动压力测试估计的年龄比实际年龄更能预测他们的寿命（Harb & others，2020）。在一项分析中，老年人在锻炼中每周的能量消耗如达到1000卡路里，估计能使预期寿命增加约30%，而每周锻炼的能量消耗如达到2000卡路里，估计能使预期寿命增加约50%（Lee & Skerrett，2001）。

● 锻炼能预防常见慢性病。锻炼可以降低患关节炎、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症、中风和乳腺癌的风险（Choi & others，2020）。例如，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终身体育锻炼水平越高，与年龄相关的心血管和呼吸功能衰退就越少（Bailey & others，2013）。

● 锻炼能改善许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当锻炼作为治疗的一部分时，患有以下疾病的个体症状有所改善：关节炎、肺部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冠状动脉疾病、高血压、2型糖尿病、肥胖症和阿尔茨海默病（Kokkinos & others，2019；Ricci & Cunha，2020）。

● 锻炼能改善老年人的细胞功能。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发现，锻炼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细胞功能（Qiao，Jiang & Li，2020）。例如，研究人员发现，有氧锻炼与老年人的端粒长度增加有关（Denham，O’ Brien & Charchar，2016）。

● 锻炼能改善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功能（Duggal & others，2018；Minuzzi & others，2018）。

● 锻炼可以优化身体成分，减少随着年老化出现的运动技能下降。锻炼可以增加肌肉质量和骨量，改善平衡性并减少跌倒，以及减少骨骼脆弱性（O’ Connell，Coppinger & McCarthy，2020）。

● 锻炼降低了老年人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并且可以有效治疗心理问题（Sexton & Taylor，2019）。例如，一项元分析得出结论，中度至剧烈的体育锻炼可有效减轻平均年龄为82岁的老年人的抑郁症状（Klil-Drori & others，2020）。

● 锻炼能改善老年人大脑、认知和情感功能。经常锻炼的老年人不仅表现出更好的大脑功能，而且比久坐不动的老年人更能有效地加工信息（Wang & Guo，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健康心理学家，你可能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展示老年人如何从高质量的锻炼中受益呢？

尽管有大量研究记录了锻炼对改善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作用，但许多老年人仍对此置若罔闻。在美国，缺乏身体活动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到75岁时，大约三分之一的男性和二分之一的女性不进行体育锻炼（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20b）。

2.营养和体重

科学家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表明在实验室情境下对动物进行热量限制（calorie restriction，CR）可以延长动物的寿命（Someya & others，2017）。研究表明，热量限制会减缓年老化过程中RNA的衰退（Yamada & others，2020）。被喂食热量有限但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充足食物的动物的生存时间，会比无限制获取食物的动物长40%（Jolly，2005）。心血管、肾脏和肝脏等方面的慢性问题会出现在较晚的年龄（Hegab & others，2019）。此外，研究表明，CR可以为老化的中枢神经系统提供神经保护（White & others，2017）。一项研究发现，CR使海马体保持了更好的功能，这是对记忆而言很重要的大脑结构（Schafer & others，2015）。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CR将如何延长动物的寿命。一些科学家认为CR可能会降低自由基的水平，并减少细胞中的氧化应激（Tanajak & others，2017）。其他人认为，CR可能会触发一种被称为“生存模式”的紧急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身体关闭了所有不必要的功能，只专注于保持生命（Moatt & others，2019）。

类似的极低热量饮食是否可以延长人类寿命尚不得而知（Dorling，Martin & Redman，2020；Locher & others，2016）。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研究中的动物获得的热量比正常动物少40%。在人类中，典型的热量限制水平是减少30%的热量摄入，即普通女性每天摄入约1120卡路里，普通男性每天摄入约1540卡路里。

15.2.3 健康治疗

在美国，大约3%的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会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住进养老院。然而，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他们进入养老院或其他老年人长期护理场所的可能性也在增加。8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有23%住在养老院或其他老年人长期护理场所。

养老院和其他老年人长期护理场所的质量参差不齐，引起了美国全国的关注。三分之一以上的养老院和其他老年人长期护理场所存在严重缺陷。它们未能通过联邦政府规定的检查，因为它们没有达到医生、药剂师和各种康复专家制定（职业和物理治疗师）的最低标准。进一步受到人们关注的是保护患者的隐私权、获取医疗信息的权利、安全权和个人精神和身体能力范围内的生活方式自由权（Weech-Maldonado & others，2020）。

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了人们对养老院居民的特别关注。截至2020年7月1日，养老院和老年人辅助生活设施中的死亡人数占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死亡总人数的43%。在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之前，养老院的资金和质量监测不足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由于许多养老院的质量不高且成本不断攀升，因此许多老年人健康问题专家强调，家庭保健、老年护理中心和预防医学诊所是很好的替代性选择（Kim，2016）。在这些地方接受服务可能比住进医院和养老院便宜（Rotenberg & others，2018）。它们也不太可能引起住院者经常出现的人格解体和依赖感。目前，由于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而且他们更倾向于远离养老院，因此，人们对家庭护理工作者的需求不断增加，并且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Franzosa，Tsui & Baron，2018）。

在一项经典研究中，朱迪丝·罗丁（Judith Rodin）和爱伦·兰格（Ellen Langer）发现，在养老院中，与健康甚至生存有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患者的控制感和自我决定感。管理人员鼓励一组居民做出更多的日常选择，从而让他们觉得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他们可以决定吃什么、什么时候可以来访客、看什么电影、谁可以来他们的房间等。同时，管理人员告知同一养老院的另一组居民，养老院工作人员有多么关心他们，以及多么想给他们提供帮助，但这些居民没有被赋予额外的生活责任。18个月后，被赋予额外的生活责任的居民比没有承担额外的生活责任的居民更健康、更快乐、更警觉、更活跃。更重要的是，18个月后，感知控制组中的养老院居民死亡人数只有依赖组的一半（见图15.5）。因此，感知到对环境的控制实际上可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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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 感知控制和死亡率

在罗丁和兰格（1977）的研究中，被鼓励更好地控制自己生活的养老院居民比那些被处理为更依赖养老院工作人员的居民更有可能在18个月后活着。

老年病科护士在改善健康治疗方面特别有帮助。要了解一位老年病科护士的工作，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莎拉·卡根，老年病科护士

莎拉·卡根（Sarah Kaga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护理学院的护理学教授。她为患者、患者家属、护士和医生提供护理咨询，帮助他们了解老年人住院期间的复杂需求。她还为头部、颈部癌症患者的研究和管理提供咨询。卡根负责指导一门关于老年人护理的本科课程。2003年，她因在护理领域的工作而被授予麦克阿瑟奖。

像卡根这样的老年病科护士正致力于预防或干预老年人的慢性或急性健康问题。他们可能在医院、养老院、护理学校工作，或者在医疗诊所或私人诊所与老年医学专家或精神科医生一起工作。与儿科护士一样，老年病科护士也要在护理学校学习课程并获得护理学位，这需要2~5年的时间。他们会完成生物科学、护理和心理健康等课程，并在老年病学环境中接受临床实践培训。他们也可以获得其专业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15.3 认知能力

著名钢琴家亚瑟·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89岁时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出。大提琴家巴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95岁时，一位记者问他：“卡萨尔斯先生，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提琴家。为什么您还要每天练习六个小时呢？”卡萨尔斯回答道：“因为我觉得我在进步。”（Canfield & Hansen，1995）

15.3.1 多维性和多方向性

我们在思考成年期认知变化的本质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认知是一个多维概念（Dennis，Gutchess & Thomas，2020；Nadeau，2021）。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尽管认知的某些维度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其他维度可能会保持稳定甚至上升（Rapp，Banuelos & Myrum，2020）。

1.注意

注意力变化是认知年老化的一个重要方面（Nemy & others，2020）。在许多情况下，老年人可能无法像年轻人那样有效地关注相关信息（Robertson & Dockree，2021）。一项研究发现，注意力和加工速度的降低与老年人记忆力下降密切相关（Jarjat，portrat &Hot，2019）。

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即专注于经验中相关的特定方面而忽略其他不相关方面的能力，通常会在老年人中下降（Fernandez & others，2019）。例如，一项研究发现，选择性注意缺陷与老年人驾驶能力较差有关（Venkatesan & others，2018）。但是，在涉及搜索功能的简单任务中，例如确定目标项目是否存在于计算机屏幕上，当个人得到足够多的练习时，年龄差异就微乎其微了。在一项研究中，10周的加工速度训练提高了老年人的选择性注意（O’ Brien & others，2013）。

持续性注意（sustained attention）是将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在选定的刺激上的能力。研究人员发现，在持续性注意的测量中，老年人往往表现得与中年人和年轻人一样（Berardi，Parasuraman &Haxby，2001）。但是，注意的一致性很重要。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他们的持续性注意（警惕性）的变化越大，他们跌倒的可能性就越大（O’ Halloran & others，2011）。

研究人员也致力于探索提高老年人注意力的方法。例如，在一项实验研究中，包括姿势、呼吸和冥想在内的瑜伽练习提高了老年人的注意力和信息加工能力（Gothe，Kramer & McAuley，2017）。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当老年人经常进行正念冥想时，他们的目标引导注意力会提高（Malinowski & others，2017）。在另一项研究中，执行注意力训练，包括对更高层次思维活动的注意力训练，提高了老年人的选择性注意（Yang & others，2019）。

2.记忆

记忆确实会在年老化过程中发生变化，但并非所有类型的记忆都会以一模一样的方式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接下来我们先试着探索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和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的可能变化。

（1）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

研究人员发现，年老化与外显记忆能力下降密不可分（Reuter-Lorenz & Lustig，2017）。外显记忆是个体有意识地知道并可以陈述的关于事实和经验的记忆。外显记忆有时也称为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外显记忆的例子包括讲述你看过的电影情节，或者在杂货店里记住你想买的东西。内隐记忆是没有意识回忆的记忆，它涉及自动执行的技能和常规程序，例如驾驶汽车或在计算机键盘上打字，你无须有意识地思考自己在做什么即可执行。与外显记忆相比，内隐记忆不太可能受到年老化的不利影响（Ward，2018）。

（2）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

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和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是外显记忆的两种形式。情景记忆可以保留生活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的信息。例如，你小时候卧室的墙壁是什么颜色的？你在今天早上吃了什么？

年轻人比老年人有更好的情景记忆（Duarte & Dulas，2020；Greene & Naveh-Benjamin，2020）。此外，老年人认为，相比于最近的事件，他们更能记住很久以前的事件。然而，研究人员一致发现，记忆的事件越陈旧，老年人的记忆就越不准确（Smith，1996）。

自传体记忆以情景记忆的形式存储（Allen & others，2018）。一项研究发现，与年龄相关的情景记忆能力下降会对特定自传体事件和相关细节的获取产生消极影响（Peters，Fan & Sheldon，2019）。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老年人对最近事件的记忆比对遥远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记忆更多，但研究人员在自传体记忆方面有一个重大发现，即怀旧性记忆上涨（reminiscence bump），这是指成年人记得的在他们生命的第20年和第30年发生的事件比在其他时候更多（Munawar，Kuhn & Hague，2018）。这种“上涨”更多地出现在对积极而非消极的生活事件的记忆中。此外，一项针对60~88岁人群的研究表明，记忆的第一次体验、记忆的重要性和记忆的情感显著性与怀旧性记忆上涨有关（Wolf & Zimprich，2020）。

语义记忆是一个人对世界上的知识的记忆。它包括一个人的专业领域、在学校学到的一般学术知识，以及关于单词含义、重要地点和常见事物的“日常知识”的记忆。老年人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索语义信息，但最终可以检索到它。然而，老年人检索具体信息（比如姓名）的能力通常会下降（Hoffman & Morcom，2018）。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语义记忆能力相比，老年人的情景记忆能力下降得更多（Jarjat & others，2020）。

（3）认知资源：工作记忆和感知速度

工作记忆和感知速度是两种重要的认知资源。回想一下，工作记忆与短时记忆密切相关，但它更强调记忆作为心智加工的“工作平台”这一特性（Baddeley，2015，2018，2020）。研究人员发现成年后期工作记忆能力会下降（Rhodes & others，2019）。一项研究显示，从65岁到89岁，工作记忆能力持续下降（Elliott & others，2011）。究其原因，主要是老年人在防止无关信息进入工作记忆的效率上大不如前，以及分心现象增加（Reuter-Lorenz & Lustig，2017）。

老年人的工作记忆是否存在可塑性呢？研究人员发现，老年人的工作记忆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改善（Brum & others，2020）。例如，研究人员发现策略训练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工作记忆（Bailey，Dunlosky &Hertzog，2014）。此外，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耐力与老年人拥有更好的工作记忆有关（Zettel-Watson & others，2017）。一项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工作记忆可以通过图像策略训练得到改善（Borella & others，2017）。因此，老年人的工作记忆似乎存在一些可塑性（Oh & others，2018）。然而，一项针对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研究发现，所有年龄组的工作记忆都随着记忆训练而改善，但老年人在训练后的进步相比年轻人稍逊一筹（Rhodes & Katz，2017）。此外，一项研究表明，相比文化适应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文化适应程度更高的拉丁裔老年人（例如，在美国更好地适应了对他们而言的新文化）有更好的工作记忆（Mendoza & others，2020）。

感知速度是年老化研究人员研究的另一种认知资源。感知速度反映了执行简单的感知运动任务所需的时间，例如确定成对的两位数或两个字母的字符串是否相同需要多长时间，或者当正前方的汽车停下来时，某人踩刹车需要多长时间。在成年后期，感知速度明显下降，这与工作记忆能力下降密切相关（Salthouse，2018，2019）。一项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感知速度越慢，其驾驶行为越不安全（Hotta & others，2018）。另一项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加工速度越缓慢，他们越有可能在一年后跌倒（Davis & others，2017）。此外，一项针对42~97岁人群的20年纵向研究发现，人们的加工速度下降得越快，其死亡风险越高（Aichele，Rabbitt & Ghisletta，2015）。

近期的一些研究包括通过锻炼干预来提高老年人的加工速度。例如，一项实验研究发现，在提高老年人的加工速度方面，高强度有氧训练比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或阻力训练更有效（Coetsee &Terblanche，2018）。在另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老年人在4周内每周玩5次加工速度游戏，他们的加工速度得到了提高（Nouchi & others，2016）。

3.执行功能

我们在本书其他章节中也讨论了执行功能。回想一下，执行功能是一个类似伞的概念，由许多与大脑前额叶皮质发育相关的高级认知过程组成。执行功能涉及管理一个人的思想，以做出目标导向的行为以及实施自我控制（Ullmann & others，2020）。

成年后期个体的执行功能会如何变化呢？本章前面提到前额叶皮质是大脑中随着年老化而收缩的一个区域，有的研究将这种收缩与老年人的工作记忆和其他认知活动的减少联系起来（Reuter Lorenz & Lustig，2017）。在执行涉及执行功能的任务方面，老年人的工作效率不尽如人意，认知控制也没年轻人那么行之有效（Gaillardin & Baudry，2018）。例如，在认知灵活性方面，老年人在任务或心理设置之间来回切换时的表现不如年轻人（Chiu & others，2018）。在认知抑制方面，老年人在抑制主导或自动反应方面不如年轻人有效（Lopez-Higes & others，2018）。

在成年后期，尽管执行功能的一般方面会下降，但不同老年人的执行功能存在差异（Maldonado & others，2020）。例如，一些老年人有更好的工作记忆，并且比其他老年人更具认知灵活性（McGough & others，2018）。在一项研究中，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具有更好的执行功能，这是因为他们与年龄相关的执行功能下降较慢（Chen & others，2019）。此外，一项研究显示，有氧锻炼可以改善老年人的执行功能（McSween & others，2019）。此外，在另一项研究中，北欧式健走训练计划和维生素D补充剂的结合提高了老年女性的感知速度、注意力和执行功能（Lipowski & others，2019）。一项对20项执行功能训练研究的研究回顾发现，总体而言，执行功能训练能增强老年人的认知和神经可塑性（Nguyen，Murphy & Andrews，2019）。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执行功能不仅涉及认知表现，还涉及健康、情绪调节、生活挑战的适应、动机和社会功能。在一项研究中，老年人执行功能的好坏可以预测其三年后罹患冠心病和中风风险的高低（Rostamian & others，2015）。一项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执行功能增加了他们对干扰目标实现的障碍的控制感，这反过来又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有关（Toh，Yang & Hartanto，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老年心理学家，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显示强大的执行功能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呢？

4.智慧

智慧（wisdom）是否会像好酒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上一层楼呢？我们称为“智慧”的东西是什么？智慧是关于生活实际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以使个体对重要的事情做出超群的判断。这种实用知识涉及对人类发展和互动的非凡洞察力、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对如何应对困难生活问题的理解（Kunzmann，2019）。

关于智慧，保罗·巴尔特斯和他的同事得出以下结论。（a）高水平的智慧是世所罕见的。很少有人，包括老年人，能够拥有高水平的智慧。这一论点得到了事实的支持，即只有一小部分成年人表现出智慧，智慧需要经验、实践或复杂的技能。（b）智力要发展到较高水平，年龄以外的因素至关重要。例如，某些生活经历，比如在涉及困难生活问题的领域接受培训和工作，以及拥有指导者帮忙增加智慧，有助于提高智慧水平。此外，在价值观方面，智慧水平较高的人更有可能考虑他人的福祉而不只是自己的幸福。（c）人格相关因素，比如体验的开放性、生成性和创造力，比智力等认知因素更能预测智慧（Baltes & Kunzmann，2007；Baltes & Smith，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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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在思想或行为方面可能不如年轻人敏捷、迅速，但智慧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图中这位年长的女士向一群孩子分享了她的智慧。毕生发展主义者如何描述智慧？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人生不同阶段智慧的发展特征（Sternberg & Gluck，2019）。一项研究发现，对艰难生活经历（意义创造和个人成长）的自我反思和探索性处理与更高水平的智慧息息相关（Westrate & Gluck，2017）。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成年早期，开放性人格特质能够预测60年后的智慧水平（Ardelt，Gerlach &Vaillant，2018）。同样在这项研究中，成年后期的智慧水平可以用来追溯不同发展阶段的经验和特征，例如支持性的童年、青少年期的胜任力、青年期的情绪稳定性和成年中期的生成性。一项研究表明，智慧水平在中年达到顶峰，且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智慧水平越高（Ardelt，Pridgen &Nutter Pridgen，201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于“只有非常年长的人才明智”这样的评论，你可能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回应它？

5.教育、工作和健康

教育、工作和健康是影响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三个重要因素（Calero，2019；Mantri & others，2019；Walker，2019）。它们也是理解为何在研究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时需要考虑同辈效应的三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事实上，同辈效应是认知年老化研究中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因素（Schaie，2013，2016）。一项研究发现，相比20年前接受评估的老年人，2013年至2014年接受评估的老年人的抽象推理水平更胜一筹（Gerstorf & others，2015）。一项对10个欧洲国家的老年人进行的研究表明，2004年至2013年，老年人的记忆力有所改善，对于心血管疾病减少、锻炼和教育成就增加的老年人来说，这种变化更为积极（Hessel & others，2018）。

（1）教育

20世纪的连续几代美国人都接受过较好的教育，这种情况在21世纪也是一样（Schaie，2013，2016）。教育经历与智力测试和记忆练习等信息加工任务的分数正相关（Steffener & others，2014）。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较高的教育水平对老年人的工作记忆有不容忽视的影响（Saito &others，2020）。

（2）工作

人们的工作经历包括更加强调以认知为导向的劳动。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更有可能是体力劳动者，而我们的父亲更有可能从事以认知为导向的职业。研究人员发现，当老年人从事复杂的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时，他们的认知能力表现出更低程度的（与年龄相关的）下降（Sorman &others，2020）。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中，相比涉及较低复杂性职业的同行，从较高复杂性职业中退休的老年人保持了他们的认知优势（Lane & others，2017）。而且，一项针对波多黎各老年人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工作的复杂性越高，其产生认知障碍的风险越低（Andel & others，2019）。

（3）健康

随着针对各种疾病（如高血压）的更有效治疗方法的开发，人们在成年后期也更健康。许多疾病，如中风、心脏病和糖尿病，对智力表现有不利的影响（Callisaya & others，2019）。例如，一项针对拉丁裔老年人的研究表明，心血管风险因素与较低的认知能力有关（Tarraf & others，2020）。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成年人患有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他们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会下降（Wei & others，2019）。例如，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抑郁症与较低的执行注意力、记忆力和语言表现关系密切（MacAulay &others，2020）。因此，老年人的一些智力下降的表现可能是由健康相关的因素引起的，而与年龄本身无关（Mantri & others，2019）。

15.3.2 使用它还是失去它

认知活动模式的变化可能会导致认知能力的废弃和随之而来的萎缩（Kurita & others，2020）。这个概念体现在“使用它还是失去它”这句话中。可能有利于老年人维持认知能力的活动包括读书、做填字游戏、听讲座和听音乐会等。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阅读与70多岁男性死亡率的降低有关（Jacobs & others，2008）。另一项研究对75~85岁的人进行了平均持续5年的评估（Hall &others，2009）。在研究开始时，老年人报告了他们每天参加6项活动的频率：阅读、写作、做填字游戏、玩纸牌或棋盘游戏、小组讨论和演奏音乐。老年人每多从事一项活动，快速记忆丧失的发生就会延迟0.18年。与每周只参加4次活动的老年人相比，每周参加11次活动的老年人记忆力加速衰退发生的时间点延迟了1.29年。在对老年人进行的为期12年的分析中，那些减少认知活动（例如使用计算机或打桥牌）的老年人随后在语言速度、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方面的表现都不是很好（Small & others，2012）。这些认知能力的下降与随后社交活动参与度的降低有关。

其他一些研究也强烈支持“使用它还是失去它”的认知年老化观点。在两个不同的老年人样本中，较高水平的认知活动（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写信，玩游戏）与更好的认知能力相关（Casaletto & others，2020）。梅奥诊所的年老化研究（Krell-Roesch & others，2019）发现，老年人从事的精神刺激活动（阅读、使用计算机、社交活动、玩游戏和手工活动）越多，他们罹患轻度痴呆症的风险就越低。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讨论痴呆症这种认知损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联系。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如果老年人经历更低水平的社会孤立（以高度参与社交活动和拥有大型社交网络为特征），他们就会有更好的认知能力（例如记忆和执行功能）（Evans & others，2019）。

15.3.3 训练认知能力

如果老年人正在丧失认知能力，这些能力可以通过培训重新获得吗？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认知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Redwine & others，2020；Wu & Rebok，2020）。

一项针对60~90岁老年人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情景记忆可以通过坚持参与认知要求高的新颖活动得到改善（Park & others，2014）。为了实现这一结果，老年人在三个月内平均每周要用16.5小时学习如何缝被子或使用数码摄影设备。一项研究显示，与从事社交或非挑战性活动的同龄人相比，60~90岁老年人的情景记忆和加工速度在连续3个月每周参加15小时的平板电脑培训后有所提高（Chan & others，2016）。

我们从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两个关键结论：许多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高；但是在成年后期，老年人的可塑性每况愈下，尤其是8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Baltes，Lindenberger & Staudinger，2006）。

针对老年人的自然认知活动开展的四项纵向观察研究，即长滩纵向研究、瑞典最年老的老年人（八旬双胞胎老年人）研究、西雅图纵向研究和加拿大维多利亚纵向研究发现，认知活动的变化可以预测20年后的认知结果（Brown & others，2012；Lindwall & others，2012；Mitchell & others，2012；Rebok & others，2014）。研究人员假设，如果老年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参与认知活动，他们随后抵抗认知能力下降的能力就可能会得到提高，然而，这一假设并未得到支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当老年人持续提高认知和身体活动的参与度时，他们就能够在成年后期更好地保持认知能力。

斯坦福长寿中心和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共同报告了年老化领域领先科学家达成的共识，即如何成功地提高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他们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向公众提供错误信息，使得有人兜售那些没有科学证据来支持其改善大脑功能的产品。例如，营养补充剂被宣传为减缓心智功能衰退、提高老年人心智能力的“灵丹妙药”。有些说法是合理的，但未经科学检验，而另一些说法则不切实际且令人难以置信（Willis & Belleville，2016）。

一项关于膳食补充剂和认知年老化的研究确实表明，银杏叶与老年人某些方面注意力的改善有关，并且食用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如食用鱼油）可以降低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Gorby，Brownawell & Falk，2010）。但在这项研究中，没有证据表明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可以通过服用含有人参和葡萄糖的补充剂得到改善。此外，一项针对50~75岁女性的实验研究发现，与服用安慰剂药丸的女性相比，服用鱼油26周的女性的执行功能得到了改善，且其大脑功能的许多方面也获益良多（Witte & others，2014）。另一项研究显示，使用鱼油补充剂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减少一个或多个大脑区域的萎缩（Daiello & others，2015）。但总体而言，关于膳食补充剂是否可以在数年内帮助老年人实现主要认知目标，研究尚未提供一致的可信证据。

然而，人们发现，一些基于软件的认知训练游戏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但这种提升仅限于训练所针对的具体认知任务，而无法泛化到整体认知表现的广泛提升（Rogers，Blocker &Dupuy，2020）。例如，一项针对60~85岁老年人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认知控制能力，例如持续注意和工作记忆，在接受模拟日常驾驶体验的多任务电子游戏的训练后的当时以及六个月后得到改善（Anguera & others，2013）。一项元分析认为，电子游戏对改善老年人的记忆力具有较小的训练效果，但对其他认知能力的改善则没有什么效果（Mansor，Chow & Halaki，2020）。认知训练游戏或许有可能会提高实验室环境中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但这种效果未必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另外，回想一下我们在本章前面的讨论，即定期锻炼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许多研究发现，锻炼与改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有关（Peven、Stillman & Erickson，2021）。步行或任何其他有氧锻炼似乎都能帮助将血液和氧气输送到大脑，这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思考。例如，一项研究证实，当老年人进行更高水平的体力活动时，他们的记忆力会得到改善（de Lima & others，2019）。此外，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中度至剧烈的体力活动可以改变抑郁与认知的联系，并让认知能力保持原来的水平（Hu & others，2019）。一项元分析得出结论，冥想、太极拳和瑜伽等干预措施可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Chan & others，2019）。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家庭运动游戏训练计划可以改善他们的执行功能（Adcock & others，2020）。

总之，老年人认知能力的改善可以通过某些类型的认知、身体健康和营养干预来实现（Hinault & Lemaire，2020；Peven，Stillman & Erickson，2021）。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观察到了益处（Salthouse，2019）。一项对四项纵向研究的元分析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老年人在提高认知和身体活动参与度时能够更好且长期地维持其认知能力（Rebok & others，2014）。老年人通过训练所实现的是哪种认知能力改善呢？这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更准确地确定（Anderson & Winocur，2021；Wu & Rebok，2020）。

15.3.4 认知神经科学与年老化

在本章中，我们多次注意到大脑的某些区域与年老化和认知能力之间的联系有关。在本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大脑在年老化和认知能力中的作用。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已成为研究大脑活动与认知能力之间联系的主要学科（Stuss & Craik，2021；Yachnis，2021）。该学科尤其依赖于fMRI、PET（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和DTI（扩散张量成像）等脑成像技术来揭示个体参与某些认知活动时被激活的大脑区域（Cohen，Porges & Gullett，2021）。例如，当老年人被要求编码并检索口头材料或场景图像时，研究人员将通过fMRI扫描脑部并监测大脑活动。

大脑的变化会影响认知能力，认知能力的变化也会影响大脑（Fjell & Walhovd，2020；Nadeau，2021）。例如，大脑前额叶皮质的老化可能会导致个体的工作记忆能力下降（Larrabee，2021）。而且，当老年人不经常使用他们的工作记忆时，前额叶的神经连接可能会减少。此外，激活老年人工作记忆的认知干预可能会增加这些神经连接。

尽管处于起步阶段，但关于年老化的认知神经科学已经开始揭示年老化、大脑和认知能力之间的一些重要联系了（Heilman & Nadeau，2021）。这些包括以下内容：

● 大脑前额叶皮质特定区域的神经回路会衰退，这种衰退与老年人在涉及复杂推理、工作记忆和情景记忆的任务中表现不佳有关（Fjell & Walhovd，2020，见图15.6）。

● 相比年轻人，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大脑的两个半球来补偿与年龄相关的注意力、记忆力和语言能力的下降（Esteves & others，2020）。两项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在信息加工过程中，老年人更好的记忆表现与大脑两个半球更高水平的活动有关（Angel &others，2011；Manenti，Cotelli & Miniussi，2011）。

● 老年人海马体的功能会下降，但下降程度低于额叶功能的下降程度（Antonenko & Floel，2014）。华纳·谢伊（Warner Schaie）的研究显示，如果个体的记忆力和执行功能在中年下降，他们的海马体在成年后期就会表现出更多的萎缩，如果个体的记忆力和执行功能在中年得到改善，他们的海马体在成年后期就不会表现出功能下降。

● 在年老化的过程中，神经衰退的模式在检索中比在编码中更显而易见（Gutchess & others，2005）。

●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通常在执行简单的任务时大脑额叶和顶叶的活动更活跃，但随着注意力需求的增加，老年人涉及认知控制的大脑额叶和顶叶区域的功能表现较差（Campbell & other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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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6 前额叶皮质

研究人员能够将大脑变化与认知发展联系起来，这是神经影像学的进步带来的重大进展。这里显示的是大脑前额叶皮质的fMRI图片。你在前额叶皮质、年老化和认知发展之间发现了哪些联系呢？

● 额顶网络中的皮质厚度能够预测老年人的执行功能（Stuss & Craik，2021）。

● 相比老年人，年轻人的大脑区域之间有更好的连接（Edde & others，2020）。

● 越来越多的认知和健身训练研究使用脑成像技术（如fMRI）来评估这种训练对大脑功能的影响（Peven，Stillman & Erickson，2021）。一项研究显示，老年人在连续六个月中每周三天均步行一小时，之后他们大脑的额叶和颞叶体积增加（Colcombe & others，2006）。

15.4 工作和退休

退休后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在全部老年人中的占比是多少？他们的工作效率如何？谁最适合退休？这些是我们将在本节中研究的一些问题。

15.4.1 工作

在2000年，美国65~69岁的人中有23%是劳动力，2015年，这一比例跃升至32%（Short，2018）；对于70~74岁的人，2000年有13%的人参加工作，但这一比例在2015年增加到19%。女性的增长相比男性更胜一筹。例如，自2000年以来，75岁及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上升了87%，而75岁及以上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增加了45%（Short，2018）。

据估计，超过65岁还在工作的老年人比例从1991年的16%增加到2018年的48%（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2018）。一项研究发现，老年人在退休后继续工作是因为受到财务状况、健康状况、知识水平和生活目标等因素的推动（Sewdas & others，2017）。一项分析得出结论，更健康、受过更好教育和收入更高的老年人可以工作的时间更长（United Income，2019）。低收入老年人更有可能从事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工作，这使得他们变老后在工作上更加难以为继。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从事兼职或全职工作的老年人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08）。1995年以后，在6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队伍中，从事全职工作的人数大幅增加，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数大幅减少。这可能反映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他们的退休生活（Rix，2011）。一项调查显示，对于50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来说，47%的人现在希望退休的时间比他们以前设想的更晚（Associated Press–NORC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Research，2013）。78%的工人提到了财务方面，称他们退休后领取到的补贴比2008年经济衰退之前领取到的更少。一项研究发现，婴儿潮一代希望工作时间比前几代人的更长（Dong &others，2017）。

与年轻工人相比，老年工人的缺勤率较低，引发的事故较少，工作满意度更高（Warr，2004）。此外，一项研究表明，相比年轻的员工，年长的员工不仅满意度更高，病假更少，还表现出更强的问题解决能力（Milken Institute and Stanford Center on Longevity，2019）。这意味着老年员工对公司的价值可能超过他们认知能力的价值。当前的联邦法律允许65岁以上的人继续从事大多数工作。

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正在发展第二或第三职业（Cahill & others，2019）。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类型，或者是以前工作的较低水平的延续。许多老年人还作为志愿者或志愿协会的积极参与者参加无报酬工作。这些选择为老年人提供了参与生产活动、社交互动和实现积极认同的机会（Topa，Depolo & Alcover，2018）。

几项研究发现，相比退休后不再工作的老年人，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具有更好的身体和认知状况。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相比全职工作者，65岁及以上的员工退休后的身体机能下降速度更快，这种差异不能用没有慢性病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解释（Stenholm & others，2014）。另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那些继续从事有偿工作的人比退休人员有更好的身体和认知能力（Tan & other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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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的拉塞尔·鲍勃·哈勒尔（Russell“Bob”Harrell）仍在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的兹科咨询工程师公司每日工作12个小时。作为一名公路和桥梁工程师，他设计和规划了许多道路。48岁的副总裁詹姆斯·赖斯（James Rice）说，鲍勃每天都想学习新东西，他从鲍勃身上学到了很多人生教训。老年人的工作和退休有什么变化呢？

你会怎么做？

如果要倡导雇用老年人以及将他们留在工作岗位上，而你是一名工业或组织心理学家，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呢？

15.4.2 适应退休

退休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件（Carr & others，2020）。对于退休适应得最好的老年人往往健康、有足够的收入、活跃、受过教育、拥有包括朋友和家人在内的扩展性社交网络，并且通常在退休前对自己的生活也很满意（Ilmakunnas & Ilmakunnas，2018；Miller，2018）。收入不足且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以及必须应对退休时发生的其他压力事件（例如配偶去世）的老年人，是最难适应退休的（Biro & Elek，2018；Mossburg，2018）。一项研究发现，退休满意度与实现退休计划、复原力、社会融合、融入新角色有关，尤其是跟家庭关系的质量有关（Principi & others，2020）。

15.5 心理健康

尽管现在很大一部分人可以拥有更长的寿命，但他们在年老时也更有可能受到心理障碍的影响（Laheij-Rooijakkers & others，2020）。心理障碍对个体及其家庭来说是个长远的麻烦，对社会来说处理代价较大。心理障碍使得个体愈加依赖他人的帮助和照顾。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会导致人类潜力的丧失并让个体遭受痛苦（Quach & Burr，2020）。虽然老年人的心理障碍是一个主要问题，然而，相比年轻人，老年人的心理障碍的总体发病率并不高（Busse & Blazer，1996）。

15.5.1 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

老年人中最让人头疼的心理障碍是痴呆症（dementia）。近年来，人们广泛关注的是最常见的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

1.痴呆症

痴呆症是几种神经系统疾病的全球术语，它涉及的心理功能下降严重到足以干扰日常生活，且不可逆（Alzheimer’s Association，2020）。阿尔茨海默病占痴呆症的60%~80%，第二常见的痴呆症是血管痴呆症。中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60~65岁人群参与了中到高强度的身体锻炼，他们的痴呆症发病率就会降低（Wu & others，2020）。

2.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是痴呆症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进行性的、不可逆的脑部疾病，其特征是记忆力、推理能力、语言能力以及身体功能逐渐恶化。据估计，2020年美国有580万名成年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预计婴儿潮一代中有1000万人将患上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Association，2020）。从2000年到2018年，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下降了7.8%，而阿尔茨海默病死亡人数增加了146%（Alzheimer’s Disease，2020）。65岁及以上的人中，有10%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在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比例激增：65~74岁的人中为3%，75~84岁的人中为17%，85岁及以上的人中为32%（Alzheimer’s Association，2020）。

在美国，几乎三分之二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是女性（Alzheimer’s Association，2020）。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病，因为她们的预期寿命比男性长。非裔美国老年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大约是非拉丁裔白人老年人的2倍，拉丁裔老年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大约是非拉丁裔白人老年人的1.5倍（Alzheimer’s Association，2020）。由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不断增加，研究人员已投入更大的努力去发现患病原因并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法（Hodler，Kubik-Huch & von Schulthess，2020）。

基于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的研究状况，一旦阿尔茨海默病导致脑组织破坏，对该疾病的治疗就不太可能逆转损害了。阿尔茨海默病涉及大脑中的一种化学物质——乙酰胆碱的缺失，乙酰胆碱在记忆中起着重要作用（Barter & Foster，2021）。此外，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大脑会萎缩和恶化。这种恶化的特征是淀粉样斑块（积聚在血管中的蛋白质密集沉积物）（Lin & others，2020）和神经原纤维缠结（在神经元中积聚的扭曲纤维）的形成（Sharma & others，2020）。神经原纤维缠结主要由一种叫作“tau”的蛋白质组成（Kim & Park，2020）。目前，人们对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作用有相当大的研究兴趣（Gonzalez-Escamilla & others，2020）。

目前，关于淀粉样斑块和神经原纤维缠结的神经影像学还没有发展起来。不过现在已经开发出了新的神经成像技术，可以检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的这些关键特征（Lauretti & Pratico，2020）。这一技术突破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以确定健康的认知能力如何过渡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适应症状（Vernooij & van Buchem，2020）。

人们对氧化应激在阿尔茨海默病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感兴趣（Mi & others，2020）。当身体无法抵御自由基的攻击时，就会发生氧化应激（Jurcau & Simion，2020）。此外，线粒体功能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P. Yang & others，2020）。

尽管科学家不确定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是什么，但年龄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基因也可能起重要作用（Sims，Hill & Williams，2020）。65岁以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人数每5年会翻一番。一种叫作载脂蛋白E（apolipoprotein E，ApoE）的基因与大脑中淀粉样斑块和神经原纤维缠结的增加有关（Minta & others，2020）。人们特别关注被标记为ApoE4的等位基因（基因的替代形式），它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强致病因素（Montagne，Nation & Ziokovic，2020）。超过60%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至少有一个ApoE4等位基因，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拥有这种等位基因（Dubal & Rogine，2017）。事实上，ApoE4等位基因是迟发性（65岁及以上时才发病）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强遗传预测因素（Giri & others，2017）。尽管ApoE4等位基因的存在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存在联系，但携带ApoE4等位基因的人中只有不到50%的人在老年时患上痴呆症。

尽管有阿尔茨海默病家族史的人患病风险更大，但患这种疾病很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包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Ettcheto & others，2020）。研究人员对于探索表观遗传学如何加深人们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理解越来越感兴趣（Mahajan & others，2020）。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DNA甲基化，我们在前文中进行了讨论（Sharma，Mehta & Singh，2020）。DNA甲基化涉及一些微小原子，这些原子会将自己附着在基因外部，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锻炼和采取健康饮食而增加，但会由于使用烟草而减少（Dasinger & others，2020）。因此，生活方式可能会与基因相互作用，从而影响阿尔茨海默病（Ferretti & others，2020）。

近期，许多心脏风险因素——肥胖、吸烟、高血压、动脉硬化、高胆固醇、血脂和永久性心房颤动也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Jiang & others，2020；Zhou & others，2020）。干预有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的人的生活的最佳策略之一是通过饮食、药物和锻炼来改善他们的心脏功能（Serrano-Poso &Growdon，2019）。

3.轻度认知障碍

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代表了正常年老化与极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痴呆症的认知变化之间的过渡状态（Blanken & others，2020）。据估计，65岁及以上的人中，大约有15%~20% 的人患有MCI（Alzheimer’s Association，2020）。虽然许多患有MCI的人不会继续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但MCI是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因素（Cui & others，2019）。人们要区分只和年龄相关的记忆力下降的个体与患有MCI的个体是极为困难的，预测哪些患有MCI的人随后会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也异常棘手（X. Xu & oth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患有MCI的个体在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之前至少有一个ApoE4等位基因（Aleggret & others，2014）。这项研究还显示，老年人从MCI发展到阿尔茨海默病，其记忆损害的程度是认知能力下降速度的关键影响因素。此外，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从认知和身体两方面进行干预可以改善MCI患者的认知状态（例如执行功能和记忆力）和身体功能（例如移动性和平衡性）（C. Yang & others，2020）。

4.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治疗

五种药物已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Almeida，2018）。其中三种药物——多奈哌齐（Aricept）、加兰他敏（Razadyne）和卡巴拉汀（Exelon）——是胆碱酯酶抑制剂，旨在通过提高大脑中乙酰胆碱的水平来改善记忆和其他认知能力（Gareri & others，2017）。第四种药物美金刚（Namenda）可以调节谷氨酸的活性，而谷氨酸会参与加工信息。“Namzatric”是美金刚和多奈哌齐的组合，是第五种获批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这种药物旨在改善整体心理能力（Almeida，2018）。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胆碱酯酶抑制剂不能阻止MCI发展为痴呆症（Masoodi，2013）。另外，请记住，目前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只会减缓疾病的发展，而不会消除病因（Rajeshwari & others，2019）。此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尚未批准任何药物用于治疗MCI（Alzheimer’s Association，2020）。

5.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人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Alzheimer’s Association，2020）。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认为，家庭可以成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重要支持系统，但这种支持可能会让家庭成员付出较大成本，他们可能会因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所需的广泛护理而变得身心俱疲（Wawrziczny &others，2017；White & others，2018）。2019年，美国向老年人提供的帮助中有83%来自家人、朋友或无偿护理人员，这些护理人员中有近一半是在帮助阿尔茨海默病患者（Alzheimer’s Association，2020）。一项研究证实，相比不用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同龄人，家庭照料者在开始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庭成员后的前3年，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下降得更多（Valimaki &others，2016）。

人们开发出了临时护理（respite care），即为照顾残疾人、患者或老年人的人提供临时救济的服务，以帮助照料者满足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日常需求（Newkirk & others，2020）。慢性病照料者急需休息，临时护理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得到休息（Riekkola & others，2019）。

15.5.2 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是另一种类型的痴呆症，这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其特征是肌肉震颤、运动减慢和部分面瘫。帕金森病是由大脑中产生多巴胺的神经元变性引发的（Foley，2019）。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是发挥正常大脑功能所必需的。这些神经元退化的原因尚不清楚。

帕金森病的主要治疗方法包括在疾病的早期阶段施用增强多巴胺作用的药物（多巴胺激动剂），然后施用药物左旋多巴，由大脑将其转化为多巴胺（Boon & others，2020）。然而，医生很难确定左旋多巴的正确剂量，并且该药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功效（Nomoto & others，2009）。另一种帕金森病晚期的治疗方法是深部脑刺激（DBS），这需要在大脑内植入电极，然后通过类似起搏器的装置刺激电极（Little & Brown，2020）。一项研究得出结论，DBS可以改善帕金森患者的运动功能长达10年，但改善的效果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Limousin & Foltynie，2019）。干细胞移植和基因治疗也为治疗帕金森病带来了希望（Sadatpoor & others，2020）。



内容总结






长寿、生理年老化和身体发展




● 人们的预期寿命大幅增加，但生命跨度却没有。在美国，活到100岁或以上的人数正在增加。

● 年老化的生物学理论包括进化理论、细胞时钟理论、自由基理论、线粒体理论和激素压力理论。

● 年老化的大脑保留了相当大的可塑性和适应性。

● 伴随年老化的身体变化包括运动减慢以及皮肤出现皱纹和老年斑。感知能力、心血管功能和肺活量也有所下降。许多老年人的睡眠问题与健康问题有关。

● 尽管成年后期性活动减少，但只要身体健康，许多人就会继续进行性活动。



健康




● 人们产生疾病或患病的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慢性疾病，如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症，在成年后期变得更加常见。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是个体在成年后期死亡的主要原因。

● 锻炼对身体的益处在老年人中得到了明确的证明。

● 不同养老院的质量有巨大差异。养老院的替代方案包括家庭保健、老年护理中心和预防医学诊所。



认知能力




● 不像中年人和年轻人，老年人不擅长涉及选择性注意的复杂任务，但他们在持续性注意方面往往与中年人和年轻人表现得同样出色。记忆的某些方面，如情景记忆，在老年人中的水平会下降。尽管老年人的执行功能存在个体差异，但执行功能的一般方面（如认知控制程度和工作记忆水平）在成年后期通常都会下降。

● 相比不使用认知能力的老年人，参与认知活动的老年人，尤其是参与具有挑战性的认知活动的老年人，具有更高水平的认知能力。

● 老年人的一些认知能力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高，但老年人在成年后期会有一些可塑性的丧失。● 人们对年老化的认知神经科学有相当大的兴趣。一个发现是成年后期前额叶皮质的功能下降，这与老年人在涉及复杂推理和记忆方面的任务中的表现不佳有关。



工作和退休




●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从事兼职工作或志愿工作，并在整个成年后期继续保持生产力。

● 健康、经济稳定、受过教育、对广泛的社交网络满意的人最能适应退休。



心理健康




● 患有痴呆症（如阿尔茨海默病）的人通常会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阿尔茨海默病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痴呆症。

● 帕金森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其特征是肌肉震颤、运动减慢和部分面瘫。







第16章 成年后期的社会情绪发展




本章纲要



社会情绪发展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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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里克森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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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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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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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补偿的选择最优化理论






人格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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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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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中的老年人






家庭与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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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image: ]






 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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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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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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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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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他主义与志愿服务






种族、性别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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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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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成功年老化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鲍勃·库西，适应老年生活

鲍勃·库西（Bob Cousy）曾是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明星球员，他曾帮助球队赢得了许多冠军。鉴于他在运动方面的成就，库西被美国有线电视联播网评为20世纪最杰出的100名运动员之一。退役后，他成为一名大学篮球教练，70多岁时成为波士顿凯尔特人篮球比赛的广播员。如今90多岁的库西已经退休，但他一直定期打高尔夫和网球，并与伴侣、子女、孙子孙女以及朋友都保持着良好关系。2013年，在共度63年婚姻后，库西患有痴呆症的妻子去世了。在妻子患上痴呆症后，库西每天在家照顾她，看着她的身心日渐衰退。自从妻子去世后，他仍在每天晚上临睡前向去世的妻子表达爱意（Williamson，2013）。

和许多名人一样，库西的荣誉并不足以让我们了解他的个人生活和贡献。除了在妻子晚年为其提供大量照顾之外，还有两个例子说明了他的人道主义（McClellan，2004）。第一件事是，在库西为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效力时，他的非裔美国队友查克·库珀（Chuck Cooper）因种族原因在旅行途中被酒店拒绝入住。库西对教练表达了对此事的愤怒，并陪同满怀感激的库珀乘火车返回波士顿。第二件事是，鲍勃·库西人道主义基金用于“表彰那些毕生致力于利用篮球运动帮助他人的人”。该人道主义基金反映了库西关心他人、感激社会、回报社会、关注世界的品质。

作为一位老年人，库西对生活的积极参与体现了成年后期的社会情绪发展的一些重要内容，包括积极参与对提高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作用、适应变化的能力、与亲友的亲密关系在情感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关于成年后期的社会情绪发展中，我们会介绍许多关于社会情绪发展的理论，以及人格与社会，家庭与社会关系，种族、性别与文化以及成功年老化方面的内容。

16.1 社会情绪发展的相关理论

在本节，我们将探讨与成年后期的社会情绪发展有关的4个主要理论：埃里克森的理论、活跃理论、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与带补偿的选择最优化理论。

16.1.1 埃里克森的理论

我们先前了解了埃里克森的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这些阶段涉及不同的发展时期，我们还详细探讨了每个阶段的内容。完善对失望是埃里克森提出的第八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发生在成年后期。此时，老年人回首过去，要么认为它是积极而有意义的，要么认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如果通过各种途径，老年人在之前的各个阶段中都形成了积极的态度，其回顾生命时就会看到一幅美好的人生图景，从而对人生感到满意（完善）。但如果老年人以消极的方式解决了一个或多个早期人生阶段的问题（如成年早期的社交孤立与成年中期的停滞不前），那么其对自己人生总价值的回顾就可能是消极的（失望）。

生命回顾在这一最后阶段中至关重要。它包括个体对人生经历的回顾、评估、解释以及再度诠释（Rose & others，2020）。杰出的年老化研究者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认为，生命回顾是从对死亡的思考开始的。有时候，生命回顾是平静进行的，有时候则进行得更加强烈，个体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实现自身的内在整合。生命回顾最初可能是从对生活中杂乱无章和微不足道的事物的反思中观察到的。这些反思可能稍纵即逝、断断续续地出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变得更为平稳和持久。

生命回顾不仅涉及对自己生活中积极方面的确认和反思，还包括对遗憾之处的思考。遗憾是发展成熟智慧和自我理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Korte & others，2014）。通过审视积极经历和个人遗憾，人们可以更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生活的复杂性，并可能提高生活满意度（King & Hicks，2007）。

尽管遗憾是生命回顾中不无裨益的一部分，然而，研究表明，老年人不应过度沉浸在遗憾中，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改变遗憾的机会也在减少（Suri & Gross，2012）。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情绪调节水平较高、成功年老化的老年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较低的遗憾敏感性（Brassen & others，2012）。

治疗老年患者时，一些临床医生会使用回忆疗法（reminiscence therapy）。回忆疗法涉及与其他个体或群体讨论过去的活动和经历（Ching-Teng & others，2020）。这种疗法可以使用照片、熟悉的物品、视频或音频等实施。回忆疗法可以改善老年人的情绪和生活质量，包括痴呆症患者（Cuevas & others，2020）。一项研究表明，回忆疗法可以减少个体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增加社交参与（Shropshire，2020）。另一项研究发现，回忆干预措施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应对技能（Satorres & others，2018）。此外，一种特定的回忆疗法，即聚焦依恋的回忆疗法（attachment focused reminiscence therapy）可以减少非裔美国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感知压力和急诊室就诊次数（Sabir & others，2016）。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会如何为回忆疗法提供理论解释和研究支持呢？如何让你的学生的长辈参与到这种疗法中来呢？

16.1.2 活跃理论

活跃理论（activity theory）认为，老年人越是积极参与生活，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就越高。研究人员发现，当老年人保持积极参与、精力充沛和富有成效的状态时，他们的年老化过程会更加成功，且他们比与社会脱节的老年人更加幸福（Peven，Stillman & Erickson，2021）。一项对加拿大老年人的研究显示，身体活跃度更高的人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多的社交互动（Azagba &Sharaf，2014）。一项研究表明，采取以活动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与老年人较低的抑郁水平密切相关（Juang & others，2018）。

活跃理论还指出，如果个体能够延续成年中期的角色到成年后期，他们很可能会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Lee & others，2020）。然而，如果这些角色被剥夺（比如提前退休），找到能够保持活跃参与的替代角色对他们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16.1.3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认为，人们的动机会随着时间视野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当人们感到时间有限时，他们倾向于优先考虑情感意义和追求情感满足。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变得更有选择性。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由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提出，该理论认为老年人会有意识地减少与生活中较为边缘的人的社交接触，而增加与亲朋好友和家人的联系。这种有选择性地缩小社交互动的行为旨在最大化积极的情感体验，并将情感风险降到最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行为变得更加明显。老年人所剩的生命年限减少很可能增加他们对于有意义关系的重视程度（Moss & Wilson，2018）。他们对扩大社交网络更加谨慎小心，以确保他们建立的关系具有意义。

刻板印象认为老年人拥有较小的社交网络与情感绝望难脱干系，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则挑战了这一观点（Carstensen，2016，2019）。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精心选择且富有意义的社交网络使老年人能够与朋友和家人共度更多令人愉快的时光。令人毫不意外的是，老年人的社交网络比年轻人的要小得多。在一项被试年龄为18~94岁的研究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无关紧要的社交联系越来越少，但他们与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的人仍保持着亲密关系（English & Carstensen，2014）。

然而，老年人的社交网络也可能变得过小。斯坦福长寿中心进行了一项名为“视线计划”（Sightlines Project）的大规模研究，调查了不同年龄组人群健康生活的情况。结果显示，55~64岁年龄组的个体与他人和社区的社交参与似乎较15年前有所减少（Parker，2016）。与15年前相比，许多即将退休的人与配偶、伴侣、家人、朋友和邻居的关系更加松散。为了增加老年人的社交参与，2016年，“视线计划”建议采取以下策略：实施可以增强支持网络的雇主健康计划，创造支持邻里和社区互动的环境，改善个体的人际交往技能，并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Streeter，Raposo & Liao，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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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卡斯滕森（右）在照料一位老年女性。她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在解释年老化过程中的社交网络变化方面受到了认可。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还关注个体追求的目标类型（Carstensen，2019）。其中有两类目标很重要，分别是与知识相关的（knowledge-related）目标和与情感相关的（emotion-related）目标。在个体的生命周期中，达成与知识相关的目标的动机水平在早期相对较高，在青少年期与成年早期达到高峰，然后在成年中期和成年后期逐渐下降。而达成与情感相关的目标的动机水平则在婴儿期和童年早期较高，随后在童年中期和成年早期逐渐下降，而在成年中期和成年后期又有所提高。劳拉·卡斯滕森指出，当老年人专注于达成情感上有意义的目标时，他们会对生活更为满意，感觉更好，并且负面情绪较少。

那么，老年人是否在情感上比年轻人更为满意呢？一项包含72项研究、涉及19个国家的19000名被试的元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老年人的情感体验比年轻人的更为积极（Laureiro–Martinez，Trujillo & Unda，2017）。此外，该元分析还得出结论：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对过去的负面事件关注较少。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对负面情况反应不太大，更善于对无关的负面信息视而不见，记住更多积极而非消极的信息（Paul，2019）。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情感生活也更加平稳，起伏波动较少。因此，老年人的情感生活比常见的刻板印象所描述的更加积极，并且较少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Carstensen，2019）。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如何利用研究信息回应那些称自己不想和脾气暴躁的老年人一起工作的大学生呢？

16.1.4 带补偿的选择最优化理论

带补偿的选择最优化理论（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theory）认为成功年老化与三个主要因素相关：选择、最优化和补偿（selection，optimization，compensation，SOC）。该理论描述了人们如何产生新资源并有效地分配给他们想要完成的任务（Baltes，Lindenberger &Staudinger，2006；Nikitin & Freund，2019）。关于选择的前提的观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出现能力下降和功能丧失，在大多数生活领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最优化意味着通过持续练习和使用新技术，老年人在某些领域可以维持表现水平。当生活任务的要求超出老年人当前表现的潜力水平时，补偿就变得不可或缺。一项针对22~94岁个体的研究发现，中年人、老年人以及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在使用更多选择性优化与补偿策略时有更高的幸福水平（Teshale & Lachman，2016）。

在对心理或身体有高要求的情况下，老年人尤其需要进行补偿，例如在短时间内思考和记忆新材料、在驾驶时迅速反应或进行竞技性网球比赛。当老年人患病时，其对补偿的需求更是会大幅增加。

根据保罗·巴尔特斯及其同事的观点，选择重要领域和生活优先事项是发展的重要方面。人生目标和个人生活投入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可能并非一成不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现目标并不足以使生活满意，实现有意义的目标才能带来满足感（Nimrod，2020）。一项横断研究评估了25~105岁被试的个人生活投入（Staudinger，1996）（见图16.1）。25~34岁的被试表示他们在工作、朋友、家庭和独立性方面投入了更多的时间。而在35~54岁和55~65岁这两个阶段的被试则表示家庭在个人投入方面比朋友更胜一筹。70~84岁的被试在个人生活投入方面较前两个阶段的被试没有明显变化，但对于85~105岁的被试来说，健康成为最重要的个人生活投入领域，同时，思考人生首次成为他们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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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人生不同阶段的个人生活投入水平

这里展示的是在人生不同阶段个人生活投入水平较高的前4个领域。排在最上方的领域是个人生活投入水平最高的领域（例如，在25~34岁，个人生活投入水平最高的领域是工作；在35~84岁，个人生活投入水平最高的领域是家庭；在85~105岁，个人生活投入水平最高的领域是健康）。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者，你会如何解释选择、最优化和补偿过程？你会如何在课堂中使用带补偿的选择最优化理论呢？

16.2 人格与社会

人格与老年人的死亡率有关吗？社会对老年人的看法和态度如何？

16.2.1 人格

在前文中，我们了解了5个重要的人格因素：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这5个人格因素在成年后期仍然会发生变化（Roberts & Nickel，2020）。举例来说，有研究发现老年人比中年人和年轻人更加有尽责性和宜人性（Allemand，Zimprich & Hendriks，2008）。另一项研究调查了尽责性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变化情况，该研究发现，在成年后期，尽责性的不同方面，包括冲动控制、可靠性和传统性都有所增强（Jackson & others，2009）。

对老年人而言，尽责性与许多积极结果关系密切。例如，尽责性水平更高的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经历的认知衰退较少（Luchetti & others，2016）。此外，神经质水平较高和尽责性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在进行目标导向行为所需的认知控制过程方面，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Bell，Hill & Stavrinos，2020）。另外，在老年人中，更高水平的尽责性、开放性、宜人性和外向性与积极情绪相关，而更高水平的神经质与消极情绪相关（Kahlbaugh & Huffman，2017）。一项研究表明，尽责性水平较高的老年人经历了最佳的年老化过程，包括积极情绪、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心理健康等（Melendez & others，2019）。在另一项研究中，尽责性水平较高的非裔美国人和非拉丁裔白人老年人患痴呆症的风险较低（Kaup，Harmell & Yaffe，2019）。

人格因素也与老年人的死亡率相关（Roberts & Nickel，2020）：

● 尽责性。一项关于“大五”人格因素的研究发现，尽责性是寿命的最强预测因素（Chapman & others，2020）。

● 外向性。外向的个体寿命更长（Graham & others，2017）。在一项研究中，外向性的活动维度在预测寿命方面优于其他维度（Chapman & others，2020）。

● 神经质。神经质水平较低的个体寿命更长（Graham & others，2017）。

● 开放性。在一项研究中，开放性的水平在老年人去世前会有所下降（Sharp & others，2019）。

情绪和对生活的态度也与老年人的死亡率关系紧密（Carstensen，2014）。乐观、积极的老年人比悲观、消极的老年人寿命更长（Kolokotroni，Anagnostopoulos & Hantzi，201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能提供哪些研究信息来证明人格因素在成年后期会继续发生变化呢？

16.2.2 社会中的老年人

社会是否对老年人持负面刻板印象？老龄化社会存在哪些政策问题？技术在老年人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1.关于老年人的负面刻板印象

老年人常常因年龄歧视（agesim）而受到社会参与的限制，年龄歧视指的是因年龄而对人产生偏见，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偏见（Airth & Oelke，2020）。老年人经常被认为无法清晰思考、学习新事物、享受性生活、为社区做贡献或承担工作责任。许多老年人遭受着严重的年龄歧视，他们可能过于谦和礼貌和谨慎胆小，不敢公开反对负面刻板印象。由于年龄的缘故，老年人可能无法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或者被解雇，他们可能在社交方面被无视，甚至在家庭生活中被边缘化。

年龄歧视是随处可见的现象（Lytle，Nowacek & Levy，2020；Yunus & Hairi，2020）。一项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对老年人持有负面刻板印象（Rupp，Vodanovich & Crede，2005）。最常见的年龄歧视是对老年人缺乏尊重，其次是预设老年人是健康状况不佳且弱不禁风的（Palmore，2004）。此外，在29个欧洲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5~115岁个体遭受的年龄歧视情况（Bratt & others，2018）。该研究发现，相较于年长的个体，年轻的个体对老年人表现出更多的年龄歧视。另外，一项对45个国家的老年人健康情况进行的研究发现，年龄歧视导致了较差的健康结果，尤其是在较不发达的国家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Chang & others，2020）。

2.老龄化社会的政策问题

在美国，老龄化社会和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引发了与老年人福祉相关的政策讨论（Leslie &others，2020）。相关政策包括个人收入、医疗保健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我们将逐一进行讨论。

（1）个人收入

许多人担心他们是否有足够的钱以在老年时过上舒适安乐的生活（Lipsitz，2020）。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的经济是否能够负担得起如此多老年人的消费，因为老年人通常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特别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成年人的储蓄率很低，这导致自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衰退以来，一些老年人面临着财务问题（Topa，Lunceford & Boyatzis，2018）。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贫困老年人。研究人员发现，成年后期的贫困与较高的身心健康问题发生率关系紧密（Elfassy & others，2019）。此外，一项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增加了老年人早逝的风险（Domenech-Abella & others，2018）。

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贫困老年人总体数量有所下降，但在2016年，美国仍有9.3%的老年人生活在贫困中（U.S. Census Bureau，2018）。2016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女性（10.6%）比男性（7.6%）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中（U.S. Census Bureau，2018）。有19%的单身、离异或丧偶的65岁及以上女性生活在贫困中。人们对老年妇女贫困问题特别关注，并就社会保障如何为她们提供广泛的经济支持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Christ & Gronniger，2018）。

少数种族老年人的贫困率远高于非拉丁裔白人老年人的贫困率。2016年，18.7%的非裔美国老年人、17.4%的拉丁裔美国老年人、11.8%的亚裔美国老年人和7.1%的非拉丁裔白人老年人生活在贫困中（U.S. Census Bureau，2018）。2016年，拉丁裔贫困率为17.4%，较2013年的20%有显著下降，而2016年的非裔贫困率与2013年基本持平。

（2）医疗保健

老龄化也带来了与医疗保健有关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慢性病患者面临的高昂医疗保健费用（Lipsitz，2020；Straatmann & others，2020）。美国医疗费用总额中约有三分之一用于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而这一群体只占总人口的12%。医疗保险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下为65岁及以上成年人提供的医疗保健保险计划（Kumar & others，2020）。在《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通过之前，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发达国家。

（3）科学技术

互联网在为老年人和年轻人提供信息和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Arcury & others，2020；Fields & others，2020）。2019年，73%的65岁及以上美国成年人使用互联网，这一比例较2013年的59%和2000年的14%有大幅增长（Anderson & others，2019）。美国总人口中，有90%的人使用互联网，年轻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率比年长老年人更高（65~69岁人群的互联网使用率为82%，而80岁及以上人群的互联网使用率仅为44%）。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使用电子邮件和智能手机进行交流，尤其是与朋友和亲戚联系（Gillain & others，2019）。在2016年，约40%的65岁及以上美国成年人是智能手机用户，比2013年增长了24%（Anderson，2017）。在这项调查中，在65~69岁人群中，有59%的人使用智能手机，而在80岁及以上人群中，只有17%的人使用智能手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比例与中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相去甚远。

如今，老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率也有所提高。2016年，34%的65岁及以上美国成年人使用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而在2013年，这一比例为27%（Anderson，2017）。此外，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使用健康信息技术的老年人数量从2018年的930万人增加到了2230万人（Hung，Lyons & Wu，2020）。

尽管计算机、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在各个年龄段的人们生活中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人们仍然会花费大量时间观看电视节目，尤其是在晚年时期。根据2016年尼尔森公司的一项调查，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每周平均观看电视时间为51小时32分钟（Recode，2016）。这比其他任何年龄组的平均观看电视时间都长得多，比如25~34岁年龄组的这一数据是23小时26分钟，35~49岁年龄组的这一数据是32小时7分钟，50~64岁年龄组的这一数据是44分钟6秒。老年人每周观看电视的惊人时长不免让人忧心忡忡，因为长时间的久坐行为可能会影响身体锻炼和社交活动，而这些与健康息息相关。

16.3 家庭与社会关系

老年人的亲密关系是否与年轻人的有所不同？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有何特点？友谊和社交网络对老年人的生活有何益处？老年人的利他主义和志愿服务如何产生积极影响？

16.3.1 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晚年生活往往意味着男性已婚，女性丧偶。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婚姻解体的趋势有增无减，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可能在一生中结婚、离婚和再婚。

1.已婚老年人

在2017年，美国6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57.8%是已婚者（U.S. Census Bureau，2018）。相比之下，老年男性的已婚比例比老年女性高。2017年，24%的65岁以上美国成年人是丧偶者（U.S.Census Bureau，2018）。丧偶女性人数比丧偶男性人数多出四倍以上。

相比单身者，处于婚姻或伴侣关系的老年人通常更怡然自乐，更少感受到痛苦，并且寿命更长（Roberto & Weaver，2019）。一项针对75岁及以上成年人的纵向研究显示，在7年的时间跨度内，已婚者的死亡率低于单身者（Rasulo，Christensen & Tomassini，2005）。

在成年后期，已婚者更有可能需要照顾健康状况不佳的患病配偶（Ornstein & others，2019）。照顾患有慢性疾病的配偶所带来的压力可能对亲密关系产生影响（Polenick & DePasquale，2019）。

2.离婚与再婚老年人

离婚老年人的数量有所增加（Lin & others，2019）。一项比较研究发现，65岁及以上女性的离婚比例从1980年的3%增加到了2017年的15%，而65岁及以上男性的离婚比例从1980年的4%增加到了2015年的11%（U.S. Census Bureau，2017）。其中许多人在进入晚年之前就已经离婚或分居。

在离婚老年人群体中，大多数是女性。一方面是因为女性的寿命较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男性更有可能再婚，从而不再属于离婚老年人群体（Peek，2009）。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离婚率很低。这种差异很可能是由同辈效应而不是年龄效应造成的，因为当前的老年人在年轻时相对较少离婚（Peek，2009）。

一项研究发现，许多与年轻人离婚相关的传统因素也可能同样存在于老年人身上（Lin &others，2019）。老年人婚姻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婚姻质量越高、财富积累越多，离婚的可能性就越低。

总体来说，离婚会对老年人产生社会、经济和身体上的影响（Lin & others，2019）。离婚可能会削弱个体在晚年时的亲属关系，特别是对于老年男性而言。离婚的老年女性拥有的财务资源可能不足，且离婚与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息息相关（Bennett，2006）。此外，一项针对英国老年人（平均年龄为63岁）的研究发现，比起已婚者，离婚者更有可能早逝并且生活满意度更低（Bourassa，Ruiz & Sbarra，2019）。另一项研究表明，与20年前相比，如今的老年人对离婚的接受度更高（Brown & Wright，2019）。

离婚率的上升、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导致了老年人再婚率的提高（Ganong & others，2019）。一项针对中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在离婚后的10年内，有22%的女性和37%的男性分别重新建立了伴侣关系。重新建立伴侣关系的形式更常是同居而不是再婚，男性尤其如此。

当一位老年人想要再婚或已经再婚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些老年人会感受到反对他们再婚的负面社会压力。这些负面社会压力包括异样的眼光，甚至是被成年子女排斥（Ganong & Coleman，2018）。不过，大多数成年子女支持他们的父母关于再婚的决定。

成年子女可能会受到老年人再婚的影响。研究发现，再婚的父母和继父母对成年子女提供的支持要少于初次婚姻中的父母（Ganong，Coleman & Sanner，2018）。

3.同居老年人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同居（Wright，2020）。在过去的25年中，老年男性同居的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90年的1.5%增加到2015年的3.8%（Brown & Wright，2017）。同一时期，老年女性的同居比例从不到1%增加到2.6%（Brown & Wright，2017）。这一比例预计仍将增加。大多情况下，老年人同居是为了获得陪伴而不是为了获得爱情。另外的情况是，当伴侣可能面临潜在的费用高昂的护理需求时，一些老年人可能决定保持各自的资产独立，因此不结婚。一项研究发现，尽管同居年轻人更可能计划结婚，但同居老年人之间的关系比同居年轻人更积极、更稳定（King &Scott，2005）。另一项研究发现，同居的中老年人报告的抑郁水平比已婚的中老年人更高（Brown，Bulanda & Lee，2005）。美国一项针对老年人的全国性研究表明，同居男性的心理健康状况（较低的抑郁、压力和孤独水平）与已婚男性相同，并且比约会者和单身者更好（Wrigh & Brown，2017）。相比之下，处于不同伴侣关系中的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则相差无几。

16.3.2 依恋

相比于对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依恋影响进行的研究，关于依恋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的研究屈指可数（Fraley，2019）。一项大规模研究调查了18~70岁的个体的依恋焦虑和回避情况（Chopik，Edelstein & Fraley，2013）。在该研究中，20多岁的成年人的依恋焦虑程度最高，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依恋焦虑程度最低。但回避型依恋的发展变化不如焦虑型依恋那么明显，尽管焦虑型依恋水平在中年人中最高，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中最低。在一项针对13~72岁的纵向研究中，回避型依恋水平在毕生发展过程中都有所下降，而拥有伴侣关系则预示着成年后焦虑型依恋和回避型依恋的水平较低（Chopik，Edelstein & Grimm，2019）。此外，一项关于老年女性的研究发现，回避型依恋与较高水平的社交孤立感密切相关（Spence，Jacobs & Bifulco，2020）。另一项关于老年人的研究发现，依恋安全感与日常生活能力相关，并进而与心理适应性相关（Martin，Horn &Allemand，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会使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说明依恋在成年后期的作用呢？

16.3.3 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

大约80%的老年人有尚在世的子女，其中许多子女处于中年阶段。大约10%的老年人有年龄在65岁或以上的子女。成年子女是老年父母社交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没有子女的老年人相比，有子女的老年人与亲属的联系更为频繁。

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日益多样化（Kim & others，2020）。相比过去，离婚、同居和非婚生育的情况在如今的老年人中更加司空见惯。

性别在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Antonucci & Webster，2019）。相比成年儿子，成年女儿更有可能参与老年父母的生活。例如，成年女儿比成年儿子更有可能为父母提供日常生活帮助（Dwyer & Coward，1991）。

成年子女可以承担的一项有价值的任务是协调和监督身体残疾的老年父母（或其他亲属）（Huo & others，2019）。这可能包括寻找养老院并监督其质量，提供医疗服务，安排公共服务援助和处理财务事务等。在某些情况下，成年子女会直接提供日常生活帮助，如帮助进食、洗澡和穿衣。即使是功能受损较轻的老年人，也可能需要在购物、家务、交通、房屋维修和账单支付方面获得帮助。

一些研究人员发现，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通常具有矛盾性（Fingerman，Huo & Birditt，2020）。例如，研究人员发现，中年人对支持子女的态度比对支持父母的态度要积极得多（Birditt &others，2019）。

16.3.4 友谊

在成年早期，随着离家后建立新的社交联系，人们的友谊网络得到扩展。到了成年后期，人们较少建立新的友谊，尽管部分人会在配偶去世后专门寻求新友谊（Adams，Hahmann & Blieszner，2017）。年老化专家劳拉·卡斯滕森得出结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亲密的朋友而非新朋友，只要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就会感到心满意足。

有研究发现，与年轻的成年人相比，老年人与朋友的问题更少、负面友谊更少、与朋友的联系更少、与某个特定朋友的积极友谊质量更好（Schlosnagle & Strough，2017）。另一项关于已婚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如果女性没有最好的朋友，她们的抑郁水平会比男性更高，而有最好朋友的女性报告的抑郁水平较低（Antonucci，Lansford & Akiyama，2001）。同样，没有最好朋友的女性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较低。一项关于75岁及以上成年人的纵向研究显示，在七年的时间跨度内，与朋友保持亲密联系的人死亡的可能性较低（Rasulo、Christensen & Tomassini，2005）。这些情况在女性中比在男性中更显而易见。此外，在一项关于老年夫妇的研究中，拥有更多的朋友或与朋友之间有更亲密的联系与5年后的婚姻质量有关（Zhaoyang & Martire，2020）。另外，比起与伴侣或家庭成员的互动，老年人与朋友的互动更加愉快，关于压力经历的讨论也较少（Ng & others，2020）。

16.3.5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入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入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中起着重要作用（Antonucci & Webster，2019）。在社会护航模型（social convoy model）中，个体的一生都嵌在人际关系中，个体为社交网络中的人提供社会支持，也接受他人的社会支持（Antonucci & Webster，2019）。社会支持在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作用，能够帮助个体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对于老年人而言，社会支持与他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Antonucci & Webster，2019）。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以减少疾病症状，增强老年人满足医疗需求的能力，并延长寿命（Kong & others，2019）。此外，一项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比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更晚出现认知衰退（Dickinson & others，2011）。家庭在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朋友也可以提供宝贵的社会支持资源（Blieszner & Ogletree，2018）。然而，一项分析显示，约80%的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所接受的支持护理来自家庭成员或其他非正式照料者，这让照料者不堪重负（Antonucci &Webster，2019）。

社会融入对许多老年人的生活也起着重要作用（Antonucci & Webster，2019）。根据我们之前对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讨论，许多老年人会选择减少无关紧要的社交联系，更多地与朋友和家人保持情感上的积极联系（Carstensen，2019）。因此，老年人整体社交活动的减少说明他们更加专注于与少数几个朋友和家人共度时光，从而减少产生负面情绪体验的可能性（Blieszner & Ogletree，2018）。社会融入并不一定需要面对面的接触，一项研究发现，老年人对互联网使用的增加可以使其获得更多结识新朋友的机会，也可以使其减少孤立感并与朋友和家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Cotten，Anderso & McCullough，2013）。一项关于老年人的研究表明，参与更多社交互动与更多体力活动和长时间久坐减少有关（Fingerman & others，2020）。在此研究中，对多样化社交活动的高参与度与更积极的情绪状态密不可分。

相比年轻人，老年人更少感到孤独，且他们的孤独感比预期要低（Schnittker，2007）。这说明他们的社交网络更有选择性，他们对孤独的接受程度也更高（Antonucci & Webster，2019）。在一项研究中，只有18%的老年人表示他们经常或频繁感到孤独（Due，Sandholdt & Waldorff，2017）。在该研究中，孤独感的最重要预测因素是焦虑和抑郁症状、独居，以及较低的社交参与度。

16.3.6 利他主义与志愿服务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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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志愿者伊娃·布罗达斯（Iva Broadus）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与10岁的德安吉拉·威廉姆斯（DeAngela Williams）玩扑克牌。布罗达斯是美国“大姐姐”计划（Big Sisters program）中最年长的志愿者。她表示，玩扑克牌有助于保持她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并且也能帮助威廉姆斯。

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愿意助人吗？一项调查发现，老年人更有可能尝试为增加公共利益贡献一己之力，而年轻人更有可能专注于增加个人经济利益（Freund & Blanchard-Fields，2014）。此外，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在2015年，24%的65岁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从事志愿服务（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6）。在这项调查中，35~44岁这一年龄段的志愿者所占比例最高，为31.8%。

人们常常认为老年人需要得到帮助，而不是帮助周围的人。然而，一项研究发现，老年人认为，当他们为他人提供社会支持而不是接受社会支持时，他们的幸福感更高，除非他们接受的社会支持来自其配偶或兄弟姐妹（Thomas，2010）。而一项为期12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对他人的有用感持续较低或逐渐下降的老年人面临着更高的早逝风险（Gruenewald & others，2009）。

志愿服务有许多正面影响（Jongenelis & others，2020）。一项研究发现，比起不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Burr & others，2018），认知能力也更好（Proulx，Curl & Ermer，2018），并且更少感到孤独（Carr & others，2018）。在一项元分析中，参与组织志愿服务的老年人比不参与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更低（Okun，Yeung & Brown，2013）。

为什么志愿服务与老年人的这些积极方面关系密切呢？原因之一是，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有建设性的身体、认知和社交活动，从而更明确自己的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参与志愿服务的好处可能会扩展到老年人生活的其他方面（Carr，2018）。例如，参与志愿服务可能会增加他们与志愿活动之外的人的社交互动，从而有助于减少他们参与看电视等久坐活动的时间。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会用哪些研究信息来证明允许老年人在学校做志愿者会对老年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呢？

16.4 种族、性别与文化

种族与年老化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性别角色在成年后期是否会发生变化？不同文化中有哪些关于年老化的社会观点？

16.4.1 种族

少数种族的老年人，尤其是非裔和拉丁裔美国老年人的贫困率超出平均比例（Antonucci &Webster，2019）。关于非裔、拉丁裔和非拉丁裔白人的比较研究发现，少数种族老年人面临与年龄歧视和种族歧视相关的双重困境（McCluney & others，2018）。他们也更有可能受教育更少、失业时间更长、住房条件更差、预期寿命更短（Treas & Gubernskaya，2016）。一项分析显示，受过16年以上教育的非拉丁裔白人的预期寿命比受教育不足12年的非裔美国人高出14年（Antonucci &others，2016）。

尽管受到压力和歧视，但许多少数种族的老年人已经形成了应对机制，这使他们能够在非拉丁裔白人主导的国家生存下来。庞大的家庭网络能帮助少数种族老年人应对生活的基本需求，并让他们感受到被爱的感觉。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社区的教堂提供了有意义的社会参与途径，并给予这些少数种族的老年人权力感和内在满足感（Hill & others，2005）。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中关于为少数种族老年人提供帮助的文章。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诺玛·托马斯（Norma Thomas）博士在年老化领域工作了30多年。她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的学士学位，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社会工作学的博士学位。托马斯的工作领域非常广泛。在早期职业生涯中，作为一名社会工作从业者，托马斯为有色人种老年人提供服务，并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目前，她是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威德纳大学的教授和学术管理人员，宾夕法尼亚大学年老化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及民族和少数种族年老化中心（CEMA）的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民族和少数种族年老化中心的成立旨在通过研究、咨询、培训和服务改善有色人种老年群体及其家庭和社区的生活福址。托马斯创建了许多有益于有色人种老年人，特别是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社区服务活动。她还曾担任多个国家、地区和州立机构的顾问，致力于改善有色人种老年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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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为诺玛·托马斯。

16.4.2 性别

老年女性面临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负担（Angel，Mudrazija & Benson，2016），而种族歧视则给年长的少数种族女性带来了额外的挑战（Hinze，Lin & Andersson，2012）。老年女性的贫困率几乎是老年男性的两倍。

16.4.3 文化

文化在年老化中起着重要作用（Yeo & Yoshikawa，2019）。在一种文化中，最有可能预测老年人高地位的六个因素如下（Sangree，1989）。

● 老年人拥有宝贵的知识。

● 老年人控制着关键的家庭或社区资源。

● 老年人被允许尽可能长时间地开展有用和有价值的活动。

● 年龄相关的角色变化涉及更高水平的责任、权威和顾问能力。

● 大家庭是文化中常见的家庭安排方式，同时，老年人也融入大家庭中。

● 总体而言，集体主义文化国家（如中国和日本）对老年人的尊重程度要高于个人主义文化国家（如美国）。不过，一些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差异不再像过去那样明显了，在某些情况下，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老年人也受到相当多的尊重（Antonucci，Vandewater & Lansford，2000）。

16.5 成功年老化

根据之前的讨论，显然，老年人的年老化过程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其中最常见的模式是正常年老化（normal aging），大多数个体都能够实现正常年老化（Schaie，2016）。他们的心理功能通常在成年早期达到巅峰，在接近60岁至60岁出头保持稳定，之后逐渐下降直到80岁左右，最终在临近死亡时显著衰退。第二种模式是病态年老化（pathological aging），出现在那些在成年后期心理功能明显衰退的个体身上。这些个体可能在老年早期有轻度认知障碍或者影响日常功能的慢性疾病，这种认知障碍可能在之后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第三种模式是成功年老化（successful aging），出现在那些在身体、认知和社会情绪发展方面维持得更好，并且心理功能衰退较晚的个体身上。

长期以来，成功年老化一直被人们无视（Henning-Smith，2020）。在本书中，我们将特别关注年老化的积极方面。在拥有适当的饮食习惯、积极的生活方式、精神刺激和灵活性、积极的应对技巧、良好的社交关系以及未患疾病的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许多能力都可以得到保持，甚至实现增长（Fingerman & others，2020）。即使个体患有疾病，医学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可以继续过积极、有益的生活（Gyasi，Abass & Adu-Gyamfi，2020）。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发现，65~74岁的老年人自评成功年老化的比例为41%，75~84岁的老年人的这一比例为33%，8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这一比例为22%（Meng & D’ Arcy，2014）。在此研究中，年龄较小、已婚、经常饮酒、健康状况较好（自我感知）和对生活满意与成功年老化密切相关。患病可能导致成功年老化自评分数显著下降。一项研究显示，积极参与、有健康资源、有积极的心态和有价值的关系被认为是成功年老化的重要特点（Lee，Kahana & Kahana，2017）。

积极参与和投入是成功年老化的重要方面（Lee & others，2020）。比起那些脱离社交的人，定期参加运动、社交活动和四处旅行的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Herda & others，2020）。参与具有挑战性的认知活动的老年人更有可能长时间保持他们的认知能力（Wu & Rebok，2020）。成功应用选择、最优化和补偿策略的老年人更有可能实现成功年老化（Nimrod，2020）。此外，一项对90~91岁老年人的研究发现，成功年老化的重要内容包括：生活环境良好，尤其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并尽可能长期居住；生活独立；身体健康；寿终正寝（Nosraty & others，2015）。此研究认为社交和认知方面的良好表现比身体健康更加重要。

成功年老化还涉及对环境的感知控制（Dixon & Lachman，2020）。在前文中，我们介绍了对环境的感知控制如何对养老院居民的健康和寿命产生积极影响。近年来，“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经常被用来描述对环境的感知控制和产生积极结果的能力（Bandura，2015）。

探索年老化的积极方面是毕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有可能造福未来的老年人群体（Rogers，Blocker & Dupuy，2020）。一项非常重要的议程是继续改善我们对如何能够过上更长寿、更健康、更富有成效和更具满足感的生活的理解（Henning-Smith，2020）。

在引论中，我们介绍了劳拉·卡斯滕森对于大幅提高的预期寿命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观点。在她看来，预期寿命提高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科学、技术和行为转变尚未跟上步伐（Carstensen，2019）；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一个以年轻人为主建构的世界转变为一个能兼容和支持越来越多百岁或百岁以上人口的世界。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你会在成功年老化的研讨会上强调哪些研究信息呢？



内容总结






社会情绪发展的相关理论




● 埃里克森的第八个发展阶段被称为完善对失望。在这个阶段，生命回顾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 活跃的老年人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

● 老年人的社交网络比年轻人的更有选择性。比起年轻人，老年人更多地体验到积极情绪，而较少体验消极情绪。当时间有限时，如在晚年阶段，人们会更注重情感意义和情感满足。

● 成功年老化涉及选择、最优化和补偿。



人格与社会




● 在老年人中，诸如尽责性、外向性和开放性等“大五”人格因素与幸福感和长寿有关。

● 年龄歧视是一种因他人年龄而产生的普遍存在的偏见。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相关政策问题包括个人收入、医疗保健和科学技术等方面。



家庭与社会关系




● 已婚的老年人通常比单身老年人更幸福。离婚和再婚会给老年人带来挑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同居。

● 依恋安全感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和心理适应性相关。

● 大约80%的老年人有尚在世子女，成年子女是老年人社交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老年人倾向于选择亲密的朋友而非新朋友。

● 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改善有关。

● 利他主义和志愿服务与老年人的福祉息息相关。



种族、性别与文化




● 在美国，少数种族老年人面临着年龄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负担。

● 许多老年女性面临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负担。

● 老年人在不同文化中享有高地位的影响因素包括对其积累的知识的重视以及他们在大家庭中的融入等。



成功年老化




● 年老化有3种模式：正常年老化、病态年老化和成功年老化。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年老化的积极方面。与成功年老化相关的因素包括积极的生活方式、积极的应对技巧、良好的社交关系以及未患疾病等。







第17章 死亡、临终和悲痛




本章纲要



死亡的界定和生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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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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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生命、死亡和医疗护理的决策






死亡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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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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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文化中的死亡






面对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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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布勒-罗丝的临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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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知控制和否认






应对他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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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临终者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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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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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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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生活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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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悼的形式




毕生发展中的故事

佩琪·法利-哈克尔和露丝·麦考特，2001年9月11日

佩琪·法利–哈克尔（Paige Farley-Hackel）和她最好的朋友露丝·麦考特（Ruth McCourt）一起带着麦考特4岁的女儿朱莉安娜（Juliana）去迪士尼乐园玩。她们原本预订了同一班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但麦考特决定使用她的常旅客航班里程兑换另一班航班的机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了她们乘坐的两架飞机，然后撞向纽约市世贸中心的双子塔，两架飞机相隔17分钟先后发生爆炸。

46岁的法利–哈克尔是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一位作家、励志演说家和心灵顾问。她的丈夫阿兰·哈克尔（Allan Hackel）说，她正期待着自己的新广播节目《心灵谈话》（Spiritually Speaking）前几集的播出，并希望自己最终能参加《奥普拉脱口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9·11”事件后，奥普拉在电视上播出了对法利–哈克尔、麦考特和朱莉安娜的悼念节目。

45岁的露丝·麦考特是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的一位家庭主妇，她与法利–哈克尔是在波士顿市的一家日间水疗中心相识的。麦考特结婚后放弃了工作，但两位女士之间的友谊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她们经常一起旅行，分享她们对阅读、烹饪和学习的热情。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有关死亡和临终的诸多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包括：如何界定死亡？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如何看待死亡？人们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如何面对所爱之人的死亡？

17.1 死亡的界定和生死议题

人在临终时，死亡是发生在某个时间点，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生命、死亡和医疗护理方面，个人可以做出哪些决策？

17.1.1 死亡的界定

在25年前，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比现在简单。某些生物学功能的终止——如呼吸和血压——以及身体僵硬（僵直）就是明显的死亡征兆。现如今对死亡的定义变得更加复杂了（Dogan & Kayir，2020）。

神经学将死亡界定为脑死亡（brain death），即当一个人脑部所有电活动在规定时间内完全停止，就判定为脑死亡。在规定时间内，脑电图（EEG）曲线保持平滑是脑死亡的一个标准。人脑的高级区域通常比低级区域更早死亡。由于人脑的低级区域能控制心跳和呼吸，因此人脑高级区域死亡的人，其呼吸和心跳可能仍然在持续（MacDougall & others，2014）。目前，大多数医生遵循的脑死亡定义同时包括高级皮层功能和低级脑干功能的丧失（Koenig & Kaplan，2019）。

一些医学专家认为，死亡标准仅应包含人脑高级皮层功能的丧失。如果采用皮层死亡的定义，医生就可以宣称一个低级脑干虽然还在工作，但已经没有皮层功能的人死亡。皮层死亡标准的支持者认为，我们作为人类所特有的功能，如智力和人格，其功能中枢都位于大脑的高级皮层区域。他们认为当这些功能丧失时，人就已经不再活着了。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护人员，你会怎么向相关家属解释两种死亡的区别：是高级皮层活动消失即死亡，还是低级脑干功能与高级皮层功能均丧失才算死亡？

17.1.2 关于生命、死亡和医疗护理的决策

遭遇重大疾病或事故的时候，患者可能无法充分参与他们自己的医疗护理决策。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有些人会提前做出选择。

1.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指患者思考并传达其对临终关怀的偏好的过程（Freytag & others，2020）。许多处于昏迷状态的患者，即便仍有意识，但他们是否有中止治疗的意愿我们也并不清楚（Abu Snineh，Camicioli & Miyasaki，2017）。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减少了维持生命治疗，增加了临终关怀的应用，并降低了医院使用率（Brinkman Stoppelenburg，Rietjens & van der Heide，2014）。“临终选择”（Choice in Dying）组织认识到一些临终患者可能更愿意选择死亡，而不是在痛苦或植物人状态下苟延残喘，因此设立了生前预嘱（living will），这是一份反映患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法律文件。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预立医疗照护计划与生命末期的护理质量的改善有关，包括院内死亡的减少和临终关怀的更多应用（Bischoff & others，2013）。

担忧渎职诉讼的医生以及支持生前预嘱概念的人们努力促成了自然死亡立法（Chessa &Moreno，2019）。现在美国所有50个州的法律都接受预先医疗指示（advance directive），比如生前预嘱（Olsen，2016）。预先医疗指示声明了个人在罹患绝症或遭受死亡性伤害时接受医疗程序的偏好，例如在面临死亡时是否应该通过维持生命治疗来延长生命。预先医疗指示必须由个人在能清晰思考时签署（Kosar & others，2020）。一项研究显示，生前预嘱的签署与接受维持生命治疗者的减少有关（Yen & others，2018），一项综述研究认为，医生对生前预嘱持积极态度（Coleman，2013）。然而，一项关于临终规划的研究发现，18岁及以上的患者中只有15%的人签署了生前预嘱（Clements，2009）。近90%的研究被试表示，与家人讨论他们的医疗偏好很重要，但只有60%的人这样做了。

现在，34个州已有或正在考虑的“维持生命治疗医嘱”（Physician Orders for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POLST）是一份更具体的文件，由医疗护理专家和患者或其代理人共同参与填写，明确陈述患者的意愿（Lee & others，2020）。POLST可以将治疗偏好转化为医嘱，如涉及心肺复苏、治疗范围和插管人工营养的医嘱（Mack & Dos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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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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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euthanasia），也称容易死（easy death），是指无痛苦地结束患有不治之症或严重残疾的个体生命的行为（Nicolini & others，2020；Van den Eynde，2020）。有时安乐死也被称为“怜悯性杀害”（mercy killing）。安乐死分为两类：被动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和主动安乐死（active euthanasia）。被动安乐死是指通过停止现有治疗（如撤除维持生命的设备）让患者死亡。例如，这可能涉及关闭呼吸机或心肺复苏机。主动安乐死是指故意诱导死亡，如医生或第三方通过给患者注射致死剂量的药物来结束其生命。

生命支持设备的技术进步带来了对生活质量话题的讨论（Latorre，Schmidt & Greer，2020）。这一点在广为人知的特丽·夏沃（Terri Schiavo）一案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特丽·夏沃因心脏骤停和大脑缺氧出现了严重的脑损伤，她陷入昏迷并以植物人状态度过了15年。在这长达15年的时间里，围绕着应该对她实施被动安乐死，还是期待着病情能够改善而让夏沃继续维持生命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夏沃在心脏病发作前没有填写预先医疗指示，代表她做出决定之前，她的家庭成员以及多个层面的司法系统之间均进行了多轮辩论。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法官曾下令拔掉她的营养管。然而，随后的上诉导致两次重新插管。2005年3月18日，营养管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拔除，13天后她死于被动安乐死。

像夏沃这样的植物人是否应该继续维持生命呢？如今的趋势是接受临终患者死于被动安乐死（Barnett，Cantu & Galvez，2020）。

比较广为人知的主动安乐死案例涉及协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在协助自杀过程中，医生提供自杀的信息或手段（如给患者开安眠药或肌肉松弛剂的处方，并说明产生昏迷性死亡所需的剂量），但要求患者自行服用致死药物，并决定何时何地服用（Friesen，2020）。因此，协助自杀不同于主动安乐死，后者是医生根据患者的要求，通过直接行动致其死亡（Dierickx & others，2020）。一个广为人知的协助自杀和主动安乐死事件是由密歇根州医生杰克·凯沃基安（Jack Kevorkian）实施的，他涉嫌协助身患绝症的患者结束生命。经过一系列审判，凯沃基安被判决犯有二级谋杀罪，并因该罪行在监狱服刑8年。2007年，79岁的他因表现良好而出狱，并承诺不再参与任何协助自杀的行为。凯沃基安在83岁时去世。

在比利时、加拿大、芬兰、卢森堡、荷兰、瑞士，以及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协助自杀是合法的。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卢森堡允许安乐死和协助自杀，但哥伦比亚只允许身患绝症者接受协助自杀。

美国政府没有关于协助自杀的官方政策，而是由各州自行决定。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允许协助自杀：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夏威夷州、缅因州、新泽西州、俄勒冈州、佛蒙特州、华盛顿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其中缅因州（2020年）、新泽西州（2019年）和夏威夷州（2018年）在近几年才允许了协助自杀。在认为协助自杀非法的州，该罪行通常被视为过失杀人或其他重罪。

根据一项综述研究，美国和卢森堡的医生协助自杀的比例为0.1%~0.2%，荷兰的医生协助自杀的比例为1.8%~2.9%（Steck & others，2013）。在该综述研究中，近年来向当局报告的协助自杀案例有所增加，通过协助自杀死亡的人中最多的是60~75岁的男性。

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合法化呢？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51%的人表示如果面临绝症，他们会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50%的人认为医生的协助自杀行为在道德上是可以被接受的（Swift，2016）。

安乐死为何如此具有争议？支持安乐死的人认为，死亡应该是平静而有尊严的，而不是痛苦而漫长的（Porteri，2018）；反对安乐死的人强调，在美国大多数州和多数其他国家，安乐死都是一种谋杀行为，许多宗教人士，特别是基督教教徒认为，以任何理由剥夺他人生命都是一种谋杀行为。

3.必需：为临终者提供更好的护理

在美国，死亡往往是孤独、漫长和痛苦的。科学进步有时会推迟必然的死亡到来的时间，从而使死亡变得更加艰难。此外，尽管有止痛药可用，但仍有太多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或几个月里遭受剧烈的疼痛（Merchant& others，2019）。一项研究发现，61%的临终患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遭受疼痛，近三分之一的患者在临死前出现抑郁和意识模糊等症状（Singer & others，2015）。

越来越多的护理提供者对帮助个体体验“善终”（good death）感兴趣（Koksvick，2020）——这包括感受身体的舒适和亲人的支持，被接纳和获得适当的医疗护理。对一些人来说，善终包括接受自己即将死亡，以及不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负担（Krishnan，2017）。在有关善终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三个常见的主题：对临终过程的偏好（94%）；没有疼痛情况（81%）；情绪健康（64%）（Meier & others，2016）。

对于“善终”概念的批评强调，死亡已经从一个特定时刻发生的事件转变成一个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过程（Pollock & Seymour，2018）。因而批评者认为，我们需要将“善终”概念从个人的特定事件转变为更宏大的愿景：这个世界不仅要满足个人在死亡时刻的需求，还要让个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甚至几十年里生活得更好。

临终关怀（hospice）是一种致力于让生命终结过程尽可能免于疼痛、焦虑和抑郁的项目（Anhang Price & others，2020）。从传统意义上讲，医疗的目标是治愈疾病和延长生命（Koksvik，2020）。相比之下，临终关怀强调“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包括减少疼痛和痛苦，帮助患者有尊严地离世（Pettus & de Lima，2020）。但美国的医院最近迅速扩大了姑息治疗的服务范围。超过85%的美国大中型医院拥有姑息治疗团队（Morrison，2013）。临终关怀专业人员会一同参与治疗临终患者的症状，尽可能让患者感到舒适，关心患者及其家人，并帮助所有相关人员应对死亡（Flieger，Chui & Koch-Weser，2020）。

大约90%的临终关怀在患者的家中提供（Hayslip & Hansson，2007）。在一些情况下，居家护理由社区医疗专业人员或志愿者提供；在另一些情况下，居家护理由家庭医疗机构或探访护士协会提供（Abrahamson，Davila & Hountz，2018）。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领域对于合格的家庭健康助理的需求增长迅速（Landes & Weng，2020）。如需了解家庭临终关怀护士的工作，请参阅“毕生发展中的职业”板块。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护理专业人士，你会为考虑为亲人提供临终关怀的家庭介绍哪些研究发现呢？

毕生发展中的职业

凯茜·麦克劳林，家庭临终关怀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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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茜·麦克劳林与她护理的临终患者在一起。

凯茜·麦克劳林（Kathy McLaughlin）是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一名家庭临终关怀护士。她为癌症晚期、痴呆症和其他疾病的患者提供护理。目前美国急缺家庭临终关怀护士。

麦克劳林说，她见过太多的人在痛苦中去世，远离家庭，身体连接着不必要的机器。回想起自己作为一名家庭临终关怀护士的工作，她评价道：“我知道我在发挥作用。能有机会见到那些不久于人世的人，我感到很荣幸。我想和这些人一起享受这一刻，也希望他们也能享受这一刻。他们的故事很棒，比小说还精彩。”（McLaughlin，2003）

像麦克劳林这样的家庭临终关怀护士会负责护理临终患者，尽可能使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没有痛苦并感到舒适。她们通常每天在临终患者家中待上几个小时，不仅提供医疗护理，还提供情感安慰。家庭临终关怀护士通常通过咨询医生来调整对临终患者的护理方案。

17.2 死亡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如今在美国，每年大约有200万人死亡，其中老年人约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对死亡、临终和悲痛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老年人。年轻人死亡的情况要少得多。在美国，死亡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此外，不同文化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17.2.1 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

我们已经描述了死亡的历史性变化之一——确定一个人真正死亡的时间点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另一变化是死亡最常发生的年龄段。200年前，几乎每两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在10岁前死亡，而且在孩子长大成人之前，父母中的一方通常就已经去世。如今，死亡最常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在美国，人们的预期寿命从1900年出生的人的47岁增长到了2018年出生的人的79岁（U.S. Census Bureau，2019）。在1900年，大多数人会由家人照顾，在自己家里去世。随着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和流动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去世时没有家人陪在身边。美国80%以上的死亡发生在养老院或医院。对临终老年人的护理已经从家庭中转移出来，这最大限度减少了人们接触死亡与痛苦环境的机会。

17.2.2 不同文化中的死亡

不同文化对于死亡的感受和态度存在差异（Dierickx & others，2020）。在战争、饥荒和大流行病时期，人们对死亡的意识更加强烈。与近几十年来相比，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肆虐让许多美国人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为截至2020年7月1日，已有13万人死于该病毒。

对有些人来说，死亡意味着孤独；对有些人来说，死亡是对幸福的追求；对另一些人来说，死亡代表着救赎，是对尘世磨难的解脱。有些人拥抱死亡，欢迎死亡；有些人憎恨死亡，恐惧死亡。死亡也可能被视为充实生活的完美结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如何死去取决于我们如何生活。

在大多数社会中，死亡并不是存在的结束——虽然生物意义上的身体已经死亡，但人们相信精神是永存的（Kaldahl，2019）。死亡态度的文化差异还包括对轮回的信仰，这是印度教和佛教的重要观点。在印度的冈德（Gond）文化中，人们相信死亡是由魔法和恶魔造成的。

从多个方面来看，生活在美国的人是逃避死亡和否认死亡的（Norouzieh，2005）。这种否认有多种形式：殡葬业倾向于文饰死亡，并将死者塑造为栩栩如生的形象；对“不老泉”（fountain of youth）的持续寻找；排斥和孤立老年人，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想到死亡；医学界更强调延长生物学寿命，而不是减少人类的痛苦。

17.3 面对自己的死亡

大多数临终者都希望有机会对自己的生死做出一些决定（Kastenbaum，2012）。有些人希望完成未竟的事业，希望有时间解决各种问题和冲突，想将自己的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当面临死亡时，大多数人希望待在自己家里。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发现，71%的人希望在家死去，15%的人希望在临终关怀或姑息治疗机构死去，7%的人希望在医院死去，只有2%的人希望在养老院死去（Wilson & others，2013）。

17.3.1 屈布勒-罗丝的临终阶段

伊丽莎白·屈布勒–罗丝（Elisabeth Kübler-Ross）将临终者的行为和想法分为五个阶段：否认和隔离、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

屈布勒–罗丝提出，临终的第一个阶段是“否认和隔离”（denial and isolation）。在该阶段，个体否认死亡真的会发生。临终者可能会说：“不，这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面对绝症的常见反应。然而，否认通常只是一种暂时的防御机制。当临终者面临诸如财务问题、未竟的事业以及担忧未亡家庭成员福祉等问题时，否认最终会被其他更强的意识取代。

临终的第二个阶段是“愤怒”（anger）。在这一阶段，临终者意识到无法再继续否认下去。否认往往会让位于愤怒、怨恨、暴怒和嫉妒。此时临终者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我？”临终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照料，因为临终者对死亡的愤怒可能会转移并投射到医生、护士和家庭成员身上。因为意识到失去生命的力量是强大的，临终者怨恨和嫉妒的突出目标是那些充满活力和能力完善的人。

临终的第三个阶段是“讨价还价”（bargaining）。在这一阶段中，个体产生了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推迟或延缓死亡的希望。有些人会进入讨价还价或谈判阶段——通常是与命运谈判，试图推迟死亡。从心理上讲，一个人表达“是的……我……但是……”，其实是期望通过承诺自己过一种改过自新的生活、为他人服务来多活几天。

临终的第四个阶段是“抑郁”（depression）。在这一阶段，临终者开始接受死亡的必然性。他们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抑郁或预备性悲痛。临终者可能会变得沉默寡言，拒绝探视，大部分时间都在哭泣或表现出悲伤。这种行为是正常的，临终者是在切断自己与所爱对象之间的联系。屈布勒–罗丝认为，人们在这个阶段不应该试图让临终者振作起来，因为他们需要考虑即将到来的死亡。

临终的第五个阶段是“接受”（acceptance）。在这一阶段，个体会产生一种平静感，开始接受死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希望能够独处。在这一阶段，情感和身体上的痛苦可能消失殆尽。屈布勒–罗丝将这一阶段描述为临终挣扎的结束，即死亡前的最后休息阶段。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你会在高中教学的死亡教育单元中运用临终阶段的哪些重要内容呢？

罗伯特·卡斯滕鲍姆（Robert Kastenbaum）认为，屈布勒–罗丝的理论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无论是屈布勒–罗丝还是其他研究人员都没有证明临终阶段是按顺序出现的。此外，临终阶段理论忽略了临终者情况的不同，包括社会支持、疾病的特定影响、家庭责任以及接受访谈时的氛围。然而，屈布勒–罗丝的开创性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呼吁人们关注那些身患绝症并尝试应对的临终者需求，鼓励人们关注临终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

人们在生活中是否找到了目的和意义，关系到他们如何应对死亡（Balon & Morreale，2016）。一项研究发现，在那些活不过3个月的患者中，找到了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人在最后几周感受到的绝望最少，而那些认为活着没有意义的临终者最痛苦，他们希望死亡来得快一点儿（McClain，Rosenfeld & Breitbart，2003）。这项研究以及其他研究都发现，精神力量能够帮助临终者从严重抑郁中解脱出来（Park，2012a，b）。此外，一项研究发现，针对心衰患者的干预研究中有一半都强调意义建构应对方式，这种做法大大改善了心衰患者的生活质量，相比之下，在不注重意义建构应对方式的干预研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干预改善了心衰患者的生活质量（Sacco，Leahey & Park，2019）。

17.3.2 感知控制和否认

对于一些面临死亡的老年人来说，感知控制可能是一种适应策略。当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影响和控制事件——例如延长自己的生命——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精神抖擞。正如前文中所讨论的，与无法控制其环境或活动的同龄人相比，那些有控制选择权的养老院居民感觉更好，寿命也更长（Rodin & Langer，1977）。

对某些人来说，否认也可能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死亡应对方式。它可以是适应性的，也可以是非适应性的（Cottrell & Duggleby，2016）。否认可以通过推迟应对死亡的必然性来避免死亡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否认可以使个人免于应对强烈的愤怒和伤害。但是，如果否认使患者无法进行挽救其生命的手术，这显然就属于适应不良。否认既不好也不坏，其适应性需要根据个体情况进行判断。

17.4 应对他人的死亡

我们生活中可能会有多种形式的丧失，如离婚、宠物死亡、被解雇、肢体残疾。但是，最大的丧失莫过于失去所爱和关心的人——父母、兄弟姐妹、伴侣、亲戚或朋友。在最能影响生活的压力事件评分中，伴侣死亡的评分最高。我们应该如何与临终者沟通？悲痛是如何帮助我们应对失去所爱之人的？当所爱之人去世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失去生活伴侣对我们有何影响？哀悼和葬礼有哪些形式？

17.4.1 与临终者沟通

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临终者应该知道自己濒临死亡，而其他重要成员也应该知道所爱之人濒临死亡，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互动和交流（Banja，2005）。对临终者来说，这种开放的意识有哪些好处呢？第一，临终者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结束生命。第二，临终者可以完成一些计划和项目，安排遗嘱，参与丧葬的决定。第三，临终者有机会回忆往事，与对他们很重要的人交谈，并在生命结束时意识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奋斗和成就。第四，意识到自己濒临死亡的人更能理解自己体内发生了什么以及医务人员为他们做了什么（Kalish，1981）。

此外，一些专家认为，与临终者的沟通不应侧重于关注其精神疾病或让其为死亡做准备，而是应该多关注其优势，以及让其为余下的人生做准备。对临终者的重要支持可能不仅来自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还可能来自护士、医生、伴侣或亲密朋友（DeSpelder & Strickland，2020；Moore &others，2020）。与临终者沟通的有效策略包括以下内容：

● 建立存在感，与临终者的视线保持一致，不要害怕触摸临终者——临终者往往渴望与人接触。

● 消除干扰——例如，询问是否可以关掉电视。要意识到，过多的闲聊会分散注意力。

● 身体虚弱的临终者通常精力不济。如果你要探访的临终者非常虚弱，你可能需要缩短探访时间。

● 如果临终者想否认现实，不要坚持让临终者接受死亡；如果临终者表示接受死亡，也不要坚持让临终者否认。

● 允许临终者表达内疚或愤怒，鼓励其表达情感。

● 询问临终者对疾病的预期结果是什么，讨论其他选择和未完成的事情。

● 有时临终者与其他人接触的机会有限，询问临终者是否有想见的人，你可以帮助临终者联系那些人。

● 鼓励临终者回忆往事，特别是在你们有共同回忆的情况下。

● 当临终者希望交谈时，请与他交谈。如果暂时不能，请约好以后的交谈时间，并遵守约定。

● 表达你对临终者的关心。不要害怕表达爱意，也不要害怕说再见。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医疗护理专业人士，在成年子女与临终父母沟通时，你会向他们推荐哪些基于研究的策略？

17.4.2 悲痛

悲痛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状态，具有多个维度的演变过程。我们对悲痛的探索侧重于其各个维度，以及我们如何应对不同类型的死亡。

1.悲痛的维度

悲痛是伴随着失去所爱而产生的情感麻木、难以置信、分离焦虑、绝望、悲伤和孤独的情绪（Bui & Okereke，2018）。悲痛不是一种简单的情绪状态，而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的、不断发展的过程（Bonanno & Malgaroli，2020）。悲痛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逝去之人的思念。思念或渴望反映了一种间歇性的、反复出现的想要找回逝者的希望或需要。悲痛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分离焦虑，这不仅包括对逝者的思念和牵挂，还包括关注与逝者有关的地方和事物，以及哭泣或叹息（Schiele &others，2018）。悲痛可能还涉及绝望和悲伤，包括无望感和失败感、抑郁症状、冷漠、感觉曾经与逝者有关的活动失去意义，以及与日俱增的孤寂感（Strada，2019）。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曾在校园枪击案中失去亲友，并在四个月后出现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在枪击案发生一年后出现严重悲痛（Smith & others，2015）。在一项研究中，自杀幸存者的意义感与抑郁程度负相关，但与悲痛程度正相关（Scharer & Hibberd，2020）。

悲痛会在失去亲人不久后反复出现。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体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会逐渐减少，但抑郁和冷漠的情绪可能会持续或增加。分离焦虑和失落感可能会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从悲痛中走出来，再次将注意力转移到完成有成效的任务上，并重新获得积极的人生观（Mendes，2016）。

悲痛的过程更像是坐过山车，而不是一系列有明确时间框架的有序进展阶段。悲痛的起伏往往包括快速变化的情绪、面对习得新技能的挑战、发现个人的弱点和局限性、创建新的行为模式以及建立新的友谊和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悲痛会变得更容易控制，突然出现的情绪高潮和低谷也会减少。但许多痛失伴侣的人表示，尽管时间部分治愈了他们，但他们从未摆脱失去伴侣的痛苦——他们只是学会了接受现实。然而，即便在失去亲人6个月后，有些人也很难继续生活下去（Maccallum & Bryant，2020）。他们变得麻木，认为没有逝者的生活是空虚的，觉得未来没有意义。这类反应被称为复杂性悲痛或延长悲痛障碍（complicated grief or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Ghesquiere & others，2020；Zhang & others，2020）。大约7%~10%的丧亲者经历过复杂性悲痛或有延长悲痛障碍（Maccalum & Bryant，2013）。在一项研究中，9.8%的成年丧亲者有延长悲痛障碍（Lundorff & others，2017）。在这项研究中，有延长悲痛障碍的可能性随着成年丧亲者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此外，失去情感依赖对象的人往往最有可能有延长悲痛障碍（Rodriguez Villar & others，2012）。一项综述研究认为，暴力杀戮导致的独生子女死亡是最有可能与较高的延长悲痛障碍发病率相关的丧亲类型（Djelantik & others，2020）。

复杂性悲痛通常会对身心健康造成消极影响（Maccallum & Bryant，2020）。一项研究显示，癌症晚期患者的家庭照料者在丧亲的头两年中，延长悲痛障碍比重度抑郁症状出现得更早（Tsai &others，2020）。此外，一项对老年人的长达7年的纵向研究发现，有延长悲痛障碍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比正常悲痛的老年人下降得更多（Perez & others，2018）。此外，另一项研究显示，表现出复杂性悲痛情绪的人具有更高程度的神经质人格特质（Goetter & others，2019）。关于这种情况的干预研究表明，认知行为疗法可以减轻延长悲痛障碍的症状（Lichtenthal & others，2019）。

另一种类型的悲痛是被剥夺的悲痛（disenfranchised grief），它描述了一个人因社会上不明确或不被公开接受的丧失而产生的悲痛，这种丧失无法公开哀悼或被支持（Baker，Norris & Cherneva，2020）。被剥夺的悲痛的例子包括不被社会认可的关系（如前配偶）、隐藏的丧失（如堕胎）以及被污名化的死亡环境（如因艾滋病而死亡）。被剥夺的悲痛可能会加剧个人的悲痛，因为它无法被公开承认。这种类型的悲痛可能会隐藏或压抑多年，直到后来的死亡事件再次将其唤醒。

由于社会隔离政策，许多亲近的人无法探望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住院病人，也无法表达他们的关怀和爱（Moore & others，2020）。此外，许多人对因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而死亡的家人或朋友的悲痛升级了，因为他们无法参加悼念仪式以哀悼逝者（Yahya & Khawaja，2020）。例如，悼念仪式受到限制，只允许少数人出席，而许多与死者关系密切的人则被要求自我隔离，不能参加。因此，他们所经历的被剥夺的悲痛更加强烈。

2.双程模型

应对丧亲之痛的“双程模型”（dual-process model）有两个主要维度：一是丧失导向的压力源，二是恢复导向的压力源（Stroebe & Schut，2017）。丧失导向的压力源主要集中在逝者身上，可能包括悲痛的作用以及对丧失的积极再评价和消极再评价。对失去亲人的积极再评价可能包括承认死亡意味着从痛苦中解脱，而消极再评价可能包括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死亡的反思。恢复导向的压力源涉及丧亲间接导致的次要压力源。它们可能包括身份的改变（如从“妻子”变为“寡妇”）和掌握更多技能（如处理财务问题）。恢复是重新构建“破灭的假想世界和确认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过程（Mulligan & Karel，2018）。

很多关于悲痛和丧亲的研究都将双程模型作为概念组织框架（Ross & others，2018）。一项研究发现，失去婴儿的父母会在各种应对策略之间摇摆不定（Currie & others，2019）。另一项涉及丧亲的研究发现，在丧亲过程的早期和后期，采用恢复型应对方式的人比采用损失型应对方式的人调整得更好（Lundorff & others，2019）。一项研究认为，双程模型准确地反映了丧亲过程，并能有效地描述个人应如何应对（Fiore，2020）。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将如何向悲痛的家庭解释丧失导向的压力源和恢复导向的压力源之间的区别？

3.应对和死亡类型

死亡对幸存者的影响深受死亡发生环境的影响（Liu，Forbat & Anderson，2019）。突然发生的、过早发生的、暴力导致的或创伤性的死亡都可能会对幸存者产生更强烈、更持久的影响，并导致他们的应对过程更加困难（Currie & others，2019）。此类死亡通常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如侵入性思维、闪回、噩梦、睡眠障碍或注意力不集中（Lubens & Silver，2019）。此外，对父母来说，孩子的死亡极具破坏性，接受起来异常艰难（Wang & others，2019）。

17.4.3 理解世界的意义

不仅是那些面临死亡的人会寻找生命的意义，许多丧亲者也是如此（Bottomley & others，2019）。悲痛的一个积极的方面是让很多人去尝试理解他们所在的世界（Yang & Lee，2020）。许多悲痛者会反思，是什么事情导致其所爱的人死亡。在亲人去世后的几天或几周内，亲密的家庭成员间会相互分享记忆，有时还会回忆之前的家庭经历。一项研究考察了儿童死亡事件发生后的意义建构过程（Meert & others，2015）。在儿童去世后的8~20周内，儿童的重症监护医生与35名去世儿童的53位父母举行了哀悼讨论会。讨论会明确了4个意义建构过程：（a）意义形成（寻求对死亡的生物医学解释，重新审视父母之前的决定和角色，以及追究责任）；（b）利益发现（探索死亡可能带来的积极后果，如帮助他人的方法，向医院提供反馈，以及捐赠）；（c）纽带延续（回忆孩子，分享照片，以及通过举办社区活动来纪念孩子）；（d）身份重建（父母自我意识的变化，包括人际关系、工作和家庭的变化）。

当死亡是由事故或灾难原因造成的时，人们会更加努力地去理解它（Davis & others，2019）。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涌现的新信息也会被整合到对世界的理解之中。丧亲者努力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认识死亡。一项针对1000多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在他们对意外、凶杀或自杀造成的暴力性丧失深感悲痛时，帮助他们建构意义很重要（Currier，Holland & Neimey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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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2001年“9·11”事件中失去工作的餐馆工作人员在纽约创办了一个名为“色彩”（Colors）的合作餐厅。“9·11”事件中，闻名世界的“世界之窗”（Windows on the World）餐厅被摧毁，有73名工作人员因此丧生。新餐馆中幸存的“世界之窗”工作人员承诺，他们将支配60%的利润，并将其余利润捐献给一个基金，用于开设其他合作餐厅。

17.4.4 失去生活伴侣

2017年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的女性中有33%的人丧偶，而65岁及以上的男性中只有11%的人丧偶（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18）。因此，丧偶女性的人数大约是丧偶男性的3倍。亲密伴侣去世后，留在世上的人往往会深陷悲痛之中，并可能承受经济损失、孤独感增强、身体疾病增多以及患上抑郁症等心理疾病（Holm，Berland & Severinsson，2019）。一项分析发现，配偶死亡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有所不同（Streeter，2020）。在这项研究中，女性在其配偶去世后的两年内收入下降了22%；相比之下，男性的经济状况保持相对稳定，但由于孤独感和抑郁程度的增加，在伴侣去世后，他们的情感和心理健康状况很快恶化。

在美国、英国、韩国和中国进行的一项跨文化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丧偶后第一年内抑郁程度达到顶峰（Jadhav & Weir，2018）。在这项研究中，欧洲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女性的抑郁水平都能恢复到与已婚者相似的水平，而男性在丧偶后6~10年的抑郁水平仍然很高。此外，一项关于丧偶者精神障碍的元分析发现，抑郁障碍最为普遍，其次是焦虑障碍（Blanner Kristiansen & others，2019）。另一项关于丧偶者心理健康的研究发现，丧偶女性更倾向于积极地重新定位、主动转移注意力和寻求帮助，而丧偶男性则更倾向于使用回避策略和寻找与已故配偶的联系（Carr，2020）。此外，另一项研究显示，与丧偶相关的死亡风险增加了48%（Sullivan & Fenelon，2014）。如果配偶由于意外而死亡，丧偶男性的死亡风险会更高，但丧偶女性不会。对拉美丧偶群体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低幸福感相关的风险因素包括经济压力、文化压力、未拥有合法身份、丧偶时年纪较轻和身体健康状况较差（Garcini & others，2020）。

不同人在丧偶后的应对方式大不相同。对那些拥有几十年的幸福婚姻的人来说，应对丧偶可能会特别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失去配偶——同时也可能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情感深厚的、最好的朋友——可能会让他极度情绪化，难以应对。一项对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为期6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失去配偶会导致生活满意度随时间推移而降低，尤其是对男性而言（Berg & others，2009）。另一项研究显示，那些不期待来世与亲人团聚的丧偶者，在丧偶6个月和18个月后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抑郁、愤怒和侵入性思维（Carr & Sharp，2014）。

许多丧偶女性都有很强的孤独感（Yang，2020）。那些更贫穷、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人往往感到更孤独。丧偶者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也会增加（Jadhav & Weir，2018）。对于丧偶者来说，社会支持有助于他们适应配偶的死亡（King，Carr & Taylor，2020）。丧偶女性互助项目（Widow-to-Widow program）始于20世纪60年代，该项目可以为新近丧偶的妇女提供支持。志愿者会向丧偶女性伸出援手，为她们介绍有相似问题的人，引导小组讨论，并组织社交活动。该项目已被美国退休人员协会采纳，并作为“丧偶者服务”（Widowed Persons Service）的一部分在全美推广。此后，许多社区及组织也采用了这一项目，为那些正在经历艰难过渡期的人提供支持。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当丧偶者参与志愿服务并帮助他人时，他们的孤独感会减少（Carr & others，2018）。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你能用哪些基于研究的信息来解释男性和女性在失去伴侣后应对生活转变的方式有所不同呢？

17.4.5 哀悼的形式

丧亲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决定是如何处理亲人的遗体。在美国，2018年有53.1%的逝者被火葬，这与1985年的14%和2000年的27%相比有了显著增长（Cremation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2019）。在加拿大，2018年有72.1%的逝者被火葬。火葬在美国临太平洋地区更为流行，在美国南方则不太流行。加拿大比美国更流行使用火葬，而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最流行使用火葬。

近年来，殡葬业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殡葬从业者及其支持者认为，葬礼提供了与逝者关系的一种终结方式，尤其是在棺材盖还没盖上的时候。批评者则声称，殡葬从业者只是为了赚钱，给尸体防腐更是一种怪诞的行为。想要避免在丧亲期间被牟利，有一个方法是提前对葬礼进行安排。

在某些文化中，家庭和社区在哀悼中扮演重要角色。阿米什（Amish）文化就是典型代表——这个保守派群体，在北美洲有超过30万名成员，分布在美国的31个州和加拿大的4个省。此外，在美洲中南部还有几个小的阿米什人定居点。阿米什人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中，家庭和社区的支持是他们生存的关键。当有人去世后，近邻会负责通知其他人，社区会处理葬礼中的几乎所有事宜。

在较温暖的月份，葬礼会在谷仓里举行，在寒冷的月份则在房子里举行。在深厚的宗教信仰影响下，平静地接受死亡是阿米什的重要成分。葬礼结束后，丧亲家庭会得到至少一年的高度支持。对丧亲家庭的支持包括：探望家人、为家人制作特殊的剪贴簿和手工制品、为遗属启动新的工作项目，以及组织集友谊和生产于一体的编织活动。

本书到此结束。我们对毕生发展的研究是漫长而复杂的。你已经了解了从受孕到死亡期间发生的诸多生理、认知和社会情绪的变化过程。现在正是反思所学知识的好时机。你对哪些理论、研究和观点特别感兴趣？你对自己的发展有什么认识？

我希望这本书是一扇帮助你了解毕生发展的窗口，也是一扇帮助你了解个人生命历程的窗口。祝愿你在毕生发展的余下岁月里一切顺利。



内容总结






死亡的界定和生死议题




● 如今大多数医生都认为，只有当人脑的高级和低级区域的功能均丧失时，一个人才能被判定为脑死亡。

● 有关生命、死亡和医疗护理的决策可能涉及多种情况和问题，个体应在仍保持清晰思考能力的情况下通过生前预嘱做出一系列选择。临终关怀强调的是减少疼痛和痛苦，而不是延长生命。



死亡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 多年来，人们死亡的时间、地点和原因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面对自己的死亡




● 屈布勒-罗丝提出了临终的五个阶段。

● 对事件的感知控制和否认可能共同起作用，成为临终者的适应策略。



应对他人的死亡




● 悲痛有多个维度，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持续数年。应对复杂性悲痛或延长悲痛障碍以及被剥夺的悲痛尤其具有挑战性。

● 悲痛的过程可能会刺激个人努力去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

● 丧偶增加了丧偶者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

● 哀悼的形式因文化而异。







术语汇编




是A，不是B的错误（A-not-B error） 这个术语用来描述婴儿去到物体之前隐藏的地方，而非之后隐藏的地方的倾向。

接受（acceptance） 屈布勒–罗丝提出的临终的第五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临终者产生了一种平静感，接受了死亡，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临终者希望能够独处。

顺应（accommodation） 皮亚杰提出的关于调整图式来适应新的信息或经验的概念。

活跃理论（activity theory） 老年人越是积极参与生活，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就越高。

青少年的自我中心（adolescent egocentrism） 这表现为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增强。

收养研究（adoption study） 在一项收养研究中，研究者试图考察被收养儿童的行为和心理特征是更像为其提供了一个家庭环境的养父母，还是更像为其贡献了遗传基础的亲生父母。另一种形式的收养研究将被收养者与其亲生兄弟姐妹进行比较。

有氧运动（aerobic exercise） 一种能够刺激心肺活动的持续性锻炼。

深情的爱（affectionate love） 这也被称为陪伴的爱，指一个人渴望有另一个人在身边，并对这个人有着深厚的关爱。

年龄歧视（ageism） 因年龄而对人产生偏见，尤指对老年人产生偏见。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 一种进行性、不可逆的脑部疾病，其特征是记忆力、推理能力、语言能力和身体功能逐渐恶化。

杏仁核（amygdala） 大脑中与情绪有关的区域。

愤怒（anger） 屈布勒–罗丝提出的临终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临终者的否认通常会让位给愤怒、怨恨、暴怒和嫉妒。

愤怒型啼哭（anger cry） 这是基本型啼哭的一种变体，伴随着更多多余的空气被迫通过声带。

泛灵论（animism） 个体相信无生命的物体也具有生命，且有行动的能力。

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 一种进食障碍，表现为通过饥饿来持续不懈地追求瘦身。

焦虑型依恋模式（anxious attachment style） 这个术语描述的是那些要求亲密，但缺少信任，更情绪化、善妒且占有欲强的成年人的依恋模式。

阿普加量表（Apgar Scale） 一种在新生儿出生后1分钟和5分钟时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的测量工具。

关节炎（arthritis） 这种疾病伴有疼痛、僵硬和运动问题，在老年人身上尤其常见。

同化（assimilation） 皮亚杰提出的关于使用现有图式来处理新的信息或经验的概念。

依恋（attachment） 两个人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结。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 患ADHD的儿童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表现出以下症状中的一个或多个：（a）注意力不集中；（b）多动；（c）冲动。

专制型养育（authoritarian parenting） 一种严格的、惩罚性的养育风格，要求孩子遵照父母的指示，尊重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专制型父母为孩子设定严格的限制，很少与孩子进行言语交流。专制型养育与儿童的社交能力不足有关。

权威型养育（authoritative parenting） 父母鼓励孩子独立，但仍为他们的行为设定限制的养育方式。这种养育方式允许父母与孩子进行充分的言语交流，父母对孩子充满关爱和关怀。权威型养育有助于儿童发展社交能力。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 ASD也称为广泛性发育障碍，ASD患者的典型特征是有社交互动障碍、言语和非言语交流障碍以及重复行为。

自律道德（autonomous morality） 这种道德表现在年龄较大的儿童（大约10岁及以上）身上。儿童意识到规则和法律是由人们制定的，在评判一种行为时，应该考虑行为者的意图以及后果。

普通的儿童（average children） 获得同伴积极的和消极的提名数量相差无几的儿童。

回避型依恋模式（avoidant attachment style） 用来描述对进入浪漫关系表示犹豫的成年人，即使进入关系，他们往往也会和伴侣保持距离。

讨价还价（bargaining） 屈布勒–罗丝提出的临终的第三个阶段，临终者希望死亡能够以某种方式被推迟。

基本型啼哭（basic cry） 这是一种有节奏的模式，通常由一声哭声开始，接着是短暂的沉默，随后是比主哭声音调略高的短哨声，然后是短暂休息，再进入下一声啼哭。

行为遗传学（behavior genetics） 这是一个旨在发现遗传和环境对人类特征和发展的个体差异的影响的领域。

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behavioral and social cognitive theories） 这种理论认为，发展可以被描述为通过与环境互动而习得的行为。

“大五”人格结构（Big Five factors of personality） 神经质（情绪稳定性）、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

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es） 个体的身体特征产生的变化。

脑死亡（brain death） 死亡的神经学界定。所有脑电活动在规定时间内完全停止，个体就被判定为脑死亡。平滑的脑电图曲线是脑死亡的标准之一。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学理论（Bronfenbrenner’s ecological theory）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学理论明确了五个环境系统：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和时间系统。

神经性贪食症（bulimia nervosa） 一种进食障碍，患者会持续地做出暴食和清肠行为。

关怀视角（care perspective） 卡罗尔·吉利根提出的一种从与他人的联系的角度来看待人、强调人际沟通、与他人的关系和关心他人的道德视角。

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对特定个体的深入研究。

白内障（cataracts） 眼睛晶状体变厚，导致视力下降的一种疾病。

细胞时钟理论（cellular clock theory） 列奥那多·海弗利克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体细胞的最大分裂次数为75~80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细胞的分裂能力每况愈下。

中心化（centration） 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征上，而对所有其他特征视而不见。

头尾原则（cephalocaudal pattern） 发育总是先从头部开始，身体的成长和特征的分化从上到下逐步进行。

儿童指向语言（child-directed speech） 也称为“父母语”，是一种用简单的单词和句子以比平时更高的音调、更慢的速度和夸张的语调说出的语言。

更年期（climacteric） 生育能力下降的成年中期过渡期。

小团体（clique） 2~12人组成的小规模团体，通常平均有5~6人。小团体的成员通常是同性且同龄的。

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es） 个体思维、智力和语言的变化过程。

概念（concepts） 对相似物体、事件、人物或观点进行的认知组合。

守恒（conservation） 改变物体或物质的外观并不会改变其基本属性。

建构性游戏（constructive play） 一种将感觉运动/练习性游戏与象征性游戏相结合的游戏。当儿童能够自主地创造一个产品或解决方案时，就会出现建构性游戏。

建构式教学法（constructivist approach）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强调个人积极建构知识和理解教师指导的重要性。

当代生活事件法（contemporary life-events approach） 生活事件如何影响个体发展，不仅取决于生活事件本身，还取决于中介变量（例如，身体健康和家庭支持）、个体对生活事件的反应（例如，威胁评估和应对策略）、生活阶段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

背景（context） 每个环境因素都受到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continuity-discontinuity issue） 这个术语关注发展涉及渐进、累积变化（连续性）或不同阶段（非连续性）的程度。

有争议的儿童（controversial children） 经常被提名为某人最好的朋友，但同时也被人讨厌。

习俗推理（conventional reasoning）水平 习俗推理水平是柯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的第二个水平或中间水平。在这一水平阶段，个体会遵守某些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由他人制定的，例如父母或者政府。

聚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 一类只产生一个正确答案，并通常由标准化智力测试评定的思维。

核心知识取向（core knowledge approach） 该理论认为婴儿天生就有特定领域的先天知识系统。

胼胝体（corpus callosum） 这些神经纤维连接大脑的两个半球。它们在青少年期会增厚，以便青少年更有效地处理信息。

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基于统计分析、用于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的数字。

相关研究（correlational research） 侧重于描述两个或多个事件或特征之间关系强度的研究类型。

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 一种以新颖的、罕见的方式思考并提出独特的问题解决办法的能力。

危机（crisis） 马希耳提出的术语，指青少年在认同发展阶段探索各种选择的过程。

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 将一种文化与其他一种或多种文化进行比较。这可以揭示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或普遍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文化特殊性。

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 approach） 在同一时间对不同年龄的个体进行比较的研究策略。

群体（crowd） 比小团体更大的团体结构，通常是基于声誉形成的，群体成员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花很多时间在一起。

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个体积累的信息和语言技能，会在成年中期继续增长。

文化家庭性智力缺陷（cultural-familial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一种未发现脑器质性损伤的智力缺陷，个体智商通常为50~70。

文化公平测验（culture-fair tests） 旨在摆脱文化偏见的智力测验。

累积性人格模型（cumulative personality model）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人们变得更善于以促进人格稳定的方式与环境互动。

延迟模仿（deferred imitation） 延迟几小时或几天后出现的模仿。

否认和隔离（denial and isolation） 屈布勒–罗丝提出的临终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临终者否认自己真的会死。

抑郁（depression） 屈布勒–罗丝提出的临终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临终者开始承认其死亡的必然性，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抑郁或预备性悲痛。

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 目的在于观察并记录行为的研究类型。

发展（development） 从受孕开始并贯穿生命全程的变化模式。

发展级联模型（developmental cascade model） 涉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发展途径和结果的跨领域连接。

发展适宜性实践（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DAP） 关注特定年龄段儿童典型发展特点（年龄适应性）和每名儿童的独特性（个体适宜性）的教育类型。

困难型儿童（difficult child） 这种儿童倾向于反应消极和频繁啼哭，日常生活不规律，对变化接受缓慢。

直接教学法（direct instruction approach） 一种结构化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强调教师的指导和控制，教师对学生进步的期望高，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很多，教师也努力减少负面影响。

去习惯化（dishabituation） 改变刺激后，习惯性反应恢复。

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 一种对同一问题产生多种答案，并且以创造性为特征的思维。

道德发展领域理论（domain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一种强调不同领域的社会知识与认知的理论，包括道德领域、社会习俗领域和个人领域。

唐氏综合征（Down syndrome） 由21号染色体的额外复制引起的一种染色体遗传的智力障碍。

双程模型（dual-process model） 一种应对丧亲之痛的模型，强调应对过程在两个维度之间来回切换：（a）丧失导向的压力源；（b）恢复导向的压力源。

动力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 试图解释感知和动作如何组合成为运动行为的运动发展观点。

容易型儿童（easy child） 这种儿童通常情绪积极，在婴儿期很快能有规律地生活，很容易适应新的环境。

折中的理论取向（eclectic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选择和使用多种理论优势特征的取向。

生态学观点（ecological view） 认为知觉的功能是使有机体与环境建立联系并提高适应性的观点。

自我中心（egocentrism） 这是指无法区分自己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这是前运算阶段中第一个子阶段的显著特征）。

精细加工（elaboration） 一种重要的信息加工策略。

胚胎期（embryonic period） 怀孕后2~8周的产前发育时期。在胚胎期，细胞分化速度加快，细胞支持系统形成，器官开始发育。

初显成年期（emerging adulthood） 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的过渡阶段，涉及大量实验和探索。

情绪（emotion） 当个体处于对自己很重要的状态或互动中时所产生的感觉或情感。

空巢综合征（empty nest syndrome） 用于表示子女离家后婚姻满意度下降的一个术语。

表观遗传观（epigenetic view） 强调发展是遗传和环境之间持续相互作用的结果。

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 用于保留生活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的信息。

平衡（equilibration） 皮亚杰提出的一种机制，用来解释儿童如何从一个思维阶段进入下一个思维阶段。

埃里克森的理论（Erikson’s theory） 一种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一生会经历八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包含一个独特的发展任务，使个体面临必须解决的危机。

种族认同（ethnic identity）自我认同中的一个持久的方面，涉及对某一种族群体的归属感以及与此相关的态度和情感。

习性学（ethology） 该学科强调行为受到生物学的强烈影响，与进化息息相关，非常重视关键期或敏感期。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 强调了适应、繁殖和“适者生存”在塑造行为中的重要性。

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 这种观点认为自然选择并没有消除老年人的许多有害条件和非适应性特征。

执行注意（executive attention） 包括计划行动、将注意力分配到目标上、发现和弥补错误、监控任务进度以及应对新颖或困难的情况。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一个伞状的概念，包括一些与大脑前额叶皮质发育相关的高级认知过程。执行功能包括管理自己的思维以做出目标导向的行为，以及执行自我控制。

实验（experiment） 控制一个或多个可能会影响行为的变量，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研究程序。实验研究可以确定因果关系。

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 个体有意识地知道并可以陈述的关于事实和经验的记忆。

外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 做某事是为了获得一些东西（活动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

快速映射（fast mapping） 帮助解释幼儿如何快速学习单词与其指代物之间关系的过程。

胎儿酒精谱系障碍（fetal alcohol spectrum disorders，FASD） 在怀孕期间大量饮酒的母亲所生的孩子身上出现的一系列异常现象。

胎儿期（fetal period） 怀孕后两个月开始的产前发育时期，通常持续七个月。

战斗或逃走（fight-or-flight） 这种观点认为，当男性感受到压力时，他们更有可能变得具有攻击性、远离社交，或者酗酒。

精细运动技能（fine motor skills） 涉及精细协调的运动。

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 抽象推理的能力，从成年中期开始下降。

自由基理论（free-radical theory） 一种年老化理论，认为人们变老是因为正常的细胞新陈代谢会产生不稳定的氧分子，即自由基。自由基会在细胞周围活动，破坏DNA和其他细胞结构。

模糊痕迹理论（fuzzy trace theory） 指出个体最好通过两种类型的记忆表征来理解记忆：（a）逐字记忆痕迹；（b）要点。这个理论认为，年龄较大的儿童的记忆力更好，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要点记忆信息，从而形成模糊痕迹。

规则游戏（games） 规则游戏是为了娱乐而进行的具有规则的活动，通常涉及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的竞争。

心理性别（gender） 人们作为女性和男性的特征。

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 一个人内心对于自己属于女性、男性、另一种性别或无性别群体的认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性别认同在童年早期发展并随时间的推移保持稳定。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性别认同在生命周期中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性别图式理论（gender schema theory） 这一理论认为，随着儿童逐渐发展出对其文化中性别恰当行为和性别不恰当行为的认知，性别图式就会出现。

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 体现了人们对男性和女性普遍持有的固定看法和信念。

繁衍（generativity） 成年人希望把自己的遗产留给下一代。这是埃里克森提出的繁衍对停滞阶段的积极方面。

基因（genes） 遗传信息的单位。基因帮助细胞自我繁殖并形成维持生命的蛋白质。

基因型（genotype） 由一个人所有的遗传物质构成。

天才（gifted） 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力或者在某件事情上有卓越的天赋。

青光眼（glaucoma） 由于眼内积液产生的压力对视神经造成损害的疾病。

性腺（gonads） 男性的睾丸和女性的卵巢。

拟合度（goodness of fit） 儿童的气质与儿童必须应对的环境需求之间的匹配度。

粗大运动技能（gross motor skills） 涉及大肌肉活动的运动技能，如行走。

习惯化（habituation） 重复呈现刺激后，对刺激的反应减弱。

他律道德（heteronomous morality） 皮亚杰道德发展理论的第一阶段，大约从4岁到7岁，儿童表现出他律道德。公正和规则被认为是世界上不可改变的属性，超出了人们的控制。

临终关怀（hospice） 一种致力于使生命终结过程尽可能远离疼痛、焦虑和抑郁的项目。临终关怀的目标与医疗不同，医疗的目标是治愈疾病和延长生命。

下丘脑（hypothalamus） 位于大脑高部位的一个结构，可以监控进食和性。

假设（hypotheses） 通常是根据理论提出的论断或预测，可以被检验。

自我认同完成（identity achievement） 马希耳提出的术语，是指经历过危机并做出承诺的个体状态。

自我认同扩散（identity diffusion） 马希耳提出的术语，是指尚未经历危机或尚未做出任何承诺的个体状态。

自我认同早闭（identity foreclosure） 马希耳提出的术语，是指已经做出承诺但还没有经历过危机的个体状态。

自我认同延迟（identity moratorium） 马希耳提出的术语，是指处于危机之中的个体状态，他们的承诺要么不存在，要么模糊不清。

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 青少年认为他人和自己一样对自己感兴趣；渴望被关注、被看见、“站在舞台上”，从而会做出引人注目的行为。

内在公正（immanent justice） 他律思维者内心的预期是，如果违反了规则，惩罚会立即出现。

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 没有意识回忆的记忆，涉及自动执行的技能和常规程序。

融入（inclusion） 让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在常规课堂上接受全日制教育。

个性化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IEP） 一份书面声明，阐明了专门为缺陷学生量身定制的计划。

纵容型养育（indulgent parenting） 父母非常关注孩子，但对他们的要求和控制很少的养育方式。纵容型养育与儿童的社交能力较差相关，儿童尤其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无限生成性（infinite generativity） 使用有限的词汇和规则产生和理解无限数量的有意义的句子的能力。

信息加工理论（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y） 强调个体对信息的使用、监控和加工策略的形成。

回避型依恋的婴儿（insecure avoidant babies） 通过回避照料者表现出不安全感的婴儿。

混乱型依恋的婴儿（insecure disorganized babies） 通常是混乱的和不知所措的。

反抗型依恋的婴儿（insecure resistant babies） 该类型的婴儿通常会依恋照料者，然后抗拒这种亲密关系，可能会踢开或推开照料者。

完善对失望（integrity versus despair） 埃里克森提出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发生在成年后期。此时，老年人回首过去，要么认为人生是积极而有意义的，要么认为自己虚度了一生。

智力缺陷（intellectual disability） 一种智力有限的状态。这样的个体智商分数低，在传统的智力测试中得分通常低于70，难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智力（intelligence） 解决问题、适应环境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 一个人的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并乘以100。

统合知觉（intermodal perception） 涉及整合来自两种或更多种感觉通道的信息。

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 因自身的缘故而去做某事。

直觉思维子阶段（intuitive thought substage） 是皮亚杰理论中前运算阶段的第二个子阶段，在这个阶段，儿童能够进行初步的推理，并且渴望知道各种问题的答案。

青少年罪犯（juvenile delinquent） 违反法律或做出非法行为的青少年。

实验室（laboratory） 可以进行研究的可控环境。

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 乔姆斯基的术语，描述了一种生物天赋，使儿童能够察觉语言的各种特征和规则。

偏侧化（lateralization） 大脑皮质一侧或另一侧的功能特异性分化。

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 在理解或使用口语或书面语言、数学运算方面有困难。

最少限制环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LRE） 这个理念是指有缺陷的儿童应该和没有缺陷的儿童在尽量相似的环境下接受教育。

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特定年份出生的正常人可能活到的岁数。

毕生发展观（life-span perspective） 这种观点认为发展是跨越终生的、多维度的、多方向的、有可塑性的、多学科的、有背景的；发展涉及成长、维持和调节；发展是由生物、社会文化和个体共同建构的。

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approach） 在一段时期内，通常是几年或更长的时间，对相同个体进行研究的策略。

黄斑变性（macular degeneration） 一种涉及视网膜黄斑退化的疾病。

减数分裂（meiosis） 一种特殊的细胞分裂形式，会形成卵子和精子。

记忆（memory） 认知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涉及个体随时间的推移对信息的保留。

初潮（menarche） 女孩的第一次月经。

绝经期（menopause） 女性月经周期的完全停止出现的时期，通常发生在四十多岁或五十岁出头。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一种以高血压、肥胖和胰岛素抵抗为特征的疾病。

元认知（metacognition） 对认知的认知，或是对认识的认识。

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关于语言的知识，例如知道什么是介词，或能够讨论一种语言的发音。

思维模式（mindest） 个体产生的关于自我的认知观点。

线粒体理论（mitochondrial theory） 该理论认为年老化是由线粒体的衰变引起的，线粒体是为机能、生长和修复提供能量的微小细胞器。

有丝分裂（mitosis） 细胞繁殖是指细胞核自我复制，形成两个新细胞，每个细胞含有与原始细胞相同的DNA，排列在相同的23对染色体中。

蒙台梭利方法（Montessori approach） 在此教育理念下，儿童在选择活动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可以随时按照自己的意愿换到不同活动中去。

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 包括思维、情绪和行为的发展，这些发展与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应该做什么的规则和惯例有关。

mTOR通路（mTOR pathway） 涉及生长和代谢调节的细胞通路。

髓鞘化（myelination） 轴突被一层脂肪细胞覆盖的过程，它提高了信息在神经系统中传输的速度。

自然观察法（naturalistic observation） 在真实生活的环境中进行的观察，不试图控制环境。

天性和教养问题（nature-nurture issue） 关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天性和教养的影响的争论。天性是指有机体的生物遗传因素，教养是指环境经验。

被忽视的儿童（neglected children） 很少被提名为最好的朋友，但并不被同伴厌恶。

忽视型养育（neglectful parenting） 父母较少参与孩子的生活，在这种养育方式下成长的儿童的社交能力较差，尤其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新皮亚杰主义者（neo-Piagetians） 阐述皮亚杰的理论时更强调儿童如何使用注意力、记忆力和策略来加工信息的发展心理学家。

神经建构主义观（neuroconstructivist view） 生物过程和环境条件影响大脑发育；大脑具有可塑性，并依赖于环境；认知发展与大脑发育密切相关。

神经元（neurons） 在大脑的细胞水平上进行信息加工的神经细胞。

非常规生活事件（nonnormative life events） 对个人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不寻常事件。

常规年龄影响（normative age-graded influences） 对某一年龄组的个体来说，生物和环境的影响是大同小异的。

常规历史影响（normative history-graded influences） 与历史相关的生物和环境影响。

客体永久性（object permanence） 皮亚杰提出的术语，是指儿童能够理解物体和事件继续存在，即使它们不能被直接看见、听见或触摸。

运算（operations） 内化的心理动作，使儿童在头脑中完成以前只能通过身体完成的事情。

器质性智力缺陷（organic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一种由遗传疾病或者大脑损伤引起的智力缺陷。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 一种涉及骨组织大量流失的慢性疾病，是许多老年人走路时明显驼背的主要原因。女性特别容易患骨质疏松症。

疼痛型啼哭（pain cry） 突然长时间地大声啼哭，然后屏住呼吸，没有初步的啼哭。

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 临终关怀所强调的治疗；包括减少疼痛和痛苦，帮助病人有尊严地离世。

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 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以肌肉震颤、运动减慢和部分面瘫为特征。

知觉（perception） 对所感觉到的东西的解释。

个人神话（personal fable） 青少年的自我中心的一部分，涉及一种独一无二和不可战胜的感觉。

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 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并理解他人想法和感受的社会认知过程。

自然拼读法（phonics approach） 一种强调阅读教学应该教授将文字符号转化为声音的基本规则的理念。

皮亚杰的理论（Piaget’s theory） 该理论认为，儿童通过积极建构来理解世界，并经历四个认知发展阶段。

垂体腺（pituitary gland） 一种重要的内分泌腺，可以控制生长并调节其他腺体，包括性腺。

受欢迎的儿童（popular children） 经常被提名为最好的朋友，并且很少被同伴厌恶。

后习俗推理（postconventional reasoning）水平 后习俗推理水平是柯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中的最高水平。在这一水平阶段，道德包含了弹性思维，并且更加内化。

后形式思维（postformal thought） 一种反思性、相对性和情境性的思维，具有临时性、现实性的特点，能认识到思维受情绪影响。

练习性游戏（practice play） 由简单、重复的动作组成，可能发生在学习新技能时，或者发生在运动和游戏过程中需要运用身体或心理的协调控制技能时。

语用（pragmatics） 在不同语境中恰当地使用语言。

前习俗推理（preconventional reasoning）水平 前习俗推理水平是柯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的最低水平。个体的道德水平主要被外在奖惩控制。

有备分娩法（prepared childbirth） 由法国产科医生费迪南德·拉马兹发明，这种分娩方法类似于自然分娩法，但包括一种特殊的呼吸技术以控制分娩最后阶段的推力，还包括一些更详细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教育知识。

假想/象征性游戏（pretense/symbolic play） 儿童将客观事物转化为符号的游戏。

开端计划（Project Head Start） 一个由政府资助的项目，旨在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获取学业成功所需技能和经验的机会。

近远原则（proximodistal pattern） 成长遵循从身体中心开始到四肢逐渐发展的顺序。

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 theories） 主要从无意识过程来描述发展，这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情绪的影响。行为只是一种表面特征，分析行为的象征意义很重要，早期经验也很重要。

亲切型谈话（rapport talk） 建立联系和协商关系的一种谈话方式。

交互社会化（reciprocal socialization） 双向的社会化，孩子使父母社会化，就像父母使孩子社会化一样。

反射性微笑（reflexive smile） 一种并非针对外界刺激的微笑。出现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通常出现在睡眠中。

被拒绝的儿童（rejected children） 很少被提名为某人最好的朋友，并且被同伴强烈厌恶。

报告型谈话（report talk） 旨在传达信息的谈话。

成人礼（rite of passage） 标志着个体从一种身份过渡到另一种身份的仪式或典礼。

浪漫的爱（romantic love） 也被称为激情的爱或性爱；浪漫的爱包含很强的性和迷恋成分，通常在爱情关系的早期占主导地位。

图式（schemes） 皮亚杰理论中，组织知识的行为或心理表征。

安全型依恋模式（secure attachment style） 安全型依恋模式的成年人对人际关系有积极的看法，他们很容易接近他人，并且不会过度关心或因自身的浪漫关系感到害怕。

安全型依恋的婴儿（securely attached babies） 这类婴儿将照料者作为探索环境的安全基地。

带补偿的选择最优化理论（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theory） 该理论认为成功年老化涉及3个主要因素：选择、最优化和补偿。

自我概念（self-concept） 在特定领域的自我评价。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一个人能够掌控局面并获得好结果的信念。

自尊（self-esteem） 关于自我的整体评价，它也被称为自我价值感或自我映象。

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 儿童认识自我的表现，儿童自我概念的实质和内容。

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 一个人对世界上的知识的记忆。

语义（semantics） 词汇和句子的含义。

感觉（sensation） 信息和感觉接收器相互作用的产物。

分离反抗（separation protest） 表现为当照料者离开时，婴儿啼哭。

排序（seriation） 将刺激物按照某个维度进行排列。

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 一种可以提升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形式。

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STIs） 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

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 短时记忆是指个体在没有复述的情况下，最多可保留信息30秒。

长寿蛋白（sirtuins） 一个蛋白质家族，与长寿、线粒体能量调节、热量限制的潜在益处、抗应激以及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等有关。

慢热型儿童（slow-to-warm-up child） 这种儿童活跃水平较低，有些消极，情绪不强烈。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该理论认为，行为、环境和个人/认知因素都是发展的关键因素。

性别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ender） 强调儿童的性别发展是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言行，以及通过对性别恰当行为的奖励、对性别不恰当行为的惩罚而产生的。

社会建构主义取向（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强调学习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及知识是通过社会互动构建的。维果茨基的理论体现了这种取向。

社交游戏（social play） 与同伴互动的游戏。

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 政府旨在增加公民福利的行动方针。

社会参照（social referencing）“解读”他人的情绪暗示，以便决定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行动。

社会角色理论（social role theory） 一种认为性别差异源于男女不同的角色的理论。

社会性微笑（social smile） 对外界刺激（典型的例子是一张面孔）做出反应的微笑。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 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它建立在职业、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基础之上。

社会情绪过程（socioemotional processes） 包含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情绪调节和个性的变化。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人们的动机会随着时间视野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当人们感到时间有限时，他们倾向于优先考虑情感意义和追求情感满足。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变得更有选择性。

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 一个人的行为可能会加深他人对其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

陌生人焦虑（stranger anxiety） 婴儿对陌生人表现出恐惧和戒心。

婴儿猝死综合征（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SIDS） 婴儿停止呼吸（通常在夜间）、并无明显原因突然死亡的状况。

持续注意（sustained attention） 也称警觉，是指对环境中的物体、任务、事件保持专注和持续接触。

象征思维子阶段（symbolic function substage） 前运算阶段的第一个子阶段，幼儿获得了在头脑中呈现不在场物体的能力。

照料和结盟反应（tend-and-befriend） 泰勒认为，当女性经历压力时，她们更有可能寻求与他人的社会联结，尤其是朋友。

致畸物（teratogen） 任何可能导致出生缺陷或对认知和行为结果产生消极影响的物质。

理论（theory） 可以解释现象和进行预测的综合观点。

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个体有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过程的意识。

跨性别者（transgender） 泛指那些现在拥有的性别身份与出生性别不一致的个体。

智力三元理论（triarchic theory of intelligence） 斯滕伯格关于智力包括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的理论。

视觉偏好法（visual preference method） 罗伯特·范茨发明的一种方法，即通过测量婴儿注视不同刺激的时长来研究他们是否能够区分不同刺激。

维果茨基的理论（Vygotsky’s theory） 强调文化和社会互动指导认知发展的社会文化认知理论。

全语言教学法（whole-language approach） 强调阅读教学必须与儿童的自然语言学习同步进行。阅读材料应完整且有意义。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一种心理“工作台”，个人在做出决定、解决问题以及理解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时，都会在工作记忆中处理和组合信息。

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 维果茨基提出的术语，最近发展区内的任务是指各类儿童难以独自完成，但可以在成年人或更熟练的儿童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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